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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皮锡瑞的经学研究， 在通史视野方面提出 “经学十变” 说， 将经学的发生、 流传上溯于先秦，
是其卓识； 但关于汉学、 宋学的发展过于强调阶段性特点， 失去了主线， 是其所失。 在专经分析方面， 于

周易学， 强调 《易经》 卦爻辞为孔子所作， 失于武断， 但肯定王弼扫除术数之学， 表彰清儒廓清图书之

学， 为学者指明了义理易学的正途； 皮氏在诸经研究上， 于 《尚书》 研习最精， 他严谨地梳理和总结了前

人的研究成果， 并进一步讨论有待解决的问题， 考辨今文 《尚书》 实为 ２９ 篇， 而非学人惯称的 ２８ 篇， 并

从伪 《古文尚书》 的义理与行文上补充了阎若璩等人的辨伪证据； 于春秋学， 皮氏站在公羊学派立场上，
以 “改立法制” 为孔子 “微言”， 并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支持康有为的 “戊戌变法” 运动， 表明皮氏

的经学研究并非 “徒托空言”， 而是积极联系和参与 “经世致用” 的政治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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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先秦至晚清， 中国经学发展呈现出治丝益棼的乱象。 如何梳理 ２０００ 余年的经学论题， 如何对

经学发展的历史作出简明扼要的概括， 便是摆在晚清 （近代） 学者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 而这一课

题首先是由皮锡瑞的 《经学通论》 和 《经学历史》 两部著作来初步完成的。 以今日观点看， 虽然这

两部著作在经学问题和经学史的研究上尚属草创性论著， 在观点与范式上存在许多问题， 但它是由一

位真正懂得经学的人来写的， 虽然此后有了更多的所谓经学史论著， 但多半是由不懂经学或对经学一

知半解的人来写的。 相比之下， 皮锡瑞的这两部书更显出其价值。
皮锡瑞的经学与经学史研究， 有着宏观的通史视野， 《经学历史》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同时又有

微观的专经分析， 《经学通论》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皮氏自己虽然持今文经学家的立场， 却又能平允

地对待古文经学与宋学。 同时， 他的研究并不是封闭的、 对过往陈迹作 “盖棺定论” 式的叙述， 而

是尽可能展现那些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经学问题， 从而表现出一种开放性、 前瞻性的问题意识。 总体

上说， 皮锡瑞的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是有重要价值的， 这是民国以来最不能绕过的经学研究成果。

一、 经学史分期及其评估

　 　 早在乾隆年间， 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 就曾对经学发展的历史作出分期和评判， 《四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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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总目·经部总叙》 提出 “经学六变” 说， 大意谓： 第一变， 两汉经学， 其学术流弊是 “拘”； 第二

变， 魏晋隋唐及宋初经学， 其学术流弊是 “杂”； 第三变， 宋庆历后至南宋经学， 其学术流弊是

“悍”； 第四变， 宋末至元代经学， 其学术流弊是 “党”； 第五变， 明末王学一派经学， 其学术流弊是

“肆”； 第六变， 清朝汉学一派经学， 其学术流弊是 “琐”。
总体上说， 皮锡瑞对四库馆臣的 “经学六变” 说是 “求其同而存其异”， 并在此基础上， 皮锡瑞

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期， 可以归纳为 “经学十变说”：
　 　 一、 经学开辟时代 （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 二、 经学流传时代 （战国至汉初）； 三、 经

学昌明时代 （自汉武帝始）； 四、 经学极盛时代 （西汉元帝、 成帝至东汉）； 五、 经学中衰时代

（汉末至魏晋）； 六、 经学分立时代 （南、 北朝）； 七、 经学统一时代 （唐至宋初）； 八、 经学变

古时代 （北宋仁宗至南宋）； 九、 经学积衰时代 （元、 明）； 十、 经学复盛时代 （清）。①
皮锡瑞所论有得有失： 第一， 以 “孔子删定六经” 为 “经学开辟时代”， 以 “战国至汉初” 为

“经学流传时代”， 较四库馆臣认为经学始于汉代的见解为优， 特别值得肯定。 经学酝酿、 发轫于先

秦， 是一个事实， 不能斩断， 否则经学便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实际上， 在孔子之前各诸侯国卿

大夫之间引诗、 赋诗之风气， 已经将 《诗经》 置于经典的地位了。 但皮氏所云 “必以经为孔子作，
始可以言经学； 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 始可以言经学”②， 其言不免欠妥。 在皮氏之前， 龚自

珍曾说： “仲尼未生， 先有六经； 仲尼既生， 自明不作。 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③
皮锡瑞不同意龚自珍的观点， 认为至少 《春秋》 一经为孔子所作， 其他经典的最后删定撰录也皆与

孔子有关。
笔者以为， 皮氏将孔子 “删定” 六经理解为 “作” 六经， 不免有些牵强， 但孔子 “删定” 六经

有其重要意义则不容忽视， 其重要意义就在于： 孔子是自觉地将六经作为华夏民族价值观的载体。 在

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同皮氏 “孔子删定六经为经学开辟时代” 的观点。 借用韩愈的话说， 皮氏

此论是 “大醇而小疵”。
第二， 皮锡瑞所说的经学第二期， 即战国至汉初的经学流传时代， 实际是孔子之七十子后学， 以

及孟子、 荀子等人的传经时期。 设置这一时期是很正确的。 但皮锡瑞同时又认为：
　 　 孔子所定谓之经， 弟子所释谓之传， 或谓之记。 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 惟 《诗》《书》 《礼》
《乐》 《易》 《春秋》 六艺乃孔子所手定， 得称为经……汉人以 《乐经》 亡， 但立 《诗》 《书》
《易》 《礼》 《春秋》 五经博士， 后增 《论语》 为六， 又增 《孝经》 为七， 唐分三 《礼》、 三

《传》， 合 《易》 《诗》 《书》 为九， 宋又增 《论语》 《孝经》 《孟子》 《尔雅》 为十三经， 皆不知

经、 传当分别， 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④
在皮锡瑞看来， 论经典只应限于 《诗》 《书》 《易》 《礼》 《春秋》 五经， 他所著 《经学通论》

也只论五经。 这种说法若限定在唐代以前固无问题， 但经学有一个发展过程， 经典的数目由五经发展

到后来的十三经， 虽有官学主导， 也几乎是约定俗成。 既然经典数目已经随时代而发展， 那经学研究

也自然应该扩展， 而不应只局限在五经的范围。 倘若今天我们写一部经学史著作， 只承认 “五经”
是经， 后来续增的经典一概不予承认， 那我们岂不成为一种新的 “抱残守缺” 了？

第三， 皮锡瑞的分期过于细碎， 令人眩惑， 而难得要领。 皮锡瑞曾经说： “治经必宗汉学， 而汉

学亦有辨。 前汉今文说， 专明大义微言； 后汉杂古文， 多详章句训诂。 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
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 此汉、 宋之经学所以分也。”⑤ 这意味他把后世经学分为汉学 （包括西汉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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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 东汉古文经学） 和宋学的发展主线， 可惜皮锡瑞并未以此视角作为其经学史的范式。 今天我

们以此视角来看待皮氏的 “经学十变” 说， 其第三至第七时期实际是 “汉学”， 第八至第九时期实际

是 “宋学”。 除去这两大块， 就是前面讲的第一期孔子删定六经的经学开辟时代， 以及第二期战国至

汉初的经学流传时代， 还有最后第十期的清代经学。
第四， 皮锡瑞 《经学历史》 的一大贡献， 是对宋、 元、 明、 清四朝经学研究成绩的评估。 因为

此四朝经学研究著述甚多， 对之加以通览并加评判的难度很大， 非如皮锡瑞这样的大经学家， 一般学

者很难做到。
皮锡瑞对宋、 元、 明三朝经学的评论， 他说： “论宋、 元、 明三朝之经学， 元不及宋， 明又不及

元……宋儒学有根柢， 故虽拨弃古义， 犹能自成一家。 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 而于注疏所得甚

浅……是元不及宋也。 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 于宋儒亦少研究……是明又不及元也……元、 明人之经

说， 惟元赵汸 《春秋属辞》， 义例颇明……明梅鷟 《尚书考异》， 辨古文之伪， 多中肯綮， 开阎若璩、
惠栋之先， 皆铁中铮铮、 庸中佼佼者也。”① 此一评论颇中肯綮。 宋代经学虽 “新”， 但却 “学有根

柢”； 元、 明两代经学著述虽多， 但多因袭前人。 这就提醒学者研究经学不必于元、 明两代过多着

力， 只着重研究赵汸、 梅鷟等人即可。
皮锡瑞对清朝经学的评论。 皮锡瑞称清代为 “经学复盛时代”， 一方面， 经学 “名家指不胜

屈”②， 不仅远超元、 明， 亦驾宋代而上之。 但最后检阅清代经学之总成果： “ 《皇清经解》 《续皇清

经解》 二书， 于国朝诸家， 蒐辑大备。 惟卷帙繁富， 几有累世莫殚之疑， 而其中卓然成家者， 实亦

无几。”③ 这个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清代经学著作卷帙浩繁， 这在皮锡瑞这种精研经学的大家看来，
已有 “累世莫殚之疑”， 而在经学已然断裂百年后的今天看来， 更是如此。 清代在经史考证方面有许

多名家， 而清代考据学家有一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于资料的搜集能力， “上穷碧落下黄泉”， 几乎可

以做到穷尽一切资料， 所以他们的著作往往以资料详赡取胜， 然而在学术观点上却很少推陈出新， 提

出具有思想性的学术创见， 以致乾隆末年的章学诚批评说： “近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④ “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则此桑蚕又有什么价值呢？ 清儒治经， 长于

资料汇总， 而拙于理论提升， 其价值也是相当有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皮锡瑞对清代经学成就的最

后评估并不很高， “其中卓然成家者， 实亦无几”， 因而他于各经仅举出一二部代表性经注而已。 这

一评估嘉惠后学实多， 使后来学者减少了研究的盲目性， 少走许多弯路。
总体来说， 皮锡瑞提出 “经学十变” 说， 将经学的发生、 流传上溯于先秦， 是其卓识。 他对宋、

元、 明、 清四朝经学研究成绩的评估， 难能可贵。 但他关于汉学、 宋学的发展过于强调阶段性特点，
失去了主线， 是其所失。

二、 周易学的历史观

　 　 皮锡瑞所著 《经学通论》， 其实是一部诸经简史， 即关于 《易经》 《尚书》 《诗经》 “三礼” 和

《春秋》 的简史。 皮锡瑞于 “三礼” 本是以 《仪礼》 为经的， 以其逻辑而言， 是不该 “三礼” 并列

的， 但或许他以为 《礼记》 《周礼》 也非常重要， 所以又将 “三礼” 并列。
先看皮锡瑞的易经史观。 易学发展 ２０００余年， 流派众多， 思想极其庞杂。 在清代以前学者很少

对易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 四库馆臣总结汉以后易学发展， 将传统易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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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两派六宗” （ 《四库全书总目》 卷 １ 《经部一·易类一》 ）， “两派” 为象数派和义理派。 “六宗”
即象占宗、 禨祥宗、 造化宗、 老庄宗、 儒理宗和史事宗。 “两派六宗” 之外又有其他各种流派的易

学。 清儒陈澧 《东塾读书记》 也曾对易学发展的历史作过梳理。 然而皮锡瑞对之似皆未加措意， 而

提出自己对易学发展史的观点。 其观点有得有失， 可注意者有以下几点：
１． 以 《易经》 卦爻辞为孔子所作

传统易学认为， 伏羲作八卦， 文王重为六十四卦， 文王、 周公作卦爻辞， 孔子作十翼。 这些见解

虽然皆未有明证， 但已为主流意见所默认。 皮锡瑞提出：
　 　 以爻辞为文王作， 止是郑学之义； 以爻辞为周公作， 亦始于郑众、 贾逵、 马融诸人， 乃东汉

古文家异说。 若西汉今文家说， 皆不如是。 史迁、 扬雄、 班固、 王充但云文王重卦， 未尝云作卦

辞、 爻辞， 当以卦、 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 盖卦、 爻分画于羲、 文， 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 如

此则与 “ 《易》 历三圣” 之文不背。①

前人提出 《周易》 卦爻辞为文王、 周公所作， 原无明确证据。 皮锡瑞固然可以反对， 但他提出

《周易》 卦爻辞并为孔子所作， 根据只是与 “ 《易》 历三圣” 之文不背， 那就太过牵强了。 《左传》
《国语》 记录孔子以前 ２０余次以 《周易》 占筮的例子， 显示那时 《周易》 已有卦爻辞了。 皮锡瑞认

为凡此类材料皆为 “占书傅会” 之辞， 乃是后人掺入 《左传》 等书之中。 他说：
　 　 或疑 《左氏传》 引筮辞， 多在孔子之前， 不得以卦辞、 爻辞为始于孔子。 案： 占书傅会，
前已言之…… 《左氏传》 此等处皆不可据。 《说苑》 泄冶引 《易》 曰： “君子居其室” 至 “可不

慎乎”， 泄冶在孔子前， 不应引 《系辞》， 此等明是后人搀入， 《左氏》 引 《易》 亦犹是也。②
关于 《周易》 卦爻辞作者问题， 我们可以不预设立场， 不去判断主流观点与皮锡瑞观点孰是孰非。
但皮锡瑞的论证方式简单武断， 不易为学者所接受， 则是一个事实。 这类问题在皮锡瑞的著作中所在

多有， 我们无须一一指正， 心知其意可也。 需要指出的是， 皮锡瑞作此类简单判断， 也有其原因， 即

出于其今文经学的立场， 要树立孔子教主的形象， 建立对 “六经” 的信仰， 因而尽可能将 “六经”
说成是孔子所作。 皮锡瑞此一立场使其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常常失去客观性。

２． 肯定王弼扫除术数之学

正如前引四库馆臣所言， 易学在历史上分为象数、 义理两大派。 两派易学形成门户之见， 常常互

相攻驳。 而在王弼以后， 义理一派渐占上风， 然义理与象数两派仍然长期争论。 肯定王弼义理派的学

者如宋儒章如愚说： “三 《易》 同祖伏羲， 而文王之 《易》 独以理传； 五家同传 《周易》， 而费氏之

学独以理传； 马、 王诸儒同释 《易》 之学， 而王弼之注独以理传。 然则明 《易》 之要， 在理而已

矣。”③ 这是说， 治 《易》 当以义理之学为正轨。 又如王炎说： “焦延寿、 京房、 孟喜之徒， 遁入于

小数曲学， 无足深诮， 而郑玄、 虞翻之流， 穿凿附会， 象既支离， 理滋晦蚀。 王弼承其后， 遽弃象不

论， 后人乐其说之简且便也， 故汉儒之学尽废而弼之注释独存于今。”④ 这是肯定王弼扫除孟喜、 焦

延寿、 京房、 郑玄、 虞翻等人象数之学的功劳。 但也有学者在肯定王弼易学 “畅以义理” 的同时，
又批评其尽弃象数， 如陈振孙说： “自汉以来， 言 《易》 者多溺于占象之学， 至弼始一切扫去， 畅以

义理， 于是天下宗之， 余家尽废。 然弼好老氏， 魏晋谈玄， 自弼辈倡之。 《易》 有圣人之道四焉， 去

三存一， 于道阙矣。 况其所谓 ‘辞’ 者， 又杂异端之说乎？ 范宁谓 ‘其罪深于桀纣’， 诚有以也。”⑤
揆诸家之意， 以为王弼易学以义理为主固然可取， 但也不应尽废象数之学。 正是在前人意见的基础

上， 皮锡瑞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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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之 《易》， 重在明义理， 切人事。 汉末易道猥杂， 卦气、 爻辰、 纳甲、 飞伏、 世应之

说， 纷然并作。 弼乘其敝， 扫而空之， 颇有摧陷廓清之功。 而以清言说经， 杂以道家之学， 汉人

朴实说经之体， 至此一变。 宋赵师秀诗云 “辅嗣 《易》 行无汉学”， 可为定论。 范武子谓王弼、
何晏 “罪浮桀纣”， 则诋之太过矣。 弼注之所以可取者， 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 其所以可议者，
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平心而论， 阐明义理， 使 《易》 不杂于术数者， 弼与康伯深为有功；
祖尚虚无， 使 《易》 竟入于老、 庄者， 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 瑕瑜不掩， 是其定评。 诸儒偏好

偏恶， 皆门户之见， 不足据也。①

在皮锡瑞看来， 如果说王弼易学有过错， 似乎并不在于尽废术数， 而在于其义理之学杂有老庄的

玄虚之学。 此一观点大体合于义理一派儒学的观点。 平心而论， 自汉以后， 象数 （术数） 一派易学，
诸家异说， 各有套路。 后世学 《易》 者往往穷年累月难得究竟， 既而得其究竟， 则又多为无用之学。
这也就是说， 象数之学容易使学 《易》 者误入歧途， 害人一生。 皮锡瑞此一论断为学 《易》 者指明

了正途。
３． 宋儒图书之学为易外别传， 清儒有廓清之功

易学发展至宋代， 流行一种图书之学， 其主要者有刘牧的 《河图》 《洛书》、 邵雍的 《先天图》、
周敦颐的 《太极图》， 据称这三种图皆来自五代末、 宋初的道士陈抟。 图书之学属于象数之学的范

围， 对此， 程颐所著 《周易程氏传》 （或称 《伊川易传》 ） 全然不信； 而朱熹所撰 《周易本义》 则

将此类易图冠于篇首， 由此而有程、 朱易学的异趋。 对此， 皮锡瑞指出：
　 　 宋人图书之学， 出于陈抟， 抟得道家之图， 创为太极、 河洛、 先天后天之说， 宋人之言易学

者多宗之。 周子稍变而转易之， 为 《太极图说》， 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 邵子精于□□ （原
缺）， 著 《皇极经世书》， 亦为学者所宗……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 未见有过于程 《传》 者，
以其说理为最精也。 朱子作 《本义》 以补程 《传》， 谓程言理而未言数， 乃于篇首冠以九图， 又

作 《易学启蒙》， 发明图书之义。②

入清以后， 毛奇龄作 《图书原舛篇》、 黄宗羲作 《易学象数论》、 黄宗炎作 《图书辨惑》， 力辨

易图之非。 至胡渭 《易图明辨》 则集其大成， 对图书之学摧陷廓清， 从易学中根除之。 胡渭 《易图

明辨》 驳朱熹 《周易本义》 说： “若朱子所列九图， 乃希夷、 康节、 刘牧之象数， 非 《易》 之所谓

象数也……九图虽妙， 听其为 《易》 外别传， 勿以冠经首可也。” （胡渭： 《易图明辨》 卷 １０） 皮锡

瑞对此评论说：
　 　 锡瑞案： 胡氏之辨甚明， 以九图为 《易》 外别传， 尤确。 ……宋儒之学， 过求高深， 非但

汉、 唐注疏视为浅近， 孔、 孟遗经亦疑平易， 故其解经多推之使高， 凿之使深……宋时一代风尚

如此， 故陈、 邵图书盛行， 以朱子之明， 犹无定见而为所惑， 元、 明以其书取士， 学者不究

《本义》， 而先观九图， 遂使易学沉霾数百年， 国初诸儒辨之而始熄。③
在对待宋儒的图书之学方面， 皮锡瑞旗帜鲜明， 他充分肯定程颐义理之学的精微， 而鄙视朱熹的

《周易本义》， 认为 《周易本义》 “以九图冠 《本义》 之首， 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④。 皮锡瑞于清代

易学推崇张惠言和焦循， 以为两家之学是学 《易》 入门之书， 他说： “汉儒之书不传， 自宋至今， 能

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 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 实不多觏， 故后之学 《易》 者必自此二家始。”⑤ 同为

清儒， 皮锡瑞或许见二家之学有创新意识而有所偏爱， 实则张惠言和焦循两家偏于象数之学， 这与皮

锡瑞一贯重视义理学的观念似有不合。 以笔者的看法， 从整个易学史看， 《周易》 的注本， 还是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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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周易程氏传》 和杨万里的 《诚斋易传》 更适合作为学 《易》 的入门之书。
简而言之， 在周易学研究方面， 皮锡瑞强调 《易经》 卦爻辞为孔子所作， 失于武断， 但他肯定

王弼扫除术数之学， 表彰清儒廓清图书之学， 为学者指明了义理易学发展的正途。

三、 尚书学的历史观

　 　 皮锡瑞是一位出色的经学史家， 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经学家， 尤精于尚书学的研究， 曾作有

《尚书古文疏证辨正》 和 《今文尚书考证》 等专书， 他深知尚书学研究的难度极大， 因而说： “ 《尚
书》 有今、 古文之分， 人皆知之， 而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① 这意味着包括皮锡瑞自己也不能保

证在今文 《尚书》 《古文尚书》 与伪 《古文尚书》 的研究上准确无误。 皮锡瑞对以往的尚书学辨伪

工作予以总结说： “锡瑞案： 张霸 《书》 之伪， 《汉书》 已明辨之； 孔安国 《书》 之伪， 近儒已明辨

之； 马、 郑 《古文尚书》 出于杜林者， 是否即孔壁真 《古文》， 至今犹无定论。” 在皮锡瑞看来， 西

汉成帝时， 张霸造 《尚书百两篇》， 当时即被识破， 这个问题已无需再讨论了。 东晋梅赜献上托名孔

安国为之作传的 《古文尚书》， 经过梅鷟、 阎若璩、 惠栋、 程廷祚等人的考辨， 确定其中 ２５ 篇为伪

作， 已成定谳， 也无需再讨论了。 鲁恭王所发现孔壁 《古文尚书》 １６ 篇乃是真 《古文尚书》， 应无

疑义。 不过， 此书后来遗佚， 其后杜林在西洲得 《古文尚书》 １ 卷， 不知它是否就是真 《古文尚

书》， 因此书再次遗佚， 故此问题也无法讨论了。
那关于尚书学还能讨论什么问题呢？
１． 伏生所传今文 《尚书》 到底是 ２９篇， 还是 ２８篇？
关于今文 《尚书》， 自汉代以来就有 ２９篇与 ２８篇两种说法。 后世包括今日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多

以伏生所传今文 《尚书》 为 ２８篇。 对此， 龚自珍曾作 《大誓答问》 二十六则， 专门纠正此一说法。
其第一则说 “问曰： ‘儒者百喙一词， 言伏生 《尚书》 二十八篇， 武帝末民间献 《大誓》 （ 《泰
誓》 ）， 立诸博士， 总之曰二十九篇。 今文家始有二十九篇。’ ……答曰： ‘使 《尚书》 千载如乱丝，
自此言始矣。’ ”② 司马迁 《史记·儒林传》 最早记录了伏生所传 《尚书》 ２９ 篇之事， 其文曰： “秦
时焚书， 伏生壁藏之。 其后兵大起， 流亡。 汉定， 伏生求其书， 亡数十篇， 独得二十九篇， 即以教于

齐、 鲁之间。” 班固 《汉书·艺文志》 所记与此略同。 司马迁、 班固当时只提到 《尚书》 ２９ 篇， 并

未直接列出这 ２９篇的篇名。 虽然如此， 司马迁在 《史记》 各篇 （如各本纪、 世家中） 还是列出了这

２９篇的篇名。 分歧的焦点在于 《顾命》 和 《康王之诰》 是分作两篇， 还是合作一篇？ 若分作两篇则

为 ２９篇， 若合作一篇则为 ２８篇。 实际上司马迁本人是将其分作两篇的， 所以 《史记·周本纪》 说：
“成王将崩， ……作 《顾命》， 太子钊遂立， 是为康王。 康王即位， 遍告诸侯， 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

之， 作 《康诰》 （此指 《康王之诰》 ） ” 这里显然是将 《顾命》 和 《康王之诰》 作为两篇的。 《史
记》 这条材料实际是解决 ２９篇与 ２８篇之争的最关键材料， 可惜学者多忽略之。 首先纠正学者疏失的

便是龚自珍， 后来的皮锡瑞坚持了龚自珍的正确意见。
这个问题之所以 “使 《尚书》 千载如乱丝”， 是由于这中间有一些足以扰乱人心的材料。 首先是

王充 《论衡·正说》 的一些说法。 其中说：
　 　 遭秦用李斯之议， 燔烧五经， 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 孝景皇帝时始存 《尚书》。 伏生已

出山中， 景帝遣晁错往从受 《尚书》 二十余篇。 伏生老死， 书残不竟， 晁错传于倪宽。 至孝宣

皇帝之时， 河内女子发老屋， 得逸 《易》 《礼》 《尚书》 各一篇， 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 然后

《易》 《礼》 《尚书》 各益一篇， 而 《尚书》 二十九篇始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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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说 《尚书》 二十九篇者， 法曰斗七宿也。 四七二十八篇， 其一曰斗矣。 故二十九……盖

俗儒之说也。
王充非如司马迁、 班固是朝廷史官， 而是一位民间学者， 所记之事多处失实。 如他说 “伏生抱

百篇藏于山中” “景帝遣晁错往从受 《尚书》 二十余篇” “晁错传于倪宽” 皆属传闻失实。 因为伏生

只是藏 《尚书》 于屋壁中， 并未将 《尚书》 带到山中； 是汉文帝遣晁错往受 《尚书》， 并非汉景帝；
是欧阳生传授 《尚书》 于倪宽， 并非晁错传授， 如此等等。 记叙一个事情的经过， 如此错谬百出，
与 《史记》 《汉书》 相比， 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 学者本不难得出结论。 尤其是他说汉宣帝时得 《尚
书》 一篇 （指 《泰誓》 ）， 加上此篇 “ 《尚书》 二十九篇始定”， 完全不合逻辑。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

候的人， 怎么会加上他后世才出现的 《泰誓》 来凑足 ２９篇之数呢？
然而魏晋之时又出现了一部朱熹称之 “伪书” 的 《孔丛子》。 朱熹是位大学者， 他并不轻言什么

书是伪书， 他所称为伪书的如 《孔子家语》 《孔丛子》、 伪 《古文尚书》 ２５ 篇， 后来证明多半有问

题。 朱熹曾说： “ 《孔丛子》 恐是伪书。”① 又说： “ 《孔丛子》 鄙陋之甚， 理既无足取， 而词亦不足

观。”② 《孔丛子》 相传为孔臧所作， 内有一篇 《与侍中从弟安国书》， 其中说： “唯闻 《尚书》 二十

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 谓为至然也， 何图古文乃有百篇邪？”③ 这话显然是接着上引王充 “法曰斗七

宿” 讲的， 王充已然斥为 “俗儒”， 难道孔子的后代闻人孔臧就是此类 “俗儒” 吗？ 因为孔臧、 孔安

国的时代早于司马迁， 所以 “二十八篇” 之说便由此材料 “坐实” 了。
要清除历史加在 《尚书》 上的层层迷雾， 实非容易。 为此， 皮锡瑞 《经学通论》 专列 “论伏生

传经二十九篇， 非二十八篇， 当分 《顾命》 《康王之诰》 为二， 不当数 《书序》 与 《大誓》 （ 《泰
誓》 ） ” 一题。 其中说： “汉初传 《尚书》 者， 始自伏生， 伏生传经二十九篇， 见 《史记·儒林传》
《汉书·艺文志》。”④ 皮锡瑞指出， 这两种文献最早提出了 “伏生传经二十九篇”。 接着， 皮氏又说：

　 　 乃孔颖达 《正义》 云： “ 《尚书》 遭秦而亡， 汉初不知篇数， 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 安

国之从兄也， 与安国书云： ‘时人惟闻 《尚书》 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 谓为信然， 不知其有

百篇也。’ ”
　 　 锡瑞案： 此引 《论衡》 法四七宿之说， 而遗其一曰斗之文。 段玉裁谓： “孔臧书不可信。”
王引之谓 “二十八篇之说， 见于伪 《孔丛子》， 及 《汉书·刘歆传》 臣瓒注， 盖晋人始有此

说。” 据段、 王说， 则今文二十八篇之说非是， 孔臧书即伪 《孔丛子》 所载也。⑤

孔颖达引伪 《孔丛子》 之文解释今文 《尚书》 篇数， 皮锡瑞援引清儒段玉裁、 王引之之语提出

孔臧书不可信， 其材料出自 《孔丛子》， 而 《孔丛子》 是伪书。 皮锡瑞接着又说：
　 　 惟王充 《论衡·正说篇》 云： “至孝宣皇帝之时， 河内女子发老屋， 得逸 《易》 《礼》 《尚
书》 各一篇， 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 然后 《易》 《礼》 《尚书》 各益一篇， 而 《尚书》 二十九篇

始定。” 如其说， 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 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 所益一篇是 《大誓》。 《尚书正

义》 引刘向 《别录》 曰： “武帝末， 民有得 《大誓》 书于壁内者， 献之， 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
皆起传以教人。” 《文选》 注引 《七略》 同， 且曰 “今 《太誓篇》 是也”。 《论衡》 言宣帝时， 与

《别录》 《七略》 言武帝末不合， 王引之、 陈寿祺皆以 《论衡》 为传闻之误， 则其言 《尚书》 篇

数， 亦不可信。⑥

皮锡瑞借王引之、 陈寿祺之言指出 《论衡·正说》 篇传闻失实， 所言 《尚书》 篇数亦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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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皮锡瑞提出最关键的证据： 司马迁是将 《顾命》 与 《康王之诰》 分作两篇的， 即 ２９ 篇之数包

括 《康王之诰》， 而不包括 《大誓》 （ 《泰誓》 ）。 他说：
　 　 《史记·周本纪》 云， 作 《顾命》， 作 《康诰》 （ 《康诰》 即 《康王之诰》 ）。 则史公所传

伏生之书， 明分二篇， 其后欧阳、 夏侯乃合为一， 疑因后得 《大誓》， 下示博士使读说以教人，
博士乃以 《顾命》 《康王之诰》 合为一篇， 而搀入 《大誓》， 此夏侯篇数所以仍二十九。①

皮锡瑞批评孔颖达 《尚书正义》 误导学者， “若 《书正义》 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 见 《太誓》
出而得行， 入于伏生所传内， 故为史总之， 并云伏生所出， 不复曲别分析， 云民间所得也， 史公不应

谬误至此， 其说非是。” 皮锡瑞处理此问题非常精到， 也非常清楚， 可惜今日治尚书学者于此多未

留意。
２． 伪 《古文尚书》 除了阎若璩等人考辨之外， 还有哪些问题？
皮锡瑞曾说： “孔安国 《书》 之伪， 近儒已明辨之。” 这意思是说， 关于 《古文尚书》 辨伪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可以不再讨论了。 但是皮锡瑞从另一角度， 即从义理与行文的角度来谈伪 《古文尚

书》， 认为它即使从义理与行文的角度来看， 也不符合经典典范的标准。
先从义理方面说， 伪 《古文尚书》 有不合事理处。 人们通常认为伪 《古文尚书》 颇为 “近理”，

如元儒吴澄称伪 《古文尚书》 二十五篇 “其言率依于理”②， 又如清儒阮元说 “ 《古文尚书》 孔传出

东晋， 渐为世所诵习。 其中名言法语， 以为出自古圣贤， 则闻者尊之”③ 云云。 皮锡瑞举例说， 伪

《古文尚书》 二十五篇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严重误导了后人。 比如伪 《古文尚书》 中的 《大禹谟》
讲禹率师征苗民， 苗民不服， 大禹听从伯益建议， 班师退修文德， “舞干羽于两阶， 七旬有苗格”。
皮锡瑞指出： “ 《大禹谟》 ‘舞干羽于两阶， 七旬有苗格”， 为宋人重文轻武， 口不言兵所藉口。”④ 又

如伪 《古文尚书》 中的 《胤征》 说： “威克厥爱， 允济； 爱克厥威， 允罔功。” 意谓主帅对待将士，
威严胜过慈爱则成功， 慈爱胜过威严则无功。 皮锡瑞认为， 此语误导后世统帅为立威妄杀将士， 他

说： “ 《允 （胤） 征》 ‘威克厥爱， 允济’， 为杨素等用兵好杀之作俑。”⑤ 史称， 隋朝权臣 “杨素用

兵多权略， 驭众严整， 每将临敌， 辄求人过失而斩之， 多者百余人， 少不下十数， 流血盈前， 言笑自

若。 及其对阵， 先令一二百人赴敌， 陷阵则已， 如不能陷而还者， 无问多少悉斩之。 又令二三百人复

进， 还如向法。 将士股栗， 有必死之心， 由是战无不胜， 称为名将。” （ 《资治通鉴》 卷 １７７） 古来儒

将 “儒服说兵机， 爱兵如爱子”⑥， 似杨素这种虐兵方式， 未能引发兵变， 已属幸事。 推原其因， 乃

由 《胤征》 思想误导所致。 又如伪 《古文尚书》 中的 《泰誓》 数商纣王之罪说 “今商王受， 弗敬上

天， 降灾下民， 沉湎冒色， 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 惟宫室、 台榭、 陂池、 侈服， 以残害于

尔万姓， 焚炙忠良， 刳剔孕妇” 云云， 相比商汤数桀之罪多了许多。 所以皮锡瑞指出： “ 《泰誓》 三

篇数殷纣罪， 有刳剔孕妇， 斮朝涉之胫， 剖贤人之心等语， 宋人遂疑汤数桀之罪简， 武数纣之罪太

甚， 而 ‘罪人以族’， 非三代以前所有。”⑦ 《泰誓》 记述所谓武王历数商纣王罪状， 说得太过分了。
而称商纣王 “罪人以族”， 其实罪族、 灭族的惩罚， 后世才有， 三代之时并无此种惩罚。 这不仅显示

出伪 《古文尚书》 不合事理， 也进一步暴露了 《泰誓》 为伪书的面目。
再从行文方面说， 伪 《古文尚书》 多雷同重复。 皮锡瑞将今文 《尚书》 与伪 《古文尚书》 作了

一个对比， 认为今文 《尚书》 篇篇有义， 不相雷同， 而伪 《古文尚书》 篇与篇之间， 多相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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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文 《尚书》 二十九篇， 篇篇有义， 初不犯复， 其辞亦无复见。 若伪 《古文》 不但旨意略

同， 其辞亦多雷同。 《太甲下》 与 《蔡仲之命》 雷同尤甚， 《太甲下》 云 “惟天无亲， 克敬惟

亲。 民罔常怀， 怀于有仁。 德惟治， 否德乱。 与治同道罔不兴， 与乱同事罔不亡。” 《蔡仲之命》
云 “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 惟惠之怀。 为善不同， 同归于治； 为恶不同， 同归于

乱。” 其文义不谓之雷同， 得乎？ 《太甲下》 云 “慎终于始”， 《蔡仲之命》 云 “慎厥初， 惟厥

终”， 亦雷同语。①

皮锡瑞还特别比较研究了今文 《尚书》 与伪 《古文尚书》 那些分作三篇的经文， 发现今文 《尚
书》 “ 《盘庚》 三篇旨意不同， 上篇告亲近在位者， 中篇告民之弗率， 下篇既迁之后申告有众， 未尝

有重复之义。” 而伪 《古文尚书》 中如 “ 《太甲》 三篇、 《说命》 三篇， 皆上、 中、 下文义略同， 且

辞多肤泛。 非但上、 中、 下篇可移易， 而伊尹之辞， 可移为傅说； 傅说之辞， 可移为伊尹； 伊尹傅说

之辞， 又可移为 《大禹谟》 之禹、 皋， 以皆臣勉其君， 而无甚区别也。 《泰誓》 三篇， 皆数纣罪而无

甚区别， 使真如此文繁义复， 古人何必分作三篇？”②

为什么伪 《古文尚书》 会出现这种雷同、 重复的现象呢？ 皮锡瑞分析认为： “盖其书本凭空结

撰， 其胸中义理又有限， 止此敷衍不切之语， 说来说去， 层见叠出， 又文多骈偶， 似平正而实浅近，
以比 《尚书》 之浑浑灏灏者， 迥乎不同。” 总之， 伪 《古文尚书》 是凭空杜撰， 非据实而录。 凭空杜

撰没有真情实感， 思维就只能在原地打转。
简而言之， 在诸经研究上， 皮锡瑞于 《尚书》 研习最精， 而较少差误。 他严谨地梳理和总结了

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进一步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 考辨今文 《尚书》 实为 ２９ 篇， 而非学人惯称的

２８篇， 并从伪 《古文尚书》 的义理与行文上补充了阎若璩等人的辨伪证据。

四、 春秋学的历史观

　 　 １． 关于 《春秋》 的 “大义微言”
“微言大义” 或 “大义微言” 是一个后起的说法。 其初， 解释 《春秋》 的 《左氏传》 《穀梁传》

《公羊传》 以及解释此三传的杜预、 范宁、 何休皆不曾使用 “微言大义” 或 “大义微言” 的说法。
最早使用 “微言大义” 或 “大义微言” 说法的应该是宋儒， 宋儒以为周敦颐、 二程发现了孔孟的

“微言大义” 或 “大义微言”， 接续了孔孟千载不传的 “道统”。 后来， 学者研究 《春秋》 公羊学，
遂将公羊学派说成是发挥孔子 《春秋》 的 “微言大义”。 而学者所讲 “微言大义” 又各自不同， 有

人笼统说 “微言大义”， 并不一定说 “微言大义” 是什么； 也有人将 “微言” 和 “大义” 分作两项

说， 而所说的内容也因人而异。 在春秋学上， 皮锡瑞属于公羊学派， 他对 “大义微言” 的解释是：
　 　 《春秋》 有 “大义”， 有 “微言”。 所谓 “大义” 者， 诛讨乱贼， 以戒后世是也； 所谓 “微
言” 者， 改立法制， 以致太平是也。③

皮锡瑞提出这一论断， 其根据在于孟子的解释。 在皮锡瑞看来， “据孟子说， 孔子作 《春秋》 是

一件绝大事业， 大有关系文字”。 孟子站得高， 看得远。 所以要理解 《春秋》， 必须顺着孟子的思路，
他说：

　 　 此在孟子已明言之， 曰： “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又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 作 《春秋》。 《春秋》， 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 罪我者其

惟 《春秋》 乎？’ ” 赵注： “设素王之法， 谓天子之事也。” ……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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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成而乱臣贼子惧， 是 《春秋》 大义； 天子之事， 知我罪我， 其义窃取， 是 《春秋》 微

言。 大义显而易见， 微言隐而难明。 孔子恐人不知， 故不得不自明其旨。 ……赵岐注 《孟子》
两处皆用公羊 “素王” 之说， 朱子注引胡 《传》， 亦与公羊 “素王” 说合。 素， 空也， 谓空设

一王之法也， 即孟子云 “有王者起， 必来取法” 之意。 本非孔子自王， 亦非称鲁为王， 后人误

以此疑公羊， 公羊说实不误。①

尊王、 尊父是 《春秋》 三派， 乃至整个儒学的 “大义”， 儒者对于这一点不会有异议。 反过来

说， 《春秋》 记载了许多次弑君、 弑父的案例， 在儒者看来， 这类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果社会对

这类事麻木不仁、 习以为常， 那将贻害无穷。 孔子作 《春秋》 将弑君弑父之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 就是以此告诉世人， 人间的大是大非是什么。 正如皮锡瑞所说：
　 　 臣弑君， 子弑父，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 ……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 《春秋》 者， 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

于 《春秋》 之义者， 必陷篡弑之诛、 死罪之名。②

皮锡瑞以 “诛讨乱贼， 以戒后世” 为 《春秋》 “大义”， 学者应无异议。 学者有异议的可能是以

“改立法制” 为孔子 “微言”。 在这里， 皮锡瑞是站在公羊学派立场上来理解的。 皮锡瑞认为， 公羊

家称孔子为 “素王”， 不是以孔子为王， 也不是以鲁国为王， 而是以 《春秋》 这部书当 “一王之

法”， 即孔子为后世所制之 “法”， 后世应按 《春秋》 所制定的法来 “改制” “变法”。 皮锡瑞说：
　 　 云垂空文， 当一王之法， 则知素王改制之义不必疑矣。 《春秋》 有素王之义， 本为改法而

设， 后人疑孔子不应称王， 不知素王本属 《春秋》 ……所谓改制者， 犹今人之言变法耳。 法积

久而必变， 有志之士， 世不见用， 莫不著书立说， 思以其所欲变之法， 传于后世， 望其实行。 自

周秦诸子， 以及近之船山、 亭林、 梨洲、 桴亭诸公皆然。③

皮锡瑞这一说法， 便使社会要求政治改革、 变法的声音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据。 而在现实社会的政治

斗争中， 皮锡瑞也是康有为 “戊戌变法” 的实际支持者。 这也使得皮锡瑞的经学并非 “徒托空言”。
２． 《春秋》 只是 “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
按通常的理解， 孔子所作 《春秋》 乃是根据 《鲁春秋》 删修而成， 虽然孔子在文字上颇下功夫，

以寄寓其政治理想， 但 《春秋》 仍不失为是一部史书。 但皮锡瑞认为， 学者不应将 《春秋》 当作史

书来读， 而应当作 “案例” 来读， 这些案例是孔子精心选出并寄寓其是非褒贬之意， 后世读者遇到

类似问题， 只须依据相应 “案例” 参照仿行就可以了。 所以， 皮锡瑞说：
　 　 （ 《春秋》 ） 犹今之 《大清律》， 必引旧案以为比例， 然后办案乃有把握， 故不得不借当时

之事， 以明褒贬之义， 即褒贬之义， 以为后来之法。 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 而 《春秋》 借鲁隐

之事， 以明让国之义； 祭仲非真能知权也， 而 《春秋》 借祭仲之事， 以明知权之义； 齐襄非真

能复仇也， 而 《春秋》 借齐襄之事， 以明复仇之义； 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 而 《春秋》 借宋

襄之事， 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所谓见之行事， 深切著明， 孔子之意， 盖是如此。 故其所托之义，
与其本事不必尽合， 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 《春秋》 之义， 使后之读 《春秋》 者， 晓然知其大

义所存， 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实者， 不益深切而著明乎？ 三 《传》 惟公羊家能明此旨， 昧者

乃执 《左氏》 之事， 以驳公羊之义， 谓其所称祭仲、 齐襄之类， 如何与事不合， 不知孔子并非

不见 《国史》， 其所以特笔褒之者， 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 其事之合与不合， 备与不备， 本

所不计， 孔子是为万世作经， 而立法以垂教， 非为一代作史， 而纪实以征信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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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用这一番话反驳了 《左传》 一派对公羊学派的质疑。 在皮锡瑞看来， 有客观实际的历史，
有主观书写的历史。 主观书写的历史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 并不重要。 孔子所作 《春秋》 并

“非为一代作史， 而纪实以徵信”， 而是 “为万世作经， 而立法以垂教”。 即孔子所作 《春秋》 是经，
而非史； 所强调的是价值， 而非事实。

皮锡瑞认为 《春秋》 一书 “借事明义”， 通俗地说， 是一种 “假借” 或 “假托”。 刘逢禄 《释三

科例》 中强调， 公羊家说 《春秋》 “黜周王鲁”， 并不是说真有其事， 而只是一种 “假借”。 皮锡瑞

的前辈学者陈澧， 在春秋学上属于 《左传》 派， 他对公羊家的说法提出质疑， 公羊家一方面讲 “黜
周王鲁” 是孔子 “微言”， 一方面又讲 “黜周王鲁非真”， 岂不意味是孔子有意作伪吗？① 当面对这

样的质疑时， 皮锡瑞的回应是：
　 　 刘氏谓 “黜周王鲁非真”， 正明其为 “假借” 之义， 陈澧乃诋之曰 “言黜周王鲁非真， 然则

《春秋》 作伪欤？” 不知为假借， 而疑为作伪， 盖 《春秋》 是专门之学， 陈氏于 《春秋》 非专

门， 不足以知圣人微言也。②

真是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同一部 《春秋》， 经学家们意见相左， 争持不下， “此亦一是非， 彼亦

一是非”， 我们只能说这些不同见解只是经学家的个人意见， 未必是孔子的真实思想。 但是， 皮锡瑞

这一春秋学的历史观应该比较符合公羊学派的宗旨。
总体来说， 皮氏在春秋学研究方面， 站在公羊学派立场上， 以 “改立法制” 为孔子 “微言”， 并

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支持康有为的 “戊戌变法” 运动， 表明皮氏的经学研究并非 “徒托空言”，
而是积极联系和参与 “经世致用” 的政治实践的。

结　 　 语

　 　 皮锡瑞提出 “经学十变” 的经学分期说， 将经学的发生、 流传上溯于先秦， 是其卓识。 他对宋、
元、 明、 清四朝经学研究成绩的评估， 难能可贵。 但他关于汉至明代经学的发展过于强调阶段性特

点， 失去了汉学、 宋学的两条主线， 使其经学分期说显得过于细碎。
皮锡瑞的专经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 但由于他持守今文经学的立场， 刻意树立孔子教主的形象，

将 “六经” 说成是孔子所作， 这使得他的专经研究有时会失去客观性。 在周易学研究方面， 皮锡瑞

强调 《易经》 卦爻辞为孔子所作， 失于牵强武断， 但他肯定王弼扫除术数之学， 表彰清儒廓清宋儒

图书之学， 为学者指明了义理易学发展的正途。 在尚书学研究方面， 皮锡瑞考辨今文 《尚书》 实为

２９篇， 而非学人惯称的 ２８篇， 结论是正确的。 可惜今日治尚书学者于此多未留意。 他又从伪 《古文

尚书》 的义理与行文上补充了阎若璩等人的辨伪证据， 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在春秋学方面， 皮锡

瑞站在今文经学公羊学派的立场， 并接受宋儒的 “微言大义” 之说， 以 “改立法制” 为孔子 《春
秋》 “微言”， 并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支持康有为的 “戊戌变法” 运动， 表明皮氏的经学研究并

非 “徒托空言”， 而是积极参与 “经世致用” 的政治实践的。
自先秦至晚清， 中国经学已经发展了 ２０００余年， 其内蕴博大精深， 又纷繁复杂， 以致学者对于

经学和经学史研究望而生畏。 皮锡瑞的 《经学历史》 《经学通论》 两部书高屋建瓴而又简明扼要， 可

以说是关于中国经学和经学史研究的第一次成功总结。 虽然其中尚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的问

题， 但比之其后的同类著作， 它属于今后治经学者最不能绕开的著作。

责任编辑： 张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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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儒学的实学品格

———以顾炎武为典型

周可真

（苏州大学 哲学系，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要： 江南儒学是以长三角为活动中心而奠基于两宋， 活跃于明清的中国传统儒家学术文化的区域形

态之一， 其共性特征是不喜形上思辨而务求实学。 “实用” “实证” “实行” 是描述江南儒学的三个关键

词， 它们标志了江南儒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和三种基本类型———重视实用的经世实学、 重视实证的考据实学

和重视实行的心性实学。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江南儒学的杰出代表， 其学术兼具这些特征， 是江南儒学的

典型形态。 以顾氏儒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 在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上具有崇尚真知、 实知、 用知的特

点， 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崇尚知识之实用、 实证和实践并力求其三者统一的务实性特点， 这对形塑明

清之际以来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并实际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江南人

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是明清之际以来， 江南工商经济繁荣发展和近代以来江南的科学事业、 社

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原因。
关键词： 江南儒学； 顾炎武； 实用； 实证； 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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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江南儒学概述

　 　 在传统史籍中 《旧唐书》 首设 《儒学传》， 《元史·儒学一》 有云： “前代史传， 皆以儒学之士，
分而为二， 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 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 然儒之为学一也， 六经者斯道之所在， 而文

则所以载夫道者也。 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 而文不本于六艺， 又乌足谓之文哉。 由是而言， 经

艺文章， 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 据此， “儒学” 的本义是依据 “六经” 而发明其旨趣的学问。 经学

乃是儒学之本， 离开了经学， 便无所谓儒学。 狭义的 “儒学” 概念即是指研究儒家经书的学问———
经学。 但后世特别是现在， “儒学” 也经常在这种意义上使用： 儒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和表达其学术

成果的经论以及后儒对先儒的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 这是广义的 “儒学” 概念， 亦是本

文所使用的 “儒学” 概念。
基于广义的 “儒学” 概念并依据有关学者所使用的 “江南” 概念，① 笔者对 “江南儒学” 概念

做出如下定义： 江南儒学是以长三角为活动中心， 奠基于两宋， 活跃于明清， 延续至民国， 复兴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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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儒家学术文化的区域形态之一。① 如果是从实学角度来对江南儒学做一归类的

话， 则可以将宋代至明清的江南儒学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其一， 重实用的经世实学。 大体说来， 北宋范仲淹及由其创立的苏州府学和在其影响下建立的江

南各类官方学校、 南宋浙东学派、 明末东林学派、 晚清常州学派， 其学术品格皆可归入此种类型。
其二， 重实证的考据实学。 清代朴学可归入此种类型。
其三， 重实行的心性实学。 由王守仁开创的明代江南心学 （从黄宗羲到章学诚的浙东史学② 除

外） 可归入此种类型。

二、 传统江南儒学： 顾炎武实学的基本特点

　 　 洪亮吉说： “我国家之兴， 而朴学始辈出， 顾处士炎武、 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③ 汪中说： “古
学之兴也， 顾氏始开其端。”④ 洪亮吉是吴派代表人物之一， 汪中是皖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们都认为

顾炎武是清代朴学的首倡者或创始人。 民国学者支伟成所著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将顾炎武置于

“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 首位。 但是， 顾氏实学并不能因此就被归结为考据实学。 以下论述将证

明， 顾氏实学其实兼具重实用、 重实证、 重实行三大特点。
１． 重实用

顾炎武素以 “经师” 著称， 但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来看， 其实他是经史并重， 其史学

贡献不亚于经学。 他一生勤于著述， 其中大半为史学论著， 最重要者有 《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

志》， 还有 《圣安记事》 《明季实录》 《历代宅京记》 《昌平山水记》 《营平二州史事》 《左传杜解补

正》 《金石文字记》 《求古录》 《山东考古录》 等 １０数种。 集中反映其 “平生志与业” 的 《日知录》，
其中史学方面的内容， 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夫史书之作， 鉴往所以训今。”⑤ 这可以说是顾氏史学

方法论之纲要。 他又说： “引古筹今， 亦吾儒经世之用”。⑥ “引古筹今” 不过是 “鉴往所以训今” 的

另一种说法， 与孔子所谓 “温故而知新” （ 《论语·为政》 ）、 老子所谓 “执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
（ 《老子》 第 １４章） 一样， 都是指 “通古今之变” 的现实意义而言， 只不过顾炎武是站在儒家立场

上， 称史学研究的这种现实意义为 “吾儒经世之用” 罢了。
追求 “经世之用” 其实是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特征。 春秋时期曾做过周守藏史的老子和曾编纂

过 《春秋》 的孔子都有讲求 “经世之用” 的自觉意识， 强调 “言必有三表” 的墨子以 “中国家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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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儒学可以追溯到先秦春秋时代的言偃 （前 ５０６—前 ４４３）， 虞氏易学是江南儒学最早的一个学派， 两晋南朝时期， 玄学

兴盛， 儒学衰落， 唐朝时期， “唯唐不重经术”， 两宋为江南儒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 为江南儒学的兴盛阶段。
关于明清浙东史学， 章学诚曾论之曰： “史学所以经世， 固非空言著述也。” （章学诚： 《浙东学术》， 《章氏遗书》 卷 ２ 《文

史通义内篇》 二） 梁启超认为 “史学经世” 是浙东史学的精神， 他说： “黄宗羲、 万斯同一派， 以史学为根据， 而推之于当世之

务。” 参见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第 １１页。 陈训慈将浙东史学精神概括为： 博约之精神， 躬

行之精神， 经世实用之精神， 民族思想之精神， 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 参见陈训慈： 《清代浙东之史学》， 《史学杂志》 １９３１ 年第 ２
卷第 ５—６合期。 陈祖武先生以为 “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 就其主要方面而言， 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 抑经问题， 贯穿于

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 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 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 参见陈祖武： 《清儒学术拾零》， 长沙： 湖南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２年， 第 ２６５页。 杨艳秋指出， 章学诚提倡 “六经皆史” 与他力图挽救时代学术风气有密切联系。 “章学诚在 《淮南子洪

保辨》 一文中指出： ‘天下事凡风气所趋， 虽善必有其弊。 君子经世之学， 但当相弊而救其偏。’ （章学诚： 《淮南子洪保辨》， 《章氏

遗书》 卷 ７ 《文史通义外篇》 一） 而他所用来 ‘相弊救偏’ 的学术形态， 正是经世致用的史学。” 参见杨艳秋： 《章学诚与 〈文史通

义〉 》， 《清史论丛》 ２００６年号。 罗炳良则认为章学诚阐明史学具有 “求真” “重意” “致用” 三大属性。 参见罗炳良： 《１８世纪中国

史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学性质的认识》，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年第 ３期。 因此， 总体说来， 明清浙东史学是

可以被归入重视实用的经世实学类型的。
洪亮吉： 《卷施阁文甲集》 卷 ９ 《邵学士家传》， 乾隆六十年刊本， 复印本。
转引自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 卷 ３５ 《汪容甫墓志铭》，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６ 《答徐甥公肃书》，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４ 《与人书八》，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人民之利” 的 “有用” 作为 “言” （当然包括史论之言） 之 “三表” 之一 （ 《墨子·非命上》 ）， 更

说明了墨子的整个学术观念都包含着追求 “经世之用” 的强烈意识。 《庄子·天下》 所提到的 “内圣

外王” 一语， 自近世梁启超、 冯友兰以来常被学者们用来概括中国传统学术或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

特征， 梁启超说： “ ‘内圣外王’ 一语， 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 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

世。”① 冯友兰更从哲学角度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归结为 “内圣外王之道”， 他说： “圣人的人格，
是内圣外王的人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 哲学是使人有这种人格的学问。”② “中国哲学家以为， 哲学

所求底最高底境界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 有此等境界底人， 谓之圣人。 圣人的境界是超世间底……但

超世间并不是离世间， 所以中国的圣人， 不是高高在上， 不问世务底圣人。 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

底人格……所谓内圣外王， 只是说， 有最高底精神成就底人， 可以为王， 而且最宜于为王。” “所以

圣人， 专凭其是圣人， 最宜于做王。 如果圣人最宜于做王， 而哲学所讲底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 所

以哲学所讲底， 就是所谓 ‘内圣外王之道’。”③ 这实际上是意味着肯定中国有一个追求 “经世之用”
的学术传统或哲学传统， 因为 “内圣外王” 本是就理想的治国理民者 （贤明君主） 而言， “圣” 是

言其 “内” （心识、 认识）， “王” 是言其 “外” （身行、 实践）。 所谓 “内圣外王”， 就是既得圣智

且行王政的理想之君。 《庄子·天下》 所谓 “内圣外王之道”， 其本义即指为君者何以成为理想之君

（ “圣王” ） 的原理。 那么， 探究这个原理的学术便可称为 “内圣外王之学” 了。 在行或知维度上，
从事 “内圣外王之学” 的意义自然是在于追求 “外王之用”， 亦即追求 “经世之用”。 因此， 如果把

追求 “经世之用” 的学术都称为 “实学” 的话， 那么， 整个中国传统学术都可以被称为 “实学”。
所以， 国内有的学者就认为 “中国实学应起自孔子， 一直到清代”④。

然而， “实学” 实系晚出之名。 “只是从北宋开始， ‘实学’ 概念才被学者们广泛使用； 而此前尚

未见有学者使用过这个概念， 仅偶见东汉学者王充曾使用过 ‘实知’ 概念———它也许可以被看作是

‘实学’ 概念的前身， 但是 ‘实知’ 概念在当时乃至于后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产生广泛而重要的

影响， 其概念也并未为其他学者所采信。 这个事实表明，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 实学是从北宋开始的，
而且也仅仅是至北宋才开其端。”⑤ 这是笔者 １０多年前发表的观点。 这里笔者要进一步指出， “实学”
所反映的是这一概念的使用者通过学术研究或学术史研究所达到的一种学术自觉， 在这种自觉的学术

意识里， “实学” 概念所标识的乃是学术的所当然之理。 按照这种学术理念， 真正的学术应当具有实

学品格， 反之， 缺乏实学品格的学术则不是真正的学术。 因此， “实学” 概念的意义是在于确立一种

学术标准， 一种区分学术真伪的标准。 从儒学发展史角度来看， 北宋以后 “实学” 日益成为学者经

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从而形成一种可以 “实学” 来称谓的学术思潮， 这意味着这个时候儒学已发展

到这样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上， 包含儒家 “仁道” 信仰的学者普遍面临着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怎

样区分真假儒学？ “实学” 正是学者们提出来用以区分真假儒学的标准， 尽管这个标准在不同的学者

或学派那里具有很不一致的具体尺度。
顾炎武的 “实学” 概念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提出来的。 他在 《日知录》 中指摘阳明心学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 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⑥。 “修己治人之实学” 是顾炎武所提倡的 “实学”。 这个

“实学” 概念包括两个方面： “修己” 与 “治人”。 “治人” 就是他所谓 “吾儒经世之用” 的 “经世”
方面。 本于 “经世” 目的去从事儒学研究， 便是所谓 “君子之学”。 顾炎武自认为他所著的 《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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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第 ８６１页。
冯友兰： 《贞元六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第 ７０６页。
冯友兰： 《贞元六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第 ７０８页。
主此说者以台湾夏长朴、 林庆彰教授为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敦康教授亦持此说。 参见葛荣晋： 《中国实学研究的现状和

今后发展方向》， 载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国际儒学研究》 第 ４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
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２３７页。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７， 载 《日知录集释 〈外七种〉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录》 就是 “君子之学” 的精品： “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 所谓 ‘雕虫篆

刻’， 亦何益哉……今为 《五书》 （引者案： 指 《音学五书》 ） 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 而别著

《日知录》 上篇经术， 中篇治道， 下篇博闻共 ３０ 余卷。 有王者起， 将以见诸行事， 以跻斯世于治古

之隆， 而未敢为今人道也。”①
顾炎武重视实用的经世实学思想， 首先， 受其嗣祖父 （顾绍芾） 启蒙教育的影响。 顾炎武曾回

忆其少年时代受家教的情况： “……臣祖乃更诲之， 以为士当求实学， 凡天文、 地理、 兵农、 水土，
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② 其次， 是受复社和几社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还在复社成立之前，
顾炎武就参加了应社， 后随应社并入复社而成为复社的当然成员。 复社领袖张溥在复社成立大会上的

讲话中提到： “自世教衰， 士子不通经术， 但剽耳绘目， 几倖弋获于有司。 登明堂不能致君， 长郡县

不知泽民； 人才日下， 吏治日偷， 皆由于此。 溥不度德， 不量力， 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 将使异

日者务为有用， 因名曰复社。”③ 追求 “异日者务为有用”， 若登明堂则能致君， 长郡县则知泽民，
是复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学术宗旨与理想。 诚然， 复社及其成员的实际活动未必能严守这个学术宗

旨， 为这个学术理想而竭尽努力， 但从后来顾炎武的学术实践来看， 他是或多或少受到了复社的学术

宗旨与理想的影响的。 顾炎武曾自述道： “崇祯己卯， 秋闱被摈， 退而读书。 感四国之多虞， 耻经生

之寡术， 于是历览二十一史， 以及天下郡县志书， 一代名公文集， 及章奏、 文册之类。 有得即录， 共

成四十余帙， 一为舆地之记； 一为利病之书。”④ 顾炎武 １４ 岁就考中了秀才， 后来曾多次参加秋闱

（乡试）， 但却是屡战屡败， 为什么到了 ２７岁那次秋闱失败之后， 他会做出 “退而读书” 的决定， 并

且是在 “感四国之多虞， 耻经生之寡术” 的自觉意识支配下， 从事 “舆地之记” （即 《肇域志》 ）
和 “利病之书” （即 《天下郡国利病书》 ） 的写作呢？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于长期受复社影

响而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意识， 并在 “四国之多虞” 的时局触动下， 促使这种自觉意识转变

为一种实际行动。 再次， 顾炎武还受几社骨干人物陈子龙经世致用学术的具体影响。 顾炎武与陈子龙

有非常密切的交往。 清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 陈子龙受前朝降清官员、 苏松提督吴胜兆谋逆案牵连， 遭

官方通缉， 四处躲藏， 最终被执， 在押解途中乘间投水而死。 为此， 顾炎武专门作 《哭陈太仆子龙》
诗一首， 表达了他对友人不幸罹难的哀痛之情。 其诗中内容表明， 陈子龙亡命时， 曾至昆山上门向顾

炎武求助， 而炎武正好外出， 由其妇 “具粝食” 以待并留宿， 次日炎武仍未归， 子龙遂离去。 事后

炎武得知其来意， 深为自己未能对前来求助的友人提供任何帮助而感到愧疚难当！⑤ 由此可见其二人

交谊颇深， 在交往中必然互受影响， 而子龙年长炎武 ５岁， 自然是炎武受子龙的影响更多一些。 据朱

东润⑥ 记述， 明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 陈子龙成进士， 翌年夏， 见南寇北奴日益滋大， 乃以 “君子之学，
贵于识时； 时之所急， 务之恐后” 的紧迫感与徐孚远一起， 取明朝名卿大臣 “有涉世务、 国政” 之

文， 撷其精英， 辑成 《皇明经世文编》 一书。 是书按年代先后为序， 选录了明代 ４２０ 家的文章， 凡

５０４卷， 补遗 ４卷， 以人为纲， 以 “明治乱、 存异同、 详军事、 重经济” 为原则， 内容包括政治、 军

事、 赋役、 财经、 农田、 水利、 学校文化、 典章制度， 等等， 并针对当时的许多现实问题， 对其中一

些文章加作旁注， 以表达编者的政治主张。 顾炎武受此书的影响十分明显： 起撰于明崇祯十二年

（１６３９） 的 《肇域志》 和 《天下郡国利病书》， 从写作体例到著述内容都略同于 《皇明经世文编》。
据徐元文 《历代宅京记序》 说： “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 继人绝学。 当明之末， 欲有所树立， 迄不

得试， 乃退而读书以自见。 有曰 《肇域志》 者， 囊括 《一统志》、 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县之志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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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４ 《与人书二十五》，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 《亭林余集·三朝纲事阙文序》，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陆世仪： 《复社纪略》 卷 １ 《东林始末》， 上海： 上海书店， 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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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炎武： 《亭林诗集》 卷 １ 《哭陈太仆子龙》，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参见朱东润： 《陈子龙及其时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



者也。 继又摘其有关政事者， 为 《天下郡国利病书》。”① 顾炎武自序 《肇域志》 云： “此书自崇祯己

卯起， 先取 《一统志》， 后取各省府州县志， 后取二十一史， 参互书之， 凡阅志书一千余部。 本行不

尽， 则注之旁； 旁又不尽， 则别为一集， 曰 《备录》。”② 据 《天下郡国利病书》 原稿收藏者和校订

者黄丕烈称， 《利病书》 也是每本都有 “备录”。③ 其内容也是偏重于经济， 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评：
“ 《利病书》 主要不是一部地理书， 而是一部明代社会经济资料书。”④ 以 《利病书》 第一部分 《北直

隶上》 为例， 其内容除边防、 海防、 民族关系、 史实考释、 历史地名以外， 都是经济方面的———包

括漕运、 屯田、 水利、 马政、 盐政、 赋役、 农桑生产等， 其所涉范围略广于 《皇明经世文编》。 而

《利病书》 之起撰时间恰是 《文编》 定稿 （崇祯十一年， １６３８） 之翌年， 这似乎意味着 《利病书》
的编纂就是步 《文编》 编纂之后尘！ 而 《文编》 是刻印成书于明朝将亡时， 《利病书》 则至清顺治

九年 （１６５２） 才出初稿， 所以也可以认为， 顾炎武是参考了 《文编》 来编纂 《利病书》 的。
顾炎武一生的学术活动表明， 其经世观念是随国内时局及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大体说来，

前期 （明朝末年到南明初年） 是着眼于军事， 以谋求富国强兵为其经世的主要内容； 后期 （清顺治

中期到康熙初年） 是着眼于民生， 以救济和改善民生为其经世的主要内容； 晚年则着眼于人伦， 以

弘扬仁义之道为其经世的主要内容。 以顾炎武在这三阶段的经济思想来说， 其前期的经济思想是属于

军事经济观范畴， 后期是属于民生经济观范畴， 晚年则属于伦理经济观范畴。⑤

２． 重实证

在顾氏儒学系统中， 史学并不具有独立地位， 它是从属于经学的， 是其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顾

氏经学之区别于以往经学的特点， 首先是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 经、 史、 子、 集皆在其视野之内； 其

次是在于把 “六经” 当作 “记事载言” 之史书来理解， 主张像孔子以 “因其旧文， 述而不作” 的态

度对待史书那样来对待 “六经”， 充分尊重 “六经” 的历史原貌， 绝不以私心篡改经文， 由此将史学

方法引入经学领域， 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 而顾氏史学方法之特点在于 “数往” （从历史现

象中探求历史规律的归纳法） 与 “逆推” （由已知规律推知未来事物的演绎法） 之结合， 以 “数往”
（归纳） 为体、 “逆推” （演绎） 为用。⑥ 这种方法体现于顾氏经学， 就是以 “明道” 为体、 “救世”
为用。 “明道” 是求 “道” 于 “经” 的归纳过程； “救世” 是用 “道” 于 “修己治人” 实践的演绎

过程。 顾氏学术之重实证， 其实质在于重视求 “道” 于 “经” 的归纳方法。 这种思维方法是基于

“道” 不离 “经” 的经学观点。 正是这个观点， 导致了顾氏经学与阳明心学产生了严重对立。
按照阳明心学 “心即理” 的观点， “明道” 就是 “明心见性” 的心性修养过程， 也就是 “致良

知” 的道德实践， 这种道德实践并不必然要求道德主体学习儒家经典。 尽管阳明心学并不排斥阅读

经书， 然其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却是 “千经万典， 颠倒纵横， 皆为我之所用”， 因为在阳明看来，
“千经万典” 不过是圣贤之书所言， 而 “圣贤垂训， 固有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者”⑦。 阳明更认为经

书并非 “经” 本身， 他说： “经， 常道也。 其在于天， 谓之命； 其赋于人， 谓之性。 其主于身， 谓之

心。 心也， 性也， 命也， 一也。” “故六经者， 吾心之记籍也， 而六经之实， 则具于吾心。”⑧ 据此观

点， 不仅一切经典都不过是为我所用的工具， 甚至连这种工具都是可以舍弃不用的， 单凭人皆有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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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文： 《历代宅京记序》， 载顾炎武： 《历代宅京记》，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６ 《肇域志序》，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参见赵俪生： 《寄陇居论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１９８１年， 第 １３７页。
赵俪生：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研究》， 载 《寄陇居论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１９８１年。
参见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２６３－２７２页。
参见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３２８－３３０页。
王守仁： 《传习录》 下 《答季明德》， 载 《王阳明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王守仁：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载 《王阳明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良知” 就足以 “知善知恶”， 进行 “为善去恶” 的 “格物”， 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了。① 这样就有可

能导致道德主体脱离儒家经典， 出现被顾炎武称为 “今之清谈” 的 “今之所谓理学”②， 亦即被顾炎

武指摘为 “不习六艺之文， 不考百王之典， 不综当代之务， 举夫子之论学、 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而曰一贯， 曰无言。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 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③ 的 “禅学”。

在顾炎武看来， 唯有本于 “五经” 及 “圣人之语录” 的经学才是 “古之所谓理学”。 按照这种

看法， 据 “经” 论 “理” （即通过对 “经” 的诠释来 “发挥王道” ）， 才是儒学之本色。 然而 “五经

得于秦火之余， 其中固不能无错误。 学者不幸， 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 信古而阙疑， 乃其分也。 近世

之说经者， 莫病乎好异， 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 于是舍本经之训诂， 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
犹未足也， 则舍近代之文， 而求之远古。 又不足， 则舍中国之文， 而求之四海之外……愚因叹夫昔之

君子， 遵守经文， 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乃近代之人， 其于读经， 卤莽灭裂， 不及昔人远

甚； 又无先儒为之据依， 而师心妄作。 刊传记未已也， 进而议圣经矣； 更章句未已也， 进而改文字

矣。 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 而今且弥甚。”④ “万历间， 人多好改窜古书， 人心之邪， 风气之变， 自此

而始。”⑤ 正是鉴于儒家经书在历史上和当时现实中所遭受的种种破坏及由此导致经文严重失真的情

况， 为了正本清源， 恢复儒家经典本来面目， 顾炎武力主围绕经籍考订来进行系统的古籍整理， 并为

此做了一些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 但他更将这项工作的全面开展寄望于 “后之君子”： “闻之宋元刻

书皆在书院， 山长主之， 通儒订之。 （原注： 主书院者谓之山长……） 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 故书

院之刻有三善焉： 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 一也； 不惜费而工精， 二也； 板不贮官而易印行， 三也。 有

右文之主出焉， 其复此非难也。 而书之已为劣生刊改者， 不可得而正矣。 是故信而好古， 则旧本不可

无存； 多闻阙疑， 则群书亦当并订。 此非后之君子之责， 而谁任哉！”⑥

顾炎武为经籍考订所做出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 主要是从训诂入手来开展旨在准确把握经义的

经文字义考证和旨在合理阐发经义的经学源流考证以及相关史实考证。⑦

顾炎武认为， 训诂是经学的基础， 而 “汉人犹近古”⑧， 所以汉学训诂最值得信赖。 他特别看重

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训诂成就 《说文解字》， 认为 “论字者必本于 《说文》 ”⑨。 但是许慎对字义

的训释， 主要是从字形方向去进行 “形训”； 顾炎武则认为 “读九经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
所以他的经文字义考证是侧重于从字音方向来进行 “音训”， 并且是围绕 《诗经》 来开展 “音训”，
其成就集中反映在 《音学五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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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 《传习录》 下） “吾心之良知， 即所

谓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 《传习录》 下 《答顾东桥书》 ）
《亭林文集》 卷 ３ 《与施愚山书》 （又见 《蒋山佣残稿》 卷 ２）：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 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 经学

也， 非数十年不能通也。 故曰： ‘君子之于 《春秋》， 没身而已矣。’ 今之所谓理学， 禅学也。 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 校诸帖括之

文而尤易也。 又曰： ‘ 《论语》， 圣人语录也。’ 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 此之谓不知本矣。” 《日知录》 卷 ７ 《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 “昔之清谈谈老庄， 今之清谈谈孔孟。”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７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２ 《丰熙伪尚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１８ 《改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１８ 《监本二十一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３３２－３３９页。
参见顾为武： 《亭林诗集》 卷 ４ 《述古》，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４ 《与人书四》，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４ 《答李子德书》，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对 《音学五书》 的写作及其内容的自我介绍， 详见 《亭林文集》 卷 ２ 《音学五书序》 《音学五书后序》 和 《答李子

德书》。 关于顾炎武的古音学成就， 参见王显： 《清代的古音学创始人顾炎武》， 《中国语文》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号。 王显认为， 顾炎武的

《音学五书》 主要是在明代音韵学家陈第的启示下及其成就基础上写成的。 陈第充分论证了古无叶音， 树立了语音上的时地观念， 给

古音的研究辅平了道路。 顾炎武在古音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一是提出了离析切韵以求古音的方法； 二是揭露了上古入声跟阴声

的关系。



顾炎武通过经学源流考证与疏理， 认为经学史上最值得推崇的有三人： 董仲舒、 郑玄和朱熹。 顾

炎武之所以推崇今古文兼通的郑玄， 是因其认为郑学训诂具有 “六艺既该通， 百家亦兼取” 的特点，
所以能达到 “探赜靡不举”。① 不过， 顾炎武并不认为单靠着训诂便能 “明大道”， 他认为训诂只是

“六经所传” 之 “祖”， 并非 “传经” （经典诠释） 本身； “传经” 是在训诂基础上， 依据由训诂得以

恢复了其本真面貌的正确经文来探究和阐发其义理， 以达到 “六经” 之 “微言大阐”， 乃至于 “不徒

羽翼圣功， 亦乃发挥王道”， 由此实现儒学 “继往开来” 的发展。 在这方面， 顾炎武虽然肯定了郑玄

有 “探赜” 之功， 但他更认为唯有像董仲舒、 朱熹这样的儒学大师才足以配称 “继往开来之哲”②。
因此， 相比于宋明理学， 顾氏经学固然比较重视实证， 不似前者那样偏执于 “义理”， 乃至于沦

为如凌廷堪所说 “虚理在前， 吾所谓是者， 人既可别持一说为非， 吾所谓非者， 人亦可别持一说以

为是也” 的 “义理之学”③， 但相对于自我标榜 “夫实事在前， 吾所谓是者， 人不能强辞而非之， 吾

所谓非者， 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 的 “征实之学”④， 清代朴学， 顾氏经学亦不似前者那样偏执于

“征实”， 乃至于陷入如沈壵所说 “考证于不必考之地”⑤。 顾氏经学乃是据 “经” 论 “理” 之学， 这

也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这种体现儒学本色的经学， 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治学方法上 “义理” 与 “征实”
相结合。 这一特点反映了顾氏经学既打通了经学内部古文派与今文派之间的学术隔阂， 使之熔为一

炉， 也打破了经学与理学的界限， 使其浑然一体， 从而成为如其弟子潘耒所说的 “通儒之学”。 潘耒

在 《日知录序》 中指出： “有通儒之学， 有俗儒之学。 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 综贯百家， 上下千载，
详考其得失之故， 而断之于心， 笔之于书， 朝章、 国典、 民风、 土俗， 元元本本， 无不洞悉， 其术足

以匡时， 其言足以救世， 是谓通儒之学。 若夫雕琢辞章， 缀辑故实， 或高谈而不根， 或剿说而无当，
浅深不同， 同为俗学而已矣。”⑥ 这里潘耒将儒学区分为 “通儒之学” 与 “俗儒之学”， 实质上是将

顾氏儒学归入 “通儒之学” 范畴， 划清了其同 “俗儒之学” 的界限， 同时揭示了顾氏儒学作为 “通
儒之学” 具有 “明体适用” 的实学品格。

作为 “明体适用” 的 “通儒之学”， 顾氏经学的实证方法更有其区别于一般考据法之特点， 即它

不是局限于书斋而仅作博览群书式考证， 而是主动走出书斋， 直面生活世界， 进行足迹半天下的实地

考察和广泛求证于学友的认知交往性实证。 潘耒在 《日知录序》 中提到： “先生足迹半天下， 所至交

其贤豪长者，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 如指诸掌。” 全祖望 《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说： “凡先生之游，
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 所至厄塞， 即呼老兵退卒， 询其曲折， 或与平日所闻不合， 则即坊肆中发书而

对勘之。”⑦ 顾炎武所从事的这些实证活动， 不仅包括田野式实地考察， 还包括广师式交往实践的内

容， 实际上是这两方面活动的交融， 这是顾氏儒学的实证方法区别于清代朴学考据法的一个独特之

处。 顾炎武对经学源流的一一考究， 除了博稽群书的途径，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田野式实地考察与

广师式交往实践相互结合的实证活动， 才达到了 “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⑧ 的。 对此， 顾炎武有两段关

于其为学求知经历的自我总结性言论， 突出反映了其实证方法及实证思想之特质：
　 　 人之为学， 不日进则日退。 独学无友， 则孤陋而难成； 久处一方， 则习染而不自觉。 不幸而

在穷僻之域， 无车马之资， 犹当博学审问， 古人与稽， 以求其是非之所在， 庶几可得十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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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炎武： 《亭林诗集》 卷 ４ 《述古》，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参见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５ 《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参见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 卷 ３５ 《戴东原先生事略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年。
参见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 卷 ３５ 《戴东原先生事略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年。
沈垚： 《落帆楼文集》 卷 ８ 《与孙愈愚》。
潘耒： 《日知录序》， 载 《日知录集释 〈外七种〉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全祖望： 《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载 《鲒埼亭集》 卷 １２， 《四部丛刊》。
《亭林文集》 卷 ４ 《与人书四》 有云： “经学自有源流， 自汉而六朝， 而唐而宋， 必一一考究， 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 然后

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



若既不出户， 又不读书， 则是面墙之士， 虽子羔、 原宪之贤， 终无济于天下。①

　 　 子曰：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 未尝不求同志之人， 而况当沧

海横流， 风雨如晦之日乎？．．．．．． 或一方不可得， 则求之数千里之外； 今人不可得， 则慨想于千载

以上之人； 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 从而追慕之。②

显然， 顾炎武把 “为学” 过程中 “读书” 与 “出户” 本质地理解为 “求其是非之所在” 的认知

交往性征实形式： “读书” 是求诸古人的交往性征实活动； “出户” 是求诸今人的交往性征实活动。
顾炎武认为， 书斋里博稽群书的考据活动只是能解决辨证知识真伪过程中 “十之五六” 的问题， 还

必须走出书斋， 广师学友， 通过与学界同道 （ “同志之人” ） 的学术交流， 才能解决余下问题。 学者

必须将书斋里的博稽群书和书斋外的广师学友这两种形式的交往性征实活动结合起来， 才能足以求得

“是非之所在”。 这实质上是认为知识之真伪是通过社会交往实践得到确证的， 其中包含了反对私心

独断， 反对以个人意见来代替真理， 坚持学术具有社会性和真理具有社会共识意义的学术观与真理

观。 这种认知观念反映了顾炎武不但自觉意识到并且清楚认识到了学术并非是单个人的有限性个体私

事， 而是学术共同体的无限性社会公共事业， 这种无限性社会公共事业必须在学术同体内部互相合作

的社会交往关系中， 通过共时性的互相学习、 互相切磋和历时性的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才能得到发

展， 而所以然者， “盖天下之理无穷， 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 后日

之成不容以自限也”③。
３． 重实行

从宋明学者使用 “实学” 概念的具体情况来看， 他们都着眼于为学过程中知与行的关系， 从妥

善处理知行关系角度提倡所谓实学， 其 “实学” 之 “实” 乃指实用或实行。 他们之所以标榜 “实
学”， 是鉴于儒教之日益衰落而有重振儒教之志， 而又以为儒教之所以衰落的主因在于汉唐以来之儒

学专事 “记诵词章” 的陋习与 “夫异端” （佛、 老） 之教的兴起———前者 “遗事物” 而 “无用”， 后

者 “外人伦” 而 “不实”， 故振兴儒教的关键在于为 “实学”， 使周、 孔之道 （ “理” “性” ） 落实

于人伦日用之间。④ 然而， 朱 （熹） 王 （守仁） 之提倡实学和重视实行， 其具体意义又有差别。
在朱熹实学中， 重视实行是 “格物致知” 的题中应有之义。 朱熹 “格物致知” 说颇受张载思想

影响。 张载将知识区分为 “见闻之知” 和 “德性所知”： “见闻之知， 乃物交而知， 非德性所知； 德

性所知， 不萌于见闻。” （ 《正蒙·大心》 ） 他认为 “德性所知” 无须依赖于 “见闻之知”， 但又肯定

“见闻之知” 对 “德性所知” 有某种启发作用， 声称 “耳目虽为性累， 然合内外之德， 知其为启之之

要也” （ 《正蒙·大心》 ）。 朱熹倒是不再分别 “见闻之知” 与 “德性所知”， 然其基本思路却是沿着

张载走的。 朱熹说： “自家身上道理都具， 不曾外面添得来。 然圣人教人， 须要读这书时， 盖为自家

虽有这道理， 须是经历过， 方得。”⑤ 因此， 一如张载所谓 “德性所知， 不萌于见闻”， 朱熹所谓

“致知” 其实在根本上并不依赖于 “格物”， “格物” 对于 “致知” 仅仅是起到 “启之” 的作用， 只

是朱熹强调这种作用必须通过自家 “经历” （生活实践） 方能达成。 另一方面， 朱熹所谓 “自家身上

道理” 其实无异于王守仁所讲的 “吾心之良知”， 其 “格物致知” 之说的差异不过在于： 在朱熹， 当

“自家” 未 “经历过” 时， “这道理” 不仅已在 “自家” 的 “心” 中， 也在 “万物” 之中； 而在王

守仁， 当未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时， 这个 “天理” 却只在 “吾心”， 至于 “事事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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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４ 《与人书一》，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２ 《广宋遗民录序》，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２ 《初刻日知录自序》，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２３８－２４５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王星贤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１６１页。



则必待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方能 “皆得其理”①。 因此， 朱学之重实行与王学之重实行

的意义差别也不过在于： 朱学之重实行， 是要借助于自身 “经历” 深切体验 “自家身上道理”； 王学

之重实行， 是要通过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来达到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前者是为了在

实行中于事上体验吾心之理， 其实行是以吾心之理的自我体验、 自我觉解为目标； 后者是为了在实行

中于事上显现吾心之理， 其实行是以吾心之理的自我显现、 自我实现为目标。 这是 “理本论” 实学

与 “心本论” 实学的根本差别。
顾炎武的实学是 “气本论” 实学。 其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张载 “气” 论， 同时顾炎武又在 《周

易》 启发下提出了 “一气相感” 说， 对传统 “气” 论作了重要补充和发展。 顾氏 “气” 论之异于和

高于传统 “气” 论之处在于： 它不仅肯定了 “气” 具有内在能动性， 同时还肯定了 “气” 具有内在

“相感” 性。 这个 “感”， 包括 “求” “应” 两个方面： “求” 是 “气” 的主动性方面； “应” 是其受

动性方面。 “气” 的这种能求能应的 “相感” 性， 使得由于 “气” 的结聚而生成的 “有体” 之 “物”
能按 “各从其类” 的原则发生 “相感” 关系。 这种 “一气相感” 说触及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特

性， 所谓 “相感”， 实际上是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来表达的相互作用概念。 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

国哲学已开始追求一种新的世界统一模式， 在这种新模式中， 世界不再是统一一个远离人们实际生活

的抽象的和僵死的 “本原” 基础上， 而是统一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普遍相互作用 （ “相
感” ） 的基础上。② 因此， 顾氏哲学对于 “理” “性” “心” 都有不同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解释。

　 　 予迓续乃命于天， 人事也。 理之所至， 气亦至焉。 是以含章中正， 而有陨自天。 匪正之行，
而天命不佑。③
　 　 心者， 吾身之主宰， 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④
　 　 气之盛者为神。 神者， 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⑤
　 　 流行天地间， 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 理具于吾心而验于物。 心者， 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

其是非。
　 　 然则子之孝， 臣之忠， 夫之贞， 妇之信， 此天之所命， 而人受之为性者也， 故曰 “天命之

谓性”。⑥
　 　 夫子之教人， 文行忠信， 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⑦
这些论述表明， 顾炎武认为： 其一， 人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承奉天命而谋人事的。 “予迓续乃命

于天， 人事也”。⑧ 其二， “心” 是对人事起治理作用的主宰， 而不是人事所要治理的对象。 “心者，
吾身之主宰， 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 其三， 宇宙间 “理” “气” 是统一不可分的， “理之所至，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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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曰：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 《传习录》 下 《答顾东桥书》， 载 《王阳明

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参见周可真： 《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 第 ３节，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６ 《顾諟天之明命》，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１ 《艮其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１ 《游魂为变》，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６ 《顾諟天之明命》，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７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６ 《顾諟天之明命》。 案： “予迓续乃命于天” 语出 《尚书·盘庚》， 其语境是盘庚要迁都， 遭到众人

反对， 于是盘庚就说了一段话。 “予迓续乃命于天” 的意思是： “我要把你们的生命从天帝那里迎接回来， 让你们的生命延续下去。”
“迓” 意为 “迎接”， “续” 意为 “延续”， “乃命” 是指那些听盘庚训诫的民众生命。 “予迓续乃命于天” 扩展开来就是： “我要把你

们的生命从天帝那里迎接回来， 让你们的生命延续下去。” 这两层意思， 本应该写成 “予迓乃命于天， 予续乃命于天”。 负责记录的

史官将两句话浓缩为一句， 此句因此变成难句。 参见陈桐生： 《论 〈尚书〉 非 “照写口语” 》，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３期。 顾炎武所谓 “予迓续乃命于天， 人事也” 的意思是： “天以人事授命于我， 我乃承奉天命而谋人事”。 这与他把 《周易》
这部推求 “天命” 的卜筮之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所以告人行事”。 参见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４ 《与
人书二》，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显然是一个意思。 参见周可真： 《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 第 ３节 《 “盈天

地之间者， 气也”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亦至焉”， “理” 是气化流行过程中古今一致的普遍法则， “流行天地间， 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
这个天命法则决定了人在谋事过程中当行正义， 不可为邪， 否则必遭惩罚， “含章中正， 而有陨自

天。 匪正之行， 而天命不佑”。 其四， 这个天命法则也是作为 “气之盛者” 的 “人之心” 的气化流行

过程 （思维过程） ———天之所命于人而为吾心所固有的理性 （ “理具于吾心” “……此天之所命， 而

人受之为性者也” ）， 人心是依凭这理性才具有了辨别是非的思维能力， “心者， 所以统宗此理而别

白其是非”。 其五， 人心所固有的辨别是非的思维能力， 是通过人的具体谋事活动得到验证的。 “理
具于吾心而验于物”。 其六， 无论是天之所命于人的理性， 还是人的理性所思考和追求的天道， 都必

须通过人在谋事过程中具体的正义行为或道德实践才能得到现实体现， 这是儒学鼻祖孔子所用以教人

的基本教义， “夫子之教人， 文行忠信， 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 因此， 顾炎武实学之重实行的具体

意义也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不同。 上文提到， 顾炎武的 “实学” 概念包括 “修己” “治人” 两

个方面。 如果说 “治人” 是属于 “经世” 方面的话， 那么， “修己” 则属于 “处世” 方面。 顾炎武

在反思明亡原因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 “士大夫之无耻， 是谓国耻”① 的思想和 “行己有

耻” 的处世原则， 认为 “耻之于人大矣！ 不耻恶衣恶食， 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 士而

不先言耻， 则为无本之人”②。
因此， 在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③ 的顾氏实学中， “经世” 与 “处世” 是内在相通的， 其追

求 “吾儒经世之用” 正是要达到 “泽被匹夫匹妇” 之成效。 也正因为在顾氏实学中 “经世” 与 “处
世” 之间具有如此统一性， 其 “考证” 与 “经世” 亦具有如此内在联系： 在这种联系中， “经世”
是 “考证” 所追求的目的， “考证” 是服务于 “经世” 的手段； “经世” 是 “考证” 的价值前提，
“考证” 是 “经世” 的实践前提。 从 “泽被匹夫匹妇” 的实践性上说， “经世” 就是一定知识见诸行

事的实践过程， “考证” 的意义即在于保证见诸行事的知识具有真实性。 若见诸行事的知识为虚为

假， 则据以行事的经世实践就必定失败， 其结果就非但无益于天下， 反而有害于百姓， 这当然绝非是

顾炎武所谓 “吾儒经世之用” 所应得之效果。 他所谓 “行己有耻”， 所谓 “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

泽”， 恰恰是表明了其 “经世” 的愿望与目的全在于造福百姓， 以致天下于太平， 这就决定了其为学

必须以 “考证” 作为基本方法， 其 “考证” 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达成 “泽被匹夫匹妇” 的 “吾儒经

世之用”， 亦即达到其重实行的知行观所欲达致的实行目标。
要之， 在顾炎武 “修己治人之实学” 中， 重实用、 重实证、 重实行三者是互相统一的， 其精神

实质是在于强调学者当先立 “行己有耻” 之人本， 本着 “泽被匹夫匹妇” 的实学宗旨， 运用 “征
实” 与 “义理” 相结合的实学方法， 从事 “好古多闻” 的实学事业， 以最终达成 “吾儒经世之用”
的实学目标， 由此使儒学所求之 “仁道” 具体体现于实行济世泽民之事。

三、 江南儒学的评价

　 　 “实用” “实证” “实行” 作为标识传统江南儒学之实学品格的三个主要方面， 在以往这一地区

各个派别或其代表人物的儒学体系中都分别有所体现， 但如顾氏儒学体系这样不但其三方面均有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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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曰： “ 《五代史》 冯道传论曰：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 礼义， 治人之大

法； 廉耻， 立人之大节。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 不耻则无所不为。 人而如此， 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 无所不

为， 则天下其有不乱， 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 耻尤为要。 ……所以然者，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 其原皆生于无耻

也。 故士大夫之无耻， 是谓国耻。” 顾炎武： 《日知录》 卷 １３ 《廉耻》，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曰：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 曰： ‘博学于文’， 曰： ‘行己有耻’。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 皆学之事也； 自子臣

弟友以出入、 往来、 辞受、 取与之间， 皆有耻之事也。”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３ 《与友人论学书》，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顾炎武曰： “士而不先言耻， 则为无本之人； 非好古而多闻， 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 而讲空虚之学， 吾见其日从事于

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３ 《与友人论学书》， 载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现且其三者相互联系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却是空前的， 它标志着传统江南儒学作为一种自觉形态的实学

由原来尚且片面的偏颇性达到了相对全面的公允性。 这种公允性实学的形成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

意义：
其一， 从江南儒学之 “学” （知识） 的方面来说， 这种自觉的学术形态意味着其对知识的认识达

到了如此水平， 以至于认为： 真正的知识应是实用性、 实证性和实践性兼备的知识； 三者或缺其一，
都是伪知识。

其二， 从江南儒学之 “儒” （儒家学术） 的方面来说， 这种自觉的儒家学术形态意味着其对儒学

的反思达到了如此程度， 以至于认为： 真正的儒学应是实用性、 实证性和实践性兼备的学术； 三者或

缺其一， 都是假儒学。
其三， 从江南儒学之 “江南”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殊区域） 的方面来说， 这种自觉的江南儒

学形态凸显了江南具有如此区域文化特征： 传统江南文化是一种崇尚知识之实用、 实证和实践并力求

其三者统一的务实文化。
要言之， 以顾氏儒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的实学品格， 本质上是一种崇尚真知、 实知、 用知的

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 当如何评估这种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呢？
从一般知识论角度来看， 作为传统江南儒学之典型的顾氏儒学， 其知识观念及实证活动其实也还

存在一定缺陷， 即其偏执于社会人文知识的追求， 轻视乃至几乎完全放弃了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 这

个缺陷原本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缺陷， 但是毕竟明清之际已有西方自然科学传入， 由此导致了中

西文化初次交融， 中国传统儒学也随之开始发生转型。 最早受到西学影响和熏陶的一批学者如徐光

启、 李之藻之辈以及受其积极影响的一批较后起的思想家如王徵、 方以智之辈， 陆续开始反省和比较

中西文化之优劣， 意识到了西方自然科学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徐光启喊出了 “欲求

超胜， 必先会通； 会通之前， 必先翻译”① 的口号； 徐、 李甚至准备花十年时间， 对 “有益世用”
的图书 “渐次广译”， 欲以 “西学” 来纠正晚明学术之弊； 王徵则通过译绘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机械力学， 他在序言中表示 “兹所录者， 虽属技艺末务， 而实有益于民生日

用， 国家兴作甚急也” （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 ）； 方以智则在比较中西文化基础上提出了 “质
测” 与 “通几” 两个学科概念， 指出了西学是长于 “质测” 而短于 “通几”， 他认为西方 “质测之

学”② 虽然尚未臻于完备， 但较诸 “通几之学” （研究天地万物之所以然及其变化总规律的学科， 约

当今之所谓 “哲学” ） 还算是比较严密， 因此主张向西方学习 “质测之学”， 其方法则是 “实考究

之” 即 “以实事征实理， 以后理征前理” （ 《东西均·扩信》 ） 的实证法。 他们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徐

弘祖、 宋应星等一大批学者， 都开始关注自然事物， 重视探索自然奥秘， 由此改变了中国学术 （主
要是儒学） 一向重人伦、 轻自然的致知传统， 这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 显示了中国学术发展至明末

清初已有从人文类型向科学类型转变的历史征兆。 遗憾的是， 明清之际政治大变革扭转了这个历史转

变过程的根本方向———继明清之际实学思潮而起的， 不是本来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科学研究高潮的兴

起， 而是在清朝统治者引导下促成的以中国古文献 （主要是儒学典籍） 为研究对象的考据学之兴盛。
在这历史过程中， 顾炎武的 “通儒之学” 是相对保守的， 它在客观上只是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起到

了发凡起例的先导引领作用。
因此， 据实而言， 以顾炎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所具有的实学品格， 实质上是社会人文知识领

域的一种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 具有这种品格的学术与文化， 其根本缺陷在于只关注和重视处理社会

伦理领域中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关系， 轻视乃至忽视处理社会生产领域中科学之知与科学之行的关

系。 因其如此， 以顾炎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在知识实证方面， 充其量只是意识到了局限于书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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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光启： 《历书总目表》， 载 《徐光启集》 卷 ８，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 第 ３７４页。
研究个别事物的特性及其变化条理的学科， 约当今之所谓 “具体科学”。



博稽群书的不足， 认识到了走出书斋开展社会认知交往的重要， 但它却把这种认知交往活动仅限于求

证经义之实和仁道之真， 而不思如何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求证自然知识之实和自然规律之真。 正是这

个缺陷， 导致其实证活动虽然包含以 “归纳为体， 演绎为用” 为特征的逻辑思维方法， 但是这种方

法并不属于形式逻辑范畴， 而是属于实用逻辑范畴， 这突出地表现在其演绎方法不过是将 “仁道”
之知付诸 “修己治人” 之行的实践方法， 而非通过推理来构建概念系统的理论方法。 也因此， 这种

儒学作为一个知识系统， 其理论性是非常欠缺的。
但是， 以顾炎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 毕竟在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上具有崇尚真知、 实知、 用

知的特点， 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崇尚知识之实用、 实证和实践并力求其三者统一的务实性特点，
这对形塑明清之际以来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且实际产生了重大历

史影响。 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适合于明清之际以来本地区较发达的工商经济的发展， 并且也

确实对同期江南工商经济获得较中国其他地区更加繁荣的发展起到了文化助推作用。
从更深层次上说， 明清之际以来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实事求是的现代科学思

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具有高度一致性， 正是这种一致性， 使得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与日俱增的传入，
江南地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程度远高于同期中国其他地区， 这突出地表现在江南地区的科学家队

伍特别是科技精英在人数上远多于同期中国其他地区。① 而在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发展总体水平的领

先自然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领先， 事实上以长三角为中心的江南也确乎是全国各地经济发展

总体水平最领先的地区。
因此， 从以顾炎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的历史影响来看， 其实学品格也具有在一定程度上适合

于科学与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品格意义。

责任编辑： 张利明

３２江南儒学的实学品格

① 举实例来说， １９８６年我国新选出的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第三届科协理事共 ２７９ 人， 其中江苏人有 ５４ 人， 接近于总数的

２０％， 而该年江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６％， 其科协理事席位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居于各省 （市） 之首， 其中绝大部分理事是来自

江南吴文化区域。 到 ２０００年， 全国两院院士增至 １４６０人， 其中苏州籍院士 ８３人， 占 ５． ７％， 按院士与总人口的密度比来说， 苏州

的院士密度居全国之首， 是全国平均密度的 ３５倍。 而据澎湃新闻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４日的报道， 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６月， 全国各省两院院士数

量江苏、 浙江、 山东三省占比超过三成， 其中江苏最多， 共 ２７３人， 而苏州籍院士占 １１７名， 加上外籍院士， 这个曾经产生过 ５０ 位

文武状元的地级市共有 １３９位院士。 这些数据大致能说明， 以长三角为中心的江南确乎更易出科学家， 这显然跟明清之际以来江南人

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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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岱年在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中专有一节论 “神、 神化”， 张先生以神为 “微妙的变化” “变化的微妙”。 本文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 更多地从张载所持体用论 （神体、 化用） 的视角， 考察早期神化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参见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

学概念范畴要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
②　 虽然 《左传·昭公七年》 载有子产所说 “昔尧殛鲧于羽山， 其神化为黄熊”， 《国语·郑语》 载 “ 《训语》 有之曰： ‘夏之

衰也， 褒人之神化为二龙’ ”， 《吴越春秋·阖闾元年》 载 “莫耶曰： ‘夫神物之化， 须人而成’ ”， 但这种 “神” “化” 与后来哲学

意义上的神化论关系并不大。

早期 “神化” 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兼谈 “ 《易》 以神化” 为 《周易》 旨归

杨艳香１　 翟奎凤２

（１．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２．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神” 与 “化” 的关联出现及其哲学化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 最初 “神” 是形容 “化” 的神

奇、 神速、 不可思议， 其表述常常是 “其化如神”， 既可以指自然界之变化， 也可以指政教之感化。 《孟

子》 《荀子》 同时出现 “所存者神， 所过者化” 一语， 朱熹认为这可能是孟子、 荀子同时引用的一句古语，
这里 “神” 与 “化” 开始对举出现。 到了 《易传》 《管子》， “神” 哲学化、 本体化， 指向存在之整体性，
明确以 “神” 为 “化” 的动力因， “穷神知化” 为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 战国末期或汉初的道家典籍中开

始直接出现 “神化” 一词的合成词， 认为 “神化” 为自然德教的最高境界， 强调 “神化为贵” “太上神

化”， 道家自然无为的气息浓厚。 西汉 《盐铁论》 及东汉蔡邕文集中也常常用到 “神化” 一词， “神化”
思想广泛影响到社会文化和文学层面， 用来形容德行或德政之高。 后世常以 《庄子》 所说 “ 《易》 以道阴

阳” 为 《周易》 的主旨， 朱熹对此也甚为推崇。 也有学者批评 《庄子》 “ 《易》 以道阴阳” 之说为 “未知

《易》 ”。 实际上， 司马迁 《史记》 引孔子所说 “ 《易》 以神化” 更能揭示出 《周易》 的主旨和根本精神，
孔子 “ 《易》 以神化” 比 《庄子》 “道阴阳” 之说更为深刻。

关键词： 存神过化； 太上神化； 《易》 以神化； 精诚； 自然度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２４－０７

　 　 “神、 化” 为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① “神化” 思想源远流长。 然而，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
只是在张载研究中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来研究。 对先秦两汉时期， 神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罕有专门深入

讨论。 “神化” 凝合为一个词出现得比较晚， 可能是在战国末期。 最初 “神” 形容 “化” 之奇妙、
不可思议， 后来， “神” “化” 开始对举， “神” 的宗教色彩慢慢减弱。 到了 《易传·系辞》， “神”
发生了革命性翻转， 成为高度哲学化的一种具有本体性意义的变化妙道， “神” 成为变化的动力因，
“通神明之德” “穷神知化” 为主体修养之最高境界。

一、 “神” 与 “化” 的关联出现及其哲学转向

　 　 “神” “化” 在同一个语境下关联出现是比较晚的， 可能要到战国中后期。 ② 在逻辑上，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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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化” 关联的密切度而言， 先秦 “神” “化” 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 “化” 为主词， “神” 形容 “化”。 如 《管子·侈靡篇》 说 “珠者， 阴之阳也， 故胜火；

玉者， 阴之阴也， 故胜水。 其化如神”， 房玄龄注曰 “珠生于水， 而有光鉴， 故为阴之阳， 以向日则

火烽， 故胜火”， “玉之生于山， 而藏于石， 故为阴之阴， 以向月则水流， 故胜水”， “言珠玉能致水

火， 故曰如神”。 珠能在日光照耀下生出火， 玉能在月光映照下生出水， 这里的 “神” 形容自然变化

之神奇神妙、 不可思议。 类似地， 《荀子》 中说 “其民之化道也如神” （ 《荀子·正名》 ）、 “政令致

明， 而化易如神” （ 《荀子·君子》 ）、 “屡化如神， 功被天下” （ 《荀子·赋》 ）， 这里的 “化” 为政

治教化， 形容德政感化之速。 《礼记·乐记》 中说 “情深而文明， 气盛而化神”， 这是讲音乐可以陶

冶情操， 变化人的气质， 提升人的境界。 无论是自然现象变化之神奇、 神妙， 还是政教德教感化之神

速， 抑或人的气质变化之神， 这些都是以神来形容 “化”， “化” 是主词， 其化之神奇、 神妙、 神速，
如有神明、 神灵使之然， 使人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 “存神、 过化”， “神” “化” 对举。 “存神、 过化” 或 “过 （为） 化、 存神” 之说见于

《孟子》 １处， 见于 《荀子》 ３处。 《孟子·尽心上》 说 “夫君子所过者化， 所存者神， 上下与天地

同流， 岂曰小补之哉”。 《荀子·议兵》 说 “仁者之兵， 所存者神， 所过者化， 若时雨之降， 莫不说

喜”， “民归之如流水， 所存者神， 所为者化”， 《荀子·尧问》 说 “今之学者， 得孙卿之遗言余教，
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 所存者神， 所过者化， 观其善行， 孔子弗过”。 这里的存神过化， 偏重指有德

之人对社会的感化。 在汉唐相关注解中， 这里的 “神” 多被理解为神明、 神灵， 有一定人格神意味。
后儒也常从 《易传》 “不测” “妙万物” 之神的角度来理解所存之 “神”。① 这些表述中， “存神” 多

在 “过化” 之前， 后人也多理解为存神是过化的前提或工夫条件， 认为只有存神， 才能过化。 朱熹

曾说 “荀卿非孟子， 必不肯用其语也”， 认为 “‘过化存神’ 之语， 此必古语”②， 这样， “存神过化”
之语有可能是孟子之前就已经有的古语。

第三， “神而化之”， 神主生化。 《管子·内业》 说 “一物能化谓之神， 一事能变谓之智”③， 《管
子·侈靡》 说 “若夫神之动， 化变者也”； 《荀子·不苟》 说 “诚心守仁则形， 形则神④， 神则能化

矣”， 《荀子·劝学》 说 “神莫大于化道， 福莫长于无祸”， 这四处 “神” 与 “化” 有了密切的内在

关联， “化” 是神的功用的体现， “神” 是化的动力因。 这一思想最为典型地体现在 《易传》 中，
《系辞上》 论乾坤之策、 四营成易、 十八变成卦、 八卦小成之后引 “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

之所为乎”， 《系辞下》 说 “神农氏没， 黄帝、 尧、 舜氏作， 通其变，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宜

之”， 又说 “精义入神， 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 过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 穷神知化， 德之

盛也”。 “孔子” 明确以 “精义入神” “穷神知化”， 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易传》 神化思想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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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翟奎凤： 《 “存神过化” 与儒道 “存神” 工夫考论》， 《中国哲学史》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卷 ６０，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１４４１页。
《管子·心术下》 也说 “一气能变曰精， 一事能变曰智”， 应该说 “一气能变” “一物能化” 之 “精” “神” 侧重指本体变

化之道， “一” 之精、 神， 为阴阳不测、 妙万物的整体性； “一事能变” 侧重人事社会之变化， “一” 重在讲工夫之专注、 专一。
唐代杨倞注曰： “诚心守于仁爱， 则必形见于外， 则下尊之如神， 能化育之矣。 化， 谓迁善也”。 王先谦： 《荀子集解》， 北

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年， 第 ４６页。 后人多从此解。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可能并不确切， 其下面一句说 “诚心行义则理， 理则明， 明则

能变矣”， 与 “理” 相对的 “形” 不应该是 “形见于外” 的意思。 《韩诗外传》 卷二说： “凡治气养心之术， 莫径由礼， 莫优得师，
莫慎一好。 好一则博， 博则精， 精则神， 神则化， 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 这段话与 《荀子·修身》 略同， 而后一句 “君子结于

一” 见于 《荀子·劝学》。 可见 《韩诗外传》 这段话与 《荀子》 关联密切， 那么， 《荀子》 “诚心守仁则形， 形则神， 神则能化矣”
与 “好一则博， 博则精， 精则神， 神则化” 应该也可以关联起来理解， 这样 “形则神” 实际上是 “精则神” 的意思， “形” 训为

“精”。 顺便一提的是， 《韩诗外传》 “博则精” 实际上应该是 “抟则精”。 参见屈守元： 《韩诗外传笺疏》 卷 ２， 成都： 巴蜀书社，
１９９６年， 第 ２１９页。 “精则神” 见于 《黄帝四经·经法》： “静则平， 平则宁， 宁则素， 素则精， 精则神。 至神之极， 见知不惑”。 陈

鼓应：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６年， 第 １３４页。



体的自然变化之道， 也包括社会变化之道， 这里的神主要是 “阴阳不测”、 变化妙道之神①， 是天地

万物的统一性和变化的动力因所在。 张载 《正蒙》 所说 “一故神、 两故化” （ 《参两篇》 ）、 “神， 天

德； 化， 天道” （ 《神化篇》 ）、 “变化之神” （ 《大易篇》 ）， 是对 《易传》 神化哲学的深刻揭示。
这三种类型是从逻辑上来分析， 《易传》 的神化思想与 《管子》 有相似关联， 两者应该是比较早

的， 他们对 《荀子》 可能产生了影响。 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 无疑， 《易传》 的神化思想影响最大，
后来的张载、 王船山接着 《易传》 对神化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

二、 “神化” 为自然德教的最高境界

　 　 在 《易传》 《管子》 《荀子》 等书中， “神” 与 “化” 虽然有了密切的内在关联， 但是没有直接

把 “神化” 作为一个词来用。 “神化” 中集中见于 《文子》 《鹖冠子》 《淮南子》 等道家文献。
《文子》 “神化” 凡 ７见， 而且这 ７ 处在 《淮南子》 一书都有相似度非常高的出现。 《文子·精

诚》 说 “故大人与天地合德， 与日月合明， 与鬼神合灵， 与四时合信， 怀天心， 抱地气， 执冲含和，
不下堂而行四海， 变易习俗， 民化迁善， 若出诸己， 能以神化者也”②， 这段话类似地也见于 《淮南

子·泰族训》 “故大人者， 与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鬼神合灵， 与四时合信。 故圣人怀天气， 抱天

心， 执中含和， 不下庙堂而衍四海， 变习易俗， 民化而迁善， 若性诸己， 能以神化也”。③ 这里的

“神化”， 其含义近于 《易传·系辞》 所说黄帝、 尧舜 “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文子·精诚》 说

“是故刑罚不足以移风， 杀戮不足以禁奸， 唯神化为贵， 精至为神”④， 这段话类似地见于 《淮南

子·主术训》 “故圣人事省而易治， 求寡而易澹， 不施而仁， 不言而信， 不求而得， 不为而成。 块然

保真， 抱德推诚， 天下从之， 如响之应声， 景之像形， 其所修者本也。 刑罚不足以移风， 杀戮不足以

禁奸， 唯神化为贵， 至精为神”。 《文子·精诚》 说： “夫抱真效诚者， 感动天地， 神逾方外， 令行禁

止， 诚通其道而达其意， 虽无一言， 天下万民、 禽兽、 鬼神与之变化。 故太上神化， 其次使不得为

非， 其下赏贤而罚暴”， 《淮南子·主术训》 也说 “故太上神化， 其次使不得为非， 其次赏贤而罚

暴”⑤， 这种 “太上神化” 论也见于 《尉缭子·治本》： “太上神化， 其次因物， 其下在于无夺民时，
无损民财”⑥。 《文子·精诚》 说 “老子曰： 心之精者， 可以神化， 而不可说道”⑦， 《淮南子·缪称

训》 说 “心之精者， 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 目之精者， 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誋。 在混冥之中， 不

可谕于人。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桀不下陛而天下乱， 盖情甚乎叫呼也。 无诸己， 求诸人， 古今未之

闻也。” 《文子·自然》 说： “制形而无形， 故功可成， 物物而不物， 故胜而不屈。 庙战者帝， 神化者

王， 庙战者法天道， 神化者明四时， 修正于境内， 而远方怀德， 制胜于未战， 而诸侯宾服也。”⑧ 相

应地， 《淮南子·兵略训》 说 “制刑而无刑， 故功可成； 物物而不物， 故胜而不屈……故庙战者帝，
神化者王。 所谓庙战者， 法天道也； 神化者， 法四时也。 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 制胜于未战而诸

侯服其威， 内政治也”⑨。 何谓 “庙战”， 《淮南子·兵略训》 说 “凡用兵者， 必先自庙战。 主孰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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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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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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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易传·系辞》 还说 “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阴阳不测之谓神”。 关于 《易传》 之神， 参见翟奎凤

《先秦 “神” 观念的革命————论 〈易传〉 之 “神” 》， 《周易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李定生、 徐慧君： 《 〈文子〉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第 ５４页。
《易传·乾·文言传》：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

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 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李定生、 徐慧君： 《 〈文子〉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第 ７６页。
张双棣： 《 〈淮南子〉 校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第 ９０６页。
钟兆华： 《 〈尉缭子〉 校注》， 郑州： 中州书画社， １９８２年， 第 ５１页。
李定生、 徐慧君： 《 〈文子〉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第 ８４页。
李定生、 徐慧君： 《 〈文子〉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第 ３３５页。
张双棣： 《 〈淮南子〉 校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第 １５５１－１５５２页。



将孰能， 民孰附， 国孰治， 蓄积孰多， 士卒孰精， 甲兵孰利， 器备孰便， 故运筹于庙堂之上， 而决胜

乎千里之外矣”， 这段话正是对 “庙战” 的具体解释。 如果说， “庙战” 主智谋， 为 “制胜于未战而

诸侯服其威”， 所谓 “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也， 那么， “神化” 主仁德， 为 “修政于境内， 而远方慕

其德”。 《文子·上仁》 说 “人君之道， 无为而有就也， 有立而无好也； 有为即议， 有好即谀， 议即

可夺， 谀即可诱。 夫以建而制于人者， 不能持国， 故 ‘善建者不拔’， 言建之无形也， 唯神化者， 物

莫能胜”①， 《淮南子·主术训》 说 “故善建者不拔。 夫火热而水灭之， 金刚而火销之， 木强而斧伐

之， 水流而土遏之。 唯造化者， 物莫能胜也”②。 显然， 参照 《文子》 《淮南子》 “唯造化者， 物莫能

胜”， “造化” 当作 “神化” 为顺。 历史上，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 《文子》 《淮南子》 有大量语句几乎

完全一致， 两书到底谁抄谁， 争论不休， 李定生认为 “ 《文子》 是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籍， 它先于

《淮南子》， 《文子》 虽经后人篡改润益， 但不是伪书”③。 《淮南子》 论 “神化” 也仅此 ６ 条或 ７ 条，
与 《文子》 高度重合。 总体上看， 《文子》 《淮南子》 中的 “神化” 大概为不言之德教、 道化无为之

教， 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 以天德化育万物， 《文子》 ７ 处论 “神化”， 有 ５ 处在 《精诚》， １ 处在

《自然篇》， １处在 《上仁篇》④， 其篇名就很有深意， “精诚” “自然” “上仁”， 可以说是通向 “神
化” 的重要修养工夫。

《鹖冠子》 “神化” 一词约 ５ 见， 其 《度万》 说 “气由神生， 道由神成。 唯圣人能正其音、 调其

声， 故其德上反太清， 下及泰宁， 中及万灵。 膏露降， 白丹发， 醴泉出， 朱草生， 众祥具， 故万口

云， 帝制神化， 景星光润”⑤。 关于 “帝制神化”， 《鹖冠子·泰录》 也说 “制者所以卫精擢神致气

也， 幽则不泄， 简则不烦， 不烦则精明达， 故能役贤， 能使神明， 百化随而变， 终始从而豫。 神明者

积精微全粹之所成也。 圣道神方， 要之极也， 帝制神化， 治之期也”， 这两段都提到 “帝制神化”，
从后一段来看， 其意义比较明晰， “帝制” 与 “圣道” 相对， “神方” 与 “神化” 相对。 《度万》 还

谈到 “五正”： “有神化， 有官治， 有教治， 有因治， 有事治”⑥， 并具体说 “神化者于未有， 官治者

道于本， 教治者修诸己， 因治者不变俗， 事治者矫之于末”， “神化者， 定天地， 豫四时， 拔阴阳，
移寒暑， 正流并生， 万物无害， 万类成全， 名尸气皇。 官治者， 师阴阳， 应将然， 地宁天澄， 众美归

焉， 名尸神明。 教治者， 置四时， 事功顺道， 名尸贤圣。 因治者， 招贤圣而道心术， 敬事生和， 名尸

后王。 事治者， 招仁圣而道知焉， 苟精牧神， 分官成章， 教苦利远， 法制生焉， 法者使去私就公， 同

知壹讠敬， 有同由者也， 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 故至治者弗由， 而名尸公伯”⑦， “尸” 为 “主” 的

意思。 这里 “神化” “官治” “教治” “因治” “事治” 的关系， 有点类似 《道德经》 第 ３８ 章所说：
“故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 忠信之薄， 而乱之首”， 位于序

列前端的为根本， 在后端的为末节。 “神化者， 定天地， 豫四时， 拔阴阳”， 而 “官治者， 师阴阳”，
显然， “神化” 要高于 “阴阳”。

在汉代也经常以 “神化” 形容某人道德境界、 行政能力之高。 西汉桓宽 《盐铁论·相刺》 说

“天设三光以照记， 天子立公卿以明治。 故曰： 公卿者， 四海之表仪， 神化之丹青也。 上有辅明主之

任， 下有遂圣化之事， 和阴阳， 调四时， 安众庶， 育群生， 使百姓辑睦， 无怨思之色， 四夷顺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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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生、 徐慧君： 《 〈文子〉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第 ３９２页。
张双棣： 《 〈淮南子〉 校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第 ９８０页。
李定生、 徐慧君： 《 〈文子〉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导论第 １４页。 白奚也指出 “ 《文子》 与先秦两汉很

多传世文献在文字表述上都有交叉关系， 仅以上引材料涉及的 《文子》 与 《吕氏春秋》 和 《淮南子》 的交叉为例来看， 《文子》 一

书更可能是成书于战国晚期， 它是 《吕氏春秋》 和 《淮南子》 这类集腋成裘式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 参见白奚： 《 〈文子〉
的成书年代问题————由 “太一” 概念引发的思考》，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

《道德经》 第 ３８章说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则在道家 “上仁” 也是一种自然之德教。
黄怀信： 《 〈鹖冠子〉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年， 第 １５２页。
黄怀信： 《 〈鹖冠子〉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年， 第 １５６页。
黄怀信： 《 〈鹖冠子〉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年， 第 １５７－１６１页。



叛逆之忧， 此公卿之职， 而贤者之所务也”①， 这里 “神化” 有 “圣化” 之义， 公卿要有能力促成风

调雨顺， 人民和乐。 东汉应邵 《风俗通义》 载 《春秋运斗枢》 说： “伏羲、 女娲、 神农， 是三皇也。
皇者天， 天不言，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三皇垂拱无为， 设言而民不违， 道德玄泊， 有似皇天， 故称

曰皇。 皇者， 中也， 光也， 弘也； 含弘履中， 开阴阳， 布刚上， 含皇极， 其施光明， 指天画地， 神化

潜通， 煌煌盛美， 不可胜量。”② 东汉蔡邕形容胡广， 说他 “布恺悌， 宣柔嘉， 通神化， 道灵和， 扬

惠风以养贞， 激清流以荡邪”③， 又说他 “赋政于外， 神化玄通， 普被汝南， 越用熙雍”④。 蔡邕还赞

美陈寔， 说他 “含圣哲之清和， 尽人才之上美， 光明配于日月， 广大咨乎天地， 辟四府， 宰三城，
神化著于民物， 形表图于丹青， 巍巍焉其不可尚也， 洋洋乎其不可测也”⑤。 以上所论 “神化” 似可

用张载所说 “神， 天德； 化， 天道” （ 《正蒙·神化》 ） 解释， 即神化为 “天之良能”， 同时也包含

着孔子所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的意思， 这种自然无为之天德、 天良、 天能， 在人

即体现为一种最高的德行、 境界和 “润物细无声” 的感化能力。

三、 “ 《易》 以神化” 为 《周易》 主旨

　 　 大概 《庄子》 是最早论到 《周易》 及六经主旨的文献， 《庄子·天下》 说 “ 《诗》 以道志，
《书》 以道事， 《礼》 以道行， 《乐》 以道和， 《易》 以道阴阳， 《春秋》 以道名分”。 《礼记·经解》
说： “孔子曰： 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 《诗》 教也； 疏通知远， 《书》 教也； 广

博易良， 《乐》 教也； 洁静精微， 《易》 教也； 恭俭庄敬， 《礼》 教也； 属辞比事， 《春秋》 教也”。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 说： “ 《易》， 所以会天道、 人道也。 《春秋》， 所以会古今之事也”⑥。

《淮南子·泰族训》 说 “温惠柔良者， 《诗》 之风也； 淳庞敦厚者， 《书》 之教也； 清明条达者，
《易》 之义也； 恭俭尊让者， 《礼》 之为也； 宽裕简易者， 《乐》 之化也； 刺几辩义者， 《春秋》 之靡

也”。 《史记·滑稽列传》 载孔子曰： “六艺于治一也。 《礼》 以节人， 《乐》 以发和， 《书》 以道事，
《诗》 以达意， 《易》 以神化， 《春秋》 以道义”， 其 《太史公自序》 又说： “ 《易》 著天地阴阳四时

五行， 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 《书》 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 《诗》 记山川、 溪谷、 禽

兽、 草木、 牝牡、 雌雄， 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 故长于和； 《春秋》 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 是故

《礼》 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 以道事， 《诗》 以达意， 《易》 以道化， 《春秋》 以道义”。 扬雄

《法言》 卷七 《寡见篇》 认为 “说天者莫辩乎 《易》， 说事者莫辩乎 《书》， 说体者莫辩乎 《礼》， 说

志者莫辩乎 《诗》， 说理者莫辩乎 《春秋》 ”。 隋唐之际的王通说 “ 《书》 以辩事， 《诗》 以正性，
《礼》 以制行， 《乐》 以和德， 《春秋》 《元经》 以举往， 《易》 以知来”⑦。 北宋胡安国说： “ 《诗》
以正情， 《书》 以制事， 《礼》 以成行， 《乐》 以养和， 《易》 以明变”⑧。 两宋之际的方悫说： “ 《诗》
言其志， 《书》 言其事， 《乐》 言其情， 《易》 言其道， 《礼》 言其体， 《春秋》 言其法。”⑨

关于易道、 易教的主旨与教化功能特征， 大概有以下 １０种说法， （１） “ 《易》 以道阴阳”； （２）
“洁静精微， 《易》 教也”； （３） “清明条达者， 《易》 之义也”； （４） “《易》， 所以会天道、 人道也”；
（５） “ 《易》 以神化”； （６） “ 《易》 以道化”； （７） “说天者莫辩乎 《易》 ”； （８） “ 《易》 以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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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 《 〈盐铁论〉 校注》 卷 ５，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 ２５３页。
王利器： 《 〈风俗通义〉 校注》 卷 １ 《皇霸》，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年， 第 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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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生： 《 〈蔡邕集〉 编年校注》 下册，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第 ３８９页。
刘钊： 《郭店楚简校释》，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第 １８１页。
王通： 《中说》 卷 ８ 《魏相篇》， 王雪玲点校，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第 ３５页。
胡安国： 《春秋传》 卷 ３０， 王丽梅点校， 长沙：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年， 第 ３８９页。
引自卫湜： 《礼记集说》 卷 １１７， 清通志堂经解本。 方悫， 字性夫， 南北宋之际学者， 著有 《礼记解》 ２０卷。



（９） “ 《易》 以明变”； （１０） “ 《易》 言其道”。 当然， 其中有些说法是比较接近或近似的。 《易传·
系辞上》 说 “神以知来， 知以藏往”， “易以知来” 可以说也表达了 “ 《易》 以明神” 的意思， 而

“神” 也有 “洁静精微” 的意思。 其他， “明变” “道化” 等都在讲 “化”。
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 《庄子》 所说 “ 《易》 以道阴阳” 影响最大， 经常为人们转相称述， 认为

《周易》 就是讲阴阳之道的， 日月为易、 乾坤为 “易之门” 等说法都可与此论说相呼应。① 尽管此说

见于 《庄子》， 但历史上的很多大儒对此都表示了积极肯定。 如南宋朱熹就曾反复称颂说 “如所谓

‘ 《易》 以道阴阳， 《春秋》 以道名分’， 可煞说得好！”② “ ‘易’ 字义只是阴阳”， “ 《易》， 只消道

‘阴阳’ ”， “《易》 只是个阴阳。 庄生曰 ‘《易》 以道阴阳’， 亦不为无见。 如奇耦、 刚柔， 便只是阴

阳做了易”③， 《庄子》 “ 《易》 以道阴阳” 之说与朱熹本人对 《周易》 主旨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朱

熹之后， 很多儒者也都重复着类似论调， 肯定 《庄子》 对六艺大义的论述。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

持反对意见， 认为 “庄子” “未知易”。 如南宋蔡渊， 作为朱熹门人， 他应该是很清楚朱熹的这一主

张， 但是他明确说： “阴阳非易， 阴阳变易而无体者易也， 犹形而上者谓之道， 其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者， 阴阳非道， 一阴一阳运行而无形者道也。 夫易者， 所以生阴阳， 今指阴阳而言易者， 欲明无非

虚， 无虽无形无体而有阴阳变易之理也”④。 显然， 在蔡渊看来， 无形无体之道， 才是易， 阴阳是等

而下之的， 是道的具体展现， 这里的道即是阴阳不测、 妙万物、 无方无体之神。 类似地， 明代何楷论

“庄生所谓 《易》 以道阴阳” 时也强调 “圣人知道之难言也， 故借阴阳以言之， 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若止言阴阳之谓道， 则阴阳是道。 今曰一阴一阳， 则是有所以一阴一阳者在也。 一阴一阳有不改意，
有不穷意， 有不紊意， 有不测意， 孤阳不成， 孤阴不生， 分开不得， 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⑤。 蔡渊、
何楷都化用了程颐所说 “ ‘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非阴阳也， 所以一阴一阳道也”⑥， “离了阴阳更无

道， 所以阴阳者是道也。 阴阳， 气也。 气是形而下者， 道是形而上者”。 在何楷的论说中， 其实

“道” 更为接近不测之 “神”。
明代崔铣说 “庄子称 《易》 以道阴阳， 未知易也”， 他认为 “夫 《易》 陈人道以前民用”， 非天

道阴阳之玄谈。 清代万斯同也强调 “ 《易》 本为民事而作”， 他说： “ 《易》 非道阴阳之书也。 《易》
以道阴阳， 此庄周之言， 儒者所不道也， 乃朱子解 《易》， 专以阴阳为言， 失其义矣。 夫 《易》 本为

人事而作， 故孔子 《彖》 《象传》 止言刚柔， 不言阴阳。 盖刚柔乃属乎人身， 而阴阳则属乎气化也。
六十四卦无卦不言人事即无卦不言刚柔”⑦。 崔铣、 万斯同认为 《易》 为民用、 民事、 人事之书， 明

确反对庄子、 朱子之说。 清代程廷祚提出 “易之本” 与 “易之用”， 他说： “《庄子》 云 ‘《易》 以道

阴阳’， 知易之本矣， 而未及其用也。 伊川云 ‘易者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知易之用矣， 而未明其本

也。 《大传》 曰刚柔者立本者也， 变通者趋时者也， 其至矣乎？”⑧ 实际上， 程廷祚是以 “刚柔” 为

易之本、 变通趋时为易之用。 以上这些说法都对 “ 《易》 以道阴阳” 之说作了反思和批评。⑨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孔子” 所说 “易以神化” 才是大易主旨， 蔡渊、 何楷的表述已经很接近

孔子之论， 但尚未点破。 神化为天道， 也是人道， 贯通天人， 神为易之本、 易之体， 化为易之用。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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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 《说文解字·易部》 “ 《祕书》 说 ‘日月为易， 象阴阳也’ ”， 段玉裁认为 “ 《祕书》 谓纬书” “纬书说字多言形而非其

义， 此说近理， 要非六书之本。 然下体亦非月也”。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卷 ６３，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１５４０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卷 ６５，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１６０５页。
引自俞琰： 《读易举要》 卷 ３，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何楷： 《古周易订诂》 卷 １１，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程氏遗书》 卷 ３，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第 １１８页。
万斯同： 《群书疑辨》 卷 １ 《易说》， 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程廷祚： 《易通·易学精义·统论》， 清乾隆十二年道宁堂刻本。
值得一提的是， 对 《庄子·天下》 所说 “ 《春秋》 以道名分” 之说， 李巍认为， 此一主张的理论不在孔子， 而是出于战国

黄老思潮。 参见李巍： 《春秋大义与黄老思潮——— “ 〈春秋〉 以道名分说” 探析》，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近， 赵中国也强调 “ 《易传》 以神为本体”①。 《易传·系辞》 说 “神无方而易无体”， “阴阳不测之

谓神”，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 近取诸

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神农氏没， 黄帝、 尧、 舜氏作，
通其变，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神也者、 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乾， 阳物也； 坤， 阴物

也； 阴阳合德， 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 《系辞》 关于 “神” 的论述丰富而深

刻， 可以说， “神” 为易之体、 化为易之用， 神为化之统一性和动力因， 神、 神明是本体， 又有能动

性， “神化” 为易道根本。 “精义入神” “穷神知化” “通神明之德” 为人生最高境界。

结　 　 语

　 　 从早期来看， 道家对 “神化” 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定意义上， “神化” 思想

是儒道交融的产物， 这是非常富有中国思想特色的一对哲学范畴。 在儒家言 “神化”， 在思想实质上

与 《中庸》 《孟子》 所言 “诚” 观念很相近。 《中庸》 说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 圣人也”， “诚者物之终始， 不诚无物”， “至诚如神”， “唯
天下至诚， 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 渊渊其

渊！ 浩浩其天！ 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 《孟子·离娄上》 说 “至诚而不动者， 未

之有也”， 这里 “诚” 与 “化” 的关系非常类似于 “神” 与 “化” 的关系， 《说苑·谈丛》 说 “至
神无不化也， 至贤无不移也”。 在这个意义上说， “至神” 即是 “至诚”， 做到 “诚” “神” 自然能感

化天下。 《易传·系辞上》 也说 “易无思也， 无为也， 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

神， 其孰能与于此”， “易” 是无思无为、 寂然不动 （诚、 神） 与感通天下 （化） 的统一。 “神化”
在道家思想中也是其自然无为德教之最高治理境界的体现， 这一点后来魏征也说 “神化潜通， 无为

而治， 德之上也”②。 就此种治理智慧而言， 儒道有共通性的一面。 总体上来看， “神化” 为天德、
天道， 扬雄 《与桓谭书》 中说 “长卿赋不是从人间来， 其神化所至耶？”③ 扬雄对司马相如的赋非常

推崇， 这里与 “人间” 相对的 “神化”， 有点像我们俗语中所说 “鬼斧神工” 天才之作的意思， 指

艺术上的最高造诣， 在明代也开始用 “出神入化” 形容。 这种天德、 天道之神化， 在个人修养上体

现为最高精神境界， 在社会政治上就是一种最高的治理境界和智慧。
在宋明理学时期， 张载、 王夫之对 《易传》 “神化” 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载在 《正蒙》 中

说 “一故神， 两故化”， “神， 天德； 化， 天道。 德其体， 道其用”， “两” 为阴阳气化之道， “一”
为不测整体性之神， 神化论纳入体用论， 高度哲学化， 神为体， 化为用， 一在两中， 神在化中， 这标

志着儒家 “神化” 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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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控 “欲” 思想研究

张兆端

（吉林警察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欲望作为人类的生命特性， 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古往今来， 人类生活之

欢乐与痛苦、 幸福与烦恼， 社会治理之和谐与混乱， 和平与战争等， 无不与人类个体及群体的欲望及对待

欲望的态度和方式有关。 人类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如何驾驭个体及群体欲望的命题和挑战。 先秦诸子在普遍

承认人生有欲的前提下， 分别提出了 “寡欲” “制欲” “节欲” “共欲” 等控 “欲” 思想， 充满着丰富的人

生智慧和治理辩证法。 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发， 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 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

自觉加强道德修养、 追求健康生活方式、 做到廉洁从政，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先秦诸子； 欲望； 寡欲； 节欲； 制欲； 共欲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３１－０８

　 　 在先秦诸子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关于人类欲望及控制欲望的丰富思想， 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

发， 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 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自觉加强道德修养、 追求健康生活方式、 做到

廉洁从政，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 “欲” 之本性与利害

　 　 “欲”， 即欲望、 欲求， 是先秦诸子思想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 古汉语中， “欲” 的繁体为

“慾”， 指欲望、 嗜好。 《说文解字》 释曰： “欲： 贪欲也， 从欠， 谷声”； “贪： 欲物也， 从貝， 今

声。” “欠” 表示有所不足； “谷” 表示山岭之间的沟壑。 “欲壑难填” 一词即由此而来。 《广雅·释

诂二》 曰： “欲， 贪也。” 《增韵》 曰： “欲， 爱也。” 《玉篇·欠部》 曰： “欲， 愿也”。 现代汉语中，
“欲” 作名词， 指欲望、 欲念； 作动词指想要、 希望、 需要； 作副词指将要。 心理学中， 欲望指人类

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而产生的动机、 愿望、 向往和追求。 哲学意义上， 欲望是人类生命本能的释

放， 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之生命是其欲望的母体， 欲望是人之生命的延续。 “欲望使

世界充满生机”， “消除了欲望， 世界会变得一片冰冷， 一切都失去了生存与死亡的理由。” ① 马克思

透过繁茂芜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规律， 即 “人类首先必须吃、 喝、 住、 穿， 然

后才能从事政治、 科学、 艺术、 宗教等等” ②， 认为人们的一切奋斗活动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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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目的。
对于人之欲望的本性， 先秦诸子各学派主要论述有三。 其一， 人生而有欲。 孔子指出： “何谓人

情？ 喜、 怒、 哀、 惧、 爱、 恶、 欲， 七者弗学而能。”① 此乃人与生而来、 不需学习的性情， 俗称

“七情”。 饮食男女、 追求富贵乃人类生存本性中最基本、 最常见的欲望， 死亡贫苦是人类生存的最

大恶患。 这是人之欲望的最大心理缘由。 告子说得更直白： “食色， 性也。”② 荀子曰： “性者， 本始

材朴也。”③ 他把 “喜利恶害” 看作人与生俱有的共性， 并系统地论述了性、 情、 欲三者之间的关

系： “性者， 天之就也； 情者， 性之质也； 欲者， 情之应也。”④ 人生来既有、 未经人为或社会影响的

天然的东西即人之本性， 人之情感乃其本性之实质表现， 人之欲望乃其情感对外在事物的反应。 其

二， 人皆有欲。 管子说： “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所同有也。”⑤ 荀子强调：
“虽为守门， 欲不可去， 性之具也； 虽为天子， 欲不可尽。”⑥ 古往今来， 欲望作为人人共有的本性，
不分高低贵贱， 即使是高贵的天子也无法全部满足。 其三， 趋利避害。 管子指出， 凡人之情 “见利

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 “莫不欲利而恶害。”⑦ 墨子认为， 在正常情况下 “利之中取大”， 在不

得已情况下 “害之中取小”， 乃人们共同执守的秉性。⑧ 正如司马迁所言：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 《史记·货殖列传》 ）

先秦诸子各学派在承认人之欲望的天性及趋利避害心理倾向的同时， 也看到了放纵欲望的危

害性。
其一， 统治者骄奢淫逸之害。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 道家的老庄、 儒家的孔孟以及墨家对此

都有深刻论述。 如管子所言， 君主一旦 “贪于金玉马女， 而吝爱于粟米货财” “外淫于驰骋田猎， 内

纵于美色淫声”⑨， 就会用 “大官尊位” “尊爵重禄” 去交换它们， 进而任用不贤之辈掌握权力， 造

成 “贤者不为下， 智者不为谋， 信者不为约， 勇者不为死” 的腐败混乱局面， 引致亡国之虞。 孟子

把土地、 人民、 政事作为治国理政的三大法宝。 为政者如不重视生产、 虐待人民、 荒废政事， 错把珍

珠美玉、 美女美酒当作宝贝， 灾祸早晚会落在他头上， 即 “宝珠玉者， 殃必及身”。
其二， 不满足之害。 老子通过对名利与生命、 生命与货利、 得到与失去的辩证比较， 告诫人们过

分追逐名利必定会付出大的代价； 过分聚敛财富， 必定会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故知足不辱， 知止

不殆， 可以长久”；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此乃为人处世的平

安之道。 墨子指出， 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往往是， “非无安居也， 我无安心也； 非无足财也， 我无足心

也” 没有安定之心、 满足之心， 人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 韩非子指出： “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谓迷， 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 凡是离开道义之路而恣意妄为、 走上迷途者， 永远无法达到

其欲望的目的。 甚至有可能如 《史记》 所言： “欲而不知足， 失其所以欲； 有而不知止， 失其所以

有。”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 古往今来， 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条不归之路上重蹈覆辙， 直至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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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裂。
其三， “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 之害①。 庄子认为， 小的迷惑容易使人错乱方向， 大的迷惑则会

使人丧失本性。 他讽刺杨朱、 墨子两派不停地奋力追求却自以为有所得， 其实并非优游自得。 他反

问： “夫得困， 可以为得者乎？”② 在他看来， 得到某些东西后反而为其所困， 并非真正得到。 取舍于

声色的欲念如柴草般堆满内心， 宽带朝服、 羽冠朝板捆束于外， 内心充满柴草， 外表被层层捆束， 却

瞪大眼睛在束缚中自以为有得， 这与笼中的鸟儿、 虎豹、 受刑的罪犯无异。 庄子借此告诫人们， 过分

追逐声色、 功名、 利禄， 貌似有所得， 其实是为自身设下了绳索， 无论 “得” 或 “失” 都丧失了人

的真性。 他据此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 “其耆欲深者， 其天机浅” ③。 一旦沉湎于欲望和嗜好， 人的智

慧就会为外物所遮蔽而变得浅薄甚至愚蠢。 二是 “凡外重者内拙。”④ 凡是过分关注外在事物， 不注

重修身养性之人， 必然导致内心笨拙、 思维迟钝。
其四， 见利忘形、 乐极生悲之害。 老子以 “反者道之动” 的辩证法提出了 “祸福相倚 （伏） ”

的物极必反思想⑤。 庄子游于雕陵之林， 对飞来异鹊张弓待射之际， 发现了螳螂捕蝉、 异鹊在后的

“见得而忘其形” “见利而忘其真” 之危险景象， 得出 “物固相累， 二类相召” 的规律性认识， 告诫

人们防止 “守形而忘身， 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⑥。 儒家经典 《礼记》 开篇即言： “傲不可长， 欲不

可从， 志不可满， 乐不可极。”⑦ 告诫人们不可滋长傲慢之心， 不可放纵贪婪之欲， 不可志得自满，
防止乐极生悲。

二、 “欲” 之主体及种类

　 　 从 “欲” 的主体角度看， 先秦诸子的经典论述主要集中在 “君子之欲” 和 “小人之欲” 两个方

面。 《说文解字》 释曰： “君者， 尊也。” 作为一个会意字， “君” 在字形上， 从尹从口。 “尹” 表示

“治事”； “口” 表示 “发布命令”。 “君子” 一词出现于西周早期， 当时用于指代贵族和执政者， 指

地位较高的人， 即 “有位者”， 相对地位较低的庶民而言。 春秋末期， 孔子在创建儒家学说时， 对

“君子” 概念加以创新性发展， 赋予其较高道德修养的意蕴， 指人格高尚的人， 即 “有德者”， 相对

无德者 （即 “小人” ） 而言。 由此， 可将 “君子之欲” 和 “小人之欲” 延伸为四个方面， 即圣贤者

之欲、 统治者和为政者之欲、 普通百姓之欲， 以及无德 “小人” 之欲。 就控 “欲” 主体而言， 自古

以来， 中国思想界及治道传统主要指向统治者、 各级官吏及富裕阶层。 因为他们居于社会上层， 在社

会关系、 贫富差距中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其欲望行为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 而一般老百姓由

于其社会地位较低、 生活条件艰苦， 因而其欲求层次及影响非常有限。 正如孔孟所言： “君子之德

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必偃”⑧；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⑨ 自古以来， 官吏队伍的道德水

平始终是社会风气的 “风向标”， 所以以儒家为核心的先秦思想家高度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 历史

上一些开明的政治家也都高度重视吏治建设。
从 “欲” 的内容看， 包含了从生理到心理、 从物质到精神的方方面面。 先秦诸子论 “欲” 主要

涉及人的饮食衣服之欲、 男女色情之欲、 聚敛财货之欲、 渔猎游玩之欲、 追逐名利之欲、 娱乐之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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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官位俸禄之欲等。 继孔子所述 “七情” 后， 《吕氏春秋·贵生》 提出生、 死、 耳、 目、 口、 鼻所生

之 “六欲”①。 古往今来， “七情六欲” 已被视为人之常情。 庄子概括了不同阶层人们的功名利禄之

欲： “小人则以身殉利， 士则以身殉名， 大夫则以身殉家， 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故此数子者， 事业不

同， 名声异号， 其于伤性以身为殉， 一也。”② 世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尽管其追求的事业和名利称谓有

所不同， 但以殉身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望本性却是相同的。 除常人难以企及的圣人外， 绝大多数人的欲

望追求都是以自我为主体的， 难以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 说到功名利禄之欲， 墨子强调： “名不徒

生， 而誉不自长， 功成名遂。 名誉不可虚假， 反之身也。”③ 名誉不可能自发产生， 功夫到家、 功绩

具备了， 名誉就会自然而然形成。 名誉来自自己平时的言行一致， 绝不能靠虚假沽名钓誉。 说到学习

之欲， 孔子尖锐地指出： “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④ 真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充实自己， 而某

些人学习则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
从 “欲” 的内容角度看， 以儒家为主的先秦诸子将其划分为性善之欲和性恶之欲、 有道之欲和

无道之欲、 正当之欲与不当之欲。 前者乃合乎道义， 取之有度且通过正当途径满足的欲望； 后者乃违

背道义原则， 取之无度且运用非正当手段满足的欲望。 前者来自以孟子为代表的人性善假说， 后者来

自以荀子为代表的人性恶假设。 自然， 先秦诸子倡导发扬的是前者， 遏制的是后者。

三、 控 “欲” 主张与方略

　 　 庄子说： “知道者必达于理， 达于理者必明于权， 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⑤ 韩非子指出： “今众

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 生于不知道理， 而不肯问知而听能。”⑥ 人们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经历

欲望， 容易忽视欲望在自己心中的存在与显现， 时常陷于种种欲望的冲突和困惑之中。 我们研究先秦

诸子控 “欲” 思想， 就是向创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智者请教和对话， 目的 “是想将欲望从隐蔽中

彰显出来： 了解欲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而产生； 欲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如何去控制它”⑦。
先秦诸子在承认人生有欲的前提下， 大都主张把节制欲望作为人生之美德， 目的是使人由欲望的奴仆

变为欲望的主人。
先秦道家认为欲望有害于求道， 欲望乃祸患之根源， 因此主张寡欲和无欲， 倡导以道制 “欲”。

一方面， 老子认为， “少则得， 多则惑”⑧， 提出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绝学无忧”⑨， 施行无为而

治、 化育淳朴民风。 庄子提出： “少君之费， 寡君之欲， 虽无粮而乃足。” 另一方面， 追求小国寡民

之理想， 主张施行使民无知无欲之愚民政策。 除去这一消极思想因素外， 有其现实启迪价值的控

“欲” 主张有六： 一曰 “上善若水， 利而不争”。 最大的道德是生养万物而不自恃有功、 不据为己

有， 做万物之灵长而不加以主宰。 二曰 “知其荣， 守其辱”。 三曰有自知之明。 老子说： “自胜者

强， 知足者富。” 庄子声明： “吾所谓明者， 非谓见彼也， 自见而已矣。 夫不自见而见彼， 不自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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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彼者，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① 四曰 “去甚、 去奢、 去

泰” 和仁慈、 节俭、 不为天下先②。 五曰凡事要留有余地， 不可太过。 老子说： “持而盈之， 不如其

以； 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 自遗弃咎。”③ 六曰 “功成、 名遂、 身

退”④。 《周易》 认为， 人生世事 “上下无常” “进退无恒”， 真正的君子乃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 之适度控欲者， 而非知进不知退， 知存不知亡， 知得不知丧之欲求无度者⑤。
先秦儒家认为欲望是人之天性， 不可禁绝， 因此主张寡欲和节欲。 这集中体现为孔子推崇的从政

“五美”： “君子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⑥ 孟子也说： “养心莫善于

寡欲。”⑦ 荀子指出： “欲虽不可尽， 可以近尽也。 欲虽不可去， 求可节也。” “道者， 进则近尽， 退

则节求。”⑧ 人的欲望无穷无尽， 不可能完全满足， 但可以努力去满足； 人的欲望不可能消除， 但却

可以有所节制。 这种对欲望双重特性的辩证认识， 提供了贯通古今的控 “欲” 准则。 作为中华道德

文化的原创者，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孟子、 荀子分别提出了以德制欲、 以仁制欲和以礼制欲的政

治主张。 孔子提出 “为政以德” “政者， 正也” “修己安人 （百姓） ”。 孟子提出 “民贵君轻”， 主张

“施仁政于民”， 认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 若民， 则无恒产， 因无恒心”。 为政者不要只

顾一味满足自身欲望， 应 “制民之产，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

死亡。 然后趋而之善， 故民之从之也轻”⑨。 荀子认为， 人生欲求无度必然引起争执、 动乱和贫穷，
“先王恶其乱， 故制礼仪” 规范之， 以使欲望的满足不会因物质的匮乏而终止， 物质的供给不会过

分屈从于欲望索求， 使得欲望和物质能够相辅相成。 《荀子》 “正名” 篇系统论述了欲望节制与国家

治理、 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 荀子认为凡是想通过去除或减少人们欲望来谈论治国

之道者， 实则无法正确引导人们节制欲望， 反而会被已有的、 过多的欲望所困惑， 只能施行 “隆礼

重法” 以规范之； 另一方面， 荀子指出， 节制欲望的关键在于人们的心理定力与德性修养的道义认

可和理性选择， 需要引导人们以正确的衡量标准去选择追求合宜的东西。
先秦儒家的控 “欲” 主张具体包括： 一是换位思考、 推己及人。 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 吾亦欲无加诸人”。 二是以义制利， 以道取之。 孔子说： “见利思义， 见危

授命”。 人人都向往富贵和逃避贫贱， 但须 “以道得之” “以道去之”。 三是不可得兼， 舍生取义。
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人生一世不可能什么

都追求、 什么都满足， 有舍才有得。 四是树立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的 “大丈

夫” 人格。 五是 “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做到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六是求之有

道。 孟子认为， 对于世间一切要 “求之有道”。 凡 “求在我者”， 如知识积累、 道德修养、 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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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 乃 “求之有益于得也”； 凡 “求在外者”， 如金钱财富、 地位名誉等， 均乃

身外之物， 可以努力但不可强求。 否则， “求无益于得也”①。 七是节用爱人、 使民以时。② 八是慎交

友、 善益乐。 交往乃人之欲求之一。 《周易》 提出 “君子上交不谄， 下交不渎”③ 的人际交往智慧。
孔子提出 “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④： 同正直、 诚信、 见闻广博之人交往是有益的， 同惯于走歪门邪

道， 善于阿谀奉承、 花言巧语之人交往是有害的； 善于以礼乐调节自身、 称道他人之优点和好处、 结

交贤德之友， 是有益之爱好； 惯于骄纵跋扈、 游手好闲、 大吃大喝者， 是有害之爱好。 古往今来， 一

些官员跌入腐败泥潭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交友不慎， 缺乏自我戒备。”⑤ 九是终身修养、 终身节欲。
孔子针对不同人生阶段的生理状况和生活习性， 提出了相应的节欲要旨：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 血

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孔子现身

说法， 人生经历志学、 而立、 不惑、 知天命、 耳顺之后， 追求的最高境界是 “随心所欲不逾矩”。⑥
十是 “慎独” “慎微”。 强调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

子慎其独也”⑦。 在无人看见、 无人听到的隐蔽、 细微之处仍要心存畏惧、 慎重行事。 十一是知当所

止：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⑧ 为人处世， 知其有止、 知其所当

止， 才会有心理定力和生活意志， 才能安心生活、 思虑周详， 进而达到至善境界。
反映平民利益的墨家学说的控 “欲” 主张主要包括： 一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政治纲领， 倡导爱

人利人， 为天下人 “兴利除害”⑨。 二是反对统治者剥夺民财， 穷奢极侈， 倡导 “节用” “节葬” 和

“非乐”。 三是重视民生之欲。 认为民众最大的欲望是生存， 最憎恶的是死亡； “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

得衣， 劳者不得息” 乃民之 “巨患”。 为政者应重视解决这些民生问题。 四是权衡利害： “功， 利

名也。 欲正， 权利； 且恶正， 权害”。 “欲。 权者两而勿偏。” 对于事功之欲求， 既要从正面衡量有

利的一面， 又要从反面衡量有害的一面， 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五是修养 “贫则见廉， 富则见义，
生则见爱， 死者则见哀” 的君子之道。 六是反对沽名钓誉。 “功成名遂， 名誉不可虚假， 反之身者

也”； “名不可简而成也， 誉不可巧而立也”。
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 “欲” 的主张。 主要包括： 一是 “凡治天下， 必因人情”， 强调治理天

下必须依据人情好恶之利欲， 利用赏罚控制臣民。 二是公私分明， 坚持 “以公义胜私欲” “去私曲就

公法” “去私行行公法” 。 三是 “无见 （不纵） 其欲”。 强调 “圣人之治民， 度于本， 不纵其欲，
期于来利民而已”。 君主不要随意向臣下显露自己的欲望或爱好， 应 “去好去恶” 以 “绝其望， 破其

意， 毋使人欲之” ， 防止被人利用。 四是以 “不欲” 为宝。 《韩非子》 树立了两则节制欲望、 廉洁

从政的历史典范。 一则是 “子罕不欲玉”。 春秋时宋国有乡下人得到一块璞玉， 将其进献给贤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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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 子罕没有接受， 并对其说： “尔以玉为宝， 我以不受子玉为宝。”① 正如老子所言： “圣人欲不

欲， 不贵难得之货。”② 另一则是公仪休嗜鱼不受鱼。 公仪休担任鲁相时， 国人得知其喜欢吃鱼争相

买鱼进献给他， 他一概不接受。 人们对此不理解， 公仪休回答说： “夫唯嗜鱼， 故不受也。 夫即受

鱼， 必有下人之色； 有下人之色， 将枉于法； 枉于法， 则免于相。 虽嗜鱼， 此不必致我鱼， 我又不能

自给鱼。 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 虽嗜鱼， 我能长自给鱼。” 韩非子评价说： “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明于人之为己不如己之自为也。”③ 为官为人必须明白： 在满足欲望的道路上， 依靠他人贿赂不如依

靠个人奋斗！
管子学派的控 “欲” 主张集中体现为 “节欲之道， 万物不害”④。 主要包括： 一是强调 “治国之

道， 必先富民”， 然后治之⑤； “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⑥ 注重物质满足与道德提升相

统一。 二是强调 “治官化民， 其要在上。 是故君子不求于民。”⑦ 韩非子也提出： “吏者， 民之本、
纲者也， 故圣人治吏不治民。”⑧ 对于为政者而言应当严于律己， 为百姓做表率； 对于治政而言关键

是从严治吏， 不要过多苛求百姓。 三是富而知足。 齐桓公曾问管仲： “富有涯 （即边际） 乎？” 管仲

答曰： “水之以涯， 其无水者也； 富之以涯， 其富已足者也。 人不能自止于足， 而亡其富之涯乎？”⑨

管仲以水以无水之地为边际为例， 说明人达到富而知足之时乃为富之边际。 由于人们追求富裕的欲望

难以满足， 因此不知道在足够富裕的时候就加以收敛， 丧失了富而知足的边际， 搞不好连已经得到的

富裕也会失去。 四是 “三欲必节”、 取民有度。 管子指出： “君有三欲 （即求、 禁、 令） 于民， 三欲

不节， 则上位危”。 统治者在对百姓的索取、 禁阻、 命令上应有所节制， 不可过分， 以防官逼民反。
君主的欲望无穷与土地的 “生财有时” 和民众的 “用力有倦” 之间的矛盾是引起社会治理混乱的根

源。 统治者只有做到 “取于民有度， 用之有止”， 才能确保 “国虽小必安”。 否则， “取于民无度， 用

之不止， 国虽大必危”。 五是 “慎己后彼、 慎内后外”。 管子认为， 要想以自我克制防止祸患， 首

先需要以自身苦乐体谅他人之苦乐。 有道君主及官吏， 应先保持自我慎重、 把欲望克制于内心， 然后

再去要求他人、 管理社会， 促使民众专心务好本业。 六是 “不休乎好， 不迫于恶”。 为政者既不为爱

好之事所诱惑， 也不要被厌恶之事所胁迫， 应做到 “恶不失其理， 欲不过其情”。
满足物质生活需求、 追逐财物是人类最基本、 最强烈的欲望之一。 人对身外之物的看重若超过主

体自身， 就会为外物所奴役。 围绕如何理性对待外物， 先秦诸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智慧。 春秋

政治家管仲首先提出： “道德当身， 故不以物惑”； “圣人裁物， 不为物使”； “君子使物， 不为物

使。” 庄子批评 “丧己于物， 失性于俗”， 主张 “物物而不物于物”， “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 他

认为， 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 不为外物所滞。 古代所谓自得自适之人， 并非指高官厚禄、 地位显

赫。 虽荣华富贵在身， 并非出自本然， 就如同外物偶然得到， 不过是临时寄托之物。 对于寄托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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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到来还是离开， 都不必加以阻止， 不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恣意放纵， 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

附流俗。 由于迷恋外物而丧失自身、 由于流俗而失掉本性， 那是本末倒置。 庄子主张， 处世应能上能

下、 能进能退， 做到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 一切以顺和为度量， 才能悠然自得地生活。 荀子也

批评 “己为物役”， 倡导 “重己役物”： “志意修则骄富贵， 道义重则轻王公， 内省而外物轻矣。 传

曰： ‘君子役物， 小人役于物。’ ”① 有无德性修养和德性修养大小之人的区别在对待外物的态度上

表现得十分明显。 人生在世， 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 人们就无法生活。 然而一旦陷

入 “心为物役” 的境地， 就会走入拜金主义、 “拜物教” 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对于财物的聚敛就会变

得 “多多益善”、 永无满足止境了”②。
先秦兵家论 “欲” 主要包括： 一是以谋用 “欲”。 《孙子》 继承 《老子》 “欲擒故纵” 谋略， 提

出 “利而诱之” “以利动之、 以卒待之” 的兵家 “诡道”③。 二是制怒 “止欲”。 《周易》 提出： “君
子以惩忿窒欲。”④ 善于遏制怒气、 克制欲望是君子修养的重要境界。 《孙子》 说： “主不可以怒而兴

师，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合于利而动， 不合于利而止。”⑤ 否则会给事业和人生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

损失。 正如 《司马法·仁本》 所言： “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六韬》 “励军”
篇载， 姜太公告诫周武王， 将帅激励士气有三种办法： 一曰 “礼”， 即善于约束自己， 与士卒同寒

暑； 二曰 “力”， 即善于身体力行， 与士卒同劳苦； 三曰 “止欲”， 即善于克制私欲， 与士卒同饥饱。
三是上下 “同欲 （利） ”。 管子说： “凡人者， 莫不欲利而恶害， 是故与天下同利者， 天下持之； 擅

天下之利者， 天下谋之。 天下谋之， 虽位必隳； 天下所持， 虽高不危。”⑥ 为政者只有与天下人同欲

共利， 才能获得民众拥护和支持， 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 统治者若擅权独利， 置民众于水深火热而不

顾， 必将引起天下人反抗而倒台。 《孙子·计篇》 开列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要素之首便是 “道”：
“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 而不为危。” “谋攻” 篇提出的预知胜利的五

种谋略之一即 “上下同欲者胜”。 《地形》 篇提出： “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 故

可与之俱死。”⑦ 这种把民心和 （君） 军心、 将心与兵心之统一作为战争取胜基础的思想是孙子的伟

大贡献。 古往今来， 治军如此， 治国理政亦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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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与逍遥： 儒道互补的身体观
张利明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身体是人生命存在的最直接形式， 也是人把握世界的基点。 以感官眼耳鼻舌身 “经验” 世界也

是生命展开的方式， 思想也在此生命展开中运行。 先秦儒家、 道家有着相异互补的身体哲学， 儒家的敬重，
重在人伦； 道家的逍遥， 贵在自然。 在身体与世界关系、 如何认识世界、 如何把握世界以及立身于世界等

方面得以展现， 儒家的敬重与道家的逍遥的身体哲学观相异互补。 以儒道互补的身体哲学为基础和延伸，
在中国人的心理与情感中多有体现。

关键词： 先秦儒家； 道家； 身体观； 敬重； 逍遥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３９－０７

　 　 “亲己切己， 无重于身” （ 《陶渊明集序》 ）， 身体是这个世界上最贴近人的物质存在， 也是人可

以把握的最直接存在。 从哲学意义上说， 身体具有 “亲在” “此在” 的深刻意义， 身体是人类把握世

界的基点， 世界也通过身体向人类显现。 唐君毅先生说： “吾所谓眼前当下之生命心理活动之诸方

向， 其最切近之义， 可直自吾人之此藐尔七尺之躯之生命心灵活动以观， 即可见其所象征导向之意

义， 至广大， 而至高远。 吾人之此身直立于天地间， 手能举、 能推、 能抱、 能取； 五指能指； 足能

游、 能有所至而止； 有口能言； 有耳能听； 有目能见； 有心与首， 能思能感， 即其一切生命心灵之活

动之所自发。 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 亦正初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 试思儒家何

以喜言 ‘推己及人’ 之 ‘推’？ 庄子何以喜言 ‘游于天地’ 之 ‘游’？ 墨子何以喜言 ‘取’？ 老子何

以言 ‘抱’？ 公孙龙何以言 ‘指’？” ① 由身体之 “感” 而通达事物之 “理”， 这是中国文化系统中一

个重要的问题。 自孔子、 老子始， 儒家和道家后学不断丰富和充实身体观， 以感官眼耳鼻舌身 “经
验” 世界也是生命展开的方式， 思想也在此生命展开中运行。②

马克思指出： 人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 受限制的存在物。③ 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存在， 人的身体

与社会发展、 生产方式、 社会制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流， 儒道有着互

补的身体哲学， 道家重视身体的自然性， 侧重逍遥； 儒家重视身体的社会性， 主张敬重。 逍遥与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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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的身体哲学让中国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处境把握世界， 处理身体和世界的关系， 使中国人的人生更

加丰富， 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一、 身与世界： “身寄天下” 与 “全生全归”

　 　 《尔雅·释诂》 讲， “朕、 余、 躬， 身也。” 身就是我， 是自己， 是自身， 用哲学的话语就是生成

意义上的身心一体。 身心一体不同于基督教中灵魂与肉体的对立， 也不同于笛卡尔的意识之我。
“身体” 是生命的载体， 也是人无法脱离的形态。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

下， 若可托天下。” （ 《老子》 第 １３章） 人身是物质的， 与人所处的社会也首先是物质地联系起来的。
道家经典作家用 “身” “形” “七窍四肢” 等表述身体的外观， 道家主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才能爱

护世界和万物。 在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经典里的 “身”， 是一个含义丰富的重要范畴。 它不仅仅

是简单的 “肉身”， 而是包括心在内的身心一体的生命整体。 道家对身体结构的了解更深入、 更细

致， “百骸、 九窍、 六藏， 赅而存焉， 吾谁与为亲？” （ 《庄子·齐物论》 ） 已经清楚的了解上百块骨

骼、 九大孔窍和心肝肺肾等六脏， 构成了人身体的全部。 《列子·汤问》 记载人体结构 “内则肝、
胆、 心、 肺、 脾、 肾、 肠、 胃， 外则筋骨、 支节、 皮毛、 齿发”， 对人体结构的把握更加完备。 这些

功能各异的器官通过 “气” 实现整体的职能， 所谓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 《老子》 第 ７章） “载营魄抱一， 能无离乎？” （ 《老子》
第 １０ 章） 对这个生命整体， 老子的主张有二： 一是 “贵身”， 二是 “无身”。 所谓 “贵身”， 就是

“贵大患若身” （《老子》 第 １３章）， 对身体要高度重视， 不能为追求尘世间的名利而亏待身体， 老子

感慨： “名与身孰亲？ 身于货孰多？” （《老子》 第 ４４章） 片面追求名利而导致的伤身害身， 是不明智

的。 只有重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才能达到道家追求的 “长生久视” “死而不亡”。 老子的 “长生久

视” 不是长生不老， 而是尽其天年， 达到生命的极限， “死而不亡” 是回归自然之道。 所谓 “无身”，
是 “贵身” 修养的最高境界， 是 “一种心性上的修养， 而是把一己对身体的执着， 升华入更高的境

界”①。 老子论述说： “吾所以有大患者， 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 吾有何患？” （ 《老子》 第 １３ 章） 大

患的根源在于人有 “身” 之累赘， 达到形忘身空， 与道混为一体， 则以无身而贵身， 与道体契合无

间。 清华简 《心是谓中》 有 “取命在人” 之说， 即 “死生在天， 其亦失在心。 君、 公、 侯、 王、 庶

人、 平民， 其毋独祈保家没身于鬼与天， 其亦祈诸 （心） 与身”。 人的命不仅仅是上天决定， 很大程

度上也取决于人自身， 祈福祈寿也应向自己的心身祈求。
而儒家以 “身” “四体” 等界定身体。 儒家对身体结构也有描述， “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臭也， 四肢之于安佚也， 性也， 有命焉。” （《孟子·尽心下》 ） 口目耳身四肢等

感官的感知功能。 荀子说： “目辨白黑美恶， 耳辨音声清浊， 口辨酸咸甘苦， 鼻辨芬芳腥臊， 骨体肤

理辨寒暑疾养。” （ 《荀子·荣辱》 ） 也是讲生理感官的知觉能力， 其目的是为后来的道德本性做论

证。 儒家重视身体的养护， 孔子的日常饮食十分健康， 对身体很有益处， 《论语·乡党》 载： “食不

厌精， 脍不厌细。 食饐而洁， 鱼馁而肉败， 不食。 割不正， 不食。 不得其酱， 不食。 肉虽多， 不使胜

食气。 惟酒无量， 不及乱。” 孔子虽然有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的言说， 但他的饮食不是果腹而

已， 是很讲究的， 且注重时间和营养的合理搭配， 包括饮酒， 也考虑到不能伤身， 要适度。 孟子说：
“人之于身也， 兼所爱。 兼所爱， 则兼所养也。 无尺寸之肤不爱焉， 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 （ 《孟

子·告子上》 ） 人都爱护身体的每一部分， 也保养身体的每一部分， 小之毫发， 大之心脑， 都要爱

护保养。 但是保养也有主次之分， “小” 和 “贱” 指的是吃喝饮食等， “大” 和 “贵” 指的是仁义道

德， 如果两者矛盾， 一定要舍小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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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身体与其主张的 “孝” 道， 有很大的关系。 《孝经》 讲，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

伤， 孝之始也。” 就是教人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少生病， 避害伤， 以免父母担心忧伤。 再进一步，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不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 避免父母为自己担忧。 因为身体是父母给的， 爱

惜自己的身体就是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还要把身体延续下去， 孟子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①
被后人理解为孝者是延绵子嗣， 承继香火的， 现在的婚姻家庭中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仍是家庭伦理的

要求。 《礼记·祭义》 载 “身也者， 父母之遗体也……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归之， 可谓孝矣。 不亏

其体， 不辱其身， 可谓全矣。” 受之父母的身体， 要谨慎地保养， 不使身体有所损伤， 使身体 “全而

生之， 全而归之” 就是实施孝道了。② 儒家认为爱惜自己的身体， 全身安亲是孝的开始， 建功立业、
光宗耀祖、 扬名后世是孝的终结。 孝是为人之本， 身体就是开展孝之本的起点， 不可不敬重。

“身寄天下” 讲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全生全归” 侧重的是人伦秩序， 身体受之父母， 香火延

之子嗣， 儒家的敬始慎终由此体现。 身的问题实际是在战国开始重要起来， 黄老则是把身心关系问题

凸显到前台， 其基本思路是身国同构， 身体是一个小王国， 与大王国的运行机制相同， 因此治身与治

国是同一种方法， 这就涉及身体与国家的关系。 《管子》 中 《内业》 《心术》 等四篇的内容就区分了

精神性的心灵和肉体的心灵， 提出了 “两重心” 的概念。 精神性的心是主宰其他身体器官的， “我心

治， 官乃治。 我心安， 官乃安。 治之者心也， 安之者心也。” （《管子·内业》 ） 对心的主体地位进行

了高度评价。

二、 身以知世： “玄冥之境” 与 “尽心知性”

　 　 与同时代的古希腊、 古印度不同， 先秦儒家道家， 不以身体为审美对象， 不单独追求形相， 不做

身相崇拜。 《庄子》 中著名的 “庖丁解牛”， 庖丁 “手之所触， 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 膝之所踦， 砉

然向然， 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 合于 《桑林》 之舞， 乃中 《经首》 之会”。 庄子主张 “天道无为”，
要求顺应 “天道”， 放弃一切 “妄为”。 在 “庖丁解牛” 中说明对待身体和处世都有 “因其固然”
“依乎天理”， 要取其中虚 “有间”， 方能 “游刃有余”， 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结， 善保贵体， 听凭天

命， 顺应自然。 身体通过耳目口舌心等各种器官与外物联系起来， 建立了身体、 心灵与世界的接触，
在这种接触和交流中， 人对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 要进一步认识世界， 则需要 “致虚极，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 （ 《老子》 第 １６章） 使心灵保持虚静、 至极、 笃定的状态， 在万事万物并

行发生时， 用这种状态去观察事物循环往复的规律， 以达到求道德目的。 求道， 离不开人本身的内在

驱动因素。 “身” 对世界的理解上， 道家强调， 通过身体感知世界， 进入人与物混沌为一的 “玄冥境

界”。 “玄冥之境” 是郭象基于 “独化论” 而提出的， 即 “冥内而游外”， 一种自满自足的心灵境界，
通过玄冥而达到无心而应万物、 物物而不累于物， 无待而逍遥的理想状态。

《易经·系辞下》 载：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儒家的 “身” 与 “心” 是相互依存的， “心” 在 “身” 之上。 讲究 “君子不器” （ 《论语·论语》 ）
人与其他动物或物质的存在不同， 物的存在只有相对于人的存在， 才有价值和意义。 相对于自然万物

儒家把人放在第一位， 儒家学说主要是要人通过对自身道德的认识和把握去培养理想的君子人格。 儒

家观察自然事物的时候也是以一种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的移情方式去获得一种道德哲学的体验。

１４敬重与逍遥： 儒道互补的身体观

①

②

孟子曰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舜不告而娶， 为无后也。 君子以为犹告也。” 这句话出自 《孟子·离娄上》， 无后为大是指

没有后德， 不能被后人所尊重和效法。
孝与敬紧密相连，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 （ 《论语·为政》 ） 孝不只是物质上的

赡养， 贵在于 “敬”， 就是孔子感叹的 “色难”， 要让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才是重中之重。



杜维明先生讲 “身体在儒家思想里有崇高的地位”①。 儒家把身心视为一体， 修身的第一要务是修心，
《大学》 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 主张以个体的省察克制祛除后天的私欲， 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

境界。 在个体自身修养的基础上， 天道和人性能够达成和谐， 成为一个圆融、 协调的整体， 以道德规

范身体，② 以道德完善人， 达到孟子所说的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 《孟子·尽心上》 ）， 这是儒家

追求的精神境界。 修身虽不是锻炼身体， 儒家也从不轻视身体的锻炼， 孔门的 “六艺” 中礼乐、 射

御、 书数和健康的体魄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 儒家重 “礼”， 对于孩童的站立坐走的正确姿势都有身

教的功夫， “体正” 是为礼教， 儒家重视的头容、 足容、 手容乃至视容和听容， 其目的是达到人生的

艺术化。 把人从呱呱落地时的自然状态逐步培养成具有完美的人格美。 《论语·乡党》 中记载孔子的

容色言动、 衣食住行， 体现了孔子正直、 仁德的品格， 这种人也是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 这种理想是

在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中呈现出来的。 可以说， 儒家的修身是在修己， 修己的目的是 “尽心知性”。
儒家的学问不局限于 “思” 而重于 “行”， 就是 “体验”。 对 “家国天下” “世间万物” 的体认、 体

察、 体会、 体玩等， 无不由身体一般性的体验而开端。 自身而 “体之” 才是 “知行合一” 的体现，
方能 “知得真切笃实”， 又能 “行得明觉精察” 儒家强调只有在身上真切下功夫才能知心， 进而能明

神。 因此孟子说： “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 则居之安， 居之安， 则资之深， 资之

深， 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 《孟子·离娄上》 ） 儒家问学的功夫， 始于自身，
终于济世， 这种进路， 是由内及外的超升， 也是由外而内的潜沉。

三、 身之处世： “保身全生” 与 “诚身明善”

　 　 道家依从自然规律的宗旨看， 他们不追求身体长生不老， 老子重视精神美而非形体的外在形式，
“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 而养形果不足以存在， 则世奚足为哉”。 在 《庄子》 中封人与尧的对话

中， 更加明确地表达了道家 “不知悦生， 不知恶死”， 方为 “真人” 的思想。 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宗旨

的道家主张 “保身”， 这里的 “保身” 不是追求长生， 《庄子》 曾以子华子 “两臂重于天下” 劝昭僖

侯莫争邻国之地等事例， 说明 “能尊生者， 虽贵富不以养伤身， 虽贫贱不以利累形” 的价值观念。
保全身体方能逍遥。 在 《庄子·德充符》 中固有很多形体残缺、 畸形丑陋之人， 如兀者王骀、 申徒

嘉、 叔山无趾、 恶人哀骀它、 闉跂支离无脤、 瓮盎大瘿、 痀偻丈人等。 形体的残畸没有妨碍他们的精

神自由， 所谓形态残者可以做 “完人”， 德亏者乃真 “残疾”， 即使身体有所残缺也能逍遥。
庄子认为 “ （身） 是天地之委形也； 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 性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顺也；

子孙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蜕也。” （《庄子·知北游》 ） 认为人的形体、 性命与生命乃至万物都是天地

所生， 有形之体是阴阳混合而成， 气聚则形存， 气散则形灭， 生死聚散， 非人力能掌握。 在此观念

下， 只是 “养形” 不能保持身体的长生， 要看到其背后的 “神”， 追求精神的安宁， 达到心灵的恬

淡， 才能 “形全精复， 与天为一”。
《中庸》 载： “诚身有道， 不明乎善， 不诚乎身矣。”③ 儒家认为善是人的本性， 要把先天的善显

现出来， 需要 “自诚明” 和 “自明诚” 两种途径， 前者谓之性， 是自然而然， 彰显本性； 后者 “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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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认为人是在天地万物中感性最敏锐， 也就是感情最丰富的存在， 人的忠恕之道不是抽象说教， 而是体之于身的一种

自然涌现的感情， 我们的身体不是仆役， 不是手段， 不是过渡， 也不是外壳， 而是自我的体现。 杜维明： 《从身心灵神四层次看儒家

的人学》， 载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第 ４４７页。
对道德的看法， 孟子和荀子有所不同， 孟子认为道德是人的本性， 荀子认为道德是对人外在的、 强制的约束。
陈荣捷认为 《中庸》 的 “诚” 是 “使天与人合一的那种性质为 ‘ｃｈｅｎｇ’ （诚）， ‘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真诚）， ‘ ｔｒｕｔｈ’ （真理）， 或

‘ｒｅａｌｉｔｙ’ （实在）。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对这个观念的广泛讨论使它同时成为心理学的、 形而上的和宗教的概念。 诚不只是一种精神状

态， 而且还是一种能动的力量， 它始终在转化事物和完成事物， 使天 （自然） 和人在流行过程中一致起来。” 参见陈荣捷： 《中国哲

学文献选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第 ７６页。



之教”， 是尽力修身， 后天教化。 “诚” 作为 “本体”， 其本性就是对 “身” 的昭明。 所以 “诚者，
天之道”， “诚” 这种自我认识的追求可视为对于知天的追求， 这种教就是一个超越的层面。 结合起

来看， 自我教育的 “明” 能够达到 “诚”， “诚” 作为 “天道” 的真实存在又蕴含着 “明”， 就能达

到 “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 可以说， “明则诚” 所指的是道德努力， 而 “诚则明” 所指涉的是本性

使然。 所以王阳明说： “格物是诚意的工夫， 明善是诚身的工夫。” （ 《传习录》 卷上） 通过勤奋努

力、 个人的修身达到 “诚” 的过程是一种重新树立自我、 重新创造世界的过程。
“诚身” 与 “守身” 并重， 所谓守身为大， 就是坚守自己的名节， 绝不作出违反道德， 有悖礼法

之事。 儒家主张用道德教化世人， 让人知道善恶曲直。 守身为大就是坚守自己的节操。 孔子讲 “君
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为了实现 “克己复礼” 的抱负， 周游列国、 向王侯将相陈述自

己的政治主张， 不辞辛苦， 甚至为此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或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在艰苦的条

件下刻苦的学习各种本领， 或为献身某种事业忠贞不渝。 这些以身殉道、 宁折不弯、 安贫守志、 高洁

自持之士， 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敬仰， 被传咏至今。 儒家讲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大学》
中的 “八条目” 把 “修身” 看做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之基， 修身也就是做人， 把自己的心性修

养好， “修身” 者要有庄重、 宽厚、 诚信、 勤敏、 慈惠五种贤德。 修身从孝开始， 以孝为核心的 “亲
亲” 道德为出发点， “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 “教民亲爱， 莫善于孝， 教民礼顺， 莫善于悌”
（ 《孝经·广要道章》 ） 由此演化出仁与礼。 礼是社会道德的外在规范， 在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中均可适用， 仁是社会道德的内在核心， 孔子说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 而

由人乎哉？” （ 《论语·颜渊》 ） 以个人的修身为元点， “由己达人” 至宗亲、 至熟人、 至天下， 最终

达到 “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而天下太平”。

四、 身立在世： “无待逍遥” 与 “内圣外王”

　 　 道家注重肉体的保全与精神的逍遥。 《庄子·养生主》 所言 “泽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饮， 不蕲畜

乎樊中。 神虽王， 不善也”。 这种自由自在， 不是仰人鼻息， 寄人篱下， 而是放旷逍遥， 合乎天道。
“夫俯仰乎天地之间， 逍遥乎自得之场， 固养生之妙处也。 又何求于入笼而服养哉！” 不拘谨固陋，
不唯唯诺诺， 要舒张个性， 放旷逍遥。 这是对生命的态度， 也是人生处世的态度。 面对楚王的使者的

邀请， 庄子说： “吾闻楚有神龟， 死已三千岁矣。 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 宁其死为留骨而

贵乎？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庄子打发使者回去复命， 并说： “吾将曳尾于涂中。” （ 《庄子·秋

水》 ） 不愿同锦衣玉食的牺牛一样， 作为被人宰杀作为祭祀的供品。 所谓 “形体保神， 各有仪则谓

之性”， 庄子的生存不仅是物质阶段的存活， 而是保存身体到达精神的飞升即逍遥， 这是庄子哲学中

的最高人生境界。 “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

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庄子·逍遥游》 ） 这种逍遥是大气磅礴， 是精神的大气象、 大

气度。 道家主张 “治人， 事天， 莫若啬。 夫唯啬， 是谓早服” 的国家治理观念， 在道德世界中， 道

家重自然而然， 人与人是 “顺性而为” 的交往， 庄子的 “逍遥” 人生观， 就是反对用物 “役使”
人， 以对抗外界对人自身的统治。

儒道身体及其整个思想体系之异在于， 道家强调身体对自然世界的依赖； 儒家主张人在自然世界

中生存， 不是一般性的生存， 有独特的自主性和存在方式。 儒家 “由己及外”， 感知外部世界是为了

刺激心灵世界， 进行内省与反思建立 “人” 的理想世界。 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文化， 重视礼乐教化。
孔子说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 《论语·子路》 ） 在儒家看来身体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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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生命载体， 具有政治意义， 尤其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士大夫而言。① 孟子说： “古
之人， 得志泽加于民，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 ） 修

身是儒家的基点， 一个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做好自己的道德修养， 得志的时候让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好

处。 宋代大儒范仲淹发展为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不能实现治国的抱负， 做个悬壶济世的医生，
推己及人， 舍己为人， 医治世人的身体， 也是儒者的选择。 先秦儒学 “内圣外王” 的历史来源是孔

子对尧舜以来圣王思想与行事的总结， 并提出了以 “仁” 和 “礼” 为两个支柱的思想体系， 在 “内
圣” 方面， 孔子主张， “为仁由己”。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 关键在于自己， 正所谓

“我欲仁， 斯仁至矣”。 在 “外王” 方面， 儒家以 “修己” 为起点， 而以 “治人” 为终点。 《中庸》
讲治理天下国家的 “九经” 在于 “修身也， 尊贤也， 亲亲也， 敬大臣也， 体群臣也， 子庶民也， 来

百工也， 柔远人也， 怀诸侯也”。 即修养自身， 尊重贤人， 爱护亲族， 敬重大臣， 体恤众臣， 爱护百

姓， 劝勉各种工匠， 优待远方来的客人， 安抚诸侯， 是天下太平和合的重要保证。 在孔子的思想中，
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 内圣是基础， 外王是目的， 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 才能成为 “仁人” “君
子”， 才能达到内圣， 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 才能够安邦治国， 达到外王的目的。 同样， 内圣只

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 外王实现了， 内圣才最终完成。
身在世界的存在是有时效的， 再长寿的人也终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于 “死”， 先秦儒道的

态度也不尽同。 谈起先秦的生死观， 大家都习惯地引用孔子的 “未知生， 焉知死？” （ 《论语·先

进》 ） 老子的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庄子的妻死 “鼓盆而歌”。 对生死之大事， 儒家把重点

放在社会与人生上， 所谓 “朝闻道， 夕死可矣”， 生的时候将做事情圆满了， 死也无憾了。 老子崇尚

自然， 生与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庄子把生死当作气的聚散， 这种聚散时刻都在进行， 与四季循

环一样自然而然， 是天地大变中的一环。 气聚在一起， 产生了身体， 便诞生了生命， 这没有什么值得

欣喜的， 气消散与天地间， 生命消逝了， 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 《庄子·大宗师》 载子来死时，
子犁也把生死看作自然一种变化， 不喜不悲。 道家这种逍遥的生死观念， 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晋陶渊

明讲 “甚念伤吾生， 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要自由自

在地生活， 对生对死不喜不悲， 该走则走， 不必多虑， 只有豁达坦然， 才能逍遥洒脱。 北宋大儒张载

的 “存， 吾顺事； 没， 吾宁也” （ 《正蒙·乾称》 ）。 也是受到道家的影响。
钱穆先生曾指出： “大体言之， 儒家主进， 道家主退。 乃中国儒学自 《中庸》 《易传》 以下， 无

不兼融道家言， 故知进必知退， 乃中国人文大道之所在。”② 且不论儒道的这两种人生态度对社会的

积极与消极作用， 其对中国人的安身立命、 为人处世的深广影响是客观的、 不容置疑的。 儒家使人积

极乐观向上， 道家让人恬淡内敛清净； 儒家使人关注社会价值， 道家使人关心自我的超越价值； 儒家

使人振奋， 道家使人安逸。 儒道互补， 进退相宜， 这是中国人从儒道中获得的伟大的人生智慧。 唯有

依此， 不仅使中国人实现了自身的心身平衡， 由此及外， 也获得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儒道的这种

互补在建构新的文化结构中仍有其积极性得以继续发挥。

结　 　 语

　 　 自先秦始， 儒道进退相宜的处事态度就有所显现， 所谓 “邦有道， 则仕； 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

之” （ 《论语·卫灵公》 ）， 得意则儒则进， 失意则道则退。 汉代的司马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崇信黄

４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

①

②

台湾学者黄俊杰指出， 在中国思想史视野中， 身体有三种最常见的形式： 一是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 二是作为精神修养而

呈现的身体， 三是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 参见黄俊杰： 《中国思想史中 “身体观” 研究的新视野》， 载 《文史哲研究集刊》
２００２年第 ３期， 第 ５４１－５６４页。

钱穆：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年， 第 ３８页。



老， 追求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就是儒道互补。 魏晋时期， 玄学家的 “老不及

圣” 之辩，① 何晏、 王弼、 郭象讲名教与自然关系， 把二者统一起来， 也是儒道互补。 张载说： “富
贵福泽， 将厚吾之生也。 贫贱忧戚， 庸玉汝于成也。 存， 吾顺事； 没， 吾宁也。” （ 《正蒙·乾称》 ）
活着的时候做本分应该做的事， 死了以后就安息了。 生死顺其自然， 也是儒道互补。 还有邵雍、 周敦

颐， 兼综儒道， 开出宋代道学； 北宋苏轼对现实社会有所作为与为而有度的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

生” 的恬淡知足与超然通达， 对人生的豁达， 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 也是其后士大夫的普

遍心态； 理学代表人物朱熹， 集理学之大成， 可是他时时流露出道家情怀， 故追求 “胸次悠然， 直

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 隐然自见于言外” （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注》 ）。 至于陆九

渊、 王阳明的心学一派学者， 更是兼综孔老， 并会通释学了。
逮至封建社会末期， 随着市场的发展， 儒道两家的修身观念逐步衰退与坍塌， 尤其是敬重之风气

渐衰， 至晚明， 出现推崇肉身的美与力量， 把身体视为快乐之源的重欲、 逐驰声色、 “昧于治身” 危

害个人身心、 不利家国稳定的颓废之风。 儒家高度重视身心一体、 以德养身的修身观念， 也随之被边

缘化。
儒家以 “敬重” 为核心的身体观重在人伦， 道家以 “逍遥” 为特色的身体观重在自然。② 道家

以自然天性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基础， 所谓 “天生万物” 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出发点， 既是儒家反复

强调的人伦秩序也是建立在自然天性的基础上， 儒道互补也在于道家 “能够时时唤醒儒家对人与万

物天性的关注， 尤其是对人之自然天性的关爱与尊重”③。 所谓敬重与逍遥， 是指儒道两家对身心与

世界的观点互补互绌， 儒道都主张 “天人合一”， 也就是 “天人合德”， 儒家和道家对天德有不同的

理解， 道家主张身体依赖自然世界； 儒家则认为人在自然世界中是不同于其他存在物， 人有自己的存

在方式， 有其自主性， 能够参与和改造世界。
今天， 我们的身体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对先秦儒家、 道家的身体观， 我们采用 “各

引一端， 崇其所善” 的态度， 仍然有所承续， 这种承继以宏大或细小、 显豁或隐秘的方式延绵不断

地发生着。④ 不仅是在身体观念上， 儒道互补的体现， 在中国人的心理与情感中， 也多处有所体现，
正如邵汉明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人的 “知足而不满足， 追求而不苛求”⑤ 就是儒道互补的体现。 儒道

互补是一种人生智慧， 可以使人安身立命， 活得积极而又洒脱。 儒家的进取、 务实与经世致用， 道家

的内敛、 谈玄与超越之学； 儒家是社群之学， 道家是个体之学； 儒道互补， 也是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

的互补， 儒道互补在不同人群和不同人生阶段上各有侧重。 用儒家的进取有为的精神激励我们为个人

的发展、 民族的复兴、 国家的昌盛而拼搏努力、 建功立业。 道家的逍遥智慧滋养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

在奋斗之余使自己的心灵归于平和宁静， 抚慰我们内心的缺陷与愤懑。 儒家精神与道家智慧的结合，
使中国人进退总相宜， 身心健康坦然， 人格刚柔相济， 使我们既有辉煌的人生， 又有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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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传》 载： 弼曰： “圣人体无， 无又不可以训， 故不说也。 老子是有者也， 故恒言无所不足。” 圣人即孔子， 王弼认为，
最能体无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 以此为 “名教本于自然” 立据， 意在调和儒道。

不能理解为儒道两家是截然二分的， 儒家也有恬然之乐的逍遥精神， 如 “曾点气象” “吾与点也” 等。 道家对生命也有敬重

与敬畏的思想。
丁为祥： 《论 “儒道互补” 的结构性特征》，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 ９期。
儒道互补的事例很多， 从中国人人生态度上的道家智慧倾向到政治取向上的儒家倾向并行， 历代士人既追求个性自由， 又

恪守礼教秩序， 在入世和出世， 乐观进取与消极避世中追求平衡。 在今天的乡村葬礼上， 事主以孝子之身对逝去的亲人行敬重的丧

礼， 悲痛难忍； 参加丧礼的来客， 以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顺变” 等劝慰事主看淡一些， 逍遥一点， 儒道的观点在此交互、 互补与

互通。
转引自张利明： 《点亮智慧人生———读邵汉明先生的 〈儒道人生哲学〉 》， 《道德与文明》 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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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市场势力与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
郑小碧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 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市场竞争结构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 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

时不得不将平台型市场势力纳入决策视野。 文章通过三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及均衡分析， 揭示了平台型市场

势力影响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理论机制， 阐释了平台型市场势力视域下贸易便利化改革方案甄选的均衡路径。
研究发现， 在与政府、 企业的三阶段序贯博弈互动中， 跨境贸易平台凭借交叉网络外部性、 战略弹性、 系

统锁定优势与信息结构洞优势获得对生产企业维持性价格的支配力， 平台型市场势力已成为决定政府选择

贸易政策改革方案的关键因素； 当引入平台型市场势力后， 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面临全国不干预的非稳定

均衡、 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消极均衡、 欠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积极均衡和全国全面改革的消极均衡 ４ 类方

案选择； 在平台型市场势力足够强大并不断增强的背景下， 区别于传统改革路径， 政府先在欠发达地区启

动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是一种理想路径选择， 合理规制平台型市场势力和实现有序竞争有利于避免贸易

改革陷入消极均衡陷阱。 文章为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国际贸易政策演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同时也为政

府科学选择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提供了平台化视野的决策依据和启示。
关键词： 平台型市场势力； 贸易便利化； 序贯博弈； 均衡路径； 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４６－１３

　 　 ２１世纪以来， 平台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 在全球最大的 １００ 家企业中， 有 ６０ 家平台型

企业。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 《共享经济———平台、 参与者及监管者面临的问

题》 指出， 双边网络效应以及潜在封锁效应使平台型企业拥有了很强的市场势力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其中跨国平台型企业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贸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性和影响力， 对国际贸易和对外

投资政策监管提出了全新挑战。 以阿里巴巴为例， 其构建的全球速卖通平台汇聚了约 １ ３ 亿买家及

６０００多万在线卖家， 全球 ５５％的跨境电子贸易通过该平台实现， 由此成为全球最活跃和最具市场影

响力的跨境零售生态系统， 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外贸政策创新提出了新的时代需求。 因此， 面对日益

强大的跨境平台型市场势力， 各国贸易便利化的改革路径具有怎样的条件依存性和社会福利效应， 政

府如何通过创新贸易便利化政策来消解平台型市场势力的负面影响， 这些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中迫

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早期研究从竞争战略角度论证了市场竞争战略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Ｄｉｘｉｔ 等发现， 当企业进行产

量竞争时， 一国最优贸易政策为出口补贴。① 如果企业价格竞争超出临界水平， 那么最优贸易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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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关税。① 此外， 研究者还利用传统的单边市场势力理论与方法揭示贸易政策受企业控制力影响的

内在机制。 企业国际市场势力通过行业利润水平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选择，② 一旦企业具备较强的国

际市场势力， 政府的贸易政策效应会减弱，③ 进口商如果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 那么他们往往采取非

合作态度保持贸易政策不变。④ Ｋａｐｌｏｗ将市场势力界定为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他发现其他组织对企业的前向控制力显著影响政府贸易政策。⑤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 外资进入中国制

造业对企业市场势力产生波动效应， 进而影响中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创新速率，⑥ 政府的海外贸易与

投资政策应根据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强弱进行针对性调整，⑦ 企业与中间商之间的谈判势力影响本国

政府抽取中间商的利润， 从而影响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选择。⑧
总结上述现有文献可以发现， 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单边企业市场势力的角度分析其对贸易规

模、 结构， 进而对一国贸易策略、 政策的影响， 然而，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平台化趋势日益明显， 互

联网平台企业、 大型实体型贸易平台的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它们的市场支配力如何影响贸

易改革与政策创新， 这需要学术界转换研究范式， 从单边市场模式转向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的研究模

型； 另一方面建立在现有研究范式基础上的贸易便利化政策体系缺乏平台化视野， 相关的政策福利效

应分析不够全面， 这就需要专门针对平台型企业市场势力系统设计符合平台经济特点的国际贸易便利

化规制体系。 正是因为这些不足， 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国际贸易综合影响效应研究被忽视， 以致对中国

开放性经济发展前景、 问题估计不足。 鉴于此， 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构建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

均衡模型， 探讨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机制， 揭示平台型企业市场势力驱动国际贸

易便利化改革的均衡路径， 丰富已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 为政府出台更有效率的贸易竞争政策和促进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 理论机制： 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的内在逻辑

　 　 １ 平台型市场势力的表现与来源

（１） 平台型市场势力的表现

平台型市场势力区别于传统单边市场势力的核心在于需要从双边或多边市场结构来定义和测度分

析策略性行为。⑨ 曲创和刘重阳认为， 均衡价格反映了市场中企业间竞争和产品供求关系， 因此企业

的市场势力可以最终体现为均衡价格。 但平台型企业的市场结构相对单边市场存在更复杂的相互制

约关系， 平台型企业具有更强的反竞争动机， 因此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强弱与否可能不在于相关各方的

７４平台型市场势力与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ａｔｏｎ， Ｇｅｎｅ 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０１， Ｎｏ ２， １９８６， ｐｐ ３８３－４０６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Ｒｅｑｕｅｎａ，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Ｔ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８， ２００５， ｐｐ ４４－７５

Ｗｈｉｔｅ Ｊ Ｌａｗ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４， Ｎｏ ６， １９７４， ｐｐ １０１３－１０２０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Ｇａｌａｓｓｏ，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４３，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ｐｐ ５５８－５７０

Ｌｏｕｉｓ Ｋａｐｌｏ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３，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４８－１６１
陈甬军、 杨振： 《制造业外资进入与市场势力波动： 竞争还是垄断》，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期。
朱勤、 郑小碧： 《跨国创业导向与国际化绩效： 国际市场势力的中介效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谢申祥、 石慧敏、 张铭心： 《谈判势力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
Ｄａｖｉｄ Ｓ Ｅｖａｎ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ｏｅｌ，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Ｗｈｅｎ Ｆｉｒｍ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６６７－７２０
曲创、 刘重阳： 《平台厂商市场势力测度研究———以搜索引擎市场为例》，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定价均衡水平， 而在于均衡价格的形成博弈过程中平台型企业的支配力。① 例如， 对于奇虎 ３６０ 杀毒

软件的用户来说， 用户免费使用杀毒软件的 “零均衡价格” 并不能说明奇虎 ３６０ 完全没有市场支配

力， 相反正是由于奇虎 ３６０不可撼动的市场势力导致用户只能通过接受表面上的免费均衡结果而长期

被平台型企业锁定。 所以在此过程中， 正是平台型企业与卖家或买家的博弈过程中具有的价格博弈支

配力才是平台型市场势力的最终体现。 在国际贸易中， 与其他不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国际贸易

的生产企业相比， 出口企业通过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进入国际市场， 后者与速卖通平台之间的平台使

用费博弈过程可以体现速卖通平台的市场势力强弱。 企业面向终端消费者的价格与平台使用费之间的

差额被定义为企业能够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维持性价格，② 它从根本上取决于平台型市场势力。 换言

之， 平台型企业如果能主导平台使用费的多寡， 最终决定企业在跨境贸易平台上的维持性价格， 那么

平台型市场势力较强。 在此情形下， 假设卖家的维持性价格 为 ｍ， 预期利润为 πｆ ， 同时假设平台型

企业的预期利润和市场势力分别为 πｐ 和 β（β∈ ［０， １］）， 那么 ｍ 可由卖家与平台型企业价格博弈的

最大化目标函数ｍａｘβｌｎ（πｐ） ＋ （１ － β）ｌｎ（πｆ）给出（πｆ 为卖家利润）。③ 需要说明的是， 在平台型国际

贸易中， 平台另一边的买家多数是免费进入平台， 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平台前向一端出口企业与平台型

企业的市场博弈行为对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影响。
（２） 平台型市场势力的来源

面对不确定的信息和技术环境， 平台型企业可通过获得强大的市场支配力形成竞争优势， 交叉网

络外部性、 战略弹性、 系统锁定依赖与信息结构洞优势被认为是平台型市场势力最重要的来源。
交叉网络外部性。 平台一边用户数量对另一边用户效用的影响被称为交叉网络外部性， 交叉网络

外部性构成了平台型企业市场影响力的基础。④ 正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将减小平台企业市场势力， 而负

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则会增强平台企业市场势力。⑤ 例如， 在沃尔玛零售生态平台系统中， 终端顾客的

增加可以有效提升前向中小贸易企业通过沃尔玛开展国际零售贸易的收益， 降低单位产品贸易成本，
这种正向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将有利于降低中小外贸企业的平均获客成本， 降低它们的维持性价格预

期， 缓解来自于沃尔玛的平台威胁力。
战略弹性。 外部市场和技术环境瞬息万变， 到底是选择适应环境变化还是影响环境构成了平台型

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问题。 与传统单边企业相比， 平台领导型企业可通过多边市场、 平台领导多重互

补角色、 平台模块化架构和策展体系建设等途径形成平台型企业的战略弹性， 帮助平台型企业提高灵

活应变能力， 从中取得对买卖双方的实质选择权和市场支配力。⑥ 例如， 阿里巴巴平台企业除了全球

速卖通电子商务生态之外， 还通过建设蚂蚁金服、 营销、 跨国物流等多样化多边市场， 形成对中小贸

易企业的生态吸引力和支配力。
系统锁定依赖效应。 对于平台型企业来说， 平台上集聚大量的订单、 卖家和信息数据， 由此形成

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 同时平台型企业通过对用户的先期补贴、 消费习惯养成等战略可以培育用户的

长期路径依赖行为， 形成平台型网络锁定， 取得对买卖双方的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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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结构洞优势。 如果某节点的两相邻节点间缺乏直接联系， 那么该节点就获得了结构洞优

势，① 实现了节点占据外部知识、 信息能力的位置。② 平台型企业为没有直接联系的买卖双方提供中

间信息服务、 协调交易关系， 因此可以获得并向买卖双方出售重要信息， 获取信息租， 进而形成市场

优势地位。 例如， 大型国际贸易中间商凭借其交易经验、 信誉优势掌握了生产企业的生产、 贸易成本

等关键信息， 生产企业对自身产品的定价以及中间商佣金比例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贸易中间商，
贸易中间商由于结构洞信息优势获得了较强的平台型市场势力。

２ 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序贯博弈路径及作用逻辑

（１） 序贯博弈路径

如图 １所示， 平台型企业、 生产企业与政府主导的国际贸易及政策创新过程是一个三阶段序贯动

态博弈结构， 相关主体在不同阶段的动态两两博弈促成平台型市场势力对政府便利化贸易政策的影响

均衡， 改变社会福利水平。 假设生产企业 １与生产企业 ２向国际市场出口相关产品， 但它们的出口方

式存在差异， 前者通过跨境贸易平台实现出口， 后者直接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③ 序贯博弈由政策博

弈、 定价博弈和出口量博弈三个子博弈结构构成。

　 　 　 图 １　 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贸易便利化的三阶段序贯博弈

首先， 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函数选择贸易便利化或非便利化的贸易政策博弈均衡， 即根据贸

易各方的行动策略集形成社会福利函数， 同时考虑各行动主体的效用分布， 确定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贸

易政策行动方案。 其次， 在定价博弈结构中， 跨境贸易平台与生产企业 １就其产品维持性价格开展博

弈， 跨境贸易平台根据其最大化利润函数选择市场势力行动方案 （强势力与弱势力）， 由此决定生产

企业 １的定价方案 （高价与低价）， 确保跨境贸易平台获得均衡的平台租， 生产企业 １ 获得最优贸易

利润。 最后， 直接面向国外市场的跨境贸易平台与生产企业 ２在国际市场中进行出口数量博弈， 双方

根据各自的利润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均衡出口量 （高出口与低出口）， 最终完成生产企业 １ 和生产企

业 ２的出口任务。 显而易见， 上述三个博弈结构是倒序依赖的， 第三阶段的出口数量博弈均衡解是第

二阶段定价博弈的信息集， 第二阶段的定价博弈均衡也将决定政府社会福利函数表达， 因此根据序贯

博弈均衡的一般求解方法， 本文将运用常规的倒推法来求解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序贯

博弈均衡。
（２） 作用逻辑

第一， 考虑纯粹市场化情形 （无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等政策干预）。 当跨境贸易平台具有强大的

市场势力时， 依托平台开展出口的生产企业 １受制于平台的市场势力只能制定一个相对较低的维持性

９４平台型市场势力与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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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而平台销售价格却可以相对较高， 以此确保垄断型平台的更大利润。 一方面较低的维持性价格

使生产企业 １的利润水平下降、 生产激励弱化和出口数量减少； 另一方面， 较高的平台终端销售价格

导致生产企业 １的产品国际竞争力、 市场份额、 利润绝对水平下降， 出口国社会福利也下降。 第二，
考虑政府贸易政策干预情形。 假设全国所有区域 （企业 １ 和企业 ２ 所处不同经济区） 都推行贸易便

利化政策改革， 无论是生产企业 １还是生产企业 ２的出口集约边际都将拓展， 同时更多的其他生产企

业将加入到出口行列中， 出口竞争更为激烈。 这种市场格局的变化， 一方面将导致跨境贸易平台终端

价格的下降， 另一方面更多的生产企业将更大地依赖具有信息优势的贸易平台开拓或维持国际市场份

额。 如果此时跨境贸易平台有足够的市场势力， 那么将直接降低生产企业 １的维持性价格， 同时激烈

的竞争又会引起生产企业 ２的国际市场价格下降， 贸易条件和社会福利都不断恶化。 因此， 在平台型

市场势力非常强大的背景下， 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极有可能存在显著的

负向调节作用。
３ 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演变

假设一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政策干预可以划分为贸易非便利化 （贸易繁琐化） 和贸易便利化程

度不断上升的两个状态阶段。 政府可根据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分布状况对不同经济区的贸易政策作出选

择， 形成差异化的贸易政策改革方案。 假设全国存在两个代表性的经济区 １ 和经济区 ２， 其中经济区

１是经济先发地区， 其跨境电子贸易平台基础设施、 跨境电子物流、 支付系统、 实体贸易平台等的发

展和应用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区 ２， 位于经济区 １的生产型贸易企业 １ 主要依托跨境贸易平台开展对外

贸易， 而位于经济区 ２的生产企业 ２则直接与海外市场开展国际贸易。 如图 ２所示， 基于前述生产企

业 １、 生产企业 ２、 跨境贸易平台和政府之间的序贯博弈过程， 政府可组织和实施在不同贸易政策状

态下的 ４种贸易便利化改革方案： 在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贸易政策优化阶段， 政府可在两经济

区都不推行贸易便利化改革 （方案Ⅰ１）， 也可先在经济区 １试点推行贸易便利化改革而在欠发达经济

区 ２不推行贸易改革 （方案Ⅱ１）， 当然也可先在经济欠发达的经济区 ２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而在经济

区 １保持原有的贸易政策 （方案Ⅲ１）， 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 政府有可能将贸易便利化改革推向

全国 （方案Ⅳ１）。 类似地， 当一国总体上处于贸易非便利化比较显著而经济社会条件尚未充分具备

的情形下， 政府也可以根据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的强弱， 组织Ⅰ０ 到Ⅳ０ 的其余四类贸易改革方案。

图 ２　 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方案路径演变

根据贸易便利化程度和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分布状况， 不同的贸易改革方案可以带来差异化的社会

福利水平。 如图 ２所示， 在贸易改革方案Ⅰ１ 中， 此时两个经济区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很低， 社会福利

水平较低。 此外， 方案Ⅱ１ 和方案Ⅲ１ 的贸易改革有所推进， 两个经济区之一的贸易便利化和社会福

利水平都得以提高， 但这两个方案到底哪一个会成为贸易改革的均衡方案， 取决于平台型市场势力的

强弱， 这就最终决定了图 ２中方案Ⅱ１ 和方案Ⅲ１ 的社会福利可能会上下替换。 当然， 方案Ⅳ１ 代表的

贸易改革会带来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全国范围的提升， 因而社会福利可能显著提高， 但由于平台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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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存在， 方案Ⅳ１ 的社会福利并不一定必然高于方案Ⅱ１ 和方案Ⅲ１。 最后， 在贸易改革的可能性
集合中， 还可能存在由于贸易便利化水平过低或过高导致的社会福利水平不可能集 Ｃ１ 和贸易改革低
效集 Ｄ１， 其中低效集 Ｄ１ 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由于平台型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过大。

当然， 与贸易便利化改革类似， 在贸易非便利化阶段， 不同的贸易繁琐化政策方案 （方案Ⅰ０、
Ⅱ０、 Ⅲ０ 和Ⅳ０） 同样会带来不同水平的社会福利， 由此形成不同的贸易繁琐化方案集 （如图 ２ 左侧
所示）。 显然， 贸易便利化改革最后是均衡于贸易繁琐化阶段的消极均衡路径 （方案）， 还是均衡于

贸易便利化水平和社会福利都能有效提升的积极均衡路径 （方案）， 这取决于不同经济区间的协调发

展水平以及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的综合影响效应。

二、 基本模型

　 　 通过构造国际贸易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基础模型推导社会福利函数， 在此基础上遵循前述
三阶段序贯博弈倒推求解法进行均衡分析。

１ 消费者行为

假设一国存在两个代表性的先发经济区 １和欠发达经济区 ２， 生产企业 １ 地处经济区 １， 生产企
业 ２地处经济区 ２。 生产企业 １利用跨境贸易平台出口产品 （出口量为 Ｑ１）， 而企业 ２ 则直接出口数
量为 Ｑ２ 的同种产品。 借鉴 Ｓｉｎｇｈ和 Ｖｉｖｅｓ的做法， 设定国际市场上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①

Ｕ ＝ Ｕ（Ｑ１， Ｑ２） ＝ Ｑ１ ＋ Ｑ２ －
Ｑ２１
２

＋
Ｑ２２
２

＋ Ｑ１ × Ｑ２
æ

è
ç

ö

ø
÷ ＋ ＱＬ （１）

在式 （１） 中， 效用水平一方面取决于产品消费量， 也与国际贸易中供求信息匹配效率和跨境物
流水平等 （ ＱＬ ） 有关， 这里假设其单价标准化为 １。 根据收支对等原则， 其收入水平 Ｙ ＝ Ｐ（Ｑ１ ＋
Ｑ２） ＋ １∗ＱＬ， 得到ＱＬ ＝ Ｙ － Ｐ（Ｑ１ ＋ Ｑ２）， 这里的Ｐ为消费者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产品的价格。 因此， 式

（１） 可以转换为：

Ｕ ＝ Ｕ（Ｑ１， Ｑ２） ＝ Ｑ１ ＋ Ｑ２ －
Ｑ２１
２

＋
Ｑ２２
２

＋ Ｑ１ × Ｑ２
æ

è
ç

ö

ø
÷ ＋ ［Ｙ － Ｐ（Ｑ１ ＋ Ｑ２）］ （２）

对式 （２） 分别求 Ｑ１ 和 Ｑ２ 的偏导数， 并根据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到：
Ｐ ＝ １ － Ｑ１ － Ｑ２ （３）
２ 生产者行为与社会福利函数

从广义上来说， 本文也将跨境贸易平台看作获得利润的经济主体， 因此首先设定跨境贸易平台的

利润函数为：
πｐ ＝ （Ｐ － ｍ）Ｑ１ （４）
式 （４） 表明， 跨境贸易平台的利润是平台租与出口量的乘积。 为了便于计算和不影响结论， 假

设跨境贸易平台的成本为 ０。 此外， ｍ 由生产企业 １ 与跨境贸易平台价格博弈的最大化目标函数
ｍａｘβｌｎ（πｐ） ＋ （１ － β）ｌｎ（π１） 给出， 其中 π１ 为生产企业 １的利润函数， β 为跨境贸易平台的市场势力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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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ｒｖｉｋ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Ｘａｖｉｅｒ Ｖｉｖ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ｕｏｐｏｌｙ，”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４， １９８４， ｐｐ ５４６－５５５ 在 Ｓｉｎｇｈ和 Ｖｉｖｅｓ的模型中， 效用水平取决于产品和计价物 （ｎｕｍｅｒａｉｒｅ） 的消费量。 在式 （１） 中， 我们拓

展性地在消费效用函数中引入跨境电子商务背景下消费者对供求信息匹配效率和跨境贸易物流水平等体验型消费效用影响变量 ＱＬ，
以此刻画互联网高度渗透环境下国际市场消费者消费特征的转变。



此外， 设定生产企业 １和企业 ２的利润函数①分别为 π１ 和 π２：
π１ ＝ （ｍ ＋ ｒ１）Ｑ１ （５）
π２ ＝ （Ｐ ＋ ｒ２）Ｑ２ （６）
在式 （５） 和式 （６） 中， ｒｉ（ ｉ ＝ １， ２； ｒｉ∈［ － １， １］）代表经济区 １和 ２的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水

平。 假设当 ０ ＜ ｒｉ ≤１时， 经由政府的政策改革， 经济区的贸易便利化特征开始显现， 且 ｒｉ 越大， 贸

易便利化程度越高。 相反， 如果 － １≤ ｒｉ ＜ ０， 那么政府通过相关政策限制贸易的便利化开展， 此时 ｒｉ
越小， 贸易繁琐化程度越高。 当 ｒｉ ＝ ０时， 表明政府尚未在相关经济区启动贸易政策的便利化改革，
也不存在严重的贸易限制措施。 ｒｉＱｉ 表示政府为推行贸易便利化改革付出的政策成本或因持续保留贸

易繁琐化而带来的政策收益。 当然相对于企业而言， 这些政策成本或收益就意味着可以转换为贸易便

利化改革带来的边际收益或因为贸易繁琐化而存在的边际成本， 因此在式（５） 中， 企业 １ 的利润来源

于出口产品通过跨境贸易平台实现的维持性利润和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带来的边际总收益（或贸易繁

琐化成本）， 而企业 ２的利润则等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加上（扣除） 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边际总

收益（贸易繁琐化边际总成本）。 因此， 结合式（４）（５）（６）， 得到整个社会的福利函数为：
ＳＷ ＝ πｐ ＋ π１ ＋ π２ － ｒ１Ｑ１ － ｒ２Ｑ２ ＝ ＰＱ１ ＋ ＰＱ２ （７）

三、 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均衡路径： 模型求解与比较静态分析

　 　 １ 模型均衡解

（１） 政策方案Ⅰ： 经济区 １和经济区 ２都不开展国际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政策干预 （ ｒ１ ＝ ｒ２ ＝ ０）
此时政府没有主动在全国实施贸易政策改革， 两地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趋于 ０， 也没有明显的贸易

繁琐措施。 根据倒推法， 首先由跨境贸易平台与生产企业 ２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出口数量博弈求解均衡

Ｑ１ 和 Ｑ２。 根据式（３）（４） 和（６）， 得到跨境贸易平台和生产企业 ２的利润函数 πｐ ＝ Ｑ１ － Ｑ２１ － Ｑ１Ｑ２ －
ｍＱ１ 和 π２ ＝ Ｑ２ － Ｑ１Ｑ２ － Ｑ２２。 根据二者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可得 Ｑ１ 和 Ｑ２ 的均衡解：

Ｑ１１ ＝
１ － ２ｍ
３

（８）

Ｑ２１ ＝
１ ＋ ｍ
３

（９）

显然， 由式 （８） 和 （９） 可得到 Ｑ１１ ／ ｍ ＜ ０和 Ｑ２１ ／ ｍ ＞ ０， 这表明生产企业 １在跨境贸易平

台上能够获得的维持性价格越高， 出口量越低， 而生产企业 ２的出口数量越高。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企业 １的维持性价格越高， 跨境贸易平台的平台租就越低， 这会降低跨境贸易平台为生产企业 １的产

品进行国际推广的动力和能力， 使企业 １出口数量下降， 企业 ２的出口量扩张。
确定了两经济区代表性企业的均衡出口量后， 进入跨境贸易平台与生产企业 １确定维持性价格 ｍ 的

定价博弈阶段。 如前所述， 结合式 （５） （８） 和 （９）， 此时的 ｍ 由 ｍａｘ［βｌｎ（πｐ） ＋ （１ － β）ｌｎ（π１）］ ＝

ｍａｘ βｌｎ １
－ ２ｍ
３

２

＋ （１ － β）ｌｎｍ １
－ ２ｍ
３

é

ë
êê

ù

û
úú 给出， 利用一阶条件， 得到生产企业 １的均衡维持性价格为：

ｍ１ ＝
１ － β
４

（１０）

２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平台经济研究

① 必须承认， 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异， 会影响不同企业的利润。 为了聚集本文设定的有关

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便利化改革影响的研究目的， 统一假定企业 １、 企业 ２和跨境电子贸易平台的生产成本为 ０。 这种研究策略的

好处是： 一方面简化了本文的分析结论， 使研究问题更聚焦； 另一方面， 虽然生产成本对利润确实存在影响， 但本文关注的平台型

市场势力与传统生产成本影响下的单边市场势力存在差别， 前者主要来源于前文所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 战略弹性、 系统锁定依赖

效应和信息结构洞优势， 而与生产成本无关， 因此模型中不引入生产成本变量并不会改变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一般性。



由式 （１０） 可得 ｍ１ ／ β ＜ ０， 这表明跨境贸易平台的市场势力越强， 生产企业 １ 在平台上能获

得的维持性价格越低， 即跨境贸易平台可凭借其强大的平台型市场势力获得更高的平台租， 这一结论

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一致。
在上述博弈均衡解的基础上， 政府可根据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政策博弈， 给出最优的政策方

案。 根据式 （７） （３） （８） （９）， 可得到此时的社会福利函数为：

ＳＷ１ ＝
（５ － β）（β ＋ ７）

１４４
（１１）

由式 （１１） 得到
ＳＷ１
β

＝ － ２β － ２
１４４

＜ ０， 这表明平台型市场势力越强， 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越低。

原因是随着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的增强， 生产企业 １的维持性价格下降， 而平台能够获得的垄断租

金提高， 这直接导致企业 １需要通过扩张生产和出口规模才能以低平均成本维持低维持性价格下的生

产与出口， 导致企业 １出口规模的扩张和实际出口价格下降， 在需求没有多大变化的条件下， 企业 １
的贸易条件恶化， 导致生产企业 １乃至经济区 １的外贸利润显著降低。 与此同时， 基于竞争关系， 企

业 ２的出口价格也会下降， 整体贸易条件恶化， 最终降低该国福利水平。 因此， 本文提出：
命题 １： 在全国都没有进行国际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政策干预的情形下， 跨境贸易平台的市场势

力越强， 生产企业从平台上能够获得的维持性定价能力越弱， 这直接导致企业需要通过扩张生产与出

口规模来降低平均成本， 以此抵消维持性价格的下降， 最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和整体社会福利的

下降。
（２） 政策方案Ⅱ： 在经济区 １开展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政策干预， 而经济区 ２ 不干预 （ ｒ１ ≠ ０，

ｒ２ ＝ ０）
此时经济区 １的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程度有可能上升， 不对经济区 ２进行贸易政策干预。 在跨境

贸易平台与生产企业 ２的国际市场出口数量博弈阶段， 跨境贸易平台和企业 ２ 的利润函数为， πｐ ＝

Ｑ１ － Ｑ２１ －Ｑ１Ｑ２ － ｍＱ１ 以及 π２ ＝ Ｑ２ － Ｑ１Ｑ２ － Ｑ２２， 根据最大化原则， 得到此时 Ｑ１ 和 Ｑ２ 的均衡解：

Ｑ１２ ＝
１ － ２ｍ
３

（１２）

Ｑ２２ ＝
１ ＋ ｍ
３

（１３）

式 （１２） 和 （１３） 同样表明， 维持性价格 ｍ 越低， 企业 １ 的出口量越多， 而企业 ２ 的出口量越

少。 接着， 跨境贸易平台与企业 １ 开展定价博弈。 同样根据 ｍａｘ［βｌｎ（πｐ） ＋ （１ － β）ｌｎ（π１）］ ＝

ｍａｘ βｌｎ １
－ ２ｍ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 － β）ｌｎ
（ｍ ＋ ｒ１）（１ － ２ｍ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可得到均衡的维持性价格为：

ｍ２ ＝
１ － ２ｒ１ － β － ２βｒ１

４
（１４）

由式 （１４） 得到，
ｍ２
β

＝
－ １ － ２ｒ１
４

， 显然只有 ｒ１ ＞ － ０ ５时， ｍ２ ／ β ＜ ０， 即只有当政府在经济区１

进行贸易政策干预， 并且贸易繁琐化程度越低或便利化程度越高时， 跨境贸易平台才会对企业 １具有较

强的支配力。 这主要是因为， 只有跨境贸易便利化程度足够高， 企业 １的出口规模才会足够大， 对跨境

贸易平台的依赖性才会更大， 使平台型市场势力增强。 此外， 由式（１４）还可以得到，
ｍ２
ｒ１

＝ － ２ － ２β
４

＜

０ ， 这意味着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 企业 １的维持性定价越低。
在政策博弈阶段， 根据式 （３） （１２） 和 （１３）， 得到此时的社会福利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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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２ ＝
（５ － ２ｒ１ － β － ２βｒ１）（７ ＋ ２ｒ１ ＋ β ＋ ２βｒ１）

１４４
（１５）

首先， 由式 （１５） 可以得到
ＳＷ２
β

＜ ０， 与情形 １类似， 平台型市场势力对社会福利具有反向影

响。 其次， 对式（１５） 求社会福利最大值， 令
ＳＷ２
ｒ１

＝ ０， 得 ｒ１ ＝ － ０ ５， 此时最大社会福利为 ０ ２５。 这

说明， 在经济区 １大量企业依托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跨境贸易平台实现出口的情形下， 政府在经济区

１的贸易政策干预并不一定要以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为目标， 一定的贸易繁琐化程度（ ｒ１ ＝ － ０ ５）反而

有利于最大化福利。 因为， 当政府实施一定的贸易繁琐化措施后， 企业 １的出口规模将有所下降， 那

么其对跨境平台的依赖性会降低， 根据
ＳＷ２
β

＜ ０， 社会福利将上升。 而且， 比较最大化福利水平

ＳＷ２ ＝０ ２５与 ＳＷ１ 的相对大小， ＳＷ２ ＞ ＳＷ１， 这说明与情形 １相比， 在经济区 １试点推行贸易便利化

或繁琐化政策干预能够获得更大的社会福利， 只不过这是一种建立在贸易繁琐化基础上的消极均衡。
因此， 本文提出：

命题 ２： 政府在先发地区开展贸易政策干预而在欠发达地区不加干预的情形下， 先发地区适度的贸

易繁琐化有利于提高本地企业的维持性价格和降低平台型市场势力，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消极均衡。
（３） 政策方案Ⅲ： 在经济区 ２进行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政策干预， 而经济区 １不干预 （ ｒ２≠０，

ｒ１ ＝ ０）
在此情形下， 政府先在欠发达经济区 ２进行贸易政策干预， 改变该地区贸易环境。 在国际市场上

的出口量博弈阶段， 跨境贸易平台与企业 ２最大化利润函数 πｐ ＝ Ｑ１ － Ｑ２１ － Ｑ１Ｑ２ － ｍＱ１ 以及π２ ＝ Ｑ２ －
Ｑ１Ｑ２ － Ｑ２２ ＋ ｒ２Ｑ２， 得到企业 １和企业 ２的均衡出口量为：

Ｑ１３ ＝
１ － ２ｍ － ｒ２

３
（１６）

Ｑ２３ ＝
１ ＋ ｍ ＋ ２ｒ２

３
（１７）

观察式 （１６） 和 （１７） 发现， 经济区 ２ 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 企业 ２ 的出口数量单调上升， 而

企业 １的出口量相应萎缩， 这充分体现贸易便利化改革对外贸出口数量的扩张效应。 在定价博弈阶

段， 跨境贸易平台与企业 １根据 ｍａｘ βｌｎ
１ － ２ｍ － ｒ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 － β）ｌｎｍ
１ － ２ｍ － ｒ２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确定企业 １ 的维

持性价格：

ｍ３ ＝
（１ － β）（１ － ｒ２）

４
（１８）

由式 （１８） 得
ｍ３
ｒ２

＝ － １ ＋ β
４

＜ ０， 这表明， 随着经济区 ２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 尚未进行贸易

政策改革的经济区 １的企业如果也开展直接贸易将没有比较优势， 因此它们只能依托跨境贸易平台降

低贸易成本， 从而企业 １对平台的依赖性增强， 企业 １的维持性价格下降。 在确定了出口量与企业 １
维持性定价后， 不难得到此时的社会福利函数为：

ＳＷ３ ＝
（５ ＋ ５ｒ２ － β － βｒ２）（７ － ５ｒ２ ＋ β ＋ βｒ２）

１４４
（１９）

最大化式 （１９） 的社会福利函数 ＳＷ３， 可得到经济区 ２的最优贸易便利化程度 ｒ２ 为：

ｒ２ ＝
β ＋ １
５ － β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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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β∈［０， １］， 所以 ｒ２∈［０ ２， ０ ５］。 由式（２０）可得，
ｒ２
β

＝ ４ － ２β
（５ － β） ２

＞ ０， 这表明跨境贸易

平台市场势力越强， 政府越需要在经济区 ２启动贸易便利化改革， 经济区 ２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从 ｒ２ ＝
０ ２向 ｒ２ ＝ ０ ５提升， 由此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随着企业 １ 维持性价格的降低

（平台型市场势力增强）， 企业 １ 需要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平均成本才能维持一定的利润水平，
因此生产和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导致经济区 １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福利水平下降， 这就迫切需要经济区

２通过贸易便利化改革降低贸易成本， 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 将式 （２０） 代入式 （１９） 可得到最大

的社会福利为 ０ ２５， 将此与前两种情形下的社会福利进行比较， 此时的社会福利至少是一个帕累托

改进的结果， 同时经济区 ２贸易便利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 这使该国步入了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积极均

衡路径 （见图 ２）。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
命题 ３： 政府如果首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贸易政策干预， 那么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会带来

该地区企业出口量、 平台维持性价格的下降以及欠发达地区企业出口量上升的直接效应； 从长期来

看， 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越强， 就越需要在欠发达地区启动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 由此才能实现

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的积极均衡改革路径。
（４） 政策方案Ⅳ： 在全国进行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政策干预 （ ｒ１ ＝ ｒ２ ≠ ０）
此时， 政府在全国 （包括经济区 １和 ２） 开展复制推广贸易便利化或繁琐化政策， 企业 １ 和企业

２面临相同的贸易政策环境。 首先还是跨境贸易平台与企业 ２ 分别最大化二者的利润函数 πｐ ＝ Ｑ１ －
Ｑ２１ －Ｑ１Ｑ ＝２ － ｍＱ１ 以及 π２ ＝ Ｑ２ － Ｑ１Ｑ２ － Ｑ２２ ＋ ｒ２Ｑ２， 进行出口量博弈， 得到企业 １和 ２的出口量反应

函数：

Ｑ１４ ＝
１ － ２ｍ － ｒ２

３
（２１）

Ｑ２４ ＝
１ ＋ ｍ ＋ ２ｒ２

３
（２２）

接 下 来， 重 点 求 解 跨 境 贸 易 平 台 对 企 业 １ 的 价 格 控 制 均 衡， 根 据

ｍａｘ βｌｎ
１ － ２ｍ － ｒ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 － β）ｌｎ
（ｍ ＋ ｒ１）（１ － ２ｍ － ｒ２）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得到：

ｍ４ ＝
１ － β － ２βｒ１ － ｒ２ ＋ βｒ２ － ２ｒ１

４
（２３）

根据式 （２３） 有
ｍ４
ｒ１

＝ － ２ － ２β
４

＜ ０， 这表明， 随着经济区 １贸易便利化的改善， 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展出口业务， 国外市场竞争更激烈， 单个企业与跨境贸易平台的谈判能力下降， 企业 １的维持性

价格趋于降低。 此外， 由式（２３）还可得到
ｍ４
ｒ２

＝ － １ ＋ β
４

＜ ０， 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区 ２也开展贸易政策

改革， 企业 １的国外市场竞争更激烈， 跨境贸易平台对企业 １的控制力增强， 因此其维持性价格也随

之下降。 在上述博弈的基础上， 结合式（３）（２１）（２２） 及 ｒ１ ＝ ｒ２， 得到：

ＳＷ４ ＝
（５ － ７ｒ１ － β － βｒ１）（７ ＋ ７ｒ１ ＋ β ＋ βｒ１）

１４４
（２４）

令
ＳＷ４
ｒ１

＝ ０， 可以得到此时的 ｒ１ ＝ ｒ２ ＝
－ （β ＋ １）
β ＋ ７

∈ ［ － ０ ２５， － ０ １４］， 并且可得到最大社会福

利（ＳＷ４）ｍａｘ ＝ ０ ２５。 显然有
ｄｒ１
ｄβ

＝
ｄｒ２
ｄβ

＝ － ６
（β ＋ １） ２

＜ ０， 这表明在全国贸易政策干预情况下， 强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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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使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对贸易便利化程度有负向影响， 即要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 降低平台型

市场势力是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 全国贸易改革情境下， 最大化社会福利是在经济区 １和经济区 ２ 处

于贸易繁琐化的均衡状态下实现的， 即在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的强劲影响下， 贸易便利化改革如果

向全国推广反而是不利的， 此时最优的选择应该是保持适当的贸易繁琐化。 从相反的视角来看， 假设

贸易便利化水平 ｒｉ ＞ ０， 那么全国出口规模将显著扩张， 此时一方面企业对跨境贸易平台的依赖性不

断增强， 企业 １的维持性价格快速下降， 其利润也大幅度下降， 社会福利受损； 另一方面企业 ２的出

口规模过快上升， 这极容易导致一国贸易条件恶化， 也不利于社会福利提升。 当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

力足够大时， 贸易改革取向应适当保守。 因此， 本文提出：
命题 ４： 在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足够强大的背景下， 全国范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提升降低了发

达地区企业的平台获利能力， 从而决定了一国贸易政策改革应保守地推行适度贸易繁琐化才是最大化

社会福利的均衡策略。
２ 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均衡路径： 比较静态分析

如下表所示， 考虑到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 不同的贸易政策改革方案应推行的政策改革方式及

其程度存在很大差异， 由此带来不同的社会福利水平及其政策改革路径均衡。
　 平台型市场势力与国际贸易便利化政策改革路径均衡表

政策选择方案
先发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都不干预 （Ⅰ）
先发地区干预，

欠发达地区不干预 （Ⅱ）
先发地区不干预，

欠发达地区干预 （Ⅲ）
先发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都干预 （Ⅳ）

贸易便利化程度
（ ｒｉ）

ｒ１ ＝ ｒ２ ＝ ０ ｒ１ ＝ － ０ ５； ｒ２ ＝ ０ ｒ１ ＝ ０； ｒ２ ＝ β ＋ １
５ － β

ｒ１ ＝ ｒ２ ＝ － （β ＋ １）
β ＋ ７

平台型市场势力
的政策作用强度

／
ｒ１
β

＜ ０
ｒ２
β

＞ ０
ｄｒ１
ｄβ

＝
ｄｒ２
ｄβ

＜ ０

社会福利（ＳＷ）
（５ － β）（β ＋ ７）

１４４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均衡状态 不稳定均衡 消极均衡 积极均衡 消极均衡

在政策方案Ⅰ情形下， 全国的贸易便利化和繁琐化程度都为 ０， 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小于 ０ ２５，
因此， 该政策方案不可能是一个一般均衡状态， 政府必然存在内在动力偏离该均衡。 在政策方案Ⅱ
下， 显然贸易政策干预均衡措施是适当保持贸易繁琐化 （ ｒ１ ＝ － ０ ５）， 且根据式（１４） 可得只要跨境

贸易平台市场足够大， 平台型市场势力越强， 经济区 １的贸易政策繁琐化程度越高， 因此虽然此时社

会福利水平比政策方案Ⅰ要高， 但该政策方案是一种消极均衡。 如果政府先在经济欠发达的经济区 ２
试点贸易便利化改革（政策方案Ⅲ）， 那么此时的均衡贸易政策取向为不断提高经济区 ２ 的贸易便利

化程度（ ｒ２ ＝
β ＋ １
５ － β

＞ ０）， 且随着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增强（
ｒ２
β

＞ ０）， 经济区２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强度需

要不断提高， 由此才能实现最大化社会福利和贸易便利化的积极均衡状态。 如果贸易政策改革向全国

所有范围推广复制（政策方案 Ⅳ）， 那么此时的均衡贸易政策应是适当贸易政策繁琐化（ ｒ１ ＝ ｒ２ ＝
－ （β ＋ １）
β ＋ ７

）， 且如果平台型市场势力很强大， 那么这种贸易政策改革取向需要进一步强化， 只有如

此， 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才能实现最大化的 ０ ２５。 虽然这一福利水平与政策方案Ⅱ和Ⅲ相同， 但此

时是以贸易政策繁琐化为代价的， 因此这种贸易政策均衡也是一种消极均衡。 在此意义上， 根据此时

的
ｄｒ１
ｄβ

＝
ｄｒ２
ｄβ

＜ ０， 要想实现全国范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和社会福利双提升， 唯有不断破除平台垄断势

力， 促进平台公平竞争。 因此， 本文得到如下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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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在跨境贸易平台市场势力足够强大且不断增强的背景下， 在先发地区或全国普遍进行贸易

政策便利化改革是一种消极均衡路径， 而如果此时能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先行试点贸易政策改革， 这

将是一个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贸易便利化双重目标的积极均衡改革路径， 试点改革经验如要向全国

推广复制， 则需要以破除跨境贸易平台强大垄断势力和促进公平竞争为重要前提条件。

四、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１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三阶段动态序贯博弈模型， 揭示了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内在

逻辑， 分析了平台型市场势力视角下的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均衡路径， 得到以下结论：
跨境贸易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体现在对生产企业在平台上能获得的维持性价格的支配能力。 平台型

市场势力越强， 生产企业获得的维持性价格越低， 而平台能获得的平台使用费或平台租就越高。 在与

生产企业的博弈互动中， 跨境贸易平台凭借交叉网络外部性、 战略弹性、 系统锁定依赖优势与信息结

构洞优势获得了对企业的强大市场势力。 而平台型市场势力通过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政策博弈、 跨境贸

易平台与生产企业的定价博弈以及平台与生产企业的出口量博弈 ３个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过程， 对贸

易便利化改革发挥作用， 由此决定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不同的均衡路径。
在引入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分析视域下， 经济先发区的生产企业、 跨境贸易平台与政府的多阶段序

贯博弈互动决定了不同改革方案的均衡状态。 在全国都没有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或繁琐化政策干预的

方案中， 平台型市场势力使贸易条件恶化和社会福利下降， 贸易便利化改革陷入非稳定均衡状态； 如

果先在经济发达地区试点贸易政策改革， 而经济落后地区保持不干预， 那么此时在先发地区保持适当

的贸易繁琐化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消极均衡； 如果先在经济落后地区探索实施贸易政策改

革， 那么平台型市场势力越强， 则越需要首先在经济落后地区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这是一种能够带

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积极均衡改革路径； 在平台型市场势力足够强大的背景下贸然启动和实施全国性

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这不利于社会福利提升， 相反， 只有保持适当的贸易繁琐化， 才能实现最大化福

利的消极均衡。
政府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应充分考虑平台型市场势力， 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综合效

应强弱决定了政府对不同贸易改革方案的选择。 当前， 无论是实体型的跨境贸易平台， 还是互联网化

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它们对全球贸易网络及嵌入其中的企业的市场控制力越来越强大， 跨境贸易平

台逐渐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格局的关键角色。 因此， 政府在推进旨在实现自由贸易和建立公平竞争

贸易环境的改革时， 应积极充分地考虑平台型市场势力的综合影响效应， 将其纳入国际贸易改革的决

策因素集。 在跨境贸易平台对贸易企业具有足够强大控制力的前提下， 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先行先试

贸易便利化政策改革是一种理想方案。 先发地区先行先试再向全国推广或全国全面铺开的政策改革方

案要想取得成功， 重要前提是合理规制平台型市场势力， 以此既能发挥跨境贸易平台对国际贸易发展

的积极效应， 又能消解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竞争格局和便利化改革的负面作用。
２ 启示

在构建全面开放格局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 企业要积极引入平台化思维， 促进贸易组织方式、 管

理制度变革和对外贸易发展。 从现实来看， 当前中国贸易监管制度架构中还没有充分考虑平台型市场

势力这一影响因素， 政府的监管着力点仍然主要放在大型出口企业、 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贸易政策

上， 政策监管体系尚缺乏平台化思维。 正如本研究表明的， 当前国际贸易组织结构正在向平台化方向

发展， 国际贸易平台生态已经对全球货物、 服务贸易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

的市场控制力正在重塑整个贸易生态系统。 平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制定

贸易政策、 市场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 中国政府和全球化企业要积极融入平台生态， 运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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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维推动全球贸易网络建设和控制价值链。
中国贸易便利化改革要与平台型市场势力规制体系建设有机结合。 面对日益强大的平台型企业市

场势力， 中国政府如何制定规制体系， 引导平台型企业发挥积极的全球市场建设和拓展作用， 同时又

能消解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公平竞争的负面作用， 这已成为中国当前在推进贸易便利化政策改革过

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因此， 在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 既要看到平台型市场势力是影响外

贸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因素， 承认平台型企业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

也要看到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制约效应。 因此， 政府应尽快引入平台化、 生态化的外贸监管框架， 建立

科学准确识别、 评价和规制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制度体系和操作程序。 同时要紧密把握跨境贸易平台与

贸易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 塑造出口企业、 平台之间健康、 公平和有效的合作竞争格

局， 构建由政府主导， 联合跨境贸易平台、 竞争者、 出口企业及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平台型

市场势力规制体系， 创造良好的平台生态， 支撑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政策综合改革。
探索在经济落后地区先行先试而后向全国推广的贸易改革路径， 促进开放型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

４０年的贸易便利化和开放政策改革主要是在企业直接与国外市场开展贸易的非平台化框架中进行的。
然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互联网等平台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 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已经

发生重大变化。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对中国乃至全球贸易的组织方式正在产生深刻影响， 一些大型跨境

贸易平台的行为对企业国际贸易定价、 规模与结构等方面的控制力、 影响力与日俱增， 平台型市场势

力正在重塑国际贸易组织结构。 因此在当前跨境贸易平台影响力和市场势力足够强大的背景下， 中国

的贸易改革路径可积极尝试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推进先行改革探索， 而后在不断破除平台型垄断势力

的前提下， 向全国推广贸易改革经验。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中国贸易改革沿着积极均衡路径实现社会

福利最大化和贸易便利化双重目标， 也有利于国内不同经济区的协同发展。
推进平台经济有序化、 均等化发展和不断缩小地区差距， 有利于消解贸易政策的地区壁垒和交叉

负效应， 强化贸易改革的协同效应。 本研究表明， 如果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而且经济

欠发达地区的外贸平台应用能力和水平较弱的话， 那么平台型市场势力的强大态势会阻碍全国贸易便

利化改革的真正启动和最大化社会福利。 因此在构建全面开放格局的背景下， 一方面政府要合理规制

平台型市场势力， 促进平台经济公平有效竞争； 另一方面要推动后发地区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经济基

础设施发展， 促进跨境贸易平台生态体系向后发地区延伸， 实现平台经济普惠化、 均等化。 由此也可

不断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有利于打破地区贸易改革的政策壁垒， 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地区交叉

负效应， 实现先行先试而后向全国推广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政策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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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研究了双边市场平台根据用户购买行为进行价格歧视的现象， 构建了包括双边市场平台、
双边用户在内的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 在此， 双边用户存在品牌偏好异质性且其跨期偏好不变， 平台以用

户的购买行为为信号推测其品牌偏好， 并由此对双边用户进行价格歧视。 文章以双边市场平台无价格歧视

为基准情况， 分析了平台根据用户购买行为进行价格歧视 （有价格承诺、 无价格承诺） 对平台利润、 消费

者剩余、 社会福利等的影响。 研究表明： 在双边用户跨期偏好不变的假设下， 选择基于用户购买行为的价

格歧视且无价格承诺是平台的严格被占优策略， 双边市场平台将根据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的相对大小而选

择无价格歧视或有价格歧视且有价格承诺； 与无价格歧视时相比， 若平台选择价格歧视且有价格承诺， 将

导致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利的损失； 无论其进行价格承诺与否， 平台的价格歧视行为对于平台间竞争的影

响都随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相对大小的变化而不同。
关键词： 双边市场； 不完全信息； 价格歧视； 价格承诺； 寡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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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双边市场是指连接两组不同用户， 通过提供中介服务促使其达成交易的平台，① 是一种常见的产

业组织形式， 包括报刊、 搜索引擎、 电子商务网站等在内的产业均具备双边市场的特征。 随着商业模

式的创新， 许多新兴的双边市场平台不断涌现， 如美团、 去哪儿等生活服务平台， 滴滴、 Ｕｂｅｒ 等网

约车平台。 随着商业模式创新的不断深化， 将有更多的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出现。
从经济学视角看， 双边市场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接入平台的双边用户之间存在组间网络外部性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即接入平台的一边用户的效用受到接入同一平台的另一边用户数量的影响，
如在电子商务平台中， 卖家数量增加将给买家带来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 而买家数量的增加也将给卖

家带来潜在的客户； 如网络出行平台中， 加盟车主增加， 将使乘客出行更便利， 乘客的增加也将给车

主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户； 在网络视听平台中， 广告投放量的增加将给观众带来负向的视听感受， 而观

众的增加将给广告商带来潜在的消费群体。

９５




由于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双边市场的定价行为与传统产业组织的定价行为均在较大的差

异， 同时， 由于这些平台用户体量大、 覆盖区域广， 其定价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对此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① 国内学者， 如纪汉霖等研究了平台异质、 参与者异质、 企业兼并

重组以及平台间网络外部性对双边市场平台定价问题的影响。②

现实中， 各类平台都对用户进行价格歧视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如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对买方免

费而对卖方收费的 “各个击破” 定价策略。 除此之外， 还有一类价格歧视行为也被双边市场平台广

泛采用， 即基于购买行为的价格歧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ａｓｅｄ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ＢＰＤ）。③ 具体而言， 是

平台根据用户的购买行为———重复购买或是首次购买， 对其进行识别、 并区分新老客户， 进而采取不

同的定价， 如在网约车平台中， 平台会对新接入的乘客提供首单优惠、 对老乘客也提供一定的优惠券

或者客单价减免， 对新接入平台的车主提供相应的佣金减免， 对接入平台时间较长的老车主则在优先

派单、 租金减免上提供相应的优惠。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属于三级价格歧视的范畴，④ 该定价行为随着企业信息搜集处理能力的提升而出

现， 并将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而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作为交易媒介” 的双边市场平台在用户信

息搜集、 处理、 应用方面具有传统产业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 这也为这些平台的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提供

了有利条件， 事实上各类平台几乎都在采用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 同时企业也面临着是否进行价格承诺的

选择， 即企业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就对其第二阶段老用户承诺一个定价， 并在第二阶段依此定价对老客

户收费， 目的在于锁定一部分客户。⑤

事实上， 企业 ＢＢＰＤ定价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个脉络展开， 一

是基于消费者转移成本异质性而进行的研究， Ｃｈｅｎ 分析了此时企业对新用户提供价格折扣以吸引其

转移的经济现象并提出了诱导用户转移 （ｐａｙ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ｓｗｉｔｃｈ） 的概念，⑥ 之后 Ｔａｙｌｏｒ 将该模型

推广到多个时期多厂商的情形；⑦ 二是基于消费者品牌偏好异质性而进行的研究， 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Ｔｉｒｏｌｅ
提出了一个基于消费者偏好异质性而非转移成本异质性进行 ＢＢＰＤ的模型， 并提出了客户捕获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 ｐｏａｃｈｉｎｇ） 的概念，⑧ 但没有考虑消费者跨期偏好之间的相关性且没有分析企业价格承诺的影

响， Ｃｈｅｎ和 Ｐｅａｒｃｙ基于该模型， 利用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刻画了消费者两期偏好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分析了

在厂商有价格承诺、 无价格承诺时， 厂商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的决策随 ｃｏｐｕｌａ系数变化的情况。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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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ｗ 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 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Ｐｏ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４，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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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将组间网络外部性与 ＢＢＰＤ结合起来， 研究了双边市场平台的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 毕菁佩

和舒华英研究了双边市场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 定价行为时的定价机制及其对平台利润、 社会福利等的影

响。① Ｃａｒｒｏｎｉ也研究了双边市场平台的 ＢＢＰＤ 定价行为， 并分析了双边市场中常见的 “各个击破”
和 ＢＢＰＤ结合的定价策略。② 但这些研究均基于消费者转移成本异质性假设， 或者仅分析了消费者两

阶段位置完全独立时的情况， 没有考虑企业价格承诺的影响， 或者仅分析了平台对单边用户进行价格

歧视的情况。 而现实中， 尤其是在电子商务、 网络出行、 网络视听等行业中， 用户在不同平台之间的

选择更容易受品牌偏好而非转移成本的影响， 用户的跨期偏好不变也是常见情形， 同时很多企业都会

选择对老客户进行价格承诺， 如提供各类折扣、 优惠券等， 事实上， 无价格承诺的 ＢＢＰＤ是平台的严

格被占优策略。 此外， 平台可以对双边用户均采用 ＢＢＰＤ定价策略， 如滴滴打车不仅对新老乘客实行

差别定价， 还在派单、 佣金减免上差别对待新老车主。 此外， 蒋传海也将网络外部性引入 ＢＢＰＤ模型

中， 并得出了 “网络外部性加剧了企业间竞争， 导致企业利润减少、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增加”
的结论。③ 但该网络外部性并非组间网络外部性， 因此不适于解释如淘宝网、 滴滴打车等存在组间网

络外部性的双边市场平台中的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
有必要对消费者跨期偏好相同且平台有价格承诺时 ＢＢＰＤ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具体而言， 本文

将关注以下问题： 在消费者存在品牌偏好异质性且其跨期偏好不变的情况下， 双边市场平台选择 ＢＢ⁃
ＰＤ （有价格承诺、 无价格承诺） 时的定价机制是什么？ 双边市场平台的 ＢＢＰＤ 定价机制与传统产业

组织理论中的 ＢＢＰＤ 定价机制有何不同？ ＢＢＰＤ 定价行为对双边市场平台利润、 社会福利等有何

影响？

二、 模型设定

　 　 假设存在两个寡头竞争的双边市场平台， ｉ ＝ Ａ、 Ｂ ， 为双边用户提供同质的产品 ／服务。 平台可以

记录双边用户的购买行为———重复购买或是首次购买， 并据此对新老用户进行价格歧视， 即基于用户

购买行为的价格歧视。 当两平台进行价格歧视时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价格承诺， 若其进行价格承诺， 则

在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的老客户承诺一个价格， 并在第二阶段依此承诺价格对老客户收费， 两平台在

每一阶段都同时对双边用户设定价格 ｐｔ
Ａ， ｊ、 ｐｔ

Ｂ， ｊ 以实现其预期利润折现和最大， 该价格为公开信息，
两平台利润折现率均为 １。 平台利润仅来自于对双边用户的收费， 两平台固定成本为 ０， 为双边用户

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均为 ｃ 。
假设双边用户都具有理性预期， 且其总量均为 １。 ｊ 边代表用户对于两平台有不同的偏好 θ ｊ， θ ｊ ∈

［０， １］， ｊ ＝ １、 ２， θ ｊ 在一维偏好空间 ［０， １］ 中均匀分布。④ θ ｊ 指相对于对平台 Ａ的偏好而言， ｊ 边
用户对平台 Ｂ的偏好为 θ ｊ， 由此， 平台Ａ位于 θ ｊ ＝ ０、 平台 Ｂ位于 θ ｊ ＝ １处。 假设双边用户跨期偏好不

变， 该偏好为其私人信息， 且双边用户偏好分布相互独立。 接入平台 ｉ 的 ｊ 边用户的效用会随着接入

同一平台的 － ｊ 边用户数量的增加而递增， 即存在组间网络外部性， 假设该组间网络外部性参数为

α ｊ。 用户存在保留效用 Ｖ ｊ， 且 Ｖ ｊ 足够大使所有用户在每个阶段都会选择接入一个平台， 本文仅考虑其

接入一个平台的情况（单一接口）。 双边用户均以预期效用折现和最大化为目标， 且其效用折现率均

１６双边市场、 不完全信息与基于购买行为的价格歧视

①
②

③

④

毕菁佩、 舒华英： 《基于竞争平台的新老用户定价策略分析》， 《管理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 ８期。
Ｅｌｉａｓ Ｃａｒｒｏｎｉ，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ｓｓ －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２５，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３７－１５７
蒋传海： 《网络效应、 转移成本和竞争性价格歧视》，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 ９期。

该假设符合 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和 Ｔｉｒｏｌｅ中关于单调风险率条件的假设： ｆ（θｊ） 关于 １ ／ ２对称，
ｆ（θｊ）

１ － Ｆ（θｊ）
关于 θｊ 严格递增。 单调风险率条

件将保证当平台无价格歧视时存在一个唯一的均衡， 同时 ｆ（θｊ） 关于 １ ／ ２对称的假设允许我们关注于对称均衡， 这将极大地简化分析。



为 １。
由此可知， 在阶段 ｔ， ｔ ＝ １、 ２， 类型为 θ ｊ 的用户接入平台 Ａ或者 Ｂ将获得效用：

Ｕ ｊ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Ａ， －ｊ － θ ｊ － ｐｔ

Ａ， ｊ 　 　 　 　 　 　 　 　 　 若其接入平台 Ａ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ｔ

Ｂ， ｊ 　 　 　 　 　 　 若其接入平台 Ｂ{
其中， ｎｅ， ｔ

Ａ， －ｊ、 ｎｅ， ｔ
Ｂ， －ｊ 分别为 ｊ边用户对在 ｔ期接入平台Ａ、 Ｂ的另一边用户数量的预期， 由于市场完

全覆盖且双边用户均只接入一个平台， 所以有 ｎｅ， ｔ
Ａ， －ｊ ＋ ｎｅ， ｔ

Ｂ， －ｊ ＝ １。 ｐｔ
Ａ， ｊ、 ｐｔ

Ｂ， ｊ 为两平台在第 ｔ 期对 ｊ 边用

户的定价。
博弈分两阶段进行。 两平台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采用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 当采用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时也

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价格承诺， 据此， 两平台在两阶段博弈中有不同的定价行为。 当平台选择 ＢＢ⁃
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 在第一阶段， 平台 ｉ 对接入的双边用户提供统一定价 ｐ１ｉ， ｊ， ｉ ＝ Ａ， Ｂ， ｊ ＝ １， ２，
在第二阶段， 平台 ｉ 对新老用户提供不同的定价， 分别为 ｐ２， ｎ

ｉ， ｊ 与 ｐ２， ｏ
ｉ， ｊ 。 当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

诺时， 在第一阶段， 平台 ｉ 对接入的双边用户提供统一定价 ｐ１ｉ， ｊ， 并承诺对第二阶段的老客户提供定

价 ｐ２， ｏ
ｉ， ｊ ， 在第二阶段， 平台 ｉ 仅对新用户提供定价 ｐ２， ｎ

ｉ， ｊ 。 两平台在每阶段都同时进行定价决策， 之后

双边用户根据平台定价及理性预期选择能为其带来更大效用的平台。

三、 均衡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 有必要讨论 α ｊ 的取值。 首先， 由于双边用户之间存在组间网络外部性， 且本

文不考虑网络外部性为负的情况（如在网络视听行业中， 广告插播对观众带来的外部性为负）， 由此

假设 α ｊ ＞ ０。 其次， 本文认为对 ｊ边代表性用户而言， 接入某平台的效用对接入同一平台 － ｊ边用户数

量的弹性应该是较小的， 或者缺乏弹性的， 即用户接入某平台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固定效用 Ｖ ｊ 而非

获得组间网络外部性， 因此假设 α ｊ ＜ １， 这也意味着接入某平台的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给另一边用户

带来的边际效用小于 １。 再次， 对于双边市场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 如 Ｋａｉｓｅｒ和Ｗｒｉｇｈｔ、 Ｇｉｌ和 Ｒｉｅｒａ－
Ｃｒｉｃｈｔｏｎ等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证明， 组间网络外部性参数取值位于 （０， １） 区间。① 最后， 为保证上

述定价机制的存在， 需设定：
（８α２１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２ － ９） ≠ ０
３２４α３１α３２ － ５４１α２１α２２ ＋ ３４４α１α２ ＋ ６α３１α２ ＋ ６α１α３２ ＋ １２α２１ ＋ １２α２２ － ６４ ≠ ０
３６α３１α３２ － １３３α２１α２２ ＋ ８８α１α２ － １８α３１α２ － １８α１α３２ ＋ ８α２１ ＋ ８α２２ － １６ ≠ ０
由此， 本文假设 α ｊ ∈ （０， １） 且上述 ３个不等式均满足。
１ 无价格歧视

作为基准情况， 平台不对用户进行价格歧视， 该博弈变为两期重复的霍特林竞争。 此时， 两平台

对 ｊ 边用户的定价分别为 ｐｕ
Ａ， ｊ、 ｐｕ

Ｂ， ｊ ， 由此， 无差异的临界用户为：

θ∗ｊ ＝
α ｊ∗ｎｕ

Ａ， －ｊ － α ｊ∗ｎｕ
Ｂ， －ｊ ＋ １ ＋ ｐｕ

Ｂ， ｊ － ｐｕ
Ａ， ｊ

２
其中， ｎｕ

Ａ， －ｊ、 ｎｕ
Ｂ， －ｊ 分别为 ｊ 边用户预期接入平台 Ａ、 Ｂ 的另一边用户数量， 由此可知， ｎｕ

Ａ， －ｊ ＝
θ∗－ｊ， ｎｕ

Ｂ， －ｊ ＝ １ － θ∗－ｊ 。 可得：

ｎｕ
Ａ， ｊ ＝

１
２

＋
（ｐｕ

Ｂ， ｊ － ｐｕ
Ａ， ｊ） ＋ α ｊ∗（ｐｕ

Ｂ， －ｊ － ｐｕ
Ａ， －ｊ）

２（１ － α ｊ∗α －ｊ）
， ｎｕ

Ｂ， ｊ ＝
１
２

－
（ｐｕ

Ｂ， ｊ － ｐｕ
Ａ， ｊ） ＋ α ｊ∗（ｐｕ

Ｂ， －ｊ － ｐｕ
Ａ， －ｊ）

２（１ － α ｊ∗α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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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Ｕｌｒｉｃｈ Ｋａｉｓｅｒ，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２８； Ｒｉｃａｒｄ Ｇｉｌ，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ｉｅｒａ－Ｃｒｉｃｈｔ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ｓｉ⁃
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ｏｃａｌ Ｔ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１



此时， 两平台的利润分别为：

πＡ， ｕ ＝∑ ｊ ＝ １， ２
ｎｕ
Ａ， ｊ∗（ｐｕ

Ａ， ｊ － ｃ）， πＢ， ｕ ＝∑ ｊ ＝ １， ２
ｎｕ
Ｂ， ｊ∗（ｐｕ

Ｂ， ｊ － ｃ）

对该利润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
机制 １： 当两平台均不进行价格歧视时， 平台每一期对用户定价均为： ｐｕ

Ａ， ｊ ＝ ｐｕ
Ｂ， ｊ ＝ ｃ ＋ １ － α －ｊ， 此

时两平台在每一阶段都平分市场， 即 θ∗ｊ ＝ １
２
， ｊ ＝ １， ２。

２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

该两阶段博弈如图 １所示。 在第一阶段， 平台 ｉ 对接入的 ｊ 边用户提供统一定价 ｐ１ｉ， ｊ， ｉ ＝ Ａ， Ｂ，
ｊ ＝ １， ２， 双边用户同时选择要接入的平台， 由此存在一阶段临界点 θ∗ｊ ， 使得位于区间［０， θ∗ｊ ］ 的 ｊ
边用户接入平台 Ａ， 位于区间［θ∗ｊ ， １］ 的 ｊ 边用户接入平台 Ｂ。 给定第一阶段两平台势力范围， 在第

二阶段平台 ｉ 可以对新老顾客提供不同的定价， 分别为 ｐ２， ｎ
ｉ， ｊ 、 ｐ２， ｏ

ｉ， ｊ ， 双边用户根据该定价选择继续接

入原平台还是转向新平台， 由此可能存在临界点Ψ ｊ、 Ωｊ， 使位于区间［０， Ψ ｊ］的用户在两阶段都接入

平台 Ａ， 位于区间［Ψ ｊ， θ∗ｊ ］ 的用户在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 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Ｂ， 位于区间［θ∗ｊ ，
Ωｊ］的用户在第一阶段接入平台Ｂ、 第二阶段接入平台Ａ， 位于区间［Ωｊ， １］的用户在两阶段都接入平

台 Ｂ， 但均衡时是否存在用户的转移， 取决于 Ψ ｊ、 Ωｊ 与 θ∗ｊ 的相对大小。 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如下：

　 　 　 图 １　 博弈示意图

（１） 第二阶段定价

对于 ｊ 边用户而言， 当其在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 时， 在第二阶段仍将接入平台 Ａ， 只要满足

下式：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Ａ， －ｊ － θ ｊ － ｐ２， ｏ
Ａ， ｊ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２， ｎ
Ｂ， ｊ

即： Ψ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Ａ，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ｐ２， ｎ

Ｂ， ｊ － ｐ２， ｏ
Ａ， ｊ

２
⩾ θ ｊ （１）

对于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的 ｊ 边用户而言，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 ［０， Ψ ｊ］ 时， 在第二阶段仍旧接入

平台 Ａ，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 ［Ψ ｊ， θ∗ｊ ］ 时， 在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Ｂ。 同理， 对于 ｊ 边用户而言， 当其

在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Ｂ时， 他在第二阶段仍将接入平台 Ｂ， 只要满足下式：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Ａ， －ｊ － θ ｊ － ｐ２， ｎ
Ａ， ｊ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２， ｏ
Ｂ， ｊ

即： Ωｊ ＝
α ｊ∗ｎｅ， ２

Ａ，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ｐ２， ｎ

Ａ， ｊ ＋ ｐ２， ｏ
Ｂ， ｊ

２
⩽ θ ｊ （２）

由此， 对于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Ｂ的 ｊ 边用户而言，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θ∗ｊ ， Ωｊ］ 时， 在第二阶段

将转向平台 Ａ，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Ωｊ， １］ 时， 在第二阶段仍将接入平台 Ｂ。
由此可知， 在第二阶段接入平台 Ａ的用户包括两类： 一类是平台 Ａ 的老客户， 即在两阶段均接

３６双边市场、 不完全信息与基于购买行为的价格歧视



入平台 Ａ的用户， 另一类是平台 Ａ 的新客户， 即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Ｂ 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Ａ 的用户。
同理， 第二阶段接入平台 Ｂ的用户也包括两类： 一类是平台 Ｂ 的老客户， 即在两阶段均接入平台 Ｂ
的用户， 另一类是平台 Ｂ的新客户， 即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Ｂ的用户。

由于用户具有理性预期， ｊ 边用户对第二阶段接入 Ａ、 Ｂ两平台的 － ｊ 边用户数量的预期分别为：
ｎｅ， ２
Ａ， ｊ ＝ Ψ ｊ ＋ Ωｊ － θ∗ｊ （３）

ｎｅ， ２
Ｂ， ｊ ＝ θ∗ｊ － Ψ ｊ ＋ １ － Ωｊ （４）

联立 （１） — （４） 式， 求解可得：

ｎｅ， ２
Ａ， ｊ ＝

１ － ２α －ｊ∗α ｊ ＋ α ｊ

１ － ４α ｊ∗α －ｊ

＋
α ｊ∗（ｐ２， ｏ

Ｂ， －ｊ ＋ ｐ２， ｎ
Ｂ， －ｊ － ｐ２， ｎ

Ａ， －ｊ － ｐ２， ｏ
Ａ， －ｊ）

１ － ４α ｊ∗α －ｊ

＋
ｐ２， ｏ
Ｂ， ｊ ＋ ｐ２， ｎ

Ｂ， ｊ － ｐ２， ｎ
Ａ， ｊ － ｐ２， ｏ

Ａ， ｊ

２（１ － ４α ｊ∗α －ｊ）
－

２α ｊ∗θ∗－ｊ ＋ θ∗ｊ
１ － ４α ｊ∗α －ｊ

（５）

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ｎｅ， ２

Ａ， ｊ （６）
由于两平台在第一阶段没有对老客户进行价格承诺， 因此在第二阶段， 两平台需分别确定对新老

用户的定价 ｐ２， ｎ
Ａ， ｊ 、 ｐ２， ｏ

Ａ， ｊ 及 ｐ２， ｎ
Ｂ， ｊ 、 ｐ２， ｏ

Ｂ， ｊ ，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ｍａｘｐ２， ｎＡ， ｊ ， ｐ２， ｏＡ， ｊ

｛Ψ１∗（ｐ２， ｏ
Ａ， １ － ｃ） ＋ （Ω１ － θ∗１ ）∗（ｐ２， ｎ

Ａ， １ － ｃ） ＋ Ψ２∗（ｐ２， ｏ
Ａ， ２ － ｃ） ＋ （Ω２ － θ∗２ ）∗（ｐ２， ｎ

Ａ， ２ － ｃ）｝
（７）

ｍａｘｐ２， ｎＢ， ｊ， ｐ２， ｏＢ， ｊ
｛（１ － Ω１）∗（ｐ２， ｏ

Ｂ， １ － ｃ） ＋ （θ∗１ － Ψ１）∗（ｐ２， ｎ
Ｂ， １ － ｃ） ＋ （１ － Ω２）∗（ｐ２， ｏ

Ｂ， ２ － ｃ） ＋ （θ∗２ －
Ψ２）∗（ｐ２， ｎ

Ｂ， ２ － ｃ）｝ （８）
对该利润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 两平台在第二阶段对新老客户的定价分别为：

ｐ２， ｎ
Ａ， ｊ ＝ ｃ － α －ｊ ＋

３ － ４θ∗ｊ
３

－
３（１ － ２θ∗－ｊ）（α ｊ － α －ｊ） ＋ ２（１ － ２θ∗ｊ ）（α ｊ － α －ｊ）（２α ｊ ＋ α －ｊ）

３［（４α ｊ ＋ ２α －ｊ）（２α ｊ ＋ ４α －ｊ） － ９］

ｐ２， ｎ
Ｂ， ｊ ＝ ｃ － α －ｊ ＋

４θ∗ｊ － １
３

－
３（１ － ２θ∗－ｊ）（α ｊ － α －ｊ） ＋ ２（１ － ２θ∗ｊ ）（α ｊ － α －ｊ）（２α ｊ ＋ α －ｊ）

３［（４α ｊ ＋ ２α －ｊ）（２α ｊ ＋ ４α －ｊ） － ９］

ｐ２， ｏ
Ａ， ｊ ＝ ｃ － α －ｊ ＋

１ ＋ ２θ∗ｊ
３

－
３（１ － ２θ∗－ｊ）（α ｊ － α －ｊ） ＋ ２（１ － ２θ∗ｊ ）（α ｊ － α －ｊ）（２α ｊ ＋ α －ｊ）

３［（４α ｊ ＋ ２α －ｊ）（２α ｊ ＋ ４α －ｊ） － ９］

ｐ２， ｏ
Ｂ， ｊ ＝ ｃ － α －ｊ ＋

３ － ２θ∗ｊ
３

－
３（１ － ２θ∗－ｊ）（α ｊ － α －ｊ） ＋ ２（１ － ２θ∗ｊ ）（α ｊ － α －ｊ）（２α ｊ ＋ α －ｊ）

３［（４α ｊ ＋ ２α －ｊ）（２α ｊ ＋ ４α －ｊ） － ９］
分析上述第二阶段定价可以发现：
①　 双边市场平台在第二阶段对双边用户的定价与其在第一阶段获得的双边用户市场份额均相

关。 这与蒋传海研究所得结论不同， 在其研究中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企业在第二阶段对新老用户的定价

与第一阶段市场份额无关。 但该文的网络外部性并非本文关注的组间网络外部性， 在用户理性预期及

存在组间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 用户将根据两平台第一阶段市场份额预期第二阶段市场份额， 进而预

期接入该平台能获得的效用， 因而该定价受第一阶段两平台在双边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影响。
②　 双边市场平台在第一阶段获得的双边用户市场份额对第二阶段定价的影响不确定。 这与 Ｃａｒ⁃

ｒｏｎｉ的研究结果也不同， 他认为平台第一阶段市场份额将对老客户的定价有正的影响而对新客户的定

价有负的影响， 但在此处， 平台第一阶段市场份额对第二阶段新老用户定价的影响还受到双边用户组

间网络外部性相对大小的作用， 因而难以判断其作用效果。 出现该差异的原因在于 Ｃａｒｒｏｎｉ 仅研究了

平台对单边用户进行价格歧视的情况， 而本文则研究了平台对双边用户同时进行价格歧视的情况。 具

体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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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第二阶段对新老客户的定价随 θ∗ｊ 变化的情况

ｐ２， ｎ
Ａ， ｊ ｐ２， ｏ

Ａ， ｊ ｐ２， ｎ
Ｂ， ｊ ｐ２， ｏ

Ｂ， ｊ

θ∗ｊ
增加

［（αｊ ＋ ３α－ｊ）（２αｊ ＋ α－ｊ） － ３］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２（αｊ ＋ α－ｊ）（２αｊ ＋ α－ｊ） － ３］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αｊ ＋ ３α－ｊ）（２αｊ ＋ α－ｊ） － ３］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２（αｊ ＋ α－ｊ）（２αｊ ＋ α－ｊ） － ３］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θ∗－ｊ
增加

（αｊ － α－ｊ）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αｊ － α－ｊ）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αｊ － α－ｊ）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αｊ － α－ｊ）
［（４αｊ ＋ ２α－ｊ）（２αｊ ＋ ４α－ｊ） － ９］

＜ ０时增加

③　 由上述定价可知， 对在第一阶段竞争中占有超过 １ ／ ３市场份额的平台而言， 其在竞争中具有

一定的优势， 因而在第二阶段将对新用户收取相对较低的价格以不断开拓市场； 对第一阶段占有市场

份额小于 １ ／ ３的平台而言， 在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 因而将在第二阶段对老用户收取较低的价格以不

断巩固市场范围， 防止被逐出市场。 但后面分析可知， 在均衡时两平台平分市场， 都将奖励新客户。
（２） 第一阶段定价

在第一阶段， 具有理性预期的用户在选择接入平台时将考虑上述第二阶段定价， 并以其在两阶段

的预期效用折现和最大为目标来选择要接入的平台。 此时， 对于位于一阶段临界点 θ∗ｊ 的用户而言，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获得的预期效用折现和无差异： 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第二阶段接入平台 Ｂ； 第一阶

段接入平台 Ｂ第二阶段接入平台 Ａ。
对前一种情况， 该临界用户的预期效用折现和为：
Ｅ（ｕＡ）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１

Ａ， －ｊ － θ∗ｊ － ｐ１Ａ， ｊ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θ∗ｊ ） － ｐ２， ｎ

Ｂ， ｊ ］ （９）
对后一种情况， 该临界用户的预期效用折现和为：
Ｅ（ｕＢ）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１

Ｂ， －ｊ － （１ － θ∗ｊ ） － ｐ１Ｂ， ｊ ＋ （Ｖ ｊ ＋ α ｊ∗ｎｅ， ２
Ａ， －ｊ － θ∗ｊ － ｐ２， ｎ

Ａ， ｊ ） （１０）
其中， ｎｅ， １

Ａ， －ｊ、 ｎｅ， １
Ｂ， －ｊ 分别表示 ｊ 边消费者预期在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 Ｂ 的另一边消费者数量， 由

此， ｎｅ， １
Ａ， －ｊ ＝ θ∗－ｊ、 ｎｅ， １

Ｂ， －ｊ ＝ １ － θ∗－ｊ。 ｎｅ， ２
Ａ， －ｊ、 ｎｅ， ２

Ｂ， －ｊ 分别表示 ｊ 边消费者预期在第二阶段接入平台 Ａ、 Ｂ的另

一边消费者数量。 令上述两式相等可得：

θ∗１ ＝ １
２

＋
λ２（ｐ１Ａ， １ － ｐ１Ｂ， １） ＋ λ４（ｐ１Ａ， ２ － ｐ１Ｂ， ２）

２λ１
（１１）

θ∗２ ＝ １
２

＋
λ２（ｐ１Ａ， ２ － ｐ１Ｂ， ２） ＋ λ３（ｐ１Ａ， １ － ｐ１Ｂ， １）

２λ１
（１２）

其中，
λ１ ＝ １０α１ ２ ＋ １０α２ ２ ＋ ２８α１α２ － ４α１α２ ３ － ４α１ ３α２ － １０α１ ２α２ ２ － ８
λ２ ＝ ６ － ６α１ ２ － ６α２ ２ － １５α１α２
λ３ ＝ ５α２ ＋ α１ － １０α１α２ ２ － ４α１ ２α２ － ４α２ ３

λ４ ＝ ５α１ ＋ α２ － １０α１ ２α２ － ４α１α２ ２ － ４α１ ３

此时， Ａ、 Ｂ两平台分别选择 ｐ１Ａ， ｊ、 ｐ１Ｂ， ｊ 使其两阶段预期利润折现和最大， 即：
ｍａｘｐ１Ａ， １， ｐ１Ａ， ２｛θ

∗
１ ∗（ｐ１Ａ， １ － ｃ） ＋ θ∗２ ∗（ｐ１Ａ， ２ － ｃ） ＋ ［Ψ１∗（ｐ２， ｏ

Ａ， １ － ｃ） ＋ （Ω１ － θ∗１ ）∗（ｐ２， ｎ
Ａ， １ － ｃ） ＋

Ψ２∗（ｐ２， ｏ
Ａ， ２ － ｃ） ＋ （Ω２ － θ∗２ ）∗（ｐ２， ｎ

Ａ， ２ － ｃ）］｝ （１３）
ｍａｘｐ１Ｂ， １， ｐ１Ｂ， ２｛（１ － θ∗１ ）∗（ｐ１Ｂ， １ － ｃ） ＋ （１ － θ∗２ ）∗（ｐ１Ｂ， ２ － ｃ） ＋ ［（１ － Ω１）∗（ｐ２， ｏ

Ｂ， １ － ｃ） ＋ （θ∗１ －

Ψ１）∗（ｐ２， ｎ
Ｂ， １ － ｃ） ＋ （１ － Ω２）∗（ｐ２， ｏ

Ｂ， ２ － ｃ） ＋ （θ∗２ － Ψ２）∗（ｐ２， ｎ
Ｂ， ２ － ｃ）］｝ （１４）

对该利润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
机制 ２： 当两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 均衡时， 在第一阶段对双边用户的定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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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Ａ， １ ＝ ｐ１Ｂ， １ ＝ ｃ ＋
（α１ － α２）［２（２α１ ＋ α２） － ３］
３（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 ｐ１Ａ， ２ ＝ ｐ１Ｂ， ２ ＝ ｃ ＋
（α２ － α１）［２（α１ ＋ ２α２） － ３］
３（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在第二阶段对老用户的定价分别为：

ｐ２， ｏ
Ａ， １ ＝ ｐ２， ｏ

Ｂ， １ ＝
３ｃ － ３α２ ＋ ２

３
， ｐ２， ｏ

Ａ， ２ ＝ ｐ２， ｏ
Ｂ， ２ ＝

３ｃ － ３α１ ＋ ２
３

，

对新用户的定价分别为：

ｐ２， ｎ
Ａ， １ ＝ ｐ２， ｎ

Ｂ， １ ＝
３ｃ － ３α２ ＋ １

３
， ｐ２， ｎ

Ａ， ２ ＝ ｐ２， ｎ
Ｂ， ２ ＝

３ｃ － ３α１ ＋ １
３

，

此时， θ∗ｊ ＝ １
２
， ｎｅ， ２

ｉ， ｊ ＝ １
２
， Ψ ｊ ＝

１
３
， Ωｊ ＝

２
３
。

由该机制可知， 在每一阶段两平台都平分市场： 在第一阶段， 偏好位于区间 ０， １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双边用户

接入平台 Ａ， 偏好位于区间
１
２
，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双边用户接入平台 Ｂ， 在第二阶段， 偏好位于区间 ０， １

３
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

双边用户继续接入平台 Ａ， 偏好位于区间
１
３
， １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双边用户转向平台 Ｂ， 偏好位于区间

１
２
， ２
３

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双边用户转向平台 Ａ， 偏好位于区间

２
３
，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双边用户继续接入平台 Ｂ。 由此， 在双边

市场中， 在第二阶段每个平台都获得
１
３
的老客户及

１
６
的新客户。

由机制 ２及前述推导过程可以得出：
定理 １： 当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的情况下， 均衡时：

①　 与无价格歧视时定价相比， 若
（α１ － α２）［２（２α１ ＋ α２） － ３］
３（８α２１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２ － ９）

＋ α２≥１， 则平台第一阶段定价

高于无价格歧视时定价， 这将缓和第一阶段两平台之间的竞争， 反之， 将加剧第一阶段两平台之间的

竞争。
②　 平台第二阶段对所有客户的定价都低于无价格歧视时的定价， 且与老客户定价相比， 两平台

对新客户定价均较低。 这将加剧第二阶段两平台之间的竞争。
③　 平台第二阶段定价与第一阶段所能获得的双边市场份额有关， 但相关性受双边用户组间网络

外部性相对大小的影响。
④　 平台在两阶段对双边用户定价之差与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相对大小有关， 若

（α１ － α２）（α１ ＋ α２ － １）
（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 ０， 则在第一阶段平台将对 ｊ ＝ １边用户收取较高价格， 否则对 ｊ ＝ ２边

用户收取较高价格； 在第二阶段若 α ｊ ＞ α －ｊ， 则两平台均对 ｊ 边的新老用户收取较高的价格。

⑤　 在第一阶段双边用户对平台服务的需求弹性为
λ２
２λ１

， 若
λ２
λ１

＞ １
α２∗α１ － １

， 则其需求

弹性高于无价格歧视时的弹性， 反之则低于。
从机制 ２及定理 １可以看到， 在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 平台在第二阶段将对新用户提

供较低的价格以吸引其转移， 加剧了平台在第二阶段的竞争， 使其对新老客户的定价均低于统一

定价。
可以看到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平台对双边用户定价不一定相同， 这是双边市场定价的一

个特性， 即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所说 “各个击破” 策略， 如第二阶段定价中， 若 α ｊ ＞ α －ｊ ， 则两平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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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ｊ 边用户收取较高的价格， 且当网络外部性参数较大时， 出现低于边际成本甚至是补贴的情况。 同

时， 由于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对平台间竞争程度的影响难以确定， 同理， 平

台第二阶段定价与第一阶段获得的双边用户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也难以确定， 这与既有文献所得结论

有不同之处， 原因在于本文强调组间网络外部性， 且分析平台对双边用户均进行价格歧视的情况。
３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

在此情况下两阶段博弈过程也如图 １所示， 但平台 ｉ 在第一阶段宣布价格 ｐ１ｉ， ｊ
 ， ｐ２， ｏ

ｉ， ｊ
 

( ) ， 其中 ｐ１ｉ， ｊ
 

为对第一阶段用户定价， ｐ２， ｏ
ｉ， ｊ
 

为对第二阶段老客户的承诺定价。 在第二阶段， 平台对新用户设定价格

ｐ２， ｎ
ｉ， ｊ
 。

（１） 第二阶段定价

在给定第一阶段定价 ｐ１ｉ， ｊ
 ， ｐ２， ｏ

ｉ， ｊ
 

( ) 的情况下， 存在第一阶段临界点θ∗ｊ
 ， 使偏好位于区间［０， θ∗ｊ

 ］

的用户接入平台 Ａ， 偏好位于区间［θ∗ｊ
 ， １］ 的用户接入平台 Ｂ。 此时：

Ψ ｊ
 ＝

α ｊ∗ ｎｅ， ２
Ａ， －ｊ
 － α ｊ∗ ｎ２， ｏ

Ｂ， －ｊ
 ＋ １ － ｐ２， ｏ

Ａ， ｊ
 ＋ ｐ２， ｎ

Ｂ， ｊ
 

２
⩾ θ ｊ （１５）

对 ｊ 边用户而言，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 ［０， Ψ ｊ
 ］ 时， 在第二阶段仍旧接入平台 Ａ， 当其偏好位于区

间 ［Ψ ｊ， θ∗ｊ
 ］ 时， 在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Ｂ。

存在： Ωｊ
 ＝

α ｊ∗ ｎｅ， ２
Ａ， －ｊ
 － α ｊ∗ ｎｅ， ２

Ｂ， －ｊ
 ＋ １ － ｐ２， ｎ

Ａ， ｊ
 ＋ ｐ２， ｏ

Ｂ， ｊ
 

２
⩽ θ ｊ （１６）

对 ｊ 边用户而言，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θ∗ｊ
 ， Ωｊ

 ］ 时， 在第二阶段将转向平台 Ａ， 当其偏好位于区间

［Ωｊ
 ， １］ 时， 在第二阶段仍接入平台 Ｂ。

如上节所述， 在第二阶段两平台的双边用户均包括老客户、 新客户两类。 此时， 两平台在第二阶

段仅对新用户定价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平台利润最大化表达式如前节所述）。 对该利润最大化问题

求解， 可得第二阶段两平台对新用户定价分别为：

ｐ２， ｎ
Ａ， １
 ＝ －

（μ１３ｃ － μ１４ － μ１１ θ∗１
 － μ１２ θ∗２

 ＋ μ１０ ｐ２， ｏ
Ａ， ２
 ＋ μ８ ｐ２， ｏ

Ａ， １
 ＋ μ５ ｐ２， ｏ

Ｂ， １
 ＋ μ９ ｐ２， ｏ

Ｂ， ２
 ）

μ１５

ｐ２， ｎ
Ｂ， １
 ＝ －

（μ１４ ＋ μ１３ｃ ＋ μ１１ θ∗１
 ＋ μ１２ θ∗２

 ＋ μ９ ｐ２， ｏ
Ａ， ２
 ＋ μ５ ｐ２， ｏ

Ａ， １
 ＋ μ８ ｐ２， ｏ

Ｂ， １
 ＋ μ１０ ｐ２， ｏ

Ｂ， ２
 ）

μ１５

ｐ２， ｎ
Ａ， ２
 ＝ －

（μ２ｃ － μ１ － μ４ θ∗１
 － μ３ θ∗２

 ＋ μ８ ｐ２， ｏ
Ａ， ２
 ＋ μ７ ｐ２， ｏ

Ａ， １
 ＋ μ６ ｐ２， ｏ

Ｂ， １
 ＋ μ５ ｐ２， ｏ

Ｂ， ２
 ）

μ１５

ｐ２， ｎ
Ｂ， ２
 ＝ －

（μ１ ＋ μ２ｃ ＋ μ４ θ∗１
 ＋ μ３ θ∗２

 ＋ μ５ ｐ２， ｏ
Ａ， ２
 ＋ μ６ ｐ２， ｏ

Ａ， １
 ＋ μ７ ｐ２， ｏ

Ｂ， １
 ＋ μ８ ｐ２， ｏ

Ｂ， ２
 ）

μ１５
其中：
μ１ ＝ ４α１ － ８ － ８α１α２ ２ － １７α１ ２α２ － ９α１ ３α２ ＋ ５０α１α２ ＋ ４α１ ２ － ８８α１ ２α２ ２ ＋ １８α１ ２α２ ３ ＋ １８α１ ３α２ ２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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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２ ＝ ８ ＋ １２α１ － ２６α１α２ － ４α１ ２ － ６α１ ３ － ４α２ ２ ＋ ８α１ ２α２ ２ － ６α１α２ ２ － ３９α１ ２α２ ＋ １２α１ ３α２ ２

μ３ ＝ １７６α１ ２α２ ２ ＋ １８α１ ３α２ － ７２α１ ３α２ ３ ＋ １６ － １００α１α２ － ８α１ ２

μ４ ＝ １６α１α２ ２ － ８α１ － ３６α１ ２α２ ３ ＋ ３４α１ ２α２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２

μ５ ＝ ８ ＋ １８α１α２ ３ ＋ １８α１ ３α２ － ４６α１α２ － ６α１ ２ － ６α２ ２ ＋ ６８α１ ２α２ ２

μ６ ＝ ３６α１ ２α２ ３ ＋ １２α１ ３α２ ２ － ４α１ － ２２α１α２ ２ ＋ ７α１ ２α２ ＋ ３α１ ３ ＋ ４α２
μ７ ＝ ２８α１α２ ２ － ８α１ ＋ ３２α１ ２α２ － ４α２ － ３６α１ ２α２ ３ － ２４α１ ３α２ ２ ＋ ３α１ ３

μ８ ＝ ２α１ ２ ＋ ２α２ ２ ＋ ５７α１ ２α２ ２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３ － １６α１α２
μ９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２ ＋ １２α１ ２α２ ３ － ４α２ － ２２α１ ２α２ ＋ ７α１α２ ２ ＋ ３α２ ３ ＋ ４α１
μ１０ ＝ ３α２ ３ － ４α１ － ８α２ － ２４α１ ２α２ ３ ＋ ３２α１α２ ２ ＋ ２８α１ ２α２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２

μ１１ ＝ １７６α１ ２α２ ２ ＋ １８α１α２ ３ － ７２α１ ３α２ ３ ＋ １６ － １０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μ１２ ＝ １６α１ ２α２ － ８α２ － ３６α１ ２α２ ３ ＋ ３４α１α２ ２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２

μ１３ ＝ ８ ＋ １２α２ － ２６α１α２ － ４α１ ２ － ６α２ ３ － ４α２ ２ ＋ ８α１ ２α２ ２ － ６α１ ２α２ － ３９α１α２ ２ ＋ １２α１ ２α２ ３

μ１４ ＝ ４α２ － ８ － ８α１ ２α２ － １７α１α２ ２ － ９α１α２ ３ ＋ ５０α１α２ ＋ ４α２ ２ － ８８α１ ２α２ ２ ＋ １８α１ ２α２ ３ ＋ １８α１ ３α２ ２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３

μ１５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３ － １８α１ ３α２ － １３３α１ ２α２ ２ ＋ ８α１ ２ － １８α１α２ ３ ＋ ８８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１６
此时平台对新用户的定价与第一阶段获得的双边市场用户份额均相关， 但该定价随平台一阶段市

场份额变化的情况受到 α１、 α２ 相对大小的影响， 难以通过解析解形式表达。 同时， 该定价与无价格

承诺时平台定价的相对大小也难以通过解析解形式进行比较。 这与既有文献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原

因在于本文考虑了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２） 第一阶段定价

如前所述， 存在一阶段临界点 （具体推导过程如前节所述）：

θ∗１
 ＝

τ２（ｐ１Ａ， １
 － ｐ１Ｂ， １
 ） ＋ τ４（ｐ１Ａ， ２

 － ｐ１Ｂ， ２
 ） ＋ τ７（ｐ２， ｏ

Ａ， １
 － ｐ２， ｏ

Ｂ， １
 ） ＋ τ５（ｐ２， ｏ

Ａ， ２
 － ｐ２， ｏ

Ｂ， ２
 ） ＋ τ１

２τ１
（１７）

θ∗２
 ＝

τ２（ｐ１Ａ， ２
 － ｐ１Ｂ， ２
 ） ＋ τ３（ｐ１Ａ， １

 － ｐ１Ｂ， １
 ） ＋ τ６（ｐ２， ｏ

Ａ， １
 － ｐ２， ｏ

Ｂ， １
 ） ＋ τ８（ｐ２， ｏ

Ａ， ２
 － ｐ２， ｏ

Ｂ， ２
 ） ＋ τ１

２τ１
（１８）

τ１ ＝ ４α１ ３α２ ３ － ４α１ ３α２ － ２４α１ ２α２ ２ ＋ ４α１ ２ － ４α１α２ ３ ＋ ２４α１α２ ＋ ４α２ ２ － ４
τ２ ＝ ４ － ２α２ ２ － ２α１ ２ ＋ ６α１ ２α２ ２ － １６α１α２
τ３ ＝ ２α１ ＋ ４α１ ２α２ ３ ＋ ４α２ － ２α２ ３ － １４α１α２ ２ － ４α１ ２α２
τ４ ＝ ２α２ ＋ ４α１ ３α２ ２ ＋ ４α１ － ２α１ ３ － １４α１ ２α２ － ４α１α２ ２

τ５ ＝ α２ ＋ ２α１ － ８α１ ２α２ ＋ α２ － ２α１ ２ － ４α１α２ ２

τ６ ＝ α１ ＋ ２α２ － ８α１α２ ２ ＋ α１ － ２α２ ３ － ４α１ ２α２
τ７ ＝ ２ － ２α２ ２ － ２α１ ３α２ － ２α１ ２α２ ２ － ６α１α２
τ８ ＝ ２ － ２α１ ２ － ２α１α２ ３ － ２α１ ２α２ ２ － ６α１α２

此时， 偏好位于区间 ［０， θ∗ｊ
 ］的消费者接入平台Ａ， 位于区间［θ∗ｊ

 ， １］的消费者接入平台Ｂ， 两

平台在第一阶段同时确定（ｐ１ｉ， ｊ
 ， ｐ２， ｏ

ｉ， ｊ
 ） 以实现预期利润折现和最大 （表达式如前节所述）， 对该利润

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
机制 ３： 在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进行价格承诺的情况下， 均衡时， 两平台第一阶段对用户定价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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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Ａ， ２
 ＝ ｐ１Ｂ， ２
 ＝ ｃ ＋ １ － α１ ＋

γ１
γ０
， ｐ１Ａ， １
 ＝ ｐ１Ｂ， １
 ＝ ｃ ＋ １ － α２ ＋

γ２
γ０
。

在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老客户的承诺定价分别为：

ｐ２， ｏ
Ａ， ２
 ＝ ｐ２， ｏ

Ｂ， ２
 ＝

γ３
γ０

＋ ｃ， ｐ２， ｏ
Ａ， １
 ＝ ｐ２， ｏ

Ｂ， １
 ＝

γ４
γ０

＋ ｃ。

在第二阶段对第二阶段新客户的定价分别为：

ｐ２， ｎ
Ａ， １
 ＝ ｃ －

γ７γ３ ＋ γ８γ４
γ９γ０

， ｐ２， ｎ
Ｂ， １
 ＝ ｃ －

γ７γ３ ＋ γ８γ４
γ９γ０

， ｐ２， ｎ
Ａ， ２
 ＝ ｃ －

γ６γ４ ＋ γ８γ３
γ９γ０

， ｐ２， ｎ
Ｂ， ２
 ＝ ｃ －

γ６γ４ ＋ γ８γ３
γ９γ０

。

在每一阶段， 两个平台均平分市场， 即 θ∗ｊ
 ＝ １

２
， ｎｅ， ２

ｉ， ｊ
 ＝ １

２
， 此时：

Ψ１
 ＝ １

２
－
γ５γ４ ＋ γ７γ３
２γ９γ０

， Ψ２
 ＝ １

２
－
γ５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γ０

， Ω１
 ＝ １

２
＋
γ５γ４ ＋ γ７γ３
２γ９γ０

， Ω２
 ＝ １

２
＋
γ５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γ０

。

其中：
γ０ ＝ ３２４α１ ３α２ ３ － ５４１α１ ２α２ ２ ＋ ３４４α１α２ ＋ ６α１ ３α２ ＋ ６α１α２ ３ ＋ １２α１ ２ ＋ １２α２ ２ － ６４
γ１ ＝ （５４α１ ３ ＋ ２４α１ ２ － ３α１）α２ ３ － （９α１ ３ ＋ ９３α１ ２ ＋ ５１α１ － ６）α２ ２ ＋ （６α１ ２ ＋ ４２α１ ＋ ２４）α２
γ２ ＝ （５４α２ ３ ＋ ２４α２ ２ － ３α２）α１ ３ － （９α２ ３ ＋ ９３α２ ２ ＋ ５１α２ － ６）α１ ２ ＋ （６α２ ２ ＋ ４２α２ ＋ ２４）α１
γ３ ＝ γ０（１ － α１） － （５４α１ ３ － ６６α１ ２ ＋ １２α１）α２ ３ － （９０α１ ４ ＋ ４９α１ ３ － １５９α１ ２ ＋ ７８α１）α２ ２ ＋ （１５α１ ４ ＋

１２９α１ ３ ＋ ７６α１ ２ － １４０α１ ＋ ２４）α２ － （６α１ ３ ＋ ４８α１ ２ ＋ ２４α１ － ３２）
γ４ ＝ γ０（１ － α２） － （５４α２ ３ － ６６α２ ２ ＋ １２α２）α１ ３ － （９０α２ ４ ＋ ４９α２ ３ － １５９α２ ２ ＋ ７８α２）α１ ２ ＋ （１５α２ ４ ＋

１２９α２ ３ ＋ ７６α２ ２ － １４０α２ ＋ ２４）α１ － （６α２ ３ ＋ ４８α２ ２ ＋ ２４α２ － ３２）
γ５ ＝ － ８α１ ２α２ ２ ＋ ２６α１α２ ＋ ４α１ ２ ＋ ４α２ ２ － ８
γ６ ＝ － １２α１ ３α２ ２ ＋ ６α１α２ ２ ＋ ３９α１ ２α２ ＋ ６α１ ３ － １２α１
γ７ ＝ － １２α１ ２α２ ３ ＋ ６α１ ２α２ ＋ ３９α１α２ ２ ＋ ６α２ ３ － １２α２
γ８ ＝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３ ＋ １２５α１ ２α２ ２ － ６２α１α２ ＋ １８α１α２ ３ ＋ １８α１ ３α２ － ４α１ ２ － ４α２ ２ ＋ ８
γ９ ＝ ３６α１ ３α２ ３ － １３３α１ ２α２ ２ ＋ ８８α１α２ － １８α１ ３α２ － １８α１α２ ３ ＋ ８α１ ２ ＋ ８α２ ２ － １６
由机制 ３及前述推导过程可得：
定理 ２： 在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进行价格承诺的情况下， 均衡时：
①　 平台第一阶段定价与无价格歧视定价相比， 其大小关系见表 ２。

表 ２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第一阶段定价与统一定价对比

高于统一定价 低于统一定价

ｊ ＝ １边定价
γ２
γ０

＞ ０
γ２
γ０

＜ ０

ｊ ＝ ２边定价
γ１
γ０

＞ ０
γ１
γ０

＜ ０

当平台第一阶段定价高于统一定价时， 缓和了两平台在第一阶段的竞争， 反之则加剧。
②　 平台第二阶段定价与无价格歧视时定价相比， 其大小关系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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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第二阶段定价与统一定价对比

高于统一定价 低于统一定价

ｊ ＝ １边
老客户定价 α２ ＋

γ４
γ０

＞ １ α２ ＋
γ４
γ０

＜ １

新客户定价 α２ －
γ７γ３ ＋ γ８γ４

γ９γ０
＞ １ α２ －

γ７γ３ ＋ γ８γ４
γ９γ０

＜ １

ｊ ＝ ２边
老客户定价 α１ ＋

γ３
γ０

＞ １ α１ ＋
γ３
γ０

＜ １

新客户定价 α１ －
γ８γ３ ＋ γ６γ４

γ９γ０
＞ １ α１ －

γ８γ３ ＋ γ６γ４
γ９γ０

＞ １

当平台第二阶段对新老客户定价高于统一定价时， 缓和了两平台在第二阶段的竞争， 反之则加

剧。 在第二阶段， 平台对新老用户定价的大小关系见表 ４。
表 ４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第二阶段对新老客户定价对比

对老客户定价较高 对新客户定价较高

ｊ ＝ １边
γ５γ４ ＋ γ７γ３

γ９γ０
＞ ０

γ５γ４ ＋ γ７γ３
γ９γ０

＜ ０

ｊ ＝ ２边
γ５γ３ ＋ γ６γ４

γ９γ０
＞ ０

γ５γ３ ＋ γ６γ４
γ９γ０

＜ ０

此时， 若平台对老客户定价较高， 则第二阶段存在用户转移， 且双边用户转移量分别为：
γ５γ４ ＋ γ７γ３
２γ９γ０

、
γ５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γ０

。 若平台对新客户定价较高， 则第二阶段没有用户转移。

③　 两阶段平台对双边用户定价大小关系见表 ５。
表 ５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对双边用户定价对比

对 ｊ ＝ １边定价较高 对 ｊ ＝ ２边定价较高

一阶段定价 α１ － α２ ＋
γ２ － γ１

γ０
＞ ０ α１ － α２ ＋

γ２ － γ１
γ０

＜ ０

二阶段定价

老客户
γ４ － γ３

γ０
＞ ０

γ４ － γ３
γ０

＜ ０

新客户
γ６γ４ － γ７γ３ ＋ γ８（γ３ － γ４）

γ９γ０
＞ ０

γ６γ４ － γ７γ３ ＋ γ８（γ３ － γ４）
γ９γ０

＜ ０

由于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平台将对双边用户采取 “各个击破” 策略， 即通过对一边用

户收费较低甚至补贴来吸引该边用户接入， 进而吸引另一边用户的接入， 并对该边用户收取更高的价

格以最终获得利润， 如电商平台对买家不收取任何费用， 但对卖家则以交易佣金、 服务费等形式收取

一定的费用， 并以此盈利， 对该定价机制，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已进行了分析， Ｃａｒｒｏｎｉ也将该定价机制

与双边市场 ＢＢＰＤ定价机制结合研究。 但此处结论与 Ｃａｒｒｏｎｉ 结论相比显得较复杂， 其原因在于本文

既分析了平台对双边用户均进行价格歧视的情况又分析了平台有价格承诺的情况。

④　 在第一阶段双边用户对平台服务的需求弹性为
τ２
２τ１
， 若

τ２
τ１

＞ １
α１α２ － １

， 则其需求弹性

高于无价格歧视时的弹性， 反之则低于。
由机制 ３及定理 ２可以发现， 在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且有价格承诺的情况下， 该歧视定价行

为对两阶段平台间竞争的影响以及平台对双边用户、 新老用户的定价机制等， 均随双边用户组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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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的大小而变化， 很难用解析解的形式来分析， 这与 Ｃａｍｉｎａｌ和 Ｍａｔｕｔｅｓ及 Ｃｈｅｎ和 Ｐｅａｒｃｙ等研究

单边市场有价格承诺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时所得结论不同， 这也是双边市场自身特性所致。 同时， 该结果

也与毕菁佩和舒华英、 Ｃａｒｒｏｎｉ所得结论不同， 这是因为本文在基于用户品牌偏好异质性之外又考虑

了平台价格承诺的情况。
由上述分析可知， 推论 １： 与企业选择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不同， 当其有价格承诺时， 在第二

阶段博弈中， 并不一定存在消费者的转移购买行为， 此时有：

当第二阶段存在用户转移时， 偏好位于区间 ［０， Ψ ｊ
 ］ 的用户两阶段都接入平台 Ａ， 偏好位于区间

［Ψ ｊ
 ， １

２
］ 的用户第一阶段接入平台 Ａ并在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Ｂ， 偏好位于区间［ １

２
， Ωｊ
 ］ 的用户第一

阶段接入平台 Ｂ并在第二阶段转向平台 Ａ， 偏好位于区间［Ωｊ
 ， １］ 的用户两阶段都接入平台 Ｂ。

当第二阶段不存在用户转移时， 偏好位于区间［０， １
２
］ 的双边用户两阶段都选择平台 Ａ， 偏好位

于区间［ １
２
， １］ 的双边用户两阶段都选择平台 Ｂ。

四、 市场绩效分析

　 　 本部分主要分析上述三种定价机制下， 均衡时平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利及其随组间网络

外部性变化的情况。
１ 平台利润分析

（１） 由机制 １及无价格歧视时分析可知， 当平台无价格歧视时， 两平台每阶段都获得相同利润：

πｉ， ｔ ＝∑ ｊ ＝ １， ２
ｎｕ
ｉ， ｊ∗（ｐｕ

ｉ， ｊ － ｃ） ＝ １
２
（２ － α１ － α２）， ｉ ＝ Ａ、 Ｂ， ｊ ＝ １、 ２， ｔ ＝ １、 ２。

由此， 无价格歧视时两平台两阶段利润折现和为： πｉ， ｕ ＝ πｉ， １ ＋ πｉ， ２ ＝ ２ － α１ － α２， ｉ ＝ Ａ、 Ｂ。
（２） 由机制 ２及对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的分析可知， 两平台在第一阶段获得的利润为：

πｉ， １ ＝∑ ｊ ＝ １， ２
ｎ１ｉ， ｊ∗（ｐ１ｉ， ｊ － ｃ） ＝

（α１ － α２） ２

３（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 ｉ ＝ Ａ、 Ｂ， ｊ ＝ １、 ２， ｔ ＝ １、 ２。

两平台在第二阶段获得的利润分别为：

πＡ， ２ ＝∑ ｊ ＝ １， ２
Ψ ｊ∗（ｐ２， ｏ

Ａ， ｊ － ｃ） ＋ （Ωｊ － θ∗ｊ ）∗（ｐ２， ｎ
Ａ， ｊ － ｃ）[ ] ＝ ５

９
－ １
２
（α２ ＋ α１）

πＢ， ２ ＝∑ ｊ ＝ １， ２
（１ － Ωｊ）∗（ｐ２， ｏ

Ｂ， ｊ － ｃ） ＋ （θ∗ｊ － Ψ ｊ）∗（ｐ２， ｎ
Ｂ， ｊ － ｃ）[ ] ＝ ５

９
－ １
２
（α２ ＋ α１）

由此， 当两平台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 两阶段利润折现和为：

πｉ ＝ πｉ， １ ＋ πｉ， ２ ＝
（α１ － α２） ２

３（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 １
２
（α２ ＋ α１） ＋ ５

９
， ｉ ＝ Ａ、 Ｂ。

（３） 同理， 由机制 ３及对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的分析可知：
①　 在第二阶段存在用户转移情况下， 两平台在第一阶段获得的利润为：

πｉ， １
 ＝ １

２ ２
－ α１ － α２ ＋

γ１ ＋ γ２
γ０

æ

è
ç

ö

ø
÷ ， ｉ ＝ Ａ、 Ｂ 。

两平台在第二阶段获得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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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ｉ， ２
 ＝ １

２
－
γ５γ４ ＋ γ７γ３
２γ９γ０

æ

è
ç

ö

ø
÷
γ４
γ０

－
γ５γ４ ＋ γ７γ３
２γ９γ０

γ７γ３ ＋ γ８γ４
γ９γ０

＋ １
２

－
γ５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γ０

æ

è
ç

ö

ø
÷
γ３
γ０

－
γ５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γ０

γ８γ３ ＋ γ６γ４
γ９γ０

， ｉ ＝ Ａ、 Ｂ。

此时， 两平台两阶段期望利润折现和为：

πｉ
 ＝ １

２ ２
－ α１ － α２ ＋

γ１ ＋ γ２ ＋ γ３ ＋ γ４
γ０

æ

è
ç

ö

ø
÷ －

γ４（γ５γ４ ＋ γ７γ３） ＋ γ３（γ５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γ０ ２

－

（γ５γ４ ＋ γ７γ３）（γ７γ３ ＋ γ８γ４） ＋ （γ５γ３ ＋ γ６γ４）（γ８γ３ ＋ γ６γ４）
２γ９ ２γ０ ２

， ｉ ＝ Ａ、 Ｂ。

②　 在第二阶段不存在用户转移的情况下， 两平台在第一阶段获得的利润为：

πｉ， １
 ＝ １

２ ２
－ α１ － α２ ＋

γ２ ＋ γ１
γ０

æ

è
ç

ö

ø
÷ ， ｉ ＝ Ａ、 Ｂ。

两平台在第二阶段获得的利润为：

πｉ， ２
 ＝

γ３ ＋ γ４
２γ０

， ｉ ＝ Ａ、 Ｂ。

此时， 两平台两阶段期望利润折现和为：

π ＝ １
２ ２

－ α１ － α２ ＋
γ２ ＋ γ１

γ０
æ

è
ç

ö

ø
÷ ＋

γ３ ＋ γ４
２γ０

， ｉ ＝ Ａ、 Ｂ。

２ 消费者剩余分析

（１） 由机制 １及对平台无价格歧视时的分析可知， 当平台无价格歧视时， 每一阶段消费者剩余

均为：

ＣＳｕ， ｔ ＝∑ ｊ ＝ １， ２ ∫
θ∗ｊ

０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Ａ， －ｊ － θ ｊ － ｐｔ
Ａ， ｊ）ｄθ ＋ ∫１

θ∗ｊ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ｔ
Ｂ， ｊ[ ] ｄθ[ ] ＝

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３
２

－ ２ｃ － ５
２

其两阶段消费者剩余折现和为：
ＣＳｕ， ｔ ＝ ２（Ｖ１ ＋ Ｖ２） ＋ ３（α１ ＋ α２） － ４ｃ － ５
（２） 由机制 ２及对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的分析可知， 此时， 第一阶段消费者剩余为：

ＣＳ１ ＝∑ ｊ ＝ １， ２
［∫θ

∗ｊ

０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Ａ， －ｊ － θ ｊ － ｐ１Ａ， ｊ）ｄθ ＋ ∫１
θ∗ｊ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１Ｂ， ｊ］ｄθ］ ＝

Ｖ１ ＋ Ｖ２ － ２ｃ －
２（α１ － α２） ２

３（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
α１ ＋ α２ － １

２
第二阶段消费者剩余为：

ＣＳ２ ＝∑ ｊ ＝ １， ２
［∫Ψｊ
０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Ａ， －ｊ － θ ｊ － ｐ２， ｏ
Ａ， ｊ ）ｄθ ＋ ∫θ

∗ｊ

Ψ ｊ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２， ｎ

Ｂ， ｊ ）ｄθ ＋

∫Ωｊ
θ∗ｊ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Ａ， －ｊ － θ ｊ － ｐ２， ｎ
Ａ， ｊ ）ｄθ ＋ ∫１

Ωｊ

（Ｖ ｊ ＋ α ｊ∗ｎｅ， ｔ
Ｂ， －ｊ － （１ － θ ｊ） － ｐ２， ｏ

Ｂ， ｊ）ｄθ］ ＝ （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３
２

－ ２ｃ － ３１
１８

由此可得， 平台进行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 消费者剩余折现和为：

ＣＳ ＝ ＣＳ１ ＋ ＣＳ２ ＝ ２（Ｖ１ ＋ Ｖ２） － ４ｃ －
２（α１ － α２） ２

３（８α１ ２ ＋ ２０α１α２ ＋ ８α２ ２ － ９）
＋ ２（α１ ＋ α２） － ２０

９
（３） 同理， 由机制 ３及对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的分析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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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二阶段有用户转移时， 第一阶段消费者剩余为：

ＣＳ１
 ＝ Ｖ１ ＋ Ｖ２ ＋

３（α１ ＋ α２）
２

－ ５
２

－ ２ｃ －
γ２ ＋ γ１

γ０
第二阶段消费者剩余为：

ＣＳ２
 ＝ 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２

－ ２ｃ － ３
２

－
γ３ ＋ γ４

γ０
＋ Ψ１
 Ψ１
 ＋ Ψ２
 Ψ２
 ＋ Ω１

 Ω１
 ＋ Ω２
 Ω２
 

此时， 两阶段消费者总剩余折现和为：

ＣＳ ＝ ２（Ｖ１ ＋ Ｖ２） ＋ ２（α１ ＋ α２） － ４ｃ －
γ１ ＋ γ２ ＋ γ３ ＋ γ４

γ０
－ ４ ＋ Ψ１

 Ψ１
 ＋ Ψ２
 Ψ２
 ＋ Ω１

 Ω１
 ＋ Ω２
 Ω２
 

②　 第二阶段无用户转移时， 第一阶段消费者剩余为：

ＣＳ１
 ＝ Ｖ１ ＋ Ｖ２ ＋

３（α１ ＋ α２）
２

－ ５
２

－ ２ｃ －
γ２ ＋ γ１

γ０
第二阶段消费者剩余为：

ＣＳ２
 ＝ 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２

－ ２ｃ － １
２

－
γ３ ＋ γ４

γ０
此时， 两阶段消费者总剩余折现和为：

ＣＳ ＝ ２（Ｖ１ ＋ Ｖ２） ＋ ２（α１ ＋ α２） － ３ － ４ｃ －
γ１ ＋ γ２ ＋ γ３ ＋ γ４

γ０
３ 社会福利分析

（１） 由上述分析可知， 当平台无价格歧视时， 社会总福利为：
ＳＷｕ ＝ ＣＳｕ ＋ πＡ， ｕ ＋ πＢ， ｕ ＝ ２（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 ４ｃ － １
（２） 当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时， 社会总福利为：

ＳＷ ＝ ＣＳ ＋ πＡ ＋ πＢ ＝ ２（Ｖ１ ＋ Ｖ２） － ４ｃ ＋ （α２ ＋ α１） － １０
９

（３） 当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 存在如下两种情况：
①　 在第二阶段存在用户转移情况下， 社会总福利为：

ＳＷ ＝ ＣＳ ＋ πＡ
 ＋ πＢ

 ＝ ２（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 ４ｃ － ２ －
γ４（γ５γ４ ＋ γ７γ３

γ９γ０ ２
－

（γ５γ４ ＋ γ７γ３）（γ７γ３ ＋ γ８γ４） ＋ （γ５γ３ ＋ γ６γ４）（γ８γ３ ＋ γ６γ４）
γ９ ２γ０ ２

＋ Ψ１
 Ψ１
 ＋ Ψ２
 Ψ２
 ＋ Ω１

 Ω１
 ＋ Ω２
 Ω２
 

②　 在第二阶段不存在用户转移的情况下， 社会总福利为：

ＳＷ ＝ ＣＳ ＋ πＡ
 ＋ πＢ
 ＝ ２（Ｖ１ ＋ Ｖ２） ＋ α１ ＋ α２ － ４ｃ － １

４ 数值模拟

由上述三种情况下的平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利的表达式可以看出， 难以利用解析解的形

式进行比较分析， 因此， 在此采用数值模拟法分析组间网络外部性对平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

利等的影响。
不失一般性， 令 Ｖ１ ＝ Ｖ２ ＝ ５， 使平台选择其占优策略时， 消费者都能获得正效用， 从而使其都选

择接入一个平台。 且令 α２ ＝ ０ ５， ｃ ＝ １， α１∈ （０， １），① 分析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相对大小对平

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此时， 无论平台是否进行价格承诺， 其价格曲线在 α１ ＝ ０ ５

３７双边市场、 不完全信息与基于购买行为的价格歧视

① 由此获得的结论在其对偶情况 α１ ＝ ０ ５、 α２ ∈ （０， １） 即给定 α１、 令 α２ 变化时也成立。



处不连续， 由此导致平台利润函数、 消费者剩余函数、 社会福利函数均在 α１ ＝ ０ ５处不连续，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市场绩效随 α１ 变化示意图

由 Ａ图可以看出， 在无价格歧视、 ＢＢＰＤ 且无价格承诺时， 平台利润均随着 α１ 的增加而降低，
且无价格承诺时的平台利润总低于无价格歧视时的平台利润。 当平台选择有价格承诺时， 其利润函数

在 α１ ＝ ０ ５处出现跳跃， 当 α１∈ （０， ０ ５） 时， 其利润函数随着 α１ 的增加而递减直至为负， 这是由

于在此区间平台对用户的定价低于其边际成本甚至采取补贴的形式吸引用户接入平台， 当 α１∈
（０ ５， １） 时， 其利润函数随着 α１ 的增加而减少， 但其值为正， 在间断点处， 平台利润从负值跳跃

到正值。 由此可知， 当 α１∈ （０， ０ ５） 时， 平台占优策略为无价格歧视， 当 α１∈ （０ ５， １） 时， 平

台占优策略为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为平台的严格被占优策略。
由 Ｂ图可以看出， 在平台选择无价格歧视、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的情况下， 消费者剩余均随着 α１

的增加而递增。 与无价格歧视时相比，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将导致消费者剩余增加； 当平台选择 ＢＢ⁃
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 其消费者剩余函数在 α１ ＝ ０ ５处出现跳跃， 当 α１∈ （０， ０ ５） 时， 消费者剩余

将增加， 当 α１∈ （０ ５， １） 时， 消费者剩余将减少。
由 Ｃ图可以看出， 在三种机制下社会福利均随 α１ 的增加而递增。 与无价格歧视时社会福利相

比， 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时无论是否进行价格承诺都将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 且无价格承诺时社会福利低

于有价格承诺时的社会福利。
综合上述对平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的分析， 可以得出定理 ３：
①　 给定 α ｊ∈ （０， １）， 将存在一个 α∗－ｊ使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 （无价格承诺、 有价格承诺） 时双边

用户定价、 平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等函数存在一个间断点， 若 α∗－ｊ∈ （０， １）， 则导致上

述函数在 α－ｊ∈ （０， α∗－ｊ ） 与 （α∗－ｊ ， １） 两个区间内出现跳跃且其函数性质也略有不同。
②　 对平台利润而言，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总会导致平台利润的减少； 当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 且有价

格承诺时， 若 α－ｊ∈ （０， α∗－ｊ ）， 将导致平台利润的损失， 若 α－ｊ∈ （α∗－ｊ ， １）， 将导致平台利润的增

加。 平台占优策略为： 若 α－ｊ∈ （０， α∗－ｊ ）， 选择无价格歧视， 若 α－ｊ∈ （α∗－ｊ ， １）， 选择 ＢＢＰＤ且有价

格承诺；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为其严格被占优策略。
③　 对消费者剩余而言，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总会增加消费者剩余， 而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则既可

能增加也可能减少消费者剩余； 当平台占优策略为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将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减少。
④　 对于社会福利而言， 只要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 无论其是否进行价格承诺， 都将导致社

会福利的减少， 且无价格承诺时社会福利低于有价格承诺时。

４７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平台经济研究



本文模型结论与既有文献存在一定的差异， 原因在于现有文献只分析了双边市场平台对用户进行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的情况， 而通过本文分析可以发现， ＢＢＰＤ 且无价格承诺为平台的严格被占优策

略， 因而本文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结　 　 语

　 　 在具有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双边市场上， 平台依据用户的购买行为进行价格歧视是比较常见的现

象。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 研究了在用户跨期偏好不变的情况下， 平台采用 ＢＢＰＤ （无价格

承诺、 有价格承诺） 时的定价机制及其对平台利润、 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利等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

明： 均衡时， ＢＢＰＤ且无价格承诺为严格被占优策略， 平台将选择无价格歧视或 ＢＢＰＤ 且有价格承

诺； 当平台占优策略为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 将导致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利的损失； 当平台选择价

格歧视时， 若其无价格承诺， 则在第二阶段会加剧平台之间的竞争， 在第一阶段是否加剧平台间的竞

争取决于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的相对大小， 若有价格承诺， 则在两阶段是否都加剧平台间竞争取

决于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的相对大小。
从理论角度来看， 本文模型假设与现有文献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而所得结论也与现有文献结论有

所不同， 这为 ＢＢＰＤ定价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同时， 本文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

的一些经济现象和企业定价行为， 如在网约车平台中， 一方面， 平台会对新接入乘客提供较多的优

惠， 但随着新乘客对软件使用次数的增加， 类似的优惠将不断减少， 这就是平台基于乘客购买行为对

其进行的价格歧视； 另一方面， 平台会对工作时间较长的车主提供较多的佣金折扣， 或者在派单中优

先分配一些优质单， 这也是对老用户的一种价格优惠； 平台对乘客、 车主的优惠幅度也不相同， 该现

象就是本文所说 “受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相对大小的影响， 而对双边用户、 新老客户收取不同

的费用”。 此外， 本文对于双边市场平台的定价机制选择具有现实意义， 均衡时双边市场平台的占优

机制选择随双边用户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变化而不同， 平台定价机制选择应据此调整。 本文对政府监管

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本文结论， 当双边市场平台选择 ＢＢＰＤ且有价格承诺时， 将导致消费者剩

余、 社会福利的损失， 这为政府加强对平台定价行为的监管提供了依据。
本文研究的 ＢＢＰＤ定价行为属于短期契约的范畴， 没有分析双边市场平台提供长期契约 （如爱

奇艺等平台的会员卡、 曹操专车等平台的保姆车服务） 的情况， 而且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双边

市场平台有可能对每一位用户进行画像， 进而在每一期根据用户购买行为对其进行歧视定价， 这些都

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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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双边市场、 不完全信息与基于购买行为的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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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虚拟空间的经济学思考

陈小勇

（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摘要： 虚拟空间拓展了经济活动的领地， 它是一个超越了地理空间中距离概念的场所。 既有的经济学

理论， 尤其是空间经济学理论还缺乏关于虚拟空间中经济活动的系统研究。 文章基于分工理论， 系统分析

虚拟空间的属性及其在经济运行逻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表明， 分工与协作在经济运行体系中居于

核心地位， 而虚拟空间有效解决了分工与协作面临的信息问题。 此外， 在虚拟空间中， 平台企业是经济集

聚的依托， 基于虚拟空间先天的全球化优势， 平台企业通过社区化、 模块化发展， 可直接将基于地理位置

的区域性经济集聚整合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集聚。
关键词： 虚拟空间； 地理空间； 经济集聚； 平台企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７６－０８

　 　 在互联网经济出现之前， 人们对于经济活动的场景只限于 “地理空间” 的概念。 以保罗·克鲁

格曼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藤田昌久 （Ｍａｓａｈｉｓａ Ｆｕｊｉｔａ）、 安东尼·Ｊ 维纳布尔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等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都聚焦于经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 形成及演进问题。① 然

而， 互联网改变了这种认知， 经济活动在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空间蓬勃发展。
为什么经济活动能从地理空间转向虚拟空间？ 这两个空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虚拟空间中的经济

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经济活动或经济集聚在这两个空间的形成和演进是否遵循同样的规律？ 对于这些

问题的回答， 既需要客观认识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各自的属性及相互关系， 又需要客观把握这两个空

间在经济运行逻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此， 本文通过分析虚拟空间的特征及其与地理空间的关

系， 从经济体系运行的逻辑框架审视虚拟空间在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虚拟空间中经济

活动的实践， 抽象经济集聚在虚拟空间中形成与演进的规律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 虚拟空间的属性

　 　 虚拟空间是人们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真实世界进行的逻辑映射， 其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比特，
因此， 形式上它是一个纯粹由数字 （信息） 构造的世界。 通过互联网进入虚拟空间， 人们不需要实

地走访就能观赏真实世界的场景， 获取关于真实世界的各方面信息。

６７




１ 虚拟空间是对地理空间的逻辑映射

现代信息技术的突出特征是能用信息表达人类活动的场景及活动本身， 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高度仿

真。 借助互联网技术， 分散的信息化场景 （被仿真的现实） 逐渐被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 构成了一

个连续的仿真世界， 虚拟空间就是对这个仿真世界进行的概括性描述。 人们在地理空间中从事的很多

活动， 也可以在虚拟空间开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在虚拟空间开展的活动数量在不断递

增。 从实践来看， 研发、 生产、 销售、 物流、 售后服务等生产经营过程的信息化进程是加速推进的，
尤其是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商流、 物流和资金流已经高度信息化， 形成了数据生态循环。① 如通过可视

化技术， 传统的商店可以仿真实体店铺的陈设， 通过 ３Ｄ 成像技术， 博物馆可以在线高清呈现陈列

品， 通过视频和图片， 旅游公司在互联网上充分、 全方位地展现景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风貌， 现代化

公司通过互联网召开会议， 等等。
２ 虚拟空间跨越了地理空间中距离的障碍

在虚拟空间中， 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 速度接近光速， 体现了无空间性，② 实际上， 它是对

空间中距离的超越。 在地球上， 即使相距最远的两个人， 只要他们都进入虚拟空间， 基于互联网进行

信息交流， 信息从一方传输到另一方所需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秒。 因此， 人们通过虚拟空间进行交

流， 无论他们在地理空间中相距多远， 都能实现面对面交流的效果。 这完全跨越了地理空间中距离的

障碍， 超越了市场在地理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范围。 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价格发现的功能， 通过价格

实现信息传递的功能。 专业化经济主体正是通过价格从外部获取其决策 （包括专业化协作） 所需的

信息， 在地理空间中， 价格在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专业化经济主体之间传播， 必然面临距离引发的各

种成本问题， 而且， 成本通常和距离成正比。 当距离增加到成本高过协作的任何一方能够获取的最高

收益时， 地理空间就出现了协作的边界。 因此， 在现代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出现之前， 市场组织分工的

功能发挥无法摆脱地理空间中距离的约束， 分散化区域市场格局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虚拟空间， 价格

传递信息面临的距离障碍被直接跨越了， 任何专业化经济主体在此发布和获取价格信息， 都可以实现

趋近于零的边际等待时间。 因为接近光速的信息传播速度， 能够将价格信息瞬间传输到地理空间中任

何接入了互联网的地方。 因此， 运行在虚拟空间的市场具有先天的全球化属性。
３ 虚拟空间与地理空间之间是融合发展关系

分工经济下， 任何人进行经济活动所需的信息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自有的信息， 另一部分是要

从外部获取的信息。 在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很快的条件下， 外部信息对于经济活动主体的决策更具决定

性作用。 为了提升从外部获取信息的效率， 人们不断探索各种信息传输工具和信息传输机制， 如从烽

火狼烟的信号传输， 到邮路马车的信件投递， 再到互联网电子信息传输等等， 这些努力都是人们为了

获取充分的信息支持， 实现更优的决策。 互联网无疑是人类在满足信息需求的探索中取得的革命性突

破， 这种突破是全方位的， 它涵盖信息获取、 存储、 传输、 计算、 处理、 应用、 反馈等方方面面。 当

然， 互联网之于人的重要性是属于工具性的， 它服从于人的目的。 人的目的或者动机具有多元性， 实

现这些目的需要满足多种条件， 信息只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人们在虚拟空间进行活动可以有效解决信

息方面的需求， 但人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仍必须立足于自然界， 比如植物栽培、 畜牧养殖、 矿产开采

等大量经济活动只能依托地理空间来完成。 但是， 在虚拟空间的辅助下， 这些必须在地理空间中开展

的经济活动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 由此可见， 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融合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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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虚拟空间在经济运行体系中的作用

　 　 １ 经济体系运行的逻辑

经济活动生产物质及精神产品或服务， 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 因此， 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可定

义为满足人的需求， 直接目的可定义为尽可能增加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及精神产品或服务的产

出。 经济学家用投入产出模型来反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 并意图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反映的变量

关系找出决定产出增加的最核心因素。 索洛的模型 Ｙ ＝ Ｆ（Ｋ ／ ＡＬ， １） 属于这方面的开创性探索， 在对

模型的分析中， 索洛发现资本 Ｋ和人口 Ｌ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点， Ｙ 的持续增长

主要取决于 Ａ， 索洛将 Ａ定义为有效劳动。① 怎样的劳动才算是有效的劳动， 决定劳动有效性的核心

因素到底是什么？ 索洛将 Ａ视为外生变量， 但他并没有在这方面追问下去， 也就是没有厘清劳动有

效性的含义。
罗默通过研究， 明确了 Ａ 的核心就是知识， 认为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② 怎

样才能促进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 决定其存量水平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罗默考察和实证分析了研发投

入、 人口增长、 人才储备等各因素对知识生产的贡献， 结果显示， 这些因素与 Ａ 的增长并没有呈现确

定的关系。 杨小凯认为， 要理解决定知识增长的本质原因， 必须回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③ 基于

杨格对分工理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④ 杨小凯比较了 “自给自足” 和 “分工” 两种生产方式， 他发

现， 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自给自足， 社会知识总量会与单个人的知识总量相差无几， 是分工使社会知识

总量远远大于单个人拥有的知识量。 因此， 分工才是决定知识增长的关键。 然而， 分工会引发两类矛

盾： 一是个人的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矛盾 （产品分工）； 二是分工之后， 需要多个人相互

协作来完成生产过程 （产品内分工）， 这会产生多人目标之间的矛盾。 因此， 分工能否确立取决于化

解这两类矛盾的效率。 只有协作才能化解这类问题，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探索如何实现协作的历

史。⑤ 协作使双方都有机会获得专业化带来的额外好处， 使双方的福利同时增加成为可能。
既然协作可以增加专业化双方的福利， 为什么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主要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

生产？ 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可知， 理性人有充分的激励选择能够增进自身福利的行为决策。 如果他

（她） 知道协作可以增加专业化双方的福利， 他 （她） 必然会选择专业化的生产方式。 然而， 人们在

行动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信息不完全， 他们通常不知道通过专业化协作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也不

确定协作面临多大的困境， 或者摆脱协作面临的困境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不发达

的时代， 信息不对称直接限制了人们进行行为决策的选择空间。 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行为、 不确定

性、 低交易频率、 资产专用性 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在信息不足和不对称的情况下， 专业化分工之间进

行协作面临的具体困境和摆脱这些困境所需的成本。⑥ 这些成本会削弱专业化本身带来的好处。 理论

上， 只要增加经济活动主体决策所需的信息， 就有机会改善协作面临的成本问题， 扩大其决策集。 总

之， 如果能有效增加经济活动主体所需的信息， 也就是将信息增加到使经济活动主体意识到通过专业

化协作能够使自身福利增加， 他 （她） 自然就有足够的激励选择专业化协作， 并会努力为协作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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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造条件。
在分工经济下， 外部信息对于专业化协作关系的建立更为关键。 然而， 客观原因决定了决策人缺

乏这方面的信息， 信息在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程度上表现得更突出。 一个人要想获取外部信息， 与人沟

通交流和实地探访是最基本的方式。 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 人们都不得不面临地理空间中距离带来的

成本约束， 包括时间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 当专业化协作双方之间的距离大到使协作双方为克服该距

离花费的成本超过协作能带来的好处时， 协作在地理空间中能达到的边界就出现了。 这也很好解释了

“为什么在信息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时代， 市场都出现在特定的地理空间， 表现为大量的经济活动在较

小的地理空间中的集聚”①。 可见， 地理空间中的距离给人们从外部获取信息带来了直接的障碍。
综上， 地理空间与经济体系运行逻辑之间的关系可以描绘如图 １， 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取决于劳

动生产率； 人类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社会知识总量； 社会知识总量水平取决于分工水

平； 分工能否确立取决于分工之间的协作效率， 尤其是组织分工的成本———人们通过市场和企业来组

织分工， 但是组织分工需要支付成本， 尤其是信息相关的成本———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成本与改善行为

人信息状态需要花费的成本等； 在引发信息成本的诸多因素中， 地理空间距离是核心因素之一。

图 １　 经济体系运行的逻辑

２ 虚拟空间能够节约地理空间中距离形成的协作成本

在地理空间中， 距离给专业化协作带来了两类成本： 一是运输成本， 专业化行为主体分散活动于

不同的地理空间， 他们之间的协作通常涉及货物的运输问题； 二是信息成本， 涉及协作对象的搜寻、
协作双方的磋商和谈判等， 这些都属于信息获取活动， 需要支付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等。 随着专业化

分工的深化发展， 协作的需求必然大幅度增加， 这两类成本都会增加。 但与信息相关的成本增速要远

远快于纯粹货物运输的成本增速。
假设经济体系中， 存在 ｎ（ｎ≥ ２， ｎ 取自然数） 个专业化经济主体， 在地理空间中， 他们之间存

在距离。 任何两个专业化单元只能通过见面进行信息沟通， 这需要支付 １分 ／人 ／米的交通费用。 再假

设， 所有专业化经济主体间是等距离的， 都是 ０ ５米， 且每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要实现最优决策， 必

须获得关于所有专业化经济主体的信息， 也就是需要他与所有的专业化经济主体逐一进行交流。 假设

每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完成一次外部信息交流都能达成一次协作 （与其他所有专业化经济主体都沟

通交流一次）， 并产生一次物流， 物流费用为 １分 ／次 ／米。
基于以上假设可知， 任意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和其他专业化经济主体进行信息交流， 需要支付的

交通费用为 １分 （往返）。 如果这些专业化经济主体之间采取两两分散化的信息交流模式， 如图 ２ 中

的 ａ图所示。 那么， 当经济体系存在 ｎ 个专业化经济主体时， 任意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进行一次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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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沟通需要支付的交通费用为 ｎ － １分， 整个经济体系为信息支付的总费用为 ｎ（ｎ － １） 分。① 在

这种信息交流模式下， 经济体系每增加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 整个经济体系为信息支付的费用将增加

ｎ 分。 在这种情况下， 单个专业化经济主体的物流费用不会增加， 而经济体系整体物流费用将增加 １
分。 由此可见， 分工深化会使经济体系信息成本支出的增速远远高于物流成本的增速。

图 ２　 分散与集中信息交流模式

在地理空间中， 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在特定地理位置集聚的方式来节约信息费用， 即经济体系采用

集中式信息交流， 也就是找到一个中心地带， 如图 ２中的 ｂ图所示。 为了便于计算， 假设存在这样一

个中心地带， 它与每个专业化经济主体所在地的距离都为 ０ ５米， 并且每个专业化经济主体都进入中

心地带进行信息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总费用

为 １分 （往返）， 经济体系的总信息交流费用为 ｎ 分。 此外， 因为分工深化， 如果经济体系额外增加

一个专业化经济主体， 那么， 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信息交流总费用不变， 仍为 １分， 经济体系的总信息

交流费用增加 １分， 为 ｎ ＋ １分。 从物流费用来看， 每个专业化经济主体的物流成本支出不发生变化，
经济体系整体的物流成本只增加 １分。 由此可见， 基于集中信息交流模式的协作， 物流成本的增加速

度仍不大于信息成本的增速。 在传统依靠交通运输进行信息沟通的条件下， 受时间和空间大小的约

束， 虽然集中化信息交流模式可以大幅度节约信息费用， 但完全集中化的信息交流模式只是一种理

想， 大部分沟通交流仍属于图 ２中 ａ所示的分散化信息沟通模式。 综合上述两种信息沟通交流模式可

知， 随着分工的深化发展， 协作需要支付的信息成本的增速要远远高于物流成本的增速。
虚拟空间基于信息优势可有效降低距离给协作带来的成本。 虚拟空间跨越了人与人沟通面临的距

离障碍。 在虚拟空间中， 人们交流过程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很方便地被记录下来， 并可以实现再次利

用。 更重要的是， 虚拟空间使人们进行边际信息交流的成本趋于零： 对于确定的两个人来讲， 额外进

行一次信息交流， 或者增加一个单位信息的交流， 各自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 额外增加一个信息交流

对象的边际成本支出为零。 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基于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 使用互联网的成本通

常具有显著的固定成本特征 （包括计算机、 网络服务及其他上网设备的投资费用）， 虽然目前也流行

按流量计费， 但相较于交通成本， 流量费用可以忽略不计， 尤其是跨区域、 跨国信息交流。 当分工不

断深化， 各专业化经济活动主体之间为了实现协作， 经济体系中总体信息交流的需求呈现显著边际递

增， 分工单元从 ｎ 增加到 ｎ ＋ １， 经济体系中两两之间的信息交流次数至少要增加 ｎ 次。 由此可推知，
在虚拟空间中， 边际信息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可以大幅度降低分工深化衍生的信息成本。 此外， 在虚

拟空间的辅助下， 通过科学路径规划可有效减少重复物流， 降低物流成本、 提升物流总体运作效率。
３ 虚拟空间助推区域经济体系向全球一体化发展

在区域经济体系向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发展的过程中， 产品、 资金、 技术、 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

流动范围也向全球拓展， 这本质上是专业化协作范围向全球扩展的体现。 因为专业化协作的实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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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不考虑重复问题， 也就是一方主动和另一方主动交流的信息是不同的。 例如： 专业化经济主体 Ａ 为了协作会与专业化

经济主体 Ｂ进行沟通， 站在 Ａ的立场上花费交通费用为 １分， 站在 Ｂ 的立场上， 同样需要花费 １ 分的交通费用。 因此， Ａ 主动与 Ｂ
进行的信息交流和 Ｂ主动与 Ａ进行信息交流的内容是不同的。 在计算经济体系的费用的时候， 就不用考虑重复计算的问题。



依靠产品、 资金、 技术、 劳动力等要素在协作双方之间的流动。 随着专业化协作的范围从区域向全球

化拓展， 各种经济要素自然就实现了全球化流动。
受地理空间距离的协作成本制约， 专业化之间的协作通常被局限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边界之内， 形

成了普遍存在的区域经济现象。 区域经济使专业化经济主体通常只能在其生存的区域内寻找最优的协

作伙伴或协作关系。 如果跳出区域的边界， 原来被视为最优的协作伙伴或者协作关系可能就不再是最

优的。 因此， 区域经济降低了专业化经济主体实现更优协作的概率。 例如， 假设存在 Ａ 和 Ｂ 两个经

济区域， 在 Ａ、 Ｂ两个经济区域内各自分布着大量的专业化经济主体。 受距离的阻隔， Ａ、 Ｂ 两个经

济区域相互分隔， 处于 Ａ区域中的经济活动主体获取 Ｂ 区域中的任何信息的成本都非常高， 高到两

个区域相互没有信息往来， 也就是 Ａ、 Ｂ两个区域的经济都是封闭的独立循环体系。 Ａ （或 Ｂ） 区域

中经济活动主体不可能在 Ｂ （或 Ａ） 区域中去寻找协作对象， 即便 Ｂ （或 Ａ） 区域中存在更优的协作

对象或存在建立更优协作关系的机会。 由此可见， 当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不能获取另一个区域

中经济活动主体的任何信息， 或者获取该信息的成本非常高时， 就不可能建立和发生许多本应更优的

专业化协作关系。 更重要的是， 这阻碍了分工的深化发展。 仍以 Ａ、 Ｂ 区为例， 假如存在某一产品

Ｑ， Ａ区对 Ｑ的需求量为 ａ ， Ｂ区对 Ｑ的需求量为 ｂ ， 专业化生产 Ｑ所需的最小市场规模大于 ａ， 也

大于 ｂ， 但是小于 ａ ＋ ｂ 。 因此， 如果 Ａ、 Ｂ两个经济区完全分隔， 无法实现信息往来， 那么， 各自的

市场规模都无法使 Ｑ实现专业化生产， 只要将两个区域联合起来， Ｑ 的专业化生产就具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 区域经济不仅约束了专业化经济活动的范围， 而且约束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 缩小了

专业化经济活动主体分工战略的选择空间。
虚拟空间借助其信息优势打破了区域经济的边界约束， 为经济体系的全球一体化提供了充分条

件，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全球一体化市场。 从微观层面来看， 对于运行

于虚拟空间的任何市场来讲， 任何个体无论置身于地理空间中的何地， 通过开放的互联网进入该市场

的难易程度都是无差异的。 当处于全球不同地理位置的经济活动主体都通过互联网进入市场， 该市场

功能发挥的范围自然就覆盖全球。 从宏观层面来看， 在虚拟空间中， 市场价格的形成及发挥作用的范

围是全球化的。 因为参与市场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来自全球， 因此， 由供需双方博弈形成的价格自然就

是全球性的市场价格。 通过价格传递信息是市场功能的核心， 价格表达了报价者对某一具体交易标的

的评价， 供求双方的博弈、 供给者之间的竞争、 需求者之间的竞争等都会影响报价者的评价， 这会充

分反映在报价的变动上。 因为价格的显性特征， 参与市场的任何经济活动主体只要获取价格， 就知道

了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对于价格标的的评价信息。 在虚拟空间， 这些价格能够高效率地在全球范围内传

播， 因此， 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自然覆盖全球。 二是将专业化经济主体协作的空间拓展至全球。 借助

虚拟空间的信息沟通效率， 原来置身于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专业化经济主体， 其信息沟通与交流不再受

空间距离的约束， 跨区域信息沟通与交流需要支付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 使每一个专

业化经济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协作对象成为可能， 促使其直接基于全球经济体系去思考参与分工的

战略。 当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基于全球经济体系思考分工， 并在全球范围寻找专业化协作伙伴时， 区域

分工体系将向全球化分工体系演进。

三、 虚拟空间中经济集聚的形成与演进

　 　 １ 虚拟空间中经济集聚的形成

对于虚拟空间是否存在经济集聚的问题， 现代企业的实践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如 Ａｍａｚｏｎ、 淘宝、
苹果公司的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腾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将大量的企业和客户在虚拟空间中集聚，
而且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虚拟空间依托企业形成经济集聚， 地理空间依托地理位置形成经济集聚， 二

者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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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从正外部性、 克鲁格曼从规模报酬递增等视角解释形成经济集聚的驱动因素。 从分工的视

角来看， 马歇尔等探讨的正外部性依赖于分工， 因为分工为参与分工的个体获取分工带来的好处提供

了一种可能； 此外， 规模报酬递增也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之上。 可见， 分工是因， 正外部性和规模报酬

递增是结果。 但分工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分工之间的协作能够有效达成的前提下， 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对

较小的地理空间可以大幅度节约距离带来的协作成本，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 由此可见，
通过缩短协作双方的距离来节约成本， 才是地理空间中形成经济集聚的核心驱动因素。

地理空间中的经济集聚虽然大幅度节约了信息成本， 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距离给人们信息交流

带来的障碍， 尤其是信息共享和时时信息互动的问题。 只有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距离的障碍。 在地理空间， 主要以见面和信件的方式达成点对点的双向信息交流， 点和点之间需要建

立运输通路； 而信息多向交流主要是通过在特定的地理位置设立市场， 以信息共享的方式来实现，①

地理位置发挥了中心节点和枢纽的作用。 在虚拟空间， 互联网以空前的效率解决了点对点双向信息交流

的通路问题， 但这种点对点的信息通路不能直接解决多向信息交流问题， 也就是信息的共享问题。 因

此， 虚拟空间中也需要一个能够进行多向信息交流的中心枢纽， 但因虚拟空间不存在地理位置这样的依

托， 这就需要以其他的替代方式来发挥信息交流中心枢纽的功能， 这种责任最终落在了平台企业身上。
地理位置上的经济集聚以缩短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来提升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效率， 而平

台企业则通过规则体系来提升经济活动主体间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效率， 注重生态系统的价值实现。②

平台企业的规则体系表面上是对各经济活动主体进入、 退出及在平台上活动的定义， 本质上是关于信

息共享、 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如何进行交换的机制。 平台企业是基于市场原则来组织信息交换和传

递， 因此， 它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组织， 具有三方面突出的特征： 第一， 因为进入平台企业的经济活动

主体来自全球， 因此平台企业组织的多边市场交易覆盖全球； 第二， 每一个平台企业对运行在自身平

台上的市场机制都有直接的主导作用且各有差异； 第三， 因为平台企业打破了经济活动主体只能在地

理位置上进行活动的边界约束， 给经济活动主体更多的选择空间。
综上， 虚拟空间中经济集聚依托平台企业形成， 平台企业是规则体系， 也是市场组织。 相较于地

理位置上的经济集聚， 平台企业对依托其形成的经济集聚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 并为经济活动主体提

供了更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而且， 虚拟空间中不同平台企业之间具有充分的竞争， 使其必须保持创

新性和主动性， 多平台企业的供给赋予了经济活动主体更多的选择空间。
２ 虚拟空间中经济集聚的演进

（１） 社区化。 在平台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社区化是一个重要阶段， 也是基于平台企业的经济集

聚在演化过程中的突出特征， 主要表现在： 活跃在平台上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企业、 个人， 还包括政

府和其他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 因此， 平台企业中各成员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关系，
是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社区化并不是平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 它本质上是虚拟空间中平台

企业要实现经济集聚必需的一个条件。 在市场经济下， 获取客户的能力是决定企业经营能力的关键，
尤其是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获客能力。 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 人们对于最终产品的需求， 会

通过分工体系， 从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波及所有中间产品生产企业、 原材料生产企业。 购买最终产品的

消费者是独立的个人， 也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单元。 因此， 当平台企业以社区的形式将人们聚集在平台

上， 就能引发强大的需求连锁效应。 当平台通过社区化聚集了大量的自然人， 生产不同消费品的企业

为了追逐客户， 自然就会进入平台， 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和生产资料企业也会随之进入。 由此可知， 社

区化是驱动经济集聚最核心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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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本质上是通过价格进行信息共享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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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块化组织体系。 在虚拟空间， 经济活动主体主要以数字的形式开展经济活动， 不同主体

之间的经济交往表现为信息交换， 信息交换的枢纽是接口规则， 通常被称为界面联系规则。 基于界面

联系规则进行协作的经济主体需要具有模块化的形态， 即半独立性的组织，① 一方面， 模块化单元需

要接受界面联系规则的束缚； 另一方面， 关于如何满足界面联系规则的要求， 模块化单元具有充分的

自主性。 界面联系规则都是显性表达的， 属于公开信息， 因此， 它是经济活动主体共享信息的有效方

式。 平台企业本身就是由界面联系规则体系建构， 它具有天然的信息共享优势， 界面联系规则的开放

性， 保证了基于它建立的协作关系， 必然是各模块单元之间竞争的结果， 而且， 随着界面联系规则信

息传播范围的扩大， 竞争的激烈程度会加剧。 在竞争的驱动下， 模块单元要实现与其他模块单元的协

作， 必然具有充分的激励进行创新。 因此， 基于界面规则体系建构的平台企业必然是创新驱动的模块

化组织。
（３） 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 虚拟空间中， 平台企业聚集的经济活动主体必然来自于全球， 这

将使原来分散活跃于区域经济空间， 参与区域分工体系的经济活动主体， 很容易聚集在同一个没有边

界阻隔的空间中。 因此， 进入平台的经济活动主体必须面对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 在竞争压力下， 每

一个进入平台的经济活动主体必须基于全球经济体系重新思考参与分工的战略。 同样， 从分工之间的

协作来看， 来自全球范围的经济活动主体都成为彼此的潜在合作对象， 这为维持和提升专业化的协作

效率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当每一个专业化的经济活动主体都基于全球的视角思考参与和实施分工、 协

作的战略时， 区域经济体系自然演化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

结　 　 语

　 　 虚拟空间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活动场所， 它以特有的信息优势和先天的全球化优势， 加速了经济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根据本文的分析， 可以将虚拟空间的经济学含义总结如下： 第一， 虚拟空间跨越

了地理空间的距离障碍， 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全球化市场空间， 空前的市场规模为分工的深化发展提供

了基础， 并直接推动区域分工体系向全球一体化的分工体系演进。 第二， 虚拟空间将经济活动的边际

信息成本降低至近似为零， 有效解决了专业化分工协作面临的信息成本问题。 第三， 虚拟空间的开放

性竞争与协作机制使经济活动主体 （包括平台企业本身） 必须保持充分的创新激励， 虚拟空间中的

经济活动是真正创新驱动的经济活动。 第四， 虚拟空间中， 平台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依托， 更是经济集

聚的依托， 对虚拟空间中的经济集聚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 第五， 虚拟空间中， 经济集聚具有社区

化、 模块化特征， 最终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
当然， 虚拟空间还面临着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 如在现有区域经济机制下， 尤其是国际贸易政策

体系下， 虚拟空间如何有效发挥全球化优势？ 在虚拟空间中， 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什么样的特

征？ 单个平台企业如何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更好地发挥其作为经济集聚依托的功能？ 诸如此类问题都

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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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北周封爵食邑问题的考察
张鹤泉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２）

　 　 摘要： 西魏北周时期封爵开始虚封化， 封爵 “本封” 的食邑也随之成为虚封。 可是， 西魏北周国家却

依然使虚封的食邑与封爵的等级结合在一起， 虚封食邑的数量也就成为封爵等级的象征。 由于西魏北周国

家还将有爵者的爵位等级晋升、 所任实职官的转任或散官和勋官的加拜以及对有爵者建树功劳的奖励同虚

封食邑数量的增加相结合， 食邑数量的变化也就成为一种荣誉的体现。 西魏北周国家为了特别奖赏一些有

爵者， 又以 “别食” 的方式封授实封食邑， 并使这种食邑成为有爵者租赋的来源。 因为西魏北周国家封授

实封食邑的人数很少， 并限制严格， 实封食邑的封授也就成为上层权贵的一种特权。
关键词： 封爵； 食邑； 封地； 实封爵； 虚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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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北周的封爵的封授， 包括爵位的等级、 封地与食邑。 对封爵的食邑封授而言， 实际是从北魏

实封爵的食邑规定延续而来的。 然而， 由于西魏北周封爵的性质已经从实封爵转变为虚封爵， 所以，
食邑也随之由实封转变为虚封。 可是， 西魏北周国家封授爵位， 没有使爵位等级与虚封的食邑完全分

离， 二者依然结合在一起。 而且， 还以 “别食” 的方式， 使一些受封爵者可以获得实封食邑， 进而

获得规定的租赋。 因此， 西魏北周封爵的食邑， 实际是 “本封” 的虚封食邑与 “别食” 的实封食邑

并存的。 王仲荦、 杨光辉先生注意到西魏北周封爵食邑的这种存在情况。① 可是， 对这一问题还有必

要作深入的研究。 本文拟对与西魏北周封爵食邑的相关问题做一些探讨， 希望有益于加深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

一、 封爵食邑的虚封与实封

　 　 考察西魏北周封爵的食邑问题， 需要提及北魏孝文帝爵位改革后的爵制。 因为西魏北周的封爵与
北魏的爵制有前后相承的关系。 可以说， 孝文帝爵制改革后， 开始实行实封爵与虚封爵并行的制度。
然而， 西魏北周实行的封爵制， 只承袭实封爵制， 并没有承袭虚封爵制。

从北魏的实封爵来看， 应该是依据受爵者的爵位等级封授封地与食邑。 北魏实封爵的封地， 是由

内史管理的郡、 县， 并被视为受爵者的 “封国”。 而食邑一般要分布 “封国” 中， 但还出现一些食

邑， 要 “寄食” 在封国之外的特殊情况。 尽管北魏受爵者的食邑分布存在一些差别， 但是， 他们都

能够从受封的食邑中， 获得租赋收入。 当然， 还需要看到的是， 北魏国家要依据受封爵者的爵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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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食邑数量， 也就是受封不同的爵位等级所获食邑数量是有差别的。① 并且， 又按着实封爵等级规

定了应该在食邑中获得租赋的不同比例。 《魏书·孝文帝纪下》 称： “ （太和十八年） 诏王、 公、 侯、
伯、 子、 男开国食邑者： 王食半， 公三分食一， 侯伯四分食一， 子男五分食一。” 因此， 可以说， 孝

文帝爵位改革后， 北魏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保证受爵者能够获得规定数量租赋收入的措施。 因此， 由对

食邑的占有而获得的租赋收入， 就成为受爵者的重要经济来源。 《魏书·献文六王下· 彭城王勰传》：
“ （元） 勰表以一岁国秩、 职俸、 亲恤， 以裨军国。” 据此可知， 受爵担任职官者的收入， 实际包括国

秩、 职俸、 亲恤三部分。 其中 “国秩”， 正是由受封的食邑获得的租赋收入， 其中包括粮食和布帛。
这就是说， 北魏实行的实封爵， 主要是以能够获得租赋收入的食邑封授为主要特征的。

北魏实封爵的封授规定， 直接影响了西魏封爵的封授。 《周书·韦瑱传》： “太祖为丞相， （韦瑱）
加前将军、 太中大夫， 封长安县男， 食邑三百户。” 又 《周书·贺兰祥传》： “ （贺兰祥） 又迎魏孝

武。 以前后功， 封抚夷县伯， 邑五百户。” 这些记载说明， 西魏国家在封爵的封授上， 既有爵位等级

与封地， 也有不同数量的食邑。 因此， 从封授的形式上来看， 西魏与北魏实封爵的封授是没有多少差

别的。
然而， 因为西魏、 东魏的建立， 就使原来的北魏统治区分裂成为东、 西两部分， 即西魏的统治区

和东魏的统治区。 由于这种形势的出现， 当然就影响了一些西魏受爵者封地的存在状况。 《周书·王

悦传》： “ （王悦） 大统元年， 除平东将军、 相府刑狱参军， 封蓝田县伯， 邑六百户。” 王悦封地蓝田

县， 属雍州，② 正在西魏的统治区内。 《周书·寇俊传》： “ （寇俊） 加镇东将军， 封西安县男， 邑二

百户。” 寇俊封地西安县， 属青州，③ 则在东魏统治区内。 并且， 西魏国家在晋升原来在北魏受封爵

位者的爵位等级时， 也没有将一些在东魏的封地移至西魏境内。 《周书·若干惠传》： “ （若干惠） 复

以别将从贺拔岳西征， 解岐州围， 擒万俟丑奴， 平水洛， 定陇右， 每力战有功。 封北平县男， 邑二百

户……魏孝武西迁， 除右卫将军、 大都督， 进爵魏昌县伯， 邑五百户。” 若干惠原封地北平县属定

州，④ 提升爵位后封地魏昌县还属定州。⑤ 又 《周书·梁椿传》： 普泰二年 （５３２）， 梁椿 “封卢奴县

男， 邑一百户……大统初， 进爵栾城县伯， 增邑五百户”。 梁椿原封地卢奴县属定州，⑥ 爵位提升后

的封地栾城县则属赵州。⑦ 可是， 北魏分裂后， 定州、 赵州都在东魏。 捡 《周书》 和 《北史》 记载，
西魏国家封授的不同等级开国爵者共 ９７人。 受封开国爵者封地在西魏控制区的有 ３５人。 受封开国爵

者封地在东魏控制区的则有 ５６ 人。⑧ 西魏统治者不改变受封爵者封地的主要目的， 是要体现他们是

北魏王朝合法的继承者， 因而， 在北方的统治也就具有正统性。 然而， 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就是， 使

原来实封爵的封地开始成为虚封， 也就使分布在封地上的食邑随之转变为虚封， 进而受爵者的食邑就

开始与租赋的收入分离。 换言之， 西魏国家使同封爵等级同封地相联系的食邑成为不能为受爵者带来

经济利益的虚封。
北周禅代西魏后， 也是如此。 周武帝保定二年 （５６２） 诏称： “比以寇难犹梗， 九州未一， 文武

之官立功效者， 虽锡以茅土， 而未给租赋。”⑨ 《资治通鉴·陈纪二》 天嘉三年条： “周之群臣受封爵

者皆未给租赋。” 这些记载都说明， 同北周封爵等级与封地联系在一起的食邑， 都是没有租赋收入的

虚封。

５８西魏北周封爵食邑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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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北周禅代西魏后， 为了体现对一些受爵者的特殊奖赏， 开始封授可以带来租赋收入的食

邑。 例如， 萧圆肃 “世宗初， 进封棘城郡公， 增邑一千户。 以圆肃有归款之勋， 别赐食思君县五百

户， 收其租赋”①。 很明显， 这种食邑是能够收取租赋的， 并不是虚封， 而是实封。 北周国家为了与

原来封爵的食邑相区别， 将其称为 “别赐”， 也称为 “别食”。② 周武帝保定二年 （５６２） 诏令： “诸
柱国等勋德隆重， 宜有优崇， 各准别制， 邑户听寄食他县。”③ 说明北周国家采取 “寄食” 的方式，
将授予实封食邑的措施开始固定化。 所以， 可以明确， 因为封授这种实封食邑规定的固定化， 实际北

周封爵的食邑明显出现了两类， 即 “本封” 的虚封食邑与 “别食” 的实封食邑。 由于这些情况的出

现， 就使西魏北周封爵的食邑的存在状况， 已经与北魏实封爵的食邑特征有了很大的区别。

二、 封爵的虚封食邑成为爵位等级的象征

　 　 因为西魏北周封爵的 “本封” 食邑的虚封化， 就使受封爵者获得食邑与租赋收入分离， 所以，
食邑的存在也就是虚化的。 可是， 西魏北周国家封授与晋升受爵者的爵位等级， 并没有取消与这种虚

化食邑的结合。 西魏北周国家实行这种做法， 一方面是要表明实行的封爵制是对北魏实封爵规定的延

续， 另一方面还要使虚化的食邑起到新的作用。
从西魏承袭的北魏实封爵制来看， 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受爵者的始封食邑的数量是与爵位

等级相联系的。 这种联系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始封食邑的数量有固定数量的规定； 二是始封食邑有

上、 下限数量限定的规定。 《魏书·穆崇传》： “（穆子琳） 出帝即位， 以摄仪曹事， 封高唐县开国男，
邑二百户。” 《魏书·宇文福传》： “ （宇文福） 以勋封襄乐县开国男， 邑二百户。” 可见北魏国家封授

开国县男的食邑数量， 一般为二百户。 显然， 封授的食邑数量是固定的。 《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

王禧传》： “诏以禧元弟之重， 食邑三千户， 自余五王皆食邑二千户。” 《魏书·景穆十二王下·安定

王休传》： “ （安定王元休） 及开建五等， 食邑二千户。” 很明显， 除特殊情况外， 郡王的始封食邑数

量为二千户。 这说明， 郡王的食邑始封数量也是固定的。 可是， 对开国郡公、 县公、 县侯、 县伯、 县

子始封的食邑数量而言， 则与县男和郡王不同。 例如， 开国县公始封食邑的数量， 可以为五百户， 也

可以为一千户。 开国县子的始封食邑数量， 可以为二百户， 也可以为五百户。 因此， 可以说， 开国郡

公至开国县子的始封食邑是有上、 下限数量限制的。 而且， 这些爵位等级的始封食邑的上限和下限数

量， 都要随着爵位等级的提高而增多。④
北魏国家对实封爵始封食邑数量的这两种规定， 对西魏北周封爵的 “本封” 食邑数量的规定，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从西魏北周封爵整体规定上来看， 应该说， 西魏北周封爵的始封食邑数量， 没

有脱离与爵位等级的联系。 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 西魏北周封爵的等级与北魏并不完全相同。 实际

上， 在宇文泰实行六官制以前， 西魏国家的封爵， 基本承袭了北魏实封爵的等级， 只是削弱王爵和乡

男等级的封授。 然而， 在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后， 则取消了王爵和乡男等级， 并增设了国公、 县王、 郡

王、 国王等级。 可以说， 北周实行的是县男、 县子、 县伯、 县侯、 县公、 郡公、 国公、 县王、 郡王、
国王十等级序列。⑤ 以下主要依据这种新的封爵等级， 分别阐释封爵食邑数量与爵位等级的关系。

１ 县男

《周书·叱罗协传》： “ （叱罗） 协随军而还。 太祖知协不贰， 封冠军县男， 邑二百户。” 《周书·
颜之仪传》： “ （颜之仪） 世宗以为麟趾学士， 稍迁司书上士……即拜小宫尹， 封平阳县男， 邑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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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说明西魏北周始封开国县男的食邑的数量， 一般为二百户。 捡 《周书》 记载， 卢柔、 元定、 郑

孝穆、 令狐整、 刘志、 寇俊、 柳虬、 薛憕、 辛昂、 王子直、 颜之仪、 韦佑、 冀俊、 赵文深， 共 １４ 人，
都受封食邑二百户。 当然， 还有受封县男者获得食邑数量， 多于二百户的。 《周书·权景宣传》：
“ （权景宣） 征入朝。 录前后功， 封显亲县男， 邑三百户。” 《周书·裴宽传》： “ （裴宽） 封夏阳县男，
邑三百户。” 这些受封食邑多于规定数量者， 自然为一种特殊奖赏。

２ 县子

西魏北周封授这一等级的食邑数量沿袭北魏规定， 是有上、 下限数量限定的。 《周书·李穆传》：
“ （李穆） 从迎魏孝武， 封永平县子， 邑三百户。” 《周书·王褒传》： “ （王褒） 孝闵帝践祚， 封石泉

县子， 邑三百户。” 说明县子等级始封食邑的数量可以为三百户。 统计 《周书》 记载， 西魏北周县子

获得始封食邑三百户的有： 李穆、 赵刚、 王褒、 苏绰、 王勇、 耿豪、 高琳、 韩盛、 段永、 赵肃、 张

轨、 郭彦、 裴文举、 苏亮、 梁昕、 柳桧， 共 １６人。 因此， 可以确定， 西魏北周始封县子食邑三百户，
应该是这一等级的下限的数量标准。 西魏北周国家还封授县子食邑四百户。 如阎庆 “河桥之役， 以

功拜前将军、 太中大夫， 迁后将军。 封安次县子， 邑四百户”①。 又如吕思礼 “以迎魏孝武功， 封汝

阳县子， 邑四百户”②。 据 《周书》 记载， 西魏北周受封县子获食邑四百户者有： 李標寸、 郭贤、 薛

置、 魏玄、 乐逊、 阎庆、 吕思礼， 共 ７人。 这说明， 始封食邑四百户， 正是受封县子者食邑数量的上

限标准。
３ 县伯

西魏北周国家始封县伯等级者的始封食邑数量， 也是多少不一的。 《周书·晋荡公护传》： “ （宇
文护） 后以迎魏帝功， 封水池县伯， 邑五百户。” 《周书·司马裔传》： “ （司马裔） 孝闵帝践祚， 除

巴州刺史， 进使持节、 骠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 进爵琅邪县伯， 邑五百户。” 说明一些始封县伯

者可以获得食邑五百户。 捡 《周书》 记载， 始封县伯获得食邑五百户者有： 宇文护、 司马裔、 寇洛、
独孤顺、 独孤陁、 若干惠、 刘亮、 王德、 豆卢宁、 豆卢永恩、 王雄、 贺兰祥、 尉迟纲、 念远、 韩果、
祭佑、 王勇、 伊娄穆、 赵昶、 赵善、 杨標寸、 李昶、 泉仲遵、 卢诞、 卢光， 共 ２５ 人。 很显然， 受封食

邑五百户， 应该是县伯等级始封食邑数量的下限标准。 始封县伯者的食邑数量， 也有上限规定。 《周
书·晋荡公护传附冯迁传》： “ （冯迁） 后从太祖擒窦泰， 复弘农， 战沙苑， 皆有功。 授都督、 龙骧将

军、 羽林监， 封独显县伯， 邑六百户。” 可见受封县伯者也能够获得食邑六百户。 这种食邑数量规定

并不是个别情况。 据 《周书》 记载， 还有达奚实、 刘雄、 王悦、 郑伟始封县伯时， 都获得六百户的

食邑。 这说明， 西魏北周国家是将六百户作为受封县伯者食邑数量的上限标准的。
４ 县侯

西魏北周国家为这一封爵等级， 也确定了始封食邑的数量的标准。 《周书·杨宽传》： “ （杨俭）
大统初， 以本官行东秦州事， 加使持节、 当州大都督。 从破齐神武于沙苑， 封夏阳县侯， 邑八百

户。” 使始封县侯者可以获得八百户食邑， 显然是食邑数量规定的一个等次。 捡 《周书》 记载， 除杨

俭之外， 还有阳雄、 韩雄、 杨纂始封县伯后获得八百户食邑。 因此， 始封食邑八百户， 应该是受封县

伯者的食邑下限数量规定。 《周书·尉迟运传》： “ （尉迟运） 魏大统十六年， 以父勋封安喜县侯， 邑

一千户。” 《周故河阳公徒何纶墓志》： “初封安宁县开国侯， 食邑一千户。”③ 这说明， 始封县侯获得

一千户食邑， 是这一等级的食邑数量规定的另一等次。 统计 《周书》、 墓志铭记载， 还有于谨、 赵

贵、 梁台、 宇文丘、 李穆、 杨纂、 尉迟运、 尉迟端共 ８人始封县侯时， 获得食邑一千户。 可以说， 始

封食邑一千户， 应该为县侯等级食邑数量的上限规定。

７８西魏北周封爵食邑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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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县公

西魏北周国家始封县公食邑， 也有上、 下限的数量规定。 《周书·李贤传》： “ （李贤） 魏孝武西

迁， 太祖令贤率骑兵迎卫……封下邽县公， 邑一千户。” 说明始封县公者能够获得一千户食邑。 据

《周书》 记载， 除李贤外， 始封县公者获得一千户食邑者还有： 达奚震、 王盟、 尉迟纲子、 叱列伏

龟、 杨宽、 李基、 贺若敦子、 高琳、 李和、 侯植、 窦毅、 郑译、 王轨、 萧撝、 萧圆肃、 萧大圜、 萧大

封、 杨乐广、 任果、 李棠、 姚僧垣， 计 ２１人。 很明显， 始封食邑一千户， 应该是县公等级受封食邑

数量的下限规定。 当然， 西魏北周国家对始封县公食邑上限数量也有规定。 《周书·席固传》： “ （席
固） 魏大统十五年， 以地来附……封新丰县公， 邑二千户。” 《周书·陆腾传》： “ （陆腾） 魏恭帝三

年， 拜骠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 转江州刺史， 爵上庸县公， 邑二千户。” 可以明确， 始封县公获

食邑二千户， 应该是这一封爵等级食邑数量的上限标准。
６ 郡公

西魏北周国家对始封郡公食邑数量的上、 下限数量标准， 也是明确的。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

子·卫刺王直传》： “ （宇文直） 魏恭帝三年， 封秦郡公， 邑一千户。”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赵僭

王招传》： “ （宇文招） 魏恭帝三年， 封正平郡公， 邑一千户。” 可见， 西魏国家始封宇文直、 宇文招

为郡公的食邑， 是以一千户作为食邑数量标准的。 《周书·独孤信传》： “即赐 （独孤） 信御马一匹，
进爵浮阳郡公， 邑一千户。” 《周书·侯莫陈顺传》： “ （侯莫陈顺） 乃进爵彭城郡公， 邑一千户。”
《周书·高琳传》： “ （高琳） 孝闵帝践祚， 进爵犍为郡公， 邑一千户。” 很显然， 对异姓的官员而言，
他们晋爵为郡公后， 西魏北周国家也可以将一千户食邑作为一个标准。 因此， 能够明确， 使郡公受封

食邑一千户， 应该是这一等级的下限标准。 西魏北周国家封授郡公食邑数量的上限标准， 也是有规定

的。 《周书·文帝纪下》： “ （大统） 十四年春， 魏帝诏封太祖长子毓为宁都郡公， 食邑三千户。” 这

就是说， 西魏国家能够封授宇文泰之子宇文毓三千户食邑。 宇文毓受封食邑的数量能够多于宇文泰的

其他儿子， 实际是由他的长子地位决定的。 因此， 受封郡公获得三千户的食邑， 实际就是上限数量标

准。 其实， 对于国家的官员而言， 他们晋受开国郡公后， 也多以食邑三千户作为上限标准。 例如， 侯

莫陈崇， 大统元年 （５３５） “改封彭城郡公， 邑三千户”①。 李远于沙苑之役 “功居最， 除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 进爵阳平郡公， 邑三千户”②。 不仅如此， 北周国家还将郡公食邑三千户的上限数量标准，
与高于郡公的国公等级食邑的下限数量标准等同起来。 例如， 李雄 “为密国公， 邑三千户”③。 很明

显， 北周国家采取这种做法， 正是要表现三千户的食邑数量与郡公、 国公等级的关联。
７ 国公

这一封爵等级是宇文泰实行六官制而增加的新爵位等级。 北周国家对国公的食邑数量的规定是明

确的。 然而， 与郡公以下等级不同的是， 北周国家将国公的食邑数量规定分为三个标准。 最低的标准

为三千户。 例如， 宇文仲 “封虞国公， 邑三千户”④。 王轨 “以功进位上大将军， 进爵郯国公， 邑三

千户”⑤。 第二个食邑数量标准为五千户。 例如， 尉迟运 “拜柱国， 进爵卢国公， 邑五千户”⑥。 辛威

“大象二年， 进封宿国公， 增邑并前五千户”⑦。 李基 “天和二年， 进封申国公， 邑五千户”⑧。 国公

食邑数量的最高标准为一万户。 例如， 窦炽 “保定元年， 进封郑国公， 邑一万户”⑨。 尉迟纲 “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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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 进封吴国公， 邑万户”①。 捡 《周书》 记载， 受封国公者获得一万户食邑者还有： 宇文护、 宇

文宪、 宇文直、 宇文招、 宇文俭、 宇文纯、 宇文盛、 宇文达、 宇文通、 宇文逌、 宇文康、 宇文导、 于

谨、 赵贵、 独孤信、 侯莫陈崇、 达奚武、 豆卢宁、 宇文贵、 杨忠、 王雄、 贺兰祥、 韦孝宽， 计 ２３ 人。
这说明， 北周国家为受封国公者所授食邑的数量， 大多数为一万户， 因而， 也就更突显了受封国公等

级者的特殊地位。
北周国家还设置了县王、 郡王、 国王三等级爵位。 但在 《周书》 中， 不见有这三级王爵领有虚

封食邑的记载。 不过， 从王爵的封授情况来看， 北周国家只将王爵的封授限制在宇文氏皇族范围内，
因而， 这是具有最高特权的爵位等级， 而且， 王爵还与国公以下爵位等级编制在统一的爵位等级序列

中， 所以， 也就不可能实行与虚封食邑完全分离的做法。 就国王等级而言， 绝大多数是由国公晋升为

国王的。 《周书·武帝纪上》： “（建德三年） 纪国公康、 毕国公贤、 酆国公贞、 宋国公实、 汉国公赞、
秦国公贽、 曹国公允并进爵为王。” 这些晋爵国王者原来领有的食邑都为一万户。 例如， 宇文康 “保
定初， 封纪国公， 邑万户。 建德三年， 进爵为王”②。 宇文俭 “武成初， 封谯国公， 邑万户……建德

三年， 进爵为王”③。 这些晋升国王爵者， 当然要将原来国公时受封的食邑数量也沿袭下来。 因此，
可以说， 北周国王等级的食邑数量， 应该为一万户， 只是 《周书》 简略不记而已。 北周国家为国王

等级规定食邑数量为一万户的标准， 实际也为隋、 唐国家所承袭。 《隋书·恭帝纪》： “ （杨侑） 大业

三年， 立为陈王。 后数载， 徙为代王， 邑万户。” 可见隋代的国王受封的食邑数量为一万户。 《新唐

书·百官志一》： “凡爵九等： 一曰王， 食邑万户， 正一品。” 很显然， 唐代的国王等级与隋代是相同

的。 应该说， 隋、 唐代的国王等级受封食邑的这种数量标准， 自然是延续了北周的规定。
北周的郡王， 在秩级规定上， 与国王相同， 都为正九命。④ 可是， 郡王与国王的封授对象却有差

别。 实际上， 北周国家是将国王爵封于皇帝之子的。 如明帝之子宇文贞 “初封邦国公。 建德三年，
进爵为王”⑤。 而郡王的封授对象， 却与国王有辈分上的差异。 《周书·齐炀王宪传》： “ （宇文质） 初

封安城公。 后以宪勋， 进封河间郡王。” 可见宇文质为宇文宪之子， 也就是宇文泰之孙。 由于受封郡

王与国王在辈分上存在差异， 所以， 能够获得的食邑数量， 当然要与国王等级的食邑数量不同。 《隋
书·观德王雄传》： “ （杨雄） 高祖受禅， 除左卫将军， 兼宗正卿。 俄迁右卫大将军， 参预朝政。 进封

广平王， 食邑五千户。” 杨雄受封的广平王， 应该是郡王。 这说明隋代郡王受封的食邑为五千户。 唐

代确定郡王 “食邑五千户， 从一品”⑥。 隋、 唐国家对郡王等级所领食邑数量的这种规定， 应该与北

周的规定有前后相承的关系。
至于县王， 虽然北周国家将其作为王爵中的一等级， 并且， 在秩级上， 与国王、 郡王相同， 可

是， 这级王爵依然与国王有区别。 《周书·宣帝纪》： “ （大象元年） 封赵王招第二子贯为永康县王。”
宇文招为宇文泰之子， 则宇文贯即为宇文泰之孙。 显然， 县王的封授是以皇族中的孙辈为对象的。 北

周国家设置县王， 正是要表现受封王爵者地位的差别。 但在同一秩级下， 自然也就需要通过所领食邑

数量的不同来体现这种差别。 尽管文献记载不见县王所领食邑的数量， 但是能够确定其始封食邑数量

与郡王应该存在一些区别。
当然， 西魏北周国家还使一些受封县子、 县伯、 县侯、 县公、 郡公者的始封食邑超过规定的上限

数量标准。 例如， 受封爵县子者始封食邑最多达到九百户。⑦ 而郡公的受封食邑， 最多可以达到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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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户。① 可是， 西魏北周国家采取的这种做法， 只不过是要以这种食邑的封授来体现对受封县子至

郡公等级者的特殊恩宠与奖赏， 因此， 也就不能影响县子、 县伯、 县侯、 县公、 郡公等级受封食邑的

上、 下限数量的规定。
综上可见， 西魏国家沿袭北魏依据实封爵的爵位等级确定始封食邑数量的做法， 实行了有固定数

量的规定和有上、 下限数量限制的不同封授方式。 尽管西魏以这些方式封授的食邑， 已经转变为虚

封， 可是， 始封食邑数量却依然要根据爵位等级来确定。 在宇文泰实行六官制改革而实行新的爵位等

级之后， 北周国家对新增设的国公、 县王、 郡王、 国王等级， 也规定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虚封食邑。
换言之， 新的爵位等级， 也是与虚封的食邑结合在一起的。 实际上， 西魏北周封爵的不同等级受封的

固定数量的食邑与有上、 下限数量限制的食邑有明显的区分， 并且， 虚封的食邑的数量也与封爵的不

同等级相对应。 就此而言， 尽管西魏北周 “本封” 的食邑已经虚封化， 但是， 由于始封食邑数量仍

然有序地同封爵等级相结合， 因而， 始封食邑的数量规定， 也就转化为封爵的不同等级的象征。

三、 封爵的虚封食邑成为受爵者荣誉的象征

　 　 西魏北周国家不仅依据封爵等级封授虚化的食邑， 还根据需要增加受爵者的虚化食邑。 在 《周
书》 和墓志铭中， 将这种做法称为 “增邑”。 例如， 柳庆 “寻进爵为子， 增邑三百户”②。 宇文导

“魏文帝即位， 以定策功， 进爵为公， 增邑五百户”③。 实际上， 西魏北周国家使有爵者 “增邑” 的做

法， 可以分为三类： 有爵者爵位等级晋升而增加食邑数量； 有爵官员任职的转任， 或加授散官和勋官

而增加食邑数量； 有爵者建树功劳而增加食邑数量。
１ 有爵者爵位等级晋升而增加食邑数量

西魏北周国家晋升受爵者的爵位等级， 一般都要增加他们的食邑数量。 不过， 实行这种做法， 还

是有爵位等级范围限制的。 《周书·柳庆传》： “ （柳庆） 封清河县男， 邑二百户……寻进爵为子， 增

邑三百户。” 说明受封县男者的爵位等级晋升， 要增加其食邑数量。 《周书·周惠达传》： “ （周惠达）
封文安县子， 邑三百户……为安东将军， 拜太子少傅， 进爵为伯， 增邑三百户。” 可见受封县子者爵

位等级晋升， 食邑数量也要增加。 其实， 对受封县伯、 县侯、 县公、 郡公者来说， 都是如此。 六官制

实行后， 北周国家使郡公能够晋升为国公。 如李弼 “以功拜特进， 爵赵郡公……孝闵帝践祚， 除太

师， 进封赵国公”④。 这些由郡公晋升为国公者， 他们的食邑数量， 也要随之增加。 例如， 于谨受封

常山郡公食邑数量为二千四百户， “孝闵帝践祚， 进封燕国公， 邑万户”⑤。 梁凤 “大统末， 袭父爵

长乐郡公， 尚太祖女……保定四年， 追录佐命之功， 封凤徐国公， 增邑并前五千户”⑥。
北周国家还使一些受封国公者， 能够晋升为国王。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卫刺王直传》：

“ （宇文直） 武成初， 出镇蒲州， 拜大将军， 进卫国公， 邑万户……建德三年， 进爵为王。” 又 《周
书·文闵明武宣诸子·谯孝王俭传》： “ （宇文俭） 武成初， 封谯国公， 邑万户……建德三年， 进爵为

王。” 很明显， 受封国公者晋爵为国王， 他们的食邑数量并不改变， 与国公的食邑数量相同。 也就是

说， 由郡公晋升为国王， 尽管爵位等级晋升， 可是， 食邑的数量并不增加。 因此， 可以明确， 西魏北

周国家采取的晋升爵位等级增加食邑数量的做法， 只在县男至国公范围内实行。
西魏北周国家使受爵者的爵位等级晋升后增加食邑的数量， 并不完全相同。 细缕 《周书》 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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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铭中的记载， 西魏北周国家实行的晋爵增加食邑数量的做法， 实际能够分为二种情况： 一为增加的

食邑无固定数量规定； 二为增加的食邑要达到所晋升的爵位等级规定的食邑数量标准。
从爵位等级晋升而增加无固定数量的食邑规定情况来看， 应该说， 是西魏北周国家采取的重要做

法。 《周书·韦瑱传》： “ （韦瑱） 又从战河桥， 进爵为子， 增邑二百户。” 《周书·卢柔传》： “ （卢）
柔随机报答， 皆合事宜。 进爵为子， 增邑三百户。” 《周书·寇俊传》： “ （寇俊） 孝闵帝践祚， 进爵为

子， 增邑五百户。” 可见晋爵为县子等级者， 可以增加食邑二百户、 三百户、 五百户， 显然西魏北周

国家并没有对增加的食邑数量有固定的规定。 其实， 对晋升爵位等级为县伯、 县侯、 县公、 郡公者而

言， 也都是如此。 这些爵位等级晋升者， 增加的食邑数量， 少的可以为二百户，① 多的则能够达到三

千户。② 很明显， 西魏北周国家， 并没有完全依据晋升的爵位等级来确定增加食邑数量。
北周国家对晋爵国公者， 则以这一爵位等级规定的食邑数量标准来确定增加食邑的数量。 如前所

述， 北周国家规定国公的食邑数量标准为三千户、 五千户、 一万户。 北周国家确定国公等级的这些食

邑数量标准， 实际成为增加食邑数量的依据。 《周书·尉迟运传》： “ （尉迟运） 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

军， 封上黄县公， 邑一千户……以功进位上大将军， 进爵郯国公， 邑三千户。” 尉迟运晋爵国公， 实

际增加食邑二千户。 《周书·于翼传》： “ （于翼） 改封常山郡公， 邑二千九百户。 天和初， 迁司会中

大夫， 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进位上柱国， 封任国公， 增邑通前五千户。” 于翼由郡公晋升国公

后， 显然增加食邑数量为一千三百户。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宇文直传》： “ （宇文直） 魏恭帝三

年， 封秦郡公， 邑一千户。 武成初， 出镇蒲州， 拜大将军， 进卫国公， 邑万户。” 可见， 宇文直晋升

国公后， 增加食邑数量达到九千户。 这些事例说明， 晋升国公爵者的食邑数量的增加， 是以规定的标

准为限度的。 但由于原来占有的食邑数量多少不等， 因此， 晋爵后增加的食邑数量也就有很大的

不同。
上述情况说明， 尽管西魏北周国家实行的晋升爵位等级增加食邑数量的做法， 没有依据晋升的爵

位等级来确定增加的食邑数量， 但是， 因爵位等级的调整而使食邑数量增加， 却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

看出， 西魏北周国家不仅在始封食邑数量上， 使封爵等级与食邑相结合， 并且， 在爵位等级变动时，
也同样如此。 西魏北周国家这样做的目的， 正是要以增加食邑数量的方式展示爵位等级晋升者地位的

变动， 进而也就使封爵等级与虚封食邑密切结合的规定有更明确的体现。
２ 有爵官员任职转任或加授散官和勋官而增加食邑数量

西魏北周国家还将一些有爵官员官职的变动与增加食邑结合在一起。 《周书·于谨传》： “（于谨）
俄拜司空， 增邑四百户。” 《周书·王雄传》： “ （王雄） 拜武卫将军， 加骠骑将军， 增邑八百户。” 于

谨转任的司空、 王雄转任的武卫将军都是中央职官， 说明一些有爵者晋升中央职官， 是要增加食邑数

量的。 《周书·王杰传》： “ （王杰） 天和三年， 除宜州刺史， 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户。” 《周书·梁昕

传》： “ （梁昕） 保定元年， 迁中州刺史， 增邑八百户， 转邵州刺史。” 显然， 一些有爵者升任地方刺

史， 也能增加食邑的数量。 还有一些有爵者加授勋官， 也增加了食邑数量。 如宇文盛 “宣帝即位，
拜上柱国， 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户”③。 对加授文、 武散官的有爵者， 增加他们的食邑数量， 也是重要

的做法。 《周书·窦炽传》： “ （窦炽） 迁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 散骑常侍， 增邑一千户。” 窦炽所

任的车骑大将军为武散官， 所任的散骑常侍则为文散官。 由此可见， 一些有爵者不论实职官的转任，
还是文、 武散官和勋官的加拜， 都能够获得增加食邑的优待。 当然， 西魏北周国家并不是为全部转任

官职， 或加授文、 武散官与勋官的有爵者都要增加食邑数量。 《周书·权景宣传》： “ （权景宣） 加大

都督， 封安武县子， 邑四百户。 寻进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 加散骑常侍。” 权景宣加授武、 文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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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显然就没有增加食邑数量。 由此来看， 西魏北周国家为有爵的职官转任， 或者加授文、 武散官、
勋官而增加他们的食邑数量， 自然是对这些有爵者的特别优遇， 因而， 这种做法也就是体现他们获得

的荣誉的一种方式。
３ 为奖励受爵者的功劳而增加食邑

《周书·侯莫陈顺传》： “ （侯莫陈顺） 后从太祖破沙苑， 以功增邑千户。” 《周书·贺兰祥传》：
“ （贺兰祥） 后以留守功， 增邑八百户。” 这就是说， 西魏北周国家对立有军功的有爵者， 能够通过增

加食邑数量加以奖赏。 对立有事功者也是如此。 《周书·尉迟纲传》： “天和二年， 以 （尉迟） 纲政绩

可称， 赐帛千段、 谷六千斛、 钱二十万， 增邑四百户。” 《周书·艺术·赵文深传》： “ （赵文深） 天和

元年， 露寝等初成， 文深以题榜之功， 增邑二百户。” 《周书·儒林·卢光传》： “ （卢光） 武成二年，
诏光监营宗朝， 既成， 增邑四百户。” 尉迟纲、 赵文深、 卢光所建树的自然是事功。 西魏北周国家对

立有军功、 事功的有爵者， 奖励方式是多样的。 《周书·厍狄昌传》： “ （厍狄昌） 又从随公杨忠破蛮

贼田社清， 昌功为最， 增邑三百户。” 可见有爵者建树一次军功， 就能够增加食邑的数量。 不仅如

此， 西魏北周国家还采取为受爵者累积功劳而给予奖励的做法。 例如， 祭佑 “以前后功， 增邑并前

四千户”①。 耿豪 “论前后功， 进授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 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②。 杨绍 “录前后

功， 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③。 甚至对一些有爵者增加食邑， 还可以通过追论功劳的方式实现。 例如，
王勇增加食邑一千户， 就是 “追论斩辛纂功”④ 而获得的。

当然， 还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西魏北周时期， 战事频繁， 所以， 因立军功而获得增邑奖励者， 人

数很多。 捡 《周书》 记载， 立军功而增加食邑数量的有爵者有： 贺拔胜、 李標寸、 侯莫陈崇、 侯莫陈

顺、 豆卢宁、 赫连达、 韩果、 祭佑、 厍狄昌、 田弘、 梁椿、 梁台、 王勇、 耿豪、 高琳、 伊娄穆、 杨

绍、 达奚实、 刘雄、 窦炽、 于翼、 元定、 郭彦、 元伟、 陈忻、 阳雄， 共 ２６ 人。 这些情况说明， 西魏

北周国家奖励军功， 不仅采取晋爵的方式， 还实行增加食邑数量的做法。 应该说， 对建树功劳的有爵

者的奖赏， 晋升爵位等级与增加食邑数量， 实际是具有同样的意义的。
总之， 西魏北周国家使增加虚封食邑的数量与爵位等级的晋升、 职官任职的转任、 加授散官与勋

官以及奖励受爵者的功劳结合在一起， 因而， 这种做法也就包含了特别的意义。 西魏北周国家将爵位

等级的晋升与食邑数量的增加结合， 进一步表明虚封食邑的数量与爵位等级所具有的密切联系； 食邑

数量的增加与有爵者的实职官的变动以及与加授散官和勋官的结合， 成为他们地位提升的象征； 食邑

数量的增加与有爵者所建树功劳的结合， 则能够彰显对他们特别的奖励。 可以说， 尽管西魏北周的封

爵 “本封” 的食邑已经虚封化， 可是， 由于食邑数量的规定并没有与爵位等级分离， 因此， 也就使

增加食邑数量， 依然能够成为地位变化的受爵者获得荣誉的象征。 应该说， 这是西魏北周国家使虚封

食邑还能起到不能忽视的作用的重要表现。

四、 封爵的实封食邑封授的规范化

　 　 如前所述， 西魏北周的封爵， 除了虚封的食邑之外， 还出现实封的食邑。 这种实封食邑正是受爵

者租赋的来源。 然而， 西魏北周的实封食邑的封授， 已经具有与北魏实封爵不同的特点。
从实封食邑的情况来看， 这种食邑的存在不是独立的。 《周书·萧撝传》： “（萧撝） 孝闵帝践祚，

进爵黄台郡公， 增邑一千户……又以撝有归款之功， 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 收其租赋。” 《周书·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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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传》： “ （窦炽） 保定元年， 进封郑国公， 邑一万户， 别食资阳县一千户， 收其租赋。” 很显然， 北

周国家使受爵者实封食邑的封授， 没有与虚封的食邑分离， 而是以 “别赐” “别食” 的形式存在。 由

此来看， 实封食邑的封授， 应该是北周国家对受爵者在经济上的优待措施。
北周国家封授受爵者实封食邑， 是有范围限制的。 受爵者能够受封实封食邑， 是从北周初年开

始。 实际上， 北周国家别赐萧撝实封食邑， 是在 “孝闵帝践祚” 之时。① 卢豆宁则于 “武成初……
别食盐亭县一千户， 收其租赋”②。 不过， 北周初年， 为受爵者封赐实封食邑， 属于一种特殊的奖赏。
《周书·武帝纪下》 载保定二年 （５６２） 诏令：

以寇难犹梗， 九州未一， 文武之官立功效者， 虽锡以茅土， 而未给租赋。 诸柱国等勋德隆

重， 宜有优崇， 各准别制， 邑户听寄食他县。
　 　 周武帝的这一诏令， 开始将封授实封食邑的做法固定化， 也将能够受封实封食邑的对象明确化。
依据这一诏令， “诸柱国等勋德隆重” 者， 才能使食邑 “寄食他县”， 获得租赋收入。 也就是说， 受

封爵者只有加授柱国以上勋官， 才能够获得实封食邑。 可以说， 周武帝实行的这种做法， 是将能够受

封食邑的对象作了明确的限定。
从北周勋官的情况来看， 实际已经形成明确的秩级序列。 《通典·职官一六·勋官》 “其后功臣

位至柱国者众矣， 咸是散秩， 无复统御也。 后周建德四年， 增置上柱国大将军。 隋置上柱国、 柱国，
以酬勋劳， 并为散官， 实不理事。” 这说明， 北周的柱国是仅次于上柱国秩级的勋官， 因而， 为有爵

者加授这一勋官也就有规定的范围。 《周书·王雄传》： “ （王雄） 出为岐州刺史。 进爵武威郡公……
孝闵帝践祚， 授少傅， 增邑二千户， 进位柱国大将军。” 《周书·王盟传》： “ （王谊） 少历显职， 见重

于时。 位至柱国、 平阳郡公。 ” 《周书·赫连达传》： “ （赫连达） 寻进爵乐川郡公。 建德二年， 进位

柱国。” 很明显， 北周国家为有爵者加授柱国勋官， 其爵位等级不能低于开国郡公。 当然， 对高于郡

公的国公也能加授柱国。 例如， 宇文直 “进卫国公， 邑万户。 保定初， 为雍州牧， 寻进位柱国”③。
于寔 “袭爵燕国公， 进位柱国”④。 由此可见， 北周国家封授实封食邑的条件很明确， 就是必须有开

国郡公以上爵位， 并且， 还要加授柱国勋官。 由于北周国家为有爵者封赐实封食邑做这样的限定， 因

而， 就使受封对象的人数并不多见。 统计 《周书》 与 《北史》 记载， 西魏北周国家封授或晋升开国

郡公者有： 陈山提、 宇文翼、 宇文众、 宇文至、 冯迁、 宇文贵、 侯莫陈和、 侯莫陈绍、 李衍、 李纶、
李晏、 李標寸、 赵善、 侯莫陈琼、 侯莫陈崇、 侯莫陈绍、 豆卢赞、 杨整、 杨嵩、 杨达、 宇文恺、 贺兰

师、 贺兰宽、 阎庆、 李询、 李瑞、 赫连达、 辛威、 田弘、 梁椿、 陆腾、 权景宣、 王杰、 王勇、 宇文

盛、 高琳、 李和、 刘雄、 侯植、 窦毅、 于玺、 李惇、 柳敏、 柳昂、 杨荐、 赵刚、 赵昶、 元定、 杨素、
崔谦、 崔弘度、 崔猷、 杨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彦、 寇奉、 宇文神举、 宇文孝伯、 萧撝、 萧世怡、 萧

圆肃、 李延孙、 韩雄、 李迁哲、 阳雄、 席固、 卢光、 乐逊， 共 ６９ 人。 而被加授柱国或柱国以上勋官

的郡公则有： 叱罗协、 侯莫陈琼、 侯莫陈顺、 贺兰祥、 阎庆、 念安民、 赫连达、 辛威、 陆腾、 王杰、
宇文盛、 高琳、 刘雄、 于翼、 韦孝宽、 宇文神庆、 陈山提、 侯莫陈绍、 宇文恺、 阎庆、 李瑞、 李询、
田弘、 王杰、 李和、 杨素、 崔弘度、 杨纂、 宇文神举， 共 ２９人。 很显然， 在拥有开国郡公爵位者中，
实际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加授柱国勋官， 因而， 也就不能受封实封食邑。 因此， 可以明确， 可以获得

实封食邑的封授， 也就只能是北周少数上层权贵所具有的特权。
北周国家确定实封食邑的数量， 应该说， 并不具有随意性。 如前所述， 北周国家能够使拥有开国

郡公以上爵位等级、 并加授柱国以上勋官者， 可以获得实封食邑。 可是， 具备这种条件的有爵者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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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食邑的数量， 却并不相同， 实际数量是多少不一的。 例如， 萧撝 “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 收其租

赋”①。 窦炽 “保定元年， 进封郑国公， 邑一万户， 别食资阳县一千户， 收其租赋”②。
实际上， 北周国家使实封食邑的数量， 也与爵位等级结合在一起。 《周书·萧圆肃传》： “ （萧圆

肃） 有归款之勋， 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 收其租赋。” 可见， 北周国家使郡公获得实封食邑数量为五

百户。 《周书·豆卢宁传》： “（豆卢宁） 军还， 迁大司寇， 进封楚国公， 邑万户， 别食盐亭县一千户，
收其租赋。” 又 《周书·杨忠传》： “ （杨忠） 武成元年， 进封随国公， 邑万户， 别食竟陵县一千户，
收其租赋。” 这两条记载说明， 北周国家使国公等级获得实封食邑数量为一千户， 明显多于郡公五

百户。
北周国家对受封王爵者， 也授予实封食邑。 但县王、 郡王实封食邑的情况， 缺少记载， 不易详

考。 而国王获得实封食邑的情况， 则记载明确。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赵僭王招传》： “（宇文招）
宣政中， 拜太师。 大象元年五月， 诏以洺州襄国郡邑万户为赵。 招出就国。” 又 《周书·文闵明武宣

诸子·陈惑王纯传》： “ （宇文纯） 宣政中， 除雍州牧， 迁太傅。 大象元年五月， 以济南郡邑万户为

陈。 纯出就国。” 又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代懫王达传》： “ （宇文达） 大象元年， 拜大右弼。 其

年， 诏以潞州上党郡邑万户为代。 达出就国。” 这些记载说明， 由于北周国家为受封国王者规定了明

确的封地， 因此， 他们获得食邑不是虚封， 而是分布在以郡为封地的 “国” 中的实封食邑。 由于这

些国王地位特殊， 所以， 他们也就可以获得一万户实封食邑。 可见北周国家的这种做法， 就使实封食

邑的数量与郡公、 国公有明显的不同。 这说明， 北周国家确定有爵者获得实封食邑的数量， 显然要依

据郡公、 国公、 国王的等级。 换言之， 有爵者爵位等级的高低， 实际决定他们应该获得实封食邑规定

的数量。 由此来看， 北周国家为实封食邑规定了 “别赐” “别食” 的封授方式， 确定了可以获得实封

食邑对象的范围， 还依据封爵等级规定了受封食邑的不同数量。 也就是说， 北周国家在实封食邑的封

授上， 已经确定了很规范的措施。

余　 　 论

　 　 西魏北周国家实行的封爵的食邑规定， 经历了演变的过程。 自西魏建立后， 沿袭北魏的实封爵

制， 因而， 封授爵位之时， 也要使受爵者获得食邑， 也就是封爵的等级是与食邑结合在一起的。 宇文

泰实行六官制改革后， 北周国家采取新的封爵等级， 即县男、 县子、 县伯、 县侯、 县公、 郡公、 国

公、 县王、 郡王、 国王十等级的规定。 可是， 北周的新爵位等级的封授， 依然与授予食邑是密切结合

的。 然而， 尽管西魏北周国家沿袭北魏封授实封爵的做法， 但是， 由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对峙， 就

使西魏北周的一些受封爵位者的封地， 分布在东魏北齐的境内。 而且， 西魏北周国家自视为合法的正

统王朝， 也就没有采取将受封爵位者在境外的封地全部移至境内的措施。 由于受这种封授爵位做法的

影响， 就使 “文武之官立功效者， 虽锡以茅土， 而未给租赋”③。 也就是说， 西魏北周封授的食邑已

经不是受爵者获得租赋的来源， 因而， 原来与封爵等级结合的食邑， 也就只是一种虚封。 换言之， 西

魏北周封爵的食邑， 已经与受爵者的租赋收入完全分离， 进而也就使受爵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 至

北周时， 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 开始封授一些受爵者可以获得租赋的食邑， 并且， 受爵者获得这种食

邑， 是通过 “别赐” “别食” 的方式实现的。 正因如此， 北周封爵的食邑开始分为两种， 即 “本封”
的虚封食邑与 “别食” 的实封食邑。

应该说， 西魏北周封爵的 “本封” 食邑， 已经虚封化。 尽管如此， 当时国家没有取消这种食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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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授， 而是使其转变了功能。 西魏北周国家继续沿袭北魏的做法， 采取有固定数量和有上、 下限数

量限制的食邑封授规定， 因而， 就使封授食邑的数量与封爵的等级间的结合不是无序的。 实际上， 受

爵者获得食邑数量， 是依据封爵的等级， 由低向高依次递增的。 正因如此， 受封爵者获得数量不等的

食邑， 也就成为他们的爵位等级的体现， 进而也就使西魏北周的封爵等级转变为双重的表现方式。
西魏北周国家还将食邑数量的变化与受爵者的地位变化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主要表现为三种做

法： 一是爵位等级晋升而增加食邑数量； 二是实职官职转任， 或加授散官和勋官而增加食邑数量； 三

是建树军功、 事功而增加食邑数量。 尽管西魏北周国家使受爵者的食邑数量增加的做法不同， 但是，
共同之点就是， 由此进一步体现他们地位的变化， 并展现他们所受到的国家优待。 因此， 受爵者的虚

封食邑的增加， 也就成为他们取得荣誉的一种象征。
北周禅代西魏后， 开始实行实封食邑的封授。 这是北周国家为了使一些受爵者能够获得租赋的奖

赏。 在保定二年 （５６２） 之后， 北周国家对实封食邑的封授确定了明确的标准， 就是受封开国郡公以

上、 并加授柱国以上勋官者， 才能获得实封食邑。 也就是说， 北周国家对能取得实封食邑的对象范

围， 做了明确的限定。 而且， 北周国家对封授实封食邑的数量， 也做了规定。 实际上， 北周国家确定

实封食邑的数量， 仍然要依据封爵的等级， 即郡公能受封三百户、 国公能受封五百户、 国王能受封万

户。 很明显， 北周国家使受爵者获得实封食邑数量的规定已经很完善， 进而也就有效地保证上层权

贵， 可以通过受封食邑合法地获得规定的租赋， 因此， 这种实封食邑的封授， 就只能是少数上层权贵

具有的特权。
西魏北周国家采取 “本封” 的虚封食邑和 “别食” 的实封食邑两种不同的封授措施， 对后世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西魏北周的虚封食邑来看， 很重要的就是， 使不同数量的虚封食邑与封爵的不同

等级相结合。 西魏北周的这种规定， 实际为隋、 唐国家所承袭。 《新唐书·百官志一》：
凡爵九等； 一曰王， 食邑万户， 正一品； 二曰嗣王、 郡王， 食邑五千户， 从一品； 三曰国

公， 食邑三千户， 从一品； 四曰开国郡公， 食邑二千户， 正二品； 五曰开国县公， 食邑千五百

户， 从二品； 六曰开国县侯， 食邑千户， 从三品； 七曰开国县伯， 食邑七百户， 正四品上； 八曰

开国县子， 食邑五百户， 正五品上； 九曰开国县男， 食邑三百户， 从五品上。
　 　 很显然， 唐代的封爵包括爵位的等级、 虚封食邑的数量和爵位的品级。 可以说， 唐代使爵位等级

与虚封食邑的结合， 是承袭北周的做法。 只是唐代国家调整了封爵的等级， 并且， 取消了对食邑数量

的上、 下限规定， 只实行有固定数量的食邑标准， 并对一些等级的食邑数量作了重新规定。 也就是

说， 西魏北周确定的封爵等级与虚封食邑结合的基本框架， 并没有被打破， 而是被继续沿袭下来。
就北周的实封食邑而言， 也影响隋、 唐的封爵制。 隋代将实封食邑称为 “真食”。 如上柱国、 申

国公李穆 “拜太师， 赞拜不名， 真食成安县三千户”①。 唐代则称为 “食实封”。 如宗楚客 “进礼部

尚书， 封鲁国公， 食实封户三百”②。 可以说， 隋、 唐国家实行的这种做法， 实际也与北周的实封食

邑规定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可以明确， 隋、 唐代封爵制所包含的对虚封、 实封食邑所采取的封授做

法， 实际正是从西魏北周封爵的两种不同的食邑规定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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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间东宫三卿制的诞生与发展

刘雅君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 “太子三卿” 之名出现在晋武帝之时。 颁行于咸宁元年的 《晋令》 当有对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的规定。 太子三卿原为第六品， 太康八年晋武帝下诏进第五品。 太康八年诏书颁布的背景是同年晋武帝

重构政治格局 （调荀勖离中书） 及太庙殿陷事件。 在晋人的职官分类中， 太子三卿与中庶子、 卫率分属不

同体系。 晋代太子三卿制的形成， 是汉代詹事属官发展、 归并的结果。 在晋制中， 太子三卿职如皇帝七卿。
与两汉相比， 太子三卿被视作事务性官僚群体， 不再是东宫高阶官僚。 在三卿排序中， 家令已经取代率更

令位居首位。 太子三卿在两晋仍然为东宫之 “达官”， 这是因为 “东宫官属， 通为清选”， 太子三卿在事务

职掌之外， 还担负着谕教太子的职责， 这一点是对汉制的继承。
关键词： 东宫；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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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中央官制中， “九卿” 名号源远流长， 起于战国后期，① 一直沿用至清代。② 但严格

的 “九卿制” 形成于东汉时期。③ 与之相应， 作为小朝廷的东宫， 也发展出自身的 “三卿制”， 只是

其正式诞生时间是在晋武帝时期， 晚于 “九卿制”。 本文拟以东宫三卿制的诞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

晋武帝朝政治动向的探索， 寻求汉晋间东宫三卿制形成的原因。

一、 太康八年诏与太子三卿的晋品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其家令、 率更令及仆， 为太子三卿。 太康八年， 进品与中庶子、 二率同。④

　 　 按 《通典》 所述， 西晋武帝时期有 “太子三卿” 之名号。 太康八年 （２８７） 诏的文字内容， 《唐
六典》 卷二十七 《家令率更仆寺卷》 自注记作：

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 东宫之达官也， 宜进品第五， 与中庶子、 二率同。⑤
　 　 现存太康八年诏的文字中虽无 “太子三卿” 的表述， 但是将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归为一类，
并将其与中庶子、 二率 （左、 右卫率） 作比， 可见 “太子三卿” 的观念已然存在于具有最高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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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诏书之中。
晋武帝太子立于泰始三年 （２６７），① 咸宁初年出居东宫。② 今见诸文献的太子率更令任职者仅有

刘弘， 太子仆则为张勃、 夏侯湛。 考察其任职时间， 按 《晋书·刘弘传》， 刘弘 “以旧恩起家太子门

大夫， 累迁率更令”。 所谓 “累迁” 是指一个资历积累过程， 可知刘弘为太子率更令当在泰始三年

（２６７） 之后。 太子仆张勃事迹见诸 《晋书·索靖传》， 索靖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 “太子仆同郡张

勃特表， 以靖才艺绝人， 宜在台阁， 不宜远出边塞”， 晋武帝采纳了张勃的意见， 将索靖擢为尚书

郎。 按 《索靖传》 所述， “ （索靖） 与襄阳罗尚、 河南潘岳、 吴郡顾荣同官， 咸器服焉”， 顾荣为孙

吴入晋之人， 为尚书只可能在太康元年 （２８０） 平吴之后。 故可知张勃任太子仆的时间在太康元年前

后。 至于夏侯湛， “迁太子仆， 未就命， 而武帝崩”③， 可知其拟任时间在太熙元年 （２９０）。 又据

《晋书·李憙传》：
其年， 皇太子立， 以憙为太子太傅。 自魏明帝以后， 久旷东宫， 制度废阙， 官司不具， 詹

事、 左右率、 庶子、 中舍人诸官并未置， 唯置卫率令典兵， 二傅并摄众事。 憙在位累年， 训道

尽规。
　 　 曹叡居东宫之位十分短暂， “（黄初） 七年夏五月， （魏文） 帝病笃， 乃立为皇太子， 丁巳， 即皇

帝位”④。 齐王芳立为太子的当日便即皇帝位， “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 帝甚病， 乃立为皇太子， 是

日， 即皇帝位”⑤， 齐王芳未及居处东宫。 正因曹魏皇太子居位时间太短， 才出现 “制度废阙， 官司

不具” 的情形。 东宫无主， 更谈不上家政， 詹事属官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亦当属 “官司不具” 之

列。 按 《晋书》 文意， 泰始三年 （２６７） 立皇太子之时， 东宫仍旧是 “制度废阙， 官司不具” 的局

面， 故言李憙 “在位累年， 训道尽规”， 意在彰显其辛劳。
西晋官制始建于泰始三年 （２６７）， 次年编撰 《晋令》， 并于咸宁元年 （２７５） 颁行。⑥ 《晋令》 颁

行于皇太子出居东宫的同年。 至晚在咸宁元年 （２７５）， 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被设置。 《唐六典》 卷

二六 《太子詹事府卷》 注引 《晋令》 有对詹事丞品秩、 局拟的规定。⑦ 据此可以推断 《晋令》 同样

存在着对家令、 率更令及仆的相关规定， 或许 《通典》 中有关 “太子三卿” 之名的记述即来自于

《晋令》。 从太康八年诏的内容来看， 家令、 率更令、 仆的品秩有一个提升的过程， 可知 《晋令》 中

“太子三卿” 官品低于五品。 按 《晋书·刘弘传》， 刘弘 “以旧恩起家太子门大夫， 累迁率更令， 转

太宰长史”⑧。 刘弘任职率更令的前一官职太子门大夫、 后一官职太宰长史皆为第六品，⑨ 故而太子

率更令亦为第六品。 在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品之前， 家令、 率更令、 仆的品位当为第六品。 太熙元年

（２９０）， 夏侯湛迁官太子仆， 之前的官职履历是中书侍郎、 南阳相。 中书侍郎、 郡国相均为第五

品， 夏侯湛所迁之太子仆当不低于第五品， 由此可证太康八年诏得到执行。
晋武帝之所以要在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品家令、 率更令、 仆， 与太康年间的政局有关。 晋武帝东

宫官制建设最主要的目的是护佑太子即位。 其皇位继承考量始终以齐王攸为假想敌。 太康三年

７９汉晋间东宫三卿制的诞生与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晋书》 卷 ４ 《惠帝纪》。
《晋书》 卷 ４４ 《李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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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 晋武帝下诏齐王攸之国， 引发朝堂大分裂，① 不仅朝臣的对立之势扩大， 而且国子学、 太学

等意识形态部门也卷入其中。② 此次政争虽然以太康四年 （２８３） 齐王攸的去世告一段落，③ 但政争

所引发的统治集团分裂却更加深刻， 晋武帝在政治上已然成为少数派， 不得不调整中书令、 侍中、 中

护军的任职者。④ 随着贾充、 齐王攸等政治领袖死于太康三、 四年间， 原有的政治运作架构已趋于解

体。 在此情形下， 晋武帝对皇权继承的忧虑无法减少， 所采用的政策是依赖外戚杨氏参与决策、 作为

政权运作的支点。⑤ 《晋书·荀勖传》 载：
时太尉贾充、 司徒李胤并薨， 太子太傅又缺。 （荀） 勖表陈： “三公保傅， 宜得其人。 若使

杨珧参辅东宫， 必当仰称圣意。 尚书令卫瓘、 吏部尚书山涛皆可为司徒。 若以瓘新为令未出者，
涛即其人。” 帝并从之。

　 　 杨珧于太康三年 （２８２） 十二月所任职为太子少傅， 而非太子太傅。⑥ 除杨珧参辅东宫外， 杨骏

也在太康年间行太子太保。 太熙元年 （２９０）， 晋武帝临终前两日， 又拜杨骏为太子太傅。⑦

在太子三卿晋品的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武帝晚年政治又一次转向。 晋武帝将担任中书监长达二

十余年的荀勖调离，⑧ 此前贾充死于太康三年 （２８２）， 冯紞死于太康七年 （２８６）。⑨ 此举标志着晋武

帝朝长期执政的贾充、 荀勖、 冯紞集团的彻底失势。 《晋书·荀勖传》：
勖久在中书， 专管机事。 及失之， 甚罔罔怅恨。 或有贺之者， 勖曰： “夺我凤皇池， 诸君贺

我邪！” ……居职月余， 以母忧上还印绶， 帝不许。 遣常侍周恢喻旨， 勖乃奉诏视职。
　 　 西晋中书监、 令负责替君主草拟文书， 职权十分重要， 故荀勖有 “夺我凤皇池” 的感慨。 并

“以母忧上还印绶” 表达抗议。 接任荀勖出任中书监的华廙， 曾因不接受与荀勖联姻而为其构陷，
“栖迟家巷垂十载”。 此人事更迭及荀勖 “甚罔罔怅恨”， 反映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武帝的举动旨在

重构政治中枢。 太康八年 （２８７） 还发生了一系列的灾异事件， 都指向王朝的根基。 “春正月戊申朔，
日有蚀之， 太庙殿陷”， “秋七月， 前殿地陷， 深数丈， 中有破船”。 王朝象征物的损坏， 按照 《晋
书·五行志》 所言：

天戒若曰， 地陷者分离之象。
从太康八年 （２８７） 到十年 （２８９）， 晋武帝发动六万人维修太庙， 可见太庙殿陷事件对晚年晋

武帝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这可能加深其对皇位继承的担忧， 成为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品太

子三卿的重要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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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晋间太子詹事属官的归并与太子三卿制的形成

　 　 就上述政治形势而言， 太康八年诏书可能不止于晋品太子三卿， 或许是对东宫机构的再编成。 诏

书将 “太子三卿” 与中庶子、 二率类比， 可见在西晋职官分类的视野下， 三卿与中庶子、 二率分属

不同机构。 三卿与中庶子等官的分野有较长的传统， 它源自于西汉。 在 《汉书·百官公卿表》 中，
太子詹事 “属官有太子率更、 家令丞， 仆、 中盾、 卫率、 厨厩长丞”； 太子太傅、 少傅 “属官有太子

门大夫、 庶子、 先马、 舍人”。 前者掌管太子家事务， 后者掌太子谕教。 晋代太子三卿制的形成， 其

实是汉代詹事属官发展、 归并的结果。
首先是太子中盾的消失。 太子中盾仅仅存在于两汉， 魏晋南北朝东宫无此职官。 《后汉书·百官

四》 言其员额一人， 四百石。 本注曰： “主周卫徼循。” 太子中盾又称太子中允。 《后汉书·班彪传》
注引 《汉官仪》 曰： “中允一人， 四百石， 主门卫徼巡。” 从官秩到职掌， 太子中盾与太子中允都相

同， 太子中盾即太子中允。 所谓 “主周卫徼循” 是指东宫内皇太子身边的 “周卫徼循”， 东宫宫门以

外则由卫率率领门卫士担负警卫。 太子中允为皇太子亲近之官。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载：
中允： 后汉太子官属有之， 职在中庶子下， 洗马上。 汉制， 太子五日一朝， 其非朝日， 即使

仆及中允朝， 朝请问起居。 其后无闻。
　 　 按 《通典》 所述， 皇太子不上朝的日子、 太子中允作为皇太子的私人代表入宫 “请问”。 太子中

允与皇太子之间关系密切， 类似于侍从类职官， 故而以中庶子、 洗马作比 （ “职在中庶子下， 洗马

上” ）。 推究太子中允消失之因， 与太子庶子、 太子舍人等侍从类职官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壮大、 侵

夺太子中允之职有关。① 故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又云： “宋、 齐有中舍人， 是其职也。” 太

子中允之名不再沿用， 但是其职责仍然留存。 唐代的太子中允为太子中舍人改名而来， 与汉代太子中

允并无直接继承关系。②

其次是卫率性质的转变。 《北堂书钞》 卷六十五 《太子左右卫率》 条引 《晋公卿礼秩》： “入晋，
建置卫率令一人， 泰始始分置， 左右率一人， 领兵各五千人也。” 《晋书·职官志》 则言： “案武帝建

东宫， 置卫率， 初曰中卫率。 泰始五年， 分为左右， 各领一军。” 然而， 《晋书》 中 “中卫率” 并非

《晋公卿礼秩》 中的 “卫率令”。 前引 《晋书·李憙传》 言：
詹事、 左右率、 庶子、 中舍人诸宫并未置， 唯置卫率令典兵。

　 　 《晋书》 作者十分明确地指出 “左右率” 并非 “卫率令”， 魏明帝以后的东宫不置 “左右率”，
但是仍然置 “卫率令”。 《晋公卿礼秩》 所言魏晋之际卫率令设置的延续性 （ “入晋， 建置卫率令一

人” ）， 正与 《李憙传》 的记述 （ “唯置卫率令典兵” ） 相符。 中卫率、 左右率的设置要到 “武帝建

东宫” 之后。 若将 “建东宫” 理解为立太子， 则在泰始三年 （２６７ 年） 后。 若理解为出居东宫， 则

在咸宁元年 （２７５年） 后。
魏及晋初的 “卫率令”， 沿袭自两汉的卫率。 关于两汉卫率， 《汉书·百官公卿表》 注引如淳曰：

“ 《汉仪注》 卫率主门卫， 秩千石。” 《后汉书·百官四》 却言： “太子卫率一人， 四百石。” 本注曰：
“主门卫士。” 对比这两条记载可见， 从西汉到东汉， 太子卫率的基本职掌并未发生变化， 但官秩由

千石降低到了四百石。 在西汉东宫中， 太子卫率为千石之官， 官秩仅次于太子二傅、 太子詹事， 高于

太子家令、 太子门大夫、 太子庶子、 太子中盾。 但到了东汉， 太子卫率不仅低于太子家令等太子诸卿

（千石）， 也低于了太子中庶子 （六百石）、 太子洗马 （比六百石） 等侍从类官， 甚至低于太子食官

令、 太子仓令 （六百石） 等事务性职官， 只是略高于太子舍人 （二百石）。 在 《后汉书·百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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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载的东宫职官中， 卫率在官秩上处于倒数第二的等次。
由此可见， 作为东宫门卫首领的卫率， 在两汉东宫的地位持续走低。 推究其因， 乃是其职责为东

宫门禁， 较之他官并不显赫。 且在东宫官僚体系中， 太子卫率与皇太子交往并不多， 属于最外围官

员， 故而其官秩在东汉较低。 赖亮郡认为西晋设置 “中卫率” “左右卫率” 是为了领东宫兵， 与曹魏

及晋初主门卫的 “卫率令” 明显不同。① 故而， “卫率令” 与 “中卫率” （后分为 “左右率” ） 虽共

有 “卫率” 之名， 但是职官性质已经彻底改变。 易言之， 晋武帝时期， 太子家政系统中的门卫长官

“卫率令” 消失， 而东宫军事首长 “左右率” 则得以新设。 两晋太子卫率不仅在品秩与太子诸卿同

列， 而且成为显官。② 正因如此， 太康八年诏书晋品太子三卿， 即以二率作比。
再次是 《汉书·百官公卿表》 所载詹事属官厨、 厩长丞分别归属于太子家令、 太子仆。 在东汉

太子少傅之下， 官秩为千石的仅有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仆三个职官， 食官令、 太子厩长等职

官逐渐归属于这些千石职官之下。 《唐六典》 卷二十七 《家令率更仆寺卷》 自注云： “秦、 汉詹事属

官有太子家令、 丞……后汉太子少傅属官有太子家令， 秩一千石， 主仓谷、 饮食， 又领食官令、
丞。” 从 《唐六典》 的行文来看， 太子家令领有食官令、 丞正是始于东汉。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太子仆” 条在叙述完西汉太子仆的情况后， 自注云： “又有太子

厩长一人， 亦主车马。” 从 《通典》 “亦主车马” 的行文， 尚难以确定西汉时的太子仆与太子厩长之

间是否存在统属关系。 其 “厩牧署令、 丞” 条云： “汉有太子厩长、 丞， 属詹事。 后汉亦有， 而属少

傅， 主车马。” 《唐六典》 卷二十七 《家令率更仆寺卷》 所载与之大致相同。 《后汉书·百官四》 在太

子仆之下记述： “太子厩长一人， 四百石。 本注曰： 主车马。” 显然是将太子厩长看作太子仆的属官。
这正如食官令归太子家令统领一样。

经过东汉、 曹魏时期的发展变化， 《汉书·百官公卿表》 所载太子詹事属官， 或省 （中盾）、 或

转为他官 （卫率）、 或归并 （厨、 厩长丞）， 而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仆同为千石， 已然成为

太子少傅之下第一阶层的东宫官僚。 西晋以家令、 率更令、 仆为 “太子三卿” 实是对汉魏间这一制

度变迁的总结。

三、 从职似四卿到职如七卿： 汉晋间太子三卿职掌的变化

　 　 按 《晋书·职官志》 所述， 太子家令 “职比廷尉、 司农、 少府”， 太子率更令 “职如光禄勋、 卫

尉”， 太子仆 “职如太仆、 宗正”， 三卿加起来已经等于朝廷七卿， 仅缺 “职如” 太常与鸿胪二卿，
这是因为皇太子并非天子， 不具有独立掌管 “礼仪祭祀” 和 “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 的权力。③

故而， 太子三卿其实是皇帝九卿的缩小版。
在 “太子三卿” 的 “职拟” 范围上， 《晋书·职官志》 所载比 《后汉书·百官四》 为多， 反映

了汉晋间家令、 率更令、 仆职掌的演变， 兹分述于下：
１ 太子家令

关于太子家令的得名， 《汉书·百官公卿表》 注引张晏曰： “太子称家， 故曰家令。” 《通典》 卷

三十 《职官十二》 引服虔曰： “太子称家， 故曰家令。” 《通典》 又云： “汉代太子食汤沐邑十县， 家

令主之。”④ 可知 “太子家” 如同诸侯封国， 有汤沐邑十县。 太子家令不止负责太子府邸各项家内事

务， 还要主持汤沐邑事务。 《后汉书·百官四》 记载其职责为 “主仓谷饮食， 职似司农、 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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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汉书·疏受传》 记载， 疏受 “好礼恭谨， 敏而有辞”， 其为太子家令时， “宣帝幸太子宫，
受迎谒应对， 及置酒宴， 奉觞上寿， 辞礼闲雅， 上甚欢说”。 “置酒宴， 奉觞上寿” 正是太子家令主

仓谷饮食之职事的执行。
太子家令 “主仓谷饮食”， 故其下辖仓令、 食官令。 《后汉书·百官四》 在太子家令之下记载：

“太子仓令一人， 六百石。 本注曰： 主仓谷。” 这条记述， 与有关太子食官令的记载 （ “太子食官令一

人， 六百石。 本注曰： 主饮食。” ） 在结构上相对应。 太子仓令的 “主仓谷” 与太子食官令的 “主饮

食”， 正是对太子家令 “主仓谷饮食” 职掌的具体执行。 太子仓令不见于 《汉书·百官公卿表》， 或

是东汉新设的职官。
相比较于东汉， 首先， 两晋的太子家令多了 “主刑狱” 之职事：

“家令， 主刑狱、 谷货、 饮食， 职比司农、 少府。” （ 《晋书·职官志》 ）
“晋又兼主刑狱、 谷货、 饮食， 职比廷尉、 司农、 少府。” （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

《通典》 与 《晋书》 不同， 在 “职比司农、 少府” 之外， 又加上 “职比廷尉”。 若与后文所述太

子率更令 “主赏罚事” 联系起来考虑， 在东宫之中， 太子率更令所持为处置权， 而太子家令为执

行权。
其次， 东汉曾设有太子仓令， “魏、 晋已下无闻”①， 而据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晋家

令有主物吏四人”， “掌藏库财货营缮之事”。 据 《晋书·愍怀太子传》， 晋惠帝愍怀太子 “性拘小

忌， 不许缮壁修墙， 正瓦动屋”， “而于宫中为市， 使人屠酤， 手揣斤两， 轻重不差”， “又令西园卖

葵菜、 蓝子、 鸡、 麫之属， 而收其利”。 按照东宫诸官的职权， 愍怀太子的这些经济行为， 应当是

“主谷货” 的太子家令负责， 在太子仓令无闻的情况下， 可能是由 “主物吏” 在具体操作东宫的经济

运作。
最后， 在 “主饮食” 这一事务上， 太子家令的职权在收缩。 《晋书·职官志》 称： “汉东京主食

官令， 食官令及晋自为官， 不复属家令。” 食官令负责皇太子饮食， 为重要之职。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晋太子食官令， 职如太官令。 宋则属中庶子。” 愍怀太子被废后， “恐见酖， 恒自煮食

于前”。 贾后党羽 “徙太子于小坊中， 绝不与食， 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②。 可见食官令关系

到太子的安全问题， 所以太子食官令在两晋从太子家令中独立出来， 刘宋时归属太子中庶子。
２ 太子率更令

《汉书·百官公卿表》 记作 “太子率更”， 《后汉书·百官四》 记作 “太子率更令”， 称： “太子

率更令一人， 千石。 本注曰： 主庶子、 舍人更直， 职似光禄。” “太子率更” 与 “太子率更令” 是同

一官职。
率更令得名与所掌的职事有关。 《汉书·百官公卿表》 颜师古注曰： “掌知刻漏， 故曰率更。” 所

谓 “掌知漏刻”， 即负责东宫的计时。 颇疑其 “主庶子、 舍人更直” 的职能是从 “掌知漏刻” 延伸

而来。 《汉官旧仪》 曰： “庶子舍人五日一移， 主率更长三不会辄斥。”③ 这是对太子率更令 “主庶

子、 舍人更直” 职事的具体描述。
相比较于东汉， 两晋太子率更令职责有所变化， 《晋书·职官志》 云：

率更令， 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 职如光禄勋、 卫尉。
太子率更令职责由原来的 “主庶子、 舍人更直” 转为 “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 由于宫门外防卫

由太子卫率掌管， 故 《晋书》 “主宫殿门户” 所指与 “主庶子、 舍人更直” 之意相近， 即宫内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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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更直。 然而， 太子庶子为第五品官， 与太子率更令平级，① 《晋书·职官志》 亦不记载太子率更令

与太子庶子、 舍人有统领关系， 可以想见， 太子率更令直接掌管近侍人员的权力已经弱化， 代之以

“赏罚事”， 即由原来行政权转为监督权。
太子率更令由 “职似光禄” 变为 “职如光禄勋、 卫尉”， 增加了 “卫尉” 之职事。 《唐六典》 卷

二十七 《家令率更仆寺卷》 自注云： “晋詹事属官有太子率更令一人， 铜印、 墨绶， 进贤两梁冠， 绛

朝服； 掌宫殿门户之禁， 郎将屯卫之士； 局拟光禄勋、 卫尉， 太康八年进品第五。” 所谓 “局拟卫

尉” 当指 “掌宫殿门户之禁， 郎将屯卫之士”。
３ 太子仆

《后汉书·百官四》 的记载是：
太子仆一人， 千石。 本注曰： 主车马， 职如太仆。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认为太子仆为秦官， 两汉因袭之：
仆， 秦官。 汉因之， 又有长丞， 主车马。 后汉因之， 而属少傅， 职如太仆。 太子五日一朝。

其非太子朝日， 即与中允入问起居。
《唐六典》 卷二十七 《家令率更仆寺卷》 所载略同于 《通典》。 在职掌上， 太子仆与诸卿中的太

仆相似， 主车马。 此外， 太子仆还与太子中允一起在太子非入朝日、 作为太子的代表， 到皇帝处

“问起居”。 太子仆的这项职事， 在班彪的上书中写作： “旧制…… （太子） 五日一朝， 因坐东箱， 省

视膳食， 其非朝日， 使仆、 中允旦旦请问而已， 明不媟黩， 广其敬也。”② 所谓 “问起居”， 《后汉

书·班彪传》 注引 《汉官仪》 中作 “皇太子五日一至台， 因坐东箱， 省视膳食， 以法制敕太官尚食

宰吏”， 太子仆、 太子中允作为皇太子的代表， 其 “旦旦请问” 的主要内容是对皇帝的 “膳食” 情况

表示关心， 以体现太子对皇帝的敬意。 太子仆能够作为皇太子的私人代表与皇帝相沟通， 在某种程度

上显示出太子仆与皇太子的亲近关系。
关于两晋太子仆的职掌， 《晋书·职官志》 云：

仆， 主车马亲族， 职如太仆、 宗正。
《通典》 《唐六典》 所载与 《晋书·职官志》 同， 均认为太子仆在 “主车马” 职能之外， 新增加

了 “职如宗正” 的 “主亲族” 工作。 “车马” 与 “亲族” 绝不相干， 可以说， “太子仆” 是在一个官

职的名义下从事着两类职官的事务。
在 “主车马” 方面， 太子仆继承了两汉传统， 其属官仍然有太子厩长。③ 但太子厩丞是否存在，

《通典》 与 《唐六典》 记载有别。 《通典》 认为魏晋因袭两汉制度， 而 《唐六典》 则认为 “汉有太子

厩丞， 自后阙文”④， 持谨慎怀疑的态度。

四、 太子三卿 “东宫之达官” 考辨

　 　 东汉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仆因同为千石， 成为仅次于太子二傅的高阶东宫官僚， 到了西

晋， 它们则丧失了这一地位。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太子中庶子、 庶子、 舍人等侍从类职官演化发

展， 形成了东宫的中书、 散骑、 门下诸机构。⑤ 按 《晋官品》， 太子中庶子、 庶子为第五品， 太子中

舍人为第六品， 太子舍人为第七品。⑥ 太子三卿， 如上文考述， 太康八年 （２８７） 之前仅为第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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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中庶子、 庶子， 晋品诏书颁行之后上升为第五品， 才能与中庶子、 庶子同品。 可见在西晋重构东

宫官制的思路中， 太子三卿被视作事务性官僚群体， 在东宫官僚体系中不再占据高阶位置。
三卿之中， 率更令地位下降最快。 由于中庶子、 庶子、 舍人以前皆为太子率更令属官， 随着东宫

中书、 散骑、 门下诸机构的成立， 率更令职权被削夺。 在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后汉书·百官

四》 的官序中， 率更令为东宫诸卿之首。 虽然 《晋书·职官志》 仍将太子率更令排在最前， 太子家

令、 太子仆在其后， 但若依据太康八年诏书原文， 西晋三卿的实际排序是 “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 以太子家令为首。 《通典》 卷三十 《职官十二》 云： “自汉至晋， 家令在率更下， 宋则居上。”
所述晋代情形有误。 自晋代开始， 率更令已将三卿首位让于家令。

即使是太子家令， 当东宫门下机构成立时， 职权也是被部分剥夺的， 其属官食官令转受中庶子管

辖。 既然如此， 为何太康八年诏书中要言 “太子家令、 率更令、 仆， 东宫之达官也”？
首先， 按 《梁书·文学上》 所言， “旧事， 东宫官属， 通为清选”。 所谓 “达官” 是针对官僚全

体而言， 凡是东宫官属， 均为 “达官” （ “清选” ）。 太子仆夏侯湛， 历仕经历为 “中书侍郎—南阳

相—太子仆—散骑常侍”①。 中书侍郎、 散骑常侍皆为清显之官， 太子仆与之同列， 可见太子仆仍为

清显之官。 尽管 《隋书·百官志上》 云 “家令， 自宋、 齐已来， 清流者不为之”， 然而据笔者实证考

察， 宋、 齐太子三卿任职者仍然在门阀范围之内， 并非寒人可以出任。② 从这个意义来说， 两晋南朝

的太子三卿一直都属于 “达官” 之列。
其次， 自汉代开始， 东宫职官除了负责自身事务之外， 还须承担谕教太子的职责。③ 贾谊说：

“选左右、 蚤谕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 则太子正矣，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④ 在 《新书·保傅》
中， 贾谊言及东宫官制设计： “太子有过， 史必书之， 史之义， 不得书过则死， 过书而宰收其膳， 宰

之义， 不得收膳即死”。 所谓 “亏膳之宰” 正类同于太子家令。 今可见太子家令任职者两例， 一为汉

文帝时期的晁错， 一为汉宣帝时期的疏受。 据 《汉书·晁错传》 记载， 晁错曾受太常委派， 随伏生

习尚书， “诏以为太子舍人， 门大夫， 迁博士”。 在博士任上又上书论太子教育之事， “上善之， 于是

拜错为太子家令”。 汉文帝以晁错为太子家令， 有让其教育太子之意。 《汉书》 本传接下来叙述到：
“以其辩得幸太子， 太子家号曰 ‘智囊’。” 可见太子家令晁错确实对太子的思想、 行为产生了影响。
又据 《汉书·疏受传》， 疏受 “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 从这两例选任事例中可以看到， 太子家令须

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这是因为太子家令与太子交往频繁、 能对太子产生影响的缘故。 太子家令在实

际的东宫运作中， 还部分承担教育太子的职能。
太康八年诏书以太子三卿为东宫之达官， 当然蕴含着谕教太子的期冀。 按 《晋书·刘弘传》， 刘

弘 “少家洛阳， 与武帝同居永安里， 又同年， 共研席， 以旧恩起家太子门大夫”。 《晋书》 认为刘弘

出任太子门大夫、 太子率更令等东宫官是缘于晋武帝之 “旧恩”。 其实这一 “旧恩” 不止于刘弘与晋

武帝 “同居永安里” “同年” “共研席”， 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之后， 沛国刘氏由曹氏的谯沛旧

人转为司马氏的新附家族， 刘弘之父刘靖上疏陈儒训之本， 批判 “浮华交游”， 积极配合司马氏的意

识形态建构。⑤ 刘弘出任太子率更令是因为其在政治上可靠， 且与司马氏有一致的意识形态。
太子仆张勃为敦煌人， 前文已述张勃为索靖远调上表之事。 索氏为敦煌著姓， 索靖是著名书法

家， 张勃与索靖在西晋朝廷中同气连枝， 其家世与学养当类于索靖， 这是他出任太子仆的基本条件。
太子仆夏侯湛， 更是 “族为盛门”， “幼有盛才， 文章宏富， 善构新词， 而美容观， 与潘岳友善，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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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同舆接茵， 京都谓之 ‘连璧’ ”。 其为政之风则是 “缓于公调” “政清务闲”， 并非事务型官

僚。① 晋武帝以夏侯湛为太子仆， 显然是倚重其文化涵养， 以此谕教太子。 夏侯湛的任职时间在太康

八年 （２８７） 后， 可想见晋武帝的考虑是以夏侯湛为 “达官” 太子三卿的标志性人物。

结　 　 论

　 　 “太子三卿” 之名正式出现于晋武帝时期。 太子三卿至晚设置于咸宁元年 （２７５） 太子出居东宫

之时， 该年也是 《晋令》 颁行之年。 从现存遗文可推断 《晋令》 存有对家令、 率更令及仆的规定。
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武帝颁布太子三卿的晋品诏书， 这与太康年间的政局有关。 在太康三年 （２８２）
到四年 （２８３） 齐王攸之国的政争中， 晋武帝已然成了少数派。 同时， 随着贾充、 齐王攸等政治领袖

人物先后死于太康三、 四年间， 原有的政治运作架构已趋于解体， 晋武帝转而依赖外戚杨氏保证皇权

继承。 这一政策调整延续到太康八年 （２８７） 晋武帝将荀勖调离中书， 标志着自西晋建立以来的政治

格局被彻底重构。 太康八年 （２８７） 还发生了太庙殿陷事件， 加深晋武帝对太子皇位继承的担忧， 这

是太康八年 （２８７） 发布诏书晋品太子三卿的重要政治背景。
在晋人的职官分类视野中， 太子三卿与中庶子、 卫率分属不同体系。 晋代太子三卿制的形成， 是

汉代詹事属官发展、 归并的结果。 首先是太子中盾的消失。 太子中盾仅仅存在于两汉， 魏晋南北朝均

无此官。 其次是太子家政系统中的门卫长官 “卫率令” 消失， 新设东宫军事首长 “左右率”。 再次是

詹事属官厨、 厩长丞分别归属于太子家令、 太子仆。
按西晋官制， 太子三卿职如皇帝七卿。 九卿中仅太常与鸿胪二卿在东宫中无对应者， 这是因为皇

太子并不拥有 “礼仪祭祀” 和 “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 的权力。 与两汉相比， 西晋率更令丧失了

主庶子舍人更直的职权， 因而地位下降。 太子家令虽多了 “主刑狱” 之职事， 但是丧失了对太子食

官令的管辖权。 太子三卿的这些变化缘于庶子、 舍人等太子近侍臣僚群体的地位抬升、 权力扩大， 而

太子三卿被视作事务性官僚群体， 在东宫官僚体系中不再占据高阶位置。 这也使得太子三卿的排序发

生变化。 由于中庶子、 庶子、 舍人以前皆为太子率更令属官， 随着东宫中书、 散骑、 门下诸机构的成

立， 率更令职权被削夺， 其在三卿之中地位下降最快。 晋代太子三卿排序， 家令已经取代率更令位居

首位。
尽管如此， 太子三卿在两晋仍然为东宫之 “达官”。 一方面因为 “东宫官属， 通为清选”， 另一

方面因为太子三卿在事务职掌之外， 还担负着谕教太子的职责。 晋武帝对太子三卿的任命正体现了这

一原则， 而这一点则是对汉制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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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辅贴职考辨

田志光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 宋代宰辅贴职情况十分复杂， 宋元丰改制前， 宰相一般可带三馆贴职 （昭文馆大学士、 监修国

史、 集贤殿大学士）， 中书独相、 二员宰相、 三员宰相在任时所带贴职形式多有不同。 监修国史作为宰相

所带贴职， 负责史馆修史等诸多事务。 元丰改制后至南宋时期， 三省宰相均不再贴职， 但枢密院副长官签

书 （同签书） 枢密院事则可以带贴职且后来发展成为定制。
关键词： 宋代； 宰辅； 贴职； 监修国史； 签书枢密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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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辅， 也称 “宰执”， 由宰相和执政构成， 即宋廷中央政府的宰相、 副宰相和主管军事的枢

密院之正副长官， 副宰相与枢密院正副长官称为执政， 宋代宰辅具体名号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 宰辅

名号虽多， 但他们均是中书门下 （三省） 和枢密院的实际长官， 负责国家重要军民政务的决策和处

理。① 宋代众多的宰辅名号中， 有差遣、 有官阶， 有贴职， 情况复杂。② 其中宰相贴职之 “职”， 并

非广义上的官职之意， 而是特指宋代馆殿诸阁的大学士、 学士、 直学士、 直阁、 待制等职名。
宋初沿袭唐代文馆之制， 建昭文馆、 史馆、 集贤院 （殿）， 称为三馆，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９７８）

赐名崇文院， 遂以崇文院作为三馆总名。 太宗端拱元年 （９８８） 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 后又建龙图

阁、 天章阁等帝阁， 以上则通称为馆殿诸阁。 《石林燕语》 卷六载： “国朝以史馆、 昭文馆、 集贤院

为三馆， 皆寓崇文院， 其实别无舍， 但各以库藏书， 列于廊庑间尔。 直馆、 直院谓之 ‘馆职’， 以他

官兼者谓之 ‘贴职’。” ③ 可知， 职名分为馆职和贴职两个系统。 其实除了上引 “直馆” “直院” 为馆

职外， 还有其他一些职名也是馆职， 如 《容斋随笔》 卷一六 《馆职名存》 载： “国朝馆阁之选， 皆天

下英俊， 然必试而后命。 一经此职， 遂为名流。 其高者， 曰集贤殿修撰、 史馆修撰、 直龙图阁、 直昭

文馆、 （直） 史馆、 （直） 集贤院、 （直） 秘阁。 次曰集贤、 秘阁校理。 官卑者， 曰馆阁校勘、 史馆

检讨， 均谓之 ‘馆职’。” ④ 可知， 馆职按级别高低大致可分为三等， 名称较多。 关于宋代文官贴职

制度研究主要有： 李昌宪 《宋代文官贴职制度》 ⑤ 对贴职制度形成的社会条件、 贴职与差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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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职发展阶段、 特点以及作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中对北宋前期宰辅贴职三馆做了简要介绍。 祖慧

《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研究》① 对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的特点、 除授情况、 升迁规律进行了细致分析， 其

中对宰辅资格所带之诸殿学士有简要介绍。 关于馆职与贴职研究主要有： 陈元锋 《宋代馆职的名实

与职任》② 对宋代馆职员数、 职名设置、 专职兼职等问题做了探讨。 龚延明 《宋代崇文院双重职能探

析》③ 对三馆秘阁的设官分职、 实职与虚职功能及其盛衰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关于贴职功能具体

到宋代最高级官员群体———宰辅贴职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 目前学界对

宋代宰辅制度运作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而对宰辅贴职问题虽偶有涉及， 然宰辅贴职制度专论研究尚付

阙如， 宋代宰辅贴职形式如何？ 有哪些种类？ 各种特殊情况怎样？ 宰辅贴职的意义？ 影响贴职的因素

有哪些？ 这些问题需要系统全面分析以厘清之， 亦期望能对文官贴职问题持续深入研究有所补益。

一、 北宋前期宰相贴职考

　 　 北宋建立至神宗元丰官制改革， 在中央设立中书门下 （简称 “中书” ） 作为宰相机构， 由 “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 为宰相， 任命一至三人来担任。 关于此时期的宰相贴职情况， 史籍记载相当模糊，
有的只记大概沿革而缺少细微考辨， 有的甚至出现许多错讹。 首先看 《玉海》 卷一六五引述著名史

学家李焘所言： “本朝因唐故事， 命宰辅兼领三馆。 首相曰昭文馆大学士， 次曰监修国史， 又次曰集

贤院大学士。”④ 又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一○载： “国初循唐制， 以三公至列曹侍郎、 同平

章事为宰相。 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 亚相带监修国史， 末相带集贤殿大学士。”⑤ 均明言北宋建立之

初， 三位宰相带三馆贴职。 《文献通考》 卷五四载：
宋朝儒馆仍唐制， 有四： 曰昭文馆， 曰史馆， 曰集贤院， 曰秘阁。 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

其次监修国史， 其次领集贤。 若只两相， 则首厅兼国史。⑥

《宋史》 卷一六一 《职官志一》 亦载：
宋承唐制， 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 监修国史， 其次为集贤殿大

学士。 或置三相， 则昭文、 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 各除。⑦

以上所引史籍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 第一， 所言 “国初” “宋承唐制” 似指北宋初期， “本朝”
“国朝” 似指整个宋朝， 实则不然， 其所记宰相贴职的时间范围指北宋建立至神宗元丰改制前的这一

时间段。 第二， 《玉海》 载 “宰辅兼领三馆” 确切地说应是宰相兼领三馆， 执政则不兼领三馆贴职。
第三， 当中央政府 （中书门下） 同时设置三位宰相且皆带贴职时， 首相贴职昭文馆大学士， 次相贴

职监修国史， 末相贴职集贤殿大学士。 如果设置两员宰相时， 多以首相贴职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

史， 次相贴职集贤殿大学士。 此外， 还有其他搭配形式。 实际上， 北宋元丰改制前宰相贴职情况要比

上引 《文献通考》 《宋史》 《玉海》 所述复杂许多， 并非那么整齐划一。
１ 三相并带贴职

宋朝建立伊始仍以后周旧臣继续为相， 其中宰相范质带昭文馆大学士 （昭文相）， 王溥带监修国

史 （史馆相）， 魏仁浦带集贤殿大学士 （集贤相）， 三位宰相皆带贴职。 太祖乾德二年 （９６４） 正月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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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范质、 王溥、 魏仁浦三相并罢，① 第一次三相并立贴职时长 ３ 年 １１ 个月 ２０ 天。 第二次三相并立

是开宝九年 （９７６） 十月庚申， 卢多逊自参知政事担任集贤相，② 此时薛居正为昭文相、 沈伦为史馆

相。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９８１） 六月甲戌， 薛居正薨于相位，③ 中书三位宰相并立贴职局面结束。 此

次三相并立贴职时间为 ４ 年 ７ 个月 ２１ 天。 此后昭文相空缺 ３ 个月后由赵普担任， 至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 四月， 卢多逊、 沈伦罢相。④ 第三次三相并立贴职的时间是 ５ 个月 １５ 天。 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 三月， 吕蒙正任昭文相， 李沆任史馆相， 向敏中任集贤相， 三位宰相并立且均带三馆贴职。
这距离上次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 四月三位宰相并立贴职已有 １９ 年时间。 咸平五年 （１００２） 十月丁

亥， 集贤相向敏中罢。⑤ 第四次三相并立时间 １ 年 ７ 个月 １８ 天。 咸平六年 （１００３） 九月昭文相吕蒙

正罢， 景德元年 （１００４） 七月丙戌， 史馆相李沆薨于位。⑥ 此后三位宰相再次俱员则是 ５０ 余年后的

仁宗至和时期。 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 六月戊戌， 文彦博任昭文相， 刘沆任史馆相， 富弼任集贤相。⑦ 嘉

祐元年 （１０５７） 十二月壬子， 史馆相刘沆罢，⑧ 第五次三相俱员时间 ２ 年 ３ 个月 ２４ 天。 之后直至元

丰五年改制， 中书三位宰相再未俱员。 在宋朝建立至神宗元丰宰相机构改革的 １２２年里， 中书三位宰

相俱员的时间共计 １３年整， 约占 １０． ６１％。 也就是说， 在元丰改制以前宰相可带三馆贴职的时间里，
昭文相、 史馆相、 集贤相三相俱员贴职的时间其实很短， 这与传统认识相差甚远。

２ 昭文相兼监修国史

前文引 “若只两相， 则首厅兼国史”， 在此分析宰相贴职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的情况。 该时

期第一位贴职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者， 是真宗天禧四年 （１０２０） 七月庚午任相的丁谓。⑨ 同时宰

相李迪贴职集贤殿大学士。 同年十一月， 李迪罢相后， 枢密使冯拯就任集贤相。 直至乾兴元年

（１０２２） 六月， 丁谓罢昭文兼监修国史相。 此后集贤相一直是单设， 也曾有短暂时期昭文相与史馆相

分设， 如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 六月戊戌， 昭文相兼监修国史陈执中被罢免。 同日， 文彦博由 “永兴军

路马步军都总管、 安抚使、 兼知永兴军府事……特授行吏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昭文馆大学

士”。 文彦博并未兼监修国史贴职。 监修国史则由原集贤相刘沆兼带， 判并州富弼则填补刘沆之缺

担任集贤相。 史载：
知永兴军文彦博为吏部尚书、 平章事、 昭文馆大学士， 宣徽南院使、 判并州富弼为户部侍

郎、 平章事、 集贤殿大学士， 工部侍郎、 平章事、 集贤殿大学士刘沆加兵部侍郎、 监修国史。
初， 除弼监修国史， 沆止迁兵部侍郎， 乃处弼下。 论者以为咸平四年故事， 吕蒙正领昭文馆大学

士， 李沆监修国史， 向敏中集贤殿大学士， 今所除非故事， 由学士承旨杨察之误， 寻贴麻改沆监

修国史， 而弼为集贤殿大学士， 彦博与弼并命。

这次文彦博任昭文相没有兼监修国史职， 因为同时有三员宰相在任。 其中刘沆原为在任的集贤

相， 本官为工部侍郎， 拟升转其本官为兵部侍郎、 集贤相。 而判并州富弼拟任户部侍郎、 史馆相。 如

此， 刘沆本官阶 （兵部侍郎） 虽然高于富弼本官阶 （户部侍郎）， 但是贴职却低于富弼， 在相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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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本官与贴职相比， 宋人更看重贴职的高低， 更何况是宰相之贴职， 这关乎宰相的排名和地位高

下。 此时有官员以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 三月宰相就任之例来申述， 当时中书也有三员宰相， 左仆

射吕蒙正以故相 （之前曾两次任相） 为昭文相， 原史馆相李沆仍担任史馆相， 参知政事向敏中升任

集贤相 （第一次任相）。 此前， 文彦博曾任集贤相后升任昭文史馆相， 此时再次担任昭文相， 按资历

理所当然。 刘沆为在任集贤相， 资历比富弼为高， 在一般情况下应该由刘沆升任史馆相， 由于富弼是

第一次担任宰相， 当任集贤相。 所以翰林学士承旨杨察修改制书， 改任富弼为集贤相。 仁宗嘉祐元年

（１０５７） 十二月， 史馆相刘沆罢相， 昭文相文彦博兼监修国史。① 其次是熙宁三年九月， 昭文史馆相

曾公亮罢免， 此后韩绛和王安石分别担任昭文相和史馆相， 神宗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 四月， 史馆相王

安石罢， 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 二月， 王安石由知江宁府就任昭文相， 同年九月庚申， 神宗命王安石兼

监修国史。② 熙宁九年 （１０７６） 十月王安石罢相， 此后昭文兼监修国史相不再设置。 据统计， 北宋元

丰改制前， 宰相贴职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者有 １６ 人， 分别是丁谓、 冯拯、 王钦若、 王曾、 吕夷

简、 张士逊、 王随、 章得象、 贾昌朝、 陈执中、 文彦博、 庞籍、 富弼、 韩琦、 曾公亮、 王安石。③ 他

们担任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的时间共计约 ４８ 年 ５ 个月， 约占改制前宰相贴职三馆时间 １２２ 年的

３９． ６９％。
３ 二相并任的多元贴职

如果设有两员宰相， 则一定是首相贴职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 次相贴职集贤殿大学士吗？ 答

案是否定的。 例如开宝六年 （９７３） 八月甲辰 （２３ 日）， 赵普罢昭文相， 同年九月己巳 （１９ 日）， 在

宰相空缺近一月后， 太祖以参知政事薛居正为宰相兼监修国史， 枢密副使沈义伦 （沈伦） 为宰相集

贤殿大学士。④ 此时两位宰相， 一史馆相一集贤相。 真宗景德元年 （１００４） 七月丙戌， 史馆相李沆病

逝。⑤ 此后中书宰相空缺一个月， 同年八月己未， 毕士安自参知政事任史馆相， 寇凖自三司使任集贤

相，⑥ 至景德二年十月， 史馆相毕士安薨于位。 此时期中书有两员宰相， 仍是一史馆相一集贤相。
《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 卷三一载： “以刑部尚书、 平章事宋琪为门下侍郎、 昭文馆大学士； 工部尚

书、 平章事李昉为中书侍郎、 监修国史……以丁卯诏书加恩故也。”⑦ 此时有两位宰相， 一昭文相一

史馆相。 大中祥符五年 （１０１２） 二月庚戌， 集贤相王旦迁转昭文相， 四月戊申， 资政殿大学士、 刑

部尚书向敏中就任集贤相。⑧ 至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 七月丁巳， 昭文相王旦罢，⑨ 两人并相时间长达 ５
年 ５个月之久， 此期间一直是一昭文相一集贤相。

还有一种情况， 任命两位宰相时， 一位带贴职， 另一位则不带。 太宗淳化二年 （９９１） 九月， 李

昉再次拜相， 仍与第一次任相的贴职一样是监修国史， 而参知政事张齐贤升任宰相， 并未带贴职。 史

载： “（李） 昉可守本官兼中书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监修国史。 （张） 齐贤可金紫光禄大夫、 尚

书吏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直至淳化四年 （９９３） 六月张齐贤罢相， 一直未带贴职。 又如真

宗咸平元年 （９９８） 十月， 真宗的潜邸旧臣李沆自参知政事拜同平章事兼监修国史， 而张齐贤则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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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仍未带贴职。① 咸平三年 （１０００） 十一月， 张齐贤以朝会醉酒失仪， 罢相守本

官， 也就是说， 张齐贤在第二次任相的两年时间内并未带贴职。② 同样的例子， 还有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 八月， 时向敏中为集贤相， 王钦若自枢密使以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拜同平章事， 也未带贴

职。③ 至天禧三年 （１０１９） 六月， 王钦若因被人检举私受钱财和遗赠道士诗书而罢相， 从其罢相制词

中可知， 其在第一次为相期间也未带贴职。④ 也有个别时间现任两员宰相均不带三馆贴职的情况， 如

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 十月赵普第二次罢昭文相以后， 十一月， 太宗任命参知政事宋琪和李昉担任宰

相， 《宋大诏令集》 卷五一 《宋琪李昉并相制》 载：
刑部尚书、 参知政事宋琪， 宇量深冲， 规模宏远。 工部尚书、 参知政事李昉， 郁有公望， 久

服大僚， 而皆罄竭谟明……并守本官，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加金紫光禄大夫。⑤

此时两位宰相宋琪与李昉都是以本官同平章事为相， 并未带三馆贴职。 而是在一年之后的雍熙元

年 （９８４） 十二月， 宋琪、 李昉才因郊祀推恩而加带贴职。
４ 中书独相之贴职

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有一位宰相且任期较长时， 他们迁转按贴职高低依次递进， 即先带集贤殿大学

士、 次兼监修国史、 最后带昭文馆大学士。 如乾德二年 （９６４） 正月枢密使赵普为相， 首先贴职集贤

殿大学士， 十二天后即乾德二年 （９６４） 正月壬寅， 赵普迁转史馆相， 乾德五年 （９６７） 三月， 又升

任昭文相， 直到开宝六年 （９７３） 八月罢相。 在九年半的时间里赵普一直是独相， 历任集贤相、 史馆

相、 昭文相， 虽然权力并无大小之别， 但在地位和名誉上还是升迁的， 即所谓 “赵令初拜， 止独相，
领集贤殿大学士， 续兼监修国史， 久之， 迁昭文馆”⑥。 类似的例子还有王旦， 他于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
二月， 由参知政事升任集贤相， 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 八月， 迁转史馆相， 大中祥符五年 （１０１２） 二月，
迁转昭文相，⑦ 直至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 七月因病罢相。 此期间王旦任相 １１年 ４ 个月 １８ 天， 其中独相

６年 １个月 ７天。 在一般情况下， 无论是中书独相， 还是中书设置 ２—３员宰相， 他们迁转绝大多数

是依序进行的。 《却扫编》 卷上载：
唐开元中， 始聚书集贤院， 置学士、 直学士、 直院总之。 又置大学士以宠宰相， 自是不废。

其后又置弘文馆， 亦以宰相为大学士。 本朝避宣祖讳易为昭文， 然必次相迁首相始得之， 其后惟

王章恵随、 庞庄敏籍、 韩献肃绛皆初拜直除昭文， 故王岐公行献肃制词， 有曰 “度越往制， 何

爱隆名之私” 者， 盖谓是也。⑧

文中指出宋代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之贴职， 一般只有次相升迁首相才能带此职， 后来王随、 庞籍

和韩绛三人初次拜相就贴职昭文馆大学士， 如前文所述其中前二人还兼监修国史， 时任翰林学士承旨

的王珪在撰写韩绛拜相制词中认为在礼节上是超越旧制， 显示出皇帝对他们的尊崇优待。 反言之， 正

是他们三人超越旧制才说明之前绝大多数宰相贴职是循序渐进的。 另外也有极个别特例， 如吕蒙正在

淳化四年 （９９３） 十月第二次任相且独相时不带贴职，⑨ 吕端至道元年 （９９５） 四月癸未独相时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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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９３， 天禧三年六月甲午，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１４９ 页； 佚名： 《宋大诏令集》 卷 ６６

《宰相一六·王钦若罢相除太子太保归班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３２１页。
佚名： 《宋大诏令集》 卷 ５１ 《宰相一·宋琪李昉并相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２６０页。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卷 ２８ 《宰相带馆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 第 ３５４－３５５页。
《宋史》 卷 ２１０ 《宰辅表一》； 佚名： 《宋大诏令集》 卷 ５１ 《宰相一·王旦拜集贤相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２６２－

２６３页。
徐度： 《却扫编》 卷上， 载 《全宋笔记》 第 ３ 编， 第 １０ 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１３ 页。 按： 《宋大诏令集》

卷 ５６ 《宰相六·韩绛昭文相制》 原为 “度轶往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２８３页）， 与 “度越往制” 意同。
佚名： 《宋大诏令集》 卷 ６５ 《宰相一五·吕蒙正罢相除右仆射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３１９页。



不带贴职， 后在至道三年 （９９７） 四月癸卯其始贴职监修国史。① 皇祐三年 （１０５１） 十月庚子至皇祐

五年 （１０５３） 闰七月壬申庞籍独相中书， 一直为昭文史馆相。②

综上所述， 在北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前， 中书门下三位宰相———首相 （昭文馆大学士）、 次相

（监修国史）、 末相 （集贤殿大学士） 同时在任的时间比较短， 并不是北宋元丰改制前只要有三位宰

相就均带如上三贴职， 这与之前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 宰相身兼两职， 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

国史， 次相贴职集贤殿大学士， 这种组合形式实施时间较长。 此外， 在中书设置两员宰相时还有其他

组合形式， 如昭文相———史馆相、 昭文相———集贤相、 史馆相———集贤相、 史馆相———同平章事、 集

贤相———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同平章事等， 所以史言 “若只两相， 则首厅兼国史” 并不确切，
它只是众多组合形式中的一种。 一般情况下宰相贴职迁转是依规依序进行， 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超迁的

情况发生。 神宗元丰改制， 中书门下一分为三个机构 （三省）， 宰相名称也发生变化， 以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宰相， 此后宰相不再加带三馆贴职， 史载：
国初， 宰相凡三员， 皆带职， 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 次监修国史， 次集贤大学士， 皆平章

事。 其后， 除拜不常， 至嘉祐时， 始只两相。 元丰改官制， 宰相始不带职。③

上引关于宰相贴职情况， 前文已做详细论述， 所谓 “嘉祐时始只两相”， 嘉祐时期虽然曾设置两

员宰相， 但并不只限于此时期置两相， 且也不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设置两相。 其后言元丰改制宰相开

始不带贴职则是历史事实。 改制前最后一位带监修国史贴职的宰相王珪， 改制后换为守尚书左仆射兼

门下侍郎， 成为左相 （首相）。④ 总之， 北宋元丰改制前中书宰相贴职呈现出多样性、 复杂化的特征。

二、 北宋前期宰辅贴职修史考

　 　 如上文所述学界一般认为馆阁官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有职事的馆职， 二是无职事的贴职。 宰相

所带昭文馆大学士、 监修国史、 集贤殿大学士是为贴职， 但是其中的监修国史是有实际职事的贴职，
这点极易被忽视。 宰相兼监修国史为次相， 负责三馆中的史馆， 也称为 “史馆相”， 其贴职监修国史

不但有具体职事， 且比较繁忙。 《春明退朝录》 卷上载： “本朝置二相， 昭文、 修史， 首相领焉； 集

贤， 次相领焉。 三馆职， 惟修史有职事。”⑤ 这里说明的是中书设置两员宰相的一种组合形式， 首相

贴职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 次相贴职集贤殿大学士的情况， 此时因首相兼监修国史， 所以负责修

史的就是首相。 《梁溪漫志》 卷一亦言： “祖宗时， 凡三相： 首相昭文， 次监修国史， 次集贤。 昭文

虽首相始得之， 然但虚名， 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⑥ 即如果三位宰相满员， 次相史馆相则负责

修史工作。 《文献通考》 卷五一载： “宋制， 监修国史一人， 以宰相为之。 修撰、 直馆、 检讨无常员，
修撰以朝官充， 直馆、 检讨以京官以上充， 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⑦ 也就是说除了史馆相作为

总负责人编修国史外， 还有其他一些具体执笔编撰的官员， 均由京朝官担任。 总之， 修撰、 直馆、 检

讨等为有实际职事的馆职， 而 “监修国史” 则为有职事的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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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副宰相代行监修国史之职事

宋朝建立后， 第一个担任史馆相的是后周旧相王溥， 第二个是赵普， 太祖乾德二年 （９６４） 正月

壬寅， “敕赵普监修国史”①。 由于宋朝建立之初忙于平定叛乱、 统一战争以及政权机构与制度建设，
尚未顾及修史事务， 实际上史馆相王溥、 赵普并未开展组织修史工作。 从修史的实际工作上讲， 宋廷

第一个真正负责修史工作的是副宰相———参知政事薛居正。 开宝六年 （９７３） 四月戊申诏：
唐季以来， 兴亡相继， 非青编之所纪， 使后世以何观？ 近属乱离， 未遑纂集， 将使垂楷模于

百代， 必须正褒贬于一时， 宜委近臣， 俾专厥职， 其梁氏及后唐、 晋、 汉、 周五代史， 宜令参知

政事薛居正监修。②

这是宋廷正式开展的第一次修史活动， 目的正如诏书中所言的以古为镜， 以史为鉴， 正褒贬别善

恶， 以垂范后世。 当时赵普已从史馆相迁转为昭文相， 且中书仅有赵普一位宰相， 史馆相未除人。 薛

居正实际上承担了宰相监修国史的职责。 为何太祖选中薛居正监修国史， 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

薛居正的学识和才华， 史载其 “好读书， 为文落笔不能自休”③， “好读书， 为文敏赡”， 又曾 “登进

士第”，④ 时人称其 “文章器业必至台辅”⑤。 因此， 薛居正才学方面可胜任该工作。 二是， 当时在二

府宰辅中， 除了昭文相赵普， 参知政事薛居正外， 还有参知政事吕余庆、 刘熙古， 以及枢密使李崇

矩、 副使沈义伦。 在这几人中， 李崇矩为武将， 显然不适合监修国史， 赵普、 吕余庆、 刘熙古、 沈义

伦等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 都是宋太祖的霸府元从和亲信，⑥ 作为宋朝第一次修史工作， 其目的又是

撰成一部垂范后世的 “信史”， 想必太祖不愿令自己的亲信监修， 以免落人话柄。 三是， 除薛居正进

士出身外， 其他几人为幕职出身， 文化水平不高， 恐难以胜任。 同年九月己巳， 薛居正升任宰相兼监

修国史， 成为史馆相， 拜相制曰：
吏部侍郎、 参知政事薛居正， 文作国华， 才为人杰， 夙推重望， 久服大僚……擢正台司， 仍

兼史职……可门下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依前监修国史。⑦

该诏令明言薛居正是 “依前监修国史”， 此后成为史馆相的薛居正则名正言顺地主持修史。 经过

１年 ７个月的编修， 开宝七年 （９７４） 闰十月甲子， “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 《新修五代史》 百五十

卷”⑧。 此处将薛居正直接称为 “监修国史”， 而不称宰相， 突出了其负责修史的职责。 《麟台故事校

证》 卷四载： “开宝中， 薛居正以参知政事监修， 自后参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国史者， 不常置。”⑨ 就

此后参知政事参与修史的情况来看， 薛居正以参知政事身份作为史馆负责人监修国史是宋代首例， 之

后其他参知政事参与修史不再称为 “监修”， 而是以其他名号如管勾、 并修、 权领史馆事等参与修

史。 真宗景德二年 （１００５） 十月乙酉， 史馆相毕士安去世， 参政知事王旦权领史馆事。 《续资治通鉴

长编》 卷六六载：
景德二年， 毕士安卒时， 宼凖止领集贤殿大学士， （王） 旦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 及旦为

相， 虽未兼监修， 其领史职如故。

当时毕士安在史馆相任上去世， 而作为集贤相的寇凖并未迁转史馆相， 修史工作再次由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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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但是这次参知政事王旦并未像先前薛居正那样监修国史， 而是权领史馆事， 即临时负责史馆工

作。 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 二月戊戌， 王旦自参知政事升任集贤相。 《宋大诏令集》 卷五一载： “金紫光

禄大夫、 尚书左丞、 参知政事、 上柱国、 太原郡开国公王旦……可工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集

贤殿大学士。”① 可见， 王旦的拜相制书中未有 “监修国史” 的表述， 但据如上 “领史职如故” 的记

载， 与 《宋史》 卷二八二载： “ （景德） 三年， （王旦） 拜工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集贤殿大

学士、 监修两朝国史。”② 这也是宋代集贤相负责监修国史的第一例， 具体工作是监修两朝国史， 即

宋太祖、 太宗两朝国史。 综上所述， 薛居正与王旦曾以副宰相的身份在一段时间内负责修史事务， 但

二人并未带监修国史的正式贴职， 因为按照制度规定， 只有正宰相才能贴职三馆， 此时期内副宰相代

行监修国史贴职的职事， 成为史馆的实际领导者。
２ 宰相监修国史任务繁重

真宗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 八月丁巳， 真宗正式下诏 “修太祖、 太宗正史， 宰臣王旦监修国史， 知

枢密院事王钦若、 陈尧叟， 参知政事赵安仁， 翰林学士晁逈、 杨亿并修国史”。③ 王旦即正式兼监修

国史， 成为史馆相。 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 二月丁亥 （１２ 日）， 监修国史王旦等上 《两朝国史》 一

百二十卷， 修史工作完成， 真宗下诏褒奖。 第二天 （戊子） “加旦守司徒， 修史官赵安仁、 晁逈、 陈

彭年、 夏竦、 崔度并进秩， 赐物有差， 王钦若、 陈尧叟、 杨亿尝预修史， 亦赐之”④。 即因修史有功，
王旦加官为司徒， 凡参与修史的官员各有不同的封赏。

仁宗乾兴元年 （１０２２， 未改元） 十二月， “命司徒兼侍中、 监修国史冯拯专切提举监修 《真宗实

录》 ”。⑤ 当时冯拯担任昭文相兼监修国史， 真宗刚刚去世， 仁宗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即命冯拯提举

监修 《真宗实录》， 这是宋朝第一次昭文史馆相提举监修国史。 之后冯拯因病罢相后， 继任的王钦若

依旧提举监修国史。⑥ 仁宗天圣五年 （１０２７） 二月癸酉， “命参知政事吕夷简、 枢密副使夏竦修真宗

国史， 翰林学士宋绶， 枢密直学士刘筠、 陈尧佐同修， 宰臣王曾提举”。⑦ 此时王曾为昭文相兼监修

国史， 以其提举监修理所当然。 此外， 王曾还负责其他修史事项：
（天圣五年十月） 乙酉， 监修国史王曾言： “唐史官吴兢于实录、 正史外， 录太宗与群臣对

问之语为 《贞观政要》。 今欲采太祖、 太宗、 真宗 《实录》、 《日历》、 《时政记》、 《起居注》， 其

间事迹不入正史者， 别为一书， 与正史并行。” 从之。⑧

史馆相王曾提出效仿唐朝修 《贞观政要》 的 “故事”， 建议将不入正史的记载另行编修， 得到仁

宗批准。 监修国史并不局限于专修一部国史， 一些好的切实可行的修史建议、 意见可向皇帝提出。 此

外皇帝与史馆相王曾还就修史问题进行讨论：
（天圣七年三月） 壬午， 上谓监修国史王曾曰： “先朝美政甚多， 可谕史官详载之。” 因言两

《汉书》 文辞温雅， 《唐书》 殆不能及也。 王曾退， 相谓曰： “上日省四方封奏， 间阅经史， 见前

代述作之体， 且善评之， 自昔好文之主， 亦未尝留意及此。”⑨
上述两事例再次说明， 作为监修国史的宰相王曾承担着很多修史的相关工作， 与皇帝议论、 探讨

前代史籍的优劣、 特点， 组织当朝国史的编修， 宣谕皇帝修史的指示等。 以上事例中明言王曾为监修

国史， 而不是通常讲的 “宰臣” “宰相”， 再次印证了史馆相的特殊身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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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七年 （１０２９） 六月， 昭文史馆相王曾罢， 两个月后， 已升任集贤相的吕夷简迁转为昭文史

馆相， 作为拥有修史职责的宰相吕夷简， 史籍中不乏其修史活动的记载， 如天圣八年 （１０３０） 六月

癸巳， “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①。 又如明道元年 （１０３２） 二月癸卯， “监修国史吕

夷简上 《三朝宝训》 三十卷”。② 此后历任史馆相也都积极履职， 如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 四月己酉，
“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 《国朝会要》 一百五十卷”③。 仁宗嘉祐八年 （１０６３） 七月二十三日， 监修

国史韩琦奏： “史院日历未修者积十余年， 今将修先朝实录， 而日历未备， 检讨阙官， 请以祠部员外

郎、 直秘阁吕夏卿， 太子中允、 秘阁校理韩维兼职。” 即史馆相韩琦针对史馆缺少检讨官而向仁宗皇

帝提出增员的建议， 仁宗 “诏以夏卿、 维并兼史馆检讨”。④ 英宗治平元年 （１０６４）， “以宰臣韩琦提

举修 《仁宗实录》 ”。⑤ 当时宰相韩琦仍带监修国史职。 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 五月戊午 （初九）， 神宗

“诏修仁宗、 英宗两朝正史， 命宰臣吴充提举”。⑥ 当时宰相吴充兼监修国史， 几日后的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 五月甲子 （１５ 日） 吴充又针对修史问题提出建议： “史院旧用中书、 枢密院 《时政记》 及

《起居注》 诸司文字纂类 《日历》。 《时政记》 才送至熙宁六年， 《起居注》 至熙宁二年， 恐由此事实

遗废， 乞责近限修进。” 得到神宗批准。⑦ 即编修国史为了获得更多的史源， 要求各有关机构及时报

送本部门的工作运行记录。 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 七月辛未 （２３ 日）， 吴充又将完成的仁宗英宗正史之

《纪》 初稿呈神宗审阅， 史载：
上 （神宗） 御资政殿， 监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宋敏求， 编修官王存、 黄履、 林希， 以仁宗、

英宗纪草进呈。 上服靴袍， 内侍进案， 敏求进读， 上立听顾问， 终篇始坐。⑧

综上所述， 自神宗下诏决定编修仁宗英宗国史， 组建编修班子， 至此时监修国史吴充率领主要修

史官员进呈仁宗英宗纪初稿才两个半月的时间， 这说明史馆的编修效率还是比较高效的。 神宗元丰三

年 （１０８０） 三月， 史馆相吴充因病辞去相位， 同年九月集贤相王珪迁转史馆相， 继续监修仁宗英宗

正史。 王珪也是元丰官制改革前最后一位带监修国史贴职的宰相。 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 六月甲寅， 《两
朝正史》 编修完成， 共一百二十卷， 监修国史王珪、 修史官蒲宗孟、 李清臣、 王存、 赵彦若、 曾肇

以及之前参与修史的苏颂、 黄履、 林希、 蔡卞、 刘奉世， 故相吴充， 故史馆修撰宋敏求等都获得加官

或赏赐。⑨

神宗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 官制改革， 昭文馆、 史馆、 集贤殿等三馆并入秘书省， 史馆成为秘书省

国史案， 单独设置的史馆不复存在。 作为史馆负责人的监修国史自王珪卸任后则不再授人， 监修国史

作为宰相之贴职在元丰改制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谓 “监修之名废于元丰， 而复于绍兴”， 笔者认

为只是名称相同， 而作为贴职的性质则发生了根本变化。 南宋时期虽然有吕颐浩、 朱胜非、 赵鼎、 张

浚、 秦桧等人带监修国史之名， 但不复贴职之意。

三、 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期特殊执政贴职考

　 　 在宋代， 签书 （同签书） 枢密院事作为枢密院的副长官之一， 属于宰执集团成员， 也是宋代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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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任期间可以带贴职的执政， 从这个角度讲亦可称其为特殊执政。
１ 签书枢密院事贴职枢密直学士

对于签书枢密院事贴职情况还要从 “枢密直学士” 说起。 “枢密直学士” 一职始设于五代后唐时

期。 入宋后， 枢密直学士仍沿置。 建隆元年 （９６０） 八月甲申， 太祖任命 “赵普枢密副使， 自右谏议

大夫、 枢密直学士、 兵部侍郎除”①。 赵普作为太祖亲信、 霸府原从被委以重任， 从枢密直学士升任

枢密副使， 进入执政序列。 此后太宗、 真宗朝均有枢密直学士的任命。 其实这一时期的枢密直学士具

有特殊性， 其性质更类似于差遣， 有实际工作， 而不是贴职。② 仁宗天圣八年 （１０３０） 九月己巳， 刑

部侍郎、 枢密直学士赵稹任枢密副使， 免枢密直学士。③ 此时的枢密直学士完全成为贴职。 此后担任

签书枢密院事而带贴职化的枢密直学士， 是在哲宗元祐时。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四月壬午， “赵瞻签书

枢密院事， 自中散大夫、 试户部侍郎， 迁枢密直学士除”④。 赵瞻就任签书枢密院事是由职事官 “迁
枢密直学士除” 授， 而不是像上文赵普等是 “自枢密直学士除” 授， 二者有本质区别。 时隔一年两

个月， 元祐四年 （１０８９） 六月丙午， “赵瞻同知枢密院事， 自枢密直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 迁中大夫

除”⑤， 此次迁转任命也可以看出， 赵瞻在签书枢密院事任上带枢密直学士贴职， 其任同知枢密院事

时仅有寄禄官中大夫衔， 枢密直学士被免去。 再有一例，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卷十载， （元祐六年

二月辛卯） “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 自龙图阁待制、 知开封府， 充枢密直学士除”⑥。 又据元祐七年

五月丙午， “枢密直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为端明殿学士、 知郑州”⑦。 可知， 王岩叟在担任签书

枢密院事期间一直带枢密直学士贴职。 北宋最后一例以枢密直学士贴职就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是刘奉

世， “ （元祐七年六月辛酉） 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 自左朝议大夫、 宝文殿待制、 权户部尚书， 迁枢

密直学士除”⑧。 范祖禹 《范太史集》 卷三一亦有 “枢密直学士、 中大夫、 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押

伴”⑨ 的记载， 明确刘奉世就任签书枢密院事贴职枢密直学士。 枢密直学士不同于一般的三馆秘阁的

贴职， 起初其性质相当于有实权的差遣， 宋真宗朝后期才完全转变为贴职， 也许是 “出身” 于枢密

院系统， 所以签书枢密院事贴职枢密直学士具有特殊性。 然而这种 “特殊性” 在钦宗朝改变了， 签

书枢密院事不再贴职枢密直学士， 而是其他贴职。
２ 签书枢密院事贴职资政殿、 延康殿、 端明殿等学士

宋钦宗朝最早带职担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是耿南仲， 时间是钦宗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 未改元） 十二

月， 史载 “钦宗以十二月庚申 （２３日） 即皇帝位， 壬戌 （２５ 日） 南仲除签书枢密院事”。 又载 “十
二月， 耿南仲签书枢密院事， 自徽猷阁学士、 朝散大夫、 太子詹事， 迁资政殿学士除”。 钦宗刚即

位， 就将耿南仲从徽猷阁学士、 朝散大夫、 太子詹事升为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其带职就任执政

无疑。 靖康元年二月壬寅， “耿南仲尚书左丞， 自资政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迁中大夫除”。 耿南仲

以中大夫寄禄官阶任尚书左丞， 免资政殿学士贴职。 之后的靖康元年 （１１２６） 一月十九日， “兵部尚

书路允迪除资政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 差奉使河东”。 即带职资政殿学士任执政。 类似情况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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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虚中。① 除去资政殿学士外， 延康殿学士也是签书枢密院事常带之贴职， 史载 “ （靖康元年八月

乙未） 李回签书枢密院事， 自朝请大夫、 御史中丞兼侍读， 迁延康殿学士除”②。 而且李回是第一位

带延康殿学士职就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执政。 李回 “首拜延康殿学士、 签书， 延康今为端明”③。 此后

还有曹辅。 靖康元年 （１１２６） 十一月二十三日， “孙傅除同知枢密院事， 曹辅除延康殿学士、 签书枢

密院事， 秦桧除御史中丞”④。 在新除授的三人中曹辅带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且曹辅在执政任

上一直带贴职。 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 五月庚寅 （初一）， “尚书左丞冯澥， 延康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

曹辅以宗社失守， 上疏待罪”⑤。 当日高宗即位， 作为钦宗朝执政的冯澥与曹辅对北宋亡国自请承担

责任， 上疏请罪， 此时曹辅仍带延康殿学士。 六日后的五月丙申 （初七）， “延康殿学士、 签书枢密

院事曹辅薨”⑥。 可见曹辅直至去世仍带延康殿学士贴职担任执政。 此外还有张叔夜， 《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 卷四有如下一条记载：
建炎元年夏四月庚申朔， 金左副元帅宗维退兵。 渊圣皇帝北迁。 尚书右仆射、 兼中书侍郎何

， 同知枢密院事、 兼太子少傅孙傅， 资政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 御史中丞秦桧， 尚书

兵部侍郎司马朴从。⑦

可知在建炎元年⑧ （１１２７） 四月庚申 （初一）， 张叔夜作为签书枢密院事时已带贴职资政殿学

士， 当然这不是张叔夜带职担任执政的开始。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卷一三载：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

庚子 （初九）， 张叔夜签书枢密院事， 自延康殿学士、 南道都总管除。”⑨ 明言张叔夜是从延康殿学

士、 南道都总管职务上升任签书枢密院事， 时间是闰十一月庚子。 《宋史》 卷二三 《钦宗纪》： “ （闰
十一月） 庚子， 以资政殿学士张叔夜签书枢密院事。” 时间也是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庚子， 但贴职是

资政殿学士而非上引的延康殿学士， 那么张叔夜所带贴职究竟何种？ 《东都事略·张叔夜传》 述其履

历时如是载： “进延康殿学士， 又进资政殿学士， 令提举南道兵， 守御城上， 擢拜签书枢密院事。”

《宋史·张叔夜传》 亦载： “四道置帅， 叔夜领南道都总管……加延康殿学士……进资政殿学士， 令

以兵入城， 俄签书枢密院。” 至此可知， 张叔夜是先带延康殿学士， 再转为资政殿学士， 并带资政

殿学士担任签书枢密院事， 进入执政序列。 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 五月乙巳 （１６ 日）， “资政殿学士、 签

书枢密院事张叔夜薨”。 张叔夜去世前仍以执政身份带资政殿学士贴职。 南宋建炎以后可以说签书

枢密院事基本上带贴职。 如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 三月丙午郑瑴贴职端明殿学士就任签书枢密院事。 同

年五月癸未， 滕康贴职端明殿学士就任签书枢密院事。 之后担任签书枢密院事带职成为惯例， 且看

如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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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七月） 己丑， 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王绹参知政事， 朝奉大夫试兵部尚书周望同签

书枢密院事， 望不加职， 绹不进官， 吕颐浩失之也。 后四日， 乃进绹中大夫， 望除端明殿学

士。①

周望在初除同签书枢密院事时并未带贴职， 王绹任参知政事也未升迁官阶， 当时吕颐浩任右仆射

平章事为独相三省， 也许是时局离乱、 政务冗繁以致考虑不周， 吕颐浩并未按惯例将二人的 “官”
“职” 做出相应的迁转， 四日后周望除端明殿学士继续担任签书枢密院事。 以上事例说明了就任签书

枢密院事不带贴职违反了当时官员升迁的规则， 可以视为主政者的 “失职” 行为。 此后建炎时期就

任签书枢密院而带贴职的官员有张守、 赵鼎、 富直柔， 高宗绍兴以后有权邦彦、 徐俯、 李若谷、 汪

勃、 叶衡、 陈自强、 虞允文、 梁克家、 谢深甫、 乔行简、 谢方叔等。② 以上担任签书 （同签书） 枢密

院事的执政均带端明殿学士贴职。
３ 特殊时期的执政贴职考

据现存史籍记载尚未见在任三省执政带贴职的情况。 但有一个特殊情况需要指出： 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 七月为了安排官员扈从奉迎隆祐太后于南昌， 高宗任命了五位官员权知三省、 枢密院事， 成

为三省和枢密院的长官之一， 此时五位在任执政均带贴职：
（建炎三年七月） 壬寅， 以参知政事李邴， 端明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滕康， 并为资政殿学

士。 邴权知三省、 枢密院事， 康权同知三省、 枢密院事。 凡常程有格法事及四方奏谳， 吏部差

注、 举辟、 功赏之属， 皆隶焉。③

可知李邴与滕康在任权 （同） 知三省、 枢密院事任上均带资政殿学士贴职， 而且也负责处理和

掌管三省事务。 同年八月壬子， 资政殿学士、 权知三省、 枢密院事李邴以本职提举洞霄宫， 罢政事。
资政殿学士滕康权知三省、 枢密院。 擢升吏部尚书刘珏为端明殿学士、 权同知三省、 枢密院事。④ 建

炎四年 （１１３０） 正月丙寅， 诏罢滕康、 刘珏三省、 枢密院事， 以卢益权为资政殿学士权知三省、 枢

密院事， 李回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 枢密院事。⑤ 到了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 八月癸未， 谏官吴表臣

弹劾卢益 “所至扰民”， 于是高宗罢卢益资政殿学士、 权知三省、 枢密院事， 改任其提举醴泉观兼侍

读。⑥ 同年十月己丑， “李回同知枢密院事。 自端明殿学士、 权同知三省枢密院， 迁中大夫除”。 李回

的改任原因是 “从卫隆祐皇太后， 至是， 扈从六宫还朝， 故有此除”。⑦ 李回以中大夫就任同知枢密

院事， 不再带端明殿学士贴职。 以上李邴、 滕康、 刘珏、 卢益、 李回等五位官员在权 （同） 知三省

枢密院事任上皆带贴职， 与之前带贴职的签书枢密院事不同的是他们五人可以处理三省事务， 亦属于

三省系统的执政。 只不过该职务仅为扈从隆祐太后还朝而设置， 为权宜之计， 当太后还朝后该岗位则

被罢废， 所任官员就任常设岗位。
还有一例特殊情况， 参知政事带贴职： 宁宗嘉定七年 （１２１４） 正月十日， “诏通奉大夫、 参知政

事章良能特转三官， 除资政殿大学士、 守参知政事致仕， 以良能上遗表， 故有是命”⑧。 参知政事章

良能临终前撰写遗表， 去世后由家人进呈朝廷。 宁宗特批章良能转三级官阶， 加带资政殿大学士以原

职务致仕。 其实这种升官加职类似于赠官， 对去世官员表示一份荣誉和优崇， 并非真正意义上带贴

职。 此外， 在南宋末期恭宗、 端宗时期， 面对蒙元军队的侵逼， 南宋小朝廷流离失所四处躲避，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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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任签书枢密院事的官员可不带职， 如恭宗德祐元年 （１２７５） 正月乙酉， 文及翁自试吏部侍郎，
除签书枢密院事。① 此后的倪普、 陈合、 陈文龙等人， 就任签书 （同签书） 枢密院事时未带贴职， 打

破了南宋以来枢密院副长官带职的传统。

结　 　 语

　 　 宋代的宰辅贴职形式灵活多样， 贴职情况十分复杂， 如要厘清其各种形式和状况必须大量爬梳史

料， 分类阐释， 以大量实例分析论证。
首先， 针对北宋元丰改制前宰相兼带三馆贴职的情况， 就有三相均带贴职、 两相贴职 （如昭文

相———史馆相、 昭文相———集贤相、 史馆相———集贤相、 史馆相———同平章事、 集贤相———同平章

事、 同平章事———同平章事等组合形式）、 独相贴职等十余种情况， 这些学界尚未充分探讨。
其次， 宰相带监修国史贴职时具有实际职事， 负责史馆的各项工作， 事务较为繁忙。 在个别情况

下， 副宰相参知政事也可兼监修国史或权领史馆事， 暂时负责史馆工作。
最后， 签书 （同签书） 枢密院事是宋代唯一在任时可以带职的执政， 其带贴职产生于哲宗元祐

时期， 后来钦宗时期这种情况逐渐增多， 南宋建炎以后几乎成为定制， 带职种类有枢密直学士、 延康

殿学士、 资政殿学士、 端明殿学士等， 成为执政贴职的一道独特风景。 究其原因， 很可能是签书

（同签书） 为执政中级别最低的一类， 相对其他执政而言一般以资浅者担任， 为加重其身份而带贴

职， 以示优崇和破格任用。
宋代宰辅贴职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 研究内容丰富， 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宰辅贴职类型、 贴职形

式、 贴职时段以及各种特殊情况做了系统分析， 纠正了一些史籍记载不一或以偏概全的记述， 明确了

学界对此问题的某些模糊认知。 而对宰辅不同贴职、 是否贴职的原因、 背景， 宰辅与皇帝的亲疏关系

以及宰辅政治立场、 相互关系、 理政效果对其贴职高低的影响， 宰辅就任前后贴职的演变等， 笔者将

另文探讨。

责任编辑： 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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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邦耀： 《续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卷 ２１， 德祐元年正月乙酉， 王瑞来校补，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１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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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驸马都尉考论
程妮娜　 彭赞超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２）

　 　 摘要： 金代女真皇族宗室实行世婚制， 驸马都尉仅在女真世婚家族的尚主男子中选授， 驸马都尉作为

世婚家族与皇室关系的晴雨表， 体现了世婚各家族在金朝不同时期与皇室关系的疏密程度。 驸马都尉凭借

帝婿的显贵身份， 在出职入仕、 官职升迁、 封授女真世爵和汉爵， 甚至在去世后的赙赠等方面都受到一定

的优遇。 但女真皇帝对世婚家族既信任又限制， 这是金熙宗以后很少有女真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金朝； 驸马都尉； 世婚制； 家族； 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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驸马都尉自魏晋以来便是尚公主者的专属官职，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是关于金朝驸马

都尉的研究成果则较少， 学者们或在研究金代世婚制度、 宗室、 公主时提及此官， 或在研究金代某种

职官制度时涉及某人曾担任驸马都尉等。① 目前仅见姜雨 《金代驸马都尉探析》 （ 《白城师范学院学

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一文对金代驸马都尉的设立、 授予、 迁转进行了研究， 但文中关于金朝驸马都

尉的数据统计不够全面， 一些相关问题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金朝驸

马都尉授予的范围与特点， 女真各世婚家族势力的发展变化与金帝授予驸马都尉的关系， 以及驸马都

尉任职的特点、 封爵及待遇等问题进行考辨和探析， 以揭示驸马都尉这一群体作为女真内部世婚家族

与帝王家族的纽带， 及其在金代历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

一、 金朝驸马都尉授予的范围与特点

　 　 汉代始见驸马都尉， 时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并非作为帝婿的专称。② 魏晋以来 “尚主皆拜驸马都

尉” ③ ， 驸马都尉逐渐演变成为尚公主者的专称。 金朝驸马都尉是从女真世婚家族尚公主者中进行选

授。 《金史·世戚传》 载： “昏因有恒族……而贵贱等威有别焉， 盖良法也欤。” ④ 所谓 “恒族”， 是

指按照女真国俗， 娶后尚主只在女真世婚家族中进行选择。 《后妃传》 载： “国朝故事， 皆徒单、 唐

括、 蒲察、 拏懒、 仆散、 纥石烈、 乌林答、 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 世为姻婚， 娶后尚主。” ⑤ 此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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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女真世婚家族共有八姓。 《世戚传》 则曰： “金之徒单、 拿懒、 唐括、 蒲察、 裴满、 纥石烈、 仆散

皆贵族也， 天子娶后必于是， 公主下嫁必于是。”① 这里记载女真世婚家族共有七姓。 两传相较， 《世
戚传》 无 《后妃传》 中的乌林答、 乌古论二姓， 另有裴满氏， 两卷所载女真世婚家族共为九姓。 查

阅典籍所载金朝历代后妃， 有太祖光懿皇后裴满氏、 熙宗悼平皇后裴满氏、 熙宗妃裴满氏和哀宗柔妃

裴满氏， 可见裴满氏无疑是世代与完颜氏通婚家族之一； 又有穆宗靖宣皇后乌古论氏、 太祖元妃乌古

论氏②、 熙宗德妃乌古论氏、 章宗修仪乌古论氏， 以及世宗明德皇后乌林答氏， 显然乌古论、 乌林答

二氏也是世代与完颜氏通婚家族。 因此， 金代世婚家族共有九姓。③ 有金一代， 公主下嫁始终遵循世

婚制传统。 凡尚主者， 除特殊情况外， 皆为女真世婚家族。 金代皇族通过联姻与后族形成了紧密的政

治联盟， 而公主下嫁是维持女真内部家族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
金熙宗即位后， 在基本完成了以中原王朝的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国论勃极烈制度的改革之后， 天

眷元年 （１１３８） “八月甲寅朔， 颁行官制”④。 三年 （１１４０） 八月壬午， “初定公主、 郡县主及驸马官

品”⑤， 设立了驸马都尉制度。 《大金集礼》 载： “自魏晋以来， 尚主皆拜驸马都尉， 从五品， 新制系

正四品。 娶郡主正六品上叙， 娶县主正七品上叙。 今拟县主壻 （婿） 比驸马都尉唐品并新制品从，
升五品上叙。 天眷三年□月， 敕旨准奏。”⑥ 金朝驸马都尉制度主要参考了唐制， 同时也借鉴了辽宋

制度， 唐朝驸马都尉品阶为五品下， “驸马都尉无定员， 与奉车都尉皆从五品下”⑦。 宋朝驸马都尉官

品与唐朝大体相当， “驸马都尉……为从五品”⑧。 《辽史》 中对驸马都尉品阶无明确记载， 张功远通

过参考唐、 宋和金朝驸马都尉的官品认为， “辽代驸马都尉的品级应为从五品， 或正四品， 或在两品

级之间。 其官阶并不突出”⑨。 金朝将驸马都尉的官品定为 “正四品”， 高于唐、 宋， 或高于抑或与

辽朝相当。 金朝驸马都尉一职无具体执掌， 官品仅是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 而且， 驸马都尉一职只授

予尚公主的女真世婚男子， 是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 据 《金史·石家奴传》 记载， 蒲察石家奴尚太

祖女， 天眷年间 （１１３８—１１４０）， “授侍中、 驸马都尉”。 这是目前所见记载中金朝最早被授予驸马

都尉的人。

金朝公主包括两部分， 一是当朝皇帝的女儿 （公主）， 另一是当朝皇帝的姐妹 （长公主） 和姑母

（大长公主）。 从金朝帝位的实际传承看， 并不是以父子相传为主。 金朝共九帝， 太祖与太宗是同母

兄弟； 熙宗是太祖嫡孙； 熙宗、 海陵和世宗是同祖的从兄弟； 章宗是世宗嫡孙； 章宗与卫绍王是侄

叔； 卫绍王与宣宗则是叔侄； 只有宣宗与哀宗是父子相传。 这使得一些世婚家族男子初娶宗室女， 本

无被授予驸马都尉的资格， 然新帝即位后， 其所娶的宗室女的身份转变为皇室公主， 这使该世婚家族

的男子也具有了尚主的身份， 从而被授予驸马都尉。 如徒单贞， 熙宗时娶完颜亮 （海陵） 的 “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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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 卷 １２０ 《世戚传赞》。
撰人不详： 《大金集礼》 卷 ７ 《妃》，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 第 ８８页。 《大金集礼》 实为金人张暐所编撰。
三上次男 「遼末における金室完顔家の通婚形態—遼代の女真社會に關すゐ考察」 认为金代世婚家族只有八姓， 其中的

拿懒氏并非外戚之族。 （ 『金史研究』 ３、 東京： 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 １９７３、 ８０－８２頁）； 陶希圣 《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

制度》 （上） 认为金代世婚家族为九姓 （ 《食货半月刊》 １９３５年第 １２期）。 本文采用九姓之说。
《金史》 卷 ４ 《熙宗纪》。
《金史》 卷 ４ 《熙宗纪》。
《大金集礼》 卷 ９ 《亲王公主》，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 第 １３１页。
《新唐书》 卷 ４９上 《百官四上》。
《宋史》 卷 １６８ 《职官八》。
张功远： 《辽代的驸马都尉》，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金史》 卷 ５７ 《百官三》。
《金史》 卷 １２０ 《石家奴传》。
《乌古论窝论墓志》 载： 太祖方兴兵， “公输材助军， 愿充行伍……太祖善之， 尚第二女毕国公主， 拜驸马都尉”。 窝论之子

《乌古论元忠墓志》 载： “父讳讹论 （即窝论）， 尚太祖女毕国公主， 赠开府仪同三司。” 并未提及窝论曾被授予驸马都尉一事。 参见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 载 《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 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编印， １９８３ 年， 第 ６８、 ６９ 页。
笔者认为乌古论窝论虽是在太祖朝尚主， 不仅当时而且后来可能也没有被授予驸马都尉。



女弟”， 海陵登基为帝后， “封贞妻平阳长公主， 贞为驸马都尉”①。 徒单思忠， 海陵朝取葛王完颜雍

（世宗） 第二女， 世宗即帝位后， 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 徒单思忠加驸马都尉。② 乌古论谊， 世宗大定

二十一年 （１１８１） “尚显宗女广平郡主”， 显宗完颜允恭时为太子。 完颜允恭不及即位而卒， 其子章

宗即位， “广平郡主进封邺国长公主， 谊改顺天军节度副使， 加驸马都尉”③。 这使得金朝出现一部分

世婚家族男子于前朝娶宗室女， 到后朝被授予驸马都尉的特殊现象。

二、 女真世婚家族势力与金帝授驸马都尉的关系

　 　 按照女真人的传统， 金帝择婿时从世婚家族中进行世选， 世婚家族的尚主者并不是全员都授予驸

马都尉， 被授予驸马都尉是该世婚家族莫大的荣耀。 世婚家族尚主与尚主者被授予驸马都尉次数的多

少， 持续时间的长短， 皆与该世婚家族的势力及其与皇室的关系息息相关。 据姜雨统计金代驸马共计

４７人， 有明确驸马都尉记载者 ２６人， 其余 ２１人并无驸马都尉之授。④ 由于史籍记载简略， 一些世婚

男子尚主和被授予驸马都尉的时间比较模糊， 笔者通过对金朝史料以及相关碑刻资料的整理和考辨，
大致梳理清楚了金朝各个时期尚主者与被授驸马都尉的情况， 女真世婚男子尚公主者有 ５１ 人， 其中

３７人授驸马都尉， １４人尚主后未见授予驸马都尉， 详见下表⑤：

表 １　 金朝尚主者与授驸马都尉统计表

时间 授驸马都尉者 未授驸马都尉者 人数

太祖
太宗

太宗徒单定哥、 徒单照、 徒单撒合懑、
徒单某 （名佚）、 乌古论窝论、 蒲察某
（名佚）

６

熙宗
徒单府君奴、 徒单赛一、 蒲察石家奴、 蒲察没
里野、 唐括辩

徒单绎、 蒲察阿虎特子 ７

海陵
徒单术斯剌、 徒单贞、 乌古论当海、 蒲察阿
虎迭

唐括安礼、 萧德用 ６

世宗

唐括鼎、 唐括贡、 唐括德温、 唐括蒲剌睹⑥、 唐
括元义⑦、 徒单思忠、 徒单公弼、 徒单守素、 仆
散揆、 蒲察鼎寿、 蒲察胡沙、 蒲察克忠、 乌古论
元忠、 乌古论公说、 乌古论粘没曷、 乌林答复、
乌林答天锡、 乌林答某 （名佚）、 某 （名佚）

蒲察蒲速烈、 蒲察辞不失、 纥石烈诸神
奴

２２

章宗 仆散安贞、 乌古论谊、 乌林答琳、 某 （名佚） ４

卫绍王 徒单南平、 徒单没烈 徒单航父 （名佚）、 徒单航 （？） ４

宣宗 徒单某、 徒单寿春、 徒单合住 ３

　 　 史料来源： 《金史》 《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归潜志》 《全金石刻文辑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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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金史》 卷 １３２ 《徒单贞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思忠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乌古论元忠传》。
姜雨： 《金代驸马都尉探析》，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据姜雨统计乌古论荣和夺阿邻均为驸马， 在其文中并未标注出处。 笔者查阅史料未见有乌古论荣和夺阿邻尚主的相关资料。

另金蒙战争时期， 宣宗将卫绍王女嫁与成吉思汗和亲， 这不属于金朝公主正常婚嫁， 故未统计在内。
李心传撰， 胡坤点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１３０， 绍兴九年七月条，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年， 第 ２４３７页。
王新英： 《全金石刻文辑校》，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第 ３１２页。



据表 １显示本文统计与考辨的结果， 金初太祖、 太宗朝有 ６人尚主， 均未授予驸马都尉。 徒单氏

４人、 乌古论氏 １人、 蒲察氏 １人。 徒单定哥， 《徒单恭传》 载： “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长女兀鲁， 定哥

死无子。”① 斜也为徒单恭的女真本名， 其兄徒单定哥尚太祖长女兀鲁， 早死。 徒单照、 徒单撒合懑

与徒单某三人为祖孙三世， 《徒单绎传》 记载： “祖撒合懑， 国初有功， 授隆安府路合扎谋克、 夺古

阿邻猛安。” 父名佚， 尚鄂国公主。 “绎家世贵宠， 自曾祖照至绎尚公主者凡四世云。”② 徒单照与徒

单撒合懑所尚公主为谁？ 三人何时尚主？ 皆不见记载， 以徒单绎尚熙宗第七女沈国公主推测， 三人尚

主的时间当在金建国前至金初太祖、 太宗时期。 乌古论窝论尚太祖次女毕国公主， 《乌古论窝论墓志

铭》 云： “征辽之役， 公密有赞画， 然性谦退不伐。 未及大用而又卒。”③ 在金灭辽战争期间乌古论

窝论去世。 蒲察氏， 名佚， 《蒲察鼎寿传》 记载： 蒲察鼎寿为海陵女弟庆宜公主子， 尚熙宗女郑国公

主。④ 说明蒲察鼎寿父尚海陵女弟庆宜公主， 从鼎寿尚熙宗女推测， 其父尚海陵女弟的时间可能在太

祖、 太宗朝。 上述诸人多未及熙宗朝， 故无缘驸马都尉官职。
熙宗朝有 ７人尚主，⑤ ５人授予驸马都尉。 徒单氏 ２人、 蒲察氏 ２人、 唐括氏 １人， １人是前朝尚

主。 其中蒲察没里野尚主与授予驸马都尉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 《金史·后妃传上》 载： “昭妃阿里

虎， 姓蒲察氏， 驸马都尉没里野女。 初嫁宗盘子阿虎迭， 阿虎迭诛。 再嫁宗室南家。” 南家卒， 海陵

即位后 “以婚礼纳之”⑥。 蒲察阿里虎的母亲是下嫁的公主， 阿里虎嫁与太宗嫡子宗盘的儿子。 熙宗

天眷二年 （１１３９） 七月， “宋国王宗磐、 兖国王宗隽谋反， 伏诛”⑦。 其子阿虎迭同时被诛。 蒲察没

里野尚主的时间应在太祖或太宗朝。 熙宗设立驸马都尉官职后， 对前朝尚主者加授驸马都尉， 此时蒲

察没里野之女已嫁与当朝重臣宗盘之子， 故在授予驸马都尉之列， 蒲察没里野极有可能是首批被授予

驸马都尉的一员。 有 ２人未见授驸马都尉， 一是蒲察阿虎特之子， 于皇统七年 （１１４７） 四月戊午，
“左副点检蒲察阿虎特子尚主， 进礼物， 赐宴便殿”⑧。 二是徒单绎， “尚熙宗第七女沈国公主。 充符

宝祗候”⑨。 据 《熙宗纪》 载， 熙宗被弑时， “时年三十一”。 其女的年龄尚小， 女真盛行早婚，
“男性结婚的年龄大约都在十五、 六岁左右”。 二人尚主时或未成年， 故未授予驸马都尉。

海陵朝有 ６人尚主， ４人授予驸马都尉。 徒单氏 ２人、 乌古论氏 ２ 人、 蒲察氏 １ 人， 非女真后族

成员 １人， 其中 ２人是前朝尚主。 有 ２人未见授予驸马都尉， 一是唐括安礼， 有关其记载极其简略，
仅知安礼尚海陵王完颜亮妹， 为 “亮之妹壻 （婿） 也”， 海陵朝未见授驸马都尉。 二是奚人萧德

用， 天德三年 （１１５２） 正月之后， 尚海陵女。 他是见于记载的金朝唯一一位非世婚家族成员得以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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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恭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绎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 载 《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 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编印， １９８３年， 第 ６８页。
《金史》 卷 １２０ 《蒲察鼎寿传》。
金朝授予驸马都尉的人， 既有当朝尚公主者， 也有前朝尚公主者。 本文以授驸马都尉的时间作为统计的基数， 为了避免重

复也将其计算到该朝尚主的人数之中。 即为该朝代的前朝和本朝的尚主人数， 本朝授予驸马都尉的人数。
《金史》 卷 ６３ 《后妃传上》。
《金史》 卷 ４ 《熙宗纪》。
《金史》 卷 ６９ 《完颜元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绎传》。 《金史》 卷 ５６ 《百官志二》 载： “ （符宝郎） 旧名牌印祗候， 大定二年改为符宝祗候”。 但

《金史》 卷 ９２ 《徒单克宁传》： “熙宗问希尹表戚中谁可侍卫者， 希尹奏曰： ‘习显 （徒单克宁女真名） 可用。’ 以为符宝祗候。” 此

处与之相同， 符宝祗候官职出现的时间待考。
《金史》 卷 ４ 《熙宗纪》。
都兴智： 《辽金史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第 ２６０页。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 卷 ２４５ 《族帐部曲录》 载： “唐古安礼， 字仲和， 亮之妹壻也。 自陕西总管入拜参知政事。”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７６３页） 唐古即唐括之女真语异译。 《金史》 卷 ８８ 《唐括安礼传》 载： 唐括安礼， 字子敬， 大定

中拜参知政事。 史籍中无其尚主的记载。 可判定驸马都尉唐括安礼 （字仲和） 与参知政事唐括安礼 （字子敬） 是两个人。
《金史》 卷 ７６ 《萧玉传》 载： “丁母忧， 以参政起复， 俄授猛安， 子尚公主。” 《金史》 卷 ５ 《海陵纪》 载： 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 正月 “乙亥， 参知政事萧玉丁忧， 起复如故”。 萧德用尚主应在天德三年正月之后。



主的人， 故未授驸马都尉。 此外， 还有一特例， 乌古论蒲鲁虎娶宋王宗望女寿宁县主什古， 蒲鲁虎

卒， 海陵与什古淫乱， 封其为 “昭宁公主”①， 赠乌古论蒲鲁虎为驸马都尉。② 蒲鲁虎非尚主， 却因

死后遗孀被封为公主而被赠驸马都尉， 故本文未将其计入尚主人数之内。
世宗朝有 ２２人尚主， １９人授予驸马都尉， 唐括氏 ５ 人、 徒单氏 ３ 人、 蒲察氏 ３ 人、 乌古论氏 ３

人、 乌林答氏 ３人、③ 仆散氏 １人、 姓名不详者 １人，④ 其中 ５ 人是前朝尚主。 有 ３ 人未见授予驸马

都尉， 一是蒲察蒲速烈， 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之前 “尚卫国公主”⑤。 二是蒲察辞不失， “凡三尚定国、
景国、 道国公主” 。 史籍未载辞不失尚主的具体时间， 据 《蒲察鼎寿传》 记载， 辞不失的祖父尚海

陵王妹庆宜公主， 父蒲察鼎寿尚熙宗女郑国公主， 姐妹嫁与皇太孙完颜璟即章宗， 章宗即位后封为钦

怀皇后， 蒲察鼎寿卒于大定中， “丧至香山， 皇太子往奠”⑥， 由此推断辞不失尚主时间当在世宗朝，
但未见授予其驸马都尉的记载。 三是纥石烈诸神奴， 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尚世宗第十四女， “以第十四

女下嫁志宁子诸神奴”⑦。 诸神奴是见于史籍记载纥石烈氏家族首次尚主的人， 但未见被授驸马都尉。
章宗朝有 ４人尚主， 尚主者皆授驸马都尉， 仆散氏 １人、 乌古论氏 １ 人、 乌林答氏 １ 人、 １ 人姓

名不详， 其中 １人是前朝尚主。 姓名不详者见于 《蒲察胡沙墓志》 记载， 泰和改元 （１２０１） 十二月

十五日， 蒲察胡沙 “因病而薨”， 二年 （１２０２） 二月初六日章宗 “命左宣徽使、 驸马都尉赐白金七百

五十两”⑧。 章宗朝担任左宣徽使且为驸马都尉者未见史籍记载， 尚无从得知其姓名。
卫绍王朝有 ４人尚主， 皆为徒单氏。 ２人为驸马都尉， ２人仅称 “驸马”。 ４人为两对父子， 由于

记载简略， ４人何时尚主， 所尚公主为谁， 何时授予驸马都尉， 皆不见记载， 但 ４ 人的主要事迹在卫

绍王时期， 故暂系于卫绍王朝。 徒单南平与徒单没烈二人为父子， 《归潜志》 记载， 卫绍王末年，
“时驸马都尉南平， 卫王心腹也， 方用事， 判大兴府”⑨。 《纥石烈执中传》 载： “妄称知大兴府徒单

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驸马都尉没烈谋反， 奉诏讨之。” 《归潜志》 是 《金史》 的主要史源， 元史官

只称没烈为驸马都尉， 可能有所遗漏。 另一对父子是徒单航与其父徒单某， 《徒单航传》 载： “驸
马枢密使某之子也。 父号九驸马， 卫王有事北边， 改授都元帅， 仍权平章， 殊不允人望。” 至宁元年

（１２１３）， 航降为安州刺史， 蒙古军至城下， 航谓其民曰： “城守虽严， 万一攻破， 汝辈无孑遗矣。 我

家两世驸马， 受国厚恩， 决不可降。 汝辈计将安出？” 徒单航父名佚， 号称 “九驸马”； 徒单航称

“我家两世驸马”， 是徒单航本人为驸马， 还是其祖为驸马， 无法定夺， 然其家两世尚主当无疑， 所

谓 “驸马” 是否为 “驸马都尉” 的简称， 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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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 卷 ６３ 《后妃上》。
《金史》 卷 １２０ 《乌古论蒲鲁虎传》。
《房山万佛堂孔水洞摩崖石刻题记》 载： “大定廿年 （１１８０） ……吏部尚书、 驸马都尉乌林答□题。” 大定二十年， 乌林答氏驸

马都尉且为吏部尚书者， 无相关记载， 尚不知名字。 参见王新英： 《全金石刻文辑校》，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第 ２４３页。
张通： 《绎山图说》 载： 大定十七年 “既至东兖， 时□□金名上将军驸马都尉□□□持节泰宁”。 （《邹县续志》 卷 １１ 《艺文

志》 中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１９６８年， 第 ３７７页） 查史籍未见大定十七年持节泰宁者， 故此处的驸马都尉不知姓名。
《金史》 卷 ９５ 《蒲察通传》 载： 平定窝斡叛乱后， 蒲察通 “迁本局使， 以母丧免， 起为殿前右卫将军， 兼领闲厩。 寻命其

子蒲速烈尚卫国公主。 出为肇州防御使”。 窝斡之乱平定于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 又据 《金史》 卷 ６ 《世宗纪上》 载， 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十二月， “肇州防御使蒲察通朝辞”。 综上可知， 蒲察蒲速烈尚主时间应该在大定七年之前。

《金史》 卷 １２０ 《蒲察鼎寿传》。
《金史》 卷 ８７ 《纥石烈志宁传》。
齐心： 《北京出土的金代女真贵族蒲察胡沙墓志铭考释》， 载 《北京史论文集》 第 １ 辑， 北京： 北京史研究会编印， １９８０

年， 第 １０２页。
刘祁： 《归潜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第 ７４页。
《金史》 卷 １３２ 《纥石烈执中传》。
《金史》 卷 １０１ 《完颜承晖传》： “驸马都尉徒单没烈与其父南平干政事， 大为奸利， 承晖面质其非。” 同样仅记载徒单没烈

为驸马都尉。
抑或是徒单航的父、 祖。
《金史》 卷 １２３ 《徒单航传》。



宣宗朝王朝有 ３人尚主， 皆授驸马都尉， 均为徒单氏。 三人尚主与被授予驸马都尉的时间没有明

确记载， 一是徒单某， 《瑞容佛光塔名牒碑》 载： 贞祐三年 （１２１５）， “骠骑卫上将军、 尚书礼部侍

郎、 驸马都尉徒单”①。 遗憾的是这里仅记录了姓氏， 名佚。 二是徒单寿春， 宣宗兴定四年 （１２２０）
九月， “夏人陷西宁州， 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 驸马都尉徒单寿春夺官一阶， 杖六十”②。 徒单

寿春的官职不详。 三是徒单合住， “元光二年 （１２２３） 十二月庚寅夜， 宣宗病笃， 英王盘都先入侍，
哀宗后至， 东华门已闭……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 得旨， 领符钥启门”③。 史籍关于三人

事迹记载极简， 前一位可能在前朝尚主， 但事迹仅见宣宗朝。 后二位可能在宣宗朝尚主并被授予驸马

都尉。
金朝世婚家族男子实际尚主与被授予驸马都尉者可能略多于上述统计数字， 尽管如此， 现有的数

据大致可以勾勒出世婚家族与皇室通婚的一个侧面。 金朝女真世婚家族共 ９个， 但从表 １统计的内容

看， 尚主的世婚家族只有 ７个， 而且从金初到金末， 各世婚家族尚主的次数与时间有一定差异， 现将

各世婚家族尚主与被授予驸马都尉的次数统计如下 （参见表 ２）：

表 ２　 世婚家族尚主及授驸马都尉人数统计表④

徒单氏 蒲察氏 唐括氏 乌古论氏 乌林答氏 仆散氏 纥石烈氏

尚主人数 １９ １０ ７ ６ ４ ２ １
驸马都尉 １２ ６ ６ ５ ４ ２

将表 １与表 ２的内容结合起来， 可将世婚家族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徒单氏家族， 从金初到金末，
共有 １９人尚主， 其中 １２人授驸马都尉， 在各世婚家族中尚主持续时间最长、 人数最多， 居世婚家族

之首。 女真皇帝在择婿时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是家族势力， 徒单氏在金朝后族群体中地位显赫， 使

得金帝在择婿时有所偏向。 徒单氏家族中有四世尚主者， 如徒单绎 “家世贵宠， 自曾祖照至绎尚公

主者凡四世云”⑤。 两代尚主情况颇为常见， 如徒单府君奴 “尚熙宗女， 加驸马都尉”， 世宗大定二

十七年 （１１８７）， 其子徒单公弼 “尚世宗女息国公主， 加定远大将军、 驸马都尉”。⑥ 徒单赛一 “尚
熙宗妹”， 其子徒单思忠 “尚皇 （世宗） 弟 （第） 二女唐国公主”⑦。 徒单南平和其子徒单没烈皆尚

主⑧。 从金朝建立前一直持续到金末， 徒单氏与皇室联姻最为紧密， 而且金朝历朝皇后 （含追尊皇

后） 出自徒单氏家族者共计 ６人⑨， 在世婚家族中同样占据第一位。
第二类为蒲察、 乌古论、 唐括 ３个家族。 蒲察氏家族从金初到世宗朝有 １０ 人尚主， ６ 人授驸马

都尉； 乌古论氏家族从金初到章宗朝有 ６人尚主， ５人授驸马都尉； 唐括氏家族在熙宗、 海陵与世宗

朝有 ７人尚主， ６人授驸马都尉。 蒲察氏略高， 乌古论氏与唐括氏稍次。
第三类为乌林答、 仆散、 纥石烈家族。 乌林答氏家族在世宗与章宗朝有 ４人尚主、 仆散氏家族在

世宗与章宗朝有 ２人尚主， 皆授驸马都尉； 纥石烈氏家族仅有 １人尚主， 未见被授驸马都尉。
值得注意的是， 乌古论氏、 唐括氏、 乌林答氏、 仆散氏等 ４ 个世婚家族尚主人数虽不及徒单氏、

蒲察氏家族， 但尚主者被授予驸马都尉的比例极高， 尤其是乌林答氏、 仆散氏两家族见于记载的尚主

时间较晚， 人数不多， 但在世宗朝势力显赫， 尚主者全部被授予驸马都尉。 世宗即位前发妻乌林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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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温： 《甘肃临夏瑞容佛光塔名牒考释》， 《文物》 １９６４年第 ２期。
《金史》 卷 １６ 《宣宗纪下》。
《金史》 卷 １１１ 《撒合辇传》。
姜雨文统计的数字均少于本文， 当有所遗漏。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绎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公弼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思忠传》。
《金史》 卷 １０１ 《承晖传》； 刘祁： 《归潜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第 １１５页。
昭祖威顺皇后、 哀皇后 （海陵嫡母）、 海陵废后、 显宗孝懿皇后、 卫绍王后、 哀宗后。



为护佑世宗免遭海陵所害而自杀， 世宗即位后追封她为昭德皇后， “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 不复立

后焉”①。 乌林答家族也因此受到世宗的看重， 乌林答天锡、 乌林答复、 乌林答琳在世宗朝尚主， 先

后被授予驸马都尉。 仆散氏家族能显赫一时则因尚主者自身的才干， 世宗即位之初， 身为太祖宣献皇

后侄、 世宗元妃之兄的仆散忠义在平定契丹窝斡叛乱、 伐宋战争中战功卓著， 官至左丞相兼都元

帅。② 子仆散揆、 孙仆散安贞是先后尚主、 并被授予驸马都尉， 他们在金朝讨伐北方草原叛乱、 对宋

战争、 平定红袄军等一系列战争中战功卓著， 官至将相， 史称 “自忠义、 揆至安贞， 凡三世大将

焉”③。 可见在特定的情况下第二、 三类世婚家族的势力超过了较为强盛的徒单氏、 蒲察氏家族。
第四类为拿懒氏、 裴满氏 ２个世婚家族。 拿懒氏在金朝建立前曾嫁女为世祖劾里钵之妻， 熙宗天

会十五年 （１１３７） 追谥 “翼简皇后”④， 金朝建立后这一家族势力较为弱小。 裴满氏家族在金朝曾出

二位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二位嫔妃 （熙宗妃、 哀宗柔妃）， 熙宗后期， 悼平皇后

干政， “颇掣制熙宗”， 后为熙宗所杀。⑤ 熙朝以后这一家族的势力也迅速减弱。 因此这两个家族虽有

与皇室、 宗室通婚的资格， 未见或少有尚主与授驸马都尉者。

三、 驸马都尉任职的特点、 封爵及待遇

　 　 金朝驸马都尉作为帝婿社会地位较高， 他们在出职入仕、 加官晋爵等方面， 享受各种特殊待遇，
死后驸马都尉家人可以得到丰厚的赙赠。

１ 驸马都尉任职的特点

金朝驸马都尉中一类是无任何出身或为吏员者， 无出身者通常在被授驸马都尉之后， 任皇帝身边

的近侍小吏。 如唐括贡 “尚世宗第四女吴国公主， 授驸马都尉， 充奉御” 。 在一定时间后才出职入

仕， “特授拱卫直副都指挥使 （从五品） ”⑥。 蒲察胡沙， 世宗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 授 “驸马都尉、 定

远大将军 （从四品中）。 是年九月， 内授吏部札付为奉御”， “四年， 迁安远大将军 （从四品上）。 六

年， 迁昭毅大将军 （正四品中）。 七年， 覃迁昭武大将军 （正四品上）。 （大） 定九年， 出职授符宝

郎。”⑦ 可见其在任武散官吏员期间晋升很快。 已为吏员者， 通常会直接出职入仕， 多任皇帝身边的

近侍官。 如乌林答复， “奉御出身， 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尚世宗第七女宛国公主， 授驸马都尉。 改引进

使 （正五品）、 兼符宝郎”⑧； 徒单公弼， “初充奉御， 大定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 尚世宗女息国公主，
加定远大将军、 驸马都尉， 改器物局直长 （正八品） ”⑨。 前者出职为正五品官职， 后者为正八品官

职， 可见驸马都尉的出职因皇帝的心意而定， 随意性较大。
驸马都尉中另一类是已有官职者， 这类人通常是尚前朝宗室女， 后因宗室女身份转变为公主而授

驸马都尉者。 如乌古论粘没曷， 海陵时娶睿宗女 （世宗姐）， “为押军猛安”， 世宗即位后， “授侍卫

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加驸马都尉”。 乌古论谊， 世宗时娶显宗女广平郡主， 任同知澄州军州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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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 《北京出土的金代女真贵族蒲察胡沙墓志铭考释》， 载 《北京史论文集》 第 １ 辑， 北京： 北京史研究会编印， １９８０

年， 第 １０２页。 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金史》 卷 １２０ 《乌林答复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公弼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乌古论粘没曷传》。



七品）， 章宗即位后， “广平郡主进封邺国长公主， 谊改顺天军节度副使 （从五品）， 加驸马都尉”①。
这类世婚男子在被授驸马都尉时， 官职一般都会得到升迁， 升迁幅度多为一级， 个别情况为两级， 甚

至达到三级。
驸马都尉凭借着帝婿身份以及自身才能， 在官职迁转过程中存在越级升迁的情况， 有越一级升迁

者， 如蒲察鼎寿自濬州防御使 （从四品） 迁泰宁军节度使 （从三品）。② 也有越两级升迁者， 如徒单

公弼从器物局直长 （正八品） 迁转至该局副使 （从六品）。③ 还有多次越级升迁者， 如仆散揆为蠡州

刺史 （正五品）， 入为兵部侍郎 （正四品）； 由大理卿 （正四品） 擢为刑部尚书 （正三品）。④ 但是，
有金一代驸马都尉官至宰相的人并不多， 只有 ４人， 唐括辩在海陵朝官至左丞相⑤， 乌古论元忠在世

宗朝右丞相⑥， 仆散揆在章宗朝官至平章政事⑦， 徒单公弼在宣宗朝官至右丞相⑧。 这可能与金朝皇

室对女真世婚家族的政策有关。
２ 驸马都尉的封爵

金朝的封爵可分为两类： 一是女真猛安谋克世爵； 二是汉官王、 公、 侯、 伯、 子、 男爵位。
猛安谋克世爵是女真贵族特有的封爵。 金朝建国前后， 在建立、 推行猛安谋克制度时， 一些女真

氏族部落长转授猛安或谋克地方官职。 熙宗 “天眷官制” 改革后， 大批女真猛安谋克官员出任各级

汉官职， 亦有贵族子弟在袭父、 祖猛安或谋克地方官职后， 又出任汉官职， 原有的猛安或谋克由家族

内人代为掌管， 他本人实际上不在本猛安或谋克做地方长官， 却有猛安或谋克的世爵称号。⑨ 从而由

猛安谋克地方世袭官制衍生出猛安谋克世爵制度。 女真皇帝对猛安谋克世爵十分重视， “非宗室勋臣

之家不封”。
驸马都尉被授予女真世爵者共计 １０人， 按授予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 世袭祖、 父辈的世爵。 如海陵天德二年 （１１５０） 乌古论粘没曷袭谋克； 章宗朝仆散安贞

袭胡土爱割蛮猛安等。
第二， 自己有功而被授予世爵。 如乌古论元忠 “录前后功， 授公世袭撒巴山谋克”； 徒单贞因

助海陵篡立有功， 授 “临潢府路昏斯鲁猛安”。
第三， 以祖父辈功劳而被授世爵。 如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 唐括德温 “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

世袭谋克”； 大定十八年 （１１７８） 唐括鼎 “追录其父挞懒并德温前后功”， 授 “世袭西北路没里山猛

安”。
第四， 皇帝推恩被授世爵。 如世宗朝乌林答天锡父乌林答晖去世， 世宗推恩授天锡 “世袭纳邻

河猛安亲管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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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 卷 １２０ 《蒲察鼎寿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公弼传》。
《金史》 卷 ９３ 《仆散揆传》。
《金史》 卷 １３２ 《唐括辩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 载 《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 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编印， １９８３ 年， 第

７０页。
《金史》 卷 ９３ 《仆散揆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徒单公弼传》。
程妮娜： 《金代政治制度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第 ２３６页。
宇文懋昭撰， 崔文印校正： 《大金国志校正》 卷 ３５ 《除授》，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５０７页。
《金史》 卷 １２０ 《乌古论粘没曷传》。
《金史》 卷 １０２ 《仆散安贞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 载 《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 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编印， １９８３年， 第 ６９页。
《金史》 卷 １３２ 《徒单贞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唐括德温传》。
《金史》 卷 １２０ 《乌林答晖传》。



第五， 以皇家姻亲的身份被授世爵。 如大定十五年 （１１７５）， 仆散揆因其父是 “宣献皇后侄，
（世宗） 元妃之兄”， 尚主后 “特授临潢府路赫沙阿世袭猛安” 。 章宗朝， 仆散揆又因立有战功， “改
授中都路胡土爱割蛮世袭猛安”①。

从上述驸马都尉被授封猛安谋克世爵的情形看， 前四项与宗室和一般家族的女真人获得猛安谋克

世爵的途径基本相同， 唯独第五项是女真世婚家族的驸马都尉所享有的特殊待遇。
金朝汉官爵位分为王爵与公、 侯、 伯、 子、 男五等爵， 封爵国号分为三类， 大国号二十、 次国三

十、 小国三十。②
驸马都尉中受封汉爵者共有 １０人， 其中受封王爵者有 ４ 人。 熙宗天眷年间蒲察石家奴以功封兰

陵郡王， 去世后 “加赠勋王。 正隆夺王爵， 封鲁国公”③。 海陵朝， 蒲察阿虎迭初 “封葛王”， 去世

后 “海陵亲临葬， 赠谭王。 正隆例赠特进楚国公”④。 唐括辩、 徒单贞因助海陵夺取皇位被 “封王”，
但封号不详， 正隆二年 （１１５７） 同样按例夺王爵， 徒单贞 “例封沈”， 即为沈国公。 徒单贞死后， 因

其女为章宗母， 章宗即位后追封其为 “太尉梁国公……广平郡王”⑤。 从上述驸马都尉所受封王爵看，
均属于小国王号⑥， 与宗室贵族相比爵位较低。 孙红梅认为 “金代外戚推恩封国号王或郡王只及一

代， 即皇太后或皇后之父”， 而且 “推恩爵位也以与自身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等级， 父、 祖、 曾祖

的爵封是逐渐降低的”。⑦
另外 ６人皆封为国公。 世宗朝 ３人， 唐括德温受封 “道国公”⑧、 乌古论元忠受封 “任国公”⑨、

仆散揆受封 “济国公”。 章宗朝 ２ 人， 蒲察鼎寿受封 “越国公”、 唐括贡受 “封莘国公， 改封

萧”。 卫绍王朝 １人， 徒单公弼受封 “定国公”。 ６ 位驸马都尉中受封大国号者仅蒲察鼎寿一人，
因其女为章宗钦怀皇后， 被推恩受封越国公。 其余五人的封爵号皆为小国号。 由此可见， 驸马都尉虽

然能够获得封授汉爵， 但是一般情况下授予的封号并不高。
３ 驸马都尉的待遇

世婚家族尚主者被授予驸马都尉后， 享受相应的政治、 经济待遇。 驸马都尉作为帝婿能够经常面

圣， 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也能借皇帝召见公主进京的机会一同前去觐见。 直至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
章宗下令 “自今外路公主应赴阙， 其驸马都尉非奉旨， 毋擅离职”， 这种殊荣才受到一定限制。

驸马都尉去世时， 因其贵为帝婿的身份， 有时皇帝会亲自前往吊祭， 如蒲察阿虎迭尚辽国长公主

为海陵的姐姐， 去世时， “海陵亲临葬”。 唐括德温尚楚国长公主为世宗的姐姐， 去世时， 世宗

“上辍朝， 亲临丧奠祭， 赙赠甚厚”。 这显示了皇帝给予驸马都尉的一种殊荣。 驸马都尉去世时， 家

人会获得丰厚的赙赠。 如乌古论粘没曷卒， 世宗 “遣其子驸马都尉公说驰驿奔丧， 赐钱三千贯，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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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祭物并从官给”①。 章宗泰和元年 （１２０１）， 乌古论元忠去世， “上哀悼久之。 遣俨驰传赴丧， 以同

知彰德尹孙俁□敕祭□□□。 巳卯， 行途及至良乡， 遣右宣徽使白琬 （碗） 往 奠礼， 赙赠良厚，
仍遣中都路都转运副使俞用晦 祭， 大兴少尹徒单铎营治丧事”②。 蒲察胡沙去世， 章宗 “命左宣徽

使、 驸马都尉赐白金七百五十两， 大段子三十段， 绢二百匹”③。 这些赙赠是女真皇帝处于亲情对驸

马都尉的特别赏赐， 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驸马都尉在金朝特殊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 金朝驸马都尉仅在女真世婚家族的尚主男子中选授， 驸马都尉一职本身仅表示与公主

婚姻的身份， 官品仅是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 由于金朝帝位传承不是以父子相传为主， 出现一部分世

婚家族男子于前朝娶宗室女， 到后朝因宗室女转变为公主身份， 而得以被授予驸马都尉的特殊现象。
驸马都尉作为世婚家族与皇室关系的晴雨表， 体现了世婚各家族在金朝不同时期与皇室关系的疏密程

度。 被授予驸马都尉的世婚家族男子凭借帝婿的显贵身份， 在出职入仕、 官职升迁、 封授女真世爵和

汉爵， 甚至去世后的赙赠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优遇。 但驸马都尉多任职女真皇帝的近侍官， 却很

少做到宰相一职， 虽得以受封女真世爵， 却很少获得汉爵的大国封爵， 由此可看出女真皇帝对世婚家

族既信任又限制， 这恐怕也是金熙宗以后很少有女真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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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妇女经济生活来源考论

王　 姝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 金代受传统习俗与生产方式影响， 不同社会阶层妇女获取经济生活来源的途径有着极大的差别，
具有多元性特点。 宫廷妇女主要依靠内职品级俸禄制度支领固定俸给， 还有机会获得晋封赏赐和国宴赏赉。
品官命妇及其他贵族阶层妇女， 除依附家庭男性外， 也伴有随嫁妆奁、 家产继承、 皇帝不定时封赏等经济

来源途径。 地位较高的个别贵族妇女， 利用外戚身份或父祖权势， 通过非法手段敛财牟利。 绝大多数平民

阶层妇女依靠从事农业、 手工业、 商业、 服务业等行业获取经济生活来源， 部分劳动妇女则成为家庭经济

生活来源的重要承担者。 金代底层部分极为贫困妇女依靠国家物质表彰、 赈恤救助、 官与养济等勉强生计。
关键词： 金代妇女； 经济来源； 妇女史； 命妇； 家产继承； 赈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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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妇女经济生活来源问题是金代经济史、 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金代妇女史、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囿于史籍记载疏漏、 碑刻信息极为零散等原因， 目前学界探讨此问题的

专文鲜少。① 对官宦阶层、 平民阶层妇女的经济生活来源问题， 以及对金代妇女经济生活来源宏观论

述尚属空白。 笔者不揣浅陋， 详细梳理金代典籍与金人著述、 碑刻墓铭材料， 拟对金代社会妇女经济

生活来源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中国古代妇女的经济生活具有较强的依附性， 主要依靠家庭中男性成员获取经济来源。 但又因妇

女所属社会传统与社会阶层不同， 依附程度有较大差异。 本文所探讨的妇女经济生活来源主要是指妇

女依靠自身的社会身份、 阶层地位、 社会劳动、 品行特质与性别特征， 获取经济收益与生活资料的途

径和方式。

一、 宫闱俸给

　 　 金朝官爵制度， “远自开元所记， 降及辽、 宋之传， 参用讲求” ②， 俸禄制度亦仿效辽宋之制草

创并不断完善。 史籍中并未确切记载金朝俸给制度具体始于何年， 但由 《金史》 卷四 《熙宗本纪》
天眷三年 （１１４０） 七月 “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 给俸禄之半， 职三品者仍给兼人” 条， 可推知金

朝俸给制度在熙宗朝或更早应已制定。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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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宫闱俸给制度， 《金史》 卷五十八 《百官》 “宫闱岁给” 条记载： “太后、 太妃宫， 每岁各

给钱二千万， 彩二百段， 绢千匹， 绵五千两。 诸妃， 岁给钱千万， 彩百段， 绢三百匹， 绵三千两。 嫔

以下， 钱五百万， 彩五十段， 绢二百匹， 绵二千两。” 海陵朝逐步确立后宫内职俸给制度， 贞元元年

（１１５３）， 制 “妃、 嫔、 婕妤、 美人、 及供膳女侍、 并仙韶、 长春院供应人等， 岁给钱帛各有差”①。
章宗朝未见关于后宫各品级俸给制度的详细记载， 仅有一条对太后俸给的记载。 章宗初年， 尊崇

显宗孝懿皇后徒单氏为皇太后， “诏有司岁奉金千两、 银五千两、 重币五百端、 绢二千匹、 绵二万

两、 布五百匹、 钱五万贯。 他所应用， 内库奉之， 毋拘其数”②。 由此来看， 在实际俸给制度执行当

中， 并未完全依照岁俸发放， 皇太后的应用更是采取 “内库奉之， 毋拘其数” 的弹性原则。
宣宗朝贞祐之制， 对后宫内职岁俸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 “正一品， 岁钱八千贯， 币百段， 绢五

百匹， 绵五千两。 正二品， 岁钱六千贯， 币八十段， 绢三百匹， 绵四千两。 正三品， 岁钱五千贯， 币

六十段， 绢二百匹， 绵三千两。 正四品， 岁钱四千贯， 币四十段， 绢百五十匹， 绵二千两。 正五品，
尚宫夫人， 岁钱二千贯， 币二十段， 绢百匹， 绵千两。 尚宫左右夫人至宫正夫人， 钱千五百贯， 币十

九段， 绢九十匹， 绵九百两。 宝华夫人以下至资明夫人， 钱千贯， 币十八段， 绢八十匹， 绵八百两。
（有大、 小令人， 大、 小承御， 大、 小近侍， 俸各异）。 正六品， 尚仪御侍以下， 钱五百贯， 币十六

段， 绢五十匹， 绵二百两。 正七品， 司正御侍以下， 钱四百贯， 币十四段， 绢四十匹， 绵百五十两。
正八品， 典仪御侍以下， 钱三百贯， 币十二段， 绢三十匹， 绵百两。 正九品， 掌仪御侍以下， 钱二百

五十贯， 币十段， 绢二十六匹， 绵百两。”③ 后宫各品级内职， 依品支领岁俸。
根据上述对史籍的梳理可知， 金朝俸禄制度于熙宗朝或更早草创， 宫闱俸给制度于海陵朝、 章宗

朝不断完善， 至宣宗朝内职品级俸禄制度细致确立。 宫廷后妃与内职女官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朝廷的固

定俸给， 这些岁俸由钱、 币、 彩、 绢、 绵、 布等几个部分组成。 除用于支付日常花销用度外， 彩、
绢、 绵等作为硬通货与高附加值产品， 则成为衡量宫廷妇女政治身份与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尺。

金廷内除了有品级的后妃和女官享有固定俸给外， 还存在着大量并没有任何品阶而仅从事服务工

作的底层宫女， 这些宫女也有一定的薪俸待遇。 因史籍记载粗疏， 宫女具体职位薪俸发放细则已无从

查证。 仅以诸局作文绣署为例， 略窥宫女俸禄情况。 史籍记载文绣署有 “绣工一人， 都绣头一人，
副绣头四人， 女四百九十六人， 内上等七十人， 次等凡四百二十六人”④。 其中， “绣女都管钱粟五贯

石， 都绣头钱粟四贯石， 副绣头三贯五百石， 中等细绣人三贯石， 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 习学本把

正办人钱支次等之半， 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 司吏二人三贯石”⑤。 这些文绣署宫女的薪俸， 比照有

品阶女职人员少了币、 绢、 绵等项目， 但多了以实物方式支付的俸粟一项， 这对于宫廷内底层的工作

人员来讲， 更加符合实际生活需要。 在钱的发放上， 两类却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宫闱内各品级妃嫔、
内职女官及普通宫女因政治地位尊卑差异， 经济收入相差极为悬殊。

二、 皇帝封赏

　 　 １ 晋封赏赐

金朝品官在官品、 勋级、 爵位迁升时， 有时会得到一定物质封赏。 同样， 当皇帝赐予宗妇封号或

者晋封命妇封号时， 有时也会对这些妇女进行物质赏赐。 受女真王朝早期游牧民族家产分配遗风的影

响， 皇帝对贵族的赏赐往往相对丰厚， 这成为高品阶命妇重要经济来源途径之一。 大定四年 （１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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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封贞懿皇后妹为 “邢国夫人”， 同时 “赐银千两、 锦绮二十端、 绢五百匹”。① 徒单贞转河中尹，
同时 “进封其妻为任国公主， 赐黄金百两、 重彩二十端， 赐贞击球马二匹”。 后又改封徒单贞为东京

留守， 赐玉吐鹘、 弓矢， “赐贞妻钱万贯”。② 金朝在追封已故有功将领时， 会同时晋封该将领妻辈封

号， 根据将领级别有时会封赠三代， 并给予物质赏赉。 如泰和七年 （１２０７） 春正月乙酉， 赠故寿州

死节军士魏全宣武将军、 蒙城令， “封其妻乡君， 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 仍赐钱百

万”③。 兴定五年 （１２２１）， 燕宁与蒙古纲以功迁金紫光禄大夫， 后燕宁战死。 蒙古纲上表奏： “ （燕）
宁克尽忠孝， 虽位居上公， 祖考未有封爵， 身没之后老稚无所衣食， 乞降异恩以励节义之士。” 朝廷

遂下诏， “赠故祖皋银青荣禄大夫， 祖母张氏范阳郡夫人， 父希迁金紫光禄大夫， 母彭氏、 继母许

氏、 妻霍氏皆为范阳郡夫人， 族属五十二人皆廪给之”④。 朝廷封赠燕宁的祖父、 祖母、 父、 母、 继

母、 妻等多人封号， 并同时给予族属 ５２人发放了口粮。 这种因追加封赠荣誉封号而带来的赏赐可能

是一次性的， 也可能是多次性的， 这成为燕宁家男女老幼有所衣食的重要经济来源。
金朝在赐予宗妇封号或者晋封命妇封号时， 非例行性对这些妇女进行物质封赏。 受赏妇女， 或者

出身皇族， 或者是为国捐躯将士的母妻。 前者因受女真社会旧俗遗风影响， 以及与皇族累重姻亲关

系， 所受封赏较为丰厚； 后者实则为类似抚恤性质的赏赉。
２ 国宴赏赐

金廷每逢祭祀、 皇帝生辰、 节庆、 使节往来， 通常会组织较大规模庆典活动。 在国宴中， 皇后、
妃嫔、 公主、 品官命妇都有机会受到皇帝赏赉金银、 钱币、 绢绵等物， 这成为五品以上高品阶的宫廷

妇女与官宦贵族妇女经济来源途径之一。 如金熙宗朝皇后生日， 宰相诸王妃主命妇入贺， 熙宗 “以
黄金合及两银鼎献明德宫太皇太后”⑤。 世宗于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 辛未， 御太和殿宴百官， “宗戚、
命妇赐赉有差”⑥。 大定二十四年 （１１８４） 五月戊戌， 宴于皇武殿， “赐诸王妃、 主， 宰执百官命妇

各有差”。 大定二十五年 （１１８５） 正月乙酉朔， 宴妃嫔、 亲王、 公主、 文武百官于光德殿， “宗室、
宗妇及五品以上命妇， 与坐者千七百余人， 赏赉有差”。 四月丁丑， “宴宗室、 宗妇于皇武殿， 大功

亲赐官三阶， 小功二阶， 缌麻一阶， 年高属近者加宣武将军， 及封宗女， 赐银、 绢各有差”。⑦

史籍记载皇帝宴饮赏赐的时间、 数量、 规模均无定制， 显然此种赏赉并非为制度性行为。 皇帝对

宫廷后妃群体的赏赐更具实质性经济意义， 金银、 钱、 绢、 绵种类多样且数量丰厚。 对于品官命妇的

赏赐数额史籍并没有细节记载， 但由上述大定二十五年 （１１８５） 正月国宴， 金世宗一次性就赏赉

“与坐者千七百余人” 推断， 如此大规模的赏赐， 绝大多数受赏者所赐数额不会十分巨大。 高品阶品

官命妇所受国宴封赏， 除作为家庭经济补充外， 主要还是皇帝对官僚统治集团中上层官员及命妇群体

政治推恩的延伸。
除上述通过晋封时受到赏赐、 参加国饮受到赏赉以外， 宗室妇女偶尔也会因其他原因而受到不定

时赏赐。 如明昌四年 （１１９３） 十二月戊戌， 定武军节度使郑王永蹈谋反伏诛。 己亥， 谕有司， “以郑

王财产分赐诸王， 泽国公主财物分赐诸公主”⑧。 郑王永蹈犯错， 牵涉其妹泽国公主， 两者均被赐死。
泽国公主财产被分赐给其他公主。 通过瓜分泽国公主财产， 其他公主因此在经济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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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随嫁妆奁与家产继承

　 　 １ 随嫁妆奁

随嫁妆奁， 指女性结婚时娘家为其置备的陪嫁资产。 女家的随嫁妆奁， “对出嫁女性在男家的地

位具有正面的积极象征的意义”①。 随嫁妆奁愈发丰厚讲究是在唐宋时期， 时有贫女难嫁之说。 因此，
有不少宋代知识分子在家训家规中都特别叮咛从小为女儿准备好妆奁的重要性， 而且这份妆奁直到两

宋都还被视为女儿的财产。②

金代妇女在出嫁时， 娘家同样为其置备一定的随嫁妆奁。 《松漠纪闻》 记载， 女真人 “既成婚，
留于妇家， 执仆隶役， 虽行酒进食， 皆躬亲之。 三年， 然后以妇归。 妇用奴婢数十户， 牛马数十群，
每群九牝一牡， 以资遣之”③。 此条中的数十户奴婢、 数十群牛马即为妇女陪嫁的嫁资。

金熙宗女代国公主嫁给唐括辩时， 《大金集礼》 卷六 《公主》 条详细记载了其嫁妆情况。 皇统七

年 （１１４７） 十一月二日， “代国公主下嫁， 奴婢二千五百人、 马二千、 牛四千、 羊三万、 猪二千， 彩

带二千端， 绢万匹、 钱二十万、 黄金千五百两、 银万五百两、 器皿珠玉首饰服用称是”④。 皇室给公

主的陪嫁品十分丰厚， 奴婢、 牲口、 绢钱、 彩带、 金银、 珠玉等物无所不有。 如此丰厚的随嫁妆奁，
不仅是希望公主嫁为人妇后生活同样优渥无忧， 更是通过陪嫁的物质财富标榜公主尊贵的皇室地位。
世宗朝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二月敕旨， 公主嫁送依例准备： “驼三十只， 马一百匹， 牛二百头， 羊二千

口， 猪二百口， 续减讫驼十只， 仍与绊笼头各五十副。”⑤ 世宗朝规定的妆奁规模比熙宗朝代国公主

下嫁时妆奁规模减缩巨费， 这应与金熙宗、 金世宗对奢靡与节俭各有偏好的个人作风相关。
金朝社会其他阶层家庭， 也多为出嫁女儿准备随嫁妆奁。 《醇德王先生墓表》 记载， 王去非门人

班帎贫困不能朝夕， 王去非便作为其娘家人替门人班帎为其女儿 “办装具， 择士壻之”⑥。 又 《高陵

县令张公去思碑》 记载， 张公为高陵县令时 “有诉其男毁夺女娣之妆奁者， 公以子之长幼、 妻之前

后论之， 其□悔悟而去”⑦。 金朝妇女出嫁， 娘家一般会为其准备首饰、 金银、 珠翠、 牲口、 奴婢等

随嫁妆奁。 嫁妆丰富与否并无定数， 全依家庭经济状况及娘家对待该女的态度而定。
２ 家产继承

金朝法典大多散佚， 目前关于女性对娘家财产继承权的确切法条， 仅存泰和元年 （１２０１） 八月，
“初命户绝者， 田宅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孙”⑧。 此条目前后并无指陈， 亦无对继承者 “女及女孙”
身份的详细解释。 金朝律令承袭唐宋律令， 新制法条 “大抵依仿中朝法律”⑨。 故追本溯源唐宋律令，
考略条目中 “女及女孙” 的身份， 以及继承权限问题。

宋初法律沿袭唐律， 《宋刑统》 之 《户婚律·户绝资产》 规定， 户绝家庭无遗嘱或遗嘱未论及财

产分配， 则 “余财并与女”， 此处 “女” 指在室女； 无在室女， 则 “今后户绝者， 所有店宅、 畜产、
资财， 营葬功德之外， 有出嫁女者， 三分给与一分， 其余并入官”； 被出及夫亡无子的归宗亲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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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分割得夫家财产， “后户绝者， 并同在室女例”。① 仁宗天圣四年 （１０２６）， 详定 “今后户绝之家，
如无在室女、 有出嫁女者， 将资财、 庄宅物色除殡葬营斋外， 三分与一分”②。 由上述法条来看， 户

绝家庭的在室女、 归宗女、 出嫁女均有条件性继承娘家遗产， 但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限要明显优于归

宗女、 出嫁女。 若无遗嘱分配， 户绝家庭财产全部由在室女继承； 若无在室女， 除去殡葬等费用外，
出嫁女可获得三分之一的财产， 其余归国家所有； 归宗亲女若符合条件， 与在室女继承权并同。

元符元年 （１０９８）， 规定 “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 千贯以上者， 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
止有归宗诸女者， 三分中给二分外， 余一分中又以一半给出嫁诸女， 不满二百贯给一百贯， 不满一百

贯全给。 止有出嫁诸女者， 不满三百贯给一百贯， 不满一百贯亦全给， 三百贯已上三分中给一分。 已

上给出嫁诸女并至二千贯止， 若及二万贯以上， 临时具数奏裁增给”③。 该律令进一步确认， 在室女

和归宗女共同继承、 平分户绝财产。 并根据遗产规模， 细化了户绝家庭归宗女和出嫁女的继承权。 若

遗产达到一定规模， 限定出嫁女最多可获得娘家遗产的三分之一。
通过对以上相关唐宋律令的考论， 初步可以推断， 金代户绝家庭财产中的一部分可以由女性继

承， 此处 “女及女孙” 中女儿辈继承人范围应包括在室女、 归宗女和出嫁女。 但金律又不等同于唐

宋律令， 对户绝家庭女性的继承权限份额进行了修改。 规定户绝家庭的 “女及女孙” 继承者， 共同

可获得遗产的三分之一。 这相较于唐宋律令， 若无遗嘱特殊说明， 在室女对户绝家庭遗产的绝对继承

权， 以及符合继承条件的归宗女、 出嫁女具备相应比例的继承权， 金代女性对户绝娘家遗产的继承权

限大为缩小。
除了户绝时对娘家父祖财产享有一定的继承权之外， 笔者认为金代妇女在丈夫亡故而无子嗣的情

况下， 对夫家财产同样享有一定继承权利。 太祖长公主兀鲁嫁徒单定哥， “定哥死无子”， 徒单恭欲

“谋取其兄家财， 强纳兀鲁为室”。④ 由此条来看， 兀鲁夫死且无子嗣， 徒单恭之所以想强行纳娶兀

鲁， 显然是因为兀鲁拥有夫家财产继承权， 徒单恭想通过纳娶进而占财。 再如， 耨盌温敦思忠与乌林

答赞谟有隙， 思忠借由构杀赞谟， “遂纳其妻曹氏， 尽取其家财产”⑤。 史籍并未记载乌林答赞谟子嗣

情况， 但由赞谟官爵受诏复后， “赞谟女五十九乞改葬” 来判断， 乌林答赞谟应有女而无子。 赞谟死

后其妻曹氏享有夫家财产继承权利， 因而才有思忠为夺其资而纳其室之史。 另有金雷妇师氏， 夫亡后

孝养公婆， “舅姑既殁， 兄师逵与夫侄规其财产， 乃伪立媒证致之官， 欲必嫁之”⑥。 师氏在丈夫、 公

婆先后去世后， 对夫家财产享有继承权。 因此才有师氏兄与夫侄伪造媒证， 迫其携产改嫁一事。
囿于史籍记载， 目前很难考证金代妇女对家庭财产继承权限的更多细节。 但仍可十分肯定， 金代

妇女对娘家和夫家财产， 都有条件的具备一定的继承权， 这也成为金代妇女经济生活来源途径之一。

四、 社会劳动

　 　 金朝绝大多数平民妇女依靠从事农业、 手工业、 商业、 服务业等行业， 勤勉劳作获取经济生活来

源。 她们通常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 与其他成员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经济生产。 这些劳动妇女在社会分

布广泛且人数巨大， 但因经济与社会地位所限， 她们几乎不具备话语权， 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关注度也

较小。 这一阶层妇女并未在历史中留下过多的痕迹， 我们仅能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史料中试图窥探她们

曾经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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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平民妇女艰辛劳动的场景正史鲜少记载， 但在诸多诗词及碑刻墓志铭中却颇见记录。 金朝愚

轩居士赵元所作 《田间秋日》 道： “皤翁伛偻负薪行， 稚子跳梁剥枣声。 不似二姑忙更杀， 晚春椎发

脱钗荆。”① 诗句描写了妇女晚春辛勤忙于劳作的场景。 赵秉文 《长白山行》 一诗则更加直接地描写

道： “瘦妻曳杷女扶犁， 惟恐官军缺粮给。”② 瘦弱的妻子牵引耙地， 女儿则手扶犁辅助母亲艰难耕

种。 为了保证缴纳军粮与维持生计， 这些金朝平民妇女从事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 《醇德王先生墓

表》 记载， 王先生束发知问学， “先生无它赀， 独妻孥耕织以给”③。 王氏一家经济生活来源皆靠妻

孥通过耕种、 纺织辛苦劳作操持维系， 妻子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家庭经济来源补充者， 而是主

要承担者。
金朝重视手工业发展， 宫廷中设有织染署、 文绣署， 地方设有官营纺织作坊绫锦院等。 民间手工

纺织作坊分布广泛， 主要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纺织品以麻织品和丝织品为主， 贵贱以布之粗细为

别。 通常麻织品主要是自给自足日常穿着使用， 丝织品则主要用于向国家缴纳丝绵绢税， 少部分用来

交易。 碑刻 《成氏葬祖先坟茔碑》 记载： “妇女治蚕丝麻枲， 以制衣服。”④ 赵秉文所作 《过邠州二

首》 载： “一家忠厚余风化， 七月桑蚕咏女功。”⑤ 又 《游郄家泺二首》 载： “妇姑繴纩欣同社， 翁仲

扶筇不出乡。”⑥ 展现了金代妇女养蚕纺织， 共同手工的场景。 元好问所作 《秋蚕》 亦云： “室人箧

中无寸缕， 一箔秋蚕课诸女。 朝来饲却上马桑， 隔簇仍闻竹间雨。 阿容阿璋墨满面， 画撒灰城前致

语。 上无苍蝇下无鼠， 作茧直须如翁许。 东家追胥守机杼， 有桑有税吾犹汝。 官家恰少一絇丝， 未到

打门先自举。”⑦ 文中记载了民妇养蚕纺织、 纳税的场景。 金代妇女从事手工业中传统的纺织行业，
养蚕、 纺线、 织布、 刺绣， 以此来赚取生活所需。

金建国前， 女真族 “其市易则惟以物博易”⑧， 商业贸易通过以物易物的模式进行。 金建立后，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业贸易逐步繁荣。 在城镇与乡村中， 部分妇女通过制作、 贩卖手工制品或

珠宝饰品参与到商贸活动当中。 刘致君在诗作 《浣溪沙》 中有云： “绣馆人人倦踏青， 粉垣深处簸钱

声， 卖花门外绿阴轻。 帘幕风柔飞燕燕， 池塘花暖语莺莺， 有谁知道一春情。”⑨ 诗中记载了绣馆内

绣女们忙于纺织赚钱， 而无暇踏青玩乐的场面。 王予可 《小重山》 词云： “宝榭帘钩卷月窗， 镂衣金

样褪， 泛余香。 卿卿荣耀宠恩光， 三竿日， 颦翠楚山长。 螺髻戛浮殇， 凤奁尘莹恨， 浥胭霜。 卖珠楼

外串离肠， 春残梦， 今夜拟高唐。” 词中描绘了一位曾经享受过荣华富贵的妇女， 没落后依靠贩卖

珠宝首饰度日的场景。
金朝平民妇女除了从事农业、 手工业、 商业贸易等劳作外， 还有一部分优伶艺人与娼妓通过表演

歌舞、 杂剧、 诸宫调、 杂技等商业演出赚钱谋生。 金朝优伶艺人社会地位低下， 依靠表演收入极为不

稳定， 年老色衰后生活更是寥落不堪。 名士吴激曾在会宁府偶遇一位擅长鼓瑟并自述为梨园旧籍的老

姬， 吴氏作 《春从天上来》 以感怀老姬晚年境遇： “海角飘零。 叹汉苑秦宫， 坠露飞萤。 梦里天上，
金屋银屏。 歌吹竟举青冥……写胡笳幽怨， 人憔悴、 不似丹青。 酒微醒。 对一窗凉月， 灯火青荧。”

老姬年轻时飘零四方， 依靠出众的才艺谋生， 但年老后相伴的却只剩孤灯凉月。 金朝娼妓分为官妓、

３３１金代妇女经济生活来源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赵元： 《田间秋日》， 载元好问编： 《中州集》 戊集卷 ５，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１９６２年， 第 ２６７页。
赵秉文：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丛书集成初编， 第 １册， 卷 ５ 《长白山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 第 ６３页。
党怀英： 《醇德王先生墓表》， 载张金吾编撰： 《金文最》 卷 ８９，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２９８页。
鹿汝弼： 《成氏葬祖先坟茔碑》， 载张金吾编撰： 《金文最》 卷 ８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２６４页。
赵秉文：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丛书集成初编， 第 ２册， 卷 ７ 《过邠州二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 第 １１０页。
赵秉文：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丛书集成初编， 第 ２册， 卷 ７ 《游郄家泺二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 第 １０２页。
元好问： 《秋蚕》， 载元好问著， 姚奠中主编： 《元好问全集》 上， 卷 ３，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第 ６９页。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 上， 卷 ３，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７页。
刘致君： 《浣溪沙》， 载元好问编： 《中州集》 中州乐府，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５５０页。
王予可： 《小重山》， 载元好问编： 《中州集》 中州乐府，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第 ５６４页。
唐圭璋： 《全金元词》，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年， 第 ６页。



营妓和私妓。 官妓主要指中央和地方官署的歌妓， 她们为往来的官员表演歌舞佐酒娱乐； 营妓指军营

中女妓； 民间也有大量私妓以卖艺、 卖身为生， 常聚居于青楼及酒肆。 这些颇具技艺的妇女经济生活

来源主要是依靠表演歌舞及以色事人获得。 各州属地有新官到任宴饮庆贺等活动， 通常有妓乐到场表

演助兴。 如 “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 牙虎带馆之酒肉， 使妓歌于前。 及夜， 因使其妓侍寝， 迟明

将发， 令妓征钱。 合住愕然， 牙虎带因强发其箧笥， 取缯帛悉以付妓”①。 营妓主要靠表演歌舞和侍

寝赚取钱财。 金翰林学士宇文虚中亦曾作诗云： “博山长夜香烬冷， 悠悠荡子留倡家。”②

五、 政府的表彰和赈恤

　 　 女真族旧风纯直， “祭天地， 敬亲戚， 尊耆老， 接宾客， 信朋友， 礼意款曲， 皆出自然”③。 金朝

针对妇女节烈、 守义、 孝悌力田、 高龄等品性和特质， 给予荣誉表彰与物质赏赐， 鼓励诸种品质在社

会中发扬。 明昌元年 （１１９０） 十月， “诏赐贵德州孝子翟异、 遂州节妇张氏， 各绢十匹、 粟二十石”。
明昌三年 （１１９２） 四月， 诏 “赐同州贞妇师氏谥曰： ‘节’ ”。④ 对于高龄老妪、 孝悌力田者， 政府

也给予赐帛、 赐粟、 赐食等赏赐。 大定五年 （１１６５） 二月， “赐高年、 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⑤。
大定二十五年 （１１８５） 九月， “赐百岁老妪帛”。 甲申， 世宗召见百二十岁女直老人， “能道太祖开创

事， 上嘉叹， 赐食， 并赐帛”。⑥ 明昌元年 （１１９０） 三月， “赐高年、 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⑦。 对于

底层受赏妇女来讲， 政府表彰所赐绢、 帛、 粟等实物， 也成为其经济生活来源的一部分。
金政府还设置专门的救助机构， 赈恤对象一般为贫乏无助之人， 包括城乡贫困户、 鳏寡孤独病残

人群以及灾年流离失所的流民。⑧ 虽然这些机构设置的初衷并非仅仅针对妇女群体， 但贫弱妇孺亦属

受惠人群之一。 时有养济院、 暖汤院、 普济院与惠民司等机构，⑨ 对老无所依者施粥食与汤药等基本

生活资料。 贞元二年 （１１５４） 十一月， 初置惠民局， 以济民惠民为基本原则发卖汤药。 明昌四年

（１１９３） 十二月， “谕大兴府于暖汤院日给米五石， 以赡贫者”。 承安二年 （１１９７） 十月， “以米千石

赐普济院， 令为粥以食贫民”。 承安四年 （１１９９） 十一月， “敕京、 府、 州、 县设普济院， 每岁十

月至明年四月设粥， 以食贫民”。 哀宗天兴二年 （１２３３） 八月， 设四隅和籴官及惠民司， 以太医数

人更直， 病人官给以药。 直至金朝末年， 政府仍通过养济院、 暖汤院、 普济院与惠民司等机构对贫

民施行救助， 这些施救的生活资料成为底层部分贫弱妇女的生计来源。
金朝政府还专门针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 赈恤绢、 絮、 米等生活物资； 针对死囚父母、 流移老

病者， 施行官与养济。 政府的这些救助行为， 成为部分贫困无所依托妇女的经济生活来源。 熙宗朝皇

统元年 （１１４１） 九月， “诏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 人绢二匹、 絮三斤”。 大定二十二年 （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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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诏恤民， “鳏寡孤独， 时加赈济”①。 大定二十九年 （１１８９） 春正月， 诏赐 “鳏寡孤独人绢一

匹、 米两石”②。 明昌元年 （１１９０） 三月， “鳏寡孤独优加赈恤”③。 自海陵朝起， 实施官养死囚父母。
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 四月， 沂州男子吴真犯法当死， “有司以其母老疾无侍为请， 命官与养济， 著为

令”④。 因子犯法， 吴真之母生活无所依附， 官与养济。 大定十三年 （１１７３） 五月， 尚书省奏， 邓州

民范三殴杀人当死， 而亲老无侍， “可论如法。 其亲， 官与养济”。 大定十六年 （１１７６） 十二月， “诏
诸流移人老病者， 官与养济”⑤。

金章宗初年， “诏以生辰为天寿节”⑥， 在天寿节亦设施老疾贫民钱、 米、 绢等物资。 具体规定：
“在都七百贯， 宫籍监给。 诸京二十五贯， 此以上并系省钱给。 诸府二十贯文。 诸节镇一十五贯文，
诸防剌州军一十贯文， 诸外县五贯文。 城寨系保镇同。 诸孤老幼疾人， 各月给米二斗、 钱五百文， 春

秋衣绢各一匹， 五岁以下三分给二。 身死者给钱一贯埋殡。 诸因灾伤或遭贼惊却饥荒去处， 良民典

顾、 冒卖为驱， 遇恩官赎为良分例， 若元价钱给。 男子一十五贯文， 妇人同， 老幼各减半。”⑦ 救助

措施极为详细， 对老疾者发放米、 钱、 衣绢， 对灾伤、 遭劫以及冒卖为驱、 遇赎为良者亦舍以钱， 对

身死无钱葬者发放殡葬费， 同时对年男子、 妇人、 儿童亦有相应细致规定。
以上政府表彰、 赈恤的诏令与措施并非定期发布。 根据灾情与国民经济情况， 有时一年发布多

次， 有时多年发布一次， 频率并不固定。 虽然这些赈恤诏令中并未特别强调对女性平民的救助， 但政

府所救助贫弱群体中女性平民肯定为数不少。 对于金朝底层部分孤寡年迈、 丧失生活依靠与劳动能力

的贫困妇女群体而言， 政府的赈恤行为也成为受施者重要的经济生活来源。

六、 非法途径所得

　 　 除上述经济生活来源途径外， 金朝还有少部分妇女仰仗自己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及与皇室的姻

亲关系， 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经济收益。 这些高品阶后妃、 公主并同少部分外戚、 女官， 通过自身直接

参与非法活动敛财， 或者放任亲属以非法手段间接牟利。
金朝亲王、 公主等特权阶层， 利用权势非法获利并非鲜见。 金世宗时期就不止一次发布诏令， 禁

止权势之家侵害国家与平民利益。 如大定十九 （１１７９） 年二月， 世宗至春水， “见民桑多为牧畜啮

毁， 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 牧畜有犯民桑者， 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⑧。 世宗见到民桑被啮毁， 却仅

仅针对亲王、 公主、 权势之家这一特权阶层发布惩戒诏令， 可见一定是此类社会事件常有发生。 又如

大定二十年 （１１８０） 十月， 世宗曾责宰臣曰： “山后之地， 皆为亲王、 公主、 权势之家所占， 转租于

民， 皆由卿等之不察。”⑨ 亲王、 公主、 权势之家等各方势力通过非法侵占山田并转租于民， 从中获

利。 金章宗明昌元年 （１１９０） 八月， 诏 “禁指托亲王、 公主奴隶占纲船、 侵商旅及妄征钱债”。 正

是占纲船、 侵商旅及妄征钱债诸事， 常常牵涉亲王、 公主之家， 因此章宗才特下针对性禁令。 宣宗元

光二年 （１２２３） 三月， 河南、 陕西等地食茶巨费， 昔商贾以金帛易之， 因国蹙财竭乃 “制亲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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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 素蓄者存之， 禁不得卖、 馈， 余人并禁之。 犯者徒五年， 告者赏宝泉一万

贯”①。 由国家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与对揭发者的赏赐力度来看， 当时倒买倒卖茶叶的行为一定尤为

猖獗， 国家才以法条形式公布严惩措施进行管控。 上述屡禁不止的事件应非个案， 且造成一定程度与

范围的社会影响， 才迫使世宗、 章宗、 宣宗三朝均针对亲王、 公主及五品以上官员之家发布惩戒禁

令。 由此来看， 部分公主确曾通过诸种非法行径获取过经济收益， 而这也成为一部分公主经济来源途

径之一。
另外， 金朝诸外戚成员常倚仗与后妃血亲关系非法谋取经济利益， 更有甚者收受贿赂大肆敛财。

史载， 显宗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 “家奴买漆不酬直”， 奴数人被捕。 晋国夫人非但未将钱补上， 反而

到章宗处告状。 但章宗并未纵容， 无偏袒道： “姨酬其价， 则奴释矣。”② 宣宗朝， 皇后之姊成国夫人

王氏， 更是 “奢侈尤甚， 权势薰天， 当涂者往往纳赂取媚， 积赀如山， 且出入宫掖无时度， 号自在

夫人”③。 金哀宗朝， 宗室撒合辇娣 “妙渊为女官， 依托营建， 挟势敛财， 以侵愁州县， 至役卫士为

前导， 而以皇姑自名”④。 金朝末年， 还有个别营妓通过帮助武将非法索取贿赂而从中获利。 史载

“宿州有营妓数人， 皆其 （纥石烈牙虎带） 所喜者， 时时使一妓佩银符， 屡往州郡取赇赂， 州将夫人

皆远迎， 号 ‘省差行首’， 厚赠之”⑤。

结　 　 语

　 　 综上所论， 受固有民族传统与多样化生产方式的影响， 金代各阶层妇女获取经济生活来源的途径

差异明显， 具有多元性特点。 金代妇女政治地位越高， 获取经济来源的途径越多样， 经济收入越丰

厚， 经济依附性也表现得更为强烈。 宫廷高品阶后妃与公主， 虽然很少参与经济建设活动， 并不创造

经济价值， 却可以获得优厚的俸给、 晋封赏赐、 国宴赏赉与随嫁妆奁等。 她们还利用权势， 通过非法

活动获取非法经济收益， 是获取经济利益最高的妇女阶层。 而那些从事各种织作等服务工作的底层宫

女， 虽然参与一定的经济建设工作， 但所得俸给甚微， 且少有其他额外收入。
品官命妇及其他贵族阶层妇女， 主要依靠家庭中父祖、 丈夫、 儿子等男性获取经济生活来源， 但

也有随嫁妆奁、 家产继承、 皇帝封赏等经济来源途径。 部分家境并不殷实者， 也需要参与一定社会劳

动， 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 地位较高的个别贵族妇女， 则利用外戚身份或父祖权势， 通过非法手段敛

财牟利。
绝大部分平民阶层妇女， 经济生活来源途径相对单一。 主要通过与家庭成员合作， 从事农业、 手

工业、 商业、 服务业等行业获取经济收入， 伴有少量随嫁妆奁与家产继承。 部分劳动妇女已不仅仅是

家庭经济来源的补充力量， 而是成为重要的承担者， 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也表现得更为显著。 金代底

层部分极为贫困妇女主要依靠国家的赈恤与救助， 个别妇女因品行受到政府表彰与物质奖励， 少部分

甚至获得官与养济。

责任编辑： 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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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５ＺＤＢ０２７）。
作者简介： 李西亚，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东北史； 杨卫东，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

方向： 地方史。

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与作用论析

李西亚１　 杨卫东２

（１吉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０３；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要： 金代图书出版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发展迅速， 在图书的编纂与刻印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与辽、 北宋相比， 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环境宽松， 除汉字外兼有女真文和契丹文等语言图书， 图书出版的区

域扩大、 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 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加快了金代社会文明进程， 为元代图书出版奠定

了基础， 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 金代； 图书； 出版； 编纂； 刻印； 女真文； 契丹文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６ ４； Ｇ２３９ 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１３７－０６

学界关于金代出版史的研究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张秀民的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 一书， 初次对金代刻书地点、 图书种类及图书装帧等进行了考论， 奠定了金

代出版研究的先期基础。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 我国出版史研究进入发展时期， 但由于金是由少数

民族建立的政权， 金代出版多被当作宋代出版的一部分进行论述，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金代出版研究处

于被忽视的状态。 ２００８年 《中国出版通史》 （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 李致忠先生撰写了 《宋辽西

夏金元卷》， 对金代出版背景、 图书编撰、 刻印与装帧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但本卷的笔墨仍主要放

在宋元两朝， 关于金代出版的特点、 作用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未作探讨。 ２０１５ 年笔者的专著 《金代

图书出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对金代出版展开系统研究。 对于金代出版的特点及其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金代出版在中华一体文化形成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笔者曾在专著中进

行了思考， 但尚未展开论述。 本文旨在对金代出版的特点与作用加以深入剖析， 以期准确认识金代出

版在中华一体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一、 金代图书出版概况

　 　 １０—１３世纪历经辽、 宋、 金、 元， 正值中国雕版印刷业从发展到繁荣的历史时期， 女真人建立
的金王朝处于上承辽、 宋， 下启蒙元的中间阶段。 金代北方的出版业， 不仅发展历程并未中断， 而且

取得了超越辽朝并在某些方面可媲美南宋的成就。
首先， 从图书编纂的种类与规模来看。 南宋理学家、 曾任户部尚书的真德秀云： “金国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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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法度， 文物声名， 在元魏右。”① 依据 《金史·艺文志》 及研究补证， 金代编纂图书可考者近

６７０种之多，② 张金吾盛赞其 “至若声名文物不亚四代， 而自来无裒集其文俾与唐宋元明文后先相埒

者， 则金源一代之文是也”③， 肯定了金代图书编纂的成就。
其次， 从图书刻印系统与刻印数量来看。 自唐五代伊始， 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官刻、 私刻、

坊刻、 院刻和寺刻五大刻书系统。 金代在刻书系统的完备性方面并不输于同时期或较早建立的中原政

权。 官方刻书机构包括以国子监为主的中央官署和以都水监、 转运司等为代表的地方官署。④ 私人刻

书主要是 “以宗教典籍和实用性书籍为主”⑤。 金代坊刻极为活跃， 形成了中都 （北京）、 南京 （开
封）、 平水、 宁晋等四大坊刻中心。 金代的寺院通过翻刻北宋大藏经 《开宝藏》 雕印而成的 《赵城金

藏》， 接续了北宋以来雕印佛经的黄金时段。 金代道观刻印的 《大金玄都宝藏》 “积经八万三千一百

九十八卷。 并造了三十五间房子， 一百四十个架子存贮经板”⑥。 金代刻印各类图书之巨， 由此可窥

见一斑。
图书收藏也是考量金代图书出版成就的一个重要维度。 金代官私藏书风气浓厚， 藏书数量较为可

观。 “金源六叶全盛年， 明昌正似宣和前。 宝书玉轴充内府， 时以李早当龙眠。 想当画院供奉日， 饱

阅天闲万奇骨。”⑦ 这首诗描述了金代内府藏书之盛， 与北宋宣和以前的状况相似。 金末宣宗迁汴之

时， 运往南京的图书典籍就有三万车之多。⑧ 官学藏书同样丰富， “承安四年 （１１９９） 二月， 诏建太

学于京城之南， 总为屋七十有五区。 西序置古今文籍、 秘省新所赐书”⑨。 山东曲阜庙学 “庙有层阁，
以备庋书”。 肥乡县庙学 “讲经有堂， 肄业有斋， 贮书有库”。 史料当中更是常见 “万卷堂”、
“万卷楼” 等私人藏书楼。 山西平阳 “家置藏书楼” “人蓄文库”。 藏书之风的盛行从另一个侧面

证明了金代市场上出售的图书数量可观。

二、 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

　 　 金代图书出版业肇始于太祖和太宗时期， 经过熙宗、 海陵的励精图治， 在世宗和章宗时期发展到

鼎盛状态。 纵观一百余年的金代图书出版史，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１ 与辽、 宋相比金朝并无严格的文化管制政策

辽、 宋、 金并立时， 为防国家军事情报泄漏， 各政权均采取了书禁政策。 北宋的图书出版管控极

为严格， 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 九月政府颁发诏书规定： “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 自非九经书疏，
悉禁之。 违者案罪， 其书没官。” 南宋曾诏令： “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 并仰临安府、 婺州、 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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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经撰， 秦雪清点校：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卷 ３０ 《删注刑统赋序》，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第 ４１６页。
据笔者统计， 前人补写 《金史·艺文志》 共辑录金代图书 ６３１种，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考补了 ３３ 种。 参见李西亚： 《金代图

书出版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第 ２６５－２６６页。
张金吾： 《金文最》 自序，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９页。
李西亚： 《金代图书出版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第 ８４页。
李西亚： 《金代图书出版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第 １２０页。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 成都： 巴蜀书社，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６８页。
张翥： 《蜕庵集·题李早女真三马扇头》， 载顾嗣立： 《元诗选》 初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年， 第 １３４１页。
杨循吉撰： 《金小史》 卷 ８， 载金毓黼辑： 《辽海丛书》 １， 沈阳： 辽沈书社， １９８５年， 第 ３６页。
宇文懋昭撰、 崔文印校证： 《大金国志校证》 卷 ２０ 《章宗皇帝中》，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２７５页。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７０ 《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０２６页。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７９ 《肥乡县创建文宣王庙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１４９页。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９３ 《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３５６页。
元好问著、 姚奠中主编、 李正民增订： 《元好问全集》 （增订本） 卷 ４ 《云岩并序》，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８０页。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２８ 《藏书记》，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３８５－３８６页。
刘琳、 刁忠民等点校： 《宋会要辑稿》 第 １１册， 《食货三八》，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第 ６８４１页。



府照见年条法指挥， 严行禁止。 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 并日下追取， 当官焚毁， 具已焚毁名件申枢

密院。 今后雕印文书， 须经本州委官看定， 然后刊行， 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 如或违戾， 取旨责

罚。”① 相对于宋来讲， 辽政权的书禁并未形成较完备的体系， 但是却异常严厉。 “禁民私刊印文

字”②， 同时坚决禁止书籍传入宋朝， “契丹书禁甚严， 传入中国者， 法皆死”③。 终辽之世， 书禁政

策都没有松动的迹象， 以至 “辽文之流传于民间者百无一二矣”④。 金则仅对南宋归正人返宋时进行

过严格的图籍管理， “比闻孟庾南还， 发箧得状稿， 诚阻归计， 应有书籍， 悉被夺留”⑤。 与辽、 宋相

比， 金的出版环境是相对宽松和自由的。 正如薛瑞兆在 《金代艺文叙录》 中所言 “女真的意识形态

禁忌不多， 汉人及其他民族士人所处的环境比较宽松”⑥。
２ 图书出版的语言文字形式多样

金朝是以女真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多元民族政权， 治下主要有汉人、 女真人、 契丹人和渤海人等。
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 形成了内容丰富的金代文化， 在出版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图书

的出版。 辽与西夏均有本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出版， 而金代不仅出版有女真文书籍， 还出版过契丹文

书籍。
（１） 女真文书籍的出版

“金初未有文字， 世祖以来渐立条教”⑦。 天辅三年 （１１１９） 八月， 女真文字创制后， 金统治者

即刻下令予以学习和使用。 为帮助族人识习女真文字， 作为学习教材的 《女真字母》 等书籍应运而

生， 开启了女真文图书出版的新篇章。 女真人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 将汉文经典翻译成女真字书籍，
“世宗方兴儒术， 诏译经史”⑧， 在中央设 “经书所”⑨ 和弘文院， 负责 “以女直字译书籍”。 在这

一背景下， 《易》 《论语》 等经书， 《唐史》 《贞观政要》 等史书被译成女真文版本， 置于女真文人的

桌几案头。 为加强女真童蒙教育， 金代还出版了许多汉文童蒙教材的女真字译本。 金代不仅全面系统

地翻译汉文经史， 刊印之后还通过学校教育对这些译本推广传播， 并通过女真科举考试来考察传播效

果。 根据明 《文渊阁书目》 记载， 女真字童蒙教材有 《女真字百家姓》 《女真字孔夫子书》 《女真字

黄氏女书》 等 １５种。
金代本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 在数量和种类上与辽、 西夏相比都有较大差别。 据史料记载， 辽代

翻译刻印的汉文典籍只有 《贞观政要》 《五代史》 《通历》 《白氏讽谏集》 《方脉书》 ５ 种， 而金代的

女真文译著却有 ３７种之多。 西夏出版的西夏文译著较多， 但是佛经的比重相当大。 根据史金波先生

《西夏出版研究》 一书的统计， 西夏文刻印的佛经有 ４６种， 而其他类只有 １９种。
（２） 契丹文书籍的出版

“金人初无文字， 国势日强， 与邻国交好， 乃用契丹字”。 辽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内契丹文字与

女真、 汉字并行不衰。 “金制， 贵胄凡女直、 契丹、 汉字曾学其一， 即许承袭。 是契丹虽亡， 其文字

仍与女直、 汉字并行。” 这构成了金代契丹文书籍出版的必备条件。 金世宗时曾让耶律履 “以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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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唐史》， 成， 则别以女直字传之， 以便观览”①。 《辽史》 在金也有契丹字版本。 王国维在 《耶律

文正公年谱余记》 中指出耶律履 “藏匿辽史， 此辽史必契丹国书国史也”②。 “契丹国书” 即指契丹

文。 耶律楚材在 《醉义歌》 的序言中写到： “醉义歌， 乃寺公之绝唱也。 昔先人文献公 （即指耶律

履） 尝译之。 先人早逝， 予恨不得一见。”③ 由此可推断， 金代不但出版过契丹文的 《醉义歌》， 而

且耶律履还将其翻译成了女真文。
３ 图书出版区域广大、 地区差异明显

“文化依托于特定的地理区间而生成发展， 各个区域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不仅给各区域文化打

上了地域差异的深深印记， 而且直接制约着寄寓其间的民族文化的演化。”④ 金朝的统治范围主要由

女真人发祥地、 北宋和辽旧有统治区三部分组成， 无论自然生态环境还是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有着非

常大的差异， 也就造成了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的区域性差别。
金代刻书地点较为广泛， 分布在其治下 １９个路中的 １１个路、 ４２个州县，⑤ 刻书类型的地域性特

征明显。 社会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特征、 价值观念、 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等的现状及

发展趋势， “对出版业的影响是多层次、 全方位的”⑥。 各地区文化传统对于图书出版的发展具有导向

作用。 金以儒学治国， 海陵迁都后金中都成为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文教与儒学均十分繁荣， 儒学

典籍成为其主要刻书类型。 金代山西的平水与宁晋为两大坊刻中心 ， 其常刻品种有经史考试用书、
民间生活娱乐书籍和百姓民生所需医书以及佛经。 同时山西民情好佛， 信众众多， 具备佛经刊刻的基

础。 这里诞生了 ７０００余卷的佛教大藏经 《赵城金藏》。 而山东作为全真教的兴起与繁荣之地， 所刻

印的图书中， 全真教的典籍占据主导地位。 王喆的 《重阳全真集》 和谭处端的 《水云集》 等多次刊

印发行。⑦

三、 金代图书出版的作用

　 　 横向来看， 作为金代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出版对金代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纵向来看， 金代出版以出色的成就发扬了辽与北宋创造的成果， 以创新的发展为元朝开辟了新的

局面。 与此同时， 金代的出版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 图书出版的发展推动了金代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依赖先进文化的传播，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书籍这一载体， 金朝着力发展图书出版业目

的就在于提高女真民族的素质， 促进社会的进步。 当从原始渔猎社会走出来的女真族一跃而为统治民

族时， 面临着管理文化程度较高的汉、 契丹与渤海等民族， 必然选择发展教育、 培养管理人才这样的

政权建设之路。
早在金太祖时就已经确立的 “尊孔崇儒” 的治国理念， 从海陵王设国子监开始， 金朝逐步建立

起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 整个社会 “以开设学校为急务， 以爱养人材为家法”⑧， 正如元好问所言：
“文治既洽， 乡校、 家塾弦诵之音相闻。 上党、 高平之间， 士或带经而锄， 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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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元好问： 《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载阎凤梧主编： 《全辽金文》，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第 ３０６４页。
王国维： 《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载耶律楚材著， 谢方点校： 《湛然居士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第 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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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德清： 《中国文化学》，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第 １２９页。
据张秀民的： 《中国印刷史》 统计， 金代形成了中都、 南京、 平阳和宁晋四大刻书中心， 地点分布在 ９ 路 ３４ 个州县。 笔者

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补， 将金代刻书地点扩大为 １１个路 ４２个州县， 参见李西亚： 《金代图书出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７８－８４页。

翟星主编： 《出版物营销实务》，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第 １８页。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３８ 《重阳全真集序》 《水云集序》，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５５８－５６０页。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８２ 《重修府学教养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１９４页。



化民成俗， 概见于此。”① 金代学校以学习 “儒家经典为主， 兼学老子， 并增加史学和文学的内

容”②。 教材中有 “五经” 和十七史， “皆自国子监印之， 授诸学校”③， 称为 “监本”。 国子监所刻

书籍作为学校教材的标准范本， 多提供给官学使用。 各地书坊与私人刻书则为地方私学教育提供教

材， 如山西宁晋荆家书坊二十几年间不断刻印 “五经” 和韵书销售。④

从一定意义上讲， 金代女真学源自于皇室成员对儒学文化的推崇与推广。 金初皇室成员率先阅读

儒学经典， 一边提高文化素养一边从儒学文化中汲取治国之道。 金熙宗 “谒孔子庙， 追悔少年游佚，
自是读 《尚书》 《论语》 《五代史》 及 《辽史》， 或夜以继日”⑤， 海陵 “嗜习经史”⑥。 金朝各帝均

通过熟读 《贞观政要》 《资治通鉴》 等培养治国理政的素养。 世宗认为 “经籍之兴， 其来久矣， 垂教

后世， 无不尽善”⑦。 故有 “以女直字 《孝经》 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⑧ 的举措， 更有译 《五
经》 欲令 “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⑨， 并确实取得了预期效果， 显宗曾对女真人学习女真文经史

的结果予以较高评价： “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 何以知此。 主上立女直科举， 教以经史， 乃能得其渊

奥如此哉。”

女真府、 州学和中央官学均以翻译的女真字汉文经史为教材， 同时， 这也正是金女真进士科的考

试范围。 大定二十八年 （１１８８）， 世宗谕宰臣曰： “女直进士惟试以策， 行之既久， 人能预备。 今若

试以经义可乎？” 宰臣对曰： “ 《五经》 中 《书》 《易》 《春秋》 已译之矣， 俟译 《诗》 《礼》 毕， 试

之可也。” 前文提到的女真字启蒙书籍为女真学教育提供了大量的课本， 支撑女真启蒙教育的发展。
由此可见， 金代各类教育的兴起繁盛与图书出版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没有刻书业印刷数量

庞大的教材支持， 就无法实现范围广泛的教育， 通过教育这一途径， 金 “一扫五代辽季衰陋之俗”。
２ 为元代图书出版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史的纵向来看， 人们更多地看到元与宋之间继承与奠基的关系， 却忽略了金

政权做出的贡献。 金继承和发扬了辽、 宋的成就， 使我国北方的出版业继续前行， 在出版技术与出版

中心形成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 元代继承了这些既有的出版成果。
首先， 元在灭亡金政权的过程中， 出于稳定民心、 尽快建立稳固统治秩序的需要， 对金代固有的

一些文化设置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 金时的四大刻书中心中都、 南京、 平阳和宁晋， 其中有两处被元

朝继承。 金的中都在辽时即为刻书的中心， 元朝时仍然建都于此， 刻书业继续发展。 山西平水在金代

图书出版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书坊林立且图书流通与收藏均十分繁盛。 到了元朝， 其刻书中心

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而且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北方地区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 并影响到现在河北省的

一些地方， 乃至于整个腹里地区”。 太宗八年 （１２６２） 置 “经籍所于平阳， 编集经史”， “故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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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坊印板， 麇集于此”①。
其次， 金时发明的套色印刷技术是元代套版印刷的前身， １９７３ 年在西安发现的金代版画 《东方

朔盗桃》 图， 用深浅不一的墨色和绿色进行套印， 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彩色年画。 由此 “说明中国最

晚在 １１世纪， 地处北方的金朝已开始了彩色印刷的试验， 经过长期的努力， 才成功实现了彩色套版

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完善， 开拓了印刷事业的新前程， 对促进印刷术的发展， 再立新功”②。 山西平水

刻印的 《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更 “是一幅在绘画技术方面相当写实、 在雕版印刷方面精致入微

的划时期的版画杰制”③。 “从版画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 至迟在金代时版画艺术已经成为一门独

立的艺术形式”④， 元朝版画的辉煌时代正是在金代版画艺术成就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最后， 在书籍版式上金对元也产生较大影响。 如金代平水刻印图书的格式大多为白口， 黑鱼尾或

单或双， 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不定。 比较有名的元代平水刻本 《尚书注疏》 即 “白口， 双鱼尾， 四

周双边”⑤。 再如刻板的行数方面， “元代初期政权将刻书中心放在太原之后， 其刻书风格仍然遵循金

代版刻的流风余韵， 采用了八行本”⑥。
３ 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

金朝是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多元民族政权， 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 交融，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代

文化， 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 交融的过程中， 图书一方面承担着传

播各族文化的任务， 另一方面也是各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金境内流通的汉文典籍、 契丹典籍、 女真典

籍在各族人民中间传阅， 每个民族将他族文化与本族文化进行融合， 再创造出新的文化， 最终以图书

典籍的形态呈现出来。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知道金代出版了女真文书籍、 出版了契丹文书籍， 这是汉

文化与女真文化和契丹文化融合的例证。 金代的图书装帧风格是中原王朝的柔美之气与北方民族的质

朴之风的融合。 儒、 释、 道在金代进一步融合， 李纯甫 “著一书合三家为一”⑦， 王重阳在 《金关玉

锁诀》 阐释 “释道从来是一家， 两般形貌理无差”⑧。 北宋宫廷中流行的说唱艺术诸宫调， 在南宋日

渐衰微， 却在传到金朝后取得了长足发展， 其通俗的艺术特点更适合北方自由而开放的文化环境。 至

今我们还能看到金代刻印的 《刘知远诸宫调》 实物， 由于其传播到邻国西夏而得以保存到现在， 这

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艺术在北方发展的勃勃生机。 以上种种均是金代图书出版为中华民族一体文化形

成所贡献的精神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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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在与共通：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
“三大体系” 路径研究

蔡惠福１　 张小平２

（１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２ 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 “三大体系” 路径方法中， 必须处理好若干绕不过的关系。 有些关

系其实是一个具有共在性与共通性的 “共同体”， 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必须实行相互间的互融和互

动。 要注意小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共在与共通， 在注重微观研究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宏观整体的关照、 把握

和建构； 要注意反思批判与建设创新的共在与共通， 要做好梳理、 反思、 批判的 “上篇文章”， 更要做好

建设创新的 “下篇文章”； 要注意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共在与共通， 要保持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一定

张力， 更要实现两者的结合与互融。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 三大体系； 宏大叙事； 小叙事； 话语体系； 政治话语； 学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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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学人， 要担负起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 “三大体系” 的重任， 路径和方法始终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对路径方法的探索问寻中， 我们发现， 其间有若干绕不过的关系。 这些关

系其实是一个 “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不是 “非我即他， 非他即我”， 而是 “他在我才在， 我在他

之中”。 也就是说， 这些关系具有共在性与共通性， 相互依存， 相互间必须互融和互动， “使其建立

合理而有生命力的 ‘联系’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 不能将构成关系的双方对立起来， 割裂开来， 使两者

失去相互依存的条件和共同发展的动力。 这样， 才能实现研究路径方法的优化， 将研究带入佳境。 对

此， 我们曾经撰文作述论说。① 这里再从近段时间对整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谈一点想法。

一、 小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共在与共通

　 　 我们知道， “宏大叙事” 原本是在文学理论批评中使用的概念， 因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 “叙
事”， 所以后来多被历史学家所用， 并引发过一场广泛而深刻并产生溢出效应的关于宏大叙事与小叙

事相互关系而又不仅仅限于两者关系的讨论。 作为叙事方式具有主题性、 目的性和统一性的宏大叙

事， 由于具有某种一贯的主题， 追求完整的、 全面的叙事， 与总体性、 共识、 实证 （证明合法性）
具有部分相似的内涵， 而且 “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②，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弥漫西

方世界时遭到质疑和批判。 同时， “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总体性”， 而是 “着眼于一些具体的、 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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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附有特色的修史路径”① 的小叙事受到推崇。 情况严重时， “举凡一切试图从整体安排历史的阐释

与写作， 都被视作受意识形态支配的 ‘宏大叙事’，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斯·韦伯主义， 还是年

鉴学派乃至自由主义等， 皆被视为不同理论范式的 ‘宏大叙事’ ”， 成了重新审视的对象， “一切试

图以某种理论宏观表达对历史整体解读的著述”， 都被后现代理论者所声讨， “历史学也开始被无数

的 ‘小叙事’ 肢解得七零八碎， 一地鸡毛”。② 在社会发展演变进程中， 人们不断地对 “宏大叙事”
与 “小叙事” 的关系进行反思和探讨， 重又认识到， 不能反对 “小叙事” 的存在。 “因为无论是从丰

富历史认识的层面看， 还是从整体与个体之间循环的张力看， ‘小叙事’ 都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
“历史的叙述， 无论大小， 都必然地会有它对历史的解释和赋义； 既是人类赖以获取生命意义的途径

之一， 也是历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且 “阐释学告诉我们， 尽管认识是从事物的个体开始， 但要

真正认识这个个体， 则又必须将这个个体置于事物的整体当中， 而人们认识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建立

对于事物整体的认识。 因而从认知心理看， 人们总是希望从整体把握事物， 建立对事物的整体解

释”。 所以， 我们 “无法完全地规避或逃离 ‘宏大叙事’ ”。③
不只是文艺批评和历史书写， 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都有宏大叙事和小叙事关系原则的讨论。 经常

看到的 “宏观叙事” “微观叙事” 等概念， 均与此有关。 能否科学地处理宏大叙事和小叙事的关系，
看起来是研究路径和方法的选择， 其实关系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 这同样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统摄影响之下具有

整体性、 宏观性、 全局性、 方向性的研究称作宏大叙事， 比如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架构设

计、 重大基础理论及基本理论研究， 新闻传播历史的总体性描述和阐述， 对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路径、 战略的整体性分析解释， 对新闻传播方针政策、 体制机制、 运行模式的解读研判，
等等。 而所谓小叙事， 则可理解为对相对较小的某个点进行深描的、 微观的、 具体的个案研究。 宏大

叙事与小叙事的区别和差异主要反映在研究的内容上， 但也关涉研究方法。 比如宏大叙事常常综合运

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 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 历史人文研究与技术功能研究等研究方法， 以实现对

宏大主题的统驭涵摄及研究结论的广度和深度。 而小叙事为了追求 “打深井” 的深度需求， 则更多

采用量化的、 实证的方法， 具有某种单一性。
如同在历史书写和文艺批评中人们对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关系在相互争论中不断获得诸多富有洞

见的认识一样， 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中追求整体性的宏大叙事与 “细部深描”
的小叙事不是二元对立、 互不搭界乃至相互排斥的， 而是相互作用、 辩证统一的， 二者相互依存， 相

互倚重。 偏于一端、 顾此失彼， 会对整个研究产生不利影响。 当下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恐需要

引起注意。 前些年， 在讨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时， 学界对过分致力于体系框架的搭

建缺少有深度的微观、 中观研究支持， 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其在中国不断发展的成果系统

地梳理吸纳， 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体系化地结构表述， 使人们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观点

有整体性的把握， 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 通过中微观的研究提出新的发现、 新的观点、 新的思想， 建

立新的概念和范畴， 为体系性理论奠定基础， 提供支持， 是更应该重视的。④ 这是对中国特色新闻传

播理论体系建构路径的一种自觉， 有一定的针对性。 但是这几年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 即除了

研究目标不够明确， 研究课题游离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建构这一主题之外， 尤为突出的是，
一些具体的、 小切口的、 微观的、 精细的题目， 甚至一些边缘化的、 冷僻的题目研究多了起来且十分

活跃， 而对重大的、 关键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以及关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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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则比较少， 高质量、 高水平的成果更是少见。 概言之， 就是小叙事兴旺繁盛， 而宏大叙事稍显冷

寂。 对此， 学界已有觉察。 周勇在中国新闻史学会 ２０１９ 年学术会议的主编论坛上曾经提出过这个问

题， 认为当前跟随式的、 停留在具体时间与空间断面上的现象、 案例、 微观问题的形而下层面的研究

比较多， 从较大时间空间维度上观察并探讨内在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层面的研究相对少一些， 研究价值

有待提升。① 程曼丽在谈到新闻史研究应具备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时也讲到， 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碎

片化倾向， “研究题目琐碎、 微观， 杂乱无章； 缺乏整体史的关怀， 缺乏全面的联系和贯通； 疏离宏

大叙事， 轻视理论思考， 缺乏共识”②。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整体和个体、 全面与局部的关系来理解各类书写中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的复

杂关系， 因为宏大叙事与小叙事关系的讨论有更多的面向与内容， 涉及历史观、 时空观、 价值观等方

方面面的问题。 然而， 它可以用哲学上 “和” 的理念予以处理， 即必须彼此相谐， 融合发展。 具体

的、 小切口的、 微观的小叙事对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 具有 “做墙砖” “植树木” 的作

用， 其价值意义绝不可低估， 必须做得更好。 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对具有整体性、 全面性、 方向性之价

值意义的宏大叙事的研究， 不能重走后现代主义曾经走过的弯路。 当年宏大叙事遭到非难， 而小叙事

被推崇， 后现代主义盛行， 有着西方知识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弥漫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
目睹西方世界日益衰落的西方知识分子， 失去了乐观主义， 怀疑进步、 怀疑理性、 怀疑科学主宰了他

们对问题的思考。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彼时已然大为不同， 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

的目的， 是经过一代代的接续努力建构起本土化的新闻传播话语体系、 理论体系、 学科体系。 它是宏大

的体系性创新， 一切研究， 都要努力为这个目的服务， 向这个方向聚焦。 为此， 离不开整体性、 全面

性、 方向性的宏观研究， 舍此， 难以实现宏观体系创新的宏大目标。 而且， 此种全局性背景下的宏大叙

事， 其中具有对 “元叙事” 含义的进一步凸显， 即使进行微观性研究的小叙事， 也必须具有对全面的整

体关照， 即具备全局意识、 宏观意识和方向意识。 这样， 才能使全局的小叙事具有宏观眼光的广度和宽

度， 与体系创新的目标同向同行， 进而实现 “小叙事” 应有的张力和价值。 我们曾经说过， 学术思想史

表明， 当思想理论处于由解构到重构的关键时期， 容易陷入 “宏大叙事” 与 “小叙事” 的迷思。 而这

个重建性的时段， 又特别需要 “宏大叙事” 的规划、 设计、 统摄、 引领， 所以， 宏大叙事往往更显其价

值。④ 对这一点， 学界同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 反思批判与建设创新的共在与共通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撰文总结新中国 ７０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 思考当前研究局限及其

超越时， 提出了 ５个方面的问题， 即思辨压倒实证、 反思强于引领、 批判盖过建设、 阐释多于创造、 观

念重于现实。⑤ 应该说， 这 ５点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而其中反思强于引领

和批判盖过建设则更加值得重视。 在谈到 “反思强于引领” 时， 作者认为， “在深厚反思性基础上， 进

一步强化其引领性，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对现实的思想引领， 不仅有助于主体自

觉推动历史进步， 而且有益于哲学自身发展”。 关于 “批判盖过建设”， 作者指出， “批判本身不是目

的， 真正的目的在于建设。 批判只是 ‘上篇’， 建设构成 ‘下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有强烈

的反思性与批判性， 而且必须展现强劲的建设性与创造性。 马克思强调在批判中建设： ‘批判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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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目的的本身， 而只是一种手段。’ 在批判错误理论过程中， 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这是马

克思一贯的创作方式”。① 回望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走过的历程， 可以看到， 如何把反思批判与建

设创新统一起来， 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加大建设与创新力度， 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面向。
更远的时段且不说， 只说近 １０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新闻传播研究中， 反思和批判一直是重

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式。 ２１世纪进入新的 １０年时， 学界对传播学被引入之后的理论旅行情况反思进入深

化阶段， 甚至提出了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 的观点。② 这个观点尽管后来引起了讨论，
有学者认为， “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 因为这一学说的引进， “有其特定的历史现实的触发”， 是与

当时的情势相契合的， 我们不能用 “颠倒了的逻辑追问前人”。③ 但是，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我国的

传播学研究， 从主体上看， 基本上是美国式传播研究的翻版， 而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传统极深厚的国

度， 效率意识是社会的主导意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兴起的传播研究， “在研究问题、 框架和方

法论等方面过于聚焦传播效果研究”， “为日后的传播学发展戴上了无形的枷锁”， 而 “效果研究的传统

使得传播学者乐于去对传播效果和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 却忽视了对整个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行为宏观的

描述， 忽视了对于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 的探究……忽略掉将传播视为

一个动态的、 整体的人类行为， 忽略了将传播视为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 从而也就忽略了对传播背后原

因、 动机、 过程等一系列机制 （ｗｈｙ） 的探究”。④ 在看到源自美国的传播学这些先天性缺陷之后， 学

界对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等各流派及数年来的中国化引介进行反思梳理。 有学者提出对美国传

播学主导范式再书写。⑤ 还有人从西方传播学的多元性出发， 指出中国传播学的引介和发展过程中对

达拉斯·思迈斯学术思想的忽视。 而思迈斯恰恰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便两次到中国实地调研中国在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传播理论、 政策和实践的西方学者。 对思迈斯的忽视， 说明我们 “１９８０ 年代

和 １９９０年代对西方传播学的引入尤其是吸收也一边倒地倾向美国主流实证传播学” 的问题。⑥
传播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让我们对学科范式框架、 体系流派及意识形态倾向继续进行甄别和批判

的同时， 又增加了对诸多经典理论观点的检视审察， 新闻传播学的反思有了更为现实的新内容。 如把

关人、 群体极化、 沉默的螺旋、 议程设置等诸多传播学经典理论， 由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均已不同程

度地遭遇碰壁质疑乃至颠覆解构， 呈现疲弱乏力之势， 丧失了生机活力， 因而均已进入人们的反思视

野。 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分析方式方法进行重新审视、 检验和求证。 通过这些反思， 不仅使大家看

清了新传播技术对这些传统经典理论带来的由表及里的冲击， 更进一步看到了它们的种种缺陷及先天

不足。 一段时间来， 这种反思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 尤其是不少接受过先

进学术研究方法训练的年轻学者运用模拟仿真、 大数据研究等研究方法， 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 从而

使结论更为精准可靠。
这些反思和批判的意义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反思和批判是 “哲学生命活动” 的基本方式， 人类思

想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不停的反思批判中实现的， 离不开健全的反思批判机制， 反思力和批

判力是推动理论学术前进的强大动力。 新理论、 新学术的建立， 往往都是起始于反思与批判。 建构中

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同样如此， 需要靠科学有力的反思批判来驱动推进。 没有成熟的反思和批

判， 就难以拨开迷雾发现新闻传播学理论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缺失和不足， 难以认清在理论

引进发展中的历史性成绩与遗漏， 也就难以明确新闻传播理论建设的正确方向。 更重要的是， 在新时

代、 新技术的巨大挑战面前， 传播学 “正在成为人文、 社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可能成为重写

６４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学建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湛等： 《新中国 ７０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与思考》，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９日， 第 １５版。
吴飞： 《何处是家园？ ———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 《新闻记者》 ２０１４年第 ９期。
黄旦： 《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 杜骏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 《新闻记者》 ２０１４年第 １２期。
杜俊飞、 周玉黍： 《传播学的解放》， 《新闻记者》 ２０１４年第 ９期。
胡翼青： 《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 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
赵月枝： 《否定之否定？ 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 ３Ｓ说起》，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



人类历史的核心概念”①， 而传统传播学的诸多经典理论却又因陷入困境而大大影响新闻传播学对现实

的概括力、 解释力和指导力， 因而对它进行从整体到具体、 从宏观到微观的反思批判更具重要性和紧迫

性。 面对此情此景， 甚至有学者指出， 对既有的新闻传播学而言， 用 “否思” 比 “反思” “再思” 似乎

更有启发意义。 因为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 “ ‘再思’， 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 当新的

证据瓦解旧的理论， 各种预测失灵， 我们总是被迫反思我们的假说。 所以， 学者们经常反思 １９世纪社

会科学的内容， 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假说对待。 然而， 除了 ‘经常性’ 的反思之外， 对这些社会科学理

论， 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 ‘否思’ （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因为在我看来， 时至今日， 这些旧理论

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

思想解放的假说， 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②。
然而， 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反思、 批判层面。 正确的状态应该是将反思与建设创新结

合起来。 人类思想的发展、 文化的进步当然离不开反思与批判， 但反思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 在反思

批判中发现缺陷， 找出问题， 明确方向， 实现创新发展， 形成新的思想理论观点， 才是最终目的所

在。 没有 “立新” 的 “破旧”，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仅仅只有反思和批判生产不出新的知识， 建

立不了新的理论， 解决不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创新问题。 反思和批判只是 “上篇文章”， 必须要

有提出新思想、 创立新理论的 “下篇文章” 相衔接， 才能写好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这篇新时代

的 “大文章”。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反思批判与创新建设统一在一起的， 建设

和创造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同样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学术研究的主题。
对于学者个人而言， 源于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将研究方向和目标设定在反思批判上， 我们应当予以尊

重。 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 则应该紧紧围绕时代的主题， 将建设和创新作为主要目标、 主要任

务， 而且应该尽可能地用这一目标引领学者们的研究， 把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 增加每个学者

对实现主要目标的 “贡献率”。 优点和缺点时常会相互转换， 反思批判过度强化， 往往会使建设性、
创造性相对弱化， 这是值得注意的。 对西方传播学的发展、 形成、 演化进行梳理考证， “却顾所来

径”， 对经典的理论观点重新予以检测证述， 这类研究自然应当继续进行。 但是我们更应当提倡向内

看、 向 “东” 看， 向前看， 走出书斋， 走向实际， 以 “在场” “在第一现场” 的姿态， 关注我们正

在做的事情， 回应现实的需求， 把更多的兴趣热情、 精力智慧投注到研究现实状态的变化， 提出新的

思想理论观点， 实现 “术语革命”， 建构新的知识图谱上来， 并由此解释现实的变化， 引领实践的发

展。 这样， 才能纾解当下所谓的 “创新焦虑”。

三、 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共在与共通

　 　 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有人说这 “向来是一道难解之题”③， 但

说它 “难解”， 绝非 “无解”， 人们对两者之间逻辑关联的认识在曲折中逐渐趋于明确。 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具有本质上的学术属性， 对此无须多论。 学术与政治之间理当保持一定的张力， 二者不能简单混淆

和等同。 但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 “世界上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 世界上伟大的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也从来不是凭空产生、 坐而论道的， 而恰好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创造出来的”， 所以 “一旦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完全脱离， 再强大的理论能量也不能转化为改造

客观世界的真实力量， 而政治性话语如果缺乏学术性话语的阐释与支撑， 其科学性便会受到削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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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科作为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社会学科，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组成中， 是最具制度属

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之一， 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应用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以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表达， 大都体现和反映在我们党一代又一代领袖人

物的新闻活动和对新闻事业、 新闻工作的论述中。 深入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新闻思想和关于新闻

工作的言论与实践， 是以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学术体系为目标的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

其中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是无法回避的， 所以， 更应该以高度的自觉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很

显然，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重视。 一方面， 去政治化、 去意识形态化， 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影响依然

存在， 一些学者远离 “正在做的事情”， 漠视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需求， 对关乎中心、
关乎全局、 关乎国家治理大政方针和政治性比较强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兴趣、 热情和敏感， 坐拥书斋，
在象牙塔里选择一些边缘的、 冷僻的、 很西方化的课题， 做所谓精致的、 纯粹的学术。 另一方面， 一

些政治性较强的研究学术理论含量不够， 滞留在用政治性话语诠释解读的层面， 大话空话比较多， 失

于肤泛虚空， 诚如王国维所说， “其言可以情感， 而不能尽以理究”， 缺少学术的深度开掘和支持，
离 “用学术讲政治” 的要求相距较远。 罗以澄曾经指出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存在 “四多四少” 的现象，
其中有 “两多两少” 就涉及如何处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 即 “应景式的、 注经式的 ‘入世’
研究多， 而有学术含量的 ‘出世’ 研究少； 跟风式的随大流、 同质化研究多， 而具有高性价比的原

创性研究少”①。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学术与国家的关系。 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天然

的、 内在的。 “社会科学的出现与发展同现代国家的演变， 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工业化以前的传统农

业社会转化为工业化的现代城市社会有密切的交互作用关系。 １９世纪末和 ２０世纪初欧洲及北美出现的

国家新形式的特点在于管理与传播能力的大量增长， 社会科学的兴起就是这种增长在学术论说方面的对

应表现。”② “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 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
虽然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之下， 社会科学日益突破国家的界限， 而且日益作为世界性的知识体系

来发展， 但是， 社会科学的文化基础、 社会基础以及物质基础依然生成于国家这个政治空间之中， 而

且现代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的内在需求， 不但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减弱， 相反更加迫切”， 所

以， 社会科学必须承担起国家体系的理论建构。 “社会科学通过其应有的学术论说来建构现代国家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 是其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建构性， 决定了这种学术论说

在本质上不应该是消解的和被动的， 相反应该是积极主动的， 其内在使命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学术论

说， 将国家的发展引导到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轨道上来”。③ 正因为如此，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

研究不可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也不能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割裂开来。 如果这样， 研究就会陷入

“自说自话” “自娱自乐” 的学术游戏之中， 研究价值必然难在更大意义上呈现， 应当自觉地培植政治

意识， 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三大体系为总目标， 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把握发展大势， 认清时

代走向， 密切关注现实， 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变迁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 提出新观点， 形成新理论。
不应该把学术研究的政治性要求当成一种束缚， 也不能把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理论出新不够、 真知

较少归因于为现实服务、 为政治服务强调过多， 而对纯学术研究宽容不够。 且不说所谓 “去政治化”
本身就反映了某种政治诉求， 其实， 学术与政治同向而行， 这是大多数学人走过的路， 更是许多重要

学术思想形成、 发展之路。 别的不说， 看看传播学是如何在美国诞生的， 看看传播学的各个学派是在

何种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演变发展的， 是受到哪些条件促成推进的， 也可以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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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所释怀。 有学者梳理回顾了作为大众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传播研究 ２０ 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

的背景和历程， 提出这一研究是 “政府与学者的共同选择”， 其间可以看到 “学术与政治合谋的暧昧

关系”。① 该文介绍了辛普森和席勒的一段话， 颇能给我们以教益。 辛普森和席勒认为， “包括传播

‘效果’ 研究、 舆论、 受众研究技术和与之相关的数据方法、 ‘二级传播流通’ 理论的培植以及在公

共关系工业中广泛使用的 ‘动力’ 技术的发展等， 都是政府支持下的心理战研究的遗产， 大众传播

研究随之成为掩盖文化帝国主义影响的工具”。 尽管 “从知识生产的一面来看， 大众传播研究在战后

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知识逻辑……更多地是从学术的角度设计应用研究课题”， 但是 “知识分子在此

过程中 ‘弄脏了手’ ”， 使 “方法论逻辑所标榜的 ‘价值’ 与 ‘事实’ 的二分法、 ‘价值中立’ 的原

则在国际传播领域对于 ‘知识为何’ 的回答中露出了最危险的一面”。② 由此可见， 社会科学的研究

是 “不可能排除主体的旨趣及其他主观因素影响， 对事实的接受、 选择、 描述和综合不能没有重点

和方法， 概念的使用不可能不牵涉到特定主体旨趣甚至全部社会实践”③。 这些都决定了社会科学研

究不可能 “去政治化” “去意识形态化”。 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之后， 由专心于学术思辨、 强调学术独

立转向自觉地将学术与政治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

一， 然非与道德、 法律互为维持， 则万无独存之理……” 也因此， 王国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 “文
以载道” 及 “经世致用” 的学术传统之中。④ 先贤大哲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们作为后来者， 就

更不该在这里纠缠不清， 彷徨不前了。
当然， 强调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 指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不能游离于现实需求

之外， 绝不意味着可以淡化研究的学术性。 恰恰相反， 必须在学术探索上付出极大的努力， 使其充满

真理的力量、 逻辑的力量， 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近段时间以来， 源于欧美的建设性新闻被引介到我

国， 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建设性新闻以解决问题为要旨的 “建设性”， 是其理念之核。 这与我

们的正面宣传十分相似， 因为建设性是正面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在几十年的正面宣传中一直强

调 “建设性”。 那么， 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为什么能在欧美得到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风生水起

呢？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得到积极心理学的学理支持。 积极心理学成为建设性新闻的一

个重要理论基础， 这使得建设性新闻虽然问世时间不长， 但却有了饱满的学理性。 反观我们关于正面

宣传的理论研究， 由于缺少有深度的学术开掘， 所以研究成果也缺少应有的解释力、 说服力和指导

力， 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科学地理解， 也使这一方针在贯彻落实中的某些问题难

以得到校正。 其实不仅仅是正面宣传， 我们在对许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思想观点的阐释中都有

这样的问题， 循环自证， 浅层次地诠释， 缺乏有深度的探究， 逻辑的自洽自足不够。 这充分说明， 政

治性话语如果缺乏学术性话语的支持， 其科学性便会被削弱。 政治性和学术性深度结合， 实现两者的

同频共振， 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毕竟是一个学术大

厦。 建构这个大厦的过程， 说到底是一个生发思想、 生产知识的学术过程。 没有哲学出场， 不在学术

上下功夫， 这个大厦是建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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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传播”： 主流新闻传播的 “历史变局”
———关于自媒体时代媒介融合问题的思考

黄也平　 任　 航

（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自从网络 （包括固网的 ｗｅｂ２ ０ 和移动网的 ３Ｇ、 ４Ｇ） 传播普及后， 社会的新闻生活就已经由

“一次传播” 转向了 “二次传播”。 长期以来， 由电视、 报纸和广播组织起来的主流新闻传播， 正在被以

“两微一端” 为主的 “二次传播新闻” 所替代。 要想做好 “二次传播” 的新闻工作， 保证主流新闻对 “二

次传播” 的正向影响和引导， 主流新闻传播自身需要做出调整。 对于主流新闻传播来说， 这既是其使命所

在， 也是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面向 “二次传播”， 做出积极应对， 是主流新闻媒体在媒介融合过程

中必须走出的一步。
关键词： 媒介融合； 一次传播； 二次传播； 新闻生活； 新闻生产； 主流新闻传播； 新闻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６； Ｇ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１５０－０６

　 　 自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美国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 （Ｉｔｈｉｅｌ Ｄｅ Ｓｏｌａ Ｐｏｏｌ） 提出 “媒介融合” 的概

念， 关于媒体融合问题的讨论就渐次成为社会传播的热点话题。 进入 “新 １０ 年” 以后， 随着中国网

络传播技术高速发展， 随着国内网民人数的海量增长和从固网向移动网 “转移” 的社交媒体的不断

变化， 曾经的传统大众传播市场快速萎缩。 紧接而来， 传统媒体纷纷寻求 “新出路”， 媒介融合实实

在在地成了社会传播的 “前沿现象”。 不仅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理论关注渐趋强化， 而且传播业界对

“融合” 也在不断地进行各类尝试。 于是， 有了中央厨房、 融媒体平台、 县级媒体融合等 “融合” 实

践 （试验）。 但经过了数年光景的 “触网”， 国内各级传统媒体在 “融媒” 的道路上， 似乎又都不可

避免地碰上了发展障碍。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 如何理解媒介融合， 应当形成怎样的 “融合” 思路，
“融合” 之路需要怎样去走。 这是我们无法回避， 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 媒介融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和实践中， 所谓的媒介融合问题， 其实有 ３个不同层面。 一是技术层面的

媒介技术的融合。 例如， 固网与移动网的技术融合 （如两网间信息互传、 ＷＩＦＩ 信号使用）； ５Ｇ 移动

网对 ４Ｇ移动网的技术融合； 依托 ５Ｇ技术提升改造已有移动网产品， 开发新产品 （如 ５Ｇ技术的各类

应用终端）； ５Ｇ与 ＶＲ、 ＡＲ技术的融合； 基于 ５Ｇ技术的区块链、 物联网建设以及各种相关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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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等。 作为媒介技术方面的发展， 媒介融合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向， 对于网络传播技术的进步而

言， 媒介融合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是宏观传播层面的多媒体或全媒体融合 （也可以称为全网

媒的整合传播）。 例如， 从网络形态上看， 它们可能是互联网的各类 ＩＰ 或手机端的各种 Ａｐｐ 间的互

融。 从传播形态上看， 它们可能是各种类型的网传信息平台间的融合 （包括新闻、 话题、 视频、 学

习和培训、 市场商务等浏览互动媒体及数据库的融合， 也包括兴趣、 技能、 情感、 婚姻、 求助等社交

互动媒体间的融合， 还包括其他各种形式的跨媒介融合）。 三是传统媒体与各种网络传播技术及网络

媒体的融合。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与 “新传媒” 融合的传统媒体， 既包括报纸、 杂志、 图书等传统纸

媒， 也包括广播、 电视这样的传统电媒。 我们这里讨论的媒介融合， 指的只是第三种情况。
尽管人们今天所讨论的媒介融合问题， 主要是指传统媒体与 “网媒” 的融合问题， 但是却很少

有人注意到， 媒介融合问题本身是一个面对传统媒体的发展而生成的话题。 也就是说， 媒介融合的提

出， 其实是为了解决传统媒体当下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归结起来， 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宏观上解决传统媒体的发展问题。 本质上， 这也是一个关系传统媒体能否生存的问题。 在

媒介融合被作为问题提出的年代， 无论是报业、 期刊业， 还是广播电视业， 还都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

发展时期。 当时的传统媒体业处于大众传播业发展的巅峰， 没有遇到发展上的压力。 所以， 当数字技

术学者、 未来学学者和管理学学者提出计算机发展会对工业和社会产生影响时， 传媒业者并没有普遍

的紧张感和清醒的问题意识。 但是，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 特别是 “新 １０ 年” 以后， 传统媒体

业普遍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对传统传播业的巨大影响。 随着传统媒体业受到冲击而不断萎缩， 报刊、 出

版、 广播和电视业都感受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 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们开始接

受 “媒介融合”， 并向 “媒体融合” 的方向不断调整。 因为在传统媒体从业者看来， 传统媒体与网络

传播 “融合”， 特别是与移动网的传播 “融合”， 是传统媒体发展的一种可能选择。
第二， 解决传统媒体技术落后的问题。 无论是传统纸媒 （报纸、 期刊） 还是广播、 电视， 在传

播技术上都属于 “老工业技术” 形态。 尽管传统媒体也不断接受和采用新技术，① 但其 “大众传播

生产方式” 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 与网络传播技术和市场的快速进步相比， 传统媒体即使进行了数

字化改造， 其生产方式也仍然是 “大众传播” 形式的。 要想彻底改变这一点， 传统媒体就一定要走

向与新媒介的 “融合” 之路。
第三， 解决主流新闻传播对手机端渗透效果有限的问题。 在网络传播更多依靠移动网和手机端的

大趋势下， 不仅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极大衰减， 而且其对新媒体空间的实际传播能力也同样在弱化。
自 “新 １０年” 以后， 人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报纸、 期刊， 还是广播、 电视， 其读者、 听众和观众数

量均呈快速下降态势。 除了在少数传播条件受限的场所还有传统纸媒的存在以外， 在其他的开放传播

条件下， 传统传播形式均难以生存。 报纸、 期刊销量迅速缩小， 广播听众和有线电视的受众群规模快

速萎缩， 似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在移动网传播的强势竞争下， 主流新闻的传播很难对手机客户群形

成覆盖。 在现在的手机端传播中， 通过电视 （即有线电视和网络电视） 获取新闻信息的大多数都是

年龄较大的用户， 而绝大多数的中青年用户， 则是通过手机端或 ＰＣ 端获取新闻。 若想保持主流新闻

传播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力， 对社会舆论形成引导， 传统新闻媒体应改变思路， 积极走向媒介融合。

二、 从一次传播走向二次传播

　 　 在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上， 社会的新闻生活一直都是由 “一次传播” 组织的。 在 ２０世纪刚刚提出媒

介融合问题的时候， 人们不会想到， 社会的新闻生活会溢出 “一次传播” 的渠道， 进行 “二次传播”。

１５１“二次传播”： 主流新闻传播的 “历史变局”

① 这主要指的是， 传统媒体使用数字技术对原技术的改进， 其中包括纸媒的胶印技术、 广播的录制播出技术、 电视的视频拍

摄和编播技术。



在大众传播时代， “一次传播” 是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最基本的方式。 我们知道， 除早期小报新闻

时代外， 自新闻作为一种具有时效性的传播方式出现后， 社会的主流新闻生活就逐步被纳入了 “一
次传播” 的渠道， 从最初的报纸新闻 （亦包括期刊新闻） 以及后来的广播新闻和电视新闻， 通过第

一次工业革命， 共同形成了专业化的新闻生产与新闻传播。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 社会也由此产生了

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新闻生产机构。 在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中， 形成了一种采、 编、 发 （播）
一体的专业传播现象和市场， 新闻机构自己采写新闻、 编辑新闻、 传播新闻 （报纸新闻和期刊新闻

的印刷发行， 广播新闻、 电视新闻的无线传播和有线传播） 的行业特点， 使新闻产品的质量和时效

性成为行业竞争的关键点。 独家性、 独特性、 时间性 （抢先性）、 时效性、 一次性， 成为新闻生产的

重要特征。 于是， 抢新闻、 抢第一手新闻第一时间传播， 成为传统新闻市场竞争中的常态。 我们知

道， 新闻人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有所不同， 需具备 “新闻敏感”， 勤于 “跑新闻”、 善于 “抓问题”、
发稿快等新闻能力， 是新闻人的重要专业素养。 而对这些 “专业素养” 的需求， 其实都与新闻业的

“一次传播” 的需求有关。
在手机端， 新闻是被 “二次传播” 的。 在移动网和智能手机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传统的社会新

闻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向手机端获取的新闻生活方式转型。 原本固定形式的传统新闻生活方式， 即每天

以定点、 定时的方式获取新闻资讯的社会新闻生活 （包括阅读报纸新闻、 观看电视新闻、 收听广播

新闻等）， 已然让位给了可反复多次智能推送， 具有随意、 随时、 随性等特点的手机端新闻获取方

式。 在传统新闻生活中， 新闻消费是由 “一次传播” 组织的。 人们在传统的新闻生活中， 不管是面

对电视、 广播， 还是报纸、 期刊， 不管阅读、 视听的是社论 （言论）、 通讯、 特写、 深度报道、 连续

报道， 还是录播新闻、 直播新闻、 在线互动新闻， 主体消费都属于 “一次性消费”。 虽然在传统新闻

生产中， “二手新闻” 现象是始终存在的 （主要指各大众媒体互用新闻线索和新闻内容， 经过重新编

辑加工后， 投入传播渠道。 这在各媒体的分类新闻板块中， 是极常见的）， 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传播并

没有 “自媒体” 渠道， 所以其 “二手新闻” 实质上也是 “大众媒体化” 的。 换句话说， 大众媒体与

普通消费者在新闻信息获取上存在的 “不对称”， 为大众媒体垄断生产新闻， 获得 “一次传播” 新闻

的优势， 铺平了道路。
然而， 进入 ４Ｇ时代后，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 智能手机平台上的各种 Ａｐｐ 应运而生， 其中， 也

自然包括新闻类的 Ａｐｐ。 一方面， 原有的固网新闻平台， 都在移动网环境中推出了自己的 Ａｐｐ （如网

易、 新浪、 腾讯等）。 另一方面， 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 传统媒体也先后搭建了自己的移动网 Ａｐｐ
（如手机人民网、 人民日报少年网手机版、 新华网手机版、 文汇网 Ａｐｐ、 凤凰新闻手机版等）。 除固

网新闻门户平台手机端和传统媒体的手机端以外， 还有一类移动网新闻传播现象， 近年来也处在不断

崛起之中， 它既包括新闻类 Ａｐｐ （如今日头条、 看点快报、 一道来、 并读新闻、 天天有料等）， 以及

各类综合或专业的信息搜索推送 Ａｐｐ， 也包括各类型的自媒体公号和海量的微信朋友圈形式的社交群

传播。
在固网新闻平台和传统媒体 Ａｐｐ 中， 新闻生产和传播在操作的流程面上， 仍然是 “一次传播”

形式的。 即媒体自己生产新闻产品， 然后通过自己的 “Ａｐｐ” 渠道进行传播。 由于这种 Ａｐｐ传播是与

媒体的原渠道传播同时进行的， 所以其尽管进入了手机端， 但大方向上仍属 “一次传播新闻”。①

与固网新闻平台和传统新闻媒体 Ａｐｐ的传播不同， 对于手机端大多数其他 Ａｐｐ 的新闻传播而言，
“转发” 是其传播新闻的主要形式。 总体来说， 除原固网新闻和传统新闻的手机 Ａｐｐ 外， 手机端的新

闻传播活动， 可能会发生在所有的 Ａｐｐ 环境和社交环境中。 其新闻资讯的来源是多样化的， 它可以

来自新闻媒体 Ａｐｐ的 “一次传播”， 可以来自手机端的社交平台， 也可以由手机端用户直接生产 （用

２５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学建构

① 如果从新闻的时间性和可反复阅读性上来看， 传统新闻媒体的网络版也具备一些 “二次传播” 的基本特征。 如在网媒 （包
括电子版和 Ａｐｐ版） 上， 新闻的时间性被迟滞和忽略了。 同时， 由于新闻可以被重复阅读， 其一次传播性也就被忽略了。



户自己采访或拍摄新闻）。 但无论来自哪种新闻来源， 在移动网环境中， 它最终都会以 “二次” 的方

式进行传播。 特别是在手机端编辑软件的支持下， 许多手机用户都可以对 “源新闻” 进行编辑处理，
他们在手机传播环境中对新闻进行编辑处理， 就是为了对新闻做 “二次传播”。

“二次传播” 是新闻生活的 “新组织者”。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发布了第 ４３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称，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我国网民规模为

８ ２９亿， 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 ９８ ６％。 而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 则达到了 ５９ ６％。① 这个数据告诉

我们， 在当下的网络传播条件下， ＰＣ端用户市场规模正在不断萎缩， 相反， 手机端用户市场规模正

在极速扩张。 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 手机网民就占了全部网民的 ６０ ８％， 第一次超过固网的 ＰＣ 用户比率。
现在手机移动网络传播， 已经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相对于 ＰＣ 端而言， 手机端新闻传播

是一种新的传播样态。 人们看到， 几乎无论男女老少、 什么职业行当， 也不管农村还是城市、 经济发

达与否， 手机端是绝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② 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消费需要通过手机端实现，
通过手机获取新闻资讯， 形成新闻话题， 编辑、 转发感兴趣的新闻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在现

今 “人人离不开手机” 的生活环境中， 新闻生活已被 “手机化”， 手机端主导着新闻生活， 人们从

“一次传播” 新闻中获取信息的次数明显减少， 而通过各种手机平台渠道获取 “转发” 的 “二次传

播” 的新闻信息， 并消费这些新闻， 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新闻生活的新常态。

三、 在传播合作中形成主流新闻的 “有效二次传播”

　 　 ２０１３年， 由中国记协指导， 北京市记协、 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合作的研究课题 《中国媒体融合

发展报告》 正式立项。 ２０１５ 年， 由人民日报社编写的 《融合元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４） 》 正式出版。③ 如果从 ２０１４年开始算起， 媒介融合之路我们已经走过了 ６个年头。 在这 ６ 年

之中， 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在融合之路上做出了种种努力， 也取得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时至今

日， 我国多数媒体都已实现 “触网”， 而且相当多的新闻媒体也都开发出自己的手机 Ａｐｐ。 然而我们

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 在手机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 社会的主流新闻在手机端的传播， 往往会

出现传播不够直接、 渗透相对迟缓、 传播效果不明确等情况。 也就是说， 在手机端 Ａｐｐ 和自媒体平

台的传播环境中， 主流新闻的传播活动经常显得不自在、 不融洽和不顺畅， 甚至还有些距离感和隔

膜感。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了第十二次

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④。 在现在的手机端

主导传播现实中， 要想 “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就必须保证主流新闻能够进行有效传播。 也就是说，
要保证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新闻传播的方式对社会新闻生活进行有效且正面的引导。 面对移动网的

迅速发展和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 特别是 “二次传播新闻” 已成常态， 主流新闻要努

力做好 “二次传播” 这篇 “重要文章”， 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１ 新闻的 “一次传播” 无法替代 “二次传播”

３５１“二次传播”： 主流新闻传播的 “历史变局”

①

②

③

④

参见 《第 ４３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
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８＿ ７０６４５ ｈｔｍ， ２０１９年 ２月 ２８日访问。

参见 《第 ２７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
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２０６ ／ ｔ２０１２０６１２＿ ２６７１８ ｈｔｍ， ２０１９年 ２月 ２日访问。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５日，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媒体融合推进委员会联合发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中国电视媒体

融合发展报告》， 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影视媒体融合问题的研究报告。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求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ｄｕｋａｎ ／ ｑｓ ／ ２０１９－ ０３ ／ １６ ／ ｃ＿

１１２４２４１４２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６日访问。



在手机端没有成为社会新闻生活的主要选择前， 当时也存在一些 “二次传播新闻”， 如各基层单

位 （机关、 企业、 学校） 广播站的新闻广播、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编印的 《时事手册》 或 《时事汇

编》 等。 “一次传播” 新闻是当时民众能够获取的主要新闻形式， 对 “一次传播” 新闻的获取和消

费， 是当时社会新闻生活的基本状态。 在有线电视普及后， “一次传播” 新闻发展达到极盛时期。 但

在 ４Ｇ技术的支持下， 随着手机智能化， 民众新闻生活的相关活动从传统媒体渠道转向了手机端。 在

手机端的使用环境下， 人们更多的是根据个人兴趣需要来获取和消费新闻。 所以， 根据网民的需要集

成和编辑新闻的 “二次传播” Ａｐｐ， 如今日头条、 腾讯新闻、 一点资讯、 天天快报、 ＵＣ 头条等， 受

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传统媒体搭建的网络平台， 包括电子版和 Ａｐｐ， 在本

质上也属于 “二次传播新闻”。 原因是， 这时新闻的传播时间性已经被削弱， 甚至被忽略。 从这种意

义上说， 主流新闻的网络版， 也是 “二次传播” 新闻现象。
当然， 在 “二次传播新闻” 的传播中， 那些新闻话题类的个人视频直播、 各类朋友圈的群传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数据统计， ２０１８年国内新闻 Ａｐｐ排名前 １０的是： 今日头条、 腾讯新闻、 网易

新闻、 凤凰新闻、 新浪新闻、 天天快报、 ＵＣ头条、 搜狐新闻、 ＺＡＫＥＲ新闻、 一点资讯。① 在这前 １０
名 Ａｐｐ中， 虽然可能都有一些 “一手新闻” 的生产， 如凤凰新闻的自稿率是比较高的， 但多数新闻

稿或内容生产还是来自于 “二次传播”。 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对 “一次传播新闻” 的消费已经大大减

少， 新闻的 “一次传播” 无法替代 “二次传播”。 由 “二次传播新闻” 组织起来的新闻生活， 已然

成为新闻消费的主流。
２ 媒介融合中的合作

在关于媒介融合问题的讨论与实践中， 人们普遍愿意将 “融合” 理解成传统媒体向互动媒体的

“转移”， 或者传统媒体向互动媒体的 “内容移植”。 特别是在传媒业界， 其想法和做法大体如此。 人

们知道， 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看， 传统媒体向互动媒体进行 “生产转移” 的确是媒介融合的一种样

式或类型。 但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 媒介融合发展需要的 “融合” 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媒体 “嫁接”
到互动媒体上， 搭建报纸的电子数据库、 开发手机端 Ａｐｐ， 甚或是向互动平台上传电子版和图片就可

以达成融合目标。 因为这样的媒介融合并不是开放性融合， 这样的融合走的是一条独自生产、 运作的

封闭道路。 即从生产、 传播渠道到消费是独家控制的新闻生产过程， 是独家运作的新闻产业闭环。
相对于活跃的手机端新闻传播， “闭环” 形式的新闻传播很难予以有效 “渗透”。 若想使主流新

闻和社会正能量有效进入手机端， 走出 “闭环传播” 是必然选择。 当然， 媒介融合之路不只此一种，
也有其他 “走法”。

媒介融合需要进行传播合作。 关于媒介合作问题， 胡翼青认为： “未来的媒体融合路径一定是平

台与内容生产者之间的跨媒介合作， 它们之间需要各取所需、 各自调试、 相向运动、 相互驯化。”②

对此， 我们亦有同感。 但是， 我们与胡翼青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所说的传播合作， 是在传播分

工基础上形成的， 因为只有更进一步的分工， 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才会有更多的提高。 在新

闻生活中， 分工就是指新闻的内容生产与手机端进行 “二次传播” 的任务分解。 内容生产方要致力

于提高新闻质量和传播效率， 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 “二次传播” 的需要。 而 “二次传播” 平台应当

更好地使用新闻生产提供的资讯， 使其通过 “二次传播” 较好地达成主流新闻传播的目标。 主流新

闻与手机端进行 “二次传播” 的深耕合作， 不仅可以使主流新闻更有效地通过移动网进行传播， 而

且手机端用户也会获得更好的新闻传播服务体验。 同时， 通过与手机端传播平台的紧密合作， 可以给

主流新闻带来更具渗透力的新闻传播效果。

４５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学建构

①

②

参见 《２０１８十大新闻 Ａｐｐ排行榜： 新闻 Ａｐｐ哪个好？》， 排行榜 １２３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ｈｂ１２３ ｃｏｍ ／ ａｐｐ ／ ２２５３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月 １９日访问。
胡翼青： 《媒介拓展抑或跨媒介合作？ ———对媒体融合路径选择的探讨与追问》，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３ 面向 “二次传播”， 做好自己的功课

在 “二次传播新闻” 快速发展的总态势下， 主流新闻要想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就需要

有更为广阔的媒介融合胸怀。 对于主流新闻媒体来说， 需要的是调整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媒介融合的融

合思路。 重要的是， 既要做好内容生产工作， 也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 “二次传播”， 以保证

主流新闻传播对手机端新闻消费的影响和对手机端新闻消费方向的引导。 首先， 要认真研究 “二次

传播” 的新闻特点， 因为 “二次传播新闻” 写作和新闻产品制作的特点与 “一次传播新闻” 是不同

的； 其次， 要认真摸索 “二次传播” 的规律， 使主流新闻媒体能够掌握传播主动权。 有人非议手机

端新闻， 称其为提高流量、 博眼球导致假新闻和标题党 （话题党） 的盛行。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但

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手机端的传播确实存在着某些与 “一次传播” 不同的传播规律， 对此， 我们需

要认真予以研究； 再次， 要在学习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的 “二次传播新闻” 风格和模式， 以便更有

效地拉近主流新闻与手机端用户的距离； 最后， 最为重要的是， 培养 “二次传播” 需要的人才。 主

流新闻媒体必须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二次传播” 新闻所需人才的培养上， 培养出深刻理

解 “二次传播新闻” 的人才， 包括熟悉 “二次传播新闻” 的新闻专才、 熟练掌握 “二次传播技术”
的技术型人才、 可自如把握 “二次传播” 过程并谙熟手机端消费方式的新型传播渠道人才等， 并通

过他们做好主流新闻的 “二次传播” 工作。

结　 　 语

　 　 从固网宽带的 ｗｅｂ１ ０到 ｗｅｂ２ ０， 从移动网第 １代 （１Ｇ） 到第 ５ 代 （５Ｇ）， 从 ＰＣ 端到智能手机

端， 不断发展中的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社会的传播生活。 在社会传播生活改变的同时， 社会的新闻传

播方式也由传统的 “一次传播” 步入 “二次传播” 的轨道。 民众的新闻生活方式， 也随之发生了改

变。 社会成员对传统新闻传播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对手机端传播新闻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 由于

主流新闻传播不仅是一种新闻产品的生产传播， 而且是国家凝聚民心民力、 引导社会向上发展的重要

力量， 所以在这种发展局面下， 要求主流新闻媒体在做好自己分内的内容生产工作的同时， 向 “二
次传播新闻” 方向做出调整。

需申明的是， 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媒介融合问题， 只是在回应 ４Ｇ 条件下的新闻传播现实。 实际

上， 当 ５Ｇ普及后， 情况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对于主流新闻而言， 需要把握住这个 “历史窗口期”，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走好后面的路。

责任编辑： 刘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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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媒体体验的审美类型

陈思勤

（中国传媒大学 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 全媒体的实现强调媒介与人的紧密关联， “体验” 则成为这种关联的重要呈现。 全媒体体验从

人的主体性出发， 其既是人对于外界事物的直接反应， 也是人与事物互动产生的身体和心灵状态。 对全媒

体的认识可以超越媒介功能， 转变为人与全媒体共享时空的整体 “生命之流”。 全媒体体验从感觉经验出

发， 开辟了审美实践的新路径， 打开了体验者新的生存空间。 文章探讨了全媒体体验作为身体体验、 情感

体验和生命体验的审美类型， 以探索人通过全媒体实现审美的新路径， 试图为新技术引发的媒体生存变革

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全媒体体验； 身体体验； 情感体验； 生命体验 ； 审美类型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１５６－０６

　 　 “全媒体体验” 是互联网时代在媒体融合的环境和媒介状态中， 人作为主体对全媒体的体验。 这

种体验改变了传统媒体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传播结构， 曾经作为传统媒体接受者的主体， 积极参与全

媒体的生成过程， 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主体间性的特质。 全媒体， 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是对互联

网、 电视、 广播、 纸媒等进行的融合和重构。 全媒体从多元的媒体融合而来， 是快速发展的媒体样

态，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边界被打破， 使媒体内容与媒体技术的融合可以更有效地实现。
在全媒体时代， 互联网与多元媒介结合， 数字信号传递速度提高， 媒体更接近其诞生的本意， 能

帮助人看到更远、 更具细节的事物。 以电视为例，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一词由 ｔｅｌｅ （远的） 与 ｖｉｓｉｏｎ （视野） 构

成， 互联网与电视的融合， 使电视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远程传播的媒介功能， 一方面拓展了电视作为

“远程视野” 的原始功能， 另一方面赋予其更强的信息交互功能。 电视节目在电脑端和移动端播放、
互联网平台参照电视节目基本类型制作的内容等， 都属于全媒体时代 “电视” 的变形。 在互联网技

术支持下的智能电视， 以及移动终端和电视的跨屏互动环节等， 增强了电视与人的信息交互传播。 即

将广泛应用的 ５Ｇ技术将推动全媒体的普及， 淡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边界， 增强人在媒体信息环

境中的体验。
本文对全媒体体验的审美类型进行研究， 将之区分为 “身体体验” “情感体验” 和 “生命体验”

三个类型， 以试图激发未来全媒体创意或大众媒体的创造力， 为迎接新技术推动的媒体变革发展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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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 “身体体验” 的审美

　 　 身体体验是全媒体体验审美的基本类型之一。 人通过感官层面的视觉、 听觉和触觉等与全媒体产

生直接联系。 相较通过身体与外部空间产生物理关联的体感， 身体体验更注重人身体内在的感知与意

识。 多元媒介发出的声音、 影像、 文字等与人通过感官认识、 相遇并融合， 由此， 人与全媒体之间产

生了直接联系。
人对外界事物包括媒体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感知。 在认知心理学中， 感知被分为感觉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和知觉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两种。 感觉来自于人的感觉器官对物理世界的直接反馈， 是 “人类机体对于感

觉信号的感受性”， 诸如遥控器材质、 大小及手型握度给人的感受， 手机或其他移动端给人的触感，
媒体播放内容和色彩的对比给人视觉带来的刺激， 音乐的立体感让人身临其境等感受。 而知觉则是

“解释感觉信号的高级认知过程”， 是将个别感觉整合成事物的完整映像。①

来自全媒体的画面、 声音和触感等给人的感官带来刺激， 通过人的认知心理， 唤起人的生活经验

等因素对画面、 声音、 触感等进行心理填补， 对来自媒体的信息进行整体上的统一理解， 在全媒体的

不同形态中， 实现不同形式的身体体验。 体验者在观看节目或游戏中佩戴虚拟现实终端设备产生的立

体视觉激发出虚拟现实的具身存在感； 在观看互联网电视的过程中， 对播放内容的主动选择使体验者

更大程度地参与到媒介信息获取的主动设置环节； 在电视节目播放过程中， 运用移动终端通过收红

包、 抽奖、 留言反馈等参与节目互动。
人在全媒体环境中的身体体验， 不仅仅和感知有关， 还涉及人对事物的具体认知过程。 如人的注

意力的被吸引程度、 对全媒体模式的识别以及人的记忆等。 对媒体本体的研究和对人的媒体体验的研

究是分不开的。 研究人如何从视听媒体画面单位和声音单位中获得整体的感知， 同样需要从审美角度

对其内容展示形式进行解读、 对形式美赋予判断标准和价值意义等。 尽管作为身体体验的审美离不开

对媒体本体的研究， 但其着眼点更在于人本身， 即主要关注人作为主体的普遍反应， 进而探索导致出

现这些反应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等。 “身体方面的东西自己虽然被构造为空间对象和与我的体验之

流对立的超越的统一体， 但它是作为可能经验对象的多样性的。 在那里， 这种经验纯粹是我本己的生

活。 其中， 所经验到的东西正好是与这种生活和它的诸潜在性不可分的综合统一体。”② 体验者所处

的全媒体环境和具身环境之间构建起的联结， 为身体体验的审美创造了新的条件。 如体验者通过对手

机屏幕放射的光的体验， 了解内容的时间或空间变化。 身处夜晚熄灯后归途列车的体验者， 看到有人

在列车行进中观看手机终端播放的短视频， 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的现实空间中闪亮。 在人的情感记忆

中， 黑暗中的光往往提示某时某刻环境中人的存在， 由此， 感受到孤独行程中的陪伴， 而光之外的黑

暗又带来了空间体验的悬念， 引发了人在全媒体体验中空间环境与记忆叙事的关联。
目前发展迅速的虚拟现实、 全息媒体、 ５Ｇ等技术进一步拓宽了人的身体体验的广度和深度。 ５Ｇ

技术将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升， 可以保证影像媒体体验的流畅感。 以虚拟现实体验为例， 信息传输

速度的提升可以解决虚拟现实视觉呈现的延时问题， 使虚拟现实体验中人的身体可能出现的生理性眩

晕得以缓解， 这为虚拟现实的广泛应用做了准备。
全媒体体验的身体体验也包含 “运动体验”， 镜头的运用是形成运动体验的重要推手。 通过全媒

体成像画面中镜头与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全媒体画面的流动性。 由于人的现实运动体验与媒体画面流

动性的视角不同， 在视觉画面模拟人视线运动的情况下， 全媒体体验者最容易获得运动体验。 跟拍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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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跟随片中人物进行运动， 增强体验者的运动感， 当体验者手持移动端观看的时候， 镜头的运动加强

了观者身体体验的真实感。 视听媒体运动体验还体现在镜头的组接中。 在影像体验中， 蒙太奇手法的

运用使人对空间转换异常敏感， 空间转换意味着媒体内容叙事的推进， 通过镜头的快切， 人的视点频

繁转换， 引发心理运动的变化， 这在短视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短视频 Ａｐｐ 中的视频内容， 从十几

秒到几分钟， 镜头带来的运动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吸引体验者的注意力。
除了镜头带动的心理运动体验， 对全媒体视听内容中人物运动的身体体验同样可以通过视觉感

知。 心理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曾提出 “力的式样”， 即基于视觉体验的 “力”， 存在于心理领域

和物理领域。① 在全媒体体验中， 体验者通过视觉所见媒体内容主体的运动获得自身作为知觉主体的

参与感和投入感。 媒体影像中人物的形体动作对观众注意力的把控基于人的物质生命感知体系的认知

方式， 而媒体内容中人物行为动作的信息生成和情感表现， 则来自体验者对这种力的活动的认知。 比

如通过形体动作实现对叙事的理解， 视频中的人物动作需要观众从心理上解读这些形体符号， 从而完

成审美体验； 在媒体端观看内容中展现的人的形体美感， 如赛事转播、 舞蹈视频、 竞技类综艺节目

等， 使体验者通过观看参与人的动作行为来体验竞技或游戏的乐趣， 获得审美体验； 通过增强现实技

术呈现媒体终端的虚拟人物形体， 将虚拟人物和视觉场景画面叠加到同一媒介空间， 利用视觉感知的

错觉实现增强现实技术带来的震撼等。 全媒体的复杂性为运动的媒介呈现提出更高的要求， 也给全媒

体体验者提供了多维体验。
对空间的把握也是身体体验的一部分。 在虚拟现实影像体验中， 人的身体在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

产生的视觉时空感知中得到舒展， 虚拟现实影像空间给人以环境沉浸感， 让人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

觉， 而由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不对等的陌生环境给人带来的不安全感也刺激人的身体做出相应的

反应， 在虚拟空间中丰富了身体体验。 全媒体的应用凸显了 “人本身即为媒介”② 的客观现实。 而身

体作为最原始的媒介， 唤醒了人在媒体建构的虚拟时空中对空间的认知， 实现了在体验中审美。 除了

人视觉层面对空间的感知理解， 声音也同样在塑造空间， 声音对体验者认识媒体节目内容的空间具有

强大的作用。 传统媒体广播与互联网融合产生的网络电台， 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 体验者成为声音

内容的接受者和创造者， 以声音为媒介， 通过在各种有声节目内容的选择、 收听、 上传等体验中拓展

移动端体验者的听觉体验。 视听媒体中人声、 音乐和音响的结合， 使体验者置身于虚拟现实空间中。
不论通过电视媒体， 还是视频网站， 体验者都可以凭借仅十秒左右的开场声音就能够了解各类节目的

主题， 感受到节目的风格， 比如短视频 Ａｐｐ 上使用度极高的同一背景声音， 往往释放了这些短视频

作者的情绪表达， 也强化了体验者的认知共鸣。
对全媒体体验的记忆是参与身体体验的重要环节。 人的记忆的复现会伴随全媒体体验发生的整个

过程， 对全媒体体验的记忆可以帮助人理解媒体内容的内在逻辑， 进行新的审美判断。 如在网络电视

或视频网站上观看改编影视剧或在移动电台收听 ＩＰ 有声书时， 体验者往往根据之前自己视听体验的

记忆， 来决定是否观看和收听。 这种视听体验与观看一部新的影视剧或收听一部新的广播剧不同， 视

频网站或社交媒体中截取的影视产品在视听体验的过程中会使沉睡在大脑中的记忆复现， 在对视听产

品段落式的体验中夹杂着对产品整体的体验记忆。 对于翻拍的影视作品， 人们往往将其与记忆中对原

作的体验相比较， 比较的过程也成为体验的审美乐趣之一。

二、 作为 “情感体验” 的审美

　 　 全媒体实现的是人和物的联结、 人和人的联结、 人和意识的联结。 从审美实现看， 情感的连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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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审美体验的重要原因。 尽管媒体是物质层面的存在， 但从人作为主体的审美实现看， 情感体验是

全媒体审美体验的一个重要类型。 人类社会不论怎样发展， 技术怎么进步， 身体如何被解放和 “延
伸”， 永远都不能忽略的是人类情感的联结。 全媒体体验引发的情感体验， 其审美实现的主体是人，
即体验者自身。 人的审美一直与情感相伴， 情感是审美体验最直接的释放。 康德认为， “情感是普遍

可传达的， 而且并不借助于概念”①， 全媒体体验的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的情感体验。
全媒体体验审美的情感体验常常表现在移情之中。 人对全媒体作品中人、 事、 物的移情成为情感

体验的主要来源。 全媒体的应用促进了情感投射到更多元、 更多层的媒体内容中， 通过他人的情感体

验促使自身情感得以释放。 在移动端直播平台中， 观众通过留言、 弹幕、 送礼物等方式反馈自己对视

频另一端 “节目” 的体验感受。 观看者也可能会通过直播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参与表演者的现实生活。
如在一次直播中， 一个以歌舞表演著称的 “网红” 遭遇现实生活中的家暴， 有的观看者在直播中留

言给予她安慰， 有的报警帮助她。 在参与直播留言的过程中， 运用直播间的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善恶

之判断， 同情表演者， 牵挂着表演者的命运。 这种体验超越了观看者在观看直播表演节目时惯常的体

验， 表现出了观看者对表演者真实人生的关注， 这是从对年轻美丽的表演者歌舞表演的体验到对其个

体命运的同情的情感体验转变的过程。 在一些媒体节目中， 也会通过访谈嘉宾的情感故事来引起观众

情感上的共鸣， 通过情感体验来释放媒体体验者心中的 “块垒”。
全媒体技术提升了人情感体验的主体性地位， 增强了人在全媒体体验过程中情感虚拟体验的真实

性。 如网络游戏作为数字虚拟体验的媒介， 体验者将自身赋予游戏虚拟角色。 增强现实技术、 虚拟现

实技术等在传统视听叙事中增强了震撼体验， 新的媒介技术使体验者在震撼的基础上产生深层次的情

感体验， 在感官沉浸的前提下， 在自身参与过程中， 投射更强烈的共鸣。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感官

的震撼体验超过体验者的日常体验， 那么体验者可能会被感官的极端震撼感吸引， 而减弱或无暇顾及

情感上的共鸣。 这是全媒体体验研究中需关注的身体体验和情感体验之间的平衡问题。
全媒体提供了更多元的情感体验平台， 拓展了体验者获得情感体验的途径。 通过全媒体体验， 观

众从媒体内容中获得精神力量， 媒体内容传递的精神价值得以实现。 通过与环境事物产生联系引发情

感体验古已有之， 《诗经》 中常使用 “兴” 的手法， 将他物与自己要表达的事物联系起来， 以引出自

己所要抒发的情感。 在全媒体环境中， 人们更多地赋予媒体传递的信息以情感价值， 媒体内容所展现

的事物可以引发情感变化。 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 对一些事物赋予新的内涵可以引发普遍的情感体

验互动， 如 “单身狗” 在网络用语中指代单身的人， 在特定的节日中引发普遍的共情， 随之产生婚

恋、 消费等多元的社会话题。
全媒体提供了情感体验的公共空间。 全媒体形态具有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的特质， 有较为普遍的

社交特性， 互动性是全媒体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社交媒体作为体验者表达自身情感、 态度的载

体， 使人在表达情感、 了解他人情感和与他人交流互动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 成为全媒体体验者与外

部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同时体验者也能在这种联结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认同。 视频与社交媒体相结合

是全媒体时代的产物。 如网络弹幕， 在网络视频平台观看影像作品， 满屏的弹幕在形式上不属于原作

品， 甚至破坏了原作品的完整性， 但是网友的评论同时在同一个屏幕上展开， 形成了一个情感疏解的

公共空间， 甚至有的体验者从弹幕中获得的乐趣和情感满足大于从影像作品本身获得的乐趣和满足。
对社交媒体中的短视频进行留言评论， 从中得到情感体验， 作为体验对象的视频在这里成了体验发生

的导体， 体验者对视频内容和评论进行整体感知， 进一步完成价值判断和情感共鸣。
从全媒体内容对体验者的情绪影响层面看， 全媒体内容影响体验者自身情绪， 不同类型和风格的

节目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体验者的情绪。 体验者看着屏幕上以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的虚拟场景

与舞台上热闹的歌舞演出相结合的春节联欢晚会， 并在手机终端参与有关春节主题的互动， 由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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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节合家团聚的幸福感； 语言类节目跌宕起伏的语言表达使体验者的情绪随之波动； 在媒体终端追

剧， 剧情触发观众的情感体验， 在大数据应用于媒体的今天， 体验者甚至会影响故事的后续创作和作

品的市场价值， 因此很多剧作常常通过社交媒体制造互动话题来增强体验者的情感认同； 沉浸式媒体

的剧情体验， 如虚拟现实的故事体验会因模拟视觉真实环境带来的沉浸感增强共情， 而对故事内容情

感层面的共鸣则是深层的审美体验。
从全媒体的表现层面看， 观众情感体验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媒体内容艺术地表达有关， 全媒体技

术为艺术创意提供了广阔的实现空间。 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后期制作增加了虚拟现实技术， 从屏幕

观看的效果和在现场观看的效果是不同的， 观众体验的虚拟场景的真实感和现场的真实感也是不同

的， 虚拟现实体验的艺术表现层次更为丰富。 再如 ２０２０ 年的央视元宵节晚会抗击疫情的主题激发了

观众的情感共鸣， 通过媒体呈现了一场虽没有现场观众， 但却有着千万未缺席的关注者的深沉、 庄

严、 温暖的文艺特别节目， 体现出作为媒体艺术的文艺晚会的人文价值。 艺术应以情为本， 只有从人

的真性情出发， 才能实现 “真”， 全媒体体验为激发人的真性情提供了更多可能。 全媒体时代， 媒介

成为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渠道。 全媒体因其自身特性， 使人更大程度上

具有释放性情的可能， 全媒体体验的审美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人的情感体验释放人的真性情，
并在情感释放过程中获得人对自身的认同。 由此可见， 全媒体体验的情感体验， 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走

向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一步， 是具有现代性的人的体验。

三、 作为 “生命体验” 的审美

　 　 生命体验是全媒体体验审美表现的一种类型。 媒体融合改变的不仅是媒介环境， 更是对人的现实

生活实践层面的重构。 在全媒体的生活状态中， 人在全媒体搭建的看不见的网中自如地与世界联结。
全媒体环境成为日常生活最 “自然” 的环境。 对于具有感知能力的人类而言， 媒体在物质层面上的

改变， 促使直观的感性体验成为审美的重要推动力， 激发人的感性体验转化为自身对外部世界的

反应。
“体验” 一词在德语中具有冒险的含义， “西默尔就曾经指出过， 每一个体验都具有某种奇遇

（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 ”①。 同样， 人在全媒体体验中也可以获得生命旅程中的奇遇。 “奇遇就可使生命作为整

体， 并在其广度和强度上为人所感受。 奇遇的魅力就基于这一点。 奇遇消除了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条件

性和制约性。 奇遇敢于出现在不确定的事物中。”② 全媒体体验的过程， 成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一段又

一段动人心魄的奇遇， 丰富了人的内在生命体验， 人的生命存在通过全媒体体验得以延伸。
全媒体体验对于生命的存在， 犹如 “体验之流这一无限敞开的形式中我的存在”③。 在体验的时

空之流中， 通过人的视觉、 听觉、 触觉等感官感知更广阔的世界， 激发更丰富的意识。 在全媒体架构

的感知网络中， 体验既存在于空间， 也存在于时间。 全媒体体验者心理空间随感知的内容而变换， 全

媒体体验过程中多维时间的存在则让我们看到了时间的空间性。 在人的全媒体体验过程中， 时间对于

人生命流动的物质存在是单向度线性的流动， 然而， 时间既存在于全媒体多元的非线性信息流中， 又

存在于人在体验之后的心理意识状态中的人生体悟中， 人在体验媒体内容时， 进入了新的时间架构

中。 全媒体体验时间的多维存在， 证明了人的生命体验可以在全媒体体验的时光中得以拓展。
全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可以使全媒体体验和人的生命历程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重合， 并经由全媒体

体验的审美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体验。 即使在碎片化的时间中， 全媒体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短视频、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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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微博等 “微小” 的媒体形态与碎片化的时间契合， 可以使体验者在碎片化的时间中收获一段短

小但完整的体验。 尽管全媒体的 “微” 媒体体验正面临着一个应该关注的、 不可回避的问题———其

是更好地满足了人的碎片化时间利用的需求， 还是把人的生活切割成了碎片？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全媒

体体验加强了媒体的功用， 使媒体对于人而言不仅仅是工具， 更成为人实践的一种习惯、 一种生活方

式， 并融入人的生命中。
全媒体体验与生命体验相融合可以促使人的审美进入高峰体验。 媒体不仅是信息的载体， 更是推

动人完成生命整体过程、 拓展生命体验的一种渠道。 伽达默尔认为： “生命和体验的关系不是某个一

般的东西与某个特殊的东西的关系。 由其意向性内容所规定的体验统一体更多地存在于某种与生命的

整体或总体的直接关系中。”① 技术的全媒体样态可以拓宽人类认识生命的渠道。 在观看纪录片 《人
类星球》 时， 片中人在绝境中的生存状态， 引发体验者对绝境中生命体验的认同， 使纪录片成为从

感知生命体验到感知审美体验的通道， 而虚拟现实技术纪录片将使体验者体验极端生存的真实感更为

强烈， 从而使人的生命旅程在个人时空的客观限制的情况下， 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余　 　 论

　 　 人作为全媒体体验的主体， 其体验习惯将随着全媒体技术的变革而改变。 在当下的日常体验中，
因为移动终端使用便捷， 体验者往往通过手机等移动端就可以完成曾经在电视机前观看视频的体验。
由于 ４Ｇ技术普及和其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移动终端体验成为许多人日常生存体验的一部分， 而在

即将到来的 ５Ｇ时代， 数据传播速度将大幅加快， 也许会诞生新的媒介形态， 其体验也将与 ４Ｇ 时代

不同。 可预见的是， 这将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人的体验， 甚至可能超越外部感官与人自身 “内部体验

到的感觉性 （ｓｅｎｓｏｒｉａｌｉｔé） 重新建立联系”②。 随着技术的进步， 人在全媒体的深度体验将反过来对人

的感官进行重新定义和新的唤起， 人对于世界的体验也将不同。
当全媒体体验成为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时， 全媒体将不再是 “语境”， 而是生存环境。 全媒体不

仅是信息发布的载体， 更是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 全媒体使传统媒体、 传统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

的边界变得模糊， 人类将拓展审美渠道， 刷新对世界的审美认识。 在不排除极端情况的可能性下， 许

多人将在全媒体体验中度过一生。 总之， 全媒体体验使人类拥有更大可能性去发掘生命流动的远度与

超越时空的广度。 在全媒体环境中， 体验成为自我存在的一部分， 也反证了人类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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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与帝国：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大众化叙述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 １９、 ２０世纪之交， 帝俄遵循殖民体系之惯性， 热衷于介入欧洲纷争 （参加一战）、 征服亚洲邻国，
国力达至顶峰， 却突然解体， 而后很快建立了意识形态面向草根且反西方的苏维埃政权， 实际上它维持甚

至扩大了帝俄版图。 这种矛盾， 不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召唤力所致， 在相当程度上， 与对既有法律体系

和社会治理方式不满的社会观念变化息息相关。 面向大众审美关切的侦探小说， 适应并推动了帝国的这种

复杂变化， 呈现出雄心勃勃的俄国难以负荷沉重的帝国包袱之情势。 侦探小说的核心是以理性实践去寻求

公平正义， 这既契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意识形态表达， 也是苏俄彰显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涵。 这使大

量未进经典序列的侦探小说， 反而成为推动苏俄反对帝俄、 希望异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美学的力量之一。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白银时代； 俄罗斯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系列； 平克顿系列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 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１６２－１３

　 　 １９、 ２０世纪之交， 大英帝国出现的风靡全球的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 系列、 美国推出的波及世

界的 “平克顿侦探署” 系列， 分别彰显了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 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的价值观、 审

美范式和想象力， 其气魄震撼了法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 俄罗斯帝国正经历着所谓

“白银时代” 的文化复兴， 也在建构与世界上最大疆域的大帝国相匹配的大国美学， 这导致面向国民

而非只针对贵族的世俗化文学的勃兴， 科幻小说、 侦探小说、 女性小说等应运而生。 虽然著名的文学

史家温格洛夫 （Семён А Венгеров， １８５５—１９２０） 作为白银时代的亲历者， 其力作 《２０ 世纪俄罗斯

文学 （１８９０—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４） 关注的是所谓 “新浪漫主义的” （нео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象征主义文

学， 即便提及畅销书作家， 也是象征主义小说家安德烈耶夫之类的。① 同样， 白银时代的民粹主义批

评家伊凡诺夫－拉祖母尼克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 １８７８—１９４６）， 其 《２０ 世纪俄罗斯文学 （１８９０—
１９１５） 》 （１９２０） 专论 “当代俄罗斯文学”， 认为象征主义 “终结了普希金之后半个世纪俄罗斯现实

主义文学， 开启了理论上和艺术上 ‘浪漫主义’ 之路”②。 这种把 １９、 ２０世纪之交文学精英化、 排斥

大众文学之举甚至影响到了苏联科学院首版 １１ 卷本 《俄罗斯文学史》 （１９４１—１９４７）、 ４ 卷本 《俄罗

斯文学史》 （１９８４） 和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鲍戈莫洛夫 （Николай Богомолов， １９５０—） 《１９
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学》 （１９８７） 等， 即基本上回避了这期间侦探小说热及其魅力， 后苏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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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推出各版本 《俄罗斯文学史》， 也未终消除其影响力， 如国立卡鲁日大学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

切尔尼科夫 （Анатóлий Черников， １９４１—） 教授 《白银时代的叙事作品和诗歌》 （１９９４） 和 《白银

时代俄罗斯文学》 （１９９８）、 国立沃龙涅什大学副教授别尔德尼科娃 （О Бердникова） 《白银时代

（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 （２００５） 等， 都只关注现代主义文学本身。 实际上， １９０４ 年从基辅来到彼

得堡后的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 （Николй Бердя＇ ев， １８７４—１９４８） 所体验到的历史情境， 正好与这

些文学史家的判断相反， 其 《自我认识》 （１９４０） 在论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罗赞诺夫等宗教哲学家之

后坦言， “２０ 世纪初文化复兴的不幸 （Несчастье） 在于， 其中的文化精英被区隔在一个很小的圈子

里， 与当时广泛的社会潮流相隔绝 （оторвана）。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致命后果， 即促成了俄罗斯革

命……在俄罗斯革命中， 存在着高级文化阶层与底层知识分子、 民众阶层之分裂， 他们之间缺乏共识

（несоизмеримо） 程度远甚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革命活动家被卢梭和 １６—１７ 世纪哲学所鼓舞， 是站

在当时先进哲学高度上的 （在实质上不仰赖于对其评价）。 俄罗斯革命活动家们则被过时的俄罗斯虚

无主义和唯物主义所鼓动， 对自己时代的创造思想问题无动于衷”①。 的确， 当时的图书市场、 图书

馆借书信息等共同显示， 包括侦探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之影响力， 远超过主要限于莫斯科、 彼得堡、
基辅和华沙等大城市的沙龙、 贵族精英圈子里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 受益于当时审美革命潮流的侦探

小说， 因贴近帝俄鼎盛时期的市民美学趣味， 或者表达了帝国的伟大情怀， 成为远比现代派要畅销得

多的流行文学。 据 《早报》 的 “图书年鉴” 栏目统计 （１９０８）， 当年俄译 《夏洛克·福尔摩斯历险

记》 发行量 ２６万册、 俄译 《奈特·平克顿历险记》 发行量 １９万册、 《普基洛夫历险记》 发行量 １１ ７
万册、 《尼克·卡尔杰尔历险记》 发行量 ８ ３ 万册、 《全世界侦探们历险记》 发行量 １ ８ 万册； 翌年

《俄罗斯言论》 报统计， 《夏洛克·福尔摩斯历险记》 发行量 ２ ８万册、 《奈特·平克顿历险记》 发行

量 ５万册、 《尼克·卡尔杰尔历险记》 发行量 ２ ２ 万册。② 俄译侦探小说如此畅销， 堪比托尔斯泰、
高尔基或那些流行的女性作家之作， 那是象征主义文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并且， 期间流行的远不止

俄译福尔摩斯探案集、 美国侦探平克顿传奇， 还有在这些翻译文学影响下出现的俄国侦探小说， 这些

共同构成了白银时代文学另一种不可忽视的景观。

帝国或大国强盛孕育的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 “平克顿” 及其在俄国的传播

　 　 １９世纪中后期， 世界各殖民大国进入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 英国和法国不仅在非洲扩张， 还分

别为彰显科技进步的实力， 热心推动科幻小说的写作和阅读。 如凡尔纳 （Ｊｕｌｅｓ Ｖｅｒｎｅ， １８２８—１９０５）
在完成 《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地理》 （１８６８） 之后， 全身心投入更具全球视野的科幻小说的写作， 先后

在 《杂志》 上连载 《海底两万里》 （１８６９）、 《测量子午线》 （１８７１）、 《神秘岛》 （１８７４）、 《太阳系历

险记》 （１８７７）、 《环游黑海历险记》 （１８８３）、 《机器岛》 （１８９５）、 《第二祖国》 （１９００）、 《旅行基金》
（１９０３） 等， 在 《辩论报》 上连载 《环绕月球》 （１８６９） 和 《漂浮的城市》 （１８７０）， 在 《时代》 杂

志连载 《八十天环游地球》 （１８７２）、 《法兰西之路》 （１８８７） 等。 而后来居上的威尔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ｅｌｌｓ， １８６６—１９４６） 则先后创作了 《时间机器》 （１８９５）、 《莫洛博士岛》 （１８９６）、 《隐身人》
（１８９７）、 《世界大战》 （１８９８）、 《星际战争》 （１９０７） 等。 这两位作家的这些作品分别彰显了具有强

大科技竞争力的英国和法国的文学家， 拥有发达的科学想象力、 远见卓识的未来意识和宏阔的全球视

野。 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不单在印度及其比邻的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的战略争夺， 还试图通

过为全球提供特定的精神产品展开话语权和价值观之争， 如都致力于向全球提供更具普世性的文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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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文学观念。 英国通过建构统一的文学史和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观， 成功地向殖民地和世界其他地区

推广从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等英国王室所认可的经典 （他们已进入西敏寺的诗人角）， 论述他们

如何具有普遍的审美价值； 俄国同样以文学史建构的手段， 向世界推荐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深切表达俄罗斯帝国认同的经典， 如何拥有普世性的美学特质。 在帝国软实力竞争加剧、 新兴大国

（美国和日本） 参与竞争的情势中， 英国推出了风靡全球的柯南·道尔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１８５９—
１９３０） 的侦探小说系列。 福尔摩斯这个智慧、 勇敢和生活化的侦探， 形象地彰显了苏格兰启蒙哲学

有关公平、 正义、 真理、 生命价值等价值观， 或者说， 柯南·道尔睿智地使 “福尔摩斯” 系列在叙

述策略上高超地把观念性的 “正义” “真理” 转化为可技术化的故事， 从而把大不列颠的帝国意识变

成可触摸的、 生动形象的、 便于大众理解的普通概念。 这样的写作， 乃柯南·道尔的志向所在。 他自

己设计的墓志铭 “真实如钢 ／耿直如剑 ／柯南·道尔 ／骑士 ／爱国者， 医生和作家” （Ｓｔｅｅｌ Ｔｒｕｅ ／ Ｂｌａｄ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 Ｋｎｉｇｈｔ ／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 Ｍａｎ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表明其人生历程附着于大英帝

国。 １８９９年 １０月 １１日—１９０２年 ５月 ３１日， 英国同荷兰后裔布尔人 （Ｂｏｅｒ即农民， 现在称之为阿非

利卡人） 所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和奥兰治自由邦 （Ｏｒａｎｇｅ 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 展开

第二次布尔战争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ｏｅｒ Ｗａｒ）。 为征服这个远在南非、 人口不足百万的弹丸之地， 英国投入了

４０万兵力， 造成双方巨大的人员伤亡， 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最终不得不停战， 从而促成南非联邦的

形成、 独立。 而战前就以 《血字研究》 （１８８７） 开启侦探小说写作之路并名利双收的柯南·道尔， 却

身先士卒参加了这场殖民主义战争， 并发表著名的 《在南非的战争： 起源与行为》 （１９０２）， 以现代

文明人视野为英国殖民行径辩护。 柯南·道尔还因这一小册子被封为爵士 （１９０２）， 这种声望连同其

侦探小说写作， 很快使其为世界所关注 （连俄国的边陲小城敖德萨的一家出版社， 也刊行了他作品

的多种俄译本）。 意味深长的是， 他那包括 ６０个故事、 ５６ 个短篇小说和 ４ 个长篇小说的 “福尔摩斯

侦探” 系列， 只有 《狮鬓毛》 与 《皮肤白化的士兵》 是由福尔摩斯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 另有两个

短篇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 其余的都是以福尔摩斯的朋友华生 （Ｗａｔｓｏｎ） 博士的口吻叙述， 讲述他

如何对各色刑事案件进行高度技术化的逻辑推理、 分析， 科学化地把 １８ 世纪苏格兰理性精神和大不

列颠帝国情怀融为一体， 并运用于对案件的侦破过程。 实际上， 出生于爱丁堡并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医

学院的柯南·道尔， 其福尔摩斯系列的主人公都是以自己在医学院的老师、 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外科

医生和王室医学学会会员贝尔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ｅｌｌ， １８３７—１９１１） 为原型的。① 借助这位和王室有私交的大

夫的经历， 作品叙述中不断穿插着大英帝国各方面的进步， 包括显示英国在医学上的进步： 《四个人

签名》 （１８９１） 开宗明义， 福尔摩斯拿出药水、 注射器、 自我注射试剂， 且每天要注射三次， 此外，
他还有一个装饰着佛陀扣子的异国情调的小箱子， 虽然未能发现外国入侵者们、 和外敌合作的不满帝

国的人， 但他切实履行了帝国的想象， 即以其无限能量和智慧捍卫了大英帝国， 阻止了由外国输入的

病菌， 并通过箱子所藏的生化药物控制了病毒； 《垂死侦探历险记》 （１９１７） 的主人公史密斯

（Ｓｍｉｔｈ） 这位业余细菌学家 （ａｍａｔｅｕ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也有一个装有生物细菌的神秘小箱子， 此人这

样和福尔摩斯对比——— “他是业余的犯罪学家， 而我是传染病学家。 对他来说是坏的病菌， 在我看

来则是细菌”， 即史密斯要诊断和控制的是细菌活动， 而福尔摩斯侦探和要控制的是罪犯的活动。②

之所以这样强调病菌， 是因为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英国已然成为日不落帝国， 却遭遇了远比拒绝所谓现代

文明的亚洲和非洲土著人更严重阻挠帝国建构的热带病， 殖民者害怕这些地方的病菌会不可避免地感

染帝国的神经中枢， 为进一步征服新的疆域， 需预防和控制病毒感染， 使 “病菌学”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
作为新兴科学在英国和法国这类殖民主义大国得到长足发展。③ 而柯南·道尔这位大英帝国的热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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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 曾在病菌学繁荣时代受过医学训练， 把自己的旺盛精力投入到服务于所认同的大英帝国发展进

程中： 受到布尔战争经历的激发， 其 《最后的致意》 （１９１７） 等作品， 就致力于想象国家的防疫系

统， 通过塑造擅长发现和甄别罪犯的福尔摩斯形象， 展现一种新的医学和社会景观， 从而赢得英国的

尊敬， 就如同当时欧洲人尊敬德国医生和微生物学家科赫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 １８４３—１９１０）、 法国化学家

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 （Ｌｏｕｉｓ Ｐａｓｔｅｕｒ， １８２２—１８９５） 那样。① 就这样， 英国人的智慧和大英帝国关于公

平正义之价值观， 在侦探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叙述， 并随着福尔摩斯系列在全球的畅销而得到巨

大彰显， 包括影响了俄国图书市场， 出现了俄国著名批评家楚科夫斯基 （Корей Чуковский， １８８２—
１９６９） 的著名评论 《奈特·平克顿与当代文学》 （１９１０） 所说的情形， “全世界出现了大量名称不详

的论夏洛克·福尔摩斯功勋之作， 福尔摩斯形象被描绘在烟盒上、 关于肥皂的广告里、 小旅馆的招牌

上， 一些戏剧杜撰他的形象、 孩童们玩夏洛克·福尔摩斯游戏、 全国各种报纸把这个名字当作普通名

词来使用。 夏洛克·福尔摩斯越来越远离其最初的来源， 人们日益群情激奋、 慷慨激昂地环绕着他而

进行公共的、 集体的、 大众的、 世界性的创作、 讨论”②。 并且， 俄国人至今仍认为 “英国侦探小说

的发展动力和独特形式， 影响了英国民族的独特价值观、 英国人的生活和习惯之发展， 致力于保守信

仰， 相信密探或私家侦探、 绅士—智力高度发达的人”③。
日益壮大起来的俄国， 到 １９世纪后期也成为相应的文化大国。 图书市场异常繁荣， 文学的生产、

流通、 消费量堪比大英帝国。 此时的书刊审查制度， 事实上已难以有效实施， 能正视英、 法、 美等殖

民大国在文学和思想上的强大存在， 从而大量翻译、 出版其作品， 这就是苏联文学史家列金娜－斯维

尔斯卡娅 （Вéра Лéйкина－Сви＇ рская， １９０１—１９９３） 《１９００—１９１７ 年间俄罗斯知识分子》 （１９８１） 所

说的， 在这个世纪之交， 出版经济飞速发展， 出现了许多精致的插图本杂志、 价格低廉的报纸和杂志

副刊， 包括 《国民侦探》 《强盗小说》 等， 这些变化影响了流行作家和临时进入文学行业的大军， 如

《俄罗斯财富》 杂志在 ２０世纪最初 １０年发表了超过 ８００ 位作者的流行文学作品， 订户过万； 期间文

学生产量空前增加， 其中就包括侦探小说。④ 在这种情势下， 译介柯南·道尔作品已然成势： １８９３ 年

《星》 杂志刊行柯南·道尔短篇小说 《形形色色的匪帮》， １８９７年彼得堡著名的 “苏沃林印刷所” 刊

行柯南·道尔小说集， 后来成为俄国著名的侦破犯罪小说家和出版商的亚辛斯基 （Иерони＇ м Яси＇
нский， １８５０—１９３１）， 先后为彼得堡 “劳动事业” 出版社编辑俄译柯南·道尔小说 《……黑博士》
（１８９８）、 《戏火》 （１９００）， １８９８ 年彼得堡出版关于福尔摩斯文集 《著名侦探笔记》 （包括 《银色星

星》 《致命书信》 《一些贵族———杀人犯》 ３ 篇小说）。 在 １８—１９ 世纪盛行的强盗小说或犯罪小说的

俄国社会中， 司空见惯的现象之一是法律和公平正义之间充满着紧张， 如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

个思想上常常对立的不同时代人物， 居然皆不同程度地认为法律在俄国体现着制度的不公正性， 只不

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法律在俄国背离了基督教的律法、 信仰， 在列宁认知中， 法律在帝俄成了政府

压制民众的国家手段。 在自诩君权神授且孜孜以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俄罗斯帝国， 却普遍存在着不信任

甚至蔑视法律的悖论， 其根源在于俄国一直延续着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或英国的法律传统， “在西方

几个世纪以来， 法律不断被理解为守卫居民的天赋权利， 这是由任何人一旦降临人间的事实所决定

的。 而在俄国盛行的传统是所谓不成文法： 把法律理解为这样的方式， 即统治者或国家授权国家主体

去从事某些法律活动”， 法律成为政府实施管控民众的工具。⑤ 相形之下， 彰显法律公正性并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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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判断是非曲直的 “福尔摩斯”， 就完全不同于帝俄的法庭、 法官、 警察之类践踏公平正义的代表，
从而对日益开放的俄国市民社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这也加剧了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呼唤俄国当局改善

法律制度， 国民改变法律认知 （具体情形见下文对 《路标集》 有关论述的转引）。
在有着强烈大英帝国认同和苏格兰身份意识的柯南·道尔睿智地虚构的 “福尔摩斯侦探” 风行

世界之际， 新兴大国美利坚也推出 “平克顿系列” 侦探小说。 并且， 这一不完全是虚构的侦探小说，
也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被世界多国广为翻译， 俄国尤为青睐。 平克顿 （Ａｌｌａｎ Ｐｉｎｋｅｒｔｏｎ， １８１９—
１８８４） 真有其人： 此人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 １８４２ 年入美国籍， １８４７ 年入芝加哥警署并很快成为

出色侦探， 于 １８５０年创建美利坚国立平克顿侦探署 （Ｐｉｎｋｅｒｔ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连续侦破

大案要案， 很快得到执法部门信任， 授权其为美国中西部铁路提供运输安全和保护之服务。 内战期间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这个侦探署侦破并处置了有人要暗杀林肯总统的计划。 期间， 侦探署迅速得到了创

新性发展———率先招募名叫凯蒂 （Ｋａｔｅ） 的女性和第一位非裔美国黑人斯科贝尔 （Ｊｏｈｎ Ｓｃｏｂｅｌｌ） 为

探员， 平克顿本人也升任美国工会情报机构 （美国特勤局前身） 负责人。 战后， 侦探署持续发展：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搜集面部照片， 加速提升了破案的准确率，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罪犯数据库， 由

此杰出的侦探团队得以形成。 发展迅速的侦探署， １８９０ 年受雇于印第安纳大学， 快速侦破了被媒体

广为报道的大学生参与造伪币的案件， 这之后其声望更是大幅增长， 抵消了 １８８４ 年平克顿去世后，
侦探署由其两个儿子接掌所带来的社会担忧， 也没有因参与警方平息工会罢工所导致的 《反平克顿

法案》 （１８９３） 的出台而衰落， 甚至到 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事务所已有 ２０００名探员、 编外人员达 ３万
人。 １９０６年在全美有 ２０多处办公室。 １９０７年侦探署被其孙子艾伦·平克顿二世 （Ａｌｌａｎ Ｐｉｎｋｅｒｔｏｎ ＩＩ，
１８７６—１９３０） 接管后， 业务继续扩大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１９６０ 年公司总部迁至纽约， 在

全美已有 ４５处办公室）。 这个机构， 始终秉持为私人、 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一系列安全可靠的风险

管理和情报服务， 并切实解决问题 （如得益于平克顿侦探署的情报和方案， １８９２ 年 “家园钢铁厂”
罢工、 １８９４年普尔曼罢工等， 很快平息下来， 资方、 劳方、 警方皆受益匪浅）。 这样一来， 围绕平克

顿侦探署的神奇传说， 美国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侦探小说系列， 如艾伦·平克顿本人的 《邮差与侦探》
（１８７４）、 律师合伙人赫恩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ｒｎｄｏｎ， １８１８—１８９１） 和友人维克 （Ｊｅｓｓｅ Ｗｅｉｋ， １８５７—１９３０）
合作的 《艾伦·平克顿未公布的如何侦破首次刺杀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 （１８６６）。 相应的， 许多

读者盛赞这类作品及其所塑造的形象， 认为 “平克顿不是想象的人物， 其名字甚至在国外也享有盛

名， 当然在美国名声更甚……在美国， 人人知晓其面孔， 尼克·卡特这位侦探英雄一直还活着”①。
《纽约故事周报》 从 １８８６年 ９月 １８日开始连载了 １３个星期的 《资深侦探的徒弟， 又名麦迪逊广场的

神奇犯罪案件》， 为吸引读者又加上大标题 “尼克·卡特周报” （Ｎｉｃｋ Ｃａｒｔｅｒ Ｗｅｅｋｌｙ）， 它还被改编为

广播剧 《尼克·卡特回来了》， 声情并茂地讲述私家侦探如何智慧地通过法律手段在美国实现了公平

正义。 这之后该报发行量剧增， 到 １９１５年该周报易名为 《侦探故事杂志》。 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 《侦探

故事杂志》 中卡特复活， 继续通过法律和智慧实现读者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 这份周报—杂志及其

所发表的侦探小说， 在 ２０世纪初畅销一时， 也促使 “平克顿侦探署” 小说在美国更加流行。
奇异的是， 对美国的平克顿侦探署及其传说， 当时的俄国社会就已知晓。 苏联著名女作家金兹堡

（Ли＇дия Ги＇нзбург， １９０２—１９９０） 在自己的畅销小说 《平克顿侦探署》 （１９３２） 中曾如是坦言： “平克

顿是美国工人侦探之创始人。 平克顿侦探署开启了私家侦探调查的基本方法： 工厂里的私人侦探就分

布于工会中， 担负反间谍工作。”② １９０７年， 经德国， 平克顿侦探署小说也传到了俄国： 彼得堡 “消
遣” （Развлечение） 出版社刊行了第一批平克顿小说 《罪犯密谋》， 装帧与美、 德、 法、 英等国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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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当。 其中， 小开本 《侦探奈特·平克顿》 围绕平克顿这位侦探之王展开叙述， 叙述他如何侦讯

银行家被杀、 其女儿和其他美女被绑架等恶性案件， 把侦破过程叙述得惊心动魄， 把公平正义得到彰

显描写得妙趣横生。 该作极为畅销———１９０７年它和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一样， 以 １５—２０ 戈比低价发

行量分别达及 ５千册和 １万册， １９０８年以低于 １５戈比价格的廉价版行销于图书市场。 这两种侦探小

说在白银时代发行量达及百万册之巨。① １９０８ 年， 彼得堡著名出版商亚历山大洛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 １８７１—１９３０） 出版 《福尔摩斯探案集》 《平克顿， 侦探之王》 《尼克·卡特———美国的

沙洛克福尔摩斯》； １９１５年， 经彼得堡刊行的 “平克顿” 系列发行近 ２９ 万册 （ 《奈特·平克顿， 侦

探之王》 尤为畅销）、 “尼克·卡特” 系列超过 ７ ２ 万册、 “福尔摩斯” 系列近 ７ 万册。② 此外， 《侦
探之王奈特·平克顿： 杀人！ 抓捕恶人！ 揭露犯罪！》 系列， 被许多出版商争相刊行， 包括剧作家特

列费洛夫 （Сергей Трефилов， １８？ —１９？） 刊行第 ７—８ 集 （彼得堡 “泉水” 印刷所， １９０８）。 更有

甚者， 剧作家和翻译家丹斯基 （Иван Данский） 刊行 《战胜夏洛特·福尔摩斯的侦探之王奈特·平

克顿》 （敖德萨， １９０８）。 在这种情势下， 楚科夫斯基在 《奈特·平克顿与当代文学》 （１９１０） 中声

称， “我们如此喜欢福尔摩斯……他藐视金钱、 荣誉、 名声”， 由此 “俄罗斯文学批评和俄罗斯时评

就不应该只是全身心关注过往研究的 《父与子》 《前夜》 《怎么办？》 之类作品， 更不应该继续只全

神贯注地研究它们”， 因为 “在这种侦探文学中， 无论过去怎样， 现在有一种伟大特性存在着。 众所

周知， 这可能是现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唯一的现实。 我们可能仿佛觉得只存在着英国作家史文鹏 （Ａｌ⁃
ｇｅｒｎｏｎ 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 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 １８６２—１９４９）、 俄国作

家勃留索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 挪威作家汉姆生 （Ｋｎｕｔ Ｈａｍｓｕｎ， １８５９—１９５２） 等人之作。 可能这些

人的作品———有幻影、 幻景袭向他们或不袭向他们， 但对当代人来说， 这些关于平克顿功勋之作的存

在是必不可少的。 我时常被神秘主义所左右： 我仿佛觉得世界上一无所有， 只有奈特·平克顿， 他就

是全世界， 一个被击碎得七零八落的世界， 您、 我、 所有的人、 万事万物、 全部事务本质上就是唯一

且全能之神———侦探奈特·平克顿的某种显示。 一切只是影子、 幻影， 它们的存在程度就如同奈特·
平克顿存在那样。 平克顿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不久前我偶然知道这一数字： 仅仅是彼得堡今年五月，
关于侦探文学的发行量就达到 ６２ ２３万册。 这意味着， 今年这类图书进入彼得堡就应是在 ７５０ 万册左

右”。③ 这些， 和美国侦探小说 《尼克·卡特》 系列俄译本一起 （如 １９１６ 年彼得堡 “消遣” 出版社

再版 “平克顿” 和 “卡特” 系列） 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流行小说， 并带动侦探小说热。 “帝俄首都彼

得堡 ‘消遣’ 出版社刊行超过 ２００种的密探小说， 发行量达 ５５０—６００ 万之巨， 其中 ４００ 万是关于平

克顿侦探署的。 对读者而言， 这是闻所未闻的天文数字。 其实， 此前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１８７６年出版轰动一时之作 《罪与罚》， 其发行量仅 ２０００册， 且销售了五年。”④

实际上， 通过科技手段， 理性化地实践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侦探小说， 在这期间得到大量俄译乃

社会情势促使。 １９０５年 １月 ２２日， 彼得堡市民举行按法律程序表达公民诉求的和平请愿， 却演化为

践踏法律的 “流血星期日” 的重大悲剧。 事后知识分子痛定思痛， 刊行 《路标集》 （１９０９）， 别尔嘉

耶夫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１８７４—１９４８） 在其中发表 《哲学的 （科学） 真理和知识分子的 （社会） 真

理》 （Философикская истина и интеллигетская правда）， 严肃批评俄国知识分子为追求所谓社会现

实的 “真理” （правда）， 放弃科学理性 “真理” （истина）， 导致俄国知识分子缺乏欧洲的求真精

神， 加剧了 “俄罗斯问题” 的复杂化。 俄国知识分子热衷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 “真理” （прав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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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在蔑视法律中凸显社会真理的 “强盗小说” （разбойник） 从 １８世纪就开始流行， 在通过修改

法律而解放农民的改革时代仍盛行， 如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开始成为畅销书小说家的波塔波夫

（Василий Ф Потапов， １８２？ —１８９？） 的 《万卡·卡因， 一个用叙事体记录的俄罗斯故事》 （１８５９）、
通俗小说家叶夫斯奇格涅耶夫 （Михаил Евстигнеев， １８３２—１８８５） 的 《万卡·戈顿， 一个胆大妄为

的罪犯、 侦探和强盗之传奇故事集》 （１８６９）、 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民族志学家马克西莫夫 （Сергей
В Максимов， １８３１—１９０１） 的 《西伯利亚与拘役》 （１８６１） 等， 皆类似于 １８ 世纪强盗小说 《强盗楚

尔金》 成为市民热读的畅销书。 这些积极倡导侠义精神、 敌视西欧派要用英国或欧洲大陆法系改造

俄国的犯罪小说显示出 “俄国人有强烈的善和恶之感， 但这两个概念对那些有西方感的人而言， 可

能似乎是令人疑惑， 甚至是矛盾的”①。 但这样的小说， 曾惠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 如其 《罪与

罚》 和 《卡拉马佐夫兄弟》 等作为心理写实主义小说高峰， 就是立足于犯罪小说框架的。 对如此突

兀的现象， １８７６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解释道： “我在某种程度上盲目相信， 俄罗斯人不存在欧

洲式的下流胚和恶棍， 但俄罗斯人不清楚他就是下流胚和恶棍， 正如当时在其他民族那里也有这样作

恶现象， 甚至还沾沾自喜， 而这通常就会使他再度卑鄙起来。 可以确信， 最终结果是文明之光就这样

不幸地消失于对其诚恳、 盲目甚至真诚的信仰之中。”② 也就是说， 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不看中欧

洲大陆法系或英国海洋法系的法律， 而依据斯拉夫民族习俗和东正教信仰的 “社会真理”， 用宗教意

义上的 “罪” 概念替代法律上的犯罪， 否定理性精神所建立的成文法及其现代社会治理的功能。 这

样一来我们也就理解了， 克拉斯诺里斯托夫 （Олег Краснолистов） 在苏联解体伊始所刊行的 《旧俄

罗斯侦探：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１９９２） 中列举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强盗小说、 犯罪小说仍

然盛 行 情 形： 出 生 于 乌 克 兰 波 尔 塔 瓦 州 普 通 市 民 之 家 的 什 科 廖 列 夫 斯 基 （ Александр
А Шкляревский， １８３７—１８８８）， 创作了 《一位流放者的忏悔》 （１８７７年初版、 １８７９年再版）、 《舞会

之后是早晨》 和 《未被揭露的犯罪》 （１８７８）、 《扑朔迷离的杀人案》 （１８７８）、 《冷酷无情者—自杀

者》 （１８８０）、 《当代罪犯》 （１８８０）、 《两个罪犯》 （１８８０）、 《那些人是怎样死亡的》 （１８８０）、 《她自

杀了吗？》 （１８８２）、 《新官上任》 （１８８４） 等犯罪小说， 立足于强盗小说美学 （多行不义必自毙）， 凸

显在法律之外实现公平正义的 “真理”， 但这种落俗套多时之作， 居然畅销于外省， 甚至仍盛行从根

本上不同于英美侦探小说的犯罪小说， 莫斯科、 彼得堡也有不少市民沉醉于其中。③ 而且， 高尔基后

来在 《在人间》 中还重现了当时如何痴迷于这类作品的情形， 他甚至还赞赏诺夫哥罗德的著名强盗

小说家布斯拉耶维奇 （Васи＇ лий Буслевич） 所塑造的性格分明的强盗形象， 认为这些强盗形象乃

“德国史诗 《尼伯龙根》 中的英雄齐格弗里德的俄国版”④。
对俄国效仿欧洲近 ２００年， 却拒绝其法律， 从而仍盛行不同于英美侦探小说的犯罪小说之类的情

势， 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基斯嘉科夫斯基 （Богдан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１８６８—１９２０）， 在 《路标集》 中发

表的 《捍卫法律 （知识分子与法律意识） 》 如是批评道： “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过程中， 无论

文学对其反映的程度如何， 是没有一丁点法律思想参与其中的。 目前， 在那个呈现我们知识分子世界

观的思想总和里， 法律思想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 文学正是我们社会意识中忽视这种情形的见证。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的发展与其他文明国家的发展， 很不相似！”⑤ 他列举霍布斯 《论公民》、 洛克

《论政府》、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卢梭 《社会契约论》、 黑格尔 《法哲学》 等深刻法学思想， 认

为俄国虽然许多大学有法律系或法学院， 却没产生有影响力的论著， 甚至宪法学家契切林 （Бори＇ 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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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ех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М： тип В М Саблина， １９０９ Ｃ ９９



Чичéрин， １８２８—１９０４） 和思想家索洛维约夫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 １８５３—１９００） 也未提出有重大建

树的法学理论， 也没体验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秩序和立宪政治的意义。 这样的批评是振聋发聩

的， 自然促使人们思考： 一个没有法制思想的帝国， 在引进侦探小说之后， 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福尔摩斯” “平克顿” 所催生的俄罗斯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 和 “平克顿侦探署” 系列的翻译、 阅读和传播之热潮， 直接促成俄罗斯侦探

小说的发生， 如特拉文 （Петр Травин， １８７７—？）、 特列费洛夫 （Сергей Трефилов） 和妻子娜杰日

达 （Надежда Трефилов） 合作的 《莫斯科平克顿历险记》 （１９１４） 系列， 包括 《莫斯科平克顿·阿

加封及其随从卢卡的惊险记》 和剧作 《奈特平克顿， 侦探之王 （剧作） 》 等， 就使此前流行的强盗

小说及时转化为了彰显俄罗斯帝国之伟大的理性侦破刑事犯罪小说 （уголовный роман） 或侦探小

说。 尤其是， 奥尔洛维茨 （П Орловец， １８７２—１９２９） 这个后人知之甚少的作家， 其实是当时著名的

畅销书作家， 他写过儿童故事 《祖父讲鸟的故事》 （１９０９） 和 《俄罗斯童话选》 （１９１３—１９１５） 等，
还写有科幻小说 《大西伯利亚的宝藏》 （１９０９）。 后因其出版黄色小说而变得声名狼藉， 又因其旅行

笔记得到正面评价， 在书写福尔摩斯和平克顿等题材的侦探小说上大获成功。 其中， 长篇小说 《夏
洛克·福尔摩斯在俄国历险记》 （１９０８） 叙述这位英国侦探来到下诺夫哥罗德， 本希望来此旅游、 结

识英国侨民， 却因对俄国文化知之甚少， 判断失误， 遇到了许多惊心恐怖事件， 但最后以英国人的机

智一一克服， 文中也表现了对守法的俄国人之智慧和品德的钦佩。 如此叙述大获成功。 次年， 他出版

的长篇小说 《夏洛克·福尔摩斯在俄国与奈特·平克顿斗智斗勇的历险记》 （１９０９） 更是别出心裁地

使两个不相干的人物在俄国相遇： 作品始于 “我” 即华生， 和平克顿一道去福尔摩斯的彼得堡侦探

署办公室拜访， 合作侦破一起案件， 他们一起访问居住在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 宫廷桥附近的公爵和

各色人等， 叙述过程真切展示了当时的彼得堡景观， 包括居室电灯、 果戈理大街上的 “维也纳” 宾

馆的热闹非凡与豪华、 普通市民家居生活的欧化情景等， 呈现出帝国首都的现代文明程度。 他们还一

起去高加索， 途中处理所遭遇的案件， 显示出他们的智慧和决断之异同、 表达感情和关切上之差异，
叙述过程同样展示帝国外省的神奇。 是年， 作者在莫斯科同一家出版社刊行的 《夏洛克·福尔摩斯

在西伯利亚》 中华生以 “我” 的口吻叙述和福尔摩斯在游历俄国的欧洲地区后， 于 １９０５ 年俄日战争

之前来到俄国的亚洲地区， 处理铁路偷窃案， 一路历险， 然后从西伯利亚返回欧洲地区的过程。 在这

个往返过程中， 充满着紧张的对话， 一方面让读者体验其中所及案件和侦破过程的惊心动魄， 不得不

佩服福尔摩斯侦破案件的睿智、 推理的缜密， 另一方面展示帝国疆域的宏大、 社会风情千姿百态和俄

国人的复杂， 从而令读者对小说手不释卷。 并且， 就在如此痴迷于福尔摩斯在俄国的活动的同时， 作

者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 《俄罗斯侦探之王卡尔伏列别尔戈》 （１９０８）， 叙述他如何侦破和处置绑匪案、
惯偷犯、 心智不全者的作奸犯科、 地下室食品案等， 叙述过程同样曲折、 离奇， 其中展示了法律在俄

国变得有尊严、 法律人开始有理性精神。 这些创作， 在广为畅销的 “平克顿” 和 “福尔摩斯” 系列

图书中， 因展示了俄罗斯帝国特性， 从而更加引人关注。
这些侦探小说， 培养了社会热读这类作品的氛围， １９０８ 年基辅甚至成立 “福尔摩斯和平克顿阅

读者协会”， 邀请职业侦探参与讨论， 图书馆大量收藏各种侦探文学， 定期举行关于侦探文学的报告

会和相关理论的研讨会。① 这就使奥尔洛维茨等人所推动的俄罗斯侦探小说的畅销程度， 近乎和叙述

技术更高超的英美侦探小说相当。 美国侦探尼克·卡特系列在俄国先后刊行达 １０５ 种之多， 包括

《尼克·卡特神奇的新历险记》 （１９１１）、 《尼克·卡特———美国最伟大的侦探： 新系列》 （１９０８）、
《美国侦探尼克·卡特的神奇历险： 妇女—魔鬼》 （１９０９）、 《在撒旦的诸多羡慕者中 （尼克·卡

９６１侦探小说与帝国：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大众化叙述

① Будимир， Киевские недра ／ ／ 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 １９０８ ２３ Мая



特） 》。 平克顿系列更是超过 １５０ 种， 如 《奈特·平克顿， 侦探之王》 《平克顿———侦探中的英雄：
罪犯之阴谋》 《弗利兹什塔加尔特———战胜奈特·平克顿和夏洛克·福尔摩斯》 等。 相较于此， 出版

商和书商同样普遍低价格销售俄国作家的各种侦探小说， 每本才 ５—７戈比， 发行量多在 ６—２０ 万册。
一些作品一版再版， 如 《最著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神秘历险记》 （１９１０） 再版 ７ 次， 《夏洛克·
福尔摩斯在辛比尔斯克》 （１９１１） 再版 ６次， 这些正是楚科夫斯基在 《奈特平克顿与当代文学》 中所

描述的： “这期间的流行文学有相当突出的特殊特征， 孕育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某种新型读者， 哪怕固

定订户不多。 而这种数量巨大、 出其不意的零散读者， 也惠及那些不定期出版的杂志和图书刊行。”
在乡村和城市读者达百千万之众， “如过江之鲫， 现在他们蜂拥到屋子里， 到街上， 随处可见几百万

人在自发创造自己的艺术的情形……很早以前人们就预见到俄罗斯文学中这一来势汹汹的霍屯督人

（相信巫术、 崇拜巫师的西南非洲霍屯督人 Ｈｏｔｔｅｎｔｏｔ）， 满怀恐惧地盯着其来临……从各个方向： 从上

面， 从下面， 从侧面， 这百千万霍屯督人涌向文化、 宗教、 知识分子、 民众、 城市、 乡村、 图书、 杂

志、 青年、 家庭、 艺术等， 还会继续传播， 不会泯灭， 不会被淹没， 没有要停下来便乘风破浪而前行

的诺亚方舟。 我们都是要被淹死的人， 终归合二为一”。①
从英美侦探小说到俄国侦探小说， 俄罗斯帝国读者对犯罪小说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在法律之外实

现公平正义或有意识蔑视成文法的强盗小说， 在相当程度上已让位于承认法律尊严并赋予那些和法律

相关的工作者以科学理性精神的侦探小说。 期间许多小说， 大多是私家侦探的主人公成为各种历险记

中的杰出英雄。 １９、 ２０ 世纪之交著名的流行小说家戈洛赫瓦斯托夫 （К К Голохвастов， １８？ —
１９１５）， 针对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乡村和市民读者， 创作了许多广为畅销的历史小说 （如 《第一批罗斯

的启蒙思想家》， １８９３） 和科幻小说， 还出版了成功改变强盗文学及其英雄形象之作， 如 《万卡·卡

因， 一位著名的莫斯科密探》 （１９００）、 《彼得堡的马卡尔克·杜舍古勃的历险记》 （１９０１）、 《凶险的

恶棍和强盗费多特·楚尔金》 （１９０６）、 《新吉普赛人亚什卡： 来自当代生活小说》 （１９０６） 等， 它们

故意借助强盗小说的题目， 但实则叙述过程已经大幅度侦探小说化， 如卡因甚至转化为睿智的侦探，
过去作为侠义英雄出现的楚尔金， 现在虽然继续行侠， 但已然成为法律所不容和必须判刑的犯人。 同

样， 月刊 《莫斯科之页》 （１８８１—１９１８） 创办人、 著名企业家帕斯托霍夫 （Николй Пастухо＇ в，
１８３１—１９１１） 的 《强盗楚尔金： 民间故事》 （１８８３） 则改造了在莫斯科广为传播的著名强盗瓦西卡·
楚尔金的传说———其 “犯罪” 足迹遍布莫斯科、 弗拉基米尔州和梁赞州的英雄强盗， 其犯罪是为了

他所谓的 “真理”， 从不赎罪， 但新时代已经不承认这种英雄。 帕斯托霍夫定居西伯利亚多年后， 因

为思乡心切， 便冒险以荒谬方式回乡———举行模拟殡葬仪式， 自我埋葬， 在愚弄警察过程中混进家

乡。 他做出挑战法律的行为是因为其家乡古斯里察是分裂教派中心， 即 “俄国的巴勒斯坦” （其兄弟

斯捷潘自视为分裂教派信徒）。 小说对他这次家乡之旅虽然辅以法外的渲染 （有诸多噩梦和糟糕预

兆）， 但他抵达家乡时， 哪怕戴着假发和蓄起胡须， 仍被村民认出， 并拒绝给他提供避难所， 最后被

警察抓捕、 受到了法律惩罚。 这种仍注重故事离奇性的叙述， 既使原本强盗小说中侠义之壮举的意义

从根本上丧失， 又肯定了目前的法律对其过去罪行之惩罚的严肃意义。 相形之下， 科列福尔托夫

（М Д Клефортов， １８？ —１９？） 的侦破犯罪小说 《金手松卡： 著名女小偷—杀人犯及她在萨哈林逗

留》 （１９０３）， 更显示出诗学观念和叙述技术的明显进步。 它立足于赫赫有名的女强盗索尼娅·布柳

福什因之传奇———契诃夫访问萨哈林岛时曾专门拜访惩治这个囚犯之地， 目的之一是要寻找这个女犯

人。 在科列福尔托夫笔下， 她是很矛盾的人物， 曾经嫁与富翁， 育有一子， 而后出国， 很快又只身回

到俄国， 过着穷人偷盗富贵之家财富的生活。 她被抓获后， 在审判席上， 人们赞赏她， 被流放到萨哈

林岛， 狱友和当地居民皆尊敬她。 她也这样自我辩白： “大家知道， 我不是为自己偷窃， 而是为那些

遭遇不幸的、 贫困的、 死于饥饿的人而被迫偷窃的。 因此， 大家都赞美我。” 问题是， 无论人们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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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其侠义， 叙述的字里行间仍透出她终究难以逃脱严肃的成文法之审判。 她最终伏法。 这样的描

写， 使她的形象比传统的强盗形象塑造得更为成功， 启示着现代法律意义： 强盗小说热衷在法律之外

追求公平正义， 此时已然不可能， 此前一年问世的巴拉古尔 （Фома Балагур） 之作 《女强盗索罗维

伊》 （１９０４） 就尝试摆脱蔑视法律的强盗小说窠臼。 如是反差， 使得这一篇幅不大的作品畅销一时，
１９０５年敖德萨那家出版社甚至再版。 更有甚者， 在匿名的 《万卡·卡因历险记》 （１９１８） 系列中，
民间强盗英雄卡因在赎罪之后， 成了侦探， 致力于阻止、 防止甚至侦破各种案件， 如在一列火车上，
一个歹徒威胁工程师要毁坏火车， 他机智地终止了这种行为， 及时营救了火车和车上的旅客； 他还从

废弃的桥下救助少女、 从女杀手手中救下儿童； 在被抢劫的农民的帮忙下破了案。 昔日罪人， 不同于

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 或托尔斯泰 《复活》 之类写实主义力作， 通过基督教的信仰而弃恶从善，
更区别于强盗小说始终 “执着” 地挑战法律， 不再需要在东正教信仰中得到宽恕， 而是转化为犯人

必须面临法律审判、 制裁， 或在法律之名下， 通过服务于社会的方式赎罪， 以期恢复在社会上受人尊

敬的地位。 这类叙述意味着， 侦探小说对改造俄国强盗小说大有裨益， 叙述中心转向主人公如何以理

性精神践行法律尊严， 捍卫市民社会秩序、 国家法律， 从强盗转化而来的侦探， 其抱负已从法律之外

转向法律之内。
这些连同福尔摩斯和平克顿， 促成人们阅读侦探小说热潮的到来， 大幅提升了审美水平， 这就是

楚科夫斯基 《奈特·平克顿与当代文学》 所说的： “我读完了 ５３ 部奈特·平克顿历险记， 唯一确信

的是， 奈特·平克顿是才华横溢的， 由此化解了被打耳光、 扇嘴巴等强盗小说所热衷书写的各种侮

辱。”① 同样， 雅罗斯拉夫大学副教授苏沃洛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Суворовский， １８７５—１９３４） 的 《儿
童所理解的奈特·平克顿》 （１９０９） 认为， 具体描述平克顿这种具有想象力的人物形象， 对俄国儿童

读者的智力培养、 人格塑造的深刻影响， 是教育理论所不及的， 因儿童甚至青少年为平克顿侦探署系

列出其不意的情节所吸引， 争相效仿平克顿， 玩侦探游戏， 认为他就是一位理想人物， 从而强有力地

影响了儿童们的个性塑造。② 而且， 这种说法在亲历白银时代的苏联著名作家卡塔耶夫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１８９７—１９８６） 之回忆录 《被击碎的生活， 又名奥别龙的魔术号角》 （１９８５） 中得到了验证：
他深情回忆少儿时代玩侦探平克顿游戏的情形， 哪怕当时中学是禁止阅读平克顿侦探署系列的， 但这

类以简装版刊行的小说之风行， 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孩子们， “我们就如梦游症患者， 沉迷于阅

读 《伊涅斯·纳瓦洛———漂亮的魔鬼》 续集系列， 几乎听不到和看不到书外面的现实世界， 没完没

了地阅读”③。 同样， 出生于莫斯科一个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为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 的

苏联著名作家莎吉娘 （Мариэ＇ тта Шагиня＇н， １８８８—１９８２） 也亲历了白银时代， 在已近 ６０ 岁时， 还深

情回忆起自己在青春少女时代 （当时在女子学校读书） 阅读平克顿的情景： “平克顿比起英国侦探小

说先驱更吸引人， 连英国的柯林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ｋｉｅ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８２４—１８８９） 这位当时的畅销书作家， 其

他那些流行文学作品也不及他……虽然平克顿是通俗文学中司空见惯的人物， 但许多中学生、 妓女

们、 理发师们都爱不释手。 我买了后就读起来， 要否定它， 的确是不可能的。” 她甚至描写了在晚间

阅读而兴奋得不能入眠的情景。④ 正是英美侦探小说的影响， 促成了俄罗斯化的 “平克顿风格”
（пинкертоновщин） 在俄国的广泛流行。 许多作品以俄国城市的电报、 电话、 邮车等为背景， 这不

同于历险记以社会阶层差别为主人公的活动背景， 因而首先在各城市的商人和市民阶层中畅销起来，
甚至保守的知识分子所主持的媒体， 如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罗赞诺夫 （Ｂасилий Розанов， １８５６—１９１９）
主编的著名的报纸 《新时代》 （Новое время）， 也积极关注福尔摩斯俄译及其广为流行情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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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 较之于过去的犯罪小说更强调通过追求社会 “真理” 去实现教益读者的传统， 显然

是增添了理性的重要性和法律的正当性， 即审美变化正契合人们对法律的理性认知， 这就是基斯嘉科

夫斯基的 《捍卫法律 （知识分子与法律意识） 》 所开宗明义的， “法律不可能同科学真理、 道德完

善、 个体的宗教性之类精神价值相提并论。 其意义比较特别， 其内容部分地产生于一些变化的经济和

社会条件。 法律的独特意义使一些理论家严重低估其价值。 一部分只看到法律的伦理学初级知识， 另

一部分人认为强制性乃法律的绝对要素。 若如此， 指责我们知识分子忽视法律， 也就没有基础了。 知

识分子致力于更高级的和绝对的理想， 在这条路上， 就会蔑视这一次等财富”， 认为法律具有全面约

束人的意义， “但俄罗斯知识分子既不是由具体的个人， 也非由社会人组成的， 他们是不守法的 （не
дисциплинированы）。 这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从不尊敬法律， 也未从中看到其价值密切相关； 法律在知

识分子视野中， 是所有文化财富中最被藐视的 （загон）。 基于这样的条件， 我们知识分子不可能建立

坚定的法律意识， 相反， 处于极为低级发展位置”，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法制意识之麻木不仁

（Притуплённость）， 对法律思想的鲜有兴致， 乃是我们根深蒂固之恶的结果———在俄罗斯人的日常

生活中缺乏法律秩序”。① 这种糟糕情形， 在 “福尔摩斯” 热和 “平克顿” 热及其促成的俄国侦探小

说中遭到深刻批判： “ （强盗小说） 在叙述个人与社会之关系方面， 社会必然显示出比个人更为强大。
自由与秩序的状态是并置的， 后者则一定比前者更为强势。 那些选择自由的人一定是生活在社会秩序

之外的， 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在对待社会态度方面， 俄国不同于美、 英、 法。 所在共同体的判

断意见， 就使他们以另外的公平正义或美德名义反叛不公正的权威之举， 变得合法。 对于俄国大众文

化的主人公而言， 不存在正式的上诉法院。 只有国家和教会才是宽恕强盗之反叛的道德权威， 借助诸

如英雄主义之类爱国功勋， 或者通过朝圣或宗教忍耐行为， 他们能赢得充分的宽恕”②。 也就是说，
１８６１年改革成果累积 ３０—６０年， 帝俄变得日益强大， 呼唤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正当其时， 对福尔摩

斯或平克顿及其影响下的侦探小说， 书刊审查制度不是查禁， 而是放行， 从而使社会不同阶层自信满

满地译介、 出版、 阅读和讨论。 这就是帝国走向兴盛并敢于面对自身问题的风范！ 并且这样的风范，
甚至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仍然留存， 这就是 “谢拉皮翁兄弟” 中那位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伦茨 （Лев
Лунц， １９０１—１９２４） 在 《往西方》 （１９２２） 中所声称的， 俄国作家从柯南·道尔等文学大师那里获悉

了如何描写侦探的技术， 当时形式主义者正研究包括这类流行小说的情节结构。③

的确， 苏维埃文学受益于侦探小说潮流。 苏联著名作家莎吉娘以笔名吉姆·多尔阿尔 （Ким
Доллар） 发表 《梅斯－孟德： 彼得格勒的扬吉》 （１９２３） 大获商业成功后， 就关注这类侦探小说， 翌

年刊行了 ３种有关平克顿的小说。 是年， 政治局委员布哈林 （Николй Бухрин， １８８８—１９３８） 在

《真理报》 上刊文称， 俄国作家已创作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 “红色平克顿” （красный
Пинкертон）， 并要求作家在苏维埃现实基础上创作更多的红色平克顿小说， 那是不同于柯南·道尔

和爱伦坡所塑造的私家侦探形象， 要把创作这样的红色平克顿形象与苏俄文学发展联系起来， 把娱乐

事业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抵消私人出版商所刊行的娱乐文学， 后者， 即十月革命

前快速增长的犯罪小说， 把工人从革命运动中吸引过去， 对知识分子掌控文化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

胁，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④ 与这样的意见相呼应，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 （Алексéй Толсто＇ й， １８８２—
１９４５） 伯爵按苏俄共产主义理论创作了把科幻与侦探相结合的小说 《奥利塔》 （Аэли＇ та， １９２３） 和

《工程师加林的双曲面》 （１９２７）。 对此， 著名批评家别尔科夫斯基 （Нау＇м Берко＇ вский， １９０１—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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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文学所创造的世界》 （１９２７） 的篇章 《论苏联侦探小说》 中批评道， “它整体上不属于侦探小

说， 就一般情况而言， 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险记”， 其作品的情节叙述并不高明， 全部叙述就是讲

两个坏人围绕那个有巨大破坏力的设备而展开的故事， “更糟糕的是， 逻辑性稀有， 而情节剧泛滥”，
如时常点缀亿万富翁随身携上百年的白兰地、 几把左轮手枪 （револьверты）， 这些是 １８ 世纪历险记

中常有的意象。 其中的侦探只是当时的密探而已， 在情节展开过程中甚至不是必需的， 这是脱离日常

生活的叙述。 这位批评家向苏联文坛呼吁， “侦探小说和日常生活结合是大有裨益的……侦探小说的

独特性正在于它的纯逻辑动力。 侦探小说的 ‘情感性’ 是极为浅层次的。 促使读者追踪的， 与其说

是情感， 不如说是理性思考”①。 同样， 金兹堡 （Ли＇ дия Гинзбург， １９０２—１９９０） 不仅创作了 《平克

顿办事处》 （１９３２）， 延续了白银时代的平克顿叙述模式， 而且深刻指出， “工人运动随着资本主义企

业增加而增长， 这对资本主义是越来越大的威胁。 私人侦探事务所旋即发展专业化的工人密探， 这种

工作被证实是比刑事调查更有利可图的。 刑事犯罪调查在各种伪饰和广告之下存续着。 手拿武器、 身

穿制服的警察形象变得不合时宜。 资产阶级警察职业被认为是保护社会财富的必须工作， 但鲜有尊

敬。 事情发生了变化———穿着燕尾服的私家侦探， 他们提供罗曼蒂克的全部英雄特征。 这些正是文学

所需要的。 密探文学由此获得空前繁荣， 许多作家的全部创作就致力于此。 与高质量文学中的侦探作

品相伴随的是， 越来越多低级趣味侦探作品也在小市民读者中流行开来。 而在这些作品中， 资产阶级

美德和神父接受忏悔的权力， 都被渲染成是血腥的”②。 这些论述， 与苏维埃时代放弃以法治 （ 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 手段治理社会的整体局势相一致， 也与期间文学日益转向以红色意识形态为标准去表达审美

的趋势同步， 并且正因苏联文学完全无视英美海洋法系的严肃性， 随之也放弃对行为人和法律人的主

体性价值的肯定， 就这样锻造出彰显共产主义法律的公正性、 法官的公平、 警察的睿智的苏联侦探小

说， “对大众读者而言， 我们需要侦探小说， 它是有诱惑力的”， “我们需要改造的苏联侦探小说”。③

这样的苏联侦探小说当时是得到认可的， 但实际上， “侦探把积极思想明确地呈现出来， 直接且目的

性清楚。 旁边人的感情、 传记因素、 妻子和孩子们、 消遣， 所有这些对主人公的关键性功能而言通常

是多余的。 密探的同行者， 若是有思想， 那也是消极的”， 侦探小说把科学引入文学， 其情节遵循科

学原则， 促使读者发展当时或后来研究者必须有的某种思想， 而非揭示和推动某种性格， 致力于用独

特手 段 呈 现 所 强 调 的 理 性 （ рассудочными ）、 理 智 （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и ）、 理 性 主 义

（р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④

可见， 正如 １８世纪以来俄国现代文学类型是从西欧进口来的， 以东正教主导的文学发生了向世

俗文学的转型， 从而孕育出现代文学在俄国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机制， 而这种趋势在 １９、 ２０ 世纪之

交更是有增无减： 面向市场写作的大势， 俄国社会接触欧洲文化更为方便， 彼得堡、 莫斯科和基辅、
华沙、 立陶宛、 里加等大都市里那些家境优越的现代主义者， 出入欧洲、 和欧洲那些文化名流交往已

是平常事， 就是普通人接触当代欧洲文学艺术也很容易， 柯罗连科 《我最初接触狄更斯》 （１９１２） 就

描述了期间俄国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读者可轻松接触到欧洲流行文化的情形。⑤ １９０６—１９１４年安德烈耶

夫 ４次访问意大利 （前后一年有余）， 第一次受高尔基之邀光临卡普里岛就创作了著名的流行小说

《给丈夫戴绿帽的妻子》 （１９１５）， 叙述主人公意大利之旅， 以市民所热衷的叙述方式， 描写婚外情这

一涉及伦理学的题材， 标题更是耸人听闻， 以便吸引读者。⑥ 正因为大规模引入福尔摩斯系列和平克

３７１侦探小说与帝国：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大众化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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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系列， 并且得益于期间的科技现代化及其进入审美领域， 强盗小说在俄国迅速转化为侦探小说， 如

电影最初阶段广泛运用通俗小说， 尤其是历险记的诗学方式———这些正是大众读者所习惯的审美， 早

期电影大多是把读者所熟知的一些民间文学作品、 城市流行文学作品银幕化， 那些流行文学读者自然

转化为新艺术的受众群， 这也就使电影就其审美本质而言是大众艺术， 从而使 《金手松卡： 著名女

小偷—杀人犯及她在萨哈林逗留》 （１９０３） 在当时特别受到电影导演和观众青睐。 正如侦探小说显示

俄罗斯帝国伟大性那样， 十月革命后迅速进化为表达共产主义之伟大的苏俄侦探小说， 同样兴盛， 这

是因为 “文化价值被破坏、 局部被腐蚀、 其道德价值内容被弱化的条件下， 它乃实现法律意义上的

公平正义之途径”①。

结　 　 语

１８６１年改革 ３０年之后， 俄罗斯帝国快速进入鼎盛时代 （版图扩大到极致， １９００ 年参与八国联军

行动后， 从大清帝国获得了无以计数的利益）， 但危机也日甚 （包括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 波兰

人、 芬兰人、 爱沙尼亚人、 立陶宛人、 拉脱维亚人、 犹太人、 高加索人等利用帝俄参加一战的不利局

面， 纷纷要求独立， 他们和那些俄罗斯异见人士、 帝国境内的劳工阶级反对当局的浪潮相呼应， 导致

帝国最终解体）。 在这个时期， 面向大众的文学可能是化解危机、 建立帝国认同的最有效力量之一。
正因为如此， 帝俄当局有意识使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处境改善， 使新兴的现代主义文学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溢出同仁圈， 和象征主义关系密切的小说家魏列萨耶夫 （Викéнтий Вересев， １８６７—１９４５） 就自

称， “许多作家比我才华横溢， 却未像我这样声望赫赫”②， 原因就在于其能敏锐捕捉到社会生活脉

搏， 成为畅销书作家。 这样一来， 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识》 所描述的情形———当

时俄国文化精英所热衷的现代主义文学和东正教哲学， 其实并未充分关注到包括侦探小说热在内的方

兴未艾的大众文学运动。 后者是关切社会思想解放思潮的文学， 这种不凸显作者民族身份， 却彰显了

帝国进步的侦探小说， 展示出城市化给现代俄罗斯文化注入活力， 从而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共同构成

了文化多元的白银时代， 并成为其中的又一种畅销文学。 相较于此， 象征主义文学家安德烈·别雷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１８８０—１９３４） 以意识流的审美形式叙述城市化给帝俄带来复杂后果之作 《彼得堡》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脱离帝俄语境而从欧洲思想史上叙述俄国

审美变革之重要性， 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 虽然被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史家所器重， 但他们

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比肩包括侦探小说在内的白银时代畅销文学作品。 并且， 侦探小说显示出， 帝俄辉煌

时代正在累积着帝国解体的革命之大势， 是从最基础的现实生活层次上呈现出城市化过程不足所导致的

热望。 而且， 哪怕苏联官方文学观念排斥直接面向草根的大众文学， 也不满现代主义， 但苏联读者和出

版社不排斥侦探小说， 甚至在苏维埃政权之初， 白银时代那些大众小说家仍备受读者和社会尊敬 （如
多位畅销书作家入眠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彼得堡 “文学桥” 公墓）， 并奇特地孕育出苏联侦探小说。
此外， 白银时代的侦探小说， 其叙述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在更广泛的读者层中的流行也在事实上说明，
俄罗斯帝国已是文学大国， 这样的文学也呈现出俄罗斯帝国在末期或由盛而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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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杨　 林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要： 现代主义小说彰显了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张力， 时间是这一张力中两者交锋的核心

要素， 因而， 时间这一要素的探讨关系着对现代主义小说美学本质的认识。 文章以时间为切入点， 探析现

代主义小说的时间特质———断裂的时间、 冻结的时间、 瞬间， 继而揭示现代主义小说如何通过时间来实现

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 诘问、 批判与超越。 断裂的时间是对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的直接否定， 冻结的时间

是主体对抗物化时间过程中自主性问题的探讨， 而瞬间则是主体对物化时间的克服与超越。
关键词： 现代主义小说； 时间； 审美现代性； 启蒙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 ４； Ｉ０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１７５－０６

　 　 现代主义发轫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高潮， １９２２ 年， 詹姆斯·乔伊斯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的 《尤利西斯》、 Ｔ Ｓ 艾略特 （Ｔ Ｓ Ｅｌｉｏｔ） 的 《荒原》 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 （Ｖｉｒ⁃
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 的 《雅各的房间》 相继发表， 这成为现代主义创新文学的丰碑。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
现代主义逐渐式微， 随即被二战之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取代。 现代主义是审美现代性在美学上对启蒙

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性中存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现代性间的张力， 审美现代性作为

启蒙现代性的 “他者”， 旨在弥补、 纠正、 改善， 甚至是克服启蒙现代性带来的不良后果。② 启蒙现

代性崇尚进步理性， 并对时间实行了理性的客体化宰制。 这样， 时间被精心地计算与估价， 成为资本

市场中交换的商品， 时间抽离于个体， 被资本社会物化。 也就是说， 物化时间主导着社会的各个层

面， 继而进一步催生了以进步为衡量标准的量化的、 快速的、 有效率的、 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③ 不

仅如此， 启蒙现代性到了历史发展的层面， 形成了线性的时间观。 线性时间观认为， 人类历史延着进

步的路线发展， 由原始走向启蒙， 将来的解放是对现在幸福的允诺。 不难看出， 在社会和历史两个层

面， 启蒙现代性倡导的理性大获全胜， 作为个体的主体难逃厄运， 被启蒙现代性宰制， 成为社会大生产

的一个效率符码， 最终， 沦为物化的客体， 绑缚在均质化的物化时间的机器上。 个体内在时间体验被销

蚀， 物化时间压制着主体。 对此， 卢卡奇 （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 深恶痛绝地说道： “它 （时间） 被扭曲成

一股使人感到既沉闷又压抑的外在力量。 在不断消逝的时间框架内， 个人在堕落。 时间因此成为无所

顾忌的无情机器， 它摧毁、 废除、 毁灭所有个人的计划和愿望、 所有个性以及人格自身”④。
针对启蒙现代性导致物化时间这一症候， 作为审美现代性五副面孔⑤ 之一的现代主义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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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 诘问启蒙现代性逻辑， 尤其是以进步、 线性逻辑为主导的物化时间。 在此基础上， 彰显审美现

代性的救赎及批判锋芒。 那么， 现代主义是如何对抗、 克服物化时间这一病灶的呢？ 弄清楚这一问题

是把握现代主义审美现代性批判和揭示现代主义美学的本质的关键所在。 现代主义小说从时间入手，
试图复归 “主体的内在时间体验”①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ｍｅ）， 并与启蒙现代性所推崇的物化时间

协商、 对话， 希冀绘制出逃离物化时间牢笼的解放路线。 现代主义小说注重个体的时间体验， 即自我

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 这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化基础， 正如丹尼尔·贝尔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 指

出， “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秩序， 尤其是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 它侧重个人， 以及对经验

无休止的追索……把理性主义当作正在过时的玩意儿”②。 也就是说， 现代主义小说通过抵抗启蒙现代

性的物化时间， 诠释了主体的内在时间经验， 继而打破时间的均质化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与线性化， 挽救

被启蒙理性围困的主体。 那么， 在现代主义小说中， 主体的内在时间如何实现对物化时间的批判呢？ 对

此问题的回答， 不仅能建构现代主义小说中时间叙述的机制， 也能揭示出现代主义小说的美学本质。

一、 断裂的时间： 意识流与并置

　 　 现代主义小说家对流俗的物化时间深恶痛绝， 他们认为， 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已经对时间的客体化

妥协， 小说故事按照事件起因、 发展、 冲突、 结局的线性时间展开， 个体的主体性被收编， 从而导致

了孤立的自我的时间体验与外在物化时间的断裂。 这一断裂就是马泰·卡林内斯库 （Ｍａｔｅｉ Ｃａｌｉｎｅｓｃｕ）
所说的两种不可调和的价值观的对立， 即 “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 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与个人的、
主观的、 想象性的绵延之间的矛盾”③。 现代主义小说家不遗余力地捍卫个人主体的内在时间体验，
鞭挞时间的客体化及线性化。 他们拒绝与流俗的物化时间同流合污， 采用与物化时间决裂的方式， 即

断裂的时间观， 来质疑、 慰藉与挽救当下。 断裂就是打破物化时间对主体实施的统治， 在断裂的间隙

中， 个体的内在时间体验得以言说、 释放与应答。 现代主义小说中衍生出了意识流、 并置等异于物化

时间的断裂时间， 来述说、 阐释个体的内在时间体验， 并与物化时间展开对话与协商。
意识流是 “思想、 感官印象在头脑中即时的涌动， 心理的联想， 是非理性意识的自由呈现。 威

廉·詹姆斯在 《心理学原理》 一书中首创意识流这一概念， 用来指过去与现在的经验在思维中的流

动与混杂”④。 意识流与前后因果的线性逻辑决裂， 这一断裂使思维不受约束并得以延展。 现代主义

小说往往淡化情节， 故事由一连串貌似支离破碎的、 微妙的心理活动和碎片记忆组成。 个体的主观内

在时间得到了无限的延伸， 不受前后逻辑和线性思维的束缚， 这样， 个体才能摆脱启蒙现代性物化时

间的操控。 在意识流中， 个体的内在时间体验自由地游走在过去、 现在与未来之中， 无拘无束， 借

此， 个体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 伍尔夫、 福克纳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普鲁斯特 （Ｍａｒｃｅｌ Ｐｒｏｕｓｔ） 等

现代主义小说家纷纷采用意识流手法来诠释个体的内在时间体验。 在他们的笔下， 个体是活生生的主

体内在时间体验的生成与绵延， 而非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宰制下的单调、 重复、 无主性的客观性存

在。 伍尔夫在 《达洛维夫人》 中记录了走在伦敦的街道上的拉丽莎·达洛维自我意识的涌动， 她回

忆起年轻时狂热追随者彼得·沃尔士， 思忖着可靠的丈夫达洛维， 偶遇了赛普蒂默斯的自杀事件， 憧

憬着晚上和友人的相见。 达洛维夫人所感、 所思跃然纸上， 其意识不受线性时间限制， 自由自在地联

想与扩展， 体现了个体时间感受的自由性。 福克纳在 《喧哗与骚动》 中对班吉、 昆丁、 杰生、 迪尔西进

行了意识流式的描摹， 展现了主体内在时间体验的多样性。 班吉留恋过去， 昆丁在乎现在， 杰生困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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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中， 而迪尔西是能平衡时间的理性存在。 普鲁斯特在 《追忆似水年华》 中用回忆开启

意识， 在意识的碎片中记录了其所见所闻， 所感所想， 作品中没有完整的情节， 没有中心人物， 更没

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普鲁斯特笔下的 “我”， 犹如意识流一样，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是未被理性压

抑的本真存在。 可见， 意识流恢复了主体的审美体验， 转向了主体的内在性： 个体的情感、 思绪、 记

忆、 印象、 冲动、 欲望迸发出来， 见证了个体内在时间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及自主性。 也就是说， 意识

流是个体活生生的存在， 是意识的不断生成， 是时间不竭的绵延， 正如柏格森指出， “纯绵延不是别

的， 而只是种种性质的陆续出现； 这些变化互相渗透， 互相融化， 没有清楚的轮廓， 在彼此之间不倾

向于发生外在关系， 又跟数目丝毫无关， 纯绵延只是纯粹的多样性”①。 毋庸置疑， 意识流突破了启

蒙现代性的物化时间， 捍卫了个体的主体性价值， 凸显了主体的多样性、 差异性与创造性。
如果说意识流打破了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的线性逻辑， 那么并置则是对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直接

对抗。 并置是线性时间的裂变， 与线性的物化时间形成对峙、 差异性的关系。 约瑟夫·弗兰克 （Ｊｏ⁃
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ｋ） 认为， 并置是一种空间艺术， “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

意象和暗示、 象征和联系， 使他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的参照”②。 在参照关系中， 并置

的两者势不两立， 彼此反衬， 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否定性他者。 这一否定性他者是对同一性逻辑的

否定， 是否定的辩证法的体现， 阿多诺在 《否定的辩证法》 中说道： “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

的词组。 早在柏拉图之时， 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③ 现代主义小说家薇拉·凯

瑟经常采用并置手法来实现小说的审美现代性批判。 其小说 《教授之屋》 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为教

授的一家人、 汤姆·奥栏的故事和教授。 小说在叙述教授故事中出现了时间的断裂， 插入了汤姆·奥

栏的故事， 教授代表着现代社会， 而奥栏代表着印第安原始文明。 小说中针对教授的线性叙事被打

断， 时间借由汤姆·奥栏的故事回溯到古印第安人生活的蓝方山， 形成了蓝方山的过去与教授的现在

强烈的反差。 蓝方山的生活犹如一个异质性乌托邦的存在， 与教授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生活并置， 这无

疑是对教授代表的现代生活的反讽与否定。 这一异质性存在是对物化时间的否定与修正， 因为它

“为求知意识提供了一个家园， 一个确定的外壳……不仅仅意味着回望平静丰饶的悠远的过去……”
也是希望 “将鲁莽前冲的现代人从悬崖边拉回来”。④ 由此可见， 并置是不同时间的交错， 也是一种

否定同一性逻辑的辩证法， 更是对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的否定。
意识流和并置质疑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主导的线性逻辑。 线性物化时间的断裂催生了鲜活的个体

感性体验， 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理性逻辑。 可见， 现代主义小说断裂的时间观是 “为感性正名， 重

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 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⑤。 通过断裂的时间， 个体逃

离物化时间的牢笼， 实现了对自我主体性的捍卫。 个体不再是启蒙现代性谋划的笼统的人， 而是在具

体时间中具体的人， 是有鲜活意识、 敏锐感知的 “我”， 他们自我谋划时间， 占有时间。 正如巴赫金

所言： 个体 “自身都打上了时间的烙印， 充满时间， 并且在时间中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涵义”⑥。

二、 冻结的时间： 停滞与延宕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启蒙现代性的宏大叙事， 进步与民主成为幻影， 迷惘的情绪席卷欧美， 人

７７１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 吴士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８年， 第 ７６－７７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ｋ，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 ９３
特奥多·阿多尔诺： 《否定的辩证法》， 张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序言第 １页。
基思·特斯特： 《后现代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第 ７３页。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年， 第 ３０７页。
钱中文主编： 《巴赫金全集》 第 ３卷， 白春仁、 晓河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 第 ２５８页。



们生活在战争的恐惧中， 此时， “原有的标准毁灭了， 新的标准还未诞生”①。 战后， 稳定的世界一去

不返， 叶芝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ｕｔｌｅｒ Ｙｅａｔｓ） 在 《再度降临》 中把战后世界描写为 “万物崩散； 中心难以维

系； 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②。 战争颠覆了启蒙现代性建构的过去、 现在与将来的因果联系， 过去

成为遥远、 神秘的从前， 未来的希望被放逐， 未来只不过是一个欺骗性的未履行的诺言。 导致的结果

便是， 现在被悬置， 裹足不前， 驻足于迷惘的恐惧中。 对于个人而言， 现在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煎熬，
个人在时间的框架中堕落， 顾影自怜。 人们难以从战争的创伤中痊愈， 他们失去了家园， 时空混乱，
自我的身份难以确定。 蒂姆·阿姆斯特朗 （Ｔｉｍ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把这一战后的时间症候称为冻结的时间，
说道： “现代性的本质表现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动态关系之中， 而战后世界带给我们的却是时间断

裂， 因此， 与这种动态关系共存的就是 ‘冻结的’ 时间概念里所包含的要素： 失落的过去、 伤痕累

累的现在和没有希望的未来。”③ 也就是说， 人们普遍感觉到时间之流停滞了， 无所适从， 不知所措，
只能等待。 现代主义小说家根据冻结的时间这一战后的病灶， 在小说中真实再现了战后人们普遍的生

活状态： 人们悲痛欲绝、 歇斯底里、 麻木不仁， 甚至精神错乱。 这无疑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

直接控告， 也是与其彻底的决裂。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癔病患者这一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了战后冻结的时间这一症候。 癔病患者经

历了心理创伤， 精神情绪不稳定， 时空观错乱， 经常胡言乱语。 癔病患者往往停留在自我世界， 在时

间推进中缺乏行动力。 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 的主人公斯万生活在难以名状的追忆中， 他把

现在与记忆混淆， 缺乏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力。 小说缺少推进时间进行的情节， 时序颠倒交错， 给人一

种时间静止、 延宕的感觉。 托马斯·曼的 《魔山》 中的叙述者处在时间的麻痹状态中———过去与现

在的界限消失， 现在难以对未来规划、 引导， 沦为枯燥无味的单调的重复， 可见， 现在被冻结。 文中

写道： “生活老是千篇一律， 漫长的时间似乎就会缩作一团， 令人不寒而栗。 倘若一天的情况和其他

各天一模一样， 那么它们也就不分彼此。”④ 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 记录了主人公一天内发生的事

件， 但这些事件缺乏内在关联， 主人公通过一系列毫无关联的事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就此， 弗雷德里

克·詹姆逊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指出， 这些事 “既不是一个人类体验的有意义单位， 也不是一个叙事

自身的意义单位”⑤。 人类的经验支离破碎， 现在的此刻缺乏与过去和未来的连接， 这导致主人公缺

乏深度时间体验， 现在借着一个个接连不断的行为向前滚动， 过去、 现在与将来的意义链断裂， 现在

的意义被无限地延宕与放逐， 成为停滞不前的冻结时间， 而个体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福克纳 《喧
哗与骚动》 中的白痴班吉是冻结时间的真实写照， 他生活在和现在没有关联的世界中， 时间对于他

而言只是痛苦的煎熬， “他的语言没有和外在事物与环境发生因果联系， 也没有社会属性……在艾略

特眼中， 班吉就是一场噩梦： 他只是一个人自我指涉， 自我关联， 像一个巨婴不停地哭闹着”⑥。 不

难看出， 班吉被困在孤独与自我挣扎的梦魇中， 班吉的语言缺乏逻辑， 句子支离破碎， 词语混乱不

堪， 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 “词语枯竭， 甚至被过度使用、 被虐待、 没有了恰当的形式， 退化了。
人们现在面对的是词语的贬值， 换句话说， 随着词语衰竭的加剧， 人们失去了表达能力。”⑦ 深陷冻

结时间中的个体， 不仅会失去把握现在的行动力， 也会丧失主体自我表达的语言能力， 甚至陷入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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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综上所述， 现代主义小说通过不同人物来揭示冻结时间造成的严重后果， 继而质疑、 批判启蒙

现代性物化时间的进步逻辑。
冻结的时间勒住了滚滚向前的物化时间， 时间的线性运动停滞， 甚至悬置， 从而对启蒙现代性进

行反思。 首先， 主体冻结的时间是对启蒙现代性进步时间的否定， 并认为这一流俗时间是主体的桎

梏， 是没有创造性的同质化逻辑。 《追忆似水年华》 中的斯万采用回忆的方式来维持自律性， 拒绝同

流合污。 其次， 冻结的时间是线性时间观的瓦解， 是个体内在时间体验的狂欢。 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

和斯蒂芬一天的游荡体现了个体的狂欢与释放。 再次， 冻结的时间是主体本真的个人体验， 是具体

的、 真实的， 而非启蒙现代性的抽象逻辑。 癔病患者这一形象所凝缩的冻结的时间， 是个体真实情感

的记录， 是个人意识的涌动。 《魔山》 中纳夫塔与赛特母布里尼喋喋不休， 彼此争辩， 诉说着个体真

挚的感情。 最后， 冻结的时间是对启蒙现代性宏大叙事 （Ｍｅｔ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的反讽， 冻结的时间凸显

了个体的叙述。 无论是班吉痴人说梦般的呓语， 还是斯万的回望的记忆， 或是布鲁姆游荡的见闻， 都

述说着一个个具体的小叙事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不难看出， 冻结的时间让滚滚向前的线性物化时间暂时停

下来反思启蒙现代性的盲目性， 它关注主体的内心世界， 是主观世界不妥协精神的表现。

三、 瞬间： “存在瞬间” 与 “顿悟”

　 　 现代主义小说中， 断裂的时间是对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的直接否定， 而冻结的时间则是在否定物

化时间的基础上凸显了主体的内在时间体验。 除了以上两种时间特质外， 现代主义小说还有另外一个

显著的时间症候， 即瞬间。 尚杰在 《活生生的现在》 一文中写道： “事情正在发生的瞬间， 是有厚度

的、 复杂的、 被折叠起来了的瞬间， 因为瞬间从来就不曾以单纯的状态出场， 就像表面似乎不变的场

面其实是剧烈动荡的。”① 有厚度、 被折叠起来了的瞬间经常在现代主义小说中闪现， 而瞬间的闪现

往往是小说中主人公完成自我救赎的途径。 也就是说， 瞬间不是线性运动上的一点， 而是从中内爆出

解放性的时刻， 这一时刻具有救赎性与永恒性。 救赎性是指， 瞬间不同于流俗的物化时间， 是主体内

在时间的升华， 体现了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克服。 永恒性是指， 瞬间已经摆脱了有限性的局

限， 转化为具有超验意义的重要时刻。 伍尔夫小说中的 “存在的瞬间”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ｉｎｇ） 与乔伊斯

小说中的 “顿悟” （ｅｐｉｐｈａｎｙ） 具有超验性， 是主体活生生的永恒性体验， 折射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救

赎性张力。 “存在的瞬间” 与 “顿悟” 的瞬间， 都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在黑暗中点亮未来， 在

迷途中指明方向， 在有限的线性时间中驶向永恒。
林德尔·戈登在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中指出： “她后来突然发现了一种

小说结构原则， 它在 ２０年代臻于完成。 那就是在小说情节中忽略出生、 婚姻、 死亡等路标， 从而寻

找到那些形成他们生命的出乎意料的瞬间。”② 这些出乎意料的瞬间， 往往以神启的方式出现， 它能

直抵事物的本质， 看清事件背后的真相。 这些瞬间灵光乍现， 点亮黑暗， 是对暗藏的本真存在的把

握。 借着瞬间的启示， 个体消弭矛盾， 看到了希望， 走向了自由。 《达洛维夫人》 中达洛维夫人与赛

普蒂默斯从未谋面， 但两个人同病相怜， 同样内心孤独， 对生命和死亡有着本质的思考。 赛普蒂默斯

“纵身一跳” 的自杀瞬间， 成为至关重要的 “存在的瞬间”， 他用死亡来抗争、 逃离难以忍受的现状，
这对于达洛维夫人来说， 赛普蒂默斯虽死犹生， 实现了自身的 “存在瞬间”， 这是因为， 他有勇气挣

脱， 甚至面对死亡。 赛普蒂默斯勇敢的 “纵身一跳” 的瞬间启发了达洛维夫人， 与其在虚浮中度日，
不如振作精神， 找回充实而丰盈的自我。 故此， 她准备找回失散多年的彼得和萨利， 重温那令人神往

的爱与友谊。 《到灯塔去》 中， “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这一古老的形而上的问题困扰着莉莉， 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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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却在莉莉回忆起与拉姆齐夫人、 查尔斯·坦斯利海滩玩耍的瞬间消解了， 回忆中的这一瞬间融化

了莉莉对斯坦利的偏见， 看到了拉姆齐夫人的博爱， 这时， 莉莉开始顿悟， 得出了 “什么是生命的

意义” 的答案， 那就是以拉姆齐夫人的仁慈、 博爱与包容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创造出一个充满

爱的世界， 生活与生命在博爱里汇合、 驻足。① 莉莉体悟到了拉姆齐夫人身上有重要意义的 “存在的

瞬间”， 由此， 她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最终拥抱生活。 可见， 这一 “存在的瞬间” 化为了神奇的力

量， 赋予了生活不竭的力量， 具有救赎性意义。
Ｅｐｉｐｈａｎｙ一词源自希腊语， 指的是神灵的附体， 含有呈现、 展示的含义， 在基督教用语中， ｅ⁃

ｐｉｐｈａｎｙ翻译成显灵或灵瞬， 指的是上帝的临在。② 乔伊斯把这一概念运用在写作中， 指个体在世俗

体验中的顿悟。 顿悟是个体识破并疏离流俗的物化时间， 转向内心精神世界， 用审美的方式实现对外

在世界的超越， 从而完成个体自我的精神救赎。 乔伊斯的作品中出现 “顿悟” 的瞬间， 小说中的主

人公经常在世俗的捆绑中突然醒悟， 灵光闪现， 体悟出生活的本质与人生的真谛。③ 乔伊斯的短篇小

说 《一朵浮云》 中的主人公小钱德勒的生活窘迫不堪。 工作的无聊， 友人的冷漠， 妻子的抱怨和孩

子的哭嚎让小钱德勒难以适从， 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中， 他突然顿悟， 挣扎与反抗是无力的， 只有放

弃希望， 默默接受如同一朵浮云的生活， 才能勇敢地活下去。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中的主人公斯蒂

芬游手好闲， 厌倦生活， 当他看到涉水少女的青春与美的生命时， 突然顿悟， 慨叹道： “生活下去，
错误下去， 堕落下去， 为胜利而欢呼， 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④ 顿悟的瞬间挽救了小钱德勒和斯

蒂芬， 他们经历了精神的洗礼与升华， 开始接纳自我， 面对流俗勇敢生活。
无论是伍尔夫的 “存在瞬间”， 还是乔伊斯的 “顿悟” 瞬间， 都镌刻着对个体的精神救赎。 瞬间

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流动， 绽放具有永恒性的审美时刻， 这一时刻是审美现代性在个体身上的彰显， 它

帮助个体从启蒙现代性的流俗中走出来， 重拾信心并获得重生。 瞬间是一种心理的体验与精神的救

赎， 或者说， 是审美意义上的自我逃离， 具有超验性。 个体在瞬间中找到生存的价值， 复归精神栖息

的家园， 实现了对启蒙现代性造成的物化后果的超越。 瞬间犹如一条缝隙， 光芒照射进来， 永恒性的

时刻临在， 个体与流俗的世界和解， 勇敢面对物化的现在与未知的将来。

结　 　 语

　 　 现代主义小说中断裂、 冻结与瞬间的时间观， 诘问、 反思、 批判了启蒙现代性的物化时间， 凸显

了主体内在时间体验， 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 断裂时间中的意识流与并置、 冻结时间中的停

滞与延宕、 瞬间中的 “存在瞬间” 与 “顿悟”， 不同于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的总体性逻辑， 催生了个

体内在时间体验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意识、 记忆、 直觉、 冲动、 顿悟等个体内在时间的体验形式纷纷

登场， 冲破了启蒙现代性的宏大叙事， 重塑了个体的审美经验， 探索着个体的解放与救赎之路。 总而

言之，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时间观瓦解了同质化的物化时间， 体现了个体的渴望与诉求。 无论是断裂中

的拷问， 还是在停滞中反思， 或是在瞬间中超越， 都折射出个体对生命价值的思索与追求， 同时也捍

卫了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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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张贤明　 张力伟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 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

程不是自生自发的。 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对于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政治建设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向度， 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

制度的认同度， 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 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

配， 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 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 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 责任政治

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 强化制度执行环节、 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 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 是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 责任政治建设培育 “行政伦理” 与 “公共精神”， 塑造有利于责任政

治运行的责任观念， 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关键词： 制度优势； 治理效能； 责任政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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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特殊性、 创新性与有效性。 可以说， 如何构建一个有利于政治文明与人类发展的良善制度一直

是政治思想家与实践者追求的永恒主题之一。 制度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约束， “是一个社会

的博弈规则， 或者更规范地说， 它是一些人为设计的、 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制度通过为人

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① 制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双重互动关系： 一方面， 社会发

展对制度革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 制度的有效性影响着社会变迁的方向。 从根本上讲，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 是否先进， 主要看其是否符合国情、 是否有效管用、 是否得到人民拥

护。② 制度优势不是自生自发的， 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并由执行者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展现出来； 制

度优势也不是抽象的， 制度优势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必然同治理效能相衔接。 只有得到人民普遍认同、
拥有一套科学的权责结构、 能够充分激发制度执行主体活力、 并拥有相应文化环境支撑的制度体系，
才可能具有真实有效的制度优势； 也只有具有真实有效优势的制度体系， 才能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

能。 责任政治是将政治生活中的 “责任” 提炼出来， 理解责任如何贯穿政治生活， 如何联结政治生

活中的不同主体， 如何通过责任来实现一种和谐稳定的公共生活。 如果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

“中轴” 的政治形态， 那么这种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 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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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 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 这也就是说， 责任政治一方面指的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

秉持的价值与态度， 即以负责任的方式相互对待的政治形态； 另一方面责任作为政治的中轴在于政治

的运作需要依靠责任来实现， 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① 在此意义上， 我们认为责任政

治建设是坚持和完善制度优势的重要步骤， 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分析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责任政治逻辑， 有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责任意蕴， 把握将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一、 责任政治建设提升制度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

　 　 从根本上讲， 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真正信赖和广泛尊重的制度才具有稳定性和整合力， 从而具有制

度优势， 也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责任政治建设的内在情怀是以人民为中心， 要求责任主

体对全体人民、 对普通民众负责， 由人民评判责任的履行状况， 这标志着对人的价值、 尊严、 权利、
利益的保障和负责， 这种政治形态及其制度体系才会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 在此意义上， 国家制度

建设应顺应责任政治的主张， 使制度体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内在要求， 着力提升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度和整合力。
一是要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基本责任向度。 “以人民为中心” 为基本责任向度， 意味着将其

作为衡量制度优势的基本价值标准， 构建符合责任政治逻辑的府民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核心，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社

会”②。 从人类政治发展历史看， 政治文明的演进是人从等级制度的依附中得以解放的过程， 是公众

的权力代替个人意志的过程。③ 只有将作为整体而不是少数群体的个人置于制度的中心， 才是文明的

表征与现代社会的支撑。 责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 融合了民主政治与信用政治的价值内

涵，④ “以人民为中心” 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 也是构建信用政治的核心要素。 从民主

政治的角度看， “以人民为中心” 不仅仅是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 同时也承认并积极保障人民群

众当家做主、 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深刻认识人民

的主体作用， 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制度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

理政全部活动之中”⑤。 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民主的系

统工程， 融合了间接民主、 直接民主、 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 从不同层级与结构保障了人民参与政治

的权利。 从信用政治的角度看，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是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期许。 经济学家诺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 将现代国

家抽象为一种 “开放进入秩序”， “可信的承诺” 是开放进入秩序中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 在某种意

义上， 履行责任意味着对承诺的兑现， 在承诺的兑现中必然会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关系，⑥ 而 “现代政

府依赖于政治领导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信任关系”⑦。 只有 “以人民为中心” 的民主政治

和信用政治， 才能共同灌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增强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 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制度； 而只有获得了人民认同的制度才能保持稳定， 才有进

一步发展与变革的动力， 才会始终如一地将人民置于制度的中心，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基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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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推进 “以人民为中心” 和 “坚持党的领导” 的深度融合。 两者的深度融合表明， “以人民

为中心” 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责任向度， 也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

责任内涵。 “以人民为中心”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责任担当， 使制度建设与各项事业

的发展能够契合于面向人民的责任， 从而保障制度的整合力。 毛泽东曾指出， “我们的责任， 是向人

民负责。 每句话， 每个行动， 每项政策， 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了错误， 定要改正， 这就叫向

人民负责”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人民为中心”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价值理念， 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来自人民、 扎根人民、 造福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

旨， 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②。 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③。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政治体系， 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 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 其

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程度”④。 政党对于制度稳定与维系的作用在于其整合能力，
即是否有能力将不同的社会力量整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发展与壮大的历程正显示出其具有强

大的整合能力， 是 “以人民为中心” 和 “坚持党的领导” 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
与 “坚持党的领导” 的深度融合， 阐释的是 “以人民为中心” 和 “坚持党的领导” 的基本关系， 即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向度才能真正实现。 首先， 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
使命型政党特质体现于党性的人民规定性，⑤ 这意味着， 使命型政党指向人民， 将引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为执政的基本责任， 集中凸出了 “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 的价值理念， 体现出对国家、 民族

与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通过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将人民的利益需求整

合到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当中， 搜集民意、 汇集民智、 珍惜民力。 其次，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领导， 锚定了制度建设与发展的政治方向与责任向度， 保障了各项制度与事业的

发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利益团体的利益。 虽然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进程使得中国社会

出现了种类多样的社会利益群体，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包括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代表，
能够充分地倾听、 理解并回应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呼声， 消弭利益分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保障了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与推进现代化变革的领导权威、 组织、 制度与机制， 能够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持续地推动

现代化发展， 使制度建设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⑥

三是要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 在中央地方关系中的原则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向度在中

央地方关系中的原则要求， 总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０６
年在 《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中指出， “所谓对上负责， 就是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 所

谓对下负责， 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 而 “我们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

民， 对上负责、 对下负责最终都是要体现对人民负责”。⑦ 这表明， 只有真正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

责的一致性， 才能从根本上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 对人民负责的责任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

国家治理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的治理活动往往更关注和重视中央政府或上级

政府的考核评价、 奖惩激励， 对于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与利益诉求却往往缺乏充分关注和有效回应，
有时候甚至还进行压制， 没有真正做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

３８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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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革开放成果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也影响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原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

的贯彻落实。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 需要着眼于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要求， 弥补

责任网络对下负责不足的缺失， 通过改革原有的责任结构与激励体系， 切实保障责任指向的人民本

位。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 “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 这表明在保证中央权威和顶层设计的同

时， 也要充分尊重地方治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鼓励地方政府及时关注与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

受和利益诉求，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有效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的认同度， 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责任政治建设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

　 　 制度体系是否具有优势， 一方面取决于制度体系中蕴含的基本价值， 另一方面有赖于制度体系的内

在结构是否科学合理。 责任政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 在于它

主张确定一种科学合理的权责结构， 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制度运作中的梗阻， 最大

限度地发挥制度的治理效能。 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把组织的层级结构视为组织的硬件结构的话， 那么责

任体系就是这个组织的软件结构。 正是这样的硬件和软件的有机结合， 才构成了一个健全的组织体系。①

在责任政治的框架中， 结构层面的责任体系可以区分为定责机制与究责任机制两个方面。 所谓定责是

职责在制度体系中的分配， 科学合理的定责机制旨在保证制度体系内在结构的科学性； 所谓究责是对

责任履行的纠偏匡正， 根据主体履责绩效的评估来审视责任的落实情况，② 即通过一系列的问责制度

保证责任主体履行责任。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理解定责与究责机制的主体内容：
一是树立 “以责确权” 的理念。 传统意义上， 权责配置往往遵循以权定责的理念， 暗含着权力

衍生责任的逻辑， 即责任是权力的附属， 责任本质上是对权力的约束。 但是实践证明， 权力的本性与

天然冲动导致其带有突破责任束缚而走向无限扩展的滥用趋势。 责任政治逻辑中的权责配置则打破这

一思维， 代之以 “以责确权” 的新理念。 “以责确权” 是根据政府责任清单授予其与责任相匹配的权

力， 所赋予的权力大小应以满足责任履行为限。 这意味着责任优先于权力， 责任不是权力的衍生物而

是政府权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基准。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实践探索和政治智慧中也有着丰富的以责确

权思想资源。 某种意义上，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 “责任本位” 的社会， 强调了责任的逻辑先在性。
儒家仁政所提出的社会结构基于人类的基本情感， 通过 “礼” 实现一种各安其位的等级秩序。 在这

种秩序当中， 个体之间所彰显的并不是权力关系， 而是责任或者义务关系。③ 以责确权旨在说明这样

一种行动方式： 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自己才能去干什么， 即根据主体的角色、 功能、 任务赋予责

任、 分配权力。 从宏观上看， 就是要理顺不同制度之间的责任关系， 根据不同制度的功能定位确定不

同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位阶， 进而保证各项制度有效运行和制度主体履行责任的能力； 从微观上看，
就是每个公共权力行使者要明确自身首先承担的是干事的责任而不是拥有行事的权力， 权力范围应根

据责任的大小和任务的性质来配置。 总而言之， “以责确权” 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 旨在确定权力的

目的是履行责任， 为权力划下清晰明确的边界， 即权力配备以能够履行相应的责任为限。
二是遵循 “权责统一” 的原则。 作为组织设计与公共行政的重要原则， 权责统一是责任政治建

设的基本前提， 意味着公共权力行使者履行职责和义务应与其所拥有的权力相匹配，④ 是保证责任政

治中不同主体良性互动的基础。 理解权责一致的价值， 就要从权责一致的对立面———权责背离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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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组织运行中， 权责背离指的是组织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承担的责任不相匹配的情况。 一般来说，
组织的权责背离或者是组织权力大于其应承担的责任， 或者是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并没有与其相匹配的

权力去实现组织目标。 由于科层组织本身的特点以及科层组织中人的局限性， 权责背离往往是层级制

组织中的常见现象，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科层组织自我封闭、 资源垄断的特质； 科层组织多元化目

标； 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向上负责制； 严密的科层规则对组织人员注意力的分散等。① 在现实的行政体

系运作中， 权责背离也成为责任政府建设、 治理绩效输出的梗阻。 例如政府的 “事权下放、 实权上

收” 将任务压力向下传导， 形成了上级有权无责、 下级无权责重的畸形状态。 为了改变权责背离、
实现权责一致， 一方面要调整制度的职责体系， 明确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的组织目标， 防止层级之

间、 部门之间的责任冲突， 打破科层繁文缛节———例如形式主义———对组织目标的替代； 另一方面，
要在下放责任的同时授予下级与履行责任相匹配的人力、 财力等资源。 上级对下级授予权力的界限要

符合该层级的功能与其可运用的资源，② 权力运用不能越位、 缺位、 错位。 在此意义上， 权责一致旨

在进一步夯实 “以责确权” 的原则， 进而成为责任政治中权责关系的核心， 既通过限制权力滥用、
又通过保障履责能力促进制度的有效性。

三是探索 “精准问责” 的路径。 问责制度的建立健全已经成为纠风肃纪、 规范党政官员行为的

利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问责机制的复杂性， 既要实现完整的问责过程，
保证科学问责、 精准问责， 也要扩大问责的参与和涵盖范围， 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问责的同时将多元

主体囊括到问责的对象中。 严格意义上， 问责并不是简单的针对错误行为的制裁与惩戒。 作为民主社

会的行政机制， 问责是一个系统化、 多要素的整体流程。 从字面意义上看， 问责是对任务绩效进行回

答的义务， 而从系统的角度看， 一项完整的问责制度包含着四个方面： （１） 谁来负责 （ｗｈｏ ｉｓ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２） 对谁负责 （ｔｏ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３） 为何负责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
ｂｌｅ）； （４） 如何负责 （ｈｏｗ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③ 在这一整套流程中， 问责机制发挥效用的核心是

明确负责任的主体。 在现实问责机制的运行中， 由于党政关系等客观问题， 责任主体认定与归责的程

度往往存在不合理的要素， 因此结合问责的系统化流程， 需要考量不同主体对一项错误结果的参与程

度， 并合理划分法律问责、 纪律问责与行政问责的界限， 保证问责的合理性与信度。 既不能让该负责

的人逃避制裁， 也不能让接受制裁的人受到不公的评判。 另外， 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模式主要关注政

府做了什么， 且官僚体系的追责可以从可见的政治过程中寻找， 但现代治理是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过

程， 由此导致了问责的复杂化。④ 如何评估与问责其他主体的失责行为构成了问责机制的 “多手问

题”： 对于局外人来说， 要弄清某主体对机构行为或政策执行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对其负责， 往往特别困难。⑤ 由此， 为了保证问责的精准性， 需要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以及加

强对决策过程的监督， 在尽可能降低政策失误的同时把握不同主体对政策的参与程度； 另外在问责

中， 要让责任主体做出充分的回答与解释， 说明其和政策失误之间的关系， 以作为惩戒方式与强度的

依据。

三、 责任政治建设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

　 　 执行力是制度体系的生命之所在， 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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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保国家发展方向、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等显著优势， 但一些具体制度的执行力不强也成为影响制度

优势充分发挥的不利因素。 因此，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依靠强化制度执行力， 而从责任政治

建设的角度看， 就是要将责任转化为制度运行的驱动力， 不断增强制度运行的生机与活力。 责任不仅

是一种观念、 一种规范， 而且是一种行动， 责任的价值通过特定的行动才会真正表现出来。 治理是一

种自主的、 内生的过程， 通过各类相互影响的行为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 国家治理本身也是一种行

动的表达。① 从这个角度看， 国家治理效能的全面盘活必然有赖于多元主体的行动， 所有的治理效能

都体现在行动者的效果之中。 根据国家治理的结构性、 过程性与动态性， 从行动层面理解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的责任政治逻辑， 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激发多元主体的执行活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明确不同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位置、 职责与功

能， 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与安排下通过有效的分工与协同实现国家治理多层次、 诸领域的有效推

进。 多元主体可以通过协同的方式整合不同功能以及制度优势内部的不同要素， 实现 “整体功能大

于部分之和” 的最优状态。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分工的社会， 也是一个合作的社会。 就分工而言， 法

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 （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指出， “有了分工， 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 而形成相互

间的联系； 有了分工， 人们才会同舟共济， 而不一意孤行。 总之， 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

来形成一种联系”②。 分工不是相互隔绝， 也不是纯粹的各行其是， 有了分工也必然存在合作， “每一

个人的福利都依靠着一个社会的合作体系， 没有它，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一种满意的生活”③。 国家治

理正是对现代社会分工与合作之特征的回应， 核心在于通过分工实现不同主体功能的最大化， 并由多

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方式整合治理能力， 提高治理效率。 不同于家庭、 社群等小规模、 小范围的共同

体， 中国国家治理具有大规模、 高成本、 高难度的特征。 面对着充满复杂性的国家治理问题， 凭借政

府这一单一主体往往难以做到 “类类有统筹、 件件有专责”。 事事靠政府、 时时靠政府的结果要么是

政府在复杂治理中独木难支———不仅阻碍了治理效能的发挥， 也使得政府这一治理体系趋于瘫痪； 要

么将政府重新推回 “全能政府” 形态———这又与民主政治理念格格不入。 这意味着， 治理没有 “一
抓就灵” 的单一抓手， 需要多部门、 多层级、 多主体开展全域、 系统、 联动治理。④ 全面盘活治理效

能就要使国家治理中的不同主体根据自身的角色参与到市场治理、 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等不同层面，
政府将可以由市场、 社会来办的事情交付给市场与社会。 如此， 既能够提高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政

治效能感， 也通过分工的形式减小了治理成本。 从全国范围内的治理创新来看，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

能，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 市场与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案例已经成为不同地方有效治理的范

例。 此外， 国家治理的概念意涵也传递出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的紧密逻辑： 国家治理是党和国家

宏观指导与统一安排的治理模式， 是与西方 “多中心” 治理存在明显差异、 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

治理模式。 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保证治理的政治方向， 既可以防止其他主体出于自

身利益对治理过程的破坏， 也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证民主集中的优势。
二是强化制度执行环节。 正确与高效的执行是治理有效性与效率的根本保证， 无论一种制度具有

何种程度的优势， 如果不执行、 错误执行、 执行不到位， 必然会限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 借鉴政治

生活的系统分析， 有效的执行有赖于环境的支持、 流畅的沟通以及过程的调整。 所谓环境的支持， 指

的是执行主体的任务目标要与外在的环境相一致。 这种环境并不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 而是包括了

权威当局、 制度规则与政治共同体等多种外在要素。 支持决定了执行的效度， 是执行稳定输出的基

础。⑤ 换言之， 执行要保证执行目标、 外在实际情况与执行对象的实际需要相符合， 保证与法律、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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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法规相一致， 保证执行内容与执行主体功能相协调。 所谓流畅的沟通， 是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有效

的信息共享以协调行动的过程。 组织学研究表明， 沟通和组织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有效沟通

能够提高组织服务的质量、 减少组织运行成本。① 执行过程中， 不同主体之间难免涉及行动的合作与

协调， 而沟通以信息共享的方式提高了不同主体对执行任务的理解， 有利于整合主体之间的行动， 以

目标调整、 优势互补的方式实现对任务的正确理解与高效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 沟通就是行动协

调。② 所谓过程的调整， 指的是执行过程中针对外在环境的变化与新问题的出现而动态调整执行的思

路、 手段、 目标， 保证执行目标的合理性与过程的正确性。 吉登斯的行动理论认为， 行动是一系列的

过程， 包括行动者的动机激发过程、 理性化过程与反思性监控。③ 反思性是行动的重要特征， 人类可

以不断地监控、 调整与修正行动过程。 通过反思性， 人类可以将自身的行动与外在环境中存在的各类

要素相联系， 相机而动、 依变而变， 保证行动的合理性。
三是健全容错机制。 容错在某种意义上是问责的补充， 旨在调动问责的惩戒作用的同时发挥容错

对担当作为的激励作用， 从而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社会， 各类问题与风

险的偶发性与非线性关系导致任何一项行动都面对着无法预期或者潜在的挫折与风险， 任何一个行为

过程都可能在实践的过程中掺杂偶发因素， 在 “蝴蝶效应” 的影响下偏离最初的目标。 尤其对处于

深水区的改革而言， 既然不能脱离 “摸着石头过河” 的思路， 那么改革中就难免遇到不确定性风险。
鉴于这一问题， 问责的 “结果导向” 忽略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 将一些由于偶然性、 非故意等缘由

造成的错误纳入到问责范围当中， 使责任主体在执行的不确定性与问责风险的确定性中采取了消极的

“避责” 行为。 这些形式各样、 表现各异的避责行为严重阻碍了责任主任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限制了

治理效能的发挥。 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于容错机制是一项新事物， 因此不可避免地缺乏事由、 过程等

方面的制度化、 明确化认定， 而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同， 结合各地情况落实容错免责难免会造成较

大的政策弹性， 并不利于政策的统一推广。 为此， 容错机制的构建可以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调整： 其

一， 中央层面出台相对明确的容错标准， 协调容错政策文本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给地方执行以统

一参照。 其二， 容错过程可以借鉴审判流程的工作方法， 既要认真听取责任主体的解释与申辩， 也要

对责任主体的行为进行充分的商榷与审议， 鼓励公众参与， 积极听取社会与公众的意见， 难以裁决的

问题可报请上级问责机关。 其三， 建立各地容错案例数据库， 实现容错信息共享。 通过公开容错免责

的案例， 提升公众对容错机制的了解与支持， 为地方容错免责实践提供参照。

四、 责任政治建设塑造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责任政治建设强调责任观念对于责任主体的约束与激励、 使各项制度能够充分反映出责任的价值
意蕴， 从而塑造激发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培植保证制度优势得以延续与发展的良好环境。 由此， 通

过观念引导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同主体积极承担各自责任、 履行职能， 有助于构建负责任的制度体系与

制度结构， 以责任意识净化不正之风， 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良好的运转环境， 为国家治理能力塑造规

范的运作空间， 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④
观念是思维方式、 文化传统， 是镌刻在社会成员心中的约束， 它不仅仅规导着人类行为， 也深刻

地影响着制度的塑造、 维系与变革。 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新成果 “话语制度主义” 关于 “观念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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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 的判断， 深刻地阐述了观念对于制度发展的形成与推动作用以及评价好制度的标准。① 从微

观上看探讨观念的作用， 则要剖析如何引导制度执行者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与人之间负责任的行动是

保证公共生活和谐有序的基础， 随着制度不断被建立起来， 制度行为就是制度内部每个能动个体行为

的抽象， 制度活力就是能动个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制度效能也就反映了能动个体执行制度要求的程

度。 在此意义上， 在国家治理的系统工程中应根据角色区分主体并探索何种观念有利于调动制度执行

主体的能动性， 将内化于心的责任意识转化为推动国家治理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具体行动。 我们强调

“行政伦理” 与 “公共精神” 两方面责任意识的共同塑造、 协同发力， 一方面使其成为制度执行主体

行动的内在驱动； 另一方面推动其成为保障制度优势得以维系与发展的环境。
“行政伦理” 是公职人员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思想观念与工作态度， 包含自觉遵守法律、 诚

实、 谦逊、 主动奉献等精神。 作为公职人员， 行政伦理是强化个人修养、 提升职业道德、 夯实理想信

念的 “精神之钙”。 保证责任在行政伦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ｓ） 和行政规章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之

间的互动是现代政府充分履行行政责任的前提。② 毫无疑问， 刚性的制度规范与制度要求是明确责

任、 保障问责的关键。 传统公共行政原则持有 “伦理中立” （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的价值色彩， 即

公职人员的职责就是履行上级要求以及贯彻部门指示。③ 但是在高度多元化、 不确定性的社会中， 制

度不可能触及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方方面面， 制度的 “模糊” 与 “留白” 赋予了制度执行主

体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制度执行主体也往往会形成行动的 “路径依赖”， 成为制度之下机械的执

行者， 忽视了自己本身也是制度的变革者与塑造者。 “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 将这种现象称为责任的

“物化” （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④ 责任的物化既让制度执行者变得盲从， 也使制度趋于僵化， 消弭了制度在

“柔性治理” 与 “灵活治理” 等权变情境中的 “弹性”。 由此， 将行政中的责任置于伦理之上， 是将

伦理作为制度规范的补充， 以 “责任伦理” 规范责任行动， 实现治理中 “刚性” 与 “柔性” 的结

合， 进而保障治理效能。 为了保障行政伦理对治理效能的推动作用， 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
在加强公职人员的伦理教育时尤其要强化公职人员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观念， 让公职人员进一

步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行政组织中的执行者， 更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 是政府的窗口与镜子， 自身的

一言一行都关乎政府形象， 因为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往往体现在对公职人员的评价之中。 其次，
要在不损害组织及其合理目标的基础上赋予公职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以更好地激发其为人民服务

的责任感。 尤其对于制度规定的模糊与空白之处， 应允许公职人员做出合理的道德判断， 积极履责。 最

后， 对于公职人员有关改善制度建设、 改变工作方法与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建议要予以充分的倾听与

回应， 对于公职人员在为民服务中出现的打破常规等工作方法要予以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容错。
“公共精神” 是针对社会公众提出的责任要求。 公共精神是公民对待他人、 共同体与国家的情感

和态度， 是集体利益对个人提出的主张。 我们需要承认这样的社会事实， 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

迁从空间的角度重新规划了人的生活， 人们从敞开的空间走向了隔离、 封闭的私人空间， 对待公共生

活的态度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显著改变。 加之受到市场化改革与个人主义思潮等影

响， 在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个人也陷入了难以取舍的矛盾之中， 俗语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俨然成为

诸多公共生活场景的写照。 无论是西方思想家谈到的 “公共人的衰落” 还是目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困

境， 都指向了公众公共精神不足的事实。 我们知道， 国家治理并不仅仅是执政党与政府的责任， 更是

全社会 “共同的事业”。 强化公众的公共精神， 调动公众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 不同领域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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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良好社会风气、 为制度建设与发展提供稳定适宜的基础。 早在改革之初的 １９７９ 年， 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就指出， “一个享受自由权利的公民， 必须是一个对社会、 对别人负责任的公民。 正是在这个

基础上， 我们才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道德、 公共秩序、 公共利益”①。 培养全社会的公

共精神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 适时适度地开展覆盖全民的公民教育， 提高公众对核心价值

观以及国家治理的理解， 尤其让公众明确自身在推动国家治理以及打造良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引导公

民意识到自身并不是 “被动接受者”， 而是 “主动参与者”。 第二， 适当开放更多的公共领域， 尤其是

支持、 鼓励与引导公众参与到基层治理、 社会治理的各项实践中， 通过公共精神 “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

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 第三， 鼓励社会公众对国家治理诸环节的监督， 督促国家治理

的不同主体积极履行自身职责， 促使执行主体纠偏匡正， 使其行为与国家治理的各项要求相契合。

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具有客观性， 但是制度优势需要通过治理效才能巩固和显现。 制度

作为一种体系或者结构， 本身并不能自生自发地输出治理效能， 而要依靠能动的制度执行主体将制度

的各项功能、 要求充分地落实到国家治理当中。 从这个角度看，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

激发执行主体的 “主动性”， 使责任主体在特定的观念引导与结构约束中最大限度地履行制度的各项

要求。 责任政治建设之所以对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因为责任政治建

设一方面巩固和拓展制度优势的基础， 疏通制度优势在运作中的梗阻并能够整合制度优势的各项要

素， 凝聚制度优势的能量； 另一方面， 又能够有效提升不同主体履行责任的能力， 通过保障积极有效

的执行切实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总的来看， 责任政治建设通过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向度、 强化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 通过实现科学权责关系与职责体系疏通责任主体履

责的梗阻， 从结构上破解履责困境， 通过科学、 精准、 有效的问责制度从正负两种激励中实现责任的

切实履行。 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之中， 多元主体负责任的行动可以盘活国家治理宏观系统中的不同部

分， 整合不同主体的力量， 使多元主体既能够凝聚共识协调行动， 也可以多领域地参与国家治理诸环

节， 全面激发治理效能。 责任政治建设还通过塑造一种良性的责任文化， 培育 “行政伦理” 和 “公
共精神”， 从内在牵引的角度保证公职人员与社会公众的责任， 为制度优势的维系与发展提供良好的

土壤。 对于责任政治与国家治理来说， 未来研究还要不断细化责任政治建设如何发挥制度优势、 激发

治理效能的功能， 进一步探讨责任政治建设在观念、 结构等不同层面的具体作用与路径， 并将国家治

理进行分解， 分析不同层面责任体系、 责任关系的调适对于国家治理各有机组成与整体结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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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

———基于新中国 ７０年机构改革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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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年来， 我国行政体制大致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四次改革和改革开放后的

八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探索， 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载体基础。 文章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 在阐述其一体化、 集体化、 规范化和

系统化四个阶段内容的基础上， 考量历次机构改革所蕴含的总体特征， 深入剖析政府机构改革与治理的新

趋势， 并以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为主线， 探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所包含的核心要素， 阐释

政党、 政府、 社会、 市场、 人民和国防等要素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国家治理； 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 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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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和国家机构承载着治国理政的重要职能， 是维系党政机关运转的基本功能要件。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 整体性重构。 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十九届

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 党和国家机构是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稳定性和延续性的重要

载体， 对其进行改革优化将为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供给。 从改革的现实层面来

看， 虽然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如职能体系统筹、 人员合理分流等问题， 也面临着既得利益集

团和政府自身改革等阻力，① 但纵观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的历次机构改革， 逐步解决了机构庞杂及人

员冗余问题， 提升了组织运行效率， 降低了行政交易成本， 明晰了政府角色， 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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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显著。 总体而言， 经过十二次的机构改革， 完成了从局部调整到全面统筹推进的转变， 不仅为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了动力支撑， 更为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经验。
不断深化的机构改革， 是党和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理论界也以历次机构改革为实践

素材， 进行诸多学理上的总结与展望， 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学者聚焦机

构改革的内容、 特征、 问题、 趋势与展望等， 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① 具体而言， 以往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机构改革细微变化挖掘、 具体成效概述和经验总结阐释三方面。 其中， 在历次机构改革的细微

变化挖掘方面， 国内学者注重运用对比的方式对历次机构改革进行梳理， 通过详细回顾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和改革开放 ４０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② 认为历次机构改革具有从曾经的党政分开走向党的全面

领导、 从局部改革走向整体推进、 从职能组合走向职能和机构重构的趋势，③ 经历了 “权力收放导

向” “职能转变导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 三种形态，④ 渐渐具备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特

点。⑤ 在历次机构改革的具体成效概述方面， 学术界多是肯定不同阶段的机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 认为历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⑥ 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⑦ 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

机构配置，⑧ 推进了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建设，⑨ 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在历次机构改

革的经验总结阐释方面， 认为机构改革存在是任务型而非结构型、 是精简型而非调试型、 是计划性而

非回应型三个限度， 今后的机构改革需要让职能、 机构与人事相匹配， 进一步优化权力、 效率和

民生逻辑间的关系， 并重视政治平衡等政治问题， 兼顾管理和政治两个层面， 在凝聚共识和政

治定力的基础上让机构改革常态化发展，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 此外， 针对作为机构改

革目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学者们提出了学理上的不同见解。 首先， 历次机构改革虽然缺乏 “一以

贯之的内在逻辑”， 但其在变化的逻辑上朝着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进行转变。 现代化目标是党和国家

机构的历史基点和逻辑起点， 最新一轮机构改革， 实现了实验、 设计和演化视角下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从实验主义治理到设计主义治理转变的新逻辑， 是一场旨在增强社会治理体系整体性的改革，

实现从政府自身建设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演进。 其次， 机构改革对走向中国特色的治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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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展望。 机构改革承载着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任， 是国家权力结构性配置的

晴雨表， 反映了公共权力在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分配，① 可结合 “元治理” 理念， 充分运

用 “战略管理” “法治与监督” “信任和价值观” 这三个 “元治理” 工具，② 全面提升政府的治理效

能。③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和运用不用方法对历次机构改革及其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 但当前

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重视历次机构改革细微的变化， 缺少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的总体回顾。
大部分研究更多地聚焦在每一次机构改革微观上的变化并进行详尽地描述， 较少对机构改革的具体阶

段划分进行梳理， 也很少从阶段性的角度进行机构改革总体特征的探究； 二是重视对历次机构改革成

效的探究， 缺乏对走向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的指向分析。 能够较好地对历次机构改革的成效进行详细

总结， 肯定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但缺乏对机构改革实现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指

向性的纵向考量， 尚未系统全面地分析走向中国特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三是重视对历次机构改

革经验的总结， 缺少对宏观治理目标的提炼。 机构改革具有周期性的特征， 每一次改革后学者都会从

学理的层面上对其进行问题和经验的总结及论证， 但缺少对走向治理现代化宏观战略目标的探索， 较

少从终极性导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角度去阐释机构改革的具体成效及绩效

作为。
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新组合和优化设计， 能为中国走向治理现代化扫清机制体

制上的障碍。 因此， 针对现实中遇到的困境和以往研究中的缺陷， 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机构

改革相关内容进行重新梳理， 探究经历不同阶段的机构改革后所呈现出的总体特征， 挖掘走向中国特

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以实现学理上的完善。

二、 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变迁及总体特征

　 　 作为党和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机构改革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 对中国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和推进是一个稳健和螺旋上升的过程。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机构改革的变迁进行纵向考量， 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核心变化趋势和组织生命周期

理论及治理理论， 可以将十二次机构改革划分为一体化、 集体化、 规范化、 系统化四个阶段， 展现中

国走向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详见图 １）。 同时， 纵观 ７０年来的机构改革实践发现， 经过历次机构

改革的沉淀与积累， 已逐渐形成战略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这四种对国家治理现代化

目标实现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思维理念， 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相结合、 资源整合与资源下沉相

结合、 制度创新与夯实基础相结合、 全面推进与精准施策相结合等总体特征。
第一阶段是机构改革的一体化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在这一阶段中， 先后经历了 “一五” 计划、

“二五” 计划、 “三五” 计划期间和 １９７０年四次机构改革， 主要围绕精兵简政和央地权力归属等问题

展开。 “一五” 计划期间的机构改革主要是建立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二五” 计划的改革主要以中

央向地方放权为主要内容， 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进行平衡的有效尝试； “三五” 计划进行了新中国

成立后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 主要进行干部的精简， 优化机构中的人员配置； １９７０ 年的非正常背景

下的机构改革， 其数量达到了改革开放前的最低点， 政府职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这一阶段中国的行

政体制机制具有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政权体制的特点， 并受到苏联集权模式的深刻影响。 虽然这四次

机构改革控制了机构膨胀和人事编制激增的问题， 取得了府际间权力逐渐平衡等成效， 但均未摆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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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历次机构改革党政数量变化及阶段划分

于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政府包揽一切的特征， 仍处于一元主导下的政府管理阶段， 政府责任是无限的，
也尚未触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机构设置的核心问题。

第二阶段是机构改革的集体化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这一阶段经历了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８ 年两次机构

改革， 目的在于冲破计划经济政府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 国务院逐步恢复了部门管理体制， 且由于

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国务院机构数量上升到历史最高。 １９８２ 年的机构改革便是以 “撤并机构、 裁

减人员” 为原则， 加强了党政机关的队伍建设； １９８８ 年的机构改革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实现

了政府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 开启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篇章。 纵观这一阶段的两次改革， 虽

然抑制了机构及人员的数量增长， 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 但也存在政府部门职能重复、 管理成本过大

等不足， 并陷入了 “膨胀———精简———再膨胀” 的怪圈。 这一阶段的改革适应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建

设对制度保障和制度支持的需要， 但多元主体下的治理格局仍未形成。
第三阶段是机构改革的规范化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这一阶段主要经历了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８年四次机构改革， 主要围绕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展开。 伴随着 １９９２ 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 １９９３年的机构改革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 打破了一元主导下的政府管理局

面， 市场逐渐在社会产品生产和社会资源分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开始形成政府—市场共同治理的二

元结构新格局； １９９８年的机构改革继续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国务院

组成部门由原有的 ４０个减少到 ２９ 个， 为此后的机构改革奠定了总体格局； ２００３ 年的机构改革响应

了国际化趋势， 改革方案提出了 “决策、 执行、 监督” 三权相协调的要求， 行政管理体制更加完善，
进一步转变了政府职能； ２００８年的机构改革侧重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制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着眼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 同时采用类似项目管理制度的方式进行机构改革， 以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和新要

求， 解决了 “九龙治水” 等职能交叉的问题， 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在这一阶段， 政府职能

定位渐渐清晰， 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 逐步实现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

转变。 社会组织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崭露头角， 社会治理朝着更加规范化方向发展， 形成了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第四阶段是机构改革的系统化阶段 （２０１２—）。 这一阶段进行了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两次机构改革，
主要以构建现代政府体系和实现治理现代化为核心。 ２０１３ 年的机构改革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的

“放管服” 为着力点， 通过政府改革与治理的顶层设计、 政府自身的改革增强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
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改革， 且深度、 广度和力度是前几次所未有， 使得在党领导下的以政府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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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不断优化； ２０１８年的机构改革， 则是运用整体设计的思维进行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方

位的重组。 此次改革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导向， 对党政机构进行总体布局， 更加注重机构改革推进

过程中的整体协调， 着力于实现机构改革的全面性推进，① 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这两次机构改革可以

说带有现代管理学的韵味， 主要以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为核心， 勾画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府

改革与治理的蓝图。 经过此次改革， 初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同步发展的治理体系， 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

框架也基本成型。
纵览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的十二次机构改革， 四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作中国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缩

影， 展现出治理体系中各个治理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形成和优化。 历次机构改革不仅精简机构人员、
提高行政效率、 明确政府职能、 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更为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

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组织基础和提供机构保障。 经过多轮的机构改革， 渐渐形成了战略思维、 系统思

维、 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科学思想方法， 指导着中国踏上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其

总体特征主要体现为宏观指导和微观落实两方面 （详见图 ２）。 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

论， 能通过战略目标、 战略部署、 战略理念和战略能力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事务的非日常性， 在机构

改革过程中， 这一思维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基层落实。 系统思维与战略思

维相辅相成， 能够通过资源整合和资源下沉推动战略思维中的顶层设计和基层落实相关目标的实现，
使其能相互配合最终形成整体。 创新思维则体现为每一次机构改革都是在当时情境下对以往改革的超

越， 是对制度创新的基础夯实， 体现了知难而进、 因地制宜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思维能力。 底线思维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可以直面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主动出击， 及时防范和化解改革过

程中遇到的风险。 在机构改革中把握底线思维，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并做到精准施策， 必然对实现治理

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 机构改革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设置一些诸如应急管

理、 能源管理等新的职能部门， 如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组建的应急管理部、 自然资源部等。 概言之，
战略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机构改革中从规划到实施的逻辑演进， 相应地

形成了以宏观上的顶层设计—资源整合—制度创新—全面推进与微观上的基层落实—资源下沉—夯实

基础—精准施策相结合为主的总体特征。

图 ２　 历次机构改革总体特征

　 　 首先， 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相结合。 顶层设计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掌舵的重要作用， 能够应对治

理过程中复杂的形势， 是多元主体进行合作和共同治理的重要环节。 从机构改革的历程来看， 渐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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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摸着石头过河” 向 “顶层设计” 的转变， 跨越了不同机构之间的利益鸿沟和超越了系统壁垒

的钳制， 朝着更加系统、 规范和协同的方向前进。 以机构改革的相关文件为例， 其从战略层面上对机

构改革的总目标、 路线图和时间表做出了详细的安排。 同时， 通过战略思维进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与

基层落实相结合， 才能发挥出组织变革的最大功效。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 各地市通过开展机构改革总

体情况督查评估、 会议研讨等方式确保各类机构改革落实到位， 有效地解决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弱化问

题， 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 此外， 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顶层设计与基

层落实相结合还体现在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的机构改革上。 从整个机构改革的历程来看， 每一次机

构改革都是对以往机构改革的超越， 而新的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往往建立在以往的改革方案的基层落

实上。
其次， 资源整合和资源下沉相结合。 资源的整合和配置不仅受组织战略的影响， 也受存量资源和

增量资源的束缚， 在顶层设计的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 资源与机构改革之间

具有紧密的联系， 不仅仅是组织适应外部冲击的有利条件， 更是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原动力。 资源整

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组织有限的资源能用在 “刀刃” 上， 如最新一轮机构改革整合了相关机构和职

能， 便是为了盘活存量资源和扩大增量资源， 解决机构重叠、 职能交叉和相互扯皮消耗资源的难题。
同时， 机构改革过程中除了资源整合外， 还以需求为导向， 坚持重心下移与资源下沉相结合， 通过科

学统筹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等资源， 优化结构、 增减平衡， 进一步充实加强基层一线的人力、 财力和

物力。 因此， 历次机构改革不仅仅是注重资源的整合， 也关注资源的下沉， 使得资源能够得到充分挖

掘和利用， 为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再次， 制度创新与夯实基础相结合。 创新发展是走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历次机构改革不仅

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和资源重新整合， 更是对现代官僚组织的理性化建构，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创新之举。 历次机构改革在功能、 制度和技术等层面推动政府机构及其组合方式的创新转变，
实现了政治与行政的耦合， 形成了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二者之间的合力， 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官僚组

织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和合法性危机。 制度创新的同时， 历次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注重实现

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的优化， 奠定了制度创新的组织、 法治、 人力资源和技术等基础。 换言之， 作为

一种 “渐进整合式治理” 的制度创新，① 历次机构改革逐渐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制度改良再到整体设

计的创新过程， 夯实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实现了向治理现代化的转变。
最后， 全面推进与精准施策相结合。 机构改革方案和策略在经过战略思维、 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

制定后， 需要通过全面推进的手段确保落实。 全面推进有益于理顺职责关系， 能够提高国家治理的整

体效能。 经过数轮尤其是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 目前已初步实现了横向统筹党政军群、 纵向统筹中央

地方乃至基层的整体性变革， 充分展现了机构改革全面推进的特点。 同时，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 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机构改革越来越显现出精细化的特征， 历次机构改革都

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党政机构职能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此外， 地方政府在落实机构改革方

案时能精准把握政策， 在完成 “固定动作” 前提下， 结合本地情况， 抓好机构改革的细化落实， 确

保机构改革的质量精细规范。 底线思维理念下的全面推进和精准施策， 促使机构改革朝着更高的目标

前进， 是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 走向中国特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探究

　 　 当前， “治理” 一词已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 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多元治理主体下追求个

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实现多要素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 都能够较好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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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创新， 实现从精简到优化、 从单一到多元和从内部到系统的转变， 逐渐

形成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良性互动的关系， 奠定了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础。 但

不可否认的是， 当前的机构改革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矛盾， 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仍需 “啃硬骨头”
和 “涉险滩”。 此外， 从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出发， 探究走向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体系所蕴含的核

心要素， 仍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意义。 因此， 需要立足于不同时代的机构改革， 在进行机构改革阶段划

分和总体特征概述基础上， 探究我国机构改革中党政军群等主体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初步

构建走向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 （详见图 ３），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学理支持。 该分析框架重视党的核心引领功能， 以人民为中心， 以国防保障作为基石， 充分发挥

政府、 市场、 社会这三种力量相互分工、 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撑的重要作用。

图 ３　 走向中国特色治理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第一， 重视党的核心引领功能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治和管理过程中处于核心地

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关键要素。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作为国家政治与管理过程中

的机构改革， 自然而然要贯穿党的全面领导这一主线， 发挥党的核心引领功能。 从新中国 ７０ 年的机

构改革历史可看出， 与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动力来源于社会、 民众不同， 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动

力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方针政策。① 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也表明， 只有重视党的全面领导，
才能有效克服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掣肘， 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实现政治

稳定、 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标。 重视党的核心引领功能建设不仅是重建机构职能体系的根本需

要， 也是全面完成机构改革任务的根本保证， 更是科学高效、 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方向标。 党政体制的形成、 党在国家治理事务中的最终决策权、 党员在治理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亦表明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重视党的核心引领功能建设。 其中， 从党政体制来看， 这一极具

中国特色的政党结构通过归口管理等形式， 超越了政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逻辑。 通过对历次机构改革

分析可以发现， 改革过程会以党中央的某个直属部门为主导， 整合部分政府机构， 建构一个局部性的

复合整体， 形成归口管理。 以党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宣部为例， 其通过 “宣传文化系统” 的方式领导

着文化部、 教育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政府机构， 对政府官僚制实现了重组。 从党的决策权来看，
由于我国的决策机制是政府政策之上再加政党决策， 党对重大事项有最终决定权。 以党中央决策议事

协调机构为例， 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顶层设计、 总体布局、 统筹协调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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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四大功能。 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从领导小组到委员会的改革， 加强和优化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

机构， 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从党员在治国理政中扮演的角色上来看， 分布在各行各业的

９０５９ ４万名党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中坚力量的作用， 党政机关里亦有 ７５６ ４ 万名

党员承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职责。① 在国家治理和机构改革中能否充分发挥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

作用， 并通过党员干部素质的提高推动治理能力的提升， 将会影响中国走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 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及能力提升。 政府是政党贯彻主张意志的主渠道， 而政府职能则是主张

意志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政府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其应担负的职责、
功能和作用的范围等进行转移和改变， 主要包含职能重心、 职能方式和职能关系的转变。 作为国家意

识和政府职能履行载体的党政机构， 其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核心要义与目的， 每一次政府职能转变

都意味着对政府机构的设置格局做出相应的变革。 在 ７０ 年来的机构改革过程中， 政府职能发生多次

转变， 经历了从一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下

的政府管理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治理的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前的四次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与

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的八次机构改革则是将政府机构职能转变作

为重心， 逐步调整政府与市场、 社会之间的关系， 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职能定位。 实践证

明， 这十二次机构改革就是运用机构设置的方式来响应政府职能转变， 虽然仍存在政府职能转变未完

全到位、 部分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 但是经过 ７０年的实践探索， 机构改革适应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并

不断朝着治理现代化方向前进。 除了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执行能力能否有效提升也会对治理现代化产

生重要影响。 政府执行力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包含政府执行的能力和效能， 这种实践的能力

能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得到有效落实， 提高政府效率。 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 组建了应急管理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一大批新的部门， 调整的力度和数量是往届机构改革无法比拟的， 深刻彰显提高政

府执行力、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第三， 重视群团与社会组织活力提升。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 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 改革

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 有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活力， 更好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

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群团组织是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基础和依托， 起着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

梁和基础的作用。 重视群团组织， 深化群团组织改革， 激发群团组织的工作活力， 是增强群团组织的

政治性、 先进性和群众性的重要方式方法。 群团组织能够代替政府承担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能， 在走向

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理顺群团组织与党务工作部门之间

的关系， 完善群团组织的组织结构设置和工作方式。 社会组织是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重要载体， 是

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 在当前的机构改革中， 提出了凡是社会能办好

的就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的政策主张， 社会组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我国社会组织具有分担政府

责任、 配置社会资源、 促进基层民主、 净化社会风气等作用， 日益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决策事务

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社会管理民主化、 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下， 社会力量以其特有的优势， 在

许多领域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 因此， 重视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能激发社会活力， 即通过

制度保障促使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 具言之， 一方面通过政策扶持、 重点

培育、 规范管理、 加强指导和落实监督等措施， 避免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出现行政化倾向， 推动其健

康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 加强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自

主权， 激发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 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走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第四， 重视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 作为一种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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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能够生产和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各种私人物品和服务项目， 另一方面通过纳税为政府的财政提供

支持。 作为经济运行的中枢和集中体现， 市场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面对人力、 资本等各种有限

的经济资源， 能通过自身的优势以私人完全提供公共物品、 特许经营、 使用者完全承担三种形式将相

关资源进行最优配置， 从而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合理运用。 其中， 资源配置能力主要由经济体制、 政

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组织水平和产业结构等组成。 在经济体制方面，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构

建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 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和提高资源

配置的效率。 在政府经济管理能力方面， 政府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能有效弥补由于市场失灵导致

的问题， 形成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 从历次机构改革可以看出， 机构改革的内容与市场经

济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 尤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成为我国机构改革的重要动

力来源。 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市场能够在某些方面弥补政府在调控经济过程中因固有缺陷而导

致的 “政府失灵”， 为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提供支持和保障， 是治理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核

心要素之一。 因此， 在实现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新力。 同时， 实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目标， 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关系， 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的公共行政体系， 提升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
第五， 重视国防保障社会安定稳定的能力建设。 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需

要强有力的国防保障。 国防在促进社会安定稳定中发挥着基石作用， 是所有工作开展的 “稳定器”
与 “压舱石”。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国防建设， 并根据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

变化及时调整相应机构。 在国防建设中， 一方面， 离不开经济建设的支持，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二者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规划统筹、 整体推进。 如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通过跨军地改革把国防和军队

建设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当中，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另一方面， 需要重点增强国防力量。 国防力量

的发展依托于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格局， 依赖于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能力的形成。 新时代军民融合

是一个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 渐渐具备了高度协同和不断兼容的特征，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

重要的保障。 此外， 在机构改革中通过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能够

从军人保障的层面上增强人民军队的战斗能力， 亦是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举措。 重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

设， 构建国家的安全防护体系，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对内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外能展示大国风采并保持国家威慑力， 确保我国能在当前复杂的世界纷争中独立和有效地发展， 是

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党政机构改革的自我革新与自我强化， 是应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

的必经之路。 但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面临着由于治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对象复杂化、
治理方式多样化和治理过程层次化所引发的困境， 未来的公共治理和机构改革如何克服上述困扰， 从

全局性和公共性出发， 系统着力， 在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形成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现代化体系框

架， 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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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 政府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田玉麒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 从功

能结构的视角出发， 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 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

法性的辩证统一。 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 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 “以

能定责、 以责赋权” 的创新理念， 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 厘清政府纵向、 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 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 在组织结构调适

层面， 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 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 构建协

同型政府， 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 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关键词： 政府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 职责体系； 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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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优势的重

要载体，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管理社会事务稳定有序高效、 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的执行机制。 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发挥与结构设置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实践效能具有关键作用， 是从行

政体制角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提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构建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

系”①， 是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愿景展望， 这为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为

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勾勒了蓝图， 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确立了路径。

一、 职责体系与组织结构： 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关键维度

　 　 一般意义上讲， 政府治理是 “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②。 在中国

政治话语体系和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情境之中，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和次级活动， 其基

本含义可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之下， 政府行政机关作为治理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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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管理社会事务稳定有序、 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政

府治理体系则是这些活动的综合与集成， 是政府行政模式和治理行动的系统性表达， 是涵盖了治理主

体、 治理理念、 治理过程、 治理效能等综合元素的整合性框架和有机系统。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

统， 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 在此意义上， 强化政府

治理体系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整体把握和准确理解政府治理体系的理论内涵

和基本构成是恰当讨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前提。 在没有对政府治理体系理论内涵的关键维度

进行深入解析的情况下， 讨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难免有失偏颇或陷入片面性陷阱。
本文尝试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出发， 阐释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发挥与结构配置的理论内涵， 从而揭

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本文的结构功能视角是对西方政治学界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和扬弃。 在政治学领域， 阿尔蒙德率先将结构功能主义运用到政治系统分析中， 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

构和政治功能解释政治系统的运转规律。 其中， 政治结构是指 “由各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作用的角

色组合”①； 政治功能则是政治结构活动在体系、 过程和政策层面产生的后果或影响。 本文将功能和

结构视为理解政府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维度， 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维度是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

所应承担的职责， 涉及政府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政府治理体系的结构维度是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 涉

及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
政府职责体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维度， 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的重要基础。 从

学理角度看， 有学者将政府职责体系界定为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组成的有机整

体”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职责体系的应然状态， 即政府职责体系不等同于 “堆积木”， 不

是各项政府职责的简单叠加， 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的、 相互依赖的、 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 也应看到，
政府职责体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除了涉及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任务之外， 还应包含这些工作任

务的属性与定位、 内容与边界、 类型与特征等。 从实践角度看， 政府职责体系是政府职能转变、 责任

政府建设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从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来看， 我国经历了从强化政府职权行使， 着眼于

政府可以做什么， 到探索政府职能结构， 揭示政府能够做什么， 再到构建政府职责体系， 强调政府应

该做什么的过程。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过程， 反映了政府治理理念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

位的转变。 基于这样的转变， 政府职责体系的构建不应该从政府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出发， 而应该从政

府责任的角度出发。 由此来看， 政府职责体系是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所应担当的责任和所需发

挥的功能， 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政府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的结构维度， 是政府履行职责的组织保障， 它集中反映了政府职责

履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 为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提供了主体支撑， 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环节。 从基本形态来看， 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体现为纵横交错的条块网络， 一方面涵盖了从中央国务

院到基层乡镇政府的纵向组织体系， 另一方面包括了行政区划内由职能部门组成的横向组织体系。 有

学者将这种组织结构形态称为 “在继承本国传统的基础上， 借鉴科层制而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科

层制”③。 从涉及对象来看， 政府组织结构既涉及政府自身内部机构设置、 编制管理、 行政区划等，
又涉及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边界问题。 作为政府治理的行为主体， 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

政府组织体系， 才能让治理行为更有效率。 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要求， 我国不断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

革， 都把政府组织结构调适作为重要任务， 通过精简机构提升了行政效率、 通过转变职能理顺了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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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 体现出从政府自身建设到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

逻辑。① 当然， 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 当前政府组织的机构设置、 职能布置、 权责配置与治理现代化

的要求还存在差距， 诸如机构设置不够科学、 职能转变不够到位、 权责划分不够合理等问题依然存

在。 这些问题亟待在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解决， 需要通过更加成熟定型的政府组织结构

予以保障。
作为功能维度和结构维度， 政府职责体系反映了政府治理体系的绩效合法性， 组织结构体现了政

府治理体系的形式合法性， 二者统摄于整体性、 系统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中，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方

面， 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引领政府组织结构调适， 另一方面， 政府组织机构保障政府职责体系效能发

挥。 具体而言， 政府职责体系代表着政府主体的工作内容和治理任务， 深层意涵则是政府为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 保障社会事务稳定有序、 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所进行的系列活动， 具有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的优先性。 为了保障政府主体履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需要对政府组织结构进行调适， 以适应政

府职责体系优化的目标。 政府组织机构是政府主体的组合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府行为方式以

及履职能力。 科学、 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则是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的组织保证， 也是政府治理体系效能

发挥的组织保证。 政府职责体系与组织结构的辩证统一， 意味着政府治理体系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

性的辩证统一， 兼顾了治理效能与机构改革的双重需求， 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性维度。

二、 职责体系优化： 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功能进路

　 　 “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直接关系到诸如机构改革、 条块治理、 央地关系等很多现实性问题的探

索”②， 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功能路径。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构成元素多、 涉及范围广、 面临任务

重， 必须紧密围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从原则理念、 内容界限、 路径方略等层面着重考量。
首先， 就原则遵循与理念创新而言，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应始终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 树立

“以能定责、 以责赋权” 的新型理念。
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就是要厘清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所要履行的职能

和所应承担的责任， 其本质是政府权责关系的整合与重构。 现代民主社会的责任政治为我们确立政府

权责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责任政治中， “公共权力的责任就是 ‘治理他者’， 而治理他者的前提

又要保证 ‘治理自我’ ”③。 这实际上对权力和责任关系进行了规范， 即权责一致、 相互匹配。 从这

个角度出发， 作为理想型政府形态的责任政府， 其职责体系优化也应遵循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 权责

一致从两个方面阐明了政府主体履行职责和拥有权力相匹配的基本原理： 一方面， 为保证政府能够高

效履行职责， 应赋予其足够的权力； 另一方面， 政府的权力赋予应以能够履行职责为限。 质言之， 如

果政府缺乏权力， 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会丧失实际效力， 难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政府治理作

用； 但若对政府权力不加限制， 任由发挥， 则存在权力集中、 权力扩张和权力冲突的危险。 因此， 必

须给权力设置界限， 明确与权力相一致的政府责任。
然而， 以往政府在确立权责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从权力中心或自身利益出发， 存在争权夺利的现

象， 权力级级上收， 责任却层层下放， 产生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 “权力本

位” 下 “以权定责” 理念作祟。 因此， 政府职责体系优化需要更新权责配置理念。 从 “权力本位”
转向 “责任本位”， 变 “以权定责” 为 “以能定责、 以责赋权”。 具体来看， 以能定责就是根据政府

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力大小和功能发挥来确定其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在 “权力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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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责任是根据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分配的， 将权力置于能力之前，
政府治理不看能力靠权力， 但很多公共事务有能力办的政府无权办， 有权力办的政府办不了， 最终导

致公共事务治理责任主体的缺失。 在 “责任本位” 下， 不再以权力作为确定公共事务治理责任的依

据， 而是以能力作为公共事务治理责任界定的基础， 能力多大， 责任多大， 这是政府协同高效治理公

共事务的基础条件。 以责赋权就是根据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所承担责任大小赋予其相应公共权

力。 在 “权力本位” 下， 权力是政府治理的主导条件， 政府可以通过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对公共

事务形成支配， 但由于权力的扩张性、 界限模糊、 交叉重叠等， 致使在一些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
政府责任不明确， 导致政府职责履行出现重复、 缺失、 冲突等矛盾， 影响政府治理效能。 在 “责任

本位” 下， 政府依据其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承担相应责任， 并根据责任界限

赋予相应公共权力， 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匹配， 确保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既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又能够做到不推诿、 不逾矩， 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避免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权力腐败。

其次， 就内容构成与权责界限而言，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应进一步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

容， 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如前所述， 政府职责体系是政府及其部门所承担职责构成的有机整体， 是包含了诸多要素的复杂

系统。 因而，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基本前提是明确其包含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优

化政府职责体系要 “完善政府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①。
这明确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基本内容， 即不断提升经济调节能力， 关键在于深入推进 “放管服”
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宏观调控能力； 要强化市场监管职能， 关键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责任分工， 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 市场价格、 市场竞争实现效益和效率的双优化， 严格

市场监管、 质量监管和安全监管， 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弥补市场缺陷； 要加强社会管理， 关键

在于建立守信鼓励和失信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关键在于创新公

共服务供给机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可及性， 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关

键在于健全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制度， 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考核机制等。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还要理清政府的权责关系， 明确政府权责界限和范围。 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的

建立是明确政府权责界限和范围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 通过权力清单建设厘清政府部门的权力界限，
清理一些宪法法律和法规规章没有明确、 不符合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的公共权力。 权力清单有助于明

确政府在其能力范围内和责任范围内所拥有的治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及其界限， 对哪些事情可为、 哪些

事情不可为进行了限定，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规范了政府部门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的权力运

行。 权力清单还对政府所必须行使的核心公共权力进行了明确， 对于消极行使、 不正当行使或者越轨

行使权力的现象进行了规范， 是在责任范围内赋权履责的必要保障。 与此同时， 权力清单还是政务公

开的基本要求， 将政府权力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布， 使其在阳光下运行， 时刻处在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之下， 符合阳光政治建设的内在精神。 另一方面， 通过责任清单建设细化政府部门职责、 厘清政府责

任边界、 健全责任监管制度， 旨在强化政府部门的责任观念， 形成以责任为主导的职能划分、 权力分

配理念。 对于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而言， 建立责任清单制度有助于明确政府部门的积极责任， 即政府

部门所应承担责任内容、 责任范围、 责任边界， 与此同时也有助于为政府部门承担消极责任提供依

据， 即对于拒不履行责任或无法有效履行责任的主体进行问责究责时， 责任清单能够提供制度依据。
最后， 就推进路径与实践方略而言，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应厘清政府纵向、 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

的内在关联， 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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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政府体系特征和理论分析便利，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推进路径和实践方略可以从三个层

面考虑： 其一， 政府纵向职责体系优化要因层制宜。 纵向职责运行机制主要指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

层级政府间的职责运行机制， 通常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 地方上下级政

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等。 对于中央和地方、 地方各层级政府而言， 要理顺权责关系， 明确宏

观与具体事权的划分， 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共同事权， 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 规范垂直管理体制

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按照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承担本层级公共事务治理责任，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与

责任相匹配的事权， 避免力微责重、 责微权重或者责重权轻， 要根据本层级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分配

权责。 其二， 政府横向职责体系优化要衔接有序。 横向职责运行机制主要是指同级政府之间以及同级

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运行机制， 通常是指同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 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

的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等。 对于同级政府之间、 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 要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明确

事权， 理顺权责关系。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 按照自身能力获取对相应公共事务的责任和事权， 彼此衔

接有序， 做好自己分内职责， 权责不越轨、 不缺失， 彼此协同且互不干涉。 其三， 政府条块职责体系

优化要统筹协调。 条块职责运行机制具有特殊性， 作为其职责主体的政府既要明确纵向事权划分和职

责关系， 又要明确横向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 同时还要统筹协调两个向度的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 对

于政府条块职责而言， 既要统筹纵向和横向事权划分和职责关系， 避免条块分割， 又要协调公共事务

治理过程中的职责划分， 避免碎片化问题。

三、 组织结构调适： 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结构进路

　 　 政府组织结构属于上层建筑， 与政府职责体系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 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设置，
对于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提升治理效能至关重要。 政府组织结构调适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

为中心的基本原则， 依据优化职责体系的具体要求， 调整政府自身内部组织结构设置， 并理顺政府组

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
首先， 就政府组织结构调适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而言， 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
如果说政府职责体系是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体系， 目的在

于明确政府的权责范围， 使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不推诿、 不逾矩， 确保政府治理的高效。 那么

政府组织结构则是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责任主体的配置关系， 目的在于明确政府职责的履行主体，
即公共事务治理的直接参与者。 为了适应政府职责体系优化进程， 确保政府主体履责有力、 治理有

效， 政府组织调适就是要妥善回答政府组织设置和关系结构如何做的问题， 不仅要实现 “物理变

化”， 更要发生 “化学反应”。 而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明确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 ２０１８ 年党的十

九届三中全会提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遵循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 “优化就是要科学合理、 权

责一致， 协同就是要有统有分、 有主有次， 高效就是要履职到位、 流程通畅”①。 这不仅是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要遵循的原则， 也是政府组织结构调适所要坚持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 就政府组织结

构调适而言， 优化是指政府机构设置应做到科学合理。 当前， 我国政府机构设置仍存在诸如机构重

叠、 权责交叉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 应通过法定形式明确机构设置、 职能划分以及权责分配。 协

同是指不同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 检验政府机构设置是否完善的关键指标就是看其能否高效运

转。 这就需要强化部门联动和沟通， 形成合力。 高效是指政府组织的运转效率。 政府机构设置不优、
协同不力， 必然导致运行不畅。 高效则是通过优化机构设置、 增强部门协同， 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实现

最高的治理效果。 优化、 协同、 高效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关联， “优化包含着协同，
协同必须建立在优化基础之上； 优化、 协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高效， 只有做到了优化、 协同，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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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高效”①。
其次， 就政府内部组织机构调适而言， 注重强化各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 构建协同型政府。
“治理体系能否发挥作用， 关键在于内部要素之间的衔接、 配合”②。 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的执行主

体， 政府组织的结构形态与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制度优势能否凸显、 治

理效能能否提升。 因此， 在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府组织结构调适进程中， 首先要解

决内部衔接与配合问题。 就目前中国行政体制的现状来看， 条块网络以及职责同构的组织结构在一定

程度上对于强化任务传递以及内部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也造成部门分割以及治理碎片化等现实问

题。 因此， 理顺政府内部组织结构关系，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职责同构， 科学定责确权， 消除部

门本位主义”③。 为此， 可以通过构建协同型政府以加强政府内部组织结构的衔接与配合。 协同型政

府是变革时代面对新型行政生态、 新型治理结构和新型主体间关系而提出的政府形态。 其主张打破各

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的行政边界与组织边界， 整合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的行政力量、 资源共同参与公共

事务治理， 以协调合作克服本位主义， 实现协同共治。 根据我国当前的政府组织形态和行政体系， 可

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其一， 强化政府组织机构的层级协同。 层级协同是政府纵向组织机构的协

同， 主要包含中央与地方协同和地方政府层级协同两个方面。 这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的体制机制， 理顺层级政府的权责关系和事权划分， 加强组织间的沟通协调， 形成关于政府治理

的共同理解和合作共识， 以消解潜在的矛盾与冲突。 其二， 强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区域协同。 区域协同

是在处理跨地区公共事务过程中政府内部组织结构的协同。 属地管理是块状政府组织权责划分的主要

依据， 区域政府只对本辖区内的公共事务具有管辖权。 然而， 环境污染、 公共危机等跨域问题的出现

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正视行政区划导致的刚性限制， 强化政府沟通。 “协调政府间关系是机构改革和

政府治理的永久挑战”④。 这要求地方政府在处理跨区域公共事务过程中， 着力统筹利益关系， 兼顾

公平与正义， 在强化协同的前提下追求政府区域协同治理的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 “要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实行扁平化管理， 形成高

效率的组织体系”⑤， 这对实现政府组织结构的区域协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三， 强化政府组织机

构的功能协同。 功能协同是政府内部职能部门间的协同。 以职责内容确定组织部门是我国政府机构设

置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国务院各部委、 直属单位， 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都是按照

这一原则设立。 原则上， 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其职责划分行使权力或参与治理行动。 但当公共事务明显

超出单一职能部门的管辖范围时， 需要多部门协同行动、 共同参与。 为克服部门之间推诿扯皮、 推卸

责任等现象， 就需要强化职能部门之间的功能协同。 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意尊重事权和兼顾公平， 以

法定程序设置机构、 确立责任、 赋予权力， 统筹利用资源， 并注重节约成本， 提升治理效能。
最后， 就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结构调适而言， 着力强化新型互动关系， 构建协同型治理

体系。
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 政府除了需要通过优化自身组织结构以提高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之外，

还作为 “有形之手” 参与市场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治理， 同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 对社会公共事务进

行治理。⑥ 政府和市场、 社会的协同互动关系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把国

家治理体系视作多层次、 立体化的宏大系统结构， 那么， 处于整个系统结构顶层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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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大要素构成的子系统， 处于系统结构底层的是由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等要素构成的子系统， 而处于中层的则是政府和市场、 社会协同互动构成的关键传动子系

统。① 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 社会协同互动构成的子系统既承载着传递顶层子系统战略决策和价值取

向的功能， 同时又为底层子系统中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等要素的发展起支撑作用。 就此而

言， 政府需要妥善处理与市场、 社会的关系。 此外， 政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组织， 还需要努力维护与

人民的关系。 这既是由我国政府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也是由

政府合法性来源决定的， 只有妥善努力维护与人民的关系， 及时回应人民需求、 充分满足人民意愿，
才能取得人民支持， 进而获得合法性。 具体来看， 其一， 在强化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互动时， 尊重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实现 “有效市场” 和 “有为政府” 的有机统一，
通过强化 “放管服”，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 其二， 在强化政府和社会的

协同互动时， 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政府行政体制改

革过程中， 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可及性。 其三， 在强化

政府和人民的协同互动时， 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 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衡

量标准， 做到为人民服务， 受人民监督。 同时， 坚持政府组织结构优化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 充分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扩大人民群众参与渠道， 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受的治理格局。
政府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行政主体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综合，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

成。 本文尝试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加深对政府治理体系的理解， 认为职责体系是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面

向， 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的结构面向， 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机构共同构成了政府治理体系绩效合

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 从这个角度出发， 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优化政府职责体

系， 调适政府组织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 政府职责体系优化与组织结构调适是密切关联、 相互作用

的， 应坚持统筹推进， 通过职责体系优化引领组织结构科学合理设置， 通过组织结构调适保障政府履

责能力建设， 共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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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的研究主题与前沿热点

———基于 ＣＳＳＣＩ文献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佟德志１　 林锦涛２

（１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２ 天津师范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要： 协同治理是当下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 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
以协同治理为主题的 １３４０篇 ＣＳＳＣＩ文献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协同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 主题

分布与前沿热点。 研究发现， 国内协同治理研究总体呈现多元化、 多层次的特点； 研究主题涵盖了治理主

体研究、 治理客体研究、 治理模式研究和治理价值研究； 近两年形成的前沿热点有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
协同发展、 新时代和乡村振兴。 协同治理研究也存在不足， 今后应当加强作者、 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拓展

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协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知识图谱； 治理主体； 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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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是新型的治理理论， 广泛地运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之中， 致力于构建正式的、 协商

的、 具有共识性的集体决策程序。 它要求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与利益攸关的非国家行为者直接

接触， 通过共同参与和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决策， 力图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① 随着治理理论在中

国的兴起， 协同治理也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进入中国。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

会在社会治理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增添了 “共治” 理念， 提出要 “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

商、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 在此背景之下， 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 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焦点。 而协同治理作为以共治为原则、 以善治为目标的治理新模式也成

为学术界研究的主题。

一、 协同治理研究的发展

　 　 对于国内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 已有学者做出了评估。 鹿斌和周定财以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０６
篇论文为研究对象，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回顾了协同治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历程。③ 黄思棉、 张燕

６０２




华参考了 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２０篇文献， 梳理了协同治理研究的进展， 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① 杨

华峰、 杨蕾对 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１４年的 ７４０篇协同治理文献进行了分析， 对未来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做出

了预测。② 但是， 由于上述研究的时间较早， 而协同治理文献数量自 ２０１６ 年激增， 因此需要进行全

新综述。 同时， 这些研究都没有使用国际流行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此，
本文对协同治理研究领域进行全景式回顾， 以期总结研究现状、 发现研究规律， 进而为国内学者的进

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本文所使用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数据库。 通过高级检索将主题设置为 “协同治

理”， 来源类别设置为 “ＣＳＳＣＩ”， 检索到期刊文献 １３４１ 篇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检索）。 经过对文献的

检查， 剔除无效文献后， 得到有效文献 １３４０ 篇。 文献的时间跨度为 １７ 年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是国内认可度最高的索引， 其选登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 因此以 ＣＳＳＣＩ作为数据来源， 能够更为准确、 可靠地把握国内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

规律。
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可视化软件进行研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是 ２００４年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教授运用 Ｊａｖａ 计算机编程语言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近年来在文献定量研

究中被广泛运用。 运用该软件所绘制出的科学知识图谱 “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 又是序列化的知

识谱系， 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 结构、 互动、 交叉、 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

系， 而这些复杂关系正孕育着新的知识的产生”③。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数据转化并生成数据库，
便可对作者、 研究机构、 关键词等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通过生成作者共现图谱、 机构共现图谱、 关

键词聚类图、 关键词时空图以及关键词突现图， 便可发现国内协同治理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机构及

其合作情况， 展示研究主题的结构特征， 梳理研究脉络， 挖掘协同治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
研究主题的热度和发展态势可以通过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变化趋势衡量。 由图 １可知， 国内协同治

理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 可见国内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正在逐渐升温。 根据不同时期的

增长速率， 可以将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协同治理领域历年文献量 （篇）

　 　 第一阶段是协同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 时间跨度是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 从文献数量来看， 该阶段的

文献数量较少， 除 ２００７年达到 ５篇外， 其余年份均低于 ３ 篇， 可见起步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协同治理

理论的关注度有限。 从历史背景来看， 第一篇文献发表的时间是 ２００３年， 在党的十六大 （２００２年 １１
月） 明确提出 “科学发展观” 重大战略思想之后； 大多数文献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和公司治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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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协同治理被学者们视为推动经济科学发展和提高公司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 可见， 这些文献正是

学术界对 “科学发展观” 的积极回应。 尽管该阶段的文献数量不足， 但在政策的导向作用下也暗含

着发展潜力， 在经济领域对协同治理理论的探索也为下一阶段的扩展研究积聚了力量。
第二阶段是协同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 时间跨度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从文献数量来看， 虽然起初

该阶段文献数量增长的程度存在减弱和停滞的迹象， 但是总体而言相比上一阶段有了较为明显的提

升， 平均每年新增文献近 ２０ 篇， 并且显现出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从历史背景来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 大会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 “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强调 “建设服务型政府，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 正是在这些方针政策的影响下， 国内关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开始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与社会领域， 从关注公司治理转向关注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会具体问题。
第三阶段是协同治理研究的激增阶段， 时间跨度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 从文献数量来看， 这一阶段

的激增体现在 ２０１３年的文献数量首次突破 ５０ 篇， ２０１４ 年文献数量更是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倍多， 并且此后

每年都在快速增长， 没有减少的迹象。 尽管图 １显示的 ２０１９ 年文献数量有所回落， 但是考虑到本文

对文献资料的统计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９日， 未能涵盖 ２０１９年的全部数据， 因此有理由推测 ２０１９ 年

新增文献数量较之 ２０１８年仍会有较大增长。 从历史背景来看， 该阶段的文献激增现象与党的十八大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大提出 “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共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 “加强社会建设， 必须加

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①。 自此， 协同治理研究成果开始显著增多。 而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立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更是推动了协

同治理理论的研究热潮的出现。

二、 协同治理研究的基本主题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设置界面中， 设置时间切片为 １， 节点类型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为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 阈值为 Ｔｏｐ５０， 随后对可视化结果进行分析。

１ 关键词词频分析

将表达内容相同的关键词进行合并， 如将 “协同” “治理” 和 “协同治理” 合并为 “协同治

理”。 然后选取协同治理研究领域的前 ３０个高频关键词， 便可得到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协同治理领域高频关键词 （Ｎ≥３０）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１ 协同治理 ５３４ ０ １９ １６ 政府 １６ ０ ０５
２ 社会治理 ６８ ０ ０９ １７ 公共服务 １６ ０ ３４
３ 京津冀 ３８ ０ ０１ １８ 协同机制 １５ ０ ２１
４ 国家治理 ３１ ０ ０６ １９ 治理机制 １４ ０ １８
５ 协同创新 ３０ ０ ３８ ２０ 新时代 １４ ０ ０１
６ 大数据 ２６ ０ ０６ ２１ 食品安全 １４ ０ １９
７ 多元主体 ２６ ０ ０４ ２２ 京津冀协同发展 １４ ０ １１
８ 社会组织 ２５ ０ ３５ ２３ 治理体系 １２ 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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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环境治理 ２３ ０ ０３ ２４ 协同发展 １２ ０ ０４
１０ 整体性治理 ２２ ０ ３５ ２５ 治理能力 １２ ０ ４４
１１ 网络治理 ２２ ０ ０７ ２６ 治理模式 １１ ０ １１
１２ 地方政府 ２２ ０ ８０ ２７ 协同创新中心 １０ ０ １９
１３ 社区治理 ２１ ０ ０７ ２８ 公共管理 １０ ０ ２１
１４ 政府治理 １９ ０ ０５ ２９ 乡村振兴 １０ ０ １４
１５ 大气污染 １８ ０ １０ ３０ 碎片化 １０ ０ １９

　 　 高频关键词可以展示学者们使用最频繁的专业术语， 这些专业术语便构成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问

题。 表 １中， “协同治理” （５３４）、 “社会治理” （６８）、 “京津冀” （３８）、 “国家治理” （３１）、 “协同

创新” （３０）、 “大数据” （２６）、 “多元主体” （２６）、 “社会组织” （２５）、 “环境治理” （２３） 是出现

频次较高的关键词。 我们发现， 这些高频关键词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表明协同治理有着非常明

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向。 一方面， 这些高频关键词表明了国内协同治理理论研究与党和国家提

出的重大实践问题相联系， 体现了国内学者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积极响应。 如 “国家治理”
和 “社会治理” 对应的便是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京津冀” 对应

的便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 这些高频关键词也表明国内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

比较好的框架体系， 包括了协同治理的主体 （多元主体、 社会组织）、 客体 （京津冀、 环境治理）、
方式 （协同治理） 和价值 （协同创新） 等方面， 从多种层次、 多个角度构成了国内协同治理领域的

研究热点。
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设置界面中， 勾选修剪选项 （Ｐｒｕｎｉｎｇ） 中的关键路径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修剪合并

后图形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可视化界面中将聚类标签设置为关键词， 选择算法 ＬＬＲ， 最

终得到聚类图谱。 该图谱的模块值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Ｑ） 为 ０ ８５３４， 大于 ０ ３， 意味着最终划分出来的模

块结构是显著的； 平均轮廓值 （Ｍｅａｎ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为 ０ ５６６７， 大于 ０ ５， 意味着聚类的结果是合理的。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协同治理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９０２协同治理的研究主题与前沿热点



　 　 按照同质性标准对图 ２中的 １７个聚类进行分类整理， 最终得到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协同治理领域关键词聚类表

类型 聚类编号 聚类名称 Ｓｉｚｅ

治理主体研究

＃２ 国家治理 １９
＃７ 基层治理 １６
＃８ 治理结构 １５
＃９ 公共治理 １４
＃１６ 社会治理 ８

治理客体研究

＃０ 公共体育服务 ２８
＃３ 京津冀 １９
＃５ 协同创新中心 １６
＃６ 药品安全 １６
＃１０ 共享单车 １４
＃１１ 风险治理 １３
＃１４ 生态治理 １２

治理模式研究
＃１２ 大数据治理 １３
＃１３ 生态化治理 １２

价值研究

＃１ 协同创新 ２０
＃４ 制度效率 １６
＃１５ 公众参与 ９

　 　
　 　 如表 ２所示， １７个聚类可被划分为 ４ 种类型： 治理主体研究、 治理客体研究、 治理模式研究和

价值研究。
首先， 治理主体研究包括聚类＃２国家治理、 聚类＃７基层治理、 聚类＃８治理结构、 聚类＃９公共治

理、 聚类＃１６社会治理。
聚类＃２国家治理与聚类＃８治理结构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多元协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等。 例

如， 于江、 魏崇辉指出，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应当将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通过重新建构政府、 社会与公民的

关系解决中国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①

聚类＃７基层治理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党政统合、 多元合作、 公众参与等。 如孙莹指出， 在基层

治理中， 唯有发挥党政统合的基层治理优势， 注重多元社会组织培育， 推进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完善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 才能够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②

聚类＃９公共治理和聚类＃１６社会治理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社区治理、 公共服务、 碎片化等。 如吴

素雄、 吴艳以温州社区公共服务为例， 指出温州政府传递公共服务的碎片化问题主要由政府分工的非

竞争性质引起， 主张在公共服务的传递中增加竞争元素， 在社区治理中建立跨部门、 跨界域的协同治

理框架后， 还要充实社区治理工作者数量、 提高工作者质量。③

其次， 治理客体研究包括聚类＃０公共体育服务、 聚类＃３京津冀、 聚类＃５ 协同创新中心、 聚类＃６
药品安全、 聚类＃１０共享单车、 聚类＃１１风险治理和聚类＃１４ 生态治理。 虽然此分类包含的聚类较多，
但这些聚类具有共同的特征， 即充分关注社会具体问题。 通过分析以上 ７种聚类可知， 国内协同治理

领域关注的社会具体问题主要有公共体育事务、 京津冀的区域性协同发展、 不同地域的协同创新中心

０１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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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药品质量与安全问题、 城市共享单车问题、 社会风险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等。 这些聚类既展示

了社会中存在的热点问题， 也说明了国内协同治理研究并非局限于理论层面， 而是与社会具体问题进

行了紧密结合。
再次， 治理模式研究包括聚类＃１２大数据治理和聚类＃１３生态化治理。
聚类＃１２大数据治理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智能化、 智慧化、 数字化治理和互联网治理等。 如孟天

广、 赵娟指出， 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应当借助科技的力量， 大数据时代的治理具有环境

复杂化、 诉求多元化和场景网络化的特点， 基于此， 利用大数据建立多主体协同、 信息均衡、 数据驱

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①
聚类＃１３生态化治理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动态化治理、 政治生态、 美丽中国等。 如王遐见指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 我国社会生态化治理模式也应随之更新， 要发展出一套具有协同治

理特色的新型生态化社会治理模式。②
最后， 价值研究包括聚类＃１协同创新、 聚类＃４ 制度效率和聚类＃１５ 公众参与。 总的来看， 这些

聚类涉及了协同治理的多种价值要求， 包括创新、 效率、 责任等。
具体来看， 聚类＃１协同创新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等。 如尹栾玉认为， 我国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 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必须在协同治理框架下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组织模式。 深圳市 “织网工程” 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提供

了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新模式。③ 王宏斌认为， 我国亟需改善京津冀地区日益严重的

生态环境问题， 应当打破京津冀原有的制度安排， 构建起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 以此助

推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④ 王振兴、 韩伊静、 李云新则指出， 大数据技术给社会带来了全面且

深刻的影响， 同时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我国应该从协同治理与数据共享并

进、 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同步、 技术应用与风险防控并举、 价值引领与技术治理融合四个方面， 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⑤
聚类＃４制度效率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服务绩效、 协同增效等。 如陈伟、 殷妙仲以华南城市某社

区的 “混合行动秩序” 为例， 讨论了 “协同治理能否落地于本土情境、 形塑一种制度性框架”， 透析

了我国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中生成的 “协同治理” 及其在 “服务效能共谋” 中的具体表现， 提出了

“协同式合作秩序” 理论。⑥
聚类＃１５公众参与包括的关键词主要有数据开放、 社会资本等。 如胡海波、 娄策群提出， 传统管

理模式的主体都是单一的， 数据治理作为政府、 企业、 社会团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实现了治

理主体的变革， 主张通过开放的数据思维、 充分的数据共享、 精准的数据应用实现政府管理与公共参

与相统一的协同治理模式。⑦ 张继亮、 王映雪指出， 协同治理是治理的高级形态， 现代治理要求多元

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有效协同， 因此在协同机制方面，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当增进共识与互信， 累积

社会资本， 从而为协同治理联合行动提供信任、 规范和网络机制保障。⑧
３ 关键词时空图分析

关键词时空图可以直观反映国内协同治理研究领域每一年的热点关键词， 继而区分该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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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遐见： 《论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新范式》， 《现代哲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尹栾玉：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重构———以深圳 “织网工程” 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王宏斌： 《制度创新视角下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河北学刊》 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王振兴、 韩伊静、 李云新： 《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 解读、 困境与路径》， 《电子政务》 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陈伟、 殷妙仲： 《协同治理下的服务效能共谋———一个华南 “混合行动秩序” 的循证研究》， 《学习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 １０期。
胡海波、 娄策群： 《数据开放环境下的政府数据治理： 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９年第 ７期。
张继亮、 王映雪： 《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效能提升的三重维度》，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阶段、 分析发展趋势。 图 ３是本文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制成的频次在 １０ 次以上 （包括 １０ 次） 的关键

词时空图谱。 通过观察图中展示的关键词的年度分布， 可以验证前文对发展阶段划分的合理性。 因

此， 这里继续结合前文的阶段划分方式对协同治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分析。

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协同治理领域关键词时空图谱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是协同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少 （仅有 ９ 篇）， 所以

在时空图中未能展示任何有关的研究主题。 通过对这 ９篇文献的阅读可以发现，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多是围绕公司治理展开的， 研究总体呈现出角度单一、 发展不成熟的特点。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是协同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此阶段， 协同治理首次作为热点问题

出现， 同时涌现出诸多与之相关的热点主题， 如整体性治理、 网络治理、 地方政府、 治理机制等。 对

比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关注点开始由公司治理转向网络治理、 政府治理， 研究主题从经济领域

向政治领域扩展。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３年至今） 是协同治理研究的激增阶段。 此阶段涌现出的热点主题是第二阶段的

３倍多。 相比第二阶段， 此阶段的主题一方面由政府体制、 机制建设向基层建设扩展， 出现了社会组

织和社区治理等热点问题； 另一方面由宏观的制度问题向微观的社会问题扩展， 出现了京津冀、 大气

污染、 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 由此可见， 第三阶段的协同治理研究总体呈现出多元化、 多层次化发展

以及理论与社会具体问题相结合的特点。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 协同治理理论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从宏观层面的政府到微

观层面的社区、 从国家治理机制设计到纷繁复杂的社会具体问题， 国内学术界已经对协同治理理论展

开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系统化研究。

三、 协同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采用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突现检测算法从文献记录的题目、 摘要、 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中抽取突

现词， 分析它们在不同时间区间内出现频率的突然变化 （激增）， 识别出代表研究前沿的若干名词术

语， 频次变化率高的突现词作为前沿术语。”①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设置界面将阈值设为 Ｔｏｐ２０， 最终得到了 ７ 个突现的关键词 （如图 ４ 所示），
包括 “协同治理” “地方政府” “社会管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 “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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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其中， 仅有 “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 和 “协同发展” ３ 个关键词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 同时， 由图 ３可知， “新时代” 和 “乡村振兴” 也作为前沿术语出现。 因此， 以这 ５ 个关键词为

主题进行的研究构成了协同治理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根据这 ５个前沿热点的不同性质， 可以将它们

划分为 ３种类别， 即背景研究、 对象研究和价值研究。

图 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协同治理领域关键词突现图谱

　 　 首先， 背景研究指的是以 “新时代” 为主题对协同治理进行研究。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该思想被写入党章。 自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结束后， “新时代” 作

为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背景和新主题， 被国内学者予以了充分的关注。 通过文献阅读可以发现， 以

“新时代” 为主题的协同治理理论研究主要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 其一是价值层面， 包括法治化与社

会公正等。 例如周建军和刘明宇就从法治化角度讨论新时代的协同治理发展， 主张将党委领导、 政府

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纳入法治化轨道。① 刘海军和王平则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思

考新时代协同治理理论发展问题， 主张从政治、 经济与文化层面全面构建社会公正导向下的国家治

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体系。② 其二是社会现实层面， 包括网络治理、 体育治理、 民族事

务治理等。 张元等从网络治理角度提出， 新时代网络社会发展陷入困境， 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发展快于

网络公民社会建设、 制度法规欠缺与治理手段失效、 网络媒体行业商业化发展先于道德建设以及协同

治理理论与实践相对滞后， 主张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优化治理过程中各要素的协同机理， 形成包括党

委、 政府、 市场、 社会、 公民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治权分享和良性互动的格局。③ 荣霁等从职业体育

治理角度提出， 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至今仍未完全体现出协同治理特征， 发展过程中羁绊较多， 为适应

新时代发展要求、 实现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 我国必须转换政府职能， 深化协会实体化改

革， 实现各利益相关者投资利益最大化， 建立中国特色职业体育联盟， 健全俱乐部治理结构， 完善职

业体育制度设计， 形成网络互动的协同治理组织结构。④ 陈纪从民族事务治理的角度提出， 现阶段，
党政主导下的多元精英协同参与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形式， 该形式具有多元、 互动、 协同

三种意涵， 对民族事务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应当成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实践路径。⑤

其次， 对象研究指的是以 “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 “乡村振兴” 为主题对协同治理进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

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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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良性互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① 与之对应，
学术界对协同治理的对象研究也以宏观的 “治理体系” 和微观的 “社区治理” “乡村振兴” 为主题。
例如熊光清和熊健坤指出，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消除了单一中心治理存在的局限性， 解决了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问题，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行的治理方案。 他们通过分析我国

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 为其进一步推广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② 陈世香和黄冬季通过分析武汉

市南湖街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协同关系指出， 协同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可供选择的模式， 也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备选治理结构。 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的核心环节在于构

建各类社会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 通过制度建设、 社会组织培育和保持良

性互动完善协同治理模式， 便可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③ 拜茹和尤光付指出， 乡村振兴背景下

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 在反思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

和弱合作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后， 主张在党的全面领导下， 把构建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

的协同治理模式作为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路径。④

最后， 价值研究指的是以 “协同发展” 为主题对协同治理进行研究。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分析可

以发现， 协同治理领域对 “协同发展” 的价值研究以明确的问题为依托。 如王力平讨论 “社会工作”
和 “基层治理” 的协同发展问题， 指出社会工作在协同基层社会治理、 协调民族关系、 服务困难群

体、 促进基层社会和谐、 实现多元有效合作治理中发挥了服务型治理的重要作用， 但是它面临着体制

依赖的困境。 为走出困境， 需要创新治理动力协同机制、 构建治理风险防控机制、 重塑治理监督保障

机制、 优化治理绩效评估反馈机制。⑤ 杨宏山和石晋昕则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 就区域治理

而言， 一体化治理的目标诉求偏理想， 操作难度大， 而协同治理的目标定位更切合实际， 行动路径也

更具操作性。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既要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也要尊重地方行政区划和管

辖权的现实格局； 既要推进跨界发展规划， 也要遵循互利共赢原则， 调动各方积极性， 提高协同合作

的实际成效。⑥

从总的发展态势来看， 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研究热度持续增高， 如今已

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内对协同治理理论已经进行了多角度、 多层次的系统化研究。
从研究主题来看， 主要是从治理主体、 治理客体、 治理模式和价值四个角度进行的。 就研究内容而

言， 从宏观层面的政府到微观层面的社区、 从国家治理机制设计到纷繁复杂的社会具体问题， 学术界

已经从不同的层次进行了研究。 就现有研究的情况来看， 存在着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不足两个主要问

题。 第一， 协同治理研究大多从价值层面对协同治理理论予以了肯定， 但是在具体的情境下， 协同治

理主体的权力如何分配， 权力分配的结果如何保障， 非政府主体如何发挥实效，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

解决。 因此， 今后学者应当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提出能够有效实现协同治理的具体路径， 保障多元主

体之间的权力和地位对比处于最佳状态。 第二， 已有成果大多以定性研究为进路， 描述性研究为主

导， 而今后应当更加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注重对协同治理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同时也应

对协同治理实施现状进行整体把握， 避免孤立的、 片面的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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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现代应对

吕 斌１　 周晓虹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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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以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理论为基本理论构架， 围绕日本东海及周边地区的神社祭礼活动，
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进行研究， 发现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国家、 社会和市场的综合作用下复兴、 蜕变并被有选择地推向世界， 是全球化冲击的结果； 日本在保

护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同时， 出现 “选择性地发展个别性” 的基本应对模式； 受现代化历程、 国家结构以及

宗教和文化意识的影响， 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间滞后于其经济领域， 表现出应对全球

化的富有特色的 “在地” 实践。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本； 全球化； 现代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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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济领域的超前相比， 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间远为滞后。 具体到本文所关

注的主题， 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登录制度， 尽管日本早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年代便出台了 《文化财保护法》， 并认定了 ９２１ 项 “重要无形文化财” 和 “重要无形民俗文化

财”，① 而且其 “无形文化财” 的概念、 标准业已影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概念及标准的制定，② 但迄今仅申报登录了 ２１ 项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③ 这些直接促发了我们思考如下问题：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 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做出了怎

样的应对， 其具体情形如何？

一、 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有研究及其视角

　 　 关于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无形文化财， 国内的研究始见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２００６ 年后逐渐

增多，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１） 有关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制度的介绍与综述。 涵盖制度条文

的内容及变迁、 行政执行和个案保护等。④ （２） 有关日本保护、 传承和活用传统文化的启示。 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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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立法保护， 民众的珍视、 自觉保护意识和广泛参与， 以及选择代表性民族文化项目加以重点保护

与发展， 活用文化遗产促进地区振兴等方式， 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① （３） 有关全

球化时代走向世界的日本传统文化研究。 研究者一方面认为， 日本立法保护无形文化财， 改变了其单

纯重视有形文化的传统， 对国际社会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并制定法规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

面则聚焦 “和食” 之申遗， 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 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再囿于地方或国家， 因而

日本学界的相关认知、 表述和呈现未能摆脱主流话语的制宰。②

与中国相异， 日本主要关注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对 “经济全球化影响下

日本如何保持传统” 的研究，③ ９０ 年代末对 “保持传统文化与全球化难以两立” 理论的探讨，④ 至

２１世纪初围绕 “地方文化因商品化而受到逐利大型组织的操控、 并在全球化同质化压力下渐失个性”
问题的讨论，⑤ 再至 ２１世纪 １０ 年代关于 “国家文化政策下的日本无形文化遗产化可能导致民间信

仰、 信心躯壳化” 观点的提出，⑥ 无一不反映了日本学界的观察、 思考与嬗变。
上述国内外研究表明， 一方面， 在全球化冲击下日本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容； 另一方面， 如同罗伯

森所指出的那样， 全球地方化进程之中， 非西方社会具有能动性，⑦ 因此日本传统文化并非全然被

动。 结合美国社会学家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从小共同体的能动性方面提出的 “选择” “适应”
和 “抵抗” 观点，⑧ 我们将基于普遍性和个别性关系提出的小共同体应对大共同体三种可能的基本模

式扩展为： （１） 全面发展个别性； （２） 全面放弃个别性； （３） 选择性地发展个别性； （４） 选择性地

放弃个别性； （５） 和谐性融合； （６） 对抗性融合； （７） 与普遍性割裂， 维持个别性现状； （８） 与个

别性割裂， 维持普遍性现状。 在这八种模式中， 小共同体、 大共同体在不同的范围内所指不同， 在后

文的讨论中， 小共同体主要指国家， 大共同体则主要指全球。⑨

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双向互动， 构成了我们观察日本非物质文化蜕变与复兴的视角。 我们之所以将

日本东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神社祭礼作为研究的对象，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 如同东京大学岩本通

弥教授指出的，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宗教为基轴展开， 作为日本传统宗教思想和生活惯习的

集中体现， 神社祭礼不啻为日本重要的文化遗产， 而在日本最具核心地位、 祭礼堪称样板的伊势神

宫、 名神大社热田神宫， 以及祭礼庆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都八坂神社均

坐落于东海及其周边地区。 其二， 作为日本非物质文化的代表， 神社祭礼历史悠久， 其所蕴含的思想

是彰显日本历朝历代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基石， 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最易成为彰显本国文化和文明、
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以及塑造民族认同感的利器。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包括：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两度对日本东海及周边地区的神社

祭礼活动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 （２） 就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现代应对的问题对日本民众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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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认为， “选择” 指人们在全球范围内选出中意的事物， 并使之变为符合地方需求的行为， 而 “适

应” 是人们在抵抗或接受全球化过程中通过积累全球化体验增强地方归属感、 重视地方的行为， “抵抗” 则是担心美国、 西欧的全球

化文化会使地方传统价值观解体而表现出的反感及抵抗外来文化的行为。 参见ロビン·コーエン， ポール·ケネディ （Ｃｏｈｅｎ， Ｒ ／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Ｐａｕｌ Ｍ ） 『グローバル·ソシオロジー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東京： 平凡社、 ２００３、 ６３頁）。

吕斌、 周晓虹： 《中日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现代应对》， 《学术界》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岩本通弥、 吕珍珍： 《围绕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化的悖论———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 《文化遗产》 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度访谈搜集的资料； （３） 有关案例的官方统计和报刊、 电视等大众传媒信息， 等等。

二、 产生与变容： 全球化时代的神社祭礼

　 　 全球化自发端， 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的殖民扩

张为主要标志； 第二阶段以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石油业为中心的跨国企业的正式登场为主要标志； 第三

阶段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为时间界限， 表现出 “社会诸关系扩张” “信息社会化” “沟通交流强化” “经
济、 社会惯习相互渗透” “全球性基础设施出现”， 以及 “在地化倾向愈发鲜明” 等现代特征。① 日

本神社祭礼的产生、 变异、 复兴与蜕变， 均与全球化紧密关联。
１７世纪前后的全球化发端时期， 儒教经韩国传入日本， 为幕藩制国家统治阶层所推崇而日渐隆

盛。 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 日本本土宗教神道吸收了强调君民上下秩序和尽忠伦理的儒教思想， 与

“中央—地方—村落” 行政序列相对应， 建立了金字塔形的神社层级序列， 形成了国家、 地方和个人

层面的神社祭礼活动。 在国家层面， 神社及其祭礼活动与国家权力、 统治正统、 国民统合相关， 兼具

国家意识形态和宗教意味。 在地方层面， 与地方统合相关， 兼具地方认同和宗教意味。 在个人层面，
则与宗教信仰有关， 兼具宗教和休憩等民俗意味。

１８世纪的工业革命至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的全球化时期， 在儒家神道理论和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基

础上， 日本开始形成宣扬天皇中心思想的国学。 明治政府将国学思想、 儒教道德和天皇制国家意识形

态相融合， 形成了天皇制国家观， 确立国家神道。 与此同时， 受到欧美诸国的侵略， 为转嫁损失并获

取更多资源， 明治政府转而向外殖民扩张， 国家神道转入军国主义轨道， 彻底由宗教思想变身成国家

统合国民、 发动对外战争的国家意识形态。 神社祭礼活动脱却宗教和民俗意味， 变异为国家掌控下

的、 宣扬军国主义爱国道德观的全民教化活动。
军国主义国家神道时期的神社祭礼活动虽然兴盛， 但其背后的推手却是国家军国主义的道德观和

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狂想。 在军国主义的国家政府治下， 它们已脱离宗教和民俗本义， 狂热发展并日趋

畸形。 因此， 日本神社及其祭礼活动在这一时期虽遍布全国且不断延展， 但就本义而言却几近消亡。
可以认为， 战后神社及其祭礼活动实际是一种始于 “回归” 的 “复兴”。 随着 《神道指令》 （１９４５）、
《日本国宪法》 （１９４７） 的颁布， 神社成为宗教法人， 神社祭礼终于回归宗教和民俗本义。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至 ９０ 年代的全球化时期， 日本在经济领域迅速融入全球并大获成功， 到 １９８０ 年

代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 在传统文化领域， 却迟迟未现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动向，
神社祭礼活动主要在社会的推动下自律发展。 受现代化影响， 神社祭礼出现了种类增多、 现代因素渗

入、 两极分化等变容， 如 “车辆驱邪” 仪式随家庭用车增多而盛行， “ＩＴ安全护身符” 应信息安全的

需求而出现； 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被应用于活动的介绍和宣传， 录音时而也会替代现场演奏； 名神大

社因祭礼数量多、 种类丰、 仪礼全、 崇敬参拜者众而兴旺， 一些小神社则因祭礼数量少、 种类简、 仪

礼略、 崇敬参拜者较少而难以为继等。 但总体而言， 由于祭礼的物理空间神社遍布日本都道府县， 执

行者即神职人员通过大学、 神职养成所和通信教育规范培养， 加之不仅作为信仰， 而且作为传统惯习

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关联紧密， 各传统祭礼在周期、 时间、 范围、 方式、 流程等方面延续以往， 因

此未见实质性变容。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 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高涨态势， 众多经济、 政治、 文化、 宗教进程纷

纷超越国家界限相互作用。 然而与此不同， 日本的神社祭礼作为民众的信仰、 惯习和民俗文化活动，
仍主要在村落、 城镇等地方社会进行， 虽因其聚众之功效时而被援引为地方振兴的文化资源， 但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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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デヴィッド·ヘルド （Ｈｅｌｄ， Ｄ ） 編 『グローバル亻匕とは何か―文亻匕·経済·政治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高嶋正晴 〔ほか〕 訳、 京都： 法律文亻匕社、 ２００２、 ２０－２１頁。



被推向世界。 如伊势神宫， 有定期举办的 “恒例祭” （在元旦等国民节日进行， 祝祷国泰民安）、 “式
年迁宫” （２０ 年一度， 用以维系宫室）， 也有不定期的 “临时祭” （应国民所求举办， 为其在满月、
周岁、 入学、 毕业、 就职、 结婚等人生重大时期祈愿， 并在平时祝祷家宅安全、 疾病痊愈、 商业繁

盛、 驱除厄运等）， 还有宗教性较弱、 民俗性较强且接纳更多民众参与的 “例行活动”， 这一系列的

祭礼活动吸引了众多参与者， 神宫外围的商业街则每每人群熙攘。 及至 ２０００ 年以后， 日本政府逐步

确立了 “观光立国” 政策， 迄今申报入选的 ２１ 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之中， 与神社祭礼活动直接相关的就达 １１ 项之多，① 一些神社祭礼活动被推向世界， 蜕变为日本发

展观光、 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源。

三、 复兴与蜕变： 社会与国家的两种动员模式

　 　 以供奉各路神灵祈求庇护为内容的神社祭礼， 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神道， 曾作为国家统合国民意

志的意识形态， 在日本的对外战争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因此在二战后被强制与国家指令 “脱
钩”， 以市民社会为主体， 回归宗教与民俗本义从而获得复兴。 因神社祭礼兼具信仰对象、 地域统合

以及生活惯习功能， 长期以来深受神职人员， 包括氏子会、 崇敬会在内的信奉者社会团体成员， 以及

附近居民乃至一般日本国民追随拥趸。
神职人员不仅组织、 举办各种神社祭礼活动， 还致力于神道思想的研究和普及、 信仰者和传承者

的培养， 以及探讨现代神社如何渡过难关等问题。 如奈良县春日大社叶室赖昭宫司 １０ 年内出版了

《 “神道” 之心》 （ 『 〈神道〉 の心』 １９９７）、 《亲身感受神道》 （ 『神道 “はだ” で知る』 ２００８） 等

１０余部著述阐释并宣传神道思想。 历任神宫厅奉赞部长、 秘书部长和财务部长的熊野那志大社宫司

鸠津正三等对神职人员的 “断层” 状况颇为担心， 认为他们不应止于 “祭职”， 还应负起 “教职”，
通过向氏子、 崇敬者直接传道， 抑或通过教化家庭中充当母亲角色的女性、 经由家庭教育影响下一代

的间接教化方式培养信仰者和后继者。② 面对社会变容引起的神社 “两极分化” 现象、 地方神社及其

祭礼缩略化等窘况， 神职人员提出以大型神社为中心成立神社群进行互助、 争取企业援助等应对方

法。③ 这些举措体现了他们的神道信仰、 身为神职人员的自豪， 以及对传承神道、 神社和神社祭礼的

责任感， 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以后， 如同山口智神职与众神社宫司、 神社本厅职员商讨后推出英日双语

《神道入门》 （Ｓｈｉｎｔｏ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２）， 旨在 “向外国人、 特别是英语圈的外

国人介绍神道”④ 所昭示的， 一些神职人员开始在国际层面思考神道、 神社和神社祭礼的当前和未

来， 具备了把引以为豪的神道思想、 神社和神社祭礼推向世界的能力和意识， 并开始予以尝试。
包括氏子会、 崇敬会、 町内会、 保存会在内的信奉者， 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是神社祭礼活动的维持

者和参与者。 氏子会最初源于祖神祭祀和血缘关系， 氏族制度解体后转而基于地方氏神祭祀和地缘关

系集结， 既是信仰共同体也是地域共同体， 主要通过接受奉纳、 举办祭礼等形式接受其成员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支持。 成员对神社的忠诚度以及对神社祭礼的参与度随其加入原因而相异： 一些成员因身

为神社祭祀氏神的后代而加入， 他们对相应神社的忠诚度较高、 对祭礼的参与意识也较强； 另一些成

员则因居住在神社周边地区而加入， 其中对相应神社忠诚度、 信仰度高的氏子往往仅选择奉纳并参与

该神社的祭礼， 而忠诚度、 信仰度一般的氏子则不仅奉纳并参与该神社的祭礼， 还可能去规格更高、
祭礼更隆重的神社观看祭礼。 与氏子会不同， 崇敬者团体成员主要因信仰而集聚， 如特定的神社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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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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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日本文化庁： 「代表一覧表に登録された我が国の無形文亻匕遺産」， 日本文化厅·政策·文化财·文化财介绍·无形文

化遗产，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ｎｋａ ｇｏ ｊｐ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ｂｕｎｋａｚａｉ ／ ｓｈｏｋａｉ ／ ｍｕｋｅｉ＿ ｂｕｎｋａ＿ ｉｓａｎ ／ 。
鳩津正三 「社族」 『月刊若木』 第一七五号東京： 神社本庁、 １９６７。
石井岩士 『戦後の社会変動と神社神道』 東京： 大明堂、 １９９８、 １９３頁。
山口智 『英和対訳 神道入門』 東京： 戎光祥出版、 ２０１２、 前言。



（供奉特定神灵的神社崇敬会）、 职业神信仰 （供奉某职业神的神社崇敬会）、 地缘神信仰 （家乡等地

的神社崇敬会）、 特定祈愿 （与特定祈愿有关的神社崇敬会） 等， 认为加入崇敬会既可获准参加普通

人无法参与的特殊祭礼， 拉近与神的距离并获得有渊源之神的特殊庇佑， 又可与拥有共同渊源、 志趣

的人深度交流， 为此， 甚至同时加入多个崇敬会， 从而成为参与和维持神社祭礼活动的又一群体。 此

外， 在现代日本， 一些神社祭礼和例行活动被视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组成， 从而得到町内会、 保护会等

地方社会团体的热情参与， 如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都祇园祭山鉾彩车庆典” 的 ３３ 辆彩车就分由

当地各町内保护会保管和传承。
一般民众也是神社祭礼的参与者。 尽管神道在日本不乏信众， 但 “半习俗半信仰” 地参加神社祭礼

及其例行活动的普通民众亦不在少数， 笔者在田野研究访谈中发现， 如表 １所示， 有些前往神社的民众

称自己并非信仰， 只是例行参拜； 有些人说平时不信， 对神道也不甚了解， 遇到困难或有所祈愿时去神

社； 还有人戏称考虑到没有证据显示神灵的确不存在， 所以衡量之下， 不论神存在与否， 姑且先信再

说。 可见， 一些民众以遵从习俗、 求取心安乃至休闲娱乐的心态成为神社例行活动的参与者。

衡量之下选择信仰者的思考过程

相信 不信 备　 注

存在神 ＋１０分 －１０分
如神存在， 选择相信， 就会受神庇佑而受益， 暂且设定为＋１０ 分。 反之，
则可能遭受相应灾祸， 设定为－１０分

不存在神 １分 ０分
如神不存在， 选择相信神存在， 那么可能易于与信神的人交往， 因此设

定为＋１分。 反之， 则无益处， 也不会受到神的惩罚， 设定为 ０分
结果 １～１０分 －１０～０分
比较 信＞不信

因此， 无论神存在与否， 选择相信神存在均有益处

　 　 民众以外， 市场亦因寄望收益而参与其间。 工商业者通过参加神社崇敬会或直接奉纳的方式赞助

资财， 以摆摊设点等方式成为活动一环， 从而在神社祭礼活动中宣传自我、 祈祷生意隆盛并营业获

利， 成为神社祭礼的赞助者、 参与者和获利者。 笔者 ２０１２ 年在京都祇园祭进行田野调查时， 观察到

众多工商业者参与其间： 八坂神社悬挂着众多商家奉纳的灯笼， 行业涉及餐饮、 蔬果、 布料、 运输、
印刷、 出版、 土地买卖等； 周边餐饮店张贴着奉纳神酒的告示； 孟宗山町的日式点心店 “鼓月” 在

“山鉾联合会” 山鉾町网络介绍主页上通过链接开展购物宣传； 许多商家不仅延长营业时间， 推出限

定食品和纪念品， 而且在主干道分发印有宣传内容的纸巾和团扇； 京都银行、 京都狮子俱乐部、 大日

本 ＳＣＲＥＥＮ制造株式会社、 Ｊａｐａｎ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株式会社 （京都） 等亦成为京都祇园祭的赞助单位。
神社祭礼及其例行活动的举办和传承虽以发达程度较高的市民社会为主体， 但从伊势神宫、 八坂

神社等东海及其周边地区神社祭礼活动的复兴来看， 国家并未完全 “袖手旁观”， 出于履行职责、 遵

循习俗、 维持与地方共同体良好关系等目的， 在祭礼活动中也承担部分安保和协助工作； 及至 ２００８
年日本在国土交通省下设立观光厅、 进而确立 “观光立国” 政策以后， 将包括神社祭礼在内的 “日
本文化遗产” 作为 “历史风土观光资源”， 以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方式

“推向国内外”， 以期带动经济发展。① 发展经济， 为何需要推出神社及其祭礼？ 从表层上看， 是发展

“观光立国” 增加经济收益的需要， 但日本的绝大多数神社和面向普通人开放的祭礼活动并不收取门

票， 外国人更不需缴纳任何会费， 如何能够增加经济收益？ 其实， 在 “观光立国” 政策之下， 推出

神社及其祭礼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借助游客在日本的其他消费， 改变经济的长期低迷。 众所周知， 日

本电器、 美妆、 料理乃至奢侈品都是可以购买的对象， 交通、 饮食、 住宿等也是必须消费的对象， 但

这些消费都必须建立在游客抵达当地的基础上， 而全球化时代购买日本电器和美妆产品、 品尝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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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本国土交通省： 『平成 ２３ 年版観光白書』， 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开数据·白皮书，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ｌｉｔ ｇｏ ｊ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ｉｌｅ０００００８ ｈｔｍｌ。



亲手烹制的正宗料理， 并非一定到日本才能实现。 所以， 唯有推出仅在日本才能体味的特色项目才能

吸引游客。 樱花、 温泉等虽闻名遐迩却并非日本独有， 而富士山、 琵琶湖等自然风光， 京都、 奈良等

古都文化和民俗活动具有更高的援引价值， 其中， 蕴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民俗活动则大多是神社

祭礼的例行活动。 因此， 从深层看， 之所以推出神社及其祭礼活动， 乃是因为它们是吸引游客的、 为

数不多的可供援引的资源之一。
如此， 围绕神社祭礼活动， 在社会对国家的动员之外， 出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倾向， 即 “以

保护、 延续传统为中心、 社会主导、 国家 （政府） 及市场参与” 和 “以展示传统推动经济发展为中

心、 国家 （政府） 主导、 社会及市场参与” 两种倾向并存。 如同日本东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神社祭礼

活动所体现的那样， 在现代日本， 市民社会发展程度较高， 扎根社会、 与社会关联紧密的传统文化主

要在社会的保护和推动下得以延续。 面对全球化浪潮， 最初大部分民众以保护和延续传统文化为主，
并未产生将神社祭祀推向世界的强烈愿望。 而国家为了改变经济长期低迷的状况， 将一些传统文化推

向世界以发展观光、 促进经济发展， 东海及其周边地区神社祭礼成为 “观光立国” 政策的援引对象

被推向世界， 这些举措最终得到相关民众的呼应。 如此， 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也开始参与全球化进

程， 并出现了 “选择性地发展个别性” 的基本应对倾向。

四、 讨论与结论

　 　 ２０００年以后， 面对全球化的影响， 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也开始参与全球事务， 并出现 “选择性

地发展个别性” 的基本应对倾向， 虽较之经济领域在时间上相对滞后， 但却是其应对全球化一个具

体的 “在地” 实践。 之所以如此， 与现代化历程、 国家结构以及宗教政策和文化意识的影响密切相

关。 首先，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 现代化推进速度较快， 通过殖民、 经济融入等方式较早参与了经济

全球化进程， 尽管 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因发动侵略战争并最终战败， 现代化进程一度受阻， 但经过战

后 ３０年发奋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此后， 因满足于现状并未进一步参与全球事务， 直至 “不毛十

年” 后的 ２０００年， 出于改变困境的迫切需求， 加之觉察到诸多邻国借助文化参与全球事务从而经济

风生水起， 才意识到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必要， 开始了 “观光立国” 的努力。 其次， 在日本的

“市场—社会—国家” 的纵向结构中， 国家即使意识到进一步参与全球事务的必要， 也需在取得社会

及民众共识的基础上， 才能顺利推行政策， 而日本社会民众对经济大国国民生活现状的满足、 对外部

世界较为封闭的情感均延缓了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参与全球事务的步伐。 最后， 战后日本实行 “政
教分离” 政策， 不允许国家行政与神道直接关联， 政府顾忌违反现行法律， 也延缓了将神社祭礼等

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时间。 加之在现实生活中， 一如右翼参拜、 供奉二战战犯， 以及某些神社集团将

“敬神” “爱国” 置于同等地位， 并为 “国家神道” 或 “军国主义国家神道” 披上 “惯习” “传统”
的外衣加以宣扬的现象， 都使得日本政府在涉及宗教和传统文化的领域行事谨慎。 总之， 军国主义国

家神道留下的阴影也影响到了日本传统宗教和民间文化的复兴。
基于上述讨论， 我们可做三点概括： （１）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具有现代特征的全球化时期， 日

本的传统文化在国家、 社会和市场的综合作用下复兴、 蜕变并被有选择地推向世界， 依旧是全球化冲

击的结果。 （２） 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和机遇， 日本在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 形成了 “选择性地

发展个别性” 的基本应对模式。 （３） 受现代化历程、 国家结构差异以及宗教政策和文化意识的多重

影响， 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间迟于其经济领域的参与， 其应对全球化的具体

“在地” 实践因此而富有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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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旅游化： 作为
新常态的旅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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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学系，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要： 旅游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国际贸易， 日益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并开始形成广泛

的社会影响。 这种状况表明作为新常态的 “旅游社会” 正在形成， 迫切需要一种旅游学术认知层面上话语

范式的转型， 即从旅游的经济学话语转向旅游的社会学话语。 “旅游社会” 表现为旅游的社会化和社会的

旅游化： 旅游的社会化是指旅游成为普罗大众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已超越纯粹的经济事实而具有广泛的

文化与社会意义。 社会的旅游化则指的是不仅仅自然空间与地理成为旅游的内容， 而且社会本身越来越成

为旅游的对象， 与此同时旅游也可以重构地域社会结构。 当然， 作为一种新常态的社会发展事实， 除了旅

游发展的工具性知识之外， 旅游社会急需一种反思性知识的介入， 需要关注社会旅游化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
关键词： 旅游社会； 新常态； 旅游的社会化； 社会的旅游化； 反思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２２１－１０

一般意义上， 在理论话语中存在一种刻画社会结构变迁的话语范式， 即 “××社会”， 比如后工业

社会、 信息社会、 网络社会、 社会运动社会和利益集团社会等。 这种话语范式在变迁视角下表达出某

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常态结构或新社会形态。 在相似的话语范式之下， 我们可以用 “旅游社会” 概

念来刻画社会变迁的另外一种新常态。 进入 ２１世纪， 旅游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在经济

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正在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的组织和结构。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

需要超越旅游的经济话语， 转向一种旅游的社会话语。 作为一种新常态的 “旅游社会”， 一方面表现

为旅游作为最大的世界贸易正在超越纯粹经济形式， 展现出社会化的意义， 即旅游正在成为大众化的

生活方式而非简单的消费行为， 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意义； 另一方面， 旅游不只是经历着社

会化的历程， 社会也正在被 “旅游化”， 不仅仅自然的地理与环境是旅游的内容， 特定社会的运行方

式、 生活方式、 历史与集体记忆， 所有社会的痕迹都可能成为旅游的内容。 最终， 旅游的运作从根本

上改变区域社会的组织和治理。

一、 旅游的社会化： 旅游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２０１８年， 全球旅游总收入达 ５３ ４００亿美元， 相当于全球 ＧＤＰ 的 ６ １％。 同时， 旅游收入的平均

增长率也普遍高于经济增长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 全球旅游总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５ ３４％， 大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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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 １个百分点。 从全球国际贸易与旅游贸易的比较来看， 旅游贸易的增长率也

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率， 如 ２０１７年旅游贸易的增长率为 ４ ７％， 高出国际贸易增长率 ０ ７ 个百分点。
旅游不仅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驱动器， 还是国际服务贸易的最大组成部分， 从 ２０１６ 年服务贸易

各部分贡献 （出口） 所占比例来看， 旅游服务贸易占 ２５ １％， 是所占比例最大的服务贸易。① 而且，
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具有突出的辐射能力。 有研究认为， 旅游产业能够带动与之相关的 １２０个行业的

发展。② 作为所谓 “后工业” 的重要形式， 旅游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 旅游不仅仅呈现为一种经济形式， 其社会和文化意义似乎越来越超出了经济价

值。 也许我们确实应该从一种 “技术性” 的经济学视角转向一种 “社会性” 的社会学关照来反思旅

游的本质、 内涵和属性。③

大众旅游的发展意味着旅游逐渐 “民主化”。 尽管现代大众旅游是 ２０ 世纪晚期的特征， 但是旅

行本身存在了数千年。 在 １９世纪以前， 旅行仍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是由少部分社会精英垄断的消

费与生活方式。 大众旅游最早诞生于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的劳工阶级中。 １９ 世纪以

来， 火车、 汽车、 飞机等交通工具的相继发明， 交通条件的巨大改善， 不断改变人类活动的时空结

构， 这种 “时空压缩” 不断推动人类地理移动上的民主化。④ １９ 世纪下半叶， 新兴劳工阶级开始成

为游客， 旅游成为社会成员都能广泛参与的活动， 旅游的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加， 最终成为普通大众的

一种生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 旅游的大众化与民主化不仅仅来自于交通条件的改变， 实际上它反映

了更广泛的社会转型。 １９世纪， 英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 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越来

越结构化和组织化， 受到资本主义系统的控制。 “长时间的工作、 新教徒的工作伦理、 社会改革运动

以及拥挤的、 缺乏休闲与娱乐空间的城区等因素综合在一起， 导致人们渴望逃离城镇和城市环境。”⑤

在这个意义上， 旅游被看作是对于现代工业生活压力和紧张的形式化和制度化的逃离。
面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冲击， 社会主义革命、 西方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作为

一种 “社会自我保护运动”⑥， 不断使得工人阶级获得经济、 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各种公民权。 到 １９
世纪末期，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形成大众消费市场。 而在此之前， 消费市场主要表现为有闲阶级的奢侈

消费。⑦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大众旅游市场得以产生并迅猛发展。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 １９５０年国际旅游总人次仅 ２５００ 万， 到 １９８０ 年就增加到了 ２ ７８ 亿。 ２０００

年全球旅游人数为 ６ ７４亿， ２０１６年达到 １２ ３５亿， 其中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之间全球旅游总人数年平

均增长率达到 ３ ９％。⑧ 中国的人均出游率明显高于全球人均出游率， ２０１６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达

４４ ４亿， 人均出游率 ３次，⑨ 如果考虑中国公民 ２０１６ 年 １ ２２ 亿人次的出境旅游， 则我国人均出游

率能达到 ３ ３次， 是全球 ２０１６年人均出游率 １ ５ 次的 ２ 倍多。 尽管当前城市居民仍然是旅游消费主

体， 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 旅游作为休闲活动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
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１ ４％增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６％。 同时，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增长率也要高于城市。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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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年均增长率为 ４ １２％， 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年均增长率则高

达 １１ ２８％。① 旅游已经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与交流的常态， 和工

作、 学习具有同等的价值。
旅游不仅仅是一种产业和经济现象， 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旅游可以传播差异性的文化

知识， 增加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了解， 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日建交以前的两国交流

就以民间旅游为主， 普通民众包括一些政治家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对方国家， 了解彼此的历史文化、 民

族风情和社会经济发展， 化解了两国之间的很多误会， 为后来的正式建交铺平了道路。② 中美建交之

前也是以民间乒乓球运动的形式， 带动很多对中国抱有怀疑和敌对的美国人士来中国旅游， 实地了解

中国， 为后来的中美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③ 当前， 旅游已经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新力量， 国家领

导人频繁出席各种旅游会议， 开展旅游外交。 ２０１６年， 国务院 《 “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 提出，
实施旅游外交战略， 开展 “一带一路” 国际旅游合作， 拓展与重点国家之间的旅游交流， 创新完善

旅游合作机制。④ 旅游外交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同时旅游还具有丰富的社会象征意义， 旅游过程中会产生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相互接触与影

响。⑤ 在这种意义上， 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 有利于游客体验陌生文化， 加强不同文化主体

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对于东道主而言， 某种程度上旅游可以进一步深化当地人对本地和民族文化的认

识， 有利于增强文化或民族认同感， 激发民族自豪感， 增强文化凝聚力，⑥ 带来民族和民族意识的觉

醒甚至 “再创造”⑦， 以及民族文化的变迁。⑧
旅游广泛的社会意义提示我们， 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旅游的发展及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经济

角度去解释， 必须将其与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学科视角差异在于， 社

会学将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行为， 认为经济行为受到政治、 文化或者宗教等因素的影响。⑨ 同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旅游也不只是一种消费行为， 它与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比如， １８ 世纪晚期以

及 １９世纪早期英国的浪漫主义改变了人们对乡村的看法， 使得它从毫无吸引力、 充满危险的地方变

成一个 “弥漫着祥和、 乡村气息， 虽贫穷但幸福的一尘不染之地”。 文化塑造了人们对乡野地区的

态度， 其他旅游活动也反映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变迁。 比如， 日光浴是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法国里维埃拉

社会精英的新时尚， 他们希望自己晒得黝黑。 在厄里看来， 文化和旅游可能有三种关系： 文化和旅游

处于对立状态； 旅游可能引领未来文化的方向； 旅游就属于文化， 旅游包含着符号、 形象、 文本和话

语。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旅游已不再是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具有独特规则的活动， 而是表现为和其他

活动之间没有明显区分了。 或者说旅游已经变得 “去差异化” （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 “结构性分化”， 也就是制度性的各个领域各自发展，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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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评价模式。 就文化领域而言， 每个文化领域都不断发生水平和垂直的分化。① 长期以来， 旅游

与其他社会活动和制度有明显区隔， 反映出这些社会制度之间以及内部的分化。 旅游自身也存在内部

分化， 不同的度假地或旅行方式与不同群体相互联系。 甚至这些差异也可以反映出布迪厄所分析的不

同群体或阶级的 “品味” 与 “区隔”。 有学者认为， 大众 “旅游” 也和作为 “失传的艺术” 而存在

的 “旅行” 有根本区别。② 而后现代性的 “去差异化” 则表现为领域的界限和内部层级不断被打破。
“真实” 与 “呈现”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贴近， 在波德里亚看来， 真与假的问题已经从一个符号统治的

“模拟的时代” 中消失了。③ ２０ 世纪后半期以来， 旅游已经开始失去了原初的 “差异” 和 “区隔”
的特征与功能。 以前人们旅游不仅意味着从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迁移到别的地方，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

地方，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更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换， 比如从城市环境 （代表着工作、 束

缚和常态） 到旅游环境 （意味着欢乐、 逃逸、 放松等） 的转换。 但是， 现在一些新的旅游目的地和

吸引物的出现意味着旅游空间与日常社会空间差异越来越小， 人们不再渴求变换环境。 比如， 城市旅

游的发展就表明， 旅游空间与工作生活空间并不是对立的。 旅游和其他社会和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
人们在自己的城镇里就可以化身旅游者， 旅游空间进一步融入了城市。④ 除此之外， 旅游时间与其他

时间 （工作时间或购物时间等） 的区分也变得模糊了。 有时候， 购物、 外出就餐、 看电影或参加体

育活动都成为旅游活动。 甚至人们不需要离开家， 通过电视、 网络、 手机甚至 “虚拟现实” 技术就

可以 “凝视” 和感受目的地的风光， 也可以成为旅游者。
现在， 很多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旅游者。 从流动范式出发， 全球社会中几乎所有事物都处于不断

的移动之中。 当今世界， 政治、 技术、 金融和运输改变都围绕着如何减少人和物移动的障碍。 因此，
旅游、 休闲、 交通、 商业、 移民和通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⑤

二、 社会的旅游化： 社会作为旅游的内容与旅游重构社会

　 　 旅游社会的另一个面向是 “社会的旅游化”。 “旅游化” 概念最初强调的是旅游发展的影响，⑥

或者指的是各类事物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过程。⑦ 如今， 这种旅游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更

大的社会范围。 王宁认为， 当代社会经历着一个 “旅游化” 过程， 即一个社会及其环境被改变成为

景观、 吸引物、 游乐场、 消费场所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过程。⑧ 国内对旅游化的研究有两条路径：
一是把旅游化当成相对于工业化的发展策略， 研究如何利用 “旅游化” 来带动经济增长； 二是研究

旅游化水平的测量问题， 采用各种指标来测度城市的旅游化程度。⑨ 严格意义上， 所谓第二种路径并

没有理论上的创新， 不过是第一种研究路径的操作化和测量学层面的研究。
综合已有的界定， 本文所关注的 “社会的旅游化” 强调旅游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复杂变化。 首

先， 旅游的内容从自然空间扩展到 “社会空间”， “社会” 自身开始被转化为旅游对象。 其次， 随着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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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产业， 人们倾向于有意图地重组社会制度与空间以服务于旅游产业运行， 进

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从这一维度来看， 旅游实际上不仅仅是影响社会， 而且正在重构社会。
１ 社会作为旅游的对象

工业革命前的旅游和现代意义上的旅游差别很大。 １９ 世纪前的旅游主要是指旅行， 是少数人才

会从事的活动， 人们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教育、 商业与贸易、 宗教朝圣或者政府公务等。① 工业革命促

进了社会的重大变革， 对旅游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是旅游的民主化， 另一方面是旅游内容发

生了根本变化。 不仅仅是自然风光， 社会的各种表现都可以成为旅游的对象。 这一现象使得社会的各

个领域都被 “旅游化” 了。 人们的喜怒哀乐、 各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特定的历史与集体记忆等都

成为旅游的对象。
现代旅游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 我们正在观赏的很多对象实际上是 “社会及其运作”。② 社会

的各种机构、 团体、 职业、 运输网络和交通工具等， 社会公共建设工程所及之处都可能成为旅游的对

象。 以巴黎为例， 麦坎内尔指出， 从 １９世纪与 ２０世纪之交开始， 游客就被带领着游览下水道、 屠宰

场、 陈尸所、 烟草工厂、 政府印刷局、 挂毯厂、 证券交易所， 以及最高法院。 这些机构及其活动是现

代社会重要制度的表现， 包括法律、 经济、 工业以及人与自然、 生与死之间的所有事宜。 这些制度与

机构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同时也成为旅游或观光的内容。 工作和工作场所曾经是体现现代工业社会

价值的最重要阵地， 联系着个人与社会， 现在也成为旅游的对象。 这些 “工作展示” 是 “任何现代

社会运转都必不可缺的工作的展示”。③ 它将经济学和审美学统一起来， 以对生活方式的关注替代了

工业社会对阶层和地位的关注。④ “工作展示” 成为旅游的内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业旅游。 这一

旅游形式是基于游客对工业生产活动的好奇而兴起的， 通过让游客参观工业生产过程、 工人生活场

景、 工厂风貌和工业遗产等来了解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 满足游客的好奇心。⑤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雪

铁龙公司开始组织游客参观其生产流水线，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发达国家的工业旅游， 从服装到酿

酒， 从汽车制造到航空航天制造， 已经相当流行。 据统计， 欧洲 １５％的大中型企业都在发展工业旅

游。 中国的海尔、 首钢、 茅台、 伊利等企业也积极利用自身工业生产开发工业旅游产品， 通过吸引游

客参观工业产品生产过程来提高游客对其产品的信赖度，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⑥ 如今， 工业旅游已成

为国家旅游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 我国工业旅游年接待游客 １ ４ 亿人

次， 旅游收入 ２１３亿元。 计划到 ２０２０年， 全国工业旅游新增游客 １亿人次， 新增旅游收入 １００ 亿元，
培育 １００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工业遗产旅游基地等示范品牌单位。⑦

当然， 不只是 “工作展示” 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空间被旅游化， 现代社会的生活也成为旅游的

对象。 乡村本是农民生活居住之地， 也曾是贫穷落后的代表。 但是， １８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英国的工

业化、 城市化导致乡村地区开始成为与城市生活相反的浪漫之地。⑧ 乡村地区开始成为旅游目的地，
乡村旅游发展成为和滨海旅游、 城市旅游并列的世界三大最受旅游者喜爱的旅游形式。⑨ 一些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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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景观， 比如坎儿井、 淤地坝、 梯田耕作、 桑基鱼塘等， 也包括原汁原味的农家风味、 农事活动、
民俗风情吸引着无数的城市人前来 “休养生息”。① 如今， 乡村旅游遍布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 涉及农、
林、 牧、 副、 渔各种业态。②

不仅仅是生产和生活， 历史的记忆和情感无一不是旅游的对象。 像大屠杀地， 如奥斯维辛－比克

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 自然灾难或恐怖袭击发生的地

方， 如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灾难发生地、 纽约零地带等都成为旅游地。 奥斯维辛－比克瑙德国纳粹

集中和灭绝营接纳了大约 １２０万游客， 纽约零地带跻身纽约十大旅游景点之一， 吸引了大约 ３５０ 万游

客。③ 这种旅游形式多被称为 “黑色旅游” （Ｄ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它是人类对于世界苦难的一种回应， 呼

吁人们关注苦难和不稳定， 不断告诫人们珍惜和平， 珍爱生命。④ 红色旅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类旅

游形式， 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 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与旅游相结合， 供旅游者参观、 缅怀和

学习。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国红色旅游规划发展纲要》 指出， 到 ２０２０ 年全

国红色旅游年接待游客将突破 １５亿人次。 不仅中国， 国外也推出了许多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旅游产

品， 如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打破了美国面对欧洲文化时的自卑感， 使国民增强了对美国的认同

感； 柬埔寨政府通过发展吴哥窟旅游来表达其近代历史， 以获得新的国家认同。⑤

人们外出的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旅游， 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旅游。 这种形式的旅游

有志愿者旅游和医疗旅游等。 志愿者旅游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兴起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并在 ９０ 年代

得到迅速发展， 已成为西方一种重要的旅游形式。 志愿者旅游是指志愿者在旅游过程中帮助困难群

体， 或者对当地环境、 社会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活动。⑥ 志愿者旅游强调可持续性、 责任性和教育

性， 是替代性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 对旅游目的地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 全球每年参加

志愿者旅游的人数达到 １６０万。⑦ 许多企业或社会组织，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地球观察研究院等，
每年都会支持和提供志愿者旅游活动， 鼓励人们到亚非拉国家开展社区福利服务、 环境保护和教育支

持等活动。 另一种是医疗旅游， 这种形式的旅游可以追溯到 １８ 世纪欧洲社会上层从事的温泉疗养活

动，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步形成产业。⑧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 疾病与健康、
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 进入 ２１世纪， 由于看病难、 就医难、 医疗资源匮乏、 医疗费用昂贵

等原因， 医疗旅游得到规模化发展。 据斯坦福国际研究院 （ＳＲＩ） 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医疗健康旅

游收入正以每年 １２％的速度增长。⑨ 全球医疗旅游业的主要目的地有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德

国、 新加坡等， 主要服务项目有肿瘤治疗、 试管婴儿、 美容整形、 外科手术、 器官移植等， 在接受这

些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享受目的地的旅游服务。 面对蓬勃发展的医疗旅游业， 中国也积极推出了一

些发展医疗旅游的举措。 ２００８年成都批准建设 “成都国际医学城”， ２０１０ 年上海市医疗旅游产品开

发和推广平台正式成立， ２０１３年首届上海国际医疗保健旅游大会召开，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

设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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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旅游形式或旅游产品， 现代社会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旅游， 如贫民窟旅游、 消

费旅游、 教育旅游等。 现代社会的各种表现和领域都能成为旅游产品， 日常工作、 娱乐、 休闲、 运动

等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旅游地。 当然， “社会的旅游化” 不仅仅体现为 “社会” 及其 “运作” 成

为旅游的吸引物或对象， 同时也体现为特定社会及其行动者为了借助于旅游产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对社会制度、 地域空间和管理进行有意图的设计与规划， 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旅游市场需求。
２ 旅游重构社会

从实质的影响来看， 当整个社会都紧紧围绕着旅游来运转的时候， 旅游就不只是影响社会， 它甚

至能够重构社会。 比如， 通过有针对性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景观设计来适应旅游发展。 城市旅游化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普遍。 我们可以从社会旅游化的两个典型社会工程———全域旅游

和旅游特色小镇———的运作来感受这种社会重构。
学术界对全域旅游有两个层面上的认识： 第一种认识是从服务旅游者层面出发， 指的是全行业、

全部门、 全居民共同参与， 充分利用目的地的全部吸引物要素， 为游客提供全过程、 全时空、 全方位

的旅游体验，① 它强调的是一种新的旅游产品理念及其实现方式； 第二种认识是从区域发展层面出

发， 实际上是一种全部区域一体化发展旅游的理念， 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 集中各种要素发展旅游，
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② 这种认识强调， 全域旅游是相对于 “工业化” 而存在的生产方式， 作

为 “旅游化” 进程的重要形式， 全域旅游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式。 但是， 无论是哪一

种理论立场， 全域旅游都涉及围绕着旅游供给和旅游化建设， 打破行政区划， 重新对整个地域空间和

整体社会管理体系进行系统整合与规划。
在中国， 全域旅游肇始于大连。 ２０１０年， 大连市委提出以 “全域城市化” 战略作为推进城乡统

筹、 落实国家战略、 优化城市功能的基本举措， 同时作为指导城市未来发展的最高战略。 其核心是通

过重点深化旅游产业目标、 战略及规模体系打破行政界线， 在大连市整个空间落实全域旅游统筹。③

其实质就是突出空间的 “全域” 旅游规划以及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区域统筹， 尝试通过打造 “资源

的全域化”， 提供一种 “全空间、 遍在性的旅游服务供给”。④

新加坡是实施全域旅游理念的典范， 整个国家都已被 “旅游化”。⑤ 早在 １９８２年， 新加坡旅游接

待人数就已经超过本国人口。 ２０１７ 年， 新加坡总人口约 ５６１ 万， 而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 １７４２ 万，⑥

游客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本国人口。 旅游业是新加坡经济的支柱， 为了发展旅游业， 满足游客的需求，
新加坡新建了许多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 甚至政府组织都因旅游而改变。 为了能够有效管理扩大国内

的旅游业务， 新加坡旅游局不断修改和重新制定机构的规章制度。 为了发展教育旅游， 教育局新颁布

了多项计划； 为了有效保护游客的利益， 经济发展局没有让旅游行业对教育旅游进行监管， 而是直接

对其进行干预。 为了发展医疗旅游， 允许医疗中心和医生刊登广告 （之前新加坡禁止医院刊登广

告）， 取消了对当地医生施加的高标准限制 （这些限制区分了医疗和非医疗之间的界限， 是为了保护

病人免受不法医生侵害）。 为了促进刚刚起步的医疗旅游行业， 新加坡政府采取灵活措施， 改变立

法， 放宽了对医疗行业的控制， 允许水疗和美容等服务成为医疗行业的一部分。
旅游除了带来社会重组之外， 还促进了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兴起。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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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会有兴建赌场的提议， 但由于道德和社会问题， 这些建议从未被采纳。 ２００４ 年， 当时的工商部

部长再次提到这个想法。 许多宗教团体强烈反对， 最终形成反对建设任何赌场的民间团体。 一个保守

的基督教团体成立了 “新加坡反赌场家庭组织”， 他们通过互联网请愿收集了近两万个签名， 最终递

交给了新加坡总统。 在抗议建设赌场的决议中， 新加坡公民社会变得活跃起来。 而受旅游的驱动， 新

加坡政府希望用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城市形象取代刻板的形象，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新加坡旅游， 因而

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 最终开辟了一度封闭的公民和社会空间。
特色小镇建设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协同发展的新探索， 是国家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产物，

也充分展示出旅游经济如何深刻地影响社会运行。 特色小镇建设开始于浙江， 是一种以区域性空间再

造和增长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模式。① 从我国特色小镇的建设情况来看， 旅游特色小镇是数

量最多的， 也是地方最积极打造的特色小镇类型。 ２０１７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二批特色小镇

名单中， 共有 ２７６个小镇入选， 其中以旅游产业为主的特色小镇就有 １１８个， 在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

中旅游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可以看出特色小镇建设的旅游化倾向非常明显。 作为旅游化的一种实践形

式， 旅游特色小镇是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② 它强调的是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为特色产业， 重新组

合地域内的资源要素， 形成一种新的专业化要素集聚度更高的高产空间。③

在建设与规划中， 区域的发展将紧紧围绕着旅游来运行， 产业布局要优先考虑更好地服务旅游业

的发展， 这时旅游将重构地域社会的产业结构、 社会管理甚至空间规划。 安徽的宏村是旅游特色小镇

建设中的典型代表。 发展旅游之前， 宏村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 旅游使宏村镇由农业乡镇转变

成了旅游特色小镇。 在宏村， 旅游对这一地区的重构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 还表现在对区域的空

间格局、 服务设施等方方面面。④ 宏村镇是首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以及住建部共同认定的旅

游特色小镇。 其实， 早在 １９８６年宏村镇就开始依托地区的传统村落发展旅游业， 按照旅游特色小镇

的要求， 各项建设都紧紧围绕着旅游进行。 ２０００ 年申遗成功之后， 宏村镇的旅游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道路。 由于宏村镇旅游规模的迅速扩大， 村镇的空间形态和建筑规划都开始实施总体设计与控制， 对

新建筑和景观实施统一规划审批， 对建筑的风格、 层数、 体量、 外观设计都有严格的控制要求， 以求

保持徽派风格， 打造统一的新式徽派建筑和徽派园林风格。 旅游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多， 导致原来位于

核心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开始向外围发展， ２００２ 年后， 各级政府机构、 中小学、 幼儿园、 小商品交易

市场等相继向村外搬迁。 为了旅游发展的需要， 不能开展旅游活动的建筑被拆除或被改造为供旅游使

用的建筑。 为了满足旅游扩张的需求， 在村庄的核心区周边规划了一批旅游商业地产项目， 建设有文

化客栈、 院落式住宅、 酒店、 商业街。 为了发展旅游， 保持村内建筑风格的统一协调， 利用古朴的村

落风格吸引更多的游客， ２０１３年又对省道沿街建筑进行建筑外立面的整治。

三、 旅游社会的反思社会学

　 　 旅游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旅游化意味着旅游社会作为一种新常态的社会发展事实已经形成， 但是本

文不仅仅是要说明 “旅游社会” 这一事实的形成， 同时也强调需要一种反思性知识的介入， 关注社

会旅游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空间及其产物成为旅游吸引物， 地方政府和社会通过旅游开

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甚至通过重构整个地域空间与公共服务来迎合和服务于旅游化发展。 但是， 旅

游对社会的重构不仅产生积极的作用， 也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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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充分关注了包含民间技艺、 传统音乐、 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 农业文化等遗产文化如何

通过旅游化而得以保护和传承， 很多学者将其视为遗产文化的 “旅游化生存”①，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

旅游化视作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重要策略。② 我们当然不否认这种研究路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是

对旅游社会的思考不仅需要一种布洛维所说的 “工具性知识”， 即关注旅游区域开发和规划的知识，
同时也需要一种 “反思性知识”。 这种反思性知识倾向于关注旅游化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权力分化，
以及旅游的商业化和社会旅游化在重新组织社会过程中对当地社区和本土文化的副作用。

西方学者从目的地社区生活的内在运作机制出发， 对旅游化语境中不同社会力量 （包括国家、
旅游开发商、 社区民众等） 的权力及话语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我们也不得不提出疑问，
作为社会旅游化的整体主义呈现， 全域旅游和特色小镇建设是否会打造出一个德波所说的 “景观社

会”？ 是否使得本地人完全生活在所谓 “旅游凝视” 的不平等关系中？ 这些都是旅游社会的反思社会

学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遗憾的是， 大多数旅游的研究都忽视了权力问题。③ 但是旅游发展本身确实

具有不平等性， 不仅仅是在游客与东道主之间， 在旅游的国际分工中也存在不平等。 第一世界常常以

“新殖民主义” 和 “生态殖民主义” 等方式控制和支配第三世界的旅游发展， 旅游可能并没有真的还

原当地历史和文化， 而是殖民式地 “剥削” （ｅｘｐｌｏｉｔ） 当地的文化， 把当地作为供西方寻求奇闻异事，
猎奇冒险的落后社会，④ 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 文化征服和资源掠夺。⑤

国内学者也已经意识到旅游开发或旅游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权力问题。 李靖对 “泼水节” 的研究

揭示了在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不同社会群体和话语之间的权力互动， 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如

何参与傣历新年节的话语塑建， 以及这些参与和界定如何影响着节庆空间的表述。⑥ 这种微观权力问

题也表现在资本和地方之间的多方复杂博弈，⑦ 文化话语权的转移，⑧ 或者逐渐排斥本地人对地方的

实践， 按照游客的想象来打造目的地的社会形象，⑨ 进而产生一系列文化权力的争夺。 在旅游经营

的利益方与目的地社区之间也会存在各种冲突与协商。 余汝艺等学者探讨了旅游种群对旅游地社区种

群的空间剥夺问题， 认为在旅游化发展过程中， 旅游生产、 消费的空间格局和秩序取代了传统的本地

空间形态和秩序。 一些学者则关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冲突问题及其治理， 从 “增权” 视角出发关

注如何保证旅游目的地社区利益， 保证可持续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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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演变进程，① 同时也影响或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关系。② 当旅游目的地涌入大量旅游者的时候， 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会对本地居民的消费行为

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旅游也会破坏当地的价值观与社会关系。 有学者研究了一个国家重点风景区， 那

里曾经民风淳朴， 不重视金钱， 甚至以收游客金钱为耻， 但是随着旅游的升温， 村民们唯利是图的现

象时有发生。③ 很普遍的是， 随着旅游的发展， 当地居民无论是与游客打交道还是与本地区人打交

道， 经济都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原本淳朴的社会关系逐渐被经济关系所取代。④

应该承认， 一些传统文化和技艺确实可以以 “旅游化生存” 或 “旅游化保护”⑤ 的方式得以复

兴和传承， 但是历史、 民族认同以及文化被商品化之后， 很容易会产生 “文化剥削”， 当地文化的内

涵不可避免地开始消失，⑥ 或者面对旅游化和商业化， 本地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被不断地重组和置

换。⑦ 克里斯特尔对印尼托六甲文化区的研究表明， 旅游业虽然确实为当地行将消失的手工艺注入活

力， 但是也导致本地传统文化制品的加速消失， 而旅游业的利益更多地被外部旅游经营者和导游截

取， 旅游也没有增进游客对本地文化的理解。⑧ 戴琦的研究也认为， 旅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美

国西南印第安人消失的传统文化， 但也同时为当地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式与内容， 甚至按照局外人

（即游客） 的想象与需求重构了当地文化的表现形态。⑨ 一种比较极端的重构体现在泰国的芭提雅。

芭提雅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之外， 它所有的人造吸引物几乎都与当地或泰国环境和文化毫无关系， 完

全是针对旅游者人为创造出来的。 科恩称之为 “地方性” 的丧失。 这种状况也体现在泰国民族艺术

和工艺品方面， 手工艺品与 “传统” 的当地物产以及地方风格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这种 “异质的变

化”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一方面来自于工匠们主动响应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贸易商和外国进

口商的要求所致。 而且， 旅游对本地文化的复兴往往具有选择性。 那些能够促进旅游发展带来经济

收益的文化会优先被发展或复兴， 而那些暂时还不能带来经济收益， 但是对当地人很重要的文化往往

会被忽视， 甚至根本就不会被提到复兴的议程中， 继续衰落或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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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模式的智慧化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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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近现代以来， 中国以家庭为主体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 开始自发地探索养老模式的转型

道路。 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目前仍然面临养老效率低下的问题。 随着国家日渐重视智慧

社会建设， 养老服务智慧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 养老服务的智慧化发展， 需要通过改变养老服务的行动方

式、 结构与模式， 提高养老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地位， 改变养老服务业业态， 逐步形成智慧性的养

老服务的内容、 标准与操作体系， 从而使养老服务真正由农业社会的内耗型自然发生模式向智慧社会整合

型社会服务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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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老龄化的速度也是目前全球最快的。 １９９９ 年， 中国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１０％， 开始进入老龄社会。 到 ２０１７年底， 中国 ６０岁以上人口为 ２ ４亿人， 占比达

１７ ３％， ６５岁以上人口为 １ ５８亿， 占比达 １１ ４％。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 ６５ 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

２０％， 预计到 ２０５０年每 ３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超过 ６５岁。 人口老龄化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 而且

关乎每一个人以及国家每项事业的发展。①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经指出的： “我们正在

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它大大超出人口学的范围， 给经济、 社会、 文化、 心理和精神均带来重大影

响。”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速度快、 规模大、 程度深、 健康水平低以及地域差异大的特征， 现

有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养老需求和解决养老事业存在的问题。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老年

人口快速增长的精神物质需求与相对不足的养老服务资源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将是中国老龄事业和产业

发展的主要矛盾。 因此， 创新养老模式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的必然要求。③ 人类在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同时也步入了智能化社会， 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 运用智能科技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

老服务需求， 是中国养老方式改革创新的必然选择。 以智能科技为推动力， 提升养老人才的职业化、
专业化水平， 推进养老服务的业态转型， 形成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问题的题中之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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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养老模式的含义及其构成

　 　 养老模式是指为老年人提供资源与服务， 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基本形式与内容。 简而言之， 就是如

何赡养老人。 养老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老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问题， 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老

年人的需求。 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 层次性和变动性， 主要包括经济提供、 生活照顾、 医疗护理

和精神慰藉等， 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高的延展性 （弹性），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老年人的需求无

法完全满足。① 因此， 目前为止并无完全相同的养老模式， 不同文化、 不同国家、 不同家庭、 不同个

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无法真正用统一的方式解决老年人的需求。 所以如何赡养老人成为一个社会的

文化基础， 并进一步塑造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 养老问题在中国延续几千年之久， 直至今日仍然是一

个社会问题， 不但没有完全解决的迹象， 相反还有日益严重化的趋势。 二是社会主体所能提供给老人

的资源和服务。 资源与服务相互连接， 互相转化， 资源强调静态的内容供给， 服务则更强调动态的供

给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资源与服务既可以是有限供给， 也可以是无限供给， 这取决于社会资源

和服务的总量， 也取决于人们动用资源的意愿和服务的力度等， 所以社会发展的程度并不能直接决定

社会主体提供给老人的资源和服务。 三是如何将社会主体的资源和服务提供给老年人， 也就是双方衔

接的形式与路径。 这本来不是问题， 因为在初级社会里， 老人与周边的资源与服务可以直接互动， 养

老资源和服务提供的形式比较简单。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老年人需求本身， 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给老人

的资源和服务都在不断发生变动， 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 使得双方衔接的形式与路径在养老模

式中的地位和意义日渐突出和重要。 老年人的需求、 社会主体供给的资源与服务以及二者衔接的方

式， 三者共同塑造了养老模式的形式与内容。

二、 中国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 “现代性” 问题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主体对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进行相对直接而简单供给的结构与机

制。 在这种模式下， 老年人的需求实际上被限制在较低的层次 （主要是生存型需求）， 相对具有单一

性、 稳定性， 主要是以家庭为主体供给老年人各种资源与服务。 自古以来， 中国家庭的生育就承担了

一部分养老保险的功能， 所以中国人崇尚 “多子多福”， 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的主

要原因。 同时， 家庭人口的不断增长也为持续不断的养老资源与服务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与源泉， 再加

上孝敬老人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化制度安排 （比如举孝廉的官员选拔制度）， 中国的老年人在家庭农业

自然经济年代可谓是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资源与服务。 研究发现， 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往往也是老年人福利最好的时期。② 同时， 家庭农业自然经济时代的 “工作并不离家” 的生产方式，
经验主义的崇老的生活方式， 宗族化与地域化的社会组织生活， “父母在不远游” 的人文传统， 使得

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是相对直接、 简单而家庭化的， 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体系与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

有机契合， 形成了家庭自然经济时代最有效的养老模式， 也成为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 这

种 “守望相助” 的家庭养老模式， 与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模式、 生产方式合为一体， 共同促成了以

“一对一” “人盯人” 为特征的家庭合作养老模式。
然而， 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模式的基础、 体系与条件， 自近现代以来不断遭到侵蚀。 首先是

家庭农业自然经济的解体， 工业化、 市场化不断蔓延、 渗透。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耕生活，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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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土不离乡” 的初级工业化生活， 再到 “背井离乡” 的市场化生活， 过去 “守望相助” 的养老服

务体系逐渐解体。 老人 （尤其是农村老人） 几乎失去人力服务的来源。 其次是传统家庭的解构。 自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中国家庭的人口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更关键的是家庭养老的核心价值逐渐沦

落，① 使得家庭养老变得不可持续和几乎不可能。② 再次是生活条件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一些

新型的老年疾病， 尤其是慢性病大规模爆发， 极大地增加了老年人服务的需求； 同时， 随着生活方式

的转变， 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日趋多元化与层次化， 更加具有延展性与弹性。 最后是货币化的普遍流行

与宗族化、 地域化的社会组织生活的解构， 一切以货币作为衡量工具与基础， 老人的经验价值货币化

程度低， 而作为老年人社会服务辅助性供给和家庭供给监督主体的传统社会组织逐步解体， 传统的家

庭养老服务模式陷入困境。
因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开始自发地探索养老模式的转型道路。 首先是个体

的增责。 一方面是强化带有法律强制性的养老抚幼的义务， 另一方面是自我责任的凸显， 个体必须为

自己的养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养老金的积累作为一个日常性的制度安排被纳入法律体系， 每个

人在年轻时就必须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负责， 而不再是依靠家庭， 这无疑是中国养老模式前所未有的一

次巨大变革。 其次是资源供给主体的拓宽。 其他社会主体 （主要是工作单位）， 尤其是国家的直接介

入， 使得养老资源的供给主体正式由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 ２０１８ 年， 在国家层面已经设立老年人福

利部门， 同时养老保险由国家征税机构统一征收， 以国家力量确保养老资源的普遍化可持续供给。 这

在以 “孝文化” 为核心的中国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再次是服务主体界面的拓展， 即在家庭养老

服务以外， 探索新的社会主体的介入， 机构养老、 社区养老等养老方式应运而生。③ 在家庭成员无法

提供直接服务的条件下， 让社区、 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和其他专业化的市场机构介入提供服务。 由于中

国发展的阶段性， 以及福利的层次性、 多元化， 一部分中下阶层老年人没有基础性的养老保障， 还有

一部分老年人即使拥有资源却无法找到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主体， 因此更多的人选择直接聘用保姆照顾

老人。
但是， 这种探索目前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 新时期老年人的需求不再局限在最低层次， 这既

和老年人主体性需求释放有关， 同时也是新时代在需求层次上进行多元化开发的结果。 作为老年人，
他们的需求既有共性， 又有各自的特殊性。 正因为这种需求是分散的， 差异性明显， 所以无法通过现

代工业化的、 规模化的生产来满足。 其次， 介入养老服务的社会主体多元化， 个体责任的复杂化与外

部化， 家庭不再是唯一的供给主体， 多元主体相互交错， 相互责任与地位的模糊性， 以及社会监督与

生活激励的缺失， 使得老年人的福益在资源与服务增加的情况下并没有相应增进。 最后， 供给方式的

复杂化。 由于老年人需求的多样化与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工作与生活、 工作与家庭、 生活与家庭的离

散等使得老年人需求供应不可能通过直接而简单的方式满足， 因而产生了复杂的程序与交错的环节。
这种复杂的程序与交错的环节对体制与管理的要求是一般的转型社会很难满足的， 同时这种程序与环

节的设置具有极强的单方性特征， 很少能考虑到老年人的特征与真正需求， 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统

一性。

三、 中国养老模式的转型方向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承担当下中国的养老责任， 而新的养老模式还处于探索的过程中，

３３２中国养老模式的智慧化重构

①
②

③

有人将这种变化概括为 “新家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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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遇到巨大挑战， 老年人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全国老龄办的调查显示， 目前中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总的满足率只有 １５ ９％， 家政服务满足率为 ２２ ６１％， 护理服务满足率为 ８ ３％， 聊天解闷服务

满足率为 ３ １６％， 而在大多数农村这些服务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些服务。① 其

根源就在于当前的社会条件下， 传统的 “人盯人” “一对一” 的家庭养老模式由于效率低下而无法继

续， 而其他的养老资源和服务 “碎片化” 的提供无法整合成新的养老模式。 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养

老问题， 首先需要改变养老模式， 进一步提高养老效率。 建立大量的养老机构， 将老年人集中起来进

行赡养， 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养老方式。 但这种做法不仅与世界养老事业正在经历的 “去机构化” 大

趋势相悖， 严重违背大多数具有 “恋家情节” 老人的意愿， 而且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因

为其只是将传统的 “一对一” “人盯人” 的家庭养老转为 “一对二” “一对三” 甚至 “一对多” 的机

构养老， 并未有质的改变。 居家养老的智慧化发展， 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路径。
首先， 老年人的需求具有综合性、 延展性、 个体性和变化性的特征， 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

面， 不同行业类别之间服务内容跨度大， 单个个体、 机构都无法全面准确掌握。 为此， 一方面需要在

个体性、 特殊性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单个老年人 “小众化” 的数据 （包括个人需求的各个方面及其变

化）， 这样才能开展针对性的精准服务， 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而在传统养老模式下， 依靠初级劳

动， 即使是 “一对一” 模式也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难题。 另一方面在普遍性、 共同性的基础上会产生

“大众化” 的数据 （一个集群的老人甚至是所有老人的共同需求及其规模化的变化）， 进而在规模化、
科学化甚至科层网络化的管理模式下提供统一服务， 从而极大地提高养老效率。 这种基于 “大众化

数据” 的服务还会产生 “突生” 作用 （１＋１＞２）。 当然这种 “大众化” 的数据是建立在 “小众化”
数据的基础上， 是对小众数据筛选并进一步综合而成的， 此非一人、 一家乃至一机构所能有效为之。
因此， 只有居家养老的智慧化发展， 才能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其次， 目前中国养老服务的供给普遍依靠原始人力劳动和管理， 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较低， 使

得养老服务业专业化程度与职业声望低下， 职业化过程步履蹒跚。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高素质人才

普遍不会选择以初级劳动为主的报酬低廉 （在传统的 “人盯人” 模式下，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某种

条件下获得较高报酬） 的传统养老服务业。 同时， 中国养老行业的护理人才缺乏且专业化程度低。
据统计， 中国养老护理员潜在需求在 １０００万以上， 而一线护理员仅有 １００ 多万， 取得职业资格的不

到 １０万人。② 在当前中国， 即使专业化的养老机构， 其服务人员也大多属于临时工， 主要由外来务

工人员和下岗人员构成， 学历水平处于初中及以下， 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 工作强度大， 工

资待遇水平低， 容易滋生工作厌倦、 懈怠的心理， 养老服务事故频发。 养老服务人员的缺乏， 导致养

老服务业发展步履艰难。 我国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和职业声望较低， 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普遍实现科

学技术与养老业的结合， 局限在社会服务链条的底端， 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到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只

有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向智慧化方向发展， 中国养老服务业才可能改变 “人盯人” 的依靠原始

人力劳动和管理的初级模式， 走出一条专业化、 职业化和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高质量地满足数量巨大

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从而使得中国养老事业发展变得可行并可持续。③

最后， 中国当前养老服务与资源的供给与老人的需求连接呈 “碎片化” “断裂式” 状态。 “碎片

化” 是由于各个供给主体缺乏协调， 导致养老服务和资源呈现出分割状态。 “断裂式” 是由于物理隔

离和社会限制， 导致服务与资源不可及。 虽然居家智慧化养老也是居住在家里， 但是家庭已经不再是

唯一的供给主体。 当前中国的老年服务业发展需要政府、 企业、 社区、 市场以及居民等多方主体的共

同参与。 各个服务主体只有相互协调、 互相配合才能形成整体效益， 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服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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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社会资源与服务极大丰富的背景下， 老年人自身的福益并没有相应增加，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从横向来看， 各个主体的服务与资源交错配置， 相互矛盾， 纠结消耗。 二是

从纵向来看， 诸多服务与资源因物理连接和程序限制无法达致老年人， 使得诸多存量共享资源无法充

分发挥效用， 增量扩容服务无法顺利开拓。 要解决这个难题， 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把各个主体

能够提供的服务与资源统一、 协调起来共同致力于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比如通过智慧系统将处于不同

线下空间的老年人、 家庭和保姆、 医院、 社区等连接起来， 使他们处于同一个照护老人的网络系统空

间， 从而互相监督， 重构交互模式， 确立新型的合作照护机制。① 二是尽可能促成各种资源与服务精

准达致老人的身边。 比如正在局部地区试行的远程医院统一预约挂号制度、 网约护士制度等。 可见当

前养老服务与资源供给方式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 且正在朝着智慧化方向转变。

四、 养老服务智慧化发展与模式重构

　 　 随着中国日渐重视大数据管理与智慧社会的建设， 养老服务智慧化发展愈来愈成为一种趋势， 产

生多重效果：
首先， 智慧化有助于在对老年人增能和赋权的基础上摆脱养老服务业对初级劳动和原始人力管理

的依赖， 从根本上改变养老服务的行动方式、 基本结构与总体模式， 为一种新型有效的社会服务模式

的形成提供前提与可能性。 智慧化养老服务模式能最大限度地增强老人的行动能力， 扩展老人的权

利， 减轻照顾负荷。 在传统养老模式下， 联合国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无法得到有效贯彻， 老人本身的积

极能力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 老人被视为需要被动照顾的社会群体， 他们本身的能力与积极性被忽

略。 在一个可以制造智能机器人的时代， 老年人无法实现相应的能力增强， 权利因人力不够而得不到

保障， 是不可思议的。 在智慧养老模式下， 为老服务的方式可以由单向的服务转变为双向的互动。 由

于智慧系统的介入、 协助与自主运行， 智慧养老可以彻底改变养老资源与服务达致老年人的模式， 从

而极大改善资源与服务的供给方式， 形成有序且有效的供给结构秩序， 根本性地提高养老资源和服务

的供给效率。 在老年人被赋权、 增能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高养老资源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改变养老服

务 “一对一” “一对二” 乃至 “一对三” 的日常服务模式， 使得养老服务业在智慧化的条件下 “散
而不乱” “分而有序”， 实现向 “一对多” 的规模化、 流程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②

其次，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能够提高养老服务业的职业地位， 彻底改变养老服务业的业态， 反过来

又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业的专业化、 职业化发展， 推进养老服务业市场的现代化开发， 为养老服务模

式更新换代提供基础性条件和准备。 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高度依赖初级劳动与原始人力， 几乎是一个

没有职业门槛、 人人可为的职业， 养老服务业的职业收入、 职业声望、 职业地位都处于社会职业链条

的低端。 这就会导致如下后果： 一是由于传统的养老服务本身没有太多的含金量， 不需要太多的人力

资本积累， 其职业回报率自然低。 同时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投入动力， 也无法形成高端专业人才队伍。
二是其本身的职业报酬空间非常有限， 由于采取 “一对一” “一对二” 乃至 “一对三” 的模式， 作

为服务的提供方不可能获得高效的回报， 否则在养老金替代率偏低、 尚不富裕的中国不可推广， 更不

可持续。 三是专业化、 信息化的高端人才不愿进入养老服务产业。 职业收入、 职业声望与职业地位低

与职业低端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抑制了养老服务业的专业化、 职业化发展， 抑制了养老服务业的

规模与效益， 也限制了养老服务市场的拓展。 目前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 一方面存在有巨大的服务需

求的买方市场， 另一方面存在有着巨大的供给剩余的卖方市场。 究其原因， 就是欠缺能够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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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双方有效衔接的人才市场， 导致有着巨大规模效益的养老服务市场得不到有效发展， 变得非常局

促、 狭小。 智慧养老模式能利用自身优势使养老服务业实现向 “一对多” 的规模化、 流程化的科学

管理模式转变， 并进一步向智慧化、 灵活化、 人本化的方向推进。 具体来说， 智慧养老模式可以改变

养老服务的投入产出比， 极大地拓展养老服务的职业报酬提升空间， 改变养老服务业的效益增长模

式， 大大提高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收入与职业回报。 智慧养老模式能够吸引职业化的投入， 吸

引更多的专业化人才投身于智慧养老服务业， 促使养老服务就业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改变

养老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基本构成———由低端的蓝领工人向较高端的白领工人演变。 智慧养老模式能够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基本工作形态———由初级劳动向高级劳动转变， 由原始人力管理向智

慧化管理转变， 使得养老服务业态更趋向高技术、 高收入， 在扩充市场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老人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提升， 做大蛋糕， 实现双赢， 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 有利于形成智慧性的养老服务的内容、 标准与操作体系。 这种内容、 标准与体系建立在数

据的收集、 存储与管理的基础上 （具有可追溯性与可信赖性）， 且数据具有系统性、 层次性、 自动性

并网络化 （可消除信息孤岛效应）。 一方面这些数据可以自动生成与运营， 无需大量的人力， 经过一

定的积累和设置， 可以在自动识别的基础上对个体化、 特殊性的老人提供精准服务， 同时由于可以集

小为大， 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展开分类服务并产生初级规模效应，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 在一些具有共

同性的地方， 甚至可以采取全国性的统一模式， 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 实时监控， 进一步实现高级的

规模化效应， 改变传统养老模式的 “无” “小” “散” “乱” 的内耗型结构。① 另一方面这些数据还可

以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 就是在数据聚集的基础上， 通过对数据的挖掘、 开发、 营运， 进一步产生新

的宏观性的社会效果， 从而改变、 创新社会制度与规范， 改变社会设置与改良社会器具， 甚至具有医

疗研究价值， 使得整个社会的养老资源更加丰富， 配置更加精准， 养老服务更加科学高效， 促使养老

服务供给与养老服务改良同步推进。 从根本上说， 使得养老服务由一个主观、 随意、 凭经验服务的方

式向客观、 科学与可信赖的方向转变， 其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可以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老年居家服务模

式的智慧化使得原来低端的、 低质量的、 低效益的服务模式向高端的、 高质量和高效益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产业结构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并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过程中处于

优势地位， 为生活服务的模式转变奠定了基础性的条件。 但限于中国养老服务模式的特殊性， 其在当

前仍然主要依赖于初级劳动与原始人力管理， 是一种农业社会典型的 “无” “小” “散” “乱” 的内

耗型结构 （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 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日益智慧化的整体态势不

符， 生产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这种养老模式的改变势在必行， 迫在

眉睫。 促使其发生变化的可能路径有三个： 一是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 资源输入。 这条道路已经在

走， 但是困难重重。 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 通过民众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调适， 主动适应这一养老

服务形势的变化。 但在庞大、 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个体的力量与文化生活的调适远远跟不上社会

变迁的节奏。 三是上下结合， 互相支持。 这无疑是最好的一种模式， 但是很难有合适的中介把这两个

方面很好地结合。 而居家养老的智慧化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即在智慧系统的帮助下， 统合各方养老

资源， 改变仅仅依靠原始的人力劳动与管理的模式， 无须再按照 “一对一” “一对二” “一对三” 的

照护模式， 而是直接以 “一对多” 的模式展开， 在系统 （不同层次、 分类分区域） 内， 为所有的老

人以数据和符号的形式提供灵活、 复杂、 高效的服务， 并在统一的服务供给形式下始终保有动态的规

模化的服务和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从而使得养老服务真正由农业社会的 “无” “小” “散” “乱” 的

内耗型的自然发生模式向智慧社会的 “统一” “精准” “高效” 整合型的社会服务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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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商品化与再排斥： 社会政策的双面效应

———基于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考察

刘婧娇　 王笑啸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是对人的需要、 社会需要的回应过程， 但它并不必然是 “善” 的。 社会政

策既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同时又可能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为例， 一方面， 长期

护理保险在 “去商品化” 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另一方面， 其城市优先于农村的定位、 基于就业的参保资

格设定、 对年龄的限制分别造成社会政策对农村居民、 非常规就业者、 非老年失能群体的制度再排斥。 应

通过 “社会性规制” 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优化， 坚持需要本位的原则确定 ＬＴＣＩ 受益资格， 并通过整

合基础上的差别政策促进社会成员在长期护理保险上的实质平等。
关键词： 社会政策； 长期护理保险； 社会问题； 去商品化； 社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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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社会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各项政策的总和， 是政府采

用公共行动的方式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 教育、 医疗卫生、 保障性住房、 就业服务， 以及向老年人、
儿童、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所需服务的行动体系。① 相对于社会政策在提升社会福祉、 促进社会融

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附随的社会问题常常被忽视。 正如英国社会政策学家哈特利·迪安所言，
“社会政策学的一项必要的工作就是要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②， 我们不仅要理解社会政策 “治
疗” 社会问题的作用， 更要理解社会政策 “制造” 社会问题的功能， 因为 “既有的社会政策已经内

化于社会， 有时候它们既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又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③。 本文以中国正处于试点阶

段的长期护理保险为例， 考察该项社会政策的双面效应， 进而提出规制建议， 以期深入理解社会政策

这一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

一、 源起与角色： 社会政策的内涵分析

　 　 国际上对于社会政策的源起与发展动力有多种诠释， 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有贝弗里奇 “五大恶”
的社会问题观、 Ｔ Ｈ 马歇尔的公民身份观、 帕森斯的社会功能观、 蒂特马斯等人的工业社会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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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夫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观， 以及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的社会成本观。 １９４２ 年贝弗里奇爵士受英国

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委托， 制订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 《社会保险和相关服

务》， 即对战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产生重要影响的 《贝弗里奇报告》。 该报告指出， 英国

战后重建需要解决五大社会问题———贫困、 疾病、 愚昧、 肮脏、 懒散，① 并对英国进行了从 “摇篮”
到 “坟墓” 的福利规划， 成为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竞相模仿的对象。 哈特利·迪安借用贝弗里奇的

“班扬式比喻”， 简明而全面地审视了福利国家主要的社会政策领域， 认为收入维持与就业政策是为

了对抗 “匮乏” （贫困） 和 “懒惰” 这两个 “巨恶”， 医疗卫生和教育政策是为了对抗 “疾病” 和

“无知” （愚昧） 这两个 “巨恶”， 住房与环境政策是为了对抗 “肮脏” 这一 “巨恶”。② 无独有偶，
安东尼·吉登斯 “将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 变匮乏为自主， 变疾病

为积极的健康， 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 变悲惨为幸福， 变懒惰为创造”③， 进而形成了对

英国社会政策体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积极福利思想。 由此可见， 《贝弗里奇报告》 的确深刻地影响了

英国乃至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构建， 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形塑了英国的社会政策体系， 但它并

不能被视为社会政策的起源， 因为早在 《贝弗里奇报告》 出现以前， 福利国家的古典形态就已经显

现， 代表为 １９世纪末俾斯麦在德国创立的多项社会保险制度， 更早期的还有英国的国民保险制度。
马歇尔的公民权利观， 也建基于 《贝弗里奇报告》， 通过借鉴吸收霍布豪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

思想， 形成了公民身份理论， 他认为 “自由主义复合社会由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三个规

则要素构成， 与之相应， 存在三种基本的公民身份形式， 即公民的民事权利、 政治权利与社会权

利”④。 如果说公民的民事权利保障了公民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行事而不至于在受控条件下生存， 那么

政治权利则确保公民权利能够发挥作用，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权利才最终保证了前两项权利的落

实， 它是 “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

权利等一系列权利”⑤。 社会权利的着重点在于强调社会成员的 “非商品化” 程度， 而这正是社会福

利体系的发展要义。 因此， 公民身份理论直接推动了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 与 《贝弗里奇报告》
类似， 马歇尔的公民权利观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直接推动力的作用， 但也并

非是社会政策的起源。 社会功能观认为 “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弱了家庭的功能。
福利国家的功能是对家庭、 社区等功能的补充， 而危机破坏了福利国家的功能发挥。 因此福利国家需

要发展新功能来解决社会安全等问题”⑥。 正如高夫所说， “福利国家的功能论将所有的社会过程予以

客观化， 认为社会政策发展只是被动地反映这些社会或非社会的力量而已， 忽略了历史是由多个完全

不同的生产形势所构成的连续体， 也忽略了阶级、 阶级冲突和革命性的决裂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⑦。
工业发展观是多年来关于社会政策起源比较主流的一种解释， 该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开启了市场经济的

大幕， 商品交换成为主要经济形式， 个体劳动者在资本的扩张中也成为一种特殊商品， 并参与市场竞

争。 于是， 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因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被市场排斥在外， 造成贫富两极分

化、 阶级冲突， 引发社会问题。 社会政策正是为了应对工业化社会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 进而促进了

自身的发展，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政策形式。 工业发展观对于社会政策起源与发展的观点， 正视了历史

的连续性， 但仍显 “隔靴搔痒”， 对于为什么个体劳动者要在资本的运作下劳动进而获得生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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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劳动者一定要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安身立命， 没有做根本性的解释。
以高夫 （Ｉ Ｇｏｕｇｈ） 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展开对社

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究。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继承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 认为资本家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强制延长劳动时间， 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予

理睬， 这大大损伤了工人的身体健康， 工伤事故频发， 甚至致使工人的平均寿命缩短。 １８ 世纪中叶

后， 工人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纷纷组织起来， 以罢工、 捣毁机器等方式要求政府出台法律保护工人

权益。 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国家不得不出台社会政策保障工人的权益， 进而保证劳动过程的顺利实现，
于是这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的行动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建立和完善。 １８０２ 年英国议会通过 《学徒健康

与道德法》， 规定了纺织童工的最低年龄为 ９岁， 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 １２ 小时， 禁止童工做夜工，
成为资产阶级 “工厂立法” 的开端。 １８４７年英国颁布 《十时间法》， 规定 １３—１８ 岁的童工及女工的

日工作时间最长为 １０ 小时。 以英国为先驱， 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建立了 “工厂立法”。
如德国于 １８３９年颁布 《普鲁士工厂矿山规则》， 法国、 瑞士也颁布了相关的工厂立法。 这些 “工厂

立法” 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法起源， 成为社会政策的初期形式。 到了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期， 资本

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工人运动不断高涨，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保障工人

阶级再生产的能力， 政府做出了干预， 表现为劳动法内容不断扩展， 由最初的对工作时间的限制， 扩

展到了劳动报酬、 安全与卫生、 社会保障、 工会组织等多个方面， 对象适用范围也扩展到了所有的经

济部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来，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社会政策， 如美国颁布了就业机

会均等的法律， 英国颁布了社会保障的法律， 日本制定了失业保险、 就业促进等相关法律。 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的高夫将福利国家界定为： “运用国家力量去修正劳动力再生产与维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

工作人口的正常生活的制度体系。”① 从工厂立法到各种法律法规， 这一系列为了保障资本积累和劳

动力再生产的国家干预制度变迁， 描画出社会政策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路径。
社会成本观是国内学者近年提出来的对社会政策的起源与发展动力的又一种解释。 社会成本的概

念最早由庇古 （Ｐｉｇｏｕ） 于 １９２０年提出， 是指 “列在消费者与生产者账目以外的， 因为生产与享用产

品而令社会成员遭受的一切损失和不便”②， 蒂特马斯将社会成本的概念由经济学领域引入社会政策

学领域， 并指出社会成本包括 “由第三者或公众所承受的一切因为私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所造成的

直接和间接的损失”③， 社会成本会与时俱进， 于是 “思索变迁 （都市废退和衰败等形式的变迁的损

害） 不能不同时思索这些过程对人的影响。 受这些过程影响的主要是穷人、 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健

康及不健康的人”④， 同时指出， 针对这些受到 “损害” 的个人处境的社会行动必须借助于能做出差

别对待的工具， 即社会政策、 社会服务或福利计划。 国内学者董才生继承了蒂特马斯关于社会成本的

观点， 提出社会成本就是社会政策产生的直接根源也是其发展的直接动力。 他认为， 自由竞争的市场

机制无法妥善解决社会成本， 这就需要个人和家庭去解决， 而自由竞争中受损害的往往是最无力抵抗

社会成本的贫困阶层， 因而必须依靠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来应对， 最早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也是最早

由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英国就是典型代表。 同时， 为了避免在解决社会成本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社会成

本， 普惠性的社会政策应运而生， 表现为英国从 《济贫法》 到全民健康服务 （ＮＨＳ） 的转变。 全球

化、 现代科技发展使社会成本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 要求社会政策主体多元化， 实践的外延进一步扩

展， 因此， 社会成本成为了社会政策的发展动力。⑤

综上所述， 社会问题观、 公民身份观、 社会功能观、 工业社会发展观、 社会成本观均对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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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机制开展了多种阐释， 这些多元视角将社会政策的发展刻画得更立体生动。 由此， 可以进一步

总结， 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是对人的需要、 社会需要的回应过程， 也是对社会问题的消除过程和对人

类幸福的促进过程。 那么这种 “积极” 的目的能否达成？ 以社会成本观来审视的话， 为了消除社会

成本的社会政策会不会又产生了新的社会成本？ 接下来， 本文将以中国正处于试点阶段的长期护理保

险为例， 分析该项社会政策的 “善” 与 “恶”。

二、 去商品化与再排斥： 当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双面效应

　 　 １ 去商品化：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成效

“商品化问题是马克思在对阶级发展进行分析时提出的重要问题， 当独立的生产者变成了无产阶

级的工资收入者， 商品化问题就出现了。 劳动者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 在

马克思看来， 商品化就意味着异化。”① 而在埃斯平－安德森看来， “当服务被视为一种权利， 并且一

个人不必依赖市场就能维持生活时， 就出现了去商品化”②， 去商品化与完全消除劳动力作为商品的

情况不同， 去商品化 “这个概念指的是个人或家庭在市场参与之外， 仍能维持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

平的程度”③， 是多与少的问题， 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越深， 说明这个社

会中的成员享有外部的社会保障越多， 个人的生存对于市场的依赖越小； 相反， 去商品化程度越浅，
说明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享有外部的社会保障越少， 个人的生存对于市场的依赖越大。④ 正如卡尔·波

兰尼所言， 社会政策就是与市场相对的一种保护主义反向运动， 其实质就是要通过社会政策的手段进

行一定程度的 “去商品化”。⑤

２０１６年中国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出台，
规定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群为保障对象， 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

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等所需费用”， 同时确立了承德市、 长春市、 齐齐哈尔

市、 上海市、 南通市、 苏州市、 宁波市、 安庆市、 上饶市、 青岛市、 荆门市、 广州市、 重庆市、 成都

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共 １５ 个市作为试点地区。 还有一些地区自发建立试点， 如扬州市、
昆山市等。 这意味着长期护理保险在中国也已经进入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阶段。 青岛市于 ２０１２ 年建

立长期护理制度， 属国内首创， 截至 ２０１７年， 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累计支出 １２亿元， 给近 ５ 万名失能

老人提供了照护帮助， 这些老人平均年龄 ８０ ４岁， 护理保险待遇的参保人人均床日费用 ５６ ２ 元， 个

人负担仅 ４ ２元。⑥ 参加了长期医疗护理保险的郭某， 在享受居家医疗护理照料的 １２３ 天共花费

４４７９ ５元， 包括完全由个人自付的 ３３４ ２２ 元在内， 个人承担的总费用仅 ５００ 元。⑦ 长期护理保险实

施后， 上饶市重度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了 ３３％—６０％。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启动试点

以来， 覆盖城市人口超过 ４８００ 万， 基金人均支付达到 ５９９７ ４７ 元，⑨ １５ 个城市共吸引投资 ７２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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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养老机构 ２８４家， 培训机构 ４４家， 评估机构 ４０家。① 截至 ２０１７年年底， 全国试点城市长期护理

保险的定点机构有 １１７４家， 包括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定点机构的床位数为 ６４
６１９张。 作为一项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 长期护理保险在 “去商品化” 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表现为

长期护理保险受益人群逐渐实现广覆盖、 个人及家庭的经济和照护负担减轻、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这

是长期护理保险在中国试水以来获得的显而易见的成效， 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２ 再排斥：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疏漏

如前文所述， 无论在何种时代背景下， 无论在何种文化价值观下， 抑或是在何种根本目的的指引

下， 社会政策都是维护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融合的工具和手段， 它通常指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意在

缩小群体间差距。 然而， 如果社会政策的制度设计本身违背了社会融合的旨趣， 没有缩小群体差距反

而拉大、 固化原有的鸿沟， 便称之为造成了 “再排斥” 的负面效应。 统合中国 １５ 个试点地区的制度

设定， 笔者认为现有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 “再排斥” 倾向。
首先， 对农村居民的再排斥。 全国 １５个保险试点地区在一开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时， 对于 “城

市和农村齐头并进” 还是 “城市优先于农村” 存在不同的选择。 上海市、 南通市、 苏州市、 青岛市、
荆门市、 新疆石河子市 ６个地区将覆盖人群设定为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 即包括了所有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群， 不分城乡。 而大部分试点地区仅将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群纳入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范围 （详见下表）， 这意味着农村居民直接被排斥在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之外， 制度本身形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 同时， 考虑到 “老年残疾化” “残疾

老年化” 的人口变动趋势使得农村成为失能风险发生的重地 （中国 ７５％的残疾人分布在农村）， 农村

居民家庭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家庭， 抵抗失能风险的能力也较低， 这样的制度设计有违社会公正。
其次， 对无业和非常规就业者的再排斥。 如下表所示， 全国 １５ 个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中有 ９

个将已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作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前提。 根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城镇所有用人单位， 包括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外商投

资企业、 私营企业等）、 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 都要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 乡镇企业及其职工、 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由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参保情况存在地区差异， 如吉林省规定， “乡镇企业

及其职工、 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 暂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山东省规定， “具备条

件的乡镇企业和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可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河北省规定，
“以上用人单位中非城镇户口职工、 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 城镇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原

则上暂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上海市规定， “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 从事自由职业

的人员参照执行”。 本文将乡镇企业、 城镇个体经济组织的就业形式统称为 “非常规就业”。 由此可

见， 若想获得长期护理保险的权利， 需要先就业， 甚至需要成为 “常规就业者”。 这样的限制性规定

将广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的无业和非常规就业者排斥在外， 而从抵抗风险的能力上来看， 恰恰是

这些无业人员及其家庭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及其家庭， 更需要这项社会政策的庇护。 我们不禁要问， 如

此的制度设计， 究竟弥合了鸿沟还是固化了差距？
最后， 对非老年失能人口的再排斥。 上海市将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人员划分为两类 （见下表），

第一类人员为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第二类是参加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６０ 周岁及以上的

人员， 而受益人群为 “６０周岁及以上、 经评估失能程度达到评估等级二至六级且在评估有效期内的

参保人员”。② 这种制度设定以年龄作为受益资格的限定条件之一， 将 ６０周岁以下、 有长期护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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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关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上】 长期护理险试点两年成效如何？》， 搜狐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２８９３３８２８＿ ４６４３８７。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 的通知》 （２０１８年 ０１月 １８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官

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ｏｖ ｃｎ ／ ｎｗ２ ／ ｎｗ２３１４ ／ ｎｗ２３１９ ／ ｎｗ１２３４４ ／ ｕ２６ａｗ５４８０９ ｈｔｍｌ。



的失能人口排除在外， 而这些被排斥的群体与残疾人高度重合。 因此， 就浮现出一个习以为常却又触

及根本的问题： 长期护理保险的对象人群究竟是谁？ 是普遍默认的老年人口还是所有的失能人口？ 非

老年残疾人群体是否应被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对象人群中去？

全国长期护理保险 １５个试点地区的参保前提与受益人群

　 地区 参保前提 受益人群 备注

１ 承德
参加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 　

２ 长春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失能参保人员 　

３ 齐齐哈尔
参加市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 （含灵活就业人员）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 　

４ 上海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６０周岁及以上，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 分为第一类人员和第二类人员

５ 南通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失能参保人员 　

６ 苏州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失能参保人员 　

７ 宁波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重度失能且在长护保险护理服务

试点机构接受护理并签订协议

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不兼得，
可根据本人意愿择高选择一项

８ 安庆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 　

９ 上饶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 　

１０ 青岛
参加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完全失能人员和重度失智人员

分为职工护理保险和居民护理

保险

１１ 荆门
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失能参保人员 　

１２ 广州 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失能参保人员 　

１３ 重庆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失能人员 　

１４ 成都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重度失能人员 　

１５ 石河子
参加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或参加居民医疗保险
重度失能人员 　

　 　 说明： 以上数据来源于各试点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局） 官网，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而得。

思考这一系列问题， 首先需要探寻长期护理保险的本质。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医学在重大传

染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方面取得进展， 人们的寿命得以延长， 但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在生命周期内 （通
常是中老年时期） 易患上关节炎、 风湿病、 心脏病、 中风、 癌症、 精神障碍及其他多种慢性疾病，
这些慢性疾病会带来身体器官的残损， 造成不同程度的失能， 并形成对他人的 “依赖”。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德国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为了解决残疾、 老年带来的失能问题， 德国政府于 １９９４ 年颁布 《长
期护理法案》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 决定将长期护理保险整合到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中

２４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社会保障

①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Ｐ Ｒｉｃｅ， “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３，
ｐｐ ２９９－３２６



去， 意味着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继疾病保险、 工伤保险、 老年和残障保险、 失业保险之后的第五大社会

保险险种， 由此德国成为世界上率先通过建立社会政策对抗失能问题的国家。 日本、 韩国、 美国等欧

亚多国也相继以德国模式为蓝本， 探索适合本国的长期护理保险， 于是形成了当今世界 “求同存异”
的长期护理保险多样化格局。 “异” 表现在多个方面， 如缴费标准、 服务提供方式、 家庭与政府的责

任分配等等， 而 “同” 则是指向长期护理保险要解决的共同的终极问题， 即因 “失能” 带来的个人、
家庭与社会的经济负担及相关社会问题。 因此， 长期护理保险的对象人群绝不应该仅仅是 “老年”
群体， 而应扩展至所有 “失能” 群体。

从照顾的供需平衡来看， 非老年残疾人长期护理保险的需要反而比失能老年人更为急迫和强烈。
因为各个年龄段的重度残疾人都面临生活不能自理、 长期失能的机体条件， 前两者的非正式照料者均

比残疾人年长或同龄， 这意味着随着残疾人年龄的增长， 照料者会先于或与他们同步进入老年状态，
照料的施予者也逐渐成为照料的需求者， 而失能老人的照料者通常是同龄的配偶或比自己年龄小很多

的子女， 长远看来， “老养残” 家庭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需要更迫切。 另有实证研究表明， 老龄化与

寿命的延长并不会单纯导致长期护理费用持续上涨， 虽然它确实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真正影响长期

护理费用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残疾与机能状态， 如果与年龄相关的残疾减少， 哪怕只保持不变， 那么长

期护理费用的增长也会得到控制， 而如果与年龄相关的 ＡＤＬ 损伤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ｓ） 增加， 尤其是需要面对 ３种以上 ＡＤＬ困难时， 寿命的延长才会导致残疾的增加， 进而导致长

期护理费用持续增长。 老龄化比机能状态和残疾在长期护理花销方面的影响更小。 所以， 只要控制住

老年人患上三种 ＡＤＬ残疾的可能性， 那么长期护理的花销就与年龄仅存在很小的关系了。① 这表明，
残疾与年龄相比， 对长期护理花销的影响更大， 反映出残疾人的长期护理保险需要更强烈。 以年龄作

为受益资格确定的标准之一， 显然将更有长期护理需要的非老年残疾人排除在外， 造成对这一部分群

体的社会排斥再生产。
根据世界通行做法， 是否将残疾人纳入现有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 需要在制度制定过程中认真

对待和谨慎选择。 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嵌入于原有的社会保险框架中， 因而所有年龄段的人口自然全

部成为 ＬＴＣＩ的潜在受益人， 其中 ２１％的受益人在 ６５ 岁以下。② 是否具有 ＬＴＣＩ 资格取决于是否具有

长期护理需要， 没有收入的家庭和失业人员将被免费投保， 若一个雇员的家庭中存在没有收入来源或

收入水平低于规定收入门槛的家庭成员， 这些家庭成员将不需要额外交纳保费。 即在该融资制度设计

下， 有收入来源的家庭补贴无收入来源的家庭， 有两个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补贴只有一个主要收入来

源的家庭， 没有孩子的家庭补贴有孩子的家庭。③ 可见， 德国的 ＬＴＣＩ 存在转移支付效果， 更容易失

业、 收入低下的残疾人也依然可以获得长期护理保险， 这就避免了制度上对残疾人进一步的社会排

斥。 ２０００年， 日本在借鉴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国情， 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 成为亚洲首个实施 ＬＴＣＩ的国家。 制度规定， 不满 ４０岁的残疾人， 可以根据残疾人福利法的规

定， 以公费方式按照残疾人护理计划获得相应护理服务。 如果进入残疾人护理服务机构， 即使年龄在

４０岁以上， 也不能适用于 ＬＴＣＩ。④ 可见， 在日本， ＬＴＣＩ与残疾人福利制度中的护理服务两者具有互

斥性。 这是基于日本的国情： 日本已有为残疾人专门设计的残疾人福利制度中的护理服务， 且残疾人

的护理需要可以得到更好满足。 在我国台湾地区， 长期护理保险实施以前， ５０ 岁以下有长期护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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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 Ｃ Ｓｔｅａｒｎｓａ， ｅｔ ａｌ ， “Ｈｏｗ 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６， Ｎｏ ３， ２００７， ｐｐ ３６７－３７８

Ｊｏｈｎ Ｃｒｅｉｇｈｔｏ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Ｎａｏｋｉ Ｉｋｅｇａｍ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Ｊｏ Ｇｉｂｓ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Ｊａ⁃
ｐ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８７－９５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 Ａ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ｘ Ｇｅｒａｅｄ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Ｖ Ｈｅｌｌ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１， ２００２， ｐｐ ４４－６５

戴卫东： 《ＯＥＣＤ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第 ８５页。



务需要的残疾人通常来自于低收入家庭， 他们只是通过国民健康保险获得优先的健康福利服务， 长期

护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 ２０１１年 《台湾长期护理服务法律 （草案） 》 中明确规定， 长期护理将提供

给身体或精神残疾人社区、 家庭和机构护理服务， 无论年龄、 身份、 残疾类型。 这意味着， 台湾地区

长期护理保险接受者的认定是基于是否有长期护理需要而不是年老或家庭收入状况。 当前中国大陆的

残疾人长期照护现状同未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之前的台湾地区类似， 与日本已建立较完善的残疾人福利

制度大为不同， 因而应着重考虑将残疾人群体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避免形成制度再排斥。

三、 规制与优化：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完善

　 　 所谓规制， 是指 “根据一定的规则对某种行为加以禁止或限制”①。 这里的规制是以公共权力为

媒介的政府的规制， 是以稳定和提高市民生活为直接目的的规制， 又被称为 “社会性规制”。 这种规

制不是限制人们的自由， 其目的是保护和扩大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 “社会性规制” 与 “社会性给

付” 相对， 后者是指 “在一个社会内部， 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资源进行再分配”②。 “社会性规制

与 ‘机会的平等’ 存在亲和性， 社会性给付与 ‘结果的平等’ 存在亲和性”③， 社会性规制一方面保

护社会成员免遭市场的排斥， 另一方面保障社会成员免遭社会领域的再排斥， 社会性给付一方面反映

了一个国家的福利高低， 另一方面也存在扩大社会不平等、 影响社会结构的问题。 因而， 社会性规制

不可忽视。 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这项社会政策为例， 目前的研究均集中在 “社会性给付” 层面， 包

括给付多少、 如何给付、 向谁给付， 但缺少对 “社会性规制” 层面的研究， 如怎样提供均等的机会

给所有的社会成员、 怎样避免社会性给付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性规制所

需的财政支出较少， 相比社会性给付具有更高的效率。 据此， 笔者认为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至少应在以

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１ 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需要导向， 纠正试点阶段存在的制度再排斥

正如养老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帮助社会成员应对老年风险， 医疗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帮助社会成员应

对疾病风险，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了帮助社会成员应对失能风险而建立的。 对抗 “失能” 是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的宗旨， 只是因为老年是失能的主因， 又是社会成员必然会经历的生命阶段， 老年人成为了

长护制度的默认主体。 但不可忽视的是， 还有广大非老年群体也同样存在失能风险， 甚至这些群体对

家庭造成的负担更沉重。 当前的长期护理保险以户籍差别、 年龄差别、 就业差别为根据， 对不同群体

造成了制度再排斥， 不仅有违长期护理保险的初衷， 更是对社会公平的挑战。 因而， 在长期护理保险

进行全国推广之前， 首先要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对象人群进行明确的规定， 这就要遵从需要导向， 即本

着 “谁需要提供给谁” 的原则， 确定目标人群， 避免以城乡、 年龄、 就业等为条件， 设置人为障碍，
造成机会不平等。 其次应充分考虑将残疾人群体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避免造成制度再排斥。 如前

文所述， 重度残疾人是否应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已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各个国家也通过郑重考

虑而做出适合本国的决定。 中国重度残疾人当前可以享有的福利是残疾人托养服务和护理补贴， 残疾

人托养服务的对象人群是就业年龄段内的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 （包括就业年龄段内同时存

在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儿童、 青少年、 老年残疾人不在该项制度保障范围内。 其宗

旨是通过专业化托养服务， 帮助残疾人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改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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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存发展条件， 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由此可见， 残疾人托养服务主要是为了解决就

业年龄段内有托养服务需要的残疾人的就业困难问题， 意在以提供专业化护理和教育为主要手段， 最

终使其同健全人一样参与市场劳动进而获得收入， 实现自身发展。 残疾人托养服务与其说是一种护理

服务， 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就业促进， 即便其未来获得重大发展， 也无法满足所有年龄段重度残疾人

和智力、 精神残疾人的护理需要。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另外一种社会福利， 属于物质保障范畴。 根

据民政部办公厅、 中国残联办公厅 《关于贯彻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有关情况的通报》 （民办函 ［２０１７］ ２５１ 号） 统计， １８ 个省份的护理补贴标准处于每月 ５０—８０ 元之

间， １４个省份达到或超过每月 １００ 元， 云南省每月只有 ４０ 元。 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长期照料的物质负担远不止几百元， 有实证研究指出 “约 １ ／ ３ 的受访者认为护理补贴标准太低， 对

于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或没有任何意义”①， 这与日本的残疾人福利水平有极大的

差距。 基于中国重度残疾人当前的照护供需现状， 笔者认为， 即将全国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为解决重

度残疾人的照护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应积极探索将重度残疾人群体实质性的纳入长期护理保

险， 化解这部分人群在护理供需上存在的矛盾。
２ 坚持融合基础上的差别， 维护实质平等

长期护理保险涉及的是有长期护理需要的人群， 根据前文分析论证， 它包括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

（包括老年残疾人） 以及 ６０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 这两类群体均是有功能依赖的人， 对长期护理有

着共性的需要， 因而它们是有关联的事物， 将两个群体融合到残疾人体系中具有前提性可能。 融合可

以促进整体效率的提高， 减少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 可以实现服务提供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共享、 场地

共用， 进而形成规模效应。 同时， 整合两种相关联又有区别的护理， 有助于彼此专业技术的交流与促

进， 进而提高整体护理专业水平。
融合不意味着统一， ６０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与 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具体的护理需要和偏好方面

是存在差异的。 残疾人的类型比较多， 分为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 肢体残疾、 精神残疾、
智力残疾、 多重残疾共 ７类残疾， 并且非老年残疾人与老年残疾人也有不同的需要。 比如在德国， 青

年残疾人就很少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服务。② 差异的存在正是系统生命力的基础和根源， 这并不能否

定整合的意义， 只需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中将这种差异考虑进去并形成相应的对策。 有研究建

议， 针对青年残疾人， 现金补贴就是十分必要的形式之一， 因为相比之下现金补贴可以实现消费者选

择最大化。 针对老年人群体则可以考虑以提供护理服务为主， 因为对老年人群体及其家庭来说， 更加

偏好直接护理服务的需要满足。 总之， 差异化需要决定差异化政策， 在一个整合的系统里完全可以根

据不同群体的偏好提供不同的支持， 也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 才会使得 ＬＴＣＩ 体系更加多样、 有生命

力。 另外一个差别制度促进实质平等的社会政策是应当充分考虑特殊群体的差异性， 残疾人就业率普

遍偏低， 且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具有一定难

度， 应为困难残疾人提供参保补贴或减免， 避免有长期护理需要的残疾人再次被社会政策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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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行业内薪酬差距吗？
———基于技术外溢程度的中介效应

王晓君　 付文林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文章使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考察政府补助政策对行业内薪酬差距的影响

效果。 研究发现： 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负向抑制作用是通过调节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实现的， 技术外溢

是不可避免的； 政府补贴的效果因行业差异化而不同； 补贴对行业内薪酬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 “倒 Ｕ” 型

特征， 这说明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时应合理控制投放规模， 防止出现 “无谓损失”。
关键词： 政府补贴； 薪酬差距； 收入不公平； 技术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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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企业间生产效率差异化，① 这种社会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轻则造成社会劳

资分配关系失衡、② 消费过度敏感，③ 重则引发经济危机。 政府作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管理者， 有

必要利用财政资金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来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 稳定经济。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财政补

贴与薪酬差距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城乡、 地区与行业 ３个层面上， 认为财政支出通过缩减收入差距有利

于加快城镇化建设，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这虽能为本文研究政府补贴与行业

内薪酬差距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但忽略了行业内薪酬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员工作为创造企业价值的核心，④ 其工作努力程度、 技能熟练程度将直接影响生产效率， 进而体

现在薪酬增长幅度上，⑤ 但薪酬差距带来的不公平感会导致员工出现消极怠工情绪，⑥ 如果不及时提

供合适的激励措施， 会造成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者缺乏工作动力。 政府通过制定实施财政政策可适

当减缓收入不平等程度， 针对行业内薪酬差距扩大对企业经营绩效、 行业整体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６４２




政府通过发放人才培养补贴、 亏损补贴、 专项技术奖励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产效率较低的企

业群体，① 也意味着财政资金的发放可适当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 提高企业员工薪酬水平。 基于上述

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政府通过发放财政补助可以减轻劳动力成本， 抑制行业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生产新产品过程中的知识技术外溢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溢出路径可划分成横向水平的纯知识溢出

和纵向水平的物化溢出，② 同一行业相互竞争的企业技术溢出方向呈现横线扩散趋势， 技术相似度越

高的企业之间纯知识溢出越明显。 同行业内的企业技术方向相似， 低技能劳动力通过学习先进的知识

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员工薪酬水平也因企业私人收益增加而提高， 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流出导致薪酬

水平因私人收益下降而减少，③ 但私人收益的损失会削弱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不利于行业技术进步。
政府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管理者， 既希望看到企业因激烈竞争而快速提升技术水平， 又不希望

企业相互模仿而削弱积极性。④ 在此情况下， 政府出于推动行业发展考虑， 提供财政资金适当弥补因技

术外溢带来的创新收益损失， 缩减行业内收入差距， 刺激企业员工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 财政补贴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外溢损失程度， 缓解行业内收入不平等。
此外， 国有企业以国家政策为导向， 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 其经济行为以提高社会福利为目

标。 并且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劳动收入保护程度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⑤ 然而即使是处于同一行业， 国

有企业间也会因人力资本质量、 薪资分配制度、 经营管理模式和市场金融程度等产生收入差距。 当收

入差距扩大时则会造成人才流失， 大量的知识技术溢出。 由于编制限制， 民营企业成为人力资本的

“洼地”， 获取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 国有企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会造成科研人才流失， 抑制企

业技术进步， 更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⑥ 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政府补助对抑制国有企业员工薪酬差距的效果更突出。

二、 研究设计

　 　 １ 数据来源及变量解释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因涉及划分行业类别， 在采用 ２０１２版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 的基础上将样本期间设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文中主要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同时

剔除缺失的样本数据 （包括烟草行业）； 为防止异常值对检验结果造成误差， 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

下 １％和 ９９％的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 共获取 １２５６家企业样本数据， 均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完成实证检验。
多数学者采用基尼系数考察城乡间或地区间等宏观层面的居民收入差距水平， 本文聚焦于微观经济

个体与所处行业的收入差距， 因此在实证模型中用企业职工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 本文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１６号———政府补贴》 规定， 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中关于 “政府补助” 的科目数据， 将其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设定为政府财政能力 Ｓｕｂｓｉｄｙ 。 基于考察

财政政策持久性的考虑， 选用滞后一期形式。 本文以加权平均方式优化技术外溢指标， 既考虑行业内其

他企业的技术能力对行业的整体影响， 又顾及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 因此设计如下测算公式：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 ｔ ＝
行业其他企业当期研发经费合计

所属行业当期研发经费合计
× ｗｅｉｇｈｔｉ， ｔ

７４２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行业内薪酬差距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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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ｉｇｈｔｉ， ｔ ＝
企业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所属行业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当技术外溢指数偏高时， 表明该行业在不承担研发成本情况下增加这部分研发收益的现象较多，
也反映了该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 各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不断学习和借鉴先进技术。

除上述核心影响因素外， 其他财务指标 （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员工薪酬增长率等） 也会

对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 在实证模型中同时作为控制变量。
２ 模型构建

为检验以财政补助为代表的政府干预行为对行业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ｉ， ｔ ＝ α０ ＋ α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 ｔ －１ ＋ 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ｔ ＋ ｉｎｄｕｓｉ ＋ ｙｅａｒｉ ＋ εｉ， ｔ （１）
其中，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反映的是企业与所属行业的收入差距， ｓｕｂｓｉｄｙ 表示滞后一期的财政补贴投入力

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表示企业其他的经济特征变量， ｉｎｄｕｓ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ａｒ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表示

误差项。
由前述理论分析可知， 政府补助可能会通过技术外溢程度对行业内薪酬差距产生影响， 本文将财

政补助、 技术外溢与行业内收入差距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内， 具体计量模型为：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 ｔ －１ ＝ β０ ＋ β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 ｔ －１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ｔ ＋ ｉｎｄｕｓｉ ＋ ｙｅａｒｉ ＋ δｉ， ｔ （２）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 χ

０ ＋ χ
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 ｔ －１ ＋ χ

２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ｉ， ｔ －１ ＋ χ
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ｔ －１ ＋ ｉｎｄｕｓｉ ＋ ｙｅａｒｉ ＋ δｉ， ｔ （３）

三、 实证分析

　 　 １ 基准回归结果

由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可知， 资产利润率 （ ｒｏａ）、 销售增长率（ ｓａｌｅｒａｔｅ） 和企业年限（ ｌｎａｇｅ） 的提

高会显著扩大行业内薪酬差距， 负债率（ ｌｅｖ）、 收入增长率（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的增加会缩小行业内薪酬差距。
表 １的 （１） — （３） 列显示政府干预能够有效抑制行业内薪酬差距的扩大， 假说 １ 成立。 在制造业

原材料成本上涨情境下， 政府提供财政资金能适当性地增加企业现金流， 缓解资金周转紧张局势。 同

时考虑到政府补助与薪酬差距可能存在因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差距越小的企业意味着

其经营发展水平接近甚至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政府为追求政绩往往会更青睐这类群体， 为此在第

（４） 列 ＧＭＭ模型中选用政企关系哑变量和政府补助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 结果依旧显示政府补贴具

有显著抑制行业内薪酬差距扩大的作用。 另外本文还将薪酬差距比值等于 １设为界限， 指数小于 １ 代

表企业薪资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反之则为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第 （５） （６）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政府补贴作为一种调控资源配置措施， 能够有效降低那些技术能力较低企业的劳动成本， 提高员工福

利待遇， 反而对超越行业水平的优质企业没有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
２ 渠道机制检验

表 ２为政府干预对行业内薪酬差距的影响估计。 第 （１） 列的单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 １％的水平

上， 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６８９， 表明政府补助会抑制行业内技术外溢， 保障了技术不被抄袭模

仿。 在第 （２） 列中加入其他特征变量后， 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不变， 说明考虑企业其他经济指标后的

政府补贴仍能有效降低同行业的技术外溢程度。
表 ３的第 （２） 列显示， 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ａ）、 负债率（ ｌｅｖ）、 企业年限（ ｌｎａｇｅ） 与技术外溢程度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营收益的提高意味着生产技术得到产品市场的认可， 同行竞争者便会模仿同

质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而负债规模的增加说明企业没有充足的经费提高技能水平， 模仿制造同质产

品， 提高技术溢出程度； 销售增长率（ ｓａｌｅｒａｔｅ）、 市场需求规模（ ｓｃａｌｅ） 对技术外溢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响， 企业销售业绩的稳定增长表明企业已在产品市场中占据稳固地位， 其他行业竞争者很难抢占份

额。 表 ３的 （１） — （４） 列显示政府补助对行业内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技术外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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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说明行业内企业间技术交流频繁， 让有吸收能力的企业通过 “搭便车” 提高生产能力、 提升产

品质量， 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对比第 （５） （６） 两列， 发现在考虑技术外溢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超

过行业均值的高效益企业作为行业的领头军， 对政府补贴更敏感。 另外对比式 （１） α１ 的回归系数

－ ３ ４７５和式（４）χ１ 的回归系数－１ ５０５， 说明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在政府补贴影响行业内薪酬差距过

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 ２成立， 且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约为 １７％； 低于行业的子样本

中技术外溢的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约为 ０ ６％， 高于行业的子样本因没有通过总效应检验而不

具备检验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
表 １　 政府补助对行业内薪酬差距的影响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ＲＥ ＧＭＭ ＦＥ ＦＥ

薪酬差距 薪酬差距 薪酬差距 薪酬差距 比值＜１ 比值＞＝ 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１０ ８３６９∗∗∗

（１ ２２０６）
－ ３ ４７５４∗∗

（１ ６７２３）
－ ５ ２１６０∗∗∗

（１ ５８５５）
－ １７１ ９３３６∗∗∗

（２５ ７６６６）
－ ０ ７６９７∗∗∗

（０ ２５９３）
－ ６ ５２３８
（７ ６３４９）

ｒｏａ ０ ４９７７
（０ ４９４０）

１ ４４９１∗∗∗

（０ ４７３５）
１ ７４０７
（１ １８５６）

０ ３１８５∗∗

（０ １２９６）
１ ６６１１
（２ ３８２８）

ｌｅ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７１３３∗∗∗

（０ ２５６７）

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 ０ ４４０８∗∗∗

（０ ０９４７）
－ ０ ４１３８∗∗∗

（０ ０９１４）
－ ０ ６７４０∗∗∗

（０ ２３２８）
－ ０ ０６８１∗∗∗

（０ ０１５１）
－ ０ ６７７１
（０ ４３７５）

ｓａｌｅｒａｔｅ １ １９４８∗∗∗

（０ ３３２６）
０ ５３２０∗∗∗

（０ １２６２）
０ ２０６０
（０ １４２３）

０ １５４８∗∗∗

（０ ０５３６）
３ ４９２５∗∗

（１ ３７９６）

ｌｎａｇｅ ０ ２６８３
（０ ２４１４）

１ １７９２∗∗∗

（０ １８１９）
０ ８６０６∗∗∗

（０ ３１５３）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３８５）

２ ４８５３∗∗

（１ １９４３）

ｓｃａｌｅ ０ ４９９８∗∗∗

（０ １３８８）
０ ０５７６
（０ ０６９８）

０ ４２３７∗∗∗

（０ ０７９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２４９）

２ ４４４７∗∗∗

（０ ６００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７０ ８９７６∗∗∗

（３９ ９３９３）
３８３ ３１６７∗∗∗

（５７ ７３８０）
２２３ ８３９９∗∗∗

（３２ １３１１）
７８３ ２１１５∗∗∗

（１４１ ０９２７）
２４ ９５４７∗∗

（９ ７８２５）
１０５４ ０７４２∗∗∗

（２２３ ０１９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０４７ ５０５８ ５０５８ ３７８２ ３７８９ １２６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２６０ ０ ０１７５ －１ ５１９０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７１４
Ｆ值 ２９ １３ １１ ５５ １７ １８ ５ ８５ ７ ０１

　 　 说明： 括号内为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以下表同。

表 ２　 政府补助对技术外溢的影响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ＯＬＳ ＦＥ Ｒ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０ ０６８９∗∗∗

（０ ０２５２）
－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３２１）
－ ０ １０９５∗∗∗

（０ ０３０５）

ｒｏａ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８９）

ｌｅｖ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０３５）

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９４２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行业内薪酬差距吗？



ｓａｌｅｒａｔｅ －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１８）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１８）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２４）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１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３２１２∗∗∗

（０ ３７８２）
５ ０３６７∗∗∗

（１ １１８９）
２ ２６５６∗∗∗

（０ ６１７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８９８ ４８８５ ４８８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２２６

表 ３　 政府补助对行业内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ＦＥ ＲＥ ＧＭＭ ＧＭＭ ＧＭＭ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低于行业 高于行业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３ ９５１８∗∗∗

（１ ０２１９）
－ １ ５０５７∗

（１ ３０７８）
－ ２ ０７１７∗

（１ ２４１１）
－ ７６ ９９５５∗∗∗

（１６ ８４７９）
－ ８ ８１３４∗∗∗

（２ ８４３１）
－ ４３ ３６２６∗

（２４ ８９７３）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３１ ７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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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２１７∗∗

（０ ７２８３）
０ １１３７
（０ １１２７）

７ ４５６３∗∗∗

（２ ５３９５）

ｗａｇｅｒａｔｅ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３７６２
（０ ３２０４）

ｓａｌｅｒａｔｅ
－ ０ １２２６
（０ ０７４７）

－ ０ １３９６∗

（０ ０７１６）
－ ０ ４００１∗∗∗

（０ １４５２）
－ ０ ０８２０∗∗∗

（０ ０２３７）
－ ０ ０４９８
（０ ４８９２）

ｌｎａｇｅ ０ ８３７９∗∗∗

（０ ２６１９）
０ ３７９８∗∗∗

（０ １０２４）
０ ２５５２∗∗∗

（０ ０８８２）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１４４）
０ ４２４３
（０ ２８２９）

ｌｅｖ ０ ０３９２
（０ １９１８）

０ ２８８０∗∗

（０ １４６１）
０ ２６３２
（０ １９０８）

０ １００８∗∗∗

（０ ０３０８）
０ ５６８１
（０ ６１３７）

ｓｃａｌｅ ０ ３０７４∗∗∗

（０ １０９５）
０ ２８０２∗∗∗

（０ ０５６６）
０ １３６６∗∗

（０ ０５４１）
－ ０ ０６５５∗∗∗

（０ ０１０８）
０ ４９９４∗∗∗

（０ １２４１）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０ ７７３６∗∗

（３０ ５８８９）
２０４ ８０８６∗∗∗

（４５ ７０６６）
１３６ ７９９９∗∗∗

（２５ ６０５４）
４８２ ５４４０∗∗∗

（８９ ２５０９）
４０ ２９７９∗∗

（１６ ７４４５）
４３６ ５００５∗∗∗

（１６１ ８８９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８６０ ４８８５ ４８８５ ３７５７ ２８５４ ９０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６４６ ０ ３９４４ ０ ３９１２ ０ ０２７１ －０ １０６０ ０ ２２９７
Ｆ值 １０７ ３４ ２４２ １１ １３７ ４２ ２３ ７０ ２９ ８１

３ 异质性检验

（１） 行业异质性

估计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在缩小不同行业的薪酬差距方面存在差异。 在总效应检验中， 政府补贴显

著缩小农副食品加工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 １３个行业超过半数企业的收入差距， 其中纺织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６ 个行业的数据证

明， 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在政府补贴抑制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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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所有制异质性

表 ４第 （１） （４） 两列显示， 政府补贴在缩小国有企业的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更显著， 证明了假说

３。 并且第 （２） （５） 两列的结果显示， 政府补贴抑制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
这表明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技术溢出问题时， 接受政府资金能有效缩减小企业间收入差距， 尤其对于非

国有企业来说， 缩减收入差距能吸引更多优质人才， 提高收益。
表 ４　 政府补助与行业内薪酬差距的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薪酬差距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薪酬差距 薪酬差距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薪酬差距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１５ ０３１２∗∗∗

（２ ８３２２）
－ ０ ３７８５∗∗∗

（０ ０４２８）
－ ３ ３５８７∗∗∗

（０ ７９６６）
－ ５ ０４７１∗∗∗

（０ ９３５２）
－ ０ ０８５３∗∗∗

（０ ０２７１）
－ １ １７５６∗∗∗

（２ ４５７３）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３６ ２１３９∗∗∗

（２ ２６８３）
２０ ３２８６∗∗∗

（１ ８３７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３８ ２０５１ ２０４５ ３７１２ ３６６０ ３６２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４６３ ０ ３９１９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８４０ ０ ２５２１
Ｆ值 １４ ７７ ４４ ８１ ６６ ７９ １７ ０１ ６０ ２５ ３７ ４７

４． 进一步检验

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思路，① 选择政府补贴力度作为门槛变量， 实证检验政府

补贴力度与行业内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表 ５显示补贴力度与收入差距的模型有且仅有

单个门限值。 并且按照收入差距划分标准，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的高于行业水平的子样本模型均拒

绝零个门限的原假设， 接受存在单个门限的原假设； 低于行业水平的子样本没有通过门槛检验。 各模

型的具体门槛值由表 ６和下图联合给出。
表 ５　 门槛效应检验

全样本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Ｆ值 Ｐ 值 Ｆ值 Ｐ 值 Ｆ值 Ｐ 值

单一门槛 １７ ８５∗∗ ０ ０４０ ４ ６２ ０ ８０５ ２７ ７５∗∗∗ ０ ００４
双重门槛 １１ ８５ ０ ４１８ ７ ９６ ０ ２９２ ６ ７１ ０ ５９０

表 ６　 门槛估计值

门槛变量 门槛估计值
因变量： 行业内收入差距

全样本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政府补贴投入力度 χ
２ ０ ０００３ 五 ０ ００１３

在门槛检验中， 全样本中的财政力度 ｓｕｂｓｉｄｙ 门槛值为 ０ ００１３， ９５％的置信区间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３］， 对应图 （ａ） 中的 ＬＲ最小值； 高于行业样本中的财政力度 ｓｕｂｓｉｄｙ 门槛值 ０ ００１３， ９５％的

置信区间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２］， 对应图 （ｂ） 中的 ＬＲ最小值。 如图所示， 上述 ３个模型的门槛估计值

的置信区间是所有 ＬＲ值小于 ５％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 （对应图中的横线 ７ ３５） 估计区间， 位于门槛

估计值和真实值相等的可接受域内。 因此， 这些门槛值的估计都是真实有效的。

１５２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行业内薪酬差距吗？

① Ｂｒｕｃｅ Ｅ Ｈａｎｓｅｎ， “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Ｎｏｎ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Ｖｏｌ ９３，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ｐ ３４５－３６８



门槛值与置信区间图

表 ７显示政府补助与薪酬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区制内呈现非线性特征， 当补助力度位于

相对较低的第一区制时， 政府补助对缩小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当补贴力度位于相对较高的第

二区制， 政府补助对缩小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这说明政府补贴与行业内薪酬差距之间具有

“倒 Ｕ” 型关系。 政府补助虽然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但其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果存在较

大差异。 具体而言， 不管是位于补贴力度相对较低的第一区制还是相对较高的第二区制， 政府补助缩

小薪酬差距的政策效应在高于行业水平的企业中更显著。
表 ７　 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行业内收入差距

全样本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政府补助 （ｓｕｂｓｉｄｙ）
区间： ｓｕｂｓｉｄｙ⩽χ２ ７６３８ ０４５∗∗ （３７１８ ６１１） 无 １１０８ ９０５ （９８０ ９８５）
区间： ｓｕｂｓｉｄｙ＞＞χ２ －３ ５３１∗∗∗ （１ ０７６） 无 －１４ ３２３∗ （７ ５９５）

结　 　 语

　 　 本文证实了政府通过发放财政资金能够降低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 缩小行业内薪酬差距， 而且在

薪酬差距较低时政策效果更明显。 此外， 政府补贴与行业内薪酬之间存在 “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在纺织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 ６个行业和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中， 政府补贴抑制薪酬差距

扩大的作用更显著。
薪酬差距属于社会初次分配的结果， 政府补助是社会再分配行为。 根据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

建议： 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企业应建立透明的薪酬激励制度， 重视员工的薪酬感知满意度， 激

发员工工作热情； 建立公开透明的激励制度， 引导员工在企业内部展开良性竞争， 通过提高创新产

出， 缩小薪酬差距， 缓解因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公平感。 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政府利用财政补助

这一再分配工具， 平衡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差别， 有助于激发员工生产热情， 提高行业整体技术

水平， 但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 应当合理控制再分配资源的结构与规模， 促进行业和宏观

经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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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企业
引领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白　 丽　 陈　 曦　 张孝义

（吉林大学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要： 文章梳理了三产融合的典型模式， 从降低产后损失、 提高产业链主体间的合作稳固性、 打造产

业链闭环生态等方面， 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三产融合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及新路径。 文章提出， 应当依

托农产品加工企业， 整合区域内独一无二的知识、 技能、 经验等资源，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提高结构镶嵌

度， 实现产业深度融合。 同时， 核心农产品加工企业要通过控股、 参股、 联盟等方式整合和控制价值链体

系， 确保融合生态的健康及可持续性。
关键词： 三产融合； 产业融合； 农产品加工企业； 第二产业； 农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２５３－０５

　 　 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基础在一产， 关键在二产， 亮点在三产。① 农产品加工业覆盖面宽、 产业关

联度高、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作用强，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推进产业融合的关键。 但是， 作为农产品加

工业的构成主体， 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产业融合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在要素集聚、 产业发展、 新旧动能转

化、 区域公共品牌创建等方面功能的研究， 目前还比较匮乏。

一、 三产融合的发展与实践

　 　 产业融合是通过技术变革和政策促进， 打破产业之间的界限， 实现融合发展。 三产融合的实践和

研究， 早于产业融合这一概念的提出。 早在 １９５０ 年， Ｋｏｌｌｅｒ 就提出了农业纵向整合的概念， 他认为

农业领域的纵向整合可以体现农业生产中的规模优势， 从管理和产品质量方面可以使农业生产获得更

高的效益。② Ｔｒｉｆｏｎ认为农业生产中的纵向整合不应只局限于农业生产内部， 跨产业的整合会使农业

生产走向专业化，③ 这一观点与产业融合的概念基本相同。 在实践方面， 日本政府提出的 “六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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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政策， 促进了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各种现代农业形式， 例如休闲农业、 绿色农业、 观光农业

和订单农业等， 都可以看作产业融合的具体表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认为， 产业融合发展是以农业为基本依托， 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 以利益联结

为纽带， 通过产业链延伸、 产业功能拓展、 要素集聚、 技术渗透及组织制度创新， 跨界集约配置资

本、 技术和资源要素， 促进农业生产、 农产品加工流通、 农资生产销售和休闲旅游等服务业有机整

合、 紧密相连的过程。① 可以看出， 产业融合的发展和实现， 与产业链中的各主体要素密切相关。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 三产融合可以为生物技术、 新材料技术、 现代食品加工业、 旅游观光

业、 物流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消费市场来看， 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对高

质量食品和休闲旅游的需求。 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 以企业为引领， 以工促农、 以贸促

农的发展方式， 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农民工的市民化， 在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同时， 也

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主要模式

　 　 以农业为基点，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链条可被划分为产前、 产中、 产后三大环节 （如图 １ 所

示）， 产前环节是指农业生产之前， 涉及第二三产业， 其中第二产业主要是农业投入品的生产， 如化

肥、 农药、 兽药、 农机农具、 农业设施等， 第三产业主要指农业保险、 农业金融、 农机租赁服务、 农

产品市场信息服务等。 产中环节主要是农业生产环节， 涉及第一三产业， 第一产业指传统上的农林牧

渔业， 第三产业则是农机作业服务、 农技推广服务、 旅游观光业等。 产后环节主要是农产品收获之后

的所有环节， 涉及第二三产业， 第二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 第三产业包括仓储业、 运输业、 批发和零

售业、 餐饮业等。

图 １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涉及的主要产业

基于以上全产业链中的产业分布， 本文将三产融合的主要模式归纳为以下 ４类。
一产内部融合发展模式： 指农业内部各产业间的融合， 例如为养而种、 种养互促 （湖北省的

“虾稻共生” 模式） 等。 国内学者普遍把此种模式作为三产融合的一种，② 但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是

第一产业内部各主体间 （如种植业和养殖业） 的融合， 并非三产融合。 这种模式主要发生在农村，
是最普遍的一种模式， 涉及具有一定管理理念和掌握一定新技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如种养殖大

户、 农业专业合作社、 农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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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二产” 融合发展模式： 主要针对农业产业链由生产环节向产后加工环节延伸， 农产品初

级加工业和精深加工业是最常见的形式。 由于农村人财物、 交通、 信息及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的约束，
农产品加工企业往往设立在县城和城市之中， 所以这种产业融合模式主要发生在县域， 既涉及农业经

营主体 （一产）， 也涉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二产）。 “一产＋二产” 融合发展还包括产业链向前延伸，
即投入品生产与农业生产的融合， 特别是智能化装备与农业生产的结合， 如为了保障饲料及兽药质量

安全可控以及提高养殖效率， 大型养殖公司专门成立了饲料及智能化养殖装置 （如自动喂料装置、
智能化自动光照系统等） 生产部门。

“一产＋三产” 融合发展模式： 是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及产品或服务范围扩展 （范围经济）， 主要

针对农业产业链由生产环节向产前、 产后两个方向的延伸以及产中环节除了农产品生产功能之外的拓

展。 向后延伸， 主要是农业与物流、 批发、 零售、 电子商务、 餐饮服务业的融合； 向前延伸， 主要是

农业与金融、 保险、 信息、 科技研发服务的融合； 产中扩展则表现为旅游、 观光、 采摘、 体验、 餐

饮、 度假、 食育等多种功能形式的拓展。 “一产＋三产” 融合发展模式既可能发生在农村， 也可能发

生在县域， 比如仓储物流、 研发、 零售服务可能发生在县域， 观光、 采摘、 体验、 餐饮、 度假、 食育

等则可能发生在农村， 由于该模式需要终端市场的有力支撑， 因而相应的农村一般都坐落在具有一定

购买力的城市周边或郊区。
“一产＋二产＋三产” 融合发展模式： 产业链向前、 向后纵向延伸， 也包括了产中环节除农业生产

功能之外， 向其他功能 （如旅游观光等） 的扩展。

三、 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作用

　 　 １ 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三产融合发展中的位置

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核心位置。 现阶段虽然农业生产出现了多种融合发展模式， 但不

可否认的是， 大多数农产品都是以生产—加工—销售的方式进入消费市场， 其中农产品加工起到了对

接生产和消费的关键作用， 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三产融合发展中的位置如图 ２所示。 由此可见， 在农村

产业融合过程中， 重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引领作用， 是保证产业融合成功的关键之一。

图 ２　 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三产融合发展中的位置

２ 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引领作用

（１） 增加产业链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产融合有利于技术和资金要素在第一产业的集聚， 增加了农业抗自然风险的能力， 提高了生产

效率， 实现了农产品数量及品质的提升。 一产在产中环节通过产业内部的融合， 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范围经济， 但并没有解决最终农产品的出口问题。 由于农产品的鲜活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储藏要求

（如冷链、 一定温度及湿度等）， 农产品加工企业拥有符合要求的储藏设施 （如冷库、 恒温库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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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设施， 作为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的必要有益缓冲， 降低了市场风险对整个产业链的冲击。
（２） 增加产业链主体间的合作稳固性

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契约带动、 利益分配机制拉动 （如参股合作、 资金等要素供给） 等方式，
促使农业经营主体， 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 如种植大户、 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加入产业链， 形成联

盟。 当前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之间主要是以农产品订单引领的交易关系， 契约形式主要停

留在产品层面， 不涉及更深层次的产权、 技术等内容， 合作关系的稳定性相对较低。① 产业链作为价

值链的载体， 基于利益分配机制拉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的深层合作形式正在探索

之中。
农产品加工企业还以提供产品支持， 与第三产业 （如旅游观光业、 餐饮业等） 形成稳定的合作

联盟， 促进三产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如为观光旅游农场提供易携带、 礼品化、 特色化的旅游食品， 为

餐厅饭店开发易储藏、 半成品化、 易加工的新型产品等。
（３） 打造全产业链闭环生态

农产品加工企业能够直接面对终端市场， 了解市场对产品的需求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方面可以通

过 “以加定产” 的方式， 倒逼一产部门调整结构、 改进品种和采纳新的种养殖技术， 另一方面通过

“以加促产” 的方式， 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例如推动种子企业开发满足加工需求、 符合市场前景的

新品种， 推动技术服务部门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 新标准等， 带动和引领全产业链的转型与升级。 此

外， 农产品加工企业还能够通过对农业副产品的综合开发及利用， 构架全产业链循环体系， 打造全产

业链闭环生态， 提高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 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总体而言， 最大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竞争力、 构建健康融合生态、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是实现农产

品加工企业引领三产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１ 最大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竞争力

农产品加工企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三个方面： 农业竞争力要素 （资源禀赋要素）； 企业与农

民的利益联结关系 （农产品产加一体化程度）； 一般企业共有的竞争力要素。② 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

的竞争力， 要优化和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布局， 使产品和服务定位充分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 农产

品加工企业所用原料 （初级农产品） 和部分最终产品 （食品） 的食品安全属性具有典型的信任品特

征。③ 农产品加工企业要着力通过产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 实现所在产业的标准化 （原料标准化、
生产过程标准化、 产品标准化）， 降低产品信息不对称性， 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２ 构建健康融合生态

产业链即价值链， 反映了价值移转、 创造和增值过程中构成的链接网络关系。 实现价值共创， 优

化价值分配， 是实现深度融合生态的关键。 在这一过程中， 核心农产品加工企业具有主导权。 核心农

产品加工企业应通过控股、 参股、 联盟等方式整合和控制价值链体系， 构建各方认同的利益分配机

制。 因此， 要在立足全产业链视角、 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 明确并重点支持 “核心企业”。 核心企业

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是产业生态价值体系的核心掌控者， 具备独有的生产技术标准、 产品标准或服

务标准体系， 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或鲜明的特色。 价值共创及分配优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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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源于核心企业具备的独有标准体系， 将外部模仿和不规范竞争者拒之于体系之外， 确保产业内

部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 合作及协同创新； 另一方面， 还源于核心加工企业对农产品及食品品质的控

制。 除此之外， 政府、 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也应通过专项资金支持、 促进产学研合作等方式， 加强智

能化监测预警系统与大数据云平台、 信息追溯与冷链物流综合防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为产业链价值

共创及价值优化提供支持。
３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农产品公共品牌以农业产业化为载体， 具有明显的 “区域＋产业＋品牌” 的产业集群特征， 在打造和使

用过程当中， 通过知名度、 美誉度和诚信度增强全产业链的凝聚力， 可以有效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的打造涉及农户、 家庭农场、 农产品加工企业、 行业协会、 合作组织、 政府

等多个主体， 其中， 农产品加工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功创立和发展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 对

产品品质的要求较高， 如果没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现代化加工方式及物流、 营销体系， 必然难以达到

产品的规模化和标准化， 也无法在全国市场上获得话语权。 农产品加工企业既可以通过建基地、 订契

约、 输出技术、 建立激励性价值分配机制等形式约束或激励农产品提供者，① 又有能力通过建立溯源

体系实现端对端的可追溯性， 确保产品品质安全。
为了更好地建设和维护品牌， 要遵循品牌拥有和品牌经营分离的原则。 农产品加工企业， 特别是

龙头企业， 相对其他主体具有更敏锐的市场嗅觉以及更强的品牌定位、 个性塑造、 文化培育以及品牌

沟通能力， 是打造及维护公共品牌责任主体的首要选择。

结　 　 语

　 　 三产融合正在从简单相加向深度相融发展， 农产品加工企业处于融合发展的中心位置。 本文提出

的三产融合路径， 正是整合区域独特的自然资源、 生产经验、 加工工艺， 实现产业间互利共荣的创新

融合路径。 在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引领的公共品牌的打造过程中， 通过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 美誉

度， 形成对产业系统的反馈， 提高结构镶嵌度、 产业凝聚力、 三产融合深度； 由核心农产品加工企业

通过控股、 参股、 联盟等方式整合和控制价值链体系， 构建各方认同的利益分配机制， 保障融合生态

的健康及可持续性； 优化和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布局， 使企业产品和服务定位充分结合当地的资源

禀赋， 通过产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 实现原料标准化、 生产过程标准化、 产品标准化， 降低产品信

息不对称性， 最大化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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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
对企业海外并购持股策略的影响

———基于国家文化差异的视角

逄嘉宁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管理者的价值认知往往内生于职业、 教育等个人经历， 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境下对企业的战略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 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 基于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的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是企业识别跨

文化风险的重要依据， 并最终影响企业海外并购持股的战略决策。 研究发现， 董事会成员皆无海外经历的

上市企业倾向于采取较激进的高控制持股策略， 而董事会成员中有海外经历的上市企业倾向于采取较谨慎

的低控制持股策略； 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越大， 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越高， 上市企业越

能够更好地识别跨文化商业活动中的内外生不确定性风险， 进而在并购中减少资源承诺， 制定合资或较低

水平的持股策略。
关键词： 文化差异； 跨文化敏感度； 海外并购； 持股策略； 上市企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２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２５８－０６

　 　 近年来， 中国企业已成为活跃在国际并购市场上引人注目的角色， 但对于大多数拥有国际化愿景

的中国企业而言， 海外并购未实现全部预期价值。① 一方面， 制定持股策略是企业跨国并购中的重要

环节， 它决定了企业跨国并购的控制权、 风险、 承诺、 回报以及隐性知识转移， 传统跨国企业并购

中， 随着国家差异的扩大， 为规避风险， 主并方会降低激进程度并减少持股， 然而以中国企业为代表

的新兴市场企业往往不遵守这一规律， 反而倾向于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高股权海外并购；② 另一方

面， 企业以 “外来者” 身份进入海外市场时面临着机遇和劣势， 劣势来源于文化逆境下的高不确定

性。 企业可以通过经验学习、 尽职调查或增加控制权等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内生不确定性，③
但无法通过优化企业或管理者的行为来降低合法性缺失、 逆向选择风险、 标的方投机主义行为等一系

列外生不确定性。④ 高度复杂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管理者只能在有限的视域内根据选择性的感知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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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形成管理认知以及确定最终的并购持股策略。① 高阶梯理论认为， 管理者的价值观、 认知能力

以及个人经历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 对于上市企业而言， 董事会成员浸入式的海外经历是型

塑其个人价值观及跨文化认知能力、 跨文化管理能力的重要外因， 也是形成和提高董事会跨文化敏感

度的重要因素， 更是企业识别跨文化风险的重要依据， 并最终影响海外并购持股的战略决策。 根据跨

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② 随着浸入式海外经历的增加， 个体的文化敏感度从母国中心主义发展至民族

相对主义， 会作出更加知情的跨文化管理决策。 但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着复合型海外经营管理人才匮乏

的问题。
因此， 在分析个体的文化差异认知时， 需要从其具体经历中获取更深层次的一般过程性认知。 但

目前的相关研究忽略了这一点， 而是广泛应用国家文化距离③ 来衡量跨文化主体对于文化差异的陈

述性认知。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 以跨文化敏感度来衡量决策者对文化差异的一般过程性认

知， 这对于预测企业的持股策略更加直观有效， 探究海外文化逆境下董事会成员跨文化经历、 董事会

跨文化敏感度对企业海外并购持股决策的影响， 能够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一、 研究假设

　 　 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 管理者制定的并购持股策略能否成为 “最优解”， 取决于权衡标的企业

控制权、 资源承诺的成本与风险之后的结果。
１ 出于效率—控制权的考虑

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额外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主并方可以通过增加控制权减少交

易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 但也有学者认为持有部分控制权可以制造 “人质效应”， 进而提高主并方的

议价权，④ 降低筛选成本与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 减小外生风险敞口， 而且基于长期利益共享的

战略合作关系， 目标企业也更有可能与主并方分享隐性知识、 市场及股东等资源。 企业的并购持股策

略是当地制度环境对企业施加压力的反应， 外来企业在东道国迅速取得外部合法性的需求往往比出于

效率的考量更能显著地影响海外市场进入决策。⑤ 尽管减小控制权没有满足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获取

关键性战略资产的需求， 但合作经营可以使其共享本地企业的合法性， 嵌入当地关系网络。 跨文化经

历丰富的决策者预测、 识别和处理内生风险的能力更强， 无需采取特定的高控制管理方式， 所以有海

外经历的投资者往往倾向于选择低控制水平的进入模式。⑥ 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 １： 董事会成员皆无海外经历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 倾向于选择高控制水平的持股方

式； 董事会成员中有海外经历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 倾向于选择低控制水平的持股方式。
假设 ２： 董事长或 ＣＥＯ皆无海外经历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 倾向于选择高控制水平的持股

方式； 董事长或 ＣＥＯ有海外经历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 倾向于选择低控制水平的持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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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出于灵活度—资源承诺的考虑

根据实物期权理论， 少量持股行为是对标的企业的或有投资承诺， 保证了主并方未来资源投入的

灵活性， 以此增加投资的上行潜力， 减少与管理层最初期望不符的下行损失。 相比于内生不确定性，
不受企业主观行为控制的外生风险增加了看涨期权的价值。① 另外， 投资紧迫性也会影响企业的海外

并购持股决策， 为了在某些增长迅速或竞争激烈的市场抢占先机， 大多数企业愿意投入少量资源， 尽

早渗入市场， 获取市场份额和利润。 部分标的企业由于融资约束程度高选择出售部分股权， 此时主并

方为目标企业注入少量资本也是向资本市场证明目标企业的信誉和投资价值。② 而且， 灵活少量的股

权参与可以为主并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收集信息， 最终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投入资源。 结合上述

理论， 随着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的提高， 董事会的视域从母国中心主义向民族相对主义发展， 跨文化

管理能力与文化差异认知增强， 更容易识别文化差异的内生及外生双重属性并合理规避相关风险， 降

低企业通过加大控制权来减少内生不确定性的必要性， 增强应对外生不确定性的风险意识， 提高以开

放合作的心态实现共赢的意愿。 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 ３： 随着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的提升， 中国上市企业海外并购的股权参与程度降低。
假设 ４： 随着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的提升， 中国上市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而不是独资的并购持

股策略。

二、 实证分析

　 　 １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海外并购交易样本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选取中国上市企业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完成的跨国并购案

例， 以 ＢｖＤ Ｚｅｐｈｙｒ全球并购数据库中的样本作为补充， 剔除不合格样本后， 最终得到并购标的分布

在 ２８个国家 （地区） 的 ４５６个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观测值， 平均最终控股为 ７８％， 方差为 ０ ２８， 与以

往文献基本一致。
被解释变量为跨国并购股权参与程度 （ＥＰ）， 以往文献大多将其以二分变量进行分类， 但集中度

量控股权差异很大的事件容易由于区分度低， 导致过度增强统计结果。 为了检验解释变量对并购持股

策略的连续效应， 本文将股权参与程度的连续变量作为首选被解释变量。 在此基础上， 以是否全资收

购 （ＦＣ） 的二分变量作为替代被解释变量， 将最终股权参与度在 ９５％以上的并购案件记为 １， 其余

记为 ０。
本文设置 ３个解释变量， 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１） 董事长或 ＣＥＯ 是否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

历 （ＣＣＯ）， 有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２） 董事会成员是否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ＢＭＯ）， 有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３） 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 （ ＩＣＳ）， 以当年有海外经历的董事人员数量占比来度量，
随着比例的增加， 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提高。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文化距离 （Ｃｄｉｓｔ）、 正式制度距离 （Ｉｄｉｓｔ）、 经济距离 （Ｅｄｉｓｔ）、 地理距

离 （Ｇｄｉｓｔ）， 数据来自 ＧＬＯＢＥ 项目官网、 世界银行官网；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主并方规模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主并方杠杆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并购方是否为国有企业 （ＳＯＥ， 国企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交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现金支付 （Ｃａｓｈ， 现金支付记为 １， 其余为

０）、 并购前是否持股 （Ｔｏｅｈｏｌｄ， 持股记为 １， 否则为 ０）， 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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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计量模型

本文构建了 ６个回归模型， 其中， 模型 １—４的因变量 ＥＰ 为从 １０％到 １００％的受限连续变量， 为

避免 ＯＬＳ可能出现的偏差， 采用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 模型 ５—６的因变量 ＦＣ为 ０或 １ 的哑变量， 采用二

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回归。 所有模型控制年份差异及行业影响。 最终回归模型如下：
ＥＰ ＝ β０ ＋ β１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Ｆ ／ 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 Ｅ ＋ ε （１）
ＥＰ ＝ β０ ＋ β１ＣＣＯ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Ｆ ／ 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 Ｅ ＋ ε （２）
ＥＰ ＝ β０ ＋ β１ＢＭＯ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Ｆ ／ 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 Ｅ ＋ ε （３）
ＥＰ ＝ β０ ＋ β１ＩＣＳ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Ｆ ／ 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 Ｅ ＋ ε （４）
ＦＣ ＝ β０ ＋ β１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Ｆ ／ 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 Ｅ ＋ ε （５）
ＦＣ ＝ β０ ＋ β１ＩＣＳ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Ｆ ／ 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 Ｅ ＋ ε （６）
其中， ＥＰ 表示股权参与程度， ＦＣ表示是否全资收购， ＣＣＯ 表示董事长或 ＣＥＯ 是否有海外学习

或工作经历， ＢＭＯ表示董事会成员是否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ＩＣＳ为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表示一组控制变量。

３ 实证结果

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 ＢＭＯ、 ＣＣＯ、 ＩＣＳ 与 ＥＰ 的相关系数皆显著为负， 在对

ＦＣ的影响方面， 除 ＣＣＯ的系数不显著外， 其他变量的系数皆显著为负， 符合预期。 控制变量中， 国

家层面距离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高， 其中， 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１２， 制度距离和经

济距离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２９。 但相关系数衡量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

响， 而且在对所有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后方差膨胀因子最高值为 ２ ３４， 均值为 １ ５５， 远低于 ５
的临界值， 可见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将全样本按照企业董事会成员是否有跨文化工作或学习经历划分为有海外经历组和无海外经历

组。 全样本共 ４５６个案例， 平均股权参与度为 ７８％， 全部持股占总样本的比重为 ５２％； 董事会成员

无经历组 １１６个案例， 平均股权参与度为 ８６％， 全部持股比例为 ６２％； 有经历组 ３４０个案例， 平均股

权参与度为 ７５％， 全部持股比例为 ４９％。 可见， 董事会成员有海外经历的企业海外持股比例明显小

于董事会成员无海外经历的企业持股比例， 假设 １得到部分支持。 Ｔ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模型 １为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全样本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在国家层面上， 文化距

离作为企业对于文化差异陈述性知识的代理变量， 对股权参与度具有负面影响， 在 ０ ０５水平上显著；
其他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同预测基本一致， 即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的过程中偏好差异化

投资， 且在经济发达国家大比例持有股份的意愿更强，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 外生不确定风险提高，
企业多选择以加大控制权来减少整合难度。 企业层面上， 企业规模的系数为－０ ５５， 在 ０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 ０ １３， 但并不显著； 国有企业的系数为 ０ ０７６， 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 这

可能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资产、 强有力的营销网络和政策支持， 更有动力通过扩大控制权

获取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 从而进行国际化扩张。 在交易层面上， 中国企业普遍更倾向于以灵活的支

付方式进行股权交易， 现金交易的系数为－０ １７５， 在 ０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股权支付能减少并购过程中

的信息不对称， 将目标企业与并购企业的股价变动绑定， 形成 “人质效应”， 使用现金支付方式则风

险较大； 交易前持股的系数为 ０ １３５， 在 ０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模型 １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一方面， 由于缺乏跨国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 无海外经历组企业

对于文化距离并不敏感， 国家层面变量的系数皆不显著； 企业层面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 其中企业规

模的系数为正， 与总样本相反， 而资产负债率系数也明显高于全样本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海

外经历组的持股风格更加激进； 在交易层面， 现金支付与交易前持股的影响方向与全样本结果一致，
并在 ０ ０５水平上显著， 但影响强度皆低于全样本数据， 说明子样本企业采取灵活持股方式的程度弱

于全样本企业。 另一方面， 有海外经历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相似， 董事会成员有海外经

１６２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对企业海外并购持股策略的影响



历的企业能够识别文化逆势， 通过灵活控股来规避外生风险， 其他国家距离变量的影响皆在全样本回

归结果的基础上有所增强， 说明有海外经历组对国家差异的影响更加敏感； 企业规模的负面影响较全

样本增强， 在 ０ ０５水平上显著， 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较全样本降低， 依旧不显著， 企业规模的系数

在无海外经历组为正， 在有海外经历组为负， 可能的原因是董事会成员有海外经历的企业风险意识更

强、 资源更广， 更容易找到理想的投资标的， 投资更加多元分散； 交易层面上， 现金支付和并购前持

股的相关性较总样本有所增强， 这说明董事会成员有海外经历的企业更加偏好股权支付， 可能的原因

在于企业风险偏好低， 在并购前具备较多的投资选择、 海外社会资本及较强的议价能力。 另外， 无海

外经历组事前已持有股份与并购股权参与的相关性明显低于有海外经历组， 说明有海外经历组更加倾

向于制定先少量持股， 再视情况发展跟进的灵活持股策略。 综上， 假设 １得到验证。
实证结果表

因变量： ＥＰ （Ｔｏｂｉｔ回归） 因变量： ＦＣ （Ｌｏｇｉｔ回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全样本 无海外经历有海外经历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６１ －０ ４４８ ０ １４９ ０ ３０７ ０ １８９ ０ ２２６ －５ ６３ －６ ００１
－０ ５６８ （－０ ６２６） －０ ２６８ －０ ６６７ －０ ４１１ －０ ４９５ （－１ ４８３） （－１ ５５５）

ＣＣＯ －０ ０３５
（－１ １３９）

ＢＭＯ －０ ０６３∗∗∗

（－２ ０７３）
ＩＣＳ －０ １４４∗∗∗ －１ ０７７∗∗∗

（－２ ６６７） （－２ ３７５）
Ｃｄｉｓ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２８３∗∗∗ －０ ２４６∗

（－２ ０２３） （－０ ８７７） （－１ ７０６） （－１ ９３５） （－１ ８８１） （－１ ６５０） （－２ １３５） （－１ ８５５）
Ｉ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０∗

－０ ９５９ －０ ７６３ －１ ００６ －０ ９４２ －０ ９８１ －０ ９０７ －１ ７８７ －１ ７４７
Ｅｄｉｓ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７ ０ １４８∗∗∗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６ ０ ４１９ ０ ４０３

－１ ６６５ －０ ４１４ －２ ０４１ －１ ６６７ －１ ７１３ －１ ６２９ －０ ８４２ －０ ８０４
Ｇｄｉｓｔ ０ ２０７∗∗∗ ０ ０９９ ０ ２４３∗∗∗ ０ ２００∗∗∗ ０ ２０３∗∗∗ ０ １９６∗∗∗ １ ５９０∗∗∗ １ ５３５∗∗∗

－３ ８９７ －１ １６ －３ ９１７ －３ ７５４ －３ ８２９ －３ ７１３ －３ ３５４ －３ ２２１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４ －０ ２７１ －０ １９３

（－１ ７５６） －１ ５６ （－２ １８３） （－１ ８４２） （－１ ４５６） （－１ ４０７） （－１ ０６６） （－０ ７４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１３２ ０ ２１１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 ０ １２５ ０ ５０４ ０ ４８４

－１ ５８７ －１ ６４ －１ ２０４ －１ ６６３ －１ ４５５ －１ ５２５ －０ ７３８ －０ ７０３
ＳＯＥ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８∗ ０ ６１７∗∗∗ ０ ５７０∗

－２ ０９３ －０ ６８２ －１ ６２７ －２ ００５ －１ ７１ －１ ８８３ －２ ０４４ －１ ８７３
Ｃａｓｈ －０ １７５∗∗∗ －０ １１３∗∗∗ －０ ２２０∗∗∗ －０ １７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６∗∗∗ －０ ６１９∗ －０ ４７６

（－３ ９０５） （－２ ４１９） （－３ １５３） （－３ ８２２） （－３ ３９３） （－３ ４５４） （－１ ６５８） （－１ ２６０）
Ｔｏｅｈｏｌｄ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２∗∗ ０ １５３∗∗∗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５∗∗∗ ０ ８４３∗∗∗ ０ ８５８∗∗∗

－４ ５４４ －２ １０６ －４ ２６７ －４ ５８５ －４ ４３８ －４ ５８１ －３ ３８６ －３ ４１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５６ １１６ ３４０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５５０２ －２ ６９８７ ０ ４６７６ ０ ５５９５ ０ ５８０９ ０ ６００８ ０ ０７７１ ０ ０８６２

　 　 说明：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２显示， ＣＣＯ的系数虽然为负， 但并不显著， 说明董事长或 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对企业跨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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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持股有负向影响， 但总体并不明显。 假设 ２不成立。
模型 ３显示， ＢＭＯ的系数为－０ ０６３， 虽然相关性较弱， 但在 ０ ０５水平上显著， 董事会成员中有

跨文化经历的上市企业倾向于采取控制水平较低的海外并购持股策略。 假设 １得到进一步证实。
模型 ４显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企业海外控股水平随董事会文化敏感度的增强而降低。

此结果再次提高了假设 １的可信度， 并验证了假设 ３。
本文使用替代被解释变量 ＦＣ进一步探讨董事会文化敏感度对于持股策略的影响， 采用二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 ５显示， 文化距离的系数为－０ ２８３， 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 说明文化

距离扩大时， 主并方全资持股的概率降低； 制度距离的系数为 ０ ０９２， 在 ０ １０ 水平上显著， 说明制

度距离扩大时， 全资持股的概率增加， 但影响相对较小； 经济距离的系数为正， 与之前一致， 但显著

性减弱； 其余控制变量与 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上基本一致。
模型 ６显示， 随着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的增加， 企业选择全资海外并购持股的概率显著减小， 假

设 ４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在模型 ４和模型 ６中， 文化距离对持股决策的影响强度和显著性皆弱于董

事会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 加入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后， 模型的伪 Ｒ 方增大， 说明模型解释力增强。
此结果支持了前文的推断， 即在衡量管理层对文化差异的认知时， 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可作为文化距

离的补充， 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替代其发挥作用。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去除香港样本后回归， 结果显示， 主要解释变量系数与显著性均与

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

三、 结论与建议

　 　 目前有关海外并购持股的实证文章大多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分析对象， 但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

际化策略和行为与成熟市场企业往往存在明显差异。 并且， 作为非移民国家， 中国文化的历史延续性

强， 缺乏海外经历的本土人才普遍对于跨文化、 跨种族的差异具有扁平化认知。 企业管理者在高不确

定性下的行为和逻辑往往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非理性， 关于管理层跨文化经验和受限认知如何影响企

业国际化决策的研究相对不足。 因此， 研究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对企业海外并购持股决策的影响， 对

于中国企业而言意义重大。
本文研究表明， 文化逆势下， 董事会成员皆无海外经历的上市企业持股策略更加激进， 董事会成

员有海外经历的企业持股策略则相对谨慎； 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越高， 企业海外持股水平越低， 越倾

向于选择合资而不是全资。 跨国并购持股策略是企业管理者在高不确定性背景下， 权衡利弊后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并购后实现价值的前置条件。 不论是在综合考虑并购前后的影响因素上， 还是合

理规避内生、 外生不确定性方面， 董事会跨文化敏感度都是并方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 对于有全球化

布局愿景的中国企业而言， 海外市场的高不确定性、 模糊的信息和各种噪声加剧了决策的复杂性， 对

缺乏成熟国际化经验的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极大挑战。 中国企业应当聘请具有跨文化经验的董事， 提升

董事会的跨文化敏感度， 以在复杂多变的海外环境中拓宽信息渠道， 利用海外资本识别并有效规避潜

在风险， 在国际化视野下综合评估策略方案， 并以审慎乐观、 合作共赢的心态制定合理有效的股权参

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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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现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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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１９９０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建的包含健康、 教育和收入在内的人类发展指数， 时至今日仍有较

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参照， 结合中国实际进

行本土转化， 可以为中国人类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提出， 中国应当加强统筹规划， 构建符合国情的人

类发展指标体系； 推进产业转型， 形成生态优先和集约高效的发展格局； 加大政策扶持， 大力营造有利于

人类发展的良好氛围； 坚持协同发展， 竭力补齐各地区人类发展的问题短板； 强化参与意识， 提高全社会

人类发展参与度。
关键词： 人类发展指数； 健康指数； 教育指数； 收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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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发展指数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经济增长， 更应关注人的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在

推动人的综合发展上， 因为注重人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１９９０ 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ＤＰ） 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ＤＩ）， 时至今日， 人类发展指数已经成为评价各国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２０１９ 人类发展报告》
的数据显示， 在参与测度分析的 １８９个国家中， 挪威、 瑞士、 爱尔兰、 中国香港、 德国排名前列； 尼

日尔、 中非共和国、 南苏丹、 乍得和布隆迪位居后 ５ 位； 中国的 ＨＤＩ 为 ０ ７５８， 排名第 ８５ 位。 １９９０
年至今， 全球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增加了约 ７年， 全球儿童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约 ３ ４年， 人类发

展整体水平向好。
人类发展指数由 ３个基本指数构成， 即健康指数、 教育指数、 收入指数， ＨＤＩ的计算结果是取 ３个

基本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健康指数采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计算， 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 联合国将 ２０ （岁）
和 ８３ ２ （岁） 作为阈值， 预期寿命指数为实际寿命减去 ２０岁与 ６３ ２岁 （８３ ２－２０） 的比值。 教育指数

由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构成， 反映了人的知识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一个大于或等于 ２５
岁的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数， 预期受教育年限即现有儿童入学率条件下， 预期接受教育的年数。 联合

国将 １３ ２ （年） 作为平均受教育年限阈值， 将 ２０ ６ （年） 作为预期受教育年限阈值， 教育指数为平均

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的几何平均数与 ０ ９５１的比值。 收入指数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 来

衡量， 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联合国将 １６３ （美元） 和 １０８ ２１１ （美元） 作为收入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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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作者以英文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为关键词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英文数据库共检索到 ４９９ 篇

１９９０年至今围绕人类发展指数及其相关内容的文章。 从现有文献可见， 国内外学者在对 ＨＤＩ 的健康

指数、 教育指数、 收入指数普遍研究的基础上， 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 如体现均衡发展的均衡人

类发展指数 （ＩＭＨＤＩ）、 彰显收入公平正义的人类公平发展指数 （ＥＨＤＩ）、 聚焦社会环境的新人类发

展指数 （ＮＨＤＩ）、 突出绿色发展的人类绿色发展指数 （ＨＧＤＩ）、 研究人类幸福的幸福星球指数

（ＨＰＩ）， 等等。
１ 国内研究现状

人类发展指数提出以来， 国内学者就围绕人类发展指数本土化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索。 研究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计算和比较各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 分析影响人类发展指数的因素和改进人类发展指数的

方法。
国内学者围绕权重分布、 维度划分等， 修正和改进人类发展相关指数及算法，① 普遍认同 ＨＤＩ 在

综合衡量社会发展上的指标性意义， 认为 ＨＤＩ 是对 ＧＤＰ、 ＧＮＰ 等经济指标的有益补充， 但高水平的

人类发展不代表高质量的幸福指数， 还应将关注点放在生活满意度、 幸福获得感等指标上。② 对相关

指数计算方法的改进， 提高了 ＨＤＩ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实效性和针对性， 使其更好地发挥综合测度

的作用， 适应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在 ＨＤＩ的指标构成及维度拓展方面， 学者们进行了多角度、 多领域的探索， 研究最集中、 最深

入的领域与民生有关， 如人类对环境污染敏感程度的研究、③ 生态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④

等。 这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构建 ＨＤＩ指标体系的初衷就是为了人的发展。
在人类发展指数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 学者们从内外两个层面纵深考虑， 结合国情分析影响中国

人类发展指数的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在外部因素方面， 霍景东和夏杰长围绕公共支出对人类

发展的作用， 分析认为公共医疗和教育卫生支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明显；⑤ 杨永恒等利用聚类分析

法， 发现经济发展因素在人类发展诸多要素中作用最大、 影响最突出， 并围绕改善中国发展不平衡的

现状提出了建议；⑥ 谷民崇通过深入研究 ＨＤＩ 与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关系， 重新测算辽宁省的 ＨＤＩ，
发现公共服务支出与 ＨＤＩ之间的弹性系数为正， 并且对 ＨＤＩ 的贡献度高于经济性支出。⑦ 在内部因

素方面， 学者们注重从单一指数的对比分析入手， 如教育、 人口素质等， 同时分析三大指数之间的关

系。 胡英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为依据， 通过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 发现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呈增长趋

势；⑧ 黄晨熹研究发现， 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 男女之间的教育基尼系数和差距呈缩小

趋势， 但城乡差距仍然较大。⑨
国内学者采用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 对比分析等方法， 测评中国的省域、 区域人类发展指数，

５６２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现状及启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汪毅霖： 《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改进路径与方向———基于 ＨＤＲ２０１０和中国经验分析的思考》， 《西部论坛》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陆康强： 《要素均衡： 人类发展指数的算法改进与实证研究》，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期。

李想、 李秉龙： 《从人类发展指数与幸福感的比较看社会发展指标的完善》， 《统计与决策》 ２００９年第 １３期。
李晶： 《省域尺度下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研究———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实证分析》， 《西部论坛》 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李晓西、 刘一萌、 宋涛：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霍景东、 夏杰长： 《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财经论丛》 （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杨永恒、 胡鞍钢、 张宁：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 ７期。
谷民崇： 《公共服务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逻辑思考与实证检验》， 《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胡英： 《中国分城镇乡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探析》， 《人口与发展》 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黄晨熹： 《１９６４—２００５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基于人口普查 ／抽查资料的分析》， 《人口学刊》 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并比较其间的差距。 研究认为， 中国各地的 ＨＤＩ 两极分化，① 各省 ＧＤＰ 指数与人类发展水平呈正比

关系， 且省级人类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一样存在区域差距，② 东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

区，③ 但研究同时发现， 区域间差距在不断缩小，④ 突出表现在健康和教育指标之间的差距、 城乡人

口预期寿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⑤

２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指标权重的分析研究， ２０１０年以前， 国外学术界普遍倾向于将 ＨＤＩ 的三项指标都设置为均

等权重。 但有学者提出， 指标均等权重是把双刃剑， 优点是便于测算， 缺点是会导致分析结果不能真

实反映人类发展的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 应当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确定权重。⑥ 而且， 在计算 ＨＤＩ
时， 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层面。

各国学者一直不断修正改进 ＨＤＩ， 旨在能更好地发挥其服务人类发展的作用。 联合国每年发布

《人类发展报告》， 使用 ＨＤＩ测评各国人类发展水平。 １９９５ 年引入性别因素构建了体现性别差异的性

别赋权指数 （ＧＥＭ） 和性别发展指数 （ＧＤＩ）； １９９７年引入贫困因素构建了反映贫困程度的人类贫困

指数 （ＨＰＩ）。 而且， 在对象上， 学者们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 ＨＤＩ 应用方面的区别， 重

视人口、 贫困、 人权等因素对 ＨＤＩ的影响； 在方法上， 学者们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特征，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将应

用数据包网络分析 （ＤＥＡ） 引入 ＨＤＩ计算之中， 旨在测算亚太地区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⑦ Ｇａｒｃｉａ 采
用对比分析法， 对比墨西哥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认为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会赶超墨

西哥， 除此之外， 研究中也经常使用加权法、 几何平均法。
３ 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展望

就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和改进， 作者认为应当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１） 如何在 ＨＤＩ中反映分配的不平等问题。 ＨＤＩ 的现有指标不能直接反映分配的不平等问题，

实际上， 无论是在不同国家之间， 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 出生时人口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数都涉及显著

的不平等因素。 因此， 应当在 ＨＤＩ原有指标框架的基础上来考虑每个维度的不平等因素。
（２） 如何在 ＨＤＩ中体现各国的人文差异。 ＨＤＩ的研究只是探寻一种通用的评价标准， 没有考虑

国家间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对人类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将是一个很有价值并且契合跨学科研究

方向的主题。
（３） 基于 ＨＤＩ新方法的实证研究。 对于很多学者提出关于扩展和修正后的 ＨＤＩ 新算法， 还需要

通过更多的实证和案例研究来提供支撑， 旨在分析和验证新方法是否优于原方法。
（４） 人类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研究重点。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是人类必须

面对的严肃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ＨＤＩ应该包括生态和自然资源消耗等方面。 因此， 在原有

人类发展指数中加入生态指数， 构建全新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 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变

量衡量的缺陷与不足， 应当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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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的启示

　 　 联合国近十年的数据表明， 挪威、 澳大利亚、 德国、 加拿大、 新西兰、 美国、 荷兰、 瑞士、 韩

国、 新加坡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一直较靠前。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 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一直处于中

游， ２０１７年排在第 ９０位， ２０１９年位列第 ８５ 位。 可以看出， 虽然整体排名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中国

人类发展水平距离排名靠前的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 这需要我们找准矛盾问题， 借鉴国内外优秀的研

究成果， 抓好本土化的对接转化， 推动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 经济、 社会、 医疗和教育等是一个有机整体， 必须协调推

进、 共同发展， 必须全要素参与、 多维度融合， 否则， 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 会导致发展失衡。 中国

的人类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自上而下的总体统筹谋划不够， 各地区各部门缺乏统一的发展指导目

标； 各级对人类发展的理解不够透彻， 主动参与、 积极建设的意识不强；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规章

制度不够完善， 监督和实施机制有待完善； 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不平衡、 总体水平不高等。 国内外关

于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也为我们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带来了一些启示。
（１） 加强统筹谋划， 构建适合国情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 人类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

步的终极目的， 应当紧跟全球化、 信息化步伐，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结合地区实情， 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 同时建立指标体系调整机制， 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的变化， 适时调整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 权重、 算法等， 使评价指标体系能够真实、 客

观地反映发展现状， 为国家总体发展提供有力的评价支撑； 遵循人类发展指数评价体系， 促使地方政

府统筹好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逐渐形成以人类发展指数评价各级政府绩效的考核体系。
（２） 推进产业转型， 形成生态优先和集约高效的发展格局。 当今世界， 人们对生态、 健康和美

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这充分体现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根本宗旨。 当前， 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集中表现在人民对高品质生活和高质量产品的追求与有关产品和服务供给相对不足。 贯彻落实绿

色发展理念，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矛盾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在经济转型

上， 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开发利用新

能源， 实施节能环保工程， 培育和发展绿色服务业， 以此提升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益， 提高产品和服务

增加值， 促进产业发展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城市规划上， 要围绕自然的生态属

性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评估现有建设和开发， 依据人类发展指数的分项值统筹规划未来人口分布、 经

济布局、 国土利用及城镇化格局。
（３） 加大政策扶持， 大力营造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良好氛围。 各级政府要着眼于推动人类发展，

加强政策支撑和扶持力度， 以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以共享发展形成良好的环境氛围。 企业肩负着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是实现人类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平台。 政府要制定支持企业发展的法规制度， 为

企业投身技术研发提供政策保障； 要出台扶持政策， 加大对企业发展项目的财政补贴， 鼓励发展绿色

环保产业， 促进资源集约和循环利用； 进一步完善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激励机制， 鼓励企业就人类发展

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互相学习借鉴， 鼓励参与各类研发和创新活动； 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 注重

人才储备， 鼓励产、 学、 研三方合作， 推进高校可持续发展技术项目的转化和应用； 优化营商环境、
支持科技研发， 引导企业树立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 鼓励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实现科学发展、 有

序发展、 高质量发展。
（４） 坚持协同发展， 竭力补齐各地区人类发展的问题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实施可持

７６２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现状及启示



续发展战略， 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① 政府应当树立可持续

发展理念， 从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入手， 以经济的均衡发展推动健康、 教育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在国家

层面， 要根据各地区的自然禀赋、 人文环境和人力资源情况， 走分工合作、 取长补短、 协同发展之

路； 加大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 转移支付、 招商引资力度， 鼓励有实力、 有资质的大企

业参与开发建设， 吸引优秀人才。 在地区层面， 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 强化创

新驱动，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西部地区应当积极承接经济发达地区转出的产业产能， 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 东北地区要有效整合资源， 主动调整经济结构， 形成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 加快国

有企业改革，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推动东北全方位振兴。
（５） 强化参与意识， 多措并举提高全社会人类发展参与度。 政府应着力推广人类发展理念， 加

大网络媒体的宣传力度， 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全社会推进人类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提升全民参与

建设的意识。 政府在制定促进人类发展的相关政策时， 要建立情况反馈机制， 自下而上收集民众的意

见建议， 提高决策决议的针对性、 实效性。 要建立督导督查和自查自纠机制， 定期向民众公布有关法

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度， 接受全社会的公开监督， 使民众及时了解运行情况， 提升公民参与人类发

展的意识和责任感。 要以人类发展大数据驱动为引擎抓好放管服改革， 建设智慧城市、 宜居宜业城

市， 提升中国人类发展整体水平。

结　 　 语

　 　 人类发展指数是关注人类发展并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评价体系，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全方位

发展的综合指数， 涉及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 目前，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人类发展指数

的算法、 维度、 影响因素、 权重等， 中国学者也一直致力于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的本土对接转化。 虽然

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呈上升趋势， 但仍然存在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不平衡、 总体水平不

高、 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借鉴国内外关于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成果， 中国应当从统筹规划、 产业

转型、 政策扶持等方面入手， 提升人类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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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法国成长小说中的
自我形象及其变迁

———以 《红与黑》 为中心

杨亦雨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 个体的发展无法回避成长问题， 因此产生了纪录和探究人自身发展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记录

了小说主人公心理日渐成熟、 自我形象日趋完善的过程。 １９世纪法国出现大量成长小说， 《红与黑》 通过

描写主人公于连的成长经历， 生动刻画了主人公复杂的自我形象和精神世界， 成为 １９世纪法国成长小说再

现自我方面的典型。
关键词： 成长小说； 自我形象； 《红与黑》； 于连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 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２６９－０５

　 　 一般说来， 成长小说涉及主人公在自身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个人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以及自我

的内在冲突。 另外， 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 往往还会展现传记性或自传性的书写风格。 成长小说有广

义与狭义两种。 张国龙认为： “但凡涉及成长主题， 展现成长的历时性脉络， 即属于广义成长小说范

畴……狭义成长小说指对青春期故事的摹写， 或者说展现了处于青春期的成长者芜杂的心路历程。”①
两种定义均着眼于年轻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及精神世界。 在 《红与黑》 中， 生长于小城维立叶尔的于

连， 在初入社会时懵懂无知， 后在不同引导者的帮助下逐渐成熟， 在这一过程中展现了其矛盾的多重

人格和自我形象。 《红与黑》 对于连这一人物的描写， 既是此前成长小说的延续， 又在自我形象描述

方面深化了成长小说的发展。

成长小说的起源及在法国的发展

　 　 在西方， 成长小说已有 ２００多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 （Ｌａ ｎｏｖｅｌａ ｐｉｃａｒｅｓｃａ） 和

德国教育小说 （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 ｒｏｍａｎ） 中找到成长小说的源头。 就流浪汉小说而言， 在西班牙语中，
“Ｐíｃａｒｏ” （流浪汉、 无赖） 来自于动词 “Ｐｉｃａｒ” （偷窃） 和名词 “Ｐｉｃａｒｄíａ” （狡计）。 此外，
“Ｐíｃａｒｏ” 还让人联想到 “Ｐｉｃａｒｄ” 一词， 后者指的是弗朗德勒的居民， 这些居民名声不好， 以暴力和

狡猾著称。 所有这些词汇大致勾勒出流浪汉小说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特点： 狡猾、 顽劣、 暴力。 最早的

流浪汉小说 《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 发表于 １５５４ 年。 在小说中， 这个原本头脑简单、 呆头呆脑的

流浪汉， 在流浪的过程中， 成长为一个自主行事， 能够独立生活的个体。 这里， 成长的主题从不同的

方面得到了展现： 身体的旅行引发精神的升华， 主人公在导师的指引下认清自我， 最终获得主宰自己

９６２




命运的能力。
成长小说的另一源头是德国的教育小说。 从词源上来看， “Ｂｉｌｄｕｎｇ” 来自于动词 “Ｂｉｌｄｅｎ”， 意为

“培育”。 “Ｂｉｌｄｕｎｇ” 的含义有： 培养、 教育和文化。 在这一语境下， 教育意味着文化、 精神的提升。
人们通过阅读经典作品和现实的磨砺而自我培育、 提升。 在他人介入的情况下， 这一动态的过程逐渐

演变为教育和培养。 第一部教育小说是发表于 １７６６ 年的 《阿迦通的故事》， 作者是克里斯多夫·马

丁·维兰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ｅｌａｎｄ）。 歌德的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 出版于 １７９６ 年， 是教

育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德国和法国均受到读者的欢迎。 事实上， 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系列共有

３部作品： 《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 （创作于 １７７５—１７８５ 年）、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 （创
作于 １８２１—１８２９年）、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 （创作于 １８２１—１８２９ 年）。 通过威廉·迈斯特系

列作品， 读者见证了一个人从懵懂无知的青年， 蜕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 成为可靠的丈夫、 父亲

的过程。 “教育小说” 的正式提出大约在 １８７０ 年。 当时， 流浪汉小说在德国盛行， 并成为激发教育

小说作者创作灵感的源头之一。
接下来便是风靡一时的 １９世纪法国成长小说。 事实上， 在真正的法国成长小说问世以前， 出现

过许多 “成长小说的雏形”， 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法国骑士小说和冒险小说， 如克雷蒂

安·德·特洛亚 （Ｃｈｒéｔｉｅｎ ｄｅ Ｔｒｏｙｅｓ） 创作的 《格哈尔的故事》 （Ｌｅ ｃｏｎｔｅ ｄｕ Ｇｒａａｌ）。 这部作品讲述了

一个少年的英勇历险， 开始， 主人公对世事一无所知，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然而， 这位少年最

终成长为一名善战的骑士， 他疾恶如仇， 保护民众免受压迫。 由费奈隆 （Ｆｅｎｅｌｏｎ） 创作的 《忒勒马

科斯历险记》 （Ｌｅｓ 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ｄｅ Ｔéｌéｍａｑｕｅ ）、 伏尔泰创作的 《老实人》， 这些骑士、 冒险小说虽然也描

绘了主人公走向成熟的过程， 但作品的侧重点仍是奇幻曲折的冒险经历。
第二类是 “向上爬” 的小说， 其代表之一是马里沃未完成的作品 《农民新贵》 （Ｌｅ ｐａｙｓａｎ ｐａｒｖｅ⁃

ｎｕ ）。 小说描绘的是一位农民变为富人的过程， 其中不乏成长小说的主题与元素。 然而， 此类作品的

重点并非个人成长的过程， 而是其改变社会地位的过程。 具体来说， 作者描绘的重点在于致富的手段

和经过， 而非个人的发展与蜕变。
第三类是 １８世纪一些包含成长小说元素的浪荡子小说， 如克雷比永·菲尔斯 （Ｃｒéｂｉｌｌｏｎ ｆｉｌｓ） 的

《迷失的头脑和心灵》 （Ｌｅｓ éｇａｒ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 ｃｏｅ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萨德侯爵的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Ｓａｄｅ） 《闺房哲

学》 （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ａｎｓ ｌｅ ｂｏｕｄｏｉｒ ） 等。 这些小说描绘了单纯的少年如何 “成长为” 放浪形骸的情

场老手或者年轻人如何渐渐堕落。 不过， 此类作品的重点主要在于抒发享乐主义的观点。
到了 １９世纪， 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曲折的成长经历和教育小说中主人公受到外界教育而走向成

熟的过程， 为法国的成长小说提供了灵感， 真正的法国成长小说由此问世。 留下了福楼拜的 《情感

教育》、 巴尔扎克的 《高老头》 《幻灭》、 莫泊桑的 《漂亮朋友》、 司汤达的 《红与黑》 等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描绘了一群懵懂的年轻人， 从无知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 展现了人物不同的自我形象。 这些

主人公身上有一些共性。 首先， 这些主人公都很年轻， 社会经历甚少， 等待他人与社会的塑造。 这群

青年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为了达到目的， 时刻准备妥协、 放弃。 其次， 这些年轻人主要来自于资产阶

级家庭， 或者说来自于一个上升中的阶级群体。 他们往往渴望脱离原有阶层， 有 “不论以何种方式，
都要进入更高社会阶层” 的念头。 这也是在法国 １９ 世纪成长小说中主人公通常表现出喜欢斗争、 充

满野心、 拥有极强适应能力的原因。 最后， 几乎所有主人公都来自外省， 而后到巴黎闯荡世界。 巴黎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包容性， 吸引着年轻人在这里成长， 逐步走向成熟。 从外省辗转来到巴黎的过程，
也展现了主人公另一行为特质： 漂泊不定， 热爱旅行。 这些特质都从侧面反映了 １９ 世纪法国成长小

说人物特有的自我形象。
表面上看， 《红与黑》 的主人公与其他 １９ 世纪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一样， 如 《高老头》 中的拉斯

蒂涅、 《漂亮朋友》 中的杜洛瓦， 他们都以不同方式由社会底层迈向上层。 拉斯蒂涅听从鲍赛昂夫人

的教导， 从一个穷学生变为巴黎上流社会的宠儿； 同样杜洛瓦从一文不名的退伍士兵摇身一变成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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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老板的女婿， 并以此为荣。 《红与黑》 的前半段情节与这些小说相近。 主人公于连从一个木匠儿

子， 先后进入市长家和侯爵府， 甚至差一点迎娶侯爵小姐。 但 《红与黑》 主人公的最后结局又与上

述人物迥然不同， 于连发现他成功的那些手段和过程充满了虚伪， 为此， 他最终亲手毁灭了自己所有

的成长果实。 通览全书， 不难发现， 于连始终处于边缘地带， 难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一事

实蕴含着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法在一个平庸、 低劣充满罪恶的社会找到自

己位置， 其实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人性中尚未泯灭的良知。 在这一意义上， 于连以不同于拉斯蒂

涅、 杜洛瓦等人物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红与黑》 及其人物既有 １９ 世纪成长小说的一般

特点， 又有其独特之处。

《红与黑》 主人公自我形象的文学再现

　 　 《红与黑》 具体而多方面地展现了主人公于连的成长历程： 他在维立叶尔城掌握了基本的礼节，
在贝桑松完成学业， 在巴黎差一点完成了阶级进阶。 在感情方面， 德·瑞那夫人和玛蒂尔德教会他如

何施展个人魅力， 懂得何为真正的爱情。 最后， 当一切化为泡影时， 于连在狱中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于连出生于木匠之家。 在这个需要以劳力谋生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里， 不善劳动的于连受到全家的

排挤与怨恨， 并常与父兄产生冲突。 在于连的家庭中， 没有女性角色， 也没有父爱， 这使于连既未能

感受家庭的温情， 也无法在家中找到生活的导师。
在于连的成长道路上， 先后出现了 ４位男性指引者。 第一位出现在他的童年时期， 这是一位曾在

拿破仑军队服务过的医生少校。 他向于连传授拉丁文和历史知识， 并将自己所有的藏书和荣誉勋章一

并赠予于连。 这份馈赠充满寓意， 因为荣誉勋章是由拿破仑发起用于嘉奖在战争中表现卓越的战士。
每当看到勋章， 于连就会想到与医生共同度过的时光， 并怀念拿破仑依旧是将军的时代。 这份启蒙教

育让于连的世界观初具雏形， 同时， 也引发了他对于权力的崇拜。 第二位导师是西朗神甫。 他向于连

教授了许多神学理论。 受到神甫的影响， 于连意识到旧社会一去不返， 拿破仑不再是权力的象征， 在

当今社会， 宗教力量正在冉冉升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于连决心成为一名牧师。 在西朗神甫的帮助

下， 于连逐渐精通神学， 并在教会崭露头角。 毫无疑问， 西朗神甫对于连的爱是无私、 深沉的。 在小

说结尾处， 当他前往监狱探望于连时， 忍不住扑向于连的怀里， 高喊道： “啊！ 伟大的上帝！ 我的孩

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恶魔？”① 在他眼中， 于连就是自己的孩子，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与恶魔

相提并论。 第三位指引者彼拉神甫身上也有同样深沉的爱意， 于连也将他视作自己的父亲。 从表面上

来看， 彼拉神甫从未对于连流露出任何温情。 这是一位行事冷静， 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一开始，
他以极为生硬的方式欢迎于连到贝桑松修道院学习， 这让于连对他心生恐惧。 可是， 彼拉神甫却在背

后默默帮助于连逃离炼狱般的学习生活， 并为他打开通往巴黎上流社会的大门。 同时， 神甫告诉他巴

黎社交圈的各种规则， 带领他踏入贵族的世界。 显然， 彼拉神甫是于连真正的精神导师。 在他的庇护

下， 于连进入侯爵府， 遇到了他的第四位指路人———德·拉摩尔侯爵。 起初， 于连显得愚笨无知： 他

不懂如何穿衣， 也不知道如何得体地走路。 在工作时， 他的拼写错误百出， 显然， 他对巴黎上流社会

语言和沙龙行话还一无所知。 好在德·拉摩尔侯爵一一纠正了这些 “粗俗的习惯”。 他亲自润色于连

俗气的书面表达， 试图告诉他如何拥有上流社会特有的轻松心态。 于连也很认真， 他几乎读遍所有可

以用来缩短自己与他人差距的书籍。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于连不再怯懦， 逐渐学会巴黎的社交做

派， 言谈举止优雅得体。 除了上述几位男性导师， 还有两位女性导师也在于连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

色， 她们是于连不同生命时期所爱的对象： 德·瑞那夫人和玛蒂尔德。 值得一提的是， 在许多同时代

１７２１９世纪法国成长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及其变迁

① Ｓｔｅｎｄｈａｌ， Ｌｅ Ｒｏｕｇｅ ｅｔ ｌｅ Ｎｏｉｒ，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ｔｉｅｒ， ２００４， ｐ ５４９



的成长小说中， 女性导师往往也是年轻主人公的情人， 她们不但给予这些青年爱， 也教给他们人生道

理。 当然， 要想获得女性的青睐， 自己首先必须充满魅力。 显然， 于连在这方面颇具天赋。 在遇见

德·瑞那夫人之前， 他似乎就很容易吸引女性的目光。 当于连第一次来到市长家中， 德·瑞那夫人就

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这种感觉与一见钟情十分相似。 毫无疑问， 于连过人的相貌与学识让他极富

吸引力。 在与德·瑞那夫人的相处中，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性面前的魅力， 并成功说服市长夫人当

了自己的情妇。 在德·瑞那夫人的悉心指引下， 于连渐渐了解了一些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情世故与处世

之道。 总的来说， 在于连身边， 德·瑞那夫人充当着多重角色： 保护人、 导师、 顾问和情人。 这段经

历， 让于连更好地认识自我。 他曾经沉睡的自我意识也在与德·瑞那夫人的相处过程中慢慢觉醒。
贵族出身的玛蒂尔德骄傲、 任性， 她渴望的是浓烈狂热、 暴风雨般的爱情。 她对爱人很挑剔， 充

满占有欲， 经常丧失理智。 在这种病态的相处模式下， 爱情充满恐惧、 痛苦、 心碎。 然而， 一旦爱人

通过自己设下的重重考验， 玛蒂尔德可以为爱抛开所有的一切。 在与她的相处过程中， 于连习得更多

爱情技能与向上爬的处世之道。 比如， 他学会带上虚伪的面具， 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 同时， 他逐渐

克服自己的本能， 模仿周围人的言谈举止， 在几周内就融入了巴黎的社交圈。
在与两位女性导师的相处中， 于连展现出许多性格特征， 它们构成了于连独有的自我形象。 首

先， 于连对女性的评判并非建立在个体本身， 而是建立在她的社会地位之上。 这一行为特点表明他在

对待情感问题时， 过分理性， 缺乏真诚，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虚伪的一面。 比如， 当他第一次见

到德·瑞那夫人时， 于连觉得她 “打扮得不错”， 而德·瑞那夫人则仔细观察了他的脸色、 头发和黑

色的眼睛。 于连之所以对着装产生兴趣， 是因为它能够代表对方的身份地位。 他对玛蒂尔德也没花什

么心思， 他想追求她的理由只是因为这位贵族小姐显得不可一世， 难以接近。 换句话说， 于连之所以

想拥有玛蒂尔德， 是因为其他人都渴望得到她。 如果玛蒂尔德没有成为舞会的焦点， 他可能都不会注

意到她。 事实上， 玛蒂尔德和德·瑞那夫人都是于连向上爬的工具。 对于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
于连态度轻慢。 比如， 在与德·瑞那夫人的女仆艾丽莎交谈时， 于连总是显得很傲慢。 对于连来说，
女性不是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对象， 而是通向更高社会层级的阶梯。

在德·瑞那夫人和玛蒂尔德身边成长时， 于连的种种行为特点和个性特征都展现了他极富野心的

自我形象。 然而， 读者也发现， 于连并未彻底完成自己的成长任务。 虽然经历了他人的教导和社会的

磨砺， 于连仍旧保留了敏感、 忧郁、 胆小和暴虐的性格特点。 在玛蒂尔德眼中， 于连最大的魅力在于

他身上未被现代文明驯化的野性。 在她看来， 最美好的爱情宣言， 不是山盟海誓， 而是那些出自本

能、 略带野蛮的动作与行为。 当于连拿着剑冲向她的那一刻， 她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他。 此外， 不论

是在维立叶尔、 贝桑松还是巴黎， 一旦受到侮辱， 于连都有杀死对方的冲动。 这种暴力的行为方式来

自于他童年的生活经历。 在乡下， 打架、 斗殴、 决斗屡见不鲜。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习惯以暴

力的方式解决争端。 再者， 在于连的家庭中， 他的父兄经常打骂或用鞭子教训他。 显然， 这段人生的

初期经历已经根植于他的心中， 即便受到再多文明的感化， 也难以改变。
在遭遇他人轻蔑的态度时， 于连的回应也没有实质性的长进。 出生在外省的乡下， 于连自知自己

身份低微。 从他称呼自己的方式就能看出他的心理状态： “平民” “农民的儿子” “木匠的儿子” “仆
人” “工人” 等。 一方面， 强烈的自卑感给予他向上爬的野心与力量， 另一方面， 自卑让他的自尊心

变得有些病态。 直到小说结尾， 于连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扭曲的人格， 甚至成为最后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读到德·瑞那夫人那封充满鄙夷的 “告发信” 时， 于连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 加之在他心中， 暴

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用枪瞄准了德·瑞那夫人。 发生在维立叶尔教堂的这一

幕意味着： 于连在社会上取得的进步、 成长、 提升， 在此刻似乎失去了所有意义， 这位 “木匠的儿

子” 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他依旧粗鄙， 用暴力宣泄情绪， 由着自己的本能行事。 即便在众多导

师的培养下， 于连依然没有学会上流社会那种轻松、 随意、 潇洒的行为方式，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

从未在心底忘记自己卑微的出身。 他清醒地意识到， 在侯爵府， 他就是一位低贱的仆人。 事实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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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流社会， 他都处于这样的地位。 那些男性导师或女性导师教给他的处世之道或社交礼节只是些

流于表面的生存技能， 即便后来于连蜕变为一个社交高手， 可他骨子里仍是 “贫穷的外省平民”。 要

知道， 同样是面对告发信， 真正的贵族会置之一笑， 而于连却为了自尊， 付出了生命。
如果说， 在与女性交往时首先着眼于其社会地位， 体现了于连始终专注于自我提升的自由追求，

那么， 在遭遇他人侮辱时， 于连的回应方式依然故我， 则从意识的深处体现了他我行我素、 无视外在

境遇的自由个性， 二者既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于连成长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复杂形态， 也呈现了于连在这

一过程中所体现的成长普遍性与成长独特性彼此交错的面向。
在小说的结尾， 于连回到维立叶尔， 在监狱中， 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 “成长”。 他卸下自己所

有的面具， 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
生活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烦恼， 他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所有的事情， 他不再有野心了。 他很

少想到德·拉摩尔小姐。 悔恨占据了他的心， 常在他眼前呈现出德·瑞那夫人的形象， 尤其是夜

里。 在这高高的塔楼里， 只有白尾海雕的叫声划破了夜的寂静！①

这便是于连一生中最后一次成长。 在狱中， 他明白了幸福的真正含义。 “木匠的儿子” 原本充满

野心，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离开维立叶尔， 在巴黎出人头地。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于连意识到自己走

错了道路， 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 他最终明白了： 原来他的梦想不是迎娶玛蒂尔德， 获封贵族， 而是

陪在德·瑞那夫人身边， 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这种人生的领悟， 同时内在地表现了他思想的成长或成

熟历程： 由个人奋斗的勃勃野心而最终回归宁静平凡的生活。 从自我形象的塑造看， 它表明， 自我的

成长在心理的层面并不是线性的， 其中包含着回流、 曲折， 充满了复杂性。

结　 　 论

　 　 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 “自我意识” 和 “自我形象” 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 成长者作为独立的个体， 总是努力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的 “我”， 于连也不例外。 毋庸置

疑， 于连在成长过程中， 展现出极为复杂的自我形象： 既有虚伪功利、 冷酷无情的一面， 也有善良敏

感的一面； 有时胆小怯懦， 有时却显得骄傲无畏。 总的来说， 于连的性格在激荡、 火热与虚伪、 消极

中不断变化， 形成一种矛盾的统一。 成长小说以形象、 生动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变化性和矛盾性。 成长

小说描绘的是主人公整个人生历程： 出生、 教育、 初入社会、 向上爬、 自我觉醒， 这也使之成为再现

完整自我的形式， 读者能够由此清晰地看到人物性格的全貌。 进而言之， 个体在其存在过程中， 不会

停滞或凝固于某种形态， 这一特点反映在成长小说中， 便表现为人物的自我形象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变

迁。 事实上， 在所有成长小说中， 随着人物境遇的改变， 主人公在精神、 感情、 道德上都会发生某种

变化。 《红与黑》 中主人公于连所经历的由一心一意向上爬到回归平凡生活的心理变迁也表明了这一

点。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 成长小说也力图展现其间的复杂性。 从社会历史的层面看， １９ 世纪

的法国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 但个人的成长历程却并非单向、 线性的发展， 而是充满了复杂

性， 这不仅在于其中的人格呈现出多面性， 而且体现在追求超越下层处境与向往平凡生活、 外在人物

形象的变化与内在心理气质的不变等不同人生取向以及内外之间的交错和张力， 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

社会的历史走向对个体的多重影响， 也可以看到个体的人生追求与时代的趋向并非简单重合。 在以上

方面， 《红与黑》 无疑也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例。

责任编辑： 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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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学校立德树人

任志锋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

　 　 摘要：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教育创新， 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赋能的实质在于对社会生产生活进行全域性技术赋能。 以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是顺应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对破解高校立德树人难题， 实现全员、 全过程、 全

方位育人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同时， 人工智能发展也给高校立德树人带来了严峻挑战， 需要我们审慎应对。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智能时代； 高校立德树人； 技术赋能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２７４－０７

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向来是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 现代教育的历史实践表明， 科技革命对教育变革

影响巨大， 新的科学技术会融入和重塑整个教育体系。 当前，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引领

新一轮教育变革， 对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具有深远影响。 高等学校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人才

培养的重要力量， 应该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 深入探究人工智能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以人工智

能赋能教育质量提升， 不断增强高校立德树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一、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的基本意涵

　 　 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是运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 扩展延伸人类智能的技术科学。
随着人工智能在制造、 物流、 金融、 医疗、 教育、 家居等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如何以人工智能赋

能”， 成为公共舆论广泛探讨的现象级话题。 从词源来看， “赋能” 一词来自西方， 英文表述为 ｅｍ⁃
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由于 ｐｏｗｅｒ 在英语中有权力 （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能力 （ ａｂｉｌｉｔｙ）、 能量 （ ｅｎｅｒｇｙ） 等多重含义，
所以有时也被译作 “赋权” “授权” “赋权增能” “授权增能”。 此外， “赋能” 在不同学科中含义也

不尽相同，① 组织行为学将之界定为权力下放， 亦即 “权力赋能”； 心理学将之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自

我效能感提升和组织层面的工作动机激发， 亦即 “心理赋能”。 当前， 有关 “人工智能赋能” 的热

议， 则主要聚焦于大数据、 超级运算、 传感网以及机器学习、 语音图像识别等智能技术， 推动各行各

业提质增效， 服务国家治理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的实质是技术赋能。 相对于 “权力赋能” 和 “心理赋能”， “技术赋能” 的对象范

围更为广泛， 既指向社会组织和个人， 也指向其他技术载体， 具有渗透性、 全域性、 融合性等特征，
是一种足以引发人类社会整体性、 结构性变革的力量。 目前， 以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等为

代表的智能感知技术， 以超强人工大脑、 自然语言理解为代表的智能决策技术， 以医疗诊断、 专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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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智能推荐为代表的智能应用技术， 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仿真机器人、 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智能

操控技术， 正在广泛渗透和运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力地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解

放， 初步实现对各行各业的 “全域性赋能”。
高等教育是人工智能赋能的重要领域。 从国家政策来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密集出台了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 等政策， 对高等学校深度参与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 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进行统筹安排。 同时， 专门制定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

动计划》， 引导高校积极探索以人工智能赋能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并

将之纳入 “双一流” 建设整体规划之中。 从实践应用来看， 人工智能已开始切入高等教育的主要环

节。 在一些地方和高校， 已经初步实现了 “规模化的自动批改和个性化反馈” “智能化推荐学习内容

和自动化辅导”，① 增强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能力， 催生了以在线虚拟教职人员、 教育智能机

器人、 自适应学习应用、 学习信息智能管理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新形态、 新业态。
综上可见， 以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 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化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首先， 人工智能已成为高校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正如工业化时代离不

开电力、 信息化时代离不开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 在智能化时代， 高校教育教学、 人才培养、 学科建

设乃至后勤保障， 同样也离不开人工智能。 对智能时代高校立德树人而言， 人工智能不是 “装饰

品”， 而是 “必需品”。 其次， 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高校立德树人生态发生深刻变革。 这是因为人工

智能的核心能力和最大优势在于高效率的计算能力，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替代人的脑力劳动。 尤

其对于高等学校这样一个数据密集、 知识密集、 脑力劳动密集的领域， 人工智能的颠覆性作用更加显

著。 此外， 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大机器工业时期， 致力于为机械化、 程序化的社会生产输送知识、 技

术和人才。 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将从根本上动摇这一教育体系， 转而诉诸习近平主席讲的 “伴
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 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 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②。 这些

变化都将深刻地改变高校立德树人的外部生态和内部构成。
作为一种 “基础设施” 和 “变革力量”， 人工智能对高校立德树人的赋能， 是以 “促逼” 的方

式展现出来的。 “促逼” 是海德格尔用于描绘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术语。 在海德格尔看来， 技术是

一种现代性的 “解蔽”， “技术解蔽” 的作用机制在于 “促逼” ———通过 “促逼” 自然创造超自然的

物质世界， 通过 “促逼” 生活构筑人类存在的生活场景。③ 在这个意义上， 迄今为止的现代性历史，
都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 工业革命的技术赋能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组织模式和人类存在方式变革。 具体

到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 这种 “促逼” 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人工智能可以助力破解高校立

德树人难题， 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人工智能为高校立德树人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从而 “逼
迫” 高校进行深刻反思和创新发展。

二、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的实践进路

　 　 人工智能作为智能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 “全域性赋能” 作用。 人工智

能能够解决高校立德树人的难题， 实现高校全员、 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的正向促逼作用。
１ 推动形成全员育人合力

高校立德树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就是难以形成全员育人的合力。 究其原因， 一方面， 许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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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马陆亭： 《教育要主动助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２０日， 第 １３版。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７日， 第 １版。
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 载 《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５－２１ 页。



等教育从业人员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形成高度的育人意识和责任担当， 还没有找准本职工作与立德树

人的有效对接点， 从而难以在不同育人主体之间凝聚起共享性的价值共识， 难以构建出既有差别又能

相互统一的育人目标。 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和高校尚未形成富有差异性和针对性的育人责任清单， 尚

未健全全员参与和部门负责相结合、 一体化运作和专业化发展相协调的体制机制， 从而导致全员育人

要求难以落到实处。 从更深层次来看， 全员育人的合力之难， 还根源于现代大学治理的内在逻辑。 总

体而言， 现代大学建基于技术主义逻辑之上， 形成了科层制组织管理、 分科化学术研究、 院系式人才

培养的治理格局。 在这一格局中， 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 不同院系的育人职责，
有着各自明确的任务和分工。 这种技术主义逻辑和治理格局， 很容易导致高校从业人员陷入部门本

位、 学科本位、 院系本位之中， 容易陷入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的 “平庸之恶”。 将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嵌入现代大学治理之中， 客观上会对原有的育人格局和责任分工体制带来挑战， 加大从业人员的

工作任务。 因此， 破解全员育人合力难题， 需要重新审视现代大学的治理传统， 探索 “人人可育、
人人能育、 人人乐育” 的新范式。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这一探索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以区块链、 云计算、 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 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化特征。 依托这些技

术， 学生成绩考核、 人员信息统计、 教育任务分解， 都可以交给更具智能化、 便捷性、 开放性的教育

场景来处理， 而不必再依靠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 这样就可以将大量的行政人员解放出来， 转而投

入到立德树人中去。 其次， 目前正在广泛使用的规模化作业批改、 智能化推荐学习、 自动化学业辅导

等技术， 可以大大减少不同学科教师的教学压力， 使之得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思考和探索将立德树

人融入本学科教学研究的方式方法。 此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纳米技术、 基因技术的深度融合， 以

脑机接口为代表的 “人机一体” 或 “人机融合” 技术， 也将逐步成熟。 届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都可以通过大脑与机器的联结和交互， 实现知识信息的交流互动。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激发教学人员、
科研人员的育人活力， 开创全员育人新的更可预期的前景。

２ 有机衔接全过程育人环节

全过程育人的实质在于， 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学生成长全过程。 目前的难题在于， 这

两个融入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之间， 缺乏必要的有机衔接。 典型的表现就是，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程度

不高， 相关知识单元之间难度梯次不大， 没有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知识进阶体系， 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低水平重复现象。 原因在于， 我们对学生道德发展规律和立德树人规律还缺乏深入了解。 如， 学生在不

同年龄、 不同学段的道德发展有什么本质差别？ 有什么内在联系？ 单个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 受到哪些

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个体化特质？ 同一学段的不同道德规范之间有什么相互联

系？ 不同学段的道德规范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 不同学科、 不同教学活动中到底潜藏着哪些立德树人的

教育因子？ 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 对我们而言还都是 “黑箱”， 急待深入研究和发掘。
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和数据挖掘技术， 有可能帮助人们解开这些 “黑箱” 的秘密。 尽管人工智

能还无法潜入到无意识、 潜意识层面扫描收集人的道德数据， 也难以完全掌握那些仅仅停留于意识层

面的道德思考和行为方案， 但是只要这些因素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 便都可以以数据的方式被发现

和存储起来。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积累的数据主要有三类 ， 一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采集到个人

信息数据， 二是借助电子产品进行的行动数据， 三是以往学术研究、 社会调查收集到的结构性较强的

数据。① 未来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立德树人需要， 对现有数据进行定向筛选， 同时有针对性地收集教育教

学活动数据， 并对个人道德发展数据进行全部 “留痕”。 当然， 这些都要在法律允许和个人授权的前提

下进行。 一旦有了充足的数据储备， 人工智能便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对这些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聚

类分析、 分类分析、 异常分析、 特异群组分析和演变分析， 从而 “全息性” 地揭示学生道德发展规律和

立德树人规律， 深层次把握立德树人各个要素和环节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 实现全过程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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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效增强全方位育人效应

全方位育人牵涉线上与线下、 课内与课外以及家庭、 社会、 学校多个领域。 其面临的主要难题

是， 如何超越不同领域的物理空间， 破除不同领域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各领域立德树人在目标、 资

源、 策略、 评价上的全方位融通。
人工智能的优势主要在于： 一是育人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是智能时代的基本特征。 尤瓦尔·赫拉

利称之为 “数据主义”。 在数据主义的逻辑上， “体验不分享就没有价值， 而且我们并不需要 （甚至

不可能） 从自己心里找到意义。 我们该做的， 就是要记录自己的体验， 再连接到整个大数据流中，
接着算法就会找出这些体验的意义， 并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①。 这种论断固然带有 “数据万能

论” 色彩， 却折射出智能时代数据共享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高校立德树人， 若想真正实现全方位育

人， 就必须走向数据共享， 搭建各领域育人数据开放共享的平台和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任何一个

领域遗落在全方位育人格局之外。 二是思想行为预测。 高校立德树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道

德规范知识， 更在于帮助学生养成稳定的道德价值观和思想行为模式。 以往对这一教育目标的考核，
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测验和行为观察。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 则可以凭借各领域相互共享的数据， 对学生

道德发展和行为进行研判预测。 只要数据沉淀足够充分， 预测就可以足够精准。 三是育人效应集中。
全方位立德树人的效应如何， 归根结底要看这些领域是否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育人功能。 这就需要各领

域的育人实践必须适时掌握学生道德发展状况， 并根据学生在不同领域的道德行为反映， 及时进行策

略调整和相互对接。 在人工智能条件下， 可以根据学生在不同立德树人场景中的面部表情、 心率波动

以及皮肤导电、 脑电波等生物学因素的变化， 推测分析学生的情感状态和学习偏好， 再将这些信息在

不同领域进行动态共享， 从而为育人策略调试提供依据和支撑， 实现育人效应的最大化。

三、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的理论反思

　 　 在充分认识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 助力实现全员、 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的同时， 也要看到

人工智能给高校立德树人带来的严峻挑战， 从反向 “促逼” 角度探寻智能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生存发

展之道。
１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立德树人还有无必要？
从阿尔法狗围棋 （ＡｌｐｈａＧｏ） ４ ∶ １战胜李世石 （２０１６）、 ３ ∶ ０完胜柯洁 （２０１７） 以来， 有关机器

已经超过人类并将全面取代和终结人类的议论甚嚣尘上， 学术界甚至出现了对 “人类纪” “人类世”
或 “后人类时代” 的热烈探讨。 这其中一个重要议题便是： 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人类最后一个发明？
人类还有什么不能被机器替代？ 我们可以对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立德树人进行如下畅想： 其一， 假如

人类果真是一种 “生物算法”， 而大数据和超级运算又是人工智能最为见长的， 那么， 人类道德传

统、 社会道德秩序、 个人道德抉择就有可能通过 “数据透镜” 和 “算法解析”， 得到精准记录、 量化

评估和理性筛选。 这样一来， “立什么德” “树什么人” “何以立德” “怎样树人” 等一系列问题， 便

都可以被智能机器 “接管”， 所谓的立德树人就随之变得可有可无。 其二， 当前人类所惊恐的人工智

能充其量只是一种 “专用智能”， 即仅仅适用于特定领域的智能。 但是， 按照雅斯贝尔斯关于 “技术

是一种自我发展的力量” 理论，② 智能技术必将超越 “专用智能”， 走向 “通用智能” 和 “超级智

能”。 到了 “超级智能” 阶段， “万物都将变成技术化的存在， 此种存在升级意味着人类在世界存在

系统中失去了地位， 人类不再重要， 历史将失去意义， 人类文明将成为遗迹”③。 当人类一旦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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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尔· 赫拉利： 《未来简史》， 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第 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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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意义， 立德树人又将从何谈起呢？
如果按照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 我们也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上述 “悲观” 推论。 但是， 人类之

所以能够以 “智人” 身份从自然进化中脱颖而出、 延续至今， 所凭借的是综合性的文化创造， 而非

单纯的技术和工具。 正是文化的力量， 推动人类相继实现认知革命 （７ 万年前）、 农业革命 （１ 万年

前） 和科学革命 （５００年前）， 最终成为这个星球最具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存在。 所以， 对人类未来的

合理畅想应该破除对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路径依赖， 从更为广阔综合的文化视角， 展开我们的思维

进路。 那么， 从文化视角来看，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立德树人是否当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答案显

然是否定的。
道德作为人类的文化创造， 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 也是人区别并超越于动物的关键因素。 荀子

有言， “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 曰： 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 曰：
分。 分可以能行？ 曰： 义。”①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与牛马一样， 都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延伸， 其本身无

所谓道德不道德， 甚至不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特殊意义。 只是因为牛马是自然生命演化的产物， 而人工

智能是模拟人类思维的人造物， 与人类社会关系更为紧密， 影响更为深远， 所以才受到如此广泛热

议。 因为其巨大的能量和价值， 所以人工智能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道德规制。 从高校立德树人来

说， 我们既要加强对人的道德教育， 确保人工智能被合乎道德地研发和运用， 而不致成为人类相互残

杀、 自取灭亡的武器； 也要加强对智能机器的道德训练， 赋予机器以 “道德程序”， 避免其成为奴役

乃至灭绝人类的 “新物种”。 事实上， 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已经有所行动。② 总之，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
高校立德树人不仅不可或缺， 而且至关重要。

此外， 人类道德发展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数据化、 智能化的领域， 必须经由教育引导才能实现。 这是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立德树人无法被替代的另一重要原因。 从发生机制来看， 人类的道德动机和行为依

赖于由情感、 意志和认知构成的 “心智系统” （ｍｉ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神经学家潘科赛普 （Ｊ Ｐａｎｋｓｅｐｐ） 的心智

考古学发现，③ 人类心智系统是一个逐层嵌套的结构。 位于最底层的情感心智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ｎｄ）， 是哺

乳动物大脑中演化时间最长、 最具基础性功能的部分， 也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 而人类的情感体验主

要从这一层发展出来。 在情感心智之上， 分布着大量无意识的学习和记忆， 这是心智系统的第二层。
位于最上层的部分， 才是主导认知、 决策、 问题解决和反思的高级心智。 换言之， 情感心智和无意识

的学习记忆， 是人类道德发展最具基础性的力量， 道德认知、 道德行为则是这种力量外显的结果和表

征。 事实上， 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研究也证明， 道德行为发生不仅仅只是科尔伯格等人所说的认知结

果， 情感因素和无意识的道德直觉在其中发挥了更具基础性的作用。④ 反观人工智能， 即便 “数据”
可以对外显性的道德认知和行为进行 “画像”， “算法” 可以对这些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预测，
但是绝无法潜入到情感心智和无意识层面， 精确量化地模拟和分析道德动机、 情感体验。 这些只能有

赖于教育实践的系统干预和规范引领。 从实践应用来看， 人类道德实践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确定性和

模糊性的统一。 以著名的 “电车难题” 为例， 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条件设置， 人类将会做出不同

的道德选择。 也就是说， 人类道德实践具有适应复杂环境的 “权变性”。 但是对人工智能而言， 其

“数据” 和 “算法” 都是基于对既定经验的不完全归纳。 所以， 无论 “数据沉淀” 如何丰富、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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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如何精巧， 都难以穷尽人类道德实践的全部可能性， 更无法代替人类做出正当合理的道德

选择。
综上， 只要技术发展还需要道德规制， 只要道德发生机制还无法被完全简化为数据和算法， 只要

道德实践和选择还不能被机器所取代， 那么对人的道德教育和引导就始终是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在人

工智能背景下坚定立德树人价值自信、 增强立德树人实践自觉的根据所在。
２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立德树人的发展方向

高校立德树人在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上， 至少可以在如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１） 加强人工智

能发展的道德风险评估和控制， 确保最大限度发挥这项技术对社会进步、 国家治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

正向作用； （２） 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道德化的讨论和研究， 确保这项技术始终符合和彰显人类道德价

值； （３） 推进智能时代道德理论和实践创新， 为人工智能发展创设新的更富开放性和包容力的道德

环境； （４） 强化大学生信息道德和智能素养培养， 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智能社会建设储备人才； （５）
推进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实践， 不断拓展和完善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和实践

规则。
从目前来看， 高校立德树人可以从人工智能带来的突出问题入手， 探寻拓展自己的价值边界和发

展方向。 其一， 失业问题。 这是尤瓦尔·赫拉利在 《未来简史》 里提出的问题， 即人工智能的广泛

应用将导致大量失业。 对于高校来讲， 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因为按照摩尔定律揭示的 “指数级增长”
原则，① 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会远远快于大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发展速度。 今天在校大学生很有可

能就是明天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第一波 “失业者”。 对此， 现阶段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福

利政策、 提高国民基本收入， 缓解大范围失业带来的社会矛盾。 但是这种方案并非治本之策， 也不可

持续。 更为合理的选择应该是探寻人类无法被机器替代的独特能力， 例如共情能力、 创造能力、 审美

能力、 反思批判能力等。 可以想见， 基于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或许可以取代大量

程序性、 重复性的人类劳动， 但却难以完全掌握和超越人类的上述能力。 所以， 高校立德树人应该更

加注重培养学生掌握超越于机器的特殊能力， 确保在未来职业发展中不被机器所取代。 其二， 权利问

题。 主要涉及平等权和数权两大问题。 平等权是尤瓦尔·赫拉利在 《未来简史》 中的另一个重要提

示， 即随着人工智能发展， 社会将分化为极少数的 “智神” 与大量 “无用阶级”， 此二者的不平等既

在于技术、 资本和财富， 更在于 ３Ｄ打印心脏、 脑机接口等技术带来的 “自然生命差异”。 数权是与

人权、 物权同等重要的权利， 涉及个体数据的记录、 访问、 更正、 应用、 可遗忘、 可拒绝等多个方

面。 对高校立德树人来说， 这两个问题无疑都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崭新课题。 面向未来， 我们应该注重

提升学生的权利意涵， 引导学生尊重、 维护和发展自己和他人的平等权和数权， 不断增强共生共存的

价值自觉。 其三， 意义问题。 这是赵汀阳提出的问题。② 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当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

动之后， 人们拿什么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 二是当人工智能可以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之时， 人们该怎

么确认他人对于自己的独特意义？ 探寻和建构学生的意义世界， 本来就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题中之义。
不同之处在于， 智能时代将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地提到了高校立德树人的议程上。

３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立德树人的创新之道

目前，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在高校立德树人理论和实践之前。 这一略显

“尴尬” 的事实警示我们， 必须迎头赶上、 积极作为， 深入把握人工智能与立德树人的相互关系， 探

索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立德树人理论样态和实践范式。

９７２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学校立德树人

①

②

摩尔定律是英特尔 （ｌｎｔｅ） 名誉董事长戈登·摩尔 （ Ｇｏｒｄｏｎ Ｍｏｏｒｅ） 提出的， 用以描绘信息技术发展的设想， 被称为计算机

第一定律。 这个设想认为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是一种指数级的增长。 具体来说， 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 约每隔 １８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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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研究应该坚守人文主义传统， 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 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共进的发展格局。 人文主义是人类超越自然秩序、 挣脱宗教神学束缚的现代性奥

秘， 也是破除 “人生无意义、 存在无依据” 的生存论困境， 塑造现代社会政治、 经济、 美学和教育

的强大力量。① 高校立德树人， 正是在人文主义的框架下， 涵养主体德性、 教化价值规范、 培育社会

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 才是根本意义上获得人性论基础和合法性的前提。 坚守人文主义传统， 就是要

将人的生存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紧围绕怎样培养更好地发挥人的自我价值、 促进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研究把握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方

向。 同时， 坚守人文主义传统， 还应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论思维， 研究把握人工智能深度卷入

自然生命演化的发生机理及其对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颠覆性影响，② 从而科学研判智能时代高

校立德树人在对象、 目标、 任务、 方法等方面面临的变革。 除此之外， 人工智能还是一门综合性、 复

合性的交叉学科， 研究范畴和问题领域广泛， 既需要持续不断的基础理论创新， 也需要拓展应用场

景、 积累数据资源、 搭建技术平台。 这就要求必须打破学科壁垒， 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立德树人的

重大基础性、 前沿性问题， 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学、 教育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相关哲学社

会科学， 与计算机工程、 脑认知、 心理学、 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的深度融合， 构建形成以育人为根

本、 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协同攻关、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良性互动的理论创新机制。
在实践上，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立德树人应该强化和彰显 “三全育人” 的价值取向， 着力推动教

育政策的整合创新。 全员、 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是新时期我国高校立德树人的基本方略。 在人工智能

背景下推进实现 “三全育人”， 需要把 “为国育才” 与 “个人成才” 两大价值取向更好地结合起来。
既要围绕 “三全育人” 的关键难题， 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机嵌入和运用于高校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全

过程， 着力打通 “三全育人” 的 “最后一公里”， 还要聚焦人工智能背景下学生成长成才面临的充分

就业、 权利保护、 意义世界建构等突出问题， 探索形成富有前瞻性、 针对性的育人范式。 此外， 教育

政策的整合创新也是智能时代高校立德树人必须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 当前， 我国高校育人政策的规

范化、 系统化水平不断提高， 已基本形成课程、 科研、 实践、 文化、 网络、 心理、 管理、 服务、 资

助、 组织等 “十大育人体系”。 下一步， 应着力探索以育人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赋能政策， 推动高校政

策与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政策相衔接， 与其他领域人工智能政策相整合， 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联合

国教育政策相互动， 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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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泰格马克在 《生命 ３ ０》 提出， 人工智能推动生命演化进入了 ３ ０阶段， 亦即生命的技术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 智

能技术不但可以设计生命的硬件， 也可以重构生命的软件， 由此将出现人与机器高度融合的 “合成人”， 也就是所谓的 “赛博格” （
Ｃｙｂｏｒｇ）。 参见麦克斯·泰格马克： 《生命 ３ ０》， 汪婕舒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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